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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很高兴，《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在经历了2年时间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说起这本书，确实和我本人有着太多的渊源。2014年夏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编辑关雪菁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在汉语阅读方面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心理学提供智慧支持。考虑到近些年我所从事的多是非研究性的工作，因此论及最新成果，我倒是乐意推荐年轻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关编辑富有引进版图书的编辑与策划经验，她对作者的国际学术背景也十分关注。于是我便引荐了我的学生李文玲，她那里一定有值得与中国心理学人分享的学术成就。李文玲是我十分喜爱的学生，在我门下学习时，便显现出卓越的治学智慧与谨慎认真的做事风格。她长期从事儿童阅读领域研究，并于1992年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随后作为高级研究员在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与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教授——儿童教育的学术权威——一起从事儿童阅读的跨文化研究。他们获得了多项美国研究基金的资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为儿童阅读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舒华。近20年，我的这两位学生各自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成就，这次又再次联袂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汇集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少见的、既有学术含量又能兼收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佳作。为此，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每一位深耕于早期阅读事业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阅读，并指导实践。

张厚粲

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6年5月17日


推荐序

30年前，出版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文阅读前沿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高校，开始从事阅读领域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了。

我对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兴趣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美两国教育部联合资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下男孩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有人都穿着中山装，马路上满是自行车和行人，偶尔还会有驴车。呼呼冒烟的公交车和老旧的出租车穿行其间，而我看到的唯一一辆小汽车是有专门司机的苏制豪华轿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

在学校里，孩子们坐下时要背着手，回答老师提问时要起立，老师说“坐下”才能坐，看起来特别有纪律。即使在幼儿园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这群外国人走进课堂、拍照、窃窃私语，孩子们也依然专注地面向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访问者来说，那些用于理解和反复的中文语调实在太难了。汉字博大精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陌生，一个初学者要想记住并书写哪怕一个简单的汉字，都很难。

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文阅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文阅读的加工过程是中文独有的？还是和其他文字一样，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共四卷，其中很多章节都在强调这一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语言的抽象水平。当抽象水平足够高时，阅读加工过程基本可视为通用的。即书写系统如何表征语音与语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熟练阅读任何一种语言的关键。当抽象水平处于初级语言加工时，语言间必然存在差异。看看汉字书写和英文书写的差异，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大量研究都试图证明，阅读不同语言涉及的加工成分在一些儿童中很容易找到，而对于另一些儿童则是种挑战。

除初级加工外，文化、教育学传统以及语言的结构特征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象形性”或者缺少某种音—形关联，导致中文很难被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和其他东亚人倾向于一种“不直接”或“非线性”的行文方式，这对“美式表达者”是一种挑战；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尊师的传统，中文终生使用者常会出现“话语错配”（discourse mismatch），这使得中文学生在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交流时很难“平等交换”。然而，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很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只要情境需要，中国学生总是可以顺利地与其他语言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沟通。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完全覆盖了当代阅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的阅读教育、课程设计以及特殊需求儿童服务的品质。

理查德·安德森

（Richard C.Anderso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Preface

A generation ago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A few intrepid scholars had undertaken pioneering studies of Chinese reading. Beginning in the 1990s and 2000s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reamed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elsewhere to study reading with scholars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ading.

My own interest in Chinese reading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during a trip to China as a member of a delegation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a provincial boy like me who had grown up i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was amazingly different. Men and women alike wore a simple variant of the Zhongshan suit. Streets were flooded with bicycles, people walking, occasional donkeys pulling carts, buses belching fumes and rattle trap taxis threading through the teaming mass. The only cars we saw were black chauffeur-driven Russianmade limousines carrying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schools, children sat with hands clasped behind their backs, stood to recite their lessons, sat back down when the teacher said, “Be seated”. The discipline seemed perfect. Even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steadfastly focused on the teacher despite foreigners filing into the room, snapping pictures, whispering with their interpreters. Tones made understanding and repeating simple Chinese phrases difficult for us American visitors.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ascinating, but so strange to us that we could not remember and write even simple characters from the first grade primer.

The big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the expanding group of Chinese reading researchers was: Are the processes in reading Chinese unique to Chinese or are reading processes universal? Many of the chapters in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address this question. All I will say here is that the answer depends upon level of abstraction. At a high enou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eading processes will be seen to be universal. Skillful reading of any language depends upon an intim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riting system represents speech and meaning. At the level of elemental language processes there are certain to be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s. A look at a Chinese word written in characters and an English word written in Roman letters will tell you that much. Productive research works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trying to identify, for instance, which components of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read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easy for children and which are challenging, at least for some children.

Beyond elemental processes in reading, culture, traditions of pedagogy, and, perhaps,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anguage may lead to differences in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uses of various languages. Some have claimed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East Asian people are disposed to an “indirect”or “nonlinear”form for essays, in which the thesis is left unstated or stated at the end, which may interfere with composing an American-style essay in which the thesis is stated directly at the beginning. This claim does not seem to be true, either. Still oth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life-lo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harmony and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other elders would cause a “discourse mismatch”,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challenge others in vigorous give and take. But in fact Chinese students readily argue with others, when the situation requires or affords this stance.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incorporates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investigated in contemporary reading research and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accessible in Chinese to a wide audience.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de dissemination of the series books will lead to improvement the quanlites of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curriculum design,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hina.

Richard C. Anders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ad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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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模型



第1章 语言能力的迁移——中英双语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



Reading Development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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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目前世界人口中约60%～75%能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此外，接受第二语言教育的儿童数量远远超过只接受第一语言的儿童数量。由于双语已成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许多儿童正在学习同时使用两种不同语言来说话和阅读，而中国也不例外。

理解这一阅读发展过程特别具有挑战性，而当这两种语言类似于英语和汉语时，这种挑战可能尤为艰巨。对于这类双语阅读者来说，阅读发展过程之所以非常困难，一个主要定义特点就是跨语言迁移。然而，尽管它是双语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许多学者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没有对所谓“真正的跨语言迁移”达成共识。

焦点阅读

·当一个儿童学习中英双语时，这两种语言之间会有交互作用吗？研究已证明双语儿童能将一种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迁移到另一种语言的学习过程。

关键词

双语，跨语言迁移，语音迁移，语素迁移，字法迁移，双语益处

双语世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今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正日益深化，从强化国际经济联系到提升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旅游水平，不一而足。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方面引起了特别关注，那就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强调，人要有说第二语言的能力——双语能力（CED，2006）。不管是面向成人的大学或成人继续教育的语言课堂，还是针对学校学生的语言培训机构，公众对语言培训，尤其是英语培训的热情非常普遍。双语普及的前景可由以下数据窥见一斑：据估计，目前世界人口中约60%～75%的人能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此外，接受第二语言（L2） 教育的儿童数量远远超过只接受第一语言（L1）教育的儿童数量（Tucker，2003）。由于双语教育已成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许多儿童正在学习如何使用两种不同语言来说话和阅读，中国也不例外（Feng，2011）。对于中国内地的学生而言，英语教育在中学阶段就已成为法定课程，而且随着检验英语熟练程度的竞赛的风生水起，对英语教育的需求已促使很多学生从幼儿园和学前班就开始学习英语。

鉴于第二语言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学习第二语言时一直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阅读发展（Reading developnant）。与说话（Speak）相比，阅读过程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语言处理能力：说话通常依赖于使用语言的声音（Sound）进行概念检索和发音，而阅读理解的复杂性则有所升级，因为它不但要理解正字法系统，还要将正字法中涉及的声音与词条相匹配，以便进行概念检索，而每种语言都有特定的正字法系统（Perfetti，2003）。

对于双语读者而言，理解这一阅读发展过程特别具有挑战性，而当这两种语言是类似于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时，挑战可能尤为艰巨。对于这类双语阅读者来说，阅读发展过程之所以非常困难，主要是由于在学习和处理每种语言的正字法时遇到的挑战。汉语是一种语素—音节型语言（Morphosyll abic Language），它的每个汉字不是只有一个音节，而是一个语素，而字素与音素之间的语音映射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DeFrancis，1989；Mattingly，1992；Perfetti & Zhang，1995）。虽然汉语中一部分汉字的发音可由正字法推断出，但所有汉字中其实只有不到40%具有与发音关联的构件（Matsumoto，2013）。

相比之下，英语的字素与单个音素映射，使得语音意识成为英语母语者阅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结果测定（Outcome measure）和学业成绩中，糟糕的语音意识往往与糟糕的阅读技能相关联（Mac-Donald & Cornwall，1995）。对于想成为中英双语者的人来说，从语素—音节型单字（如汉字）向英语单字的过渡便会带来额外的挑战，因为他们要采用新的书写形式，而且必须熟练掌握语音意识以便成功实现英语的习得。虽然中国儿童对字母正字法（如英语）确实有一定的经验，特别是在使用拼音（使用拉丁字符拼写汉语）时，拼音和英语一样使用字母正字法，不过，拼音是“浅层”正字法，而英语则是非常“深层”的。此处所指的“深、浅”专指语音形式与其关联字素之间的映射规律。因为拼音是学生学习汉字的工具，所以这意味着拼音的语音与正字法之间的映射是完全规律的。不过，英语的正字法深度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英语只有26个字母，但这26个字母代表了44个音素，每个字母差不多代表1.7个音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拼音本身是浅层的拼写法，但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字符本身都被视为深层正字法（Frost，1994；Hu & Catts，1998；Katz & Frost，1992）。

因此，英语语音的正字法映射确实具备一些系统要素，但由于其涉及的深度，它可能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极具挑战性。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差距，这导致了中英互认难度的增加，而单语学习者，甚至世界上大多数其他语言的母语者，在学习英语时却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虽然中英双语者在同时学习两种语言时不得不应付许多困难，但双语儿童也占有某些优势。例如，有研究表明，从这一学习过程中双语者能获得认知方面的益处（Bialystok，2011），但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一些与我们侧重的阅读发展诸多方面有关的流行理论。首先，我们将详细探讨中英双语者为了学习英语而采取的策略，尤其是所有双语儿童都面临的语言相互依存概念和跨语言迁移。随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中国儿童面临的更具体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影响他们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教育。

什么是跨语言迁移

正如我们所说的，双语阅读发展的一个主要定义特点就是跨语言迁移。然而，尽管它是双语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研究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对何谓“真正的跨语言迁移”尚未达成共识。一般来说，对于如何界定这一过程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语言相互依存论，这一派的研究者将迁移看作在第二语言（L2[3]）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L2的发展依赖于L1的知识（Gass & Selinker，1983；Krashen，1983）。这种观点认为，迁移是由于L1和L2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导致的。阅读研究领域之外的证据还有待发现。例如，当学生学习第二语言时，他们在感知和发音方面的主要困难通常是第一语言（L1）中不包含的音素（Best，McRoberts，LaFleur & Silver-Isenstadt，1995；Liberman，Harris，Hoffman & Griffith，1957，Polka & Werker，1994；Werker & Tees，1984）。学习者能将他们掌握的关于L1语音系统的知识运用在学习L2中，他们能更快地处理L2中与母语相似或相同的声音，而处理母语系统中不存在的声音则会慢些。

该跨语言迁移观点还有三个相关假设（Koda，2007，2008）。第一，语言知识被看作是一套可迁移的规则；第二，学习者因缺乏对L2规则的理解而运用L1知识替代；第三，一旦学习者高度熟练地掌握第二语言，他们就不再从L1迁移规则，因为已没有必要。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观点中，迁移被看作是单向的，即L1影响L2，而L2不会影响L1。此外，当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类似时，会发生有利的或“正向的”迁移；而两种语言在结构上不同时，会发生不利的或“反向的”迁移。

相对应地，跨语言迁移的另一种观点赞同更广泛的定义，该观点认为迁移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Genesee et al.，2006；Riches & Genesee，2007）。这种观点强调对以前的学习经验的利用。学习者通过语言学习曲线获得的知识被应用于新情况，以使用新的语言说话和阅读。在这种观点中，知识向L2的迁移过程中，L2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停止过，相反，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并随与语言学习相关的L2知识和技能的变化和积累而变化。结果就是，学习者会利用一种语言的学习机制，并将其用于第二种语言的学习。

除了定义迁移这一概念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理论探讨跨语言迁移是如何实际发生的。在有关学习的诸多理论中，最流行的两个理论是功能论与联结论（Bates & MacWhinney，1989；MacWhinney，1987）。在功能论中，语言就是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一套映射（Bates & MacWhinney，1981；MacWhinney，1987）。举一个有关该过程的简单例子。一个短语——“一只狗”，它的语音形式yì zhī gǒu映射到语音规则（例如，声调）、句法形式（例如，功能词“只”）的相关知识，然后它承担了一种表达具体四足动物的交流功能，这种动物通常对人类很友好，而且通常已被驯养。

相反，当我们通过联结论的观点表达语言时（Rumelhart & McClelland，1986），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贯穿不同过程的互联单元网络。起初，这些单元通过信号彼此激活，而每个联结都根据它对总体学习框架的重要性而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在此模式中，当这些联结被强化且其激活阈值降低时，学习就发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功能论和联结论的假设归纳为内化这些联结的竞争模式（MacWhinney，1992；MacWhinney & Bates，1989）。形式间的相互竞争，是用语言观念表达说话者生产的观念，同样，功能间的相互竞争，是基于表面形式阅读的阐释（MacWhinney，2005）。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通过反复练习，概念与对应汉字之间的联结越来越强，直到想要表达该概念的说话者总能发出gǒu的语音形式。

如果我们从跨语言迁移的角度思考这种竞争模式，那么语言处理的所有方面都是在认知过程的交互网络中发生的（MacWhinney，1997；MacWhinney，2005）。根据预测，L1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迁移到L2，不管它们是促进还是抑制L2的学习，所有的形式—功能映射都将从L1迁移到L2。回到前面母语与非母语语音分类的例子，结果可以同样的方式界定：在L2习得之初，L1的发音模式将迁移给L2，并可能导致发音错误，因为学习者很难抑制迁移的发生（Flege & Davidian，1984）。不过，当两种语言的词汇概念都与语音形式匹配时，L1的已有知识将大大推动从L1到L2的迁移（MacWhinney，2005）。最简单例子就是外来语，例如“沙拉”一词的语音形式与该词英语形式“salad”（/sæləd/） 非常相似，这种语音相似性就很容易与两种语言使用者要表达的概念相映射——“沙拉（salad），即切碎的、未煮过的蔬菜混合物”。

正如我们已概述的，关于迁移发生过程，我们需要牢记，只有在L1的映射技能已充分建立时，迁移才会发生。有研究表明，迁移的预测指标之一是L1的熟练程度（Cummins，1979）。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双语儿童L2的最终成就与L1的熟练程度呈函数关系（Atwill，Blanchard，Gorin，& Burstein，2007）。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儿童的L1未达到一定程度的熟练，那么向L2的迁移将不会发生，因为从概念到形式的映射尚未内化和自动化（Koda，2007）。总之，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双语儿童经历的过程首先涉及L1形式与功能的首先内化。一旦这种映射已内化和自动化，那么这些技能就能迁移到L2，这种迁移是进而促进还是干扰L2的学习，具体要取决于这两种语言的结构相似性。

如果我们要在阅读方面严格考虑这一点，那么应记住，阅读过程涉及将口头形式映射到已知字素，并将这些口头形式的含义诠释为词语，并用这些词语来检索词汇概念（Perfetti，2003）。这些映射技能对于所有语言的阅读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阅读的联结模式会做出预测，在学习阅读时，对语音形式、正字法信息和语义信息的迁移将产生协同效应，并迁移给L2（Seidenberg & McClelland，1989）。大量的研究已观察到儿童在学习阅读时在语音、语素和正字法等方面所发生的跨语言迁移，特别是在学习英语和汉语阅读时（Cheung，Chan，& Chong，2007；Wang，Yang & Cheng，2009）。

不过，既然语言的结构相似性可充当语言迁移的中介，那么也应该提到语言迁移的另一种观点——对比分析假设（Lado，1964）。在该观点中，学习者会找出所学习的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和差异。这一理论预测，两者的差异会因为L1的内化形式和L2形式之间的竞争对语言学习过程产生干扰影响。相比之下，L1与L2的相似之处则可以促进学习，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沙拉”的例子。由于两种语言间的类型差异导致干扰时，所发生的迁移就被称为“负迁移”，而由于两种语言间的类型相似性而发生的促进则被称为“正迁移”（Gass & Selinker，1983）。让我们再看一看前面的例子，这种迁移观点认为，从汉语到英语的迁移会促进“沙拉”这类词的词汇学习，因为它们在两种语言中的语音形式很相似，但会干扰“狗”这类词的词汇学习，因为它们在两种语言中的语音形式不同。

促进语言迁移的其他例子可在之前的研究中找到，该研究已经发现中英双语儿童中的首音意识迁移（Wang，Yang et al.，2009）。因为中国儿童在学习拼音的时候受过专门训练，要区分开首音与韵脚，所以很容易看到汉语中这些高度发展的联结如何促进英语中的首音学习。尽管这样，中国儿童身上也可能发生相同形式的负迁移。由于汉语语音没有辅音丛，而汉语的首音一般由单音素组成，英语中的首音却可能由三个不同音素组成，当学习者试图在辅音丛的辅音之间，通过增音的方法来调和英语和汉语的不匹配时，如果他们不熟悉L1中的这些形式，就可能干扰其在L2中习得这些形式，并导致发音错误。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用相互依存假说和竞争模型，将功能论和联结论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那么，一方面，当L1中的概念—形式的映射达到了自动化和内化的足够阈值，那么L1到L2的迁移就得以发生。迁移的形式包括语言知识和学习机制，而这些知识和机制已通过L1的语言发展和之前的读写体验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上述对比分析假说采用了更狭义的观点，即迁移是由于L1与L2之间存在的结构相似性和差异而导致的，迁移的元素包括具体的语音单位、语法结构和音位模式。在下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不同迁移类型的构成范围，以及支持每种理论的实证证据。

三种迁移

语音迁移

在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语音意识的定义，它是感知和操控口头语言语音单位的能力（Goswami & Bryant，1990）。根据以往的研究，双语儿童同时学习任何组合的L1和L2时，语音意识和读写发展都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Wang，Yang et al.，2009；Cho & McBride-Chang，2005；Manis，Lindsey & Bailey，2004；Verhoeven，1994；Mishra & Stainthorp，2007）。语音意识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位大小的发展连续体（Ziegler & Goswami，2005），大的语音单位（如音节）会作为儿童学习的最大单位得到优先发展；稍后，首音和韵脚加入进来；最后是单个音素（Bruck，Treiman & Caravolas，1995；Treiman，1995；Treiman et al.，1995）。

对于中英双语儿童来说，也许最突出的一种迁移形式就是音节意识的迁移。例如，纵向研究（研究语音意识的典型方法）发现，在母语为粤语的儿童研究中，当其他变量（如年龄、口语词汇、非言语智力、短时记忆和汉字识别）得到控制时，音节就是英语单词阅读的唯一预测变量（Chow，McBride-Chang & Burgess，2005；McBride-Chang et al.，2008）。由于汉语使用的是语素—音节型正字法，每个汉字同时映射到语素和音节，而从L1到L2的音节意识正迁移支持了对比分析假设。由于汉语的典型语音表征方式在音节层面上（Sebastian-Galles，Dupoux，Segui，& Mehler，1992；Tseng，1997），我们可以这样推定，对母语表现出固有结构性差异的学习者来说，音素语言（如英语）是一种挑战。然而，由于英语正字法的深度——26个字母映射到44个音素上，儿童在语音意识尚未充分发展的阅读习得早期，通常会借助较大的语音单位，如韵脚或音节。

比音节单位更小的语音单位是首音和韵脚（Treiman，1995）。由于汉语是语素—音节型书写系统，我们可以推定，汉语母语使用者具有很低的首音和韵脚意识，因此迁移水平也很差，结果导致他们从L1的首音和韵脚意识角度获得英语能力的可预测性也差。不过，曾有研究观察到首音和韵脚意识迁移，这表明汉语的首音意识能解释英语真字和英语假字间的大量矛盾，当然前提是其他变量得到控制，如年龄、口语词汇、英语的语音和语素意识（Wang，Yang et al.，2009；Gottado et al.，2001）。

为什么说首音意识是汉语母语语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呢？答案是拼音。中国儿童识字早期，学生学习使用拼音作为工具，以降低概念与汉字之间随意映射的难度。当儿童学习拼音时，他们被明确地鼓励要区分首音（声母）和韵脚（韵母），这一鼓励要求学生对两者产生意识。汉语中首音和韵脚的共有性质支持了跨语言迁移中结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假说。人们已发现首音意识是英语阅读成果的重要预测变量，而韵脚意识的结果则更为复杂，之前的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其促进作用，有些却发现了很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可能源于汉语语音性质的作用——大多数音节都是开放的，合法的音节尾只有/n/或/g/。发现汉语到英语的韵脚意识迁移的研究者认为（Gottardo et al.，2001），这些结果可能源于儿童能够不管L1与L2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考虑所有层面的语音信息。对比首音意识的以往研究，这种推理似乎与相互依存假说有共鸣之处。不过，该领域研究尚未形成定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便在相同抽样来源中进行首音意识比较时，可以明确任一韵脚意识的相对强度。

语音单位连续体的下一步是音素，不过，很少有研究发现中英双语者在音素意识方面的显著迁移，这可能是因为汉语的书面语言本质上属于语素—音节型书写系统。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有研究者建议要在学习者读写发展早期明确区分首音和韵脚，但我们尚不清楚类似的音素意识水平是否对拼音教学存在影响，中英双语儿童是否确实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音素意识迁移，以及产生的意识是否可以用旨在促进读写发展的教学法本身来解释，这一点还有待未来的研究去验证。

总之，上面提到的研究为对比分析假设和相互依存假设提供了支持。我们已明确且已普遍证明的一致结论是，L1语音意识是L2阅读的重要预测变量，即使在彼此截然不同的正字法系统中，L1向L2迁移也可以发生，如语素—音节型的汉语系统向字母型的英语系统的迁移（Tong & McBride-Chang，2010）。

语素迁移

语音意识是对语言声音成分的意识，与之类似地，语素意识是对词语词素结构以及注意、反映和操控这些结构的能力的个体意识（Carlisle，1995）。音素是语言中的最小语音单位，同样，语素是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通常与句法或语义功能相关联。在汉语中，因为每个汉字既是音节也是语素，单音节词（例如，“是”）被定义为单语素，而双音节词（例如，“儿子”）则是双语素。语素还分为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自由语素是能够独立于任何其他语素而存在的语素。在汉语中，这类语素都是其自身即代表完整的词条概念，并在独立书写时传递完整含义的词语，“狗”或“猫”之类的词语都是自由语素。相比之下，黏着语素本身不代表完整的词条，所以必须与其他汉字共存才能形成完整的词汇。黏着语素通常在不同语言中代表着语法标记，汉语和英语都是如此。例如，汉语中的常见黏着语素有“机”或“子”，这两个字都必须与其他字一起出现，它们从来不单独出现，如“飞机”，汉字“飞”的意思是飞翔，而“机”字本身只表示语义上与机械或电子设备相关的名词，两个字加在一起就表示飞机但它们本身不构成完整的词条。黏着语素的例子通常也见于英语之类的语言，如，表达复数形式的“-s”或过去时态的“-ed”。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语素结构的跨语言意识迁移。

在汉语中，黏着语素与自由语素是对立的，而在其他语言中，语素可以分为派生语素、屈折语素或复合语素。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前两种语素，因为它们在汉语中不常见，尤其是屈折语素。不过，我们可以简要地对它们下个定义，屈折语素是指不会改变词干含义，但会用标记改变语法形式的语素，它们会将词干转换为复数、将来时、过去时或进行时。相对应的，派生语素是附加于词干的语素，目的就是要创造全新的单词。与屈折语素不同的是，派生语素在汉语中也存在，不过形式不如在其他语言中那么规则。例如，“作家”或“射手”等词的固定后缀，“家”和“手”，这两个后缀都有为第一个汉字指定“才能”的功能。汉语是利用多个不同的汉字做到这一点，而英语则是用单个词缀语素完成同样的任务，如“-er”，构成了上述提到的两个词writer和shooter。而重要的是，以往研究还没有发现中英双语儿童派生语素意识迁移的显著作用（Wang，Cheng & Chen，2006），因为派生语素在汉语中不是一个确定的加工过程。

另一方面，复合语素则是在两个自由语素组合形成新词时产生的。不同于派生语素或屈折语素的是，该过程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很常见。这种复合过程的简单例子可以在“雪球”一类的词语中找到，“雪球”在英语中对应的就是snowball，两者使用了相同的单字，在这个例子中，形成组合的是两个名词，但汉语和英语都允许各种词汇类别复合成新的词汇（Zhou & Marslen-Wilson，2000）。研究表明，英语和汉语的这些结构相似性导致了复合语素意识迁移，这一点符合对比分析假设（Wang，Cheng et al.，2006；Wang，Yang et al.，2009；Zhang et al.，2010）。这项研究表明，英语的复合语素能够大量解释汉语阅读理解中的差异，当然前提是控制了年龄、词汇知识和英语语音意识等变量之后。尽管如此，英语和汉语的复合语素相关性并不显著，英语的复合意识不会通过相似复合结构的迁移促进汉语的阅读。这些研究结果都与对比分析假设相左，因为后者通常推定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素相似性应该是可以迁移的。相反的是，迁移的相互依存也许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即学习者习得涉及词素结构的一般形式元语言意识，然后将其运用到L2的新情况中。其重要性在于，虽然这些儿童是英语（L2）学习者，但英语仍是他们的优势语言。相比起英语，复合在汉语中更常见、更富成果，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专门观察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以汉语作为优势语言的学习者，以确定英语和汉语的复合语素是否与特定的抽样来源相关。也可能是因为汉语不是学习者的优势语言，且他们的汉语（L1）水平没有达到足以产生迁移的程度。就像解释元语言意识一样，这种可能性支持了迁移的相互依存假设。

不过，其他研究工作已经显示出中英双语儿童中显著的复合意识迁移（Zhang et al.，2010）。在一项训练研究中，通过对比发现，在两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儿童中，一组儿童接受的是汉语复合语素教学的干预组，另一组是对照组的英语复合语素教学，结果前一组的词语结构类比任务表现更好。这些结论可以解释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使一种语言的现有知识可以促进另一种语言的学习。这项训练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对比分析和相互依存性假说，因为学习者在第一语言中获得复合结构的元语言技能得到了迁移。

正字法迁移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语音和语素意识作为迁移工具从L1向L2的迁移，特别是中文向英文的迁移。语音意识是指识别语言中声音成分的能力，语素意识是指识别语言中意义成分的能力。本节所讨论的正字法意识是指关注、理解和识别个人语言中书写系统习惯的能力（Treiman & Cassar，1997）。书写系统通常分为三种类型：字母型、音节型或象形型（Gelb，1952）。就我们正讨论的语言来说，英语是字母型，是基于音素的语言，单词可以被分解为组成音素，而正字法由字素单独组成，每个字素都映射一个音素。相对应的，汉语是象形型、语素—音节型语言，每个字符都代表一个概念，且不能分成更小的组成部分，也不改变与原词相关联的概念，语素—音节型语言中的每个象形字符都映射一个语素和一个音节。

鉴于书写系统有三种不同的分类，那么正字法意识迁移最多会有九种不同的方式，这具体取决于一个人的母语是什么，以及他的目标语言是什么。不过，因为本章讨论的重点只是中英双语儿童的读写发展，所以我们将专门讨论象形型和字母型这两种书写系统之间的迁移。

本章曾多次提到，预测迁移是否可以发生的一个变量就是两种语言类型上的相似性。然而，就汉语和英语而言，在检测正字法迁移时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们的主要书写系统非常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的结构相似性。尽管这一领域已进行有很多研究，但很少有研究者明确举出从汉语到英语正字法意识迁移的证据，从英语到汉语的类似迁移也是如此（Gottardo et al.，2001；Wang，Perfetti & Liu，2005；Wang，Ko et al.，2009）。

然而，一些研究却揭示了中英双语儿童中的正迁移（Cheung et al.，2007）。汉字中有超过90%是复合字符（Li，1993），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其他构成符号或部首组成的，而这些部首可以被分解并组成语义上与原来汉字相关或不相关的新汉字。如，通过运用这些组成部分的各种组合，研究者向儿童展现了四个新物体，并附上四个假字，每个假字都由两个假字符组成。被试者要选出哪个字最像他们看到的物体，并大声读出该汉字。选择正确假字的实验反映了儿童的标准语义知识，而这些汉字的发音则代表了被试的标准语音知识。被试成功地将汉字的构成部分分解成更小的成分，以回答两个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年龄、非言语智商和短时记忆等变量的前提下，被试的标准语音知识达到了充当英语阅读和阅读理解预测变量的程度。而被试的标准语义知识没有任何明确的迁移，这一事实符合对比分析假设。在该研究中，汉字是语义部首和语音部首组成的，而其中的语音形式为被试提供了该汉字的发音线索。而英语单词也是以相同方式运作的，所以这一情况被理解为类型上的相似性，使正字法产生了正向的迁移。相比之下，汉语中的语义部首在英语中是没有对应的——即不存在本身就能明确规定单词语义的正字法形式。因此，由于类型上的不同，导致负迁移发生。

双语的结果和益处

本章中除了第二语言阅读发生的认知过程，我们还将讨论双语的成本和效益。为此，我们将详细讨论与正字法深度差异有关的认知结果。最后，详述双语的某些认知益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双语与正字法深度

对于第一语言是非字母语言的学习者而言，第二语言阅读中存在的正字法和语言差异并不鲜见，事实上，针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很广泛（Akamatsu，1999；Haynes & Carr，1990；Holm & Dodd，1996；Jackson，Lu & Ju，1994；Koda，1999，2000；Wade-Woolley，1999；Wang，Koda & Perfetti，2003）。这一领域的普遍共识是，母语为象形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英语阅读时，会比英语母语者更多依赖正字法信息；相对应地，拼音语言母语者更倾向于在词语识别中利用语音信息。鉴于象形语言的字素没有明确提供该字符所映射的语音信息，这一发现显得很有意义。

汉语普通话可能是今天最常见的象形语言，中国内地使用汉语拼音教孩子学汉字。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地区的汉字教学依然使用的是全字法。两个学习者群体在语音意识差异方面的研究表明，香港地区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显然语音意识水平更低，而且在阅读和拼写假字时表现也更差（Holm & Dodd，1996）。总之，学生的第一语言体验对他们第二语言（在本例中是英语）的阅读和拼写能力具有可预测的影响。不过，研究并未发现全字法汉字学习经历妨碍了阅读和拼写英语真字，这一发现很可能源自天花板效应，即被试对英语单词掌握已很熟练。假字在心理词库中会显得很新颖，因此这种效应只有用假字时才能观察到，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相对于那些已经学过拼音的学习者来说，全字法学习者在遇到新词汇时，在内化、自动化拼写和阅读方面会有更多困难，因为这些过程都需要字素—音素对应的精细技能。

类似的研究通过比较字母语言和非字母语言（如汉语和韩语），考察了第一语言对英语单词识别的影响（Wang，Koda et al.，2003）。确切地说，虽然韩语属于音素—音节语言，而不是严格的字母语言，但韩语字素中明确表示了语音信息，这一点上与汉语比较是没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两个语言群体的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相当的时候，研究者选择语义范畴判断任务（Van Orden，1987） 来检测正字法和语音对阅读的影响程度。在该任务中，被试要利用视觉刺激呈现的正字法信息，将其与语音形式进行比较，以确定该刺激是否属于第二语言刺激范畴。例如，被试要判断rows是不是flower？或tow是否在the end of your feet这个句子中。另一个任务是音素删除任务（Hart & Perfetti，2000），该任务也与成年阅读者的阅读技能有关，它要求阅读者删掉英语单词中的单个音素，在删除完成后拼写该单词。

语义范畴判断任务的结果显示，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对与范本不太相似的刺激做出了更准确的反应。相比之下，母语是韩语的学习者在判断与范本同音异义字刺激时有更多的假阳性错误，而在判断拼写控制时的错误比较少。整体来看，这些结果表明，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不太依赖语音信息，而更多地依赖正字法信息，而母语是韩语的学习者却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来自第一语言正字法的影响可能对汉语母语者处理视觉词语识别信息的方式产生了作用。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音素删除任务结果的支持。在该任务中，与韩语母语者相比，汉语母语者在音素删除方面表现明显较差。虽然错误通常在语音上是不正确的，但错误的语音组合法在正字法方面还是可以接受的。神经影像学领域的其他研究（Tan et al.，2001；Tan et al.，2003）也表明，汉语阅读会激活大脑负责协调和整合视觉—空间分析的脑区域。重要的是，当执行英语单词的语音控制任务时，中英双语者的影像显示激活了相同的区域——他们同时利用了空间信息表征和空间工作记忆的技能。相比之下，与英语单语者音素分析相关联的大脑区域的激活状态则比较弱。

此外，其他研究还比较了汉语母语者与英语母语者在英语任务中所做的异同判断（Haynes & Carr，1990），即与真字相比，从正字法的角度判断规则假字和不规则的假字。研究人员用“刺激”来计算词汇效应和正字法效应，结果显示，汉语母语者从正字法信息直接受益甚少，而从词汇效应受益更多。

在第一语言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象形经验极为有限的汉语使用者身上甚至也发现了类似的表现模式（Wang & Geva，2003）。研究结果表明，在用语音合法和语音不合法的字母串进行测试时，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汉语使用者在拼写方面对这两类字母串均无法做出显著区分。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似乎都指向了一种共识，即母语为象形语言的使用者对字形暗示的语音信息并不太依赖，而母语为拼音语言则恰恰相反。象形语言使用者会借助这些词语所涉及的词汇表征分析正字法信息，却不会关注或利用任何精细的音位操控技能。相比之下，字母语言使用者为了获得相同的词汇表征，会更多地依赖单词视觉上提供的语音提示，而对来自字形的正字法信息依赖得比较少。获取词汇信息时出现的策略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对于象形语言的阅读者而言，母语正字法不会明确表示语音信息，因此象形语言阅读者更熟练、更善于关注词语中呈现的正字法与空间细节，而不关注词语中同样可以收集到的语音信息。用于分析结构属性的策略随后被迁移到第二语言中。虽然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支持对比分析假设，但也应注意到，它们同时也可以支持相互依存假设，因为他们所用的策略也是从以往经验中发展出的元语言学习策略。

双语的益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通过最流行的理论框架视角讨论了双语读写发展的心理经验，也分别讨论了两种理论与儿童双语体验中最重要的过程——跨语言迁移——的联系。我们还讨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双语阅读的差异和影响，其中一种由其正字法（象形文字阅读）定义，一种由语言定义（字母阅读）。现在，我们将回过头，看一看双语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认知益处和双语者优势，尽管从一种正字法系统向另一种转移时会存在成本问题。

双语影响的主要实证发现是找出第二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与认知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换句话说，之前的研究已发现，熟练掌握第二种语言会对执行控制带来可衡量的益处（参见Bialystok et al.，2009）。大量研究已显示，这些认知益处在生活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无论是婴儿期还是年龄较大的阶段（Bialystok，Craik，Klein & Viswanathan，2004；Bialystok，2011；Carlson & Meltzoff，2008；Costa，Hernandez & Sebastian-Galles，2008；Kovacs & Mehler，2009；Poulin-Dubois，Blaye，Coutya & Bialystok，2011）。无论是强调关联任务（如Stroop范式或侧抑制任务）中显著冲突的研究范式，还是任务要求抑制烂熟于心或习惯性反应（Martin-Rhee & Bialystok，2008），双语者的表现都胜过了单语者。

解释这一点的证据包括有形证据，也包括无形证据。之前列举的研究发现，双语使用者能够关注元语言学习策略，并使用这些策略以辅助他们学习第二语言。不过，除了这些无形证据，双语过程也确实改变了大脑的形态。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注意到，短期的集中体验会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如视频游戏（Green & Bavelier，2008）和玩杂耍（Draganski et al.，2004）。同样，从事建筑师（Salthouse & Mitchell，1990）或出租车司机（Maguire et al.，1990）这样的职业都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大脑结构的改变和激活也反映在对双语使用者的研究中。一个显著例子是一项针对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L2）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语言习得的开始阶段，词汇声调的刺激已经导致了与语义加工相关的大脑区域产生比较弱的激活，而汉语母语者则对相同区域表现出很强的激活（Wang，Sereno，Jongman & Hirsch，2003）。相比之下，高度熟练的汉语第二语言使用者则表现出与汉语母语者相同的大脑激活模式。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双语的结果既会产生认知影响，也有对大脑结构的物理影响。不过，尚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要理解双语是如何影响思维和大脑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双语者掌握的两种语言在某些程度上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即使使用者无法做出合理的预期，一种语言也可能就足够了。行为证据表明（Beauvillain & Grainger，1987；Colome，2001；Francis，1999；Grainger，1993；Hernandez，Bates & Avila，1996；Kroll & deGroot，1997） ，当涉及词汇提取时，实验会出现来自第二语言的干扰。其结果有双重含义：首先，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通常表现出更慢的词汇提取；其次，更慢的提取速度，是因为第二语言的干扰，即使是在不需要第二语言的时候。影像研究也发现了这些结果（Marian，Spivey & Hirsch，2003；Martin，Dering，Thomas & Thierry，2009；Rodriguez-Fornells，Rotte，Heinze，Nosselt & Munte，2002），非目标语言表现出显著的干扰效应，即使是在被试不需要使用该语言时。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可能看似为双语者的劣势，不过人们通常认为的认知益处会超过教育成本。由于双语者不断同时激活着两种语言，其执行控制网络的构造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相关任务的表现更高效，其中也包括那些非言语任务。该研究还显示，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能力可能会减缓通常伴随阿尔茨海默氏症出现的症状（Scarmeas，Levy，Tang，Manly & Stern，2001；Stern，2009）。总的来说，显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认知系统有响应经验的可塑性，而双语能力可以为这些经验发生提供环境。一些分析认为，认知结构中的这些变化涉及我们的思维和大脑，其中负责关注两种语言的执行控制回路与用于语言处理的语言回路发生联结，产生了更扩散、更双边、更高效的网络，这样的网络能一直保持高水平的效能。在考虑可用的证据时，唐纳德·赫布（Hebb，1949） 在半个多世纪前说的那句话也许很正确，“细胞同时激活，同时联结。”（Cells that 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

局限和未来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跨语言迁移的主要研究方法一直较少关注实验设计和培训研究（Wang，Cheng et al.，2006；Wang，Ko et al.，2009；Wang，Yang et al.，2009）。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横断数据，这一点确实存在几个弱点。其中的一个显著弱点是横断数据很容易受世代效应影响，因为这些研究在选择被试时并不是随机的。这一点使相应的研究结果遭到诟病，因为研究可能受到来自特定抽样的影响，改变收集到的数据结果。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还存在一个弱点，就是这类研究无法绘制因果关系。例如，我们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L1与L2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导致了跨语言迁移。

到目前为止，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实验设计（Wang，Koda & Perfetti，2003；Jared & Kroll，2001），而且就笔者所知，只有两项研究采用了训练范式（Ramirez，Chen & Pasquarella，2013；Zhang et al.，2010）。当前的研究仍需要采用实验研究，这样可使研究者有机会探寻更精细的语音、正字法和语素过程，以及它们在中英双语阅读发展的跨语言迁移中发挥的作用。此外，研究者将纵向研究与训练研究结合运用，就可以独立出与跨语言迁移有关的变量，从而更好地建立起双语阅读者的阅读过程与阅读技能之间的因果关系。

语音、正字法、语素技能与第二语言读写习得之间关联方向的问题也尚待解决。未来的研究应解决的问题在于，阅读技能的提高是否是语音、正字法或语素技能提高的产物？或者，上述技能是否是阅读技能提高的产物？这个双向性问题仍悬而未决，因为当前大多数研究设计都同时涉及语言和阅读相关任务（D’Angiulli，Siegel & Serra，2001；Geva & Siegel，2000；Wang et al.，2005）。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纵向或训练研究中，在早期便确定一种语言中与语言相关的加工技能，并在另一种语言中检测其阅读技能。

结论

总结一下，这一章讨论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即在汉语为母语的阅读者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语音、正字法和语素迁移。语音迁移主要发生在音节和首音—韵脚层面，但在到达音素层面时止步于声音单位。当前的研究结果对相互依存假设和对比分析假设都支持，并没有特别支持其中的哪一方。

语素迁移研究表明，当汉语为母语者学习英语时，迁移的主要语素模式是复合语素。这一发现符合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汉语缺乏派生语素和屈折语素，而它们在英语中普遍存在，且非常有效。相比之下，在汉语中极富成效的复合语素在英语也有使用，但远没有那么常见。正字法迁移研究显示，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主要依靠视觉空间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词语视觉识别中收集到，而不太依赖词语中的语音信息。人们认为这些结果反映了大多数汉字不能从书面形式反映其语音信息的事实。

本章随后分析了语言学习过程中跨语言正字法深度的认知结果，当前研究表明，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汉语母语者在阅读英文时通常更多地依赖正字法信息。这一发现反映了正字法迁移的研究结果，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

本章还讨论了双语能力对神经可塑性的影响，以及对大脑整体的改变。有研究指出双语确实会导致词汇提取变慢，因为两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处于活动状态，无论程度多么微弱。然而，由此产生的压力促使大脑生成有效的神经网络，以处理高强度的任务。这种压力会产生更强的执行控制，使双语者可以应对涉及显著冲突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双语系统的效率也被证实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作。

最后一点，本文指出，当前的研究需要通过实验设计和训练研究，更多地调查语言迁移能力，以便得到有关因果关系和迁移方向的结论。

摘要Abstract

This chapter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in bilingualism and giving an overview of how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bilingual children differ from their monolingual counterparts.We proceed by defining the prevailing theories in bilingual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that are critical to bilingual reading acquisition.More specifically, we take an in-depth look a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ross-language transfer, including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transfer.After each discussion of these topics, we examine how each of these areas of bilingual reading development impacts the learning process for bilingual children.We then proceed to specific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at Chinese children face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and how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ir second language relates to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ir first language.We then review current challeng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development in bilingual children.Finally, we attempt to bring light to new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bilingual reading development in an effort to target new potential lines of investigation for prospective researche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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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跨语言习得理论——存在所有语言通用的理论模型吗？



The Foundations of Literacy Acquisition Across Languages: One Size Theory Does Not Fit All

[加拿大]乔治·乔治乌（George K.Georgiou）[1]

本章我们将跨语言研究的文献分为三类来进行回顾：（1）拼音文字阅读和拼写的影响因素；（2）拼音和汉语阅读及拼写的影响因素；（3）在儿童双语情况下，拼音和汉语阅读及拼写的影响因素。研究目的是，探讨在跨语言背景下语音加工（语音意识、快速自动化命名、语音短时记忆）和读写能力之间关系的通用模式。很明显，这三类研究的结果是不尽相同的。这表明我们离发现读写能力习得的通用理论还很远。由于研究中的实验设计不同（有些是跟踪的、有些是横向的，有些是并行的）、测验的工具不同、参与者的年龄不同，以及研究所包含的语言和彼此之间正字法的差距，我们无法对语音加工能力在跨语言读写中的关系得出确切的结论。

焦点阅读

·什么是影响儿童阅读和书写的重要因素呢？本章通过跨语言研究对不同语言的语音加工模式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

关键词

阅读，拼写，跨语言，心理语言的纹理理论，语音加工，快速命名，语音意识

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跨语言读写习得研究大量涌现（例如，Caravolas et al.，2012；Caravolas，Vólin，& Hulme，2005；Furnes&Samuelsson，2011；Georgiou，Parrila，& Papadopoulos，2008；Manolitsis，Georgiou，Stephenson，& Parrila，2009；Mc-Bride-Chang et al.，2005；Moll et al.，2014；Smythe et al.，2008；Vaessen et al.，2010；Ziegler et al.，2010）。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1）在拼写规则一致的拼音文字中，阅读和拼写的影响因素；

（2）拼音和汉语中，阅读和拼写的影响因素；

（3）在儿童双语情况下，拼音（如英文）和非拼音文字（如中文）中，阅读和拼写的影响因素（如在日本儿童学习假名和汉字时）。

本章作者将对三类研究逐一进行回顾，以期确定它们的共同模式以及这些研究中呈现的相关问题。在此不再回顾考察第一语言（如汉语）和第二语言（如英语）读写能力影响因素的第四类研究。

阅读发展的心理语言纹理理论

根据形音对应规则，拼音语言可被排列为从透明（或称浅层文字）到不透明（或称深度文字）的连续体（Seymour，Aro，& Erskine，2003）。正字法一致的语言，如芬兰语、意大利语或希腊语，通常被认定为是字母或字母组合与语音存在一致性映射的语言；反之，正字法不一致的语言，如英语、丹麦语或法语，字母和语音之间的关系通常较模糊。一些研究确认，对于正字法不一致的语言，阅读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同的（Aro & Wimmer，2003；Ellis & Hooper，2001；Ellis et al.，2004；Seymour et al.，2003）。学习阅读正字法一致的语言的儿童在词和非词的阅读准确度方面的成绩超过学习阅读正字法不一致语言的儿童（Aro & Wimmer，2003；Ellis et al.，2004；Seymour et al.，2003）。

齐格勒与戈斯瓦米（Ziegler & Goswami，2005）提出了心理语言的纹理理论（The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根据该理论，“研究发现，在不同正字法中，阅读精度和阅读速度方面的显著差异反映了读者在应对正字法时形成的语音再编码和阅读策略的本质差异”（P.19）。一方面，学习正字法规则一致语言的儿童，例如学习芬兰语、希腊语或意大利语，其正字法和发音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另一方面，学习正字法不一致语言的儿童，例如学习英语或法语，他们无法依赖较小的纹理，因为较小语音单位的不一致性要比较大语音单位的高得多。小语音单位的阅读不可靠性会促使儿童形成灵活的再编码策略，例如形音对应、类比、整字识别等。

如果说正字法规则一致性是决定阅读习得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在这些不同语言中，阅读能力对相同认知技能的依赖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与学习阅读芬兰语的儿童相比，学习阅读英语的儿童在词汇阅读的准确性方面取得相同水平多花了四倍的时间（Seymour et al.，2003），那么，我们这样假设似乎就是合理的：这些阅读习得过程要么是依赖了不同的认知技能，要么是不同程度地依赖着相同的认知技能。

读写习得的基本技能之一是语音加工（Blachman，1997；Chow，McBride-Chang，& Burgess，2005；Wagner & Torgesen，1987），即使用口头语言的声音结构加工书面信息和口头信息（例如，Wagner & Torgesen，1987）。语音加工的三个不同方面——语音意识、语音短时记忆和快速自动化命名（RAN）被用来预测拼音文字语言（例如，Casalis & Luis-Alexandre，2000；de Jong & van der Leij，1999；Holopainen，Ahonen & Lyytinen，2001；Manis，Doi，& Bhadha，2000；Muter，Hulme，Snowling，& Stevenson，2004；Parrila，Kirby，& McQuarrie，2004；Schatschneider，Carlson，Francis，Foorman，& Fletcher，2002）和非拼音文字语言（e.g.，Ho & Bryant，1997；Kobayashi，Haynes，Macaruso，Hook，& Kato，2005；McBride-Chang&Ho，2005；Pan et al.，2011；Park & Uno，2015；Wei et al.，2014）中的阅读习得速度。在此基础之上，由于这些加工技能都包含在跨语言研究的三大类研究中，笔者将对涉及此类加工技能的文献进行回顾。

拼音文字读写习得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并不能根据相同的语音意识（例如，音节、首音和尾音、或音素）来预测不同语言中相似的阅读发展水平（Goswami，1999）。相反，通过语音单位的大小来预测阅读水平，主要取决于阅读者对语言文字结构以及形音对应规则的了解。 例如，在一项被引用最多的跟踪研究中（Bradley & Bryant，1983），研究者对4～5岁儿童进行了英文尾音意识的异音测验（oddity task），结果发现，即使是对一般认知能力和记忆因素进行了控制以后，儿童的英语尾音意识还会与其三年后的阅读能力紧密相关。但是，一个针对德语儿童的类似跟踪研究发现（Wimmer、Landerl & Schneider，1994），儿童在异音测验中的表现与其在7～8岁时（与前述研究的儿童年龄相同）的阅读和拼写能力只有最低程度相关。

对于那些正字法规则的语言来说，其语音单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儿童学习阅读能够快速取得较高水平，但其音素意识 （phonemic awareness）并不能很好预测儿童阅读水平的差异（例如，Cossu，Shankweiler，Liberman，Katz，& Tola，1988；Harris & Giannouli，1999；Holopainen et al.，2001）。相反，一些研究者提出（例如，Mayringer，Wimmer，& Landerl，1998；Mann & Wimmer，2002；Wimmer & Mayringer，2001），在正字法规则一致的语言中，较低水平的语音意识 （phonological awareness）对正常的阅读发展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在正字法规则不一致的语言中却还远远不够。研究进一步指出（Mayringer et al.，1998），相对于正字法规则一致的语言，快速自动化命名（RAN）——对连续呈现的、高度熟悉的视觉刺激物尽可能快速命名的能力——会在非一致的语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正字法规则一致的语言中对于每一种语音加工技能在读写习得占有怎样的重要性，横向和跟踪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英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对今后阅读能力的作用至少在整个小学时期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水平，且对先前的阅读成就技能进行统计控制后，结果仍然如此；而RAN的作用似乎具有时限性，且取决于RAN任务类型（字母和数字命名，或颜色和物体命名）和儿童的阅读能力水平差异（例如，Bowers & Wolf，1993；Cardoso-Martins & Pennington，2004；Georgiou，Parrila，Stephenson，& Kirby，2008；Meyer，Wood，Hart，& Felton，1998；Wolf & Bowers，1999）。

有研究调查了语音意识和RAN在三个发展阶段中（幼儿园到二年级、一年级到三年级、二年级到四年级）对后期阅读能力的相对作用（Wagner et al.，1997）。在语音意识和RAN测定之前，将先前的词汇识别能力（自回归量）输入回归方程中，用以确定这些变量在特定时期对增强任一词汇阅读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RAN只能显著地预测头两个发展期的词汇阅读，而语音意识能预测所有三个时期的阅读能力（Wagner et al.，1997）。相反，有研究发现，在幼儿园和一年级时期测量的RAN能较有效地预测三年级的阅读（Parrila et al.，2004），并且这些结果将延续至五年级（Kirby，Parrila & Pfeiffer，2003）。同样，研究也表明，阅读能力较差的成年人，即便在其晚年生活中，也能明确地鉴别出RAN的缺乏（例如，Birch & Chase，2004；Chiappe，Stringer，Siegel，& Stanovich，2002；Flowers，1995；Parrila，Georgiou，& Corkett，2007）。

另外，英语儿童研究表明，RAN和语音意识可能和不同类型的阅读技能相关（例如，Bowers，1995；Georgiou et al.，2008；Manis et al.，2000；Savage & Frederickson，2005；Torgesen et al.，1997）。研究证明，语音意识和RAN在预测词汇识别准确性方面都是最为显著的变量，且语音意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Bowers，1995）。然而，在正确识别常规词汇和例外词汇的速度方面，RAN是唯一显著的预测变量，而语音意识则不是。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RAN缺乏更可能对那些要求快速或熟练反应的阅读任务表现产生影响，语音意识缺乏更可能对强调精确度的阅读任务表现产生影响。

与英语儿童研究发现相反，在正字法一致的语言中进行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对于阅读能力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其效果可能只局限于头两个学年（例如，de Jong & van der Leij，2002；Harris & Giannouli，1999；Landerl & Wimmer，2008；Lepola，Poskiparta，Laakkonen & Niemi，2005；Papadopoulos，Georgiou & Kendeou，2009；Wesseling & Reitsma，2000）。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在预测阅读能力方面（样本未径选择V.S.样本经过选择），RAN可能比语音意识发挥了更显著的影响（例如，de Jong & van der Leij，1999；Mayringer et al.，1998；van den Bos，1998；Wimmer，1993）。荷兰语儿童研究结果表明（de Jong & van der leiji's，1999），在学前班进行测量时（含括语音意识、口头语短时记忆和RAN测量），只有RAN仍然对一、二年级时的单词再编码速度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在一年级学年初进行测量时（包括语音意识、语言短时记忆和RAN测量），在预测一年级学年末单词再编码速度方面，RAN和语音意识都是重要的因素，并且三个因素都能显著地预测二年级的单词再编码速度。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de Jong & van der Leij，2002），在控制了一年级单词和词汇再编码速度以后，在一年级学年末的测量中，语音意识和RAN对于预测三年级的单词再编码速度都具有独特的作用。

有少数研究对学习不同语言的儿童进行了对比（例如，Caravolas et al.，2012；Furnes & Samuelsson，2011；Georgiouet al.，2008；Patel，Snowling，& de Jong，2004；Vaessen et al.，2010；Ziegler et al.，2010），关于语音加工方法对阅读能力的影响结论也不尽相同。在首次研究中，研究者使用音素删除任务和测量快速命名速度的方法，对英语和荷兰语阅读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Patel et al.，2004）。英语阅读儿童的年龄范围为6岁2个月到11岁7个月不等，而荷兰语阅读儿童的年龄范围为7岁到11岁10个月不等。结果发现，“英语和荷兰语阅读间同时存在的影响因素极为相似”（p.793）。对于个体阅读差异来说，音素删除（测量准确性和反应时间）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快速命名颜色、动物和物体则不是。因此，在无论正字法是否明晰,语音意识都是个体阅读能力差异的一个影响因素。但是，研究结果还发现，即便控制了语言、年龄、词汇量、音素删除和RAN，语言与音素删除交互作用在单词阅读准确性方面导致了大部分的变异量。后续分析分别对英语和荷兰语的单词阅读准确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虽然音素删除的准确性对于英语儿童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但对荷兰语儿童则不然。

基于后续研究（Patel et al.，2004）结果，我们也对不同的语音加工技能在不同语言阅读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Georgiou et al.，2008）考察了语音意识、RAN、语言短时记忆和正字法知识对英语（正字法不透明语言）和希腊语（正字法相对透明语言）阅读准确性（猜词活动）、词汇阅读流利性的作用，对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儿童进行了跟踪，以了解每种语言阅读能力的情况。我们对一年级的儿童进行了认知加工技能的评估，并对一、二年级的儿童都进行了阅读评估。结构方程结果显示，语音加工和正字法加工都对一年级和二年级儿童的阅读能力起独特作用（见图2-1和图2-2）。但是，在两种语言中，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单词再编码方面。相对于希腊语的猜词活动，语音意识在英语的猜词活动中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相应地，相比英语的单词阅读流利性测试，RAN在希腊语的单词流利性上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最后，相对于希腊语阅读，正字法加工在英语阅读中是一个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RNA在三种正字法规则一致性不同的拼音文字语言中对阅读流利性和拼写的影响（Georgiou，Torppa，Manolitsis，Lyytinen，& Parrila，2012），这三种语言分别是：芬兰语（一致性最强的拼音文字语言）、希腊语和英语。我们对相同的儿童被试开展了从幼儿园到二年级的跟踪。与上述发现相似（Georgiou et al.，2008），相对于希腊语或荷兰语的非词阅读，语音意识在英语非词阅读中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但是，没有发现RAN在这些语言中的作用差异（见图2-3和图2-4）。有趣的是，希腊语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与芬兰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相似（两者都有一致的字素—音素映射），而希腊语中的拼写模式和英语的拼写模式类似（两者都有不一致的音素—字素映射）。另外，芬兰语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和拼写模式类似，因为芬兰语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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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二年级英语和希腊语猜词活动中，影响因素的基线路径模型

注：OC=正字法选择.*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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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二年级英语和希腊语TOWRE影响因素的基线路径模型

注：OC=正字法选择.*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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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二年级希腊语和英语和芬兰语猜词活动中，影响因素的基线路径模型

注：PA=语音意识；LK=字母知识；RAN=快速自动化命名。

*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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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二年级希腊语和英语和芬兰语拼写活动中，影响因素的基线路径模型

注：PA=语音意识；LK=字母知识；RAN=快速自动化命名。

* p<.05.** p<.01.*** p<.001.

汉语与拼音文字语言中的阅读习得影响因素

某些研究对汉语与拼音文字语言中的不同认知加工技能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例如，Cheung，Chen，Lai，Wong，& Hills，2001；Georgiou，Aro，Liao，& Parrila，2015；Georgiou，Hirvonen，Liao，Manolitsis，Parrila，& Nurmi，2010；Georgiou，Parrila，& Liao，2008；Mc-Bride-Chang & Kail，2002；McBride-Chang et al.，2005；Smythe et al.，2008）。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语音和正字法在汉语中的关系与其在拼音文字语言中的关系完全不同（Hanley，2005）。在汉语书写系统中，由于音素没有被直接呈现出来，那么可以预测，在汉语中语音意识和阅读学习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在拼音文字语言中体现的那么强。

有些研究者主张，相对于拼音语言文字来说，语音意识在学习汉语阅读时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例如，Chow et al.，2005；Huang & Hanley，1995，1997；McBride-Chang & Ho，2000；Mc-Bride-Chang et al.，2005；Shu，McBride-Chang，Wu，& Liu，2006；Siok & Fletcher，2001；Taylor，2002）。汉语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语言，其基本单位“字”代表一个音节和语素。因此为了准确地阅读汉语，儿童无须将音节分解为音素。此外，虽然大约80%的现代汉字使用声旁为字的读音提供了线索，但是它们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误导作用（例如，Shu，Chen，Anderson，Wu，& Xuan，2003）。据估计，大约只有23%～26%的声旁合成字（声调也考虑在内）可以通过声旁准确读出（Chung & Leung，2008）［ 但是有研究者估计这一比例可达 39%（Zhou，1978）］。

几项直接对语音意识的作用进行考察的跨语言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例如，有研究就语音意识、RAN和视觉加工技能对英语和汉语阅读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比较（McBride-Chang & Kail，2002）。被试为中国香港幼儿园学生（平均年龄=5.08岁）和美国幼儿园学生（平均年龄= 7.10岁）。结果表明，语音意识与阅读能力高度相关，RNA与阅读能力存在弱相关，而视觉加工与阅读能力无相关。研究者提出“根据不同正字法/语言，至少在阅读习得的最早期，某种水平的语音意识或许是学习阅读的一个普遍要素”（P.1403）。然而，后续研究（McBride-Chang et al.，2005）发现，语音意识在阅读英语和韩语单词学习中导致了大部分的变异量，但是在汉字辨识中则不然。第二项研究中，他们同时使用了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来预测汉字辨识。可惜的是，不同预测变量的重要性是基于两种语言的结构方程分析、比较得出的，在针对这些跨语言差异进行研究和得出结论时，语言类型均没有作为组间因素得到考虑。

有些研究指出，RAN在汉语阅读中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子（例如，

Chow et al.,2005；Liao，Deng，Hamilton，Lee，Wei & Georgiou，2015；Liao，Georgiou，& Parrila，2008；McBride-Chang & Ho，2005；McBride-Chang & Kail，2002；Pan et al.，2011；Wei et al.，2014；Yeung et al.，2011），并且是独立于语言意识发挥作用的（例如，Liao et al.，2015；McBride-Chang & Ho，2000；Pan et al.，2011；Yeung et al.，2011）。

研究RAN和汉语阅读之间的关系要基于两点：首先，因为汉语有很多视觉上较复杂的字（Huang & Hanley，1995；Siok & Fletcher，2001），因此，视觉加工对汉语阅读很重要；视觉加工又是RAN不可缺少的一部分（Stainthorp，Stuart，Powell，Quinlan & Garwood，2010；Wolf & Bowers，1999），因此RAN应该可以用来预测汉语阅读。其次，由于汉字比拼音字母要复杂得多，如果视觉加工假说成立的话，那么比起拼音文字阅读，RAN和汉语阅读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并且，由于字母在不同的拼音文字中的视觉相似，RAN与英语和其他正字法不透明语言之间的关系强度可能相同）。而两项最新的元分析研究（Araújo，Reis，Petersson，& Faísca，in press；Song，Georgiou，Su，& Shu，2015）得出的证据只能部分支持该假说。分析显示，RAN和汉语阅读流利性（而非阅读的准确性）之间的相关性要比其与拼音正字法语言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

首先，由于汉语中存在着相对大量的、模糊的“符号—声音”对应关系，汉字通常是通过机械记忆来进行学习的（Hanley，2005）。这就要求儿童能够高效地在符号和声音之间建立相对随意的联系。这种随意性也是RAN的核心特点，因为看一个数字（例如“5”）并不能让读者具备读出其发音的能力（Manis，Seidenberg & Doi，1999）。因此，RAN对汉语阅读学习来说应该很重要。然而，如果该假说成立的话，我们应当观测到RAN与阅读汉字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与英文阅读相比），并且相比与正字法规则一致性更强的语言（如芬兰语、希腊语），RAN与英语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有研究通过比较中文和拼音正字法语言的相关性直接检验了这个假说（Georgiou et al.，2008，2015），两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不同语言中，“RAN—阅读”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差异。其次，如果说在学习符号和声音之间建立关联的能力是RAN与汉语相关的原因，那么，在控制了配对联结学习[2]的作用之后，RAN应当不再继续对汉语阅读具有预测作用，而仍有研究证明，在控制了配对联结学习之后，RAN仍然能够预测阅读（Liao et al.，2015；Chui，Georgiou，Zhang，Li，Shu & Zhou，in press）。

两种正字法语言学习的影响因素

少数研究考察了儿童在同时学习阅读两种不同正字法语言时，认知过程所起的作用（Cho & Chen，2005；Cho & Chiu，inpress；Inoue et al.，2015；Koyama，Hansen & Stein，2008；Muroya et al.，2015；Uno，Wydell，Haruhara，Kaneko & Shinya，2009）。这种情况适用于学习阅读谚文[3]（一致性正字法）和当用汉字[4]（非一致性正字法）的韩国儿童，以及学习阅读假名（一致性正字法）和当用汉字（非一致性正字法）的日本儿童。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在教育实践、社会经济地位、父母信仰、家庭文化环境等因素方面可能不尽相同，该设计的优势在于，这些因素可以在同时学习两种不同正字法语言且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儿童中保持不变。

在前一组儿童中，研究者考察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RAN在阅读和拼写谚文与当用汉字的作用（Cho & Chiu，in press）。结果显示，语素意识在阅读和拼写谚文、当用汉字过程中都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语音意识只能预测谚文的拼写；RAN能预测谚文的拼写以及当用汉字的阅读和拼写。值得注意的是，在预测当用汉字和谚文拼读时，RAN的作用更强，这个结果支持了RAN的预测价值随正字法不透明度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

在后一组儿童中，研究者考察了低级感官加工技能（听觉频率调节敏感性、视觉动作敏感性）和认知技能（语音知识、语音记忆、视觉记忆和汉字正字法知识）在二年级、四年级儿童阅读和拼写准确性方面的作用（Koyama，2008）。结果显示，假名拼写可通过感官加工技能、语音意识和语音记忆进行预测，而不能通过视觉记忆进行预测。相应地，当用汉字阅读的准确性和拼写可通过视觉长期记忆和语音长期记忆进行预测，但是不能通过低级感官加工技能和语音意识进行预测。

为了解决之前假名和汉字拼读研究的一些局限性，研究者进行了一项跟踪研究，考查了语音意识、语音记忆、RAN、正字法知识和语素意识，在预测一年级儿童假名和当用汉字阅读准确性、流利性和拼写方面的重要性（Inoue et al.，2015）。我们在一年级学年开始时进行了认知和假名读写能力的测试，在一年级学年末时进行了假名和当用汉字读写能力的测试。关于再编码，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假名再编码可同时通过语音意识、正字法知识和语素意识进行预测。研究发现语音意识是最强的影响因素，这与字母正字法语言研究发现的结果相一致（例如，Caravolas et al.，2012；Georgiou et al.，2012；Moll et al.，2014；Ziegler et al.，2010）。与假名再编码相对应，当用汉字再编码可通过语素意识、正字法知识、一般认知能力（控制年龄后）、假名再编码能力（阶段1）进行预测，这种模式与之前的汉语研究发现非常一致（例如，Li，Shu，McBride-Chang，Liu，& Peng，2012；McBride-Chang et al.，2005；Shu et al.，2006；Yeung et al.，2011）。RAN、正字法知识、语素意识同时对假名的阅读流利性起作用。另外，虽然所有因素在统计意义上的直接作用都不那么显著，但是RAN和正字法知识仍然通过阶段1的阅读流利性，对阶段2中的假名阅读流利性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对于当用汉字阅读流利性，研究发现，在对年龄、一般认知能力和阶段1的假名阅读流利性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之后，RAN和语素意识仍然对阶段2中的当用汉字阅读流利性有很强的影响。RAN对假名和当用汉字都有显著性作用，但是RAN对当用汉字和假名的阅读流利性的作用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阶段1的假名阅读流利性之后，RAN只有在阶段2中的当用汉字阅读流利性上发挥了显著的直接作用。

总结和质疑

总而言之，关于儿童英语阅读学习的研究总体上强调了语音意识的长期重要性和RAN的限时重要性；而儿童在一致性更强的正字法语言的阅读学习研究中，总体上强调了RAN的长期重要性和语音意识的限时重要性。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可能真实反映了阅读习得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对潜在认知过程的依赖，但是它们都明显地存在着方法学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对上述结论起到损害作用。

第一，有学者指出，在一致性正字法语言中，语音意识的时限性影响很可能源于研究者选择了不同的测量语音意识的方法（Caravolas et al.，2005）。他们提出，通过难度较大的试验任务测量语音意识时，可以在年龄较大的儿童身上检测到语音意识对阅读能力的显著作用。在对2～5年级的正常发展儿童组（捷克语样本）和2～7年级的正常发展儿童组（英语样本）进行的考察中（Caravolas et al.，2005），检验一致性正字法语言（捷克语）和非一致性正字法语言（英语）中语音意识对阅读和拼写的作用。通过因素删除和首音误置任务，研究发现语音意识在捷克语和英语当中都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第二，语音意识能力预测的差异可能部分源于阅读能力评估方法的不同。英语人群的研究主要关注阅读准确性，而正字法规则一致的语言研究（儿童可以在早期取得很高的水平）则主要关注个人阅读速度方面的差异。

第三，不同跨语言研究中使用的RAN任务类型（字母—数字型或非字母—数字型）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对幼儿园学生的研究普遍避免使用字母—数字型的RAN任务，因为北美和欧洲的儿童不熟悉字母和数字（例如，de Jong & van der Leij，1999；Georgiou et al.，2006；Papadopoulos et al.，2009；Parrila et al.，2004）。然而，比起字母—数字型任务，非字母—数字型的RAN任务与阅读的相关性没那么强（Araújo et al.，in press；Song et al.，2015）。与此相反，中国幼儿园儿童研究主要使用数字RAN，并证明RAN对儿童将来的阅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例如，Li et al.，2012；McBride-Chang & Ho，2000；Tong，McBride-Chang，Shu，& Wong，2009；Wei et al.，2014；Yeung et al.，2011）。原因在于中国儿童3岁进入幼儿园，并且接受过大量的数字命名练习，汉语中的数字命名RAN比字母正字法语言中的RAN数字命名在自动化和速度方面的影响要大得多（Wei，Georgiou，& Deng，出版中）。因此，即便是在不同语言中使用了RAN数字任务（例如，McBride-Chang & Kail，2002），相同年龄儿童快速命名数字的自动化水平也是不同的。

第四，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样的语言可被称作一致性语言”的观点不同。这就导致了非优化对比，使得结果不能真实揭示正字法规则一致性不尽相同的语言之间的差异。比如，一项涉及各种正字法语言的元分析指出（Florit & Cain，2011），在正字法规则一致性不尽相同的语言中，再编码的预测价值和阅读理解中的语言理解有所不同。分析发现，对于阅读初学者来说，虽然其在一致性正字法语言中的听力理解比再编码对阅读理解的作用更大，但是在英语中再编码对阅读理解的影响更强，甚至在高年级学生中也是如此。但是在该研究中，除了英语之外，每一种语言都被归入“一致性”正字法组，这种分类是有问题的，因为法语或荷兰语的正字法规则与芬兰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是不一致的（Seymour et al.，2003）。比如，相对于芬兰语来说，法语更接近于英语。因此，将法语研究中的实验结果与芬兰语、希腊语或意大利语的结果相结合，而不与英语的研究结果相结合，很可能影响了研究者的结论。

最后，两项汉语研究给出了很好的例证，其结果可能部分源于统计分析中没有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变量的情况下得出的（McBride-Chang et al.，2005；McBride-Chang & Kail，2002）。比如，语音意识在高效单词识别发展方面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条件（例如，Scarborough，1998；Share & Stanovich，1995）。尤其是在拼音文字语言中，研究更多地关注了正字法加工，即在加工书面或口头语时使用正字法信息的过程（Wagner & Barker，1994），并将其作为早期跨语言阅读发展的另一个潜在差异来源。

因此，人们自然会问，那么我们离阅读的普遍理论还有多远？本文清晰地展示出，目前存在的分歧比共识还要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被试年龄、不同的测量手段、不同的统计分析、考虑的加工技能的不同，都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研究结果。比如，在没有控制RAN和字母知识作用的前提下，在一致性正字法中证明语音意识对学习阅读的重要性（例如，Caravolas et al.，2005；Rothou，Padeliadou，& Sideridis，2013），或是在没有控制语素意识作用的前提下，证明语音意识对汉语阅读的重要性（例如，McBride-Chang & Ho，2000；Tan，Spinks，Eden，Perfetti，& Siok，2005），这些做法并不能提高我们对特定语言的理解，以及对阅读的普遍影响因素的理解。本文还强调，在我们对不同语音加工技能（相似的讨论见Perfetti，Cao，& Booth，2013）的重要性做出任何结论之前，还要考虑非拼音正字法语言（如中文、日文）的情况。

总之，在多种因素和技能中，正字法深度只是可能会影响读写习得的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是不同正字法中表音符号集的大小（Nag，2014）。有研究者将大符号编制的正字法语言称为“延伸性正字法”，将有限符号编制的正字法称作“抑制性正字法”（Nag，2014）。例如，使用200～600个符号的印度语正字法是延伸性正字法，而只有24～41个字母的拼音正字法是抑制性正字法。由于学习延伸性正字法的符号集是个吃力、冗长的过程，且远远超过了小学教育水平（例如，Nag & Snowling，2012），那么至少该过程所使用的认知技能与那些学习抑制性正字法语言所使用的认知技能存在部分差异。

摘要Abstract

In this chapter, I review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groups of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1) those examining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and spelling in alphabetic orthographies varying in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2) those examining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and spelling in alphabetic orthographies and Chinese, and (3) those examining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and spelling in children learning two orthographies at the same time.The purpose is to identify common patter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and phonological short-term memory) and literacy skills across languages.Clearly, the findings in all three groups of studies are mixed.This suggests that we are far from a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cy acquisition.Firm conclusions about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on reading and spelling across languages cannot be drawn becaus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ies in their design (some being longitudinal, some being concurrent or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ies on the measures used to operationalize the constructs of interest,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included and the orth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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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关键——SVR模型的适用性及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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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发展的SVR模型提出，书面文字解码和口头语言理解能力是阅读发展的两个关键成分。任何一种能力的不足都会严重阻碍阅读能力的发展。研究表明，在第二语言主导或非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SVR模型都可有效解释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发展；研究进一步显示，口语词汇在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一般认知能力和第一语言阅读能力对第二语言文字解码、语言理解和阅读理解具有一定作用，但其是否具有直接且独立贡献还有待研究。基于阅读发展的SVR模型，并进一步关注口语词汇、一般认知能力、第一语言能力的影响，将推进对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深入认识，并为有效的第二语言阅读教育提供重要依据。

焦点阅读

·究竟什么因素影响儿童第二语言阅读能力的发展呢？

·第一语言的阅读能力和一般认知能力会影响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吗？

关键词

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SVR模型，词汇，第一语言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掌握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逐步成为普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儿童需要学习第二语言阅读，在我国就有数亿第二语言学习者。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已经成为我国儿童的重要学习任务，同时也是出现极大个体分化的学业成就领域。因此，科学认识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及其个体差异日益受到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的关注。本文基于阅读发展的SVR模型（Simple View of Reading）（Gough & Tunmer，1986），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讨论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重要成分及其教育启示。

儿童阅读习得的SVR模型

阅读是从书面文字符号获取信息的复杂认知活动。由于文明社会以文字记载传承文明成果，因此阅读是个体获取信息、发展能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虽然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阅读，但是阅读能力的获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儿童如何获得阅读能力？儿童阅读能力的核心成分包括什么？对此，研究者曾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史密斯（Smith，1978）曾经提出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主要是借助已知的上下文情境“猜测”未知的信息（参见Bensoussan & Laufer，1984），因此阅读教育需要鼓励儿童发展“猜”的策略。但是研究表明，结合上下文“猜测”并非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可靠途径，高水平的阅读者并不依赖此策略，恰恰是低水平的阅读者更依赖不可靠的“猜测”（Stanovich，West & Feeman，1981；Bensoussan & Laufer，1984）。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者（Gough & Tunmer，1986）提出阅读发展的SVR模型（Simple View of Reading），认为阅读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核心成分：其一为书面文字的解码（Decoding，简称D），指识别书面文字符号的能力；其二为语言理解 （ Language Comprehension，简称C），指理解语言的能力。在该模型中，阅读理解既包括以字词识别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字词解码，也包括以个体的口语经验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语言理解。该模型把复杂的阅读发展简洁地概括为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两方面，虽然没有解决阅读发展的所有问题，但是该模型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整合框架，也为阅读教育、阅读问题的鉴别诊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因此，该模型在当前阅读发展、阅读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自阅读发展的SVR模型提出后，许多研究对其进行了检验，一致支持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核心成分（例如，Hoover & Gough，1990；Dreyer & Katz，1992；Chen & Vellutino，1997；Joshi & Aaron，2000；Savage，2006）。近年来应用行为遗传学方法为该模型提供了新的支持证据。美国、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学双生子研究中，包括167对一年级同卵双生子和152对异卵双生子，二年级303对同卵双生子和312对异卵双生子。结果显示，一年级时儿童解码和阅读理解之间的遗传相关达到0.97，二年级时解码和阅读理解之间的遗传相关达到0.88（Byrne，Samuelsson & Olson et al.，2007；Byrne，Coventry & DeFries et al.，2009）。有研究针对英语为母语小学四年级学生，显示语言理解和阅读理解之间的遗传相关达到0.97（Olson，Keenan & Hulslanderet al.，2011）。

关于SVR模型中解码和语言理解这两个核心成分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影响阅读理解发展的问题，尚存在争论。一种观点强调单词解码和语言理解对阅读理解的影响存在交互制约的作用，两种能力在阅读发展中都十分重要，且存在显著相关（Hoover & Gough，1990）。任何一种能力的欠缺，必然带来阅读理解能力的整体损害，因此有学者提出“R=D×C”的乘积模型（Multiplicative Model）（Hoover & Gough，1990）。另一种观点认为解码和语言理解对阅读理解的影响相对独立，二者互相补偿，两种能力中即使一种能力缺乏，只要发展另一能力也能补偿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因此提出“R=D+C”的加和模型 （Additive Model）（Dreyer & Katz，1992）。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证据，一方面，研究证实解码和语言理解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乘积模型可解释儿童阅读理解48%～83%的大量变异 （Hoover & Gough，1990；Joshi & Aaron，2000）；另一方面，加和模型同样能解释阅读理解44%～89%的变异（Katz & Dreyer，1992；Savage，2006）。一项在二年级和六年级儿童中开展的研究，系统检验了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在阅读能力发展模型中是否具有独特贡献（Chen & Vellutino，1997）。该研究结果表明，在加和模型中增加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交互作用并没有显著优于原模型，文字解码和与语言理解两个成分在阅读能力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但是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解码能力缺失或者语言理解能力严重不足时，阅读活动的确无法完成。虽然目前关于文字解码与语言理解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论，但是诸多研究证实了乘积模型和加和模型都可以解释2～10年级阅读理解中相当大部分的变异（Catts，Adlof，Hogan & Weismer，2005；Dreyer & Katz，1992；Hoover & Gough，1990；Johnston & Kirby，2006；Joshi & Aaron，2000；Savage，2006），这说明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在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阅读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作用不同。在初学阅读阶段，儿童需要学习解码，解码占据了大量认知资源，制约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阶段的儿童解码与阅读理解的相关更强。当儿童的解码能力变得更加自动化，他们的阅读理解主要依赖于语言理解能力。已有研究多数支持上述观点。一项针对570名小学二、四、八年级儿童的追踪研究发现，文字解码可以解释二年级儿童阅读理解约30%的变异，到四年级时文字解码对儿童阅读理解变异的解释力显著下降，仅解释了10%左右的变异（Catts，Hogan & Adlof et al.，2003）。另一项对四、七、九年级进行的研究证实，随着年级的增长，文字解码对阅读理解变异的解释力呈下降趋势，分别是42%、13%、17%，语言理解对阅读理解变异的解释力呈上升趋势，分别是19%、35%、21%（Tilstra，McMaster & Rapp，2009）。一项贯穿儿童青少年期直至成年期的多组比较研究系统考察了6～8岁（1096名）、9～13岁（2241名）、14～19岁（1642名）和20～39岁（1423名）被试阅读能力的发展。结果显示，儿童早期的文字解码能力是阅读学习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预测作用逐渐降低；相反，语言理解能力随着年级的升高对阅读学习的预测作用逐渐增强（Floyd，Gregg & Keith，2004）。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尽管理解和阅读的关系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加强，但是解码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不会减弱，而是保持稳定（Dreyer & Katz，1992）。

儿童中存在不同类型的阅读困难也支持了阅读能力发展的SVR模型。根据SVR模型，儿童阅读困难存在三种可能性：文字解码存在缺陷，语言理解存在缺陷，或者是二者都存在缺陷。研究的确发现了文字解码严重不足的阅读障碍儿童（Dyslexia），也发现了解码能力相对正常、甚至超常，而语言理解能力不足的高读症儿童（Hyperlexia）。研究表明，不同类型阅读困难儿童的比例在不同年级存在差异（Catts，Hogan & Adlof et al.，2003）。解码能力严重不足的阅读障碍儿童的比例从二年级（33.9%）、四年级（20.5%）、到八年级（5.8%）逐渐降低，解码能力相对正常、甚至超常而语言理解严重不足的高读症儿童比例从二年级（14.7%）、四年级（33.8%）、到八年级（32.2%）逐渐上升，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均存在问题的儿童比例比较稳定（占30%～40%）。

一些研究者提出，SVR模型中仅仅包括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两个要素，过于“简单”了，应增加更多成分。在这些观点中较早且有影响的是增加文字解码的流畅性这一成分（Joshi & Aaron，2000）。学者发现，解码的流畅性可以解释10%的阅读理解变异，是阅读理解变异的重要来源，提出阅读发展的模型应修正为：

阅读理解=解码 × 语言理解+阅读速度。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发现阅读流畅性可以解释7～16岁学生阅读理解中1%～6%的变异（Cutting & Scarborough，2006）。有研究者发现阅读流利性可以分别解释四、七、九年级学生阅读理解中8%、5%、10%的变异量（Tilstra ，McMaster & Rapp，2009）。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The National Reading Panel）的报告也指出：“尽管解码对于阅读学习非常重要，但是流利性是阅读的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流利性，阅读理解会受到阻碍。”（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2000，p.193）但是，作为一项独立的成分，阅读流利性对阅读理解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例如，有研究发现，流利性在SVR模型中不是一个显著的单独的预测因素（Catts，Hogan & Adlof et al.，2003），阅读流利性对二、四、八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都没有显著的作用（Adlof，Catts & Little，2006）。

上述研究主要在英语国家中开展，少量研究扩展到其他语言中，如西班牙语、汉语等，也支持了阅读能力发展的SVR模型在不同语言中均具有适用性。有研究对比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三、四、五年级儿童，以及以汉语为母语的二、四年级儿童中阅读发展的SVR模型适用性。结果显示解码和语言理解可解释英语儿童阅读发展中大约50%的变异，可以解释汉语二年级儿童的阅读发展中25%的变异，以及四年级42%的变异（dghpJoshi，Tao，Aaron，& Quiroz，2012）。可见虽然汉字形音对应关系极不明晰，但SVR模型同样可以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测验难度相当的情况下，控制了语言理解能力等相关变量后，汉字认读的准确性对阅读理解变异的独立贡献率在二、四年级之间并没有下降，而有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汉字的认读在中文阅读理解发展中具有持久的稳定作用（胡天婷，陶沙，徐琴美，毕鸿燕，2010）。这可能是由于汉字没有直接的拼读规则，而且形—音线索相对不明确、不可靠，即使熟练的阅读者遇到生字也难以准确认读。因此，虽然中高年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汉字形—音规则知识，但汉字认读仍持续制约阅读理解的发展。与英语国家研究相比，在其他语言文字中，特别是汉语等非拼音文字系统中，阅读发展的SVR模型研究还相当有限，需要更多研究结合特定语言文字系统的特点进行探讨。

SVR模型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

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实际上非常复杂。从语言环境看，有些儿童生活在双语均衡的环境中，有些儿童生活在以第二语言为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有些儿童生活在以第一语言为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从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的关系看，有些儿童的第一、第二语言和文字系统比较接近，同一语系、同为拼音文字，有些儿童使用的两种语言相距甚远；从阅读学习经验看，有些儿童是同时发展两种语言的阅读能力的，有些儿童主要发展第二语言的阅读能力，有些儿童优先发展第一语言的阅读能力，继而学习第二语言阅读。不同语言环境、语言间差异和阅读学习经验都可能影响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过程和特点。在儿童第二语言的阅读学习中，SVR模型是否同样适用呢？

最早是对254名美国西—英双语儿童[4]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英语阅读能力发展的追踪研究（Hoover & Gough，1990），结果支持了SVR模型对第二语言阅读的适用性。在一年级至四年级，儿童第二语言（英语）假词拼读技能和语言理解技能可以解释阅读理解能力72%～85%的变异，而且二者的交互作用还可以进一步解释1%～7%阅读理解能力中更多的变异。研究结果还显示，儿童的第二语言文字解码能力和语言理解的相关随阅读能力变化而不同。各年级儿童的第二语言阅读能力越强，第二语言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能力的正相关越强。后续以荷兰语为第二语言的中东移民儿童、西班牙语—英语双儿童的研究多支持SVR模型对于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显示文字解码能力对于阅读理解的作用弱于语言理解能力的作用（Droop & Verhoeven，2003；Proctor，Carlo，August & Snow，2005；Joshi，Tao，Aaron & Quiroz，2012）。也有研究显示，在低年级儿童中，第二语言的字词识别能力可以显著解释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而语言理解能力的作用不显著（Uchikoshi，2013）。近期一项追踪研究比较了来自不同学校的1687名双语儿童[5]一年级至六年级的阅读发展情况（Verhoeven & Leeuwe，2012）。与以荷兰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相比，第二语言儿童在较低年级时的字词识别能力相对较差；随着年级升高，他们在字词识别上的不足逐渐消失，到五年级时两组儿童已经没有显著差异。与此相反，虽然两组儿童在语言理解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上的差异也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但直到五年级，第二语言儿童荷兰语理解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仍显著逊于第一语言儿童。对两组儿童在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时阅读理解能力、应用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加和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同年级、同期模型中，还是在上一个年级数据的预测模型中，第二语言文字解码能力和语言理解能力都可以解释儿童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53%～78%的变异，这和第一语言儿童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别。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目标语言为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目标语言为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儿童，其阅读能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相似性，阅读发展的SVR模型同样适于第二语言儿童。进一步比较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两个成分与阅读理解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对第一、第二语言的阅读而言，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作用在低、中、高年级均很重要；相对而言，低年级文字解码的作用相对更显著。两组儿童明显区别之处在于，儿童第一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对于后续语言理解能力的发展具有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儿童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对于后续语言理解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只在低年级显著，到了中高年级并不显著。由此可以推测，儿童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可能单向依赖于语言理解能力的发展，而第二语言口语理解能力的发展则可能依赖于其他途径。

有关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SVR模型研究，多数是在欧洲和北美以第二语言[6]为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开展。如前所述，许多第二语言学习并非发生在目标语言主导的环境中，我国儿童的英语学习就是在以第一语言为主导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第二语言学习的典型。与欧洲、北美的第二语言人群不同，我国儿童英语学习主要在课堂中进行，语言接触相当有限，口头语言发展严重不足，且第一语言（汉语）是儿童的优势语言，汉语阅读学习经验和水平远远高于第二语言（英语）。那么，对于我国儿童英语阅读学习而言，英语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是否还能有效解释英语阅读理解的发展变异呢？我们曾在北京开展了一项研究考察此问题（彭鹏&陶沙，2009）。在这项研究中，92名从一年级开始在课堂学习英语的四年级学生 （平均年龄为10岁2个月），完成了英语和汉语的阅读理解、英语假词拼读、英语单词认读以及一般认知能力测验。其中，假词拼读、单词认读用于考查单词解码能力。由于测量工具本身的难度可能影响对SVR模型不同成分作用的分析，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多次预试将英语单词认读、语言理解和阅读理解测验的平均正确率控制在60%左右。但是儿童普遍在假词拼读上存在很大困难，这表明大多数儿童经过三年多的课堂英语学习还尚未熟练掌握第二语言特有的形—音对应规则。相关分析显示，一般认知能力和汉语语言理解能力与假词拼读、单词认读、英语语言理解能力、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r=0.25～0.37，p <.05），因此在后续分析中我们都控制了一般认知能力和汉语语言理解能力的作用。

研究首先发现，首先，不同的第二语言文字解码技能对英语阅读理解的作用不同。假词拼读可以解释英语阅读理解22%的变异，单词认读可以解释的变异高达56%。如果进一步使用分层回归控制英语语言理解的作用，假词拼读和单词认读仍对阅读理解具有显著解释力。虽然假词拼读和单词认读都是我国汉语儿童英语阅读学习的重要能力成分，但是与前文所述研究[7]结果相比，假词拼读对于英语阅读理解的贡献相对较低，这与我国儿童英语形—音对应规则掌握水平较低有关。考虑到英语本身是拼音文字系统，形—音对应规则的掌握将极大解放儿童死记硬背单词的认知负荷，并可为儿童自主阅读学习提供重要基础，提示我国儿童英语教学应高度重视、帮助儿童在阅读学习中关注、提炼、掌握形—音对应规则，提高单词解码技能。

其次，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儿童英语语言理解能力对阅读理解的独立贡献。结果表明，在控制一般认知能力和汉语语言理解后，英语语言理解仍能显著地独立解释英语阅读理解26%的变异；即使进一步控制儿童的单词认读和假词拼读等解码技能，英语语言理解的独立作用仍然显著，这一结果支持已有大多数研究获得的“第二语言的语言理解对于阅读理解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对于阅读理解的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最后，我们对比了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加和模型与乘积模型在我国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发展中的适用性。由于前述分析显示，单词认读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贡献显著大于假词拼读，因此后续研究主要使用单词认读为英语文字解码的指标。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一般认知能力、汉语语言理解后，英语单词认读和语言理解的加和模型可以显著解释英语阅读理解59%的变异。进一步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单词认读和英语语言理解的主效应后，二者的交互作用仍能显著解释英语阅读理解3%的变异。与一些研究（Hoover & Gough，1990）揭示的交互作用相比，我们观察到的单词认读和英语语言理解交互作用强度居中。就这项研究而言，我国儿童英语阅读学习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乘积模型优于加和模型。由于该研究只涉及一个年级且为横断设计，因此对于我国儿童英语阅读学习SVR模型适用性的认识，还需要在更多年级中采用追踪设计予以系统考察。

模型的扩展：一般认知能力与词汇知识

阅读发展的SVR模型适用于第二语言学习，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与第一语言阅读学习也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此外，第二语言学习本身的特殊性也推动研究探索其可能存在的特殊性。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般认知能力和词汇知识在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中的作用。

一般认知能力与第二语言阅读

在儿童阅读发展的研究中，一般认知能力较少作为独立的因素进行考察，在阅读的SVR模型中也没有一般认知能力的一席之地。这可能是由于缺少一般认知能力影响阅读发展的证据。在目标语言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下，正常儿童具有大量的语言经验、文字经验，虽然他们的一般认知能力不尽相同，但在大量语言和文字经验的支撑下，认知能力可能并不会特别带来儿童阅读发展的变异。一项研究（Konold，Juel，McKinnon & Deffes，2003）测量了1604位5～10岁儿童的解码、听力理解以及认知能力（短时记忆、加工速度），结果显示，拥有较好的解码、听力理解和认知能力的儿童比能力较差儿童在阅读上表现更好。但在控制了解码和语言理解后，一般认知能力对阅读理解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Joshi，Williams & Wood，1998；Meyer，2000）。一些研究者认为解码、听力理解、加工速度等技能已经可以有效预测阅读能力，无须考虑一般认知能力，且解码、听力理解、加工速度这些技能与一般认知能力的相关程度并不高（Meyer，2000）。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阅读困难的儿童中，一般认知能力不仅对阅读理解有显著直接作用，而且还以单词解码能力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阅读理解（ Tiu，Thompson & Lewis，2003）。

对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有关一般认知能力作用的研究很少。近期的一项追踪研究——考察接受法语浸入式教育的加拿大英语母语儿童法语阅读能力发展（学前至三年级）——揭示出一般认知能力是早期第二语言阅读理解发展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其作用甚至高于母语语言理解和语音意识的作用（Jared，Cormier，Levy & Wade-Woolley，2011）。考虑到中国儿童英语学习存在目标语言经验极其有限的特点，研究中考察了一般认知能力和学习英语三年以上儿童（92名，四年级）英语阅读学习的关系（彭鹏&陶沙，2009），使用非言语认知能力测验——瑞文图形推理测验——考察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相关分析表明，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与单词认读相关不显著，但和假词拼读、英语语言理解和英语阅读理解均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检验一般认知能力和英语阅读理解间是否存在直接作用，我们使用分层回归控制了单词解码和语言理解的影响，结果显示，一般认知能力对英语阅读理解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进一步的中介作用分析表明，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以假词拼读能力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汉语儿童的英语阅读理解。可见，在十分有限的英语语言环境下，儿童需要借助类比、归纳推理等一般认知能力去提取、学习相对抽象的英语形—音对应规则，因此一般认知能力显著影响儿童对英语单词形—音对应规则的理解和应用，进而影响其英语阅读理解。这一结果提示我们，智力水平高的儿童有可能在单词学习过程中自发应用推理能力习得形—音对应规则，但大多数智力水平一般的儿童并不一定能自然掌握形—音对应规则。所以，英语阅读教学应有意识地加强形—音对应规则的直接训练，帮助儿童较好、较快地理解和应用形—音对应规则，从而发展英语自主阅读能力。

词汇与第二语言阅读

词汇在阅读理解中具有重要作用。词汇不仅对于语言理解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文字解码也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Ziegler & Goswami，2005）综合有关研究提出，词汇对于形—音对应规则性不强的文字系统的儿童阅读发展更具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与词汇知识有限的儿童相比，拥有大量词汇的儿童能更好地对文字进行解码和准确理解。特别是当形—音对应规则无法应用时，大量的词汇可以帮助儿童进行单词识别和理解，从而提高阅读能力。

在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二语言的口头词汇技能在阅读理解发展中极其重要。西班牙语—英语双语儿童阅读发展的追踪研究指出，幼儿期的英语口语词汇表现可以显著预测小学高年级时英语阅读理解能力（Kieffer，2012；Kieffer & Lesaux，2012）。即使在控制文字解码、语言理解能力后，在不同年级中，词汇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仍然有重要的预测作用（Verhoeven & van Leeuwe ，2008；Tilstra，McMaster，van den Broek.，Kendeou & Rapp；Uchikoshi，2013）。随着年级增长，词汇对儿童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Verhoeven & van Leeuwe，2008）。除了直接影响外，第二语言词汇如何影响其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呢？

一方面，二语词汇是二语语言理解能力的重要基础。词汇技能一般包括生成型和接受型两类。命名、指称等系生成型词汇技能（productive vocabulary skill），而理解则为接受型词汇技能（receptive vocabulary skill）。二语词汇生成技能不仅直接影响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而且还显著影响了第二语言听力理解。一项研究探讨了词汇生成技能在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美国四年级儿童英语阅读发展中的作用（Proctor，Carlo，August & Snow，2005）。和同年龄段常模相比，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虽然在阅读理解上接近同年龄母语儿童水平，但是在词汇生成、听力理解上都远远落后同年龄母语儿童，分别只相当于常模的一、二年级水平。同时，在所有词汇、语言理解和阅读理解层面上，第二语言儿童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相关分析表明，英语词汇生成、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的相关均大于0.7，明显高于单词解码与阅读理解不到0.5的相关值。借助结构方程建模，词汇生成技能、听力理解和单词解码可显著解释第二语言阅读理解65%的变异，其中第二语言词汇生成技能既显著且直接影响阅读理解，又间接通过听力理解显著影响阅读理解。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语言词汇生成技能可以解释第二语言听力理解高达72%的变异。可见，词汇生成技能在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有研究探讨了接受型词汇的作用，对加拿大400名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和153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4～6年级）阅读发展开展追踪。结果表明，接受型词汇对于第二语言儿童阅读理解的预测作用不稳定，且受到句法技能的调节（Geva & Farnia，2012）。当儿童的句法技能良好时，即使词汇水平较低，其第二语言阅读理解仍能够较快增长；但当儿童的句法技能不足时，即使词汇水平较高，其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同样趋缓或停滞。

另一方面，词汇技能与儿童第二语言文字解码技能的发展也可能具有重要联系。在第一语言儿童的研究中已经发现词汇和单词解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Kendeou，Savage & van den Broek，2009；Ouellette，2006）。研究发现，与八年级解码正常儿童相比，解码较差儿童在词汇上的表现也较差（Catts，Hogan & Adlof，2005）。相反，词汇生成技能与单词解码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追踪研究表明，幼儿期口语词汇生成可以解释儿童二年级时单词解码16%的变异，而词汇理解能力对于单词解码没有显著预测力（Roth，Soeece，Cooper，2002）。口语词汇技能影响单词解码发展的主要途径是以语音意识为中介的（Storch & Whitehurst，2002）。生活在以第二语言为主导的宏观语言环境中的儿童研究，更多关注二语词汇对语言理解和阅读理解的作用，相对较少关注其对二语文字解码的作用，研究结果因年级、母语背景、词汇任务等变量不同而存在差异。一项以广东话为母语的美国儿童（101名，二年级）英语阅读学习的研究表明，儿童的英语接受型词汇不仅显著预测其英语听力理解、阅读理解，而且也可显著预测英语的单词认读。这项研究结果揭示，词汇技能对于第二语言文字解码的作用与英语语音意识的作用相对独立且强度相似（Uchikoshi，2013）。但另一项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美国儿童（135名，四年级）英语阅读学习的研究显示，生成型词汇技能和英语语言理解、阅读理解密切相关，但与英语单词解码并没有显著相关（Proctor，Carlo，August & Snow，2005）。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我国儿童英语学习中生成型和接受型词汇技能与英语单词解码的关系及其作用过程（刘霞 & 陶沙，2007）。在这项研究中，母语为汉语、英语课堂学习经验三年以上的120名儿童（四、五年级）完成了英语词汇生成、词汇理解、英语单词认读、假词拼读、语音意识、一般认知能力等任务。结果表明：

第一，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后，英语口语词汇可以独立解释英语单词认读39%的变异、假词拼读27%的变异，说明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口语词汇在文字解码学习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词汇生成作用更强，说明第二语言口语词汇技能各方面与单词解码的关系和第一语言相似；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词汇生成对单词认读和假词拼读具有显著的独立贡献，而词汇理解没有独立于词汇生成的贡献；

第三，在作用途径上，中介分析显示，英语语音意识具有显著中介作用，但是词汇技能对于单词认读和假词拼读仍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在单词认读上较小（11%），在假词拼读上相对较大（35%），但都小于词汇技能的直接作用，这一点这与英语国家的研究结果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这可能与我国儿童英语语言经验有限，语音意识的发展相对薄弱的特点有关，提示我们儿童英语教育中应高度重视口头词汇学习。

第一语言阅读技能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

在第二语言的阅读学习中，第一语言的可能影响是重要研究课题。前文有关第二语言阅读学习重要成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内部，此处我们在阅读发展的SVR框架下，从正常阅读发展和阅读困难两个角度，讨论第一语言阅读技能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关系。

正常阅读发展中第一语言阅读技能的影响

正常阅读发展中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关系至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二者密切正相关，第一语言阅读水平越高，第二语言的阅读水平也相应越高；二是二者相互独立，第一语言阅读水平高低和第二语言阅读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从目前的研究证据看，在不同的方面，两种可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且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两种语言关系以及第一语言水平的制约。与阅读相关的重要认知技能如语音意识（Durgunoğlu，Nagy & Hancin-Bhatt，1993；Lindsey，Manis & Bailey，2003）、词汇（例如，Durgunoğlu，Nagy & Hancin-Bhatt，1993；Ordóñez，Carlo，Snow & McLaughlin，2002）、理解能力（Royer & Carlo，1991）等都具有明显的跨语言迁移。两种语言的同源性越强，如同为拼音文字系统，则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阅读技能发展的关系就越紧密（Bialystok，Luk & Kwan，2005）。随着第二语言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增长，第二语言的阅读加工与第一语言也会更加相似，在第一语言中已经获得的阅读理解策略也会应用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中（ Nation，2001）。

在阅读理解、语言理解或文字解码层面上，已有研究提供了第一语言影响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支持性证据。加拿大一项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研究表明，在小学各年级中法语浸入式学习，儿童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单词认读的同时性相关均超过0.7（Geva & Clifton，1994；Deacon，Wade-Woolley & Kirby，2007）；学前第一语言单词认读是三年级第二语言解码的最好预测因素，而学前第一语言的语言理解作用仅次于一般认知能力，是三年级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第二重要预测变量（Jared，Cormier，Levy & Wade-Woolley，2006）。芬兰儿童英语阅读研究也表明，一年级第一语言单词识别和阅读理解可以显著预测三年级第二语言阅读的发展（Dufva & Voeten，1999）。第一语言阅读理解对于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预测作用在更高年级依然存在。一项研究追踪了397名第一语言为丹麦语、第二语言为英语的8～10年级学生，结果表明，第一语言阅读理解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有显著的持续贡献（van Gelderen，Schoonen，de Glopper，Hulstijn，Simis，Snellings & Stevenson，2004）。

虽然研究倾向于支持第一语言阅读能力影响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观点，但很少研究直接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的语言内及跨语言SVR模型进行对比。仅有的一项研究追踪了86名参与法语浸入式教育的英语儿童，考察他们从学前到小学一年级法语阅读能力的发展（Erdos，Genesee，Savage & Haigh，2010）。结果显示，学前第一语言解码技能和第二语言知识都是一年级第二语言解码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学前第一语言解码和语言理解能力是一年级第二语言阅读理解最重要的预测技能。然而，第一、第二语言单词解码和语言理解对于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解释模型之间进行对比后，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内SVR模型适用良好，但是跨语言模型并不适用。在这项研究里，第二语言语言理解、假词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交互作用项可显著解释第二语言阅读理解55.3%的变异。如果文字解码的指标换为单词认读，则整个模型的解释率可以增加到60%。在第二语言中单词认读比假词拼读能更好地解释阅读理解发展，这和我们前述的研究模式一致（彭鹏&陶沙，2009）。进一步讲，当使用第一语言的语言解码和语言理解的交互作用项建立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解释模型时，模型解释率显著降低至仅28.4%，且只有第一语言解码能力作用显著。由于该研究被试为第一、第二语言的阅读初学者，因此其结论并不一定可推论至具有更多双语阅读经验的儿童。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阅读困难

在阅读发展个体差异的另一端，也就是阅读困难的人群，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关系可以为认识第二语言阅读发展中的一语作用提供独特的角度。当个体在第一语言阅读发展中出现了困难，那么这些个体的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会如何呢？研究者提出了阅读学习的语言编码差异假设（Lingusitic Coding Differences Hypothesis，LCDH），认为第一语言阅读发展的困难会反映在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中，第二语言阅读学习的困难实际上源于个体第一语言中已存在的阅读学习困难（Sparks & Ganschow，1991）。在一系列以阅读困难大学生为被试，与第二语言阅读相关语言认知技能缺陷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第一语言语音加工、正字法、句法、语义技能和字形知识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而第一语言阅读困难者通常也存在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且多表现为语音技能不足，因此可以认为语音技能的缺陷同时影响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学习（Sparks & Ganschow，1993a，1993b；Sparks，2012；Kahn-Horwitz，Shimron & Sparks，2005）。即使第一、第二语言差异显著，第一语言阅读的困难也可反映在第二语言阅读中。例如，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英语阅读学习同样存在困难，且汉语的语音、正字法、快速命名指标都显著预测了该群体的英语阅读能力，母语技能缺陷可向第二语言阅读学习迁移（Chung & Ho，2010）。可见，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可能源自母语阅读技能缺陷。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第一语言阅读存在困难时，第二语言阅读发展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风险，但第一语言阅读有困难，第二语言阅读一定就存在困难吗？第一语言阅读正常，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必然就正常吗？特别是在文字解码方面，不同文字系统有不同的形—音组织规则，客观上对个体的认知加工存在不同要求，因此可能存在第一、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分离。

首个报告的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发展分离个案名叫AS，是在日本出生和成长的英语母语者，其第一语言（英语）阅读存在困难但第二语言（日语）阅读正常（Wydell & Butterworth，1999）。AS第二语言（日语）解码成绩正常，但第一语言（英语）阅读测验成绩显著低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同龄人，甚至弱于以日语为母语的同龄英语学习者。进一步研究发现，AS在精细单元的语音加工上存在明显缺陷，但正字法加工却表现正常。研究者提出，由于日语假名的形—音对应关系较为一致，且作为一个字素单位，单个日本汉字的语音加工处于整词水平，不像英语单词需要精细解码，所以即使在语音加工上存在障碍，该个体仍可以较轻松地建立日语假名和汉字的形—音对应关系；而英语以音位为基本单元，同时音位和形位对应关系又存在不透明性（形—音并非一一对应），要求个体必须在音节水平下进行精细加工，语音编码的要求和难度大，因此对AS而言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形—音对应关系以及透明度的差异带来了对语音加工要求的差异，从而导致了AS第一、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的分离。因此，由于不同语言文字阅读在认知技能上的要求存在不同，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可能源于第二语言所需的特异性认知技能不足，而不一定源自第一语言阅读技能的缺陷。由于AS幼年就生活在日本，为了排除英语语言文字接触经验少和环境输入匮乏对AS第一语言阅读困难的潜在影响，作者在其返回英国四年后进行了跟踪研究（Wydell& Kondo，2003）。结果表明，AS移居英国后，大量的英语文字接触并没有改善其英语语音加工缺陷，其阅读依赖的技能还是正字法类比。

近期研究则发现，不仅存在第一语言阅读学习困难、第二语言阅读正常的现象，也同时存在第一语言阅读正常、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的现象。一项涉及154名中英双语儿童的追踪研究就成功分离出汉语阅读困难但英语阅读正常儿童（16人）、英语阅读困难但汉语阅读正常儿童（16人）、以及汉英阅读双困难儿童（8人）三组不同阅读学习困难的人群（McBride-Chang，Liu，Wong.Wong & Shu，2011）。另一项涉及北京及香港地区438名8岁儿童的汉英双语阅读研究，则分离出汉英阅读双困难儿童41人、英语阅读困难但汉语阅读正常、汉语阅读困难但英语阅读正常儿童各69人，其中英语困难但汉语阅读正常儿童的语素意识要好于汉语阅读困难但英语阅读正常的儿童，两组儿童的语音意识都没有缺陷，而汉英双困难儿童则在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方面都显著差于其他组（McBride-Chang et al.，2013）。在对北京五年级英语阅读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中，也分离出汉语阅读正常但英语阅读困难儿童25名（林敏，刘翔平，张琇秀，200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阅读学习困难具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双重分离的现象，这说明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仍然存在一定的特异性，而并不完全由第一语言决定。

结论与启示

SVR模型虽然没有涵盖与阅读相关的所有因素，但却勾勒出了儿童阅读发展的核心成分，得到了大量研究证据的支持，对于相关研究和教育实践都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阅读发展的SVR模型不仅在不同语言文字系统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且也可以较好地应用于不同情境下儿童第二语言的阅读学习。已有研究支持了第二语言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在阅读理解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且两个基本成分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更好地解释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研究还普遍证实了第二语言的口语词汇技能在二语阅读能力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可能对一般认知能力有更多依赖，也受到第一语言阅读能力的显著影响。

基于相关研究，在儿童第二语言阅读教育中，建议教育者应高度关注第二语言文字解码和语言理解能力的培养，并重视儿童积累和二语口头词汇的主动使用。第二语言文字解码、语言理解、口语词汇可以作为同时性和长期性预测因素，了解儿童第二语言阅读学习个体差异，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第二语言阅读学习困难的高危儿童。

培养儿童第二语言文字解码能力，应重视引导儿童在大量的文字接触中主动发现和应用文字的形—音关系规则，而不宜简单重复、死记硬背。英语等拼音文字具有形—音对应规则，是儿童发展自主解码能力的有效工具，对我国儿童的英语学习而言，教学中可在大量接触经验的基础上给予单词解码规则的直接训练，帮助多数儿童较好、较快地理解和应用形—音对应规则。解码能力和英语语言理解能力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应避免过分强调单词识记、忽视口语等语言理解技能培养的倾向，对单词解码和语言理解技能的培养应齐头并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全面地发展汉语儿童英语阅读能力。在词汇技能的培养上，要重视词汇的生成和主动应用，通过英语图片命名、句子复述、故事表演、对话等多种形式，促进儿童对目标语言的理解和表达。

摘要Abstract

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 (SVR) identifies decoding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s two key components for reading development.Deficits in either decoding or language comprehension would impede reading development.Previous research sup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SVR to learning to read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various contexts.Moreover, oral vocabulary has been repeatedly evidenced for it’s important role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decod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a second language.Children’s general abilities and first language reading abiliti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learning to read in a second language.However,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amine their direct and unique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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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4章 从语音、语素到正字法——中英文阅读的影响因素模型



Readi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interplay of linguistic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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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的是探讨中英文单语以及双语孩童的单字认读发展。我们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关于语言、社会因素与中英文阅读关系的主要理论和系列研究结果。首先，我们整理和分析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以及正字法意识这三个元语言(metalinguistic)因素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其次，我们讨论了家庭语言环境这个社会因素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焦点阅读

·语言以及社会因素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是什么？单语和双语孩童的单字认读发展又有没有不同？我们将探讨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及正字法意识这三个元语言因素以及家庭语言环境这个社会因素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关键词

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家庭语言环境

英文和中文使用的书写系统截然不同，受此影响，儿童两种语言的阅读发展也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中英文阅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反映了阅读发展的普遍性。在本章中，我们首先简单描述几个对中英文阅读都有影响的阅读模型。然后我们讨论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这些元语言意识包括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 和正字法意识 （Orthographic awareness）。这三种技能都与中英文字词阅读有关联 （Toyoda & Scrimgeour，2009）。对于双语儿童而言，这些技能还具有跨语言的作用，能够在他们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互相迁移（Gottardo，Yan，Siegel & Wade-Woolley，2001）。基于这三种意识对阅读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本章中着重讨论它们对于中英文字词阅读的影响，以及它们的跨语言作用。讨论的对象既包括以英语为母语和以中文为母语的单语儿童，也包括以不同语言为母语、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儿童。

尽管大多数研究字词阅读的文献都将焦点放在语言技能上，我们也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于阅读能力的影响。这个因素对双语学习者尤为重要，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进而左右他们的阅读发展的进程（Zhang & Koda，2011）。例如，第一语言的使用频率（frequency）就是一个影响双语学习者的社会因素。处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majority language）环境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中的中英双语者接触中文的频率比英语低很多。虽然中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但他们的主导语言很可能是英语。相反，对于处在以中文为多数语言社会（如中国）中的中英双语者来说，他们接触英语（第二语言）的机会较少，因此主导语言多为中文。考虑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我们将讨论家庭语言环境对儿童语言使用频率的影响，及其与字词阅读的关联。

单字认读模型

常用来描述单字识别 （word recognition） 的理论包括双通路模型（dual-route cascaded model）（Coltheart，1978；Coltheart，Rastle，Perry，Langdon & Ziegler，2001）、连接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s）（Seidenberg & McClelland，1989）和心理语言纹理理论（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Ziegler & Goswami，2005）。在下文中我们会描述这些模型并探讨它们在英文和中文阅读中的应用。

双通路模型

根据双通路模型（Coltheart et al.，2001） ，单字识别可以通过两大通路进行，分别为词典通路（lexical orthographic route） 以及非词典（non-lexical route） 或亚词典通路 （sublexical route）。在英语中，要能正确读出熟悉的不规则词 （irregular words，例如 “one”），就必须使用词典通路。这是因为学习者不能运用拼写规则（解码），而只能搜索他们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里见过的词。但如果能准确念出不熟悉的规则词（regular words，例如 “cat”）以及假词，就必须用到非词典通路。使用这个通路时，学习者通过拼写规则将词解码，再利用他们的形音知识认读词汇。双通路模型能有效地解释不同类别的英语阅读障碍（Castles & Coltheart，1993）。如果词典通路出现了问题，阅读者就无法读出不规则词，这种障碍称为表层阅读障碍（surface dyslexia）；如果非词典通路出了问题，阅读者就无法读假词，这种障碍称为语音阅读障碍（phonological dyslexia）。

因为中文不是字母语言，双通路模型在中文中的应用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中文中有大量的复合字（compound characters），可以利用声旁来阅读，例如，清（qīng）—青（qīng）。双通路模型在中文中也有一定的作用（Wang & Yang，2014）。一些研究发现，在中文阅读中，因为阅读时只注重读音而不注重字形和字义，有表层阅读障碍的儿童经常混淆同音字，例如，请（qǐng）—轻（qīng）；而有语音阅读障碍的儿童阅读时不注重读音，经常混淆字形，例如，汗（hàn）—汁（zhī），和意义相似的字，例如，风（fēng）—吹（chuī）（Ho，Chan，Chung，Lee & Tsang，2007；Ho & Siegel，2012）。

连接模型

连接模型（Siedenberg & McClelland，1989） 是一个模拟模型。和双通路模型不同，连接模型认为无论是熟悉或不熟悉的字、规则或不规则词或假字，单字认读只通过一个通路进行。这个通路由三个层面组成，分别为字形（orthography）层面、读音（pronunciation） 层面以及字义（semantics） 层面。其中，字形层面包含字母以及它们的视觉特征，而读音层面则包含了语音以及它们的功能。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一些“隐藏”单位，以便系统学习一些更复杂的字词。当系统接受到新的信息，如一个字的拼写（spelling），该模式的字形层面将这个信息传达到语音层面，与这个字形有关的所有音节都会被启动，但是启动的频率会有所不同，而频率最高的读音就会被采用。与双通路模型相比，连接模型的优点是简单明了，而且可以适用于英文、中文，以及其他文字。

心理语言纹理理论

大多数模式都是以英语学习者为对象设计的，心理语言的纹理理论则可以解释不同语言学习者的阅读发展（Ziegler & Goswami，2005）。根据这个理论，不同的语言采用不同的书写系统，书写和语音单位都有不同。因此，学习不同语言就必须利用不同的语音单位。英语最小的书写单位是形素 （grapheme） 而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素 （phoneme）。英语属于深层文字正字法（deep orthography），语音透明度低，形音对应往往不规则。很多英语形素都对应多个音素（例如，u 对应bus 和bull 两个音素），如果学习者只用形音对应的方式进行单字认读，就会碰到不少困难。相比之下，英语的首音和韵脚与形素的对应就比较规则（例如，e 对应 bell、fell 和well）（Treiman，Mullennix，Bijeljac-Babic & Richmond-Welty，1995），所以学习英语的儿童在进行单字认读时，除了利用形音对照的策略，还需要利用其他较大的语音单位辅助阅读（Li & McBride-Chang，2014）。相比之下，阅读语音透明度高的文字（比如西班牙文），只需要形素和音素的对应（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即可。

中文也属于深层文字正字法，但是和英语不同的是，中文不是字母语言。在中文中每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比如 “清”对应“qīng”）。阅读汉字时，使用的最基本语音单位是音节。此外，语调也是阅读汉字所需的重要技能。但是，由于中文的多音字非常多，除了语音单位以外，学习者也必须利用语素意识和正字法意识辅助汉字认读 （Siok & Fletcher，2001）。

元语言因素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多年来大量系统研究表明，至少有三个元语言因素对儿童的阅读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分别为语音、语素（表意的单位）以及正字法意识。不少研究中文的学者发现，这三个因素对于汉字阅读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Kuo & Anderson，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5；McBride-Chang，Shu，Zhou，Wat & Wagner，2003）。此外，英语双语学习学者也发现，这三个因素在双语儿童中有跨语言的作用（Zhang et al.，2010）。

语音意识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语音意识的发展

语音意识指的是辨识、分析和操作语音结构的能力 （Anthony & Lonigan，2004；Stanovich，1992）。语音意识要求儿童在听到一个词的时候，注意到它的语音结构，而不仅仅是它的意义。对于大多数字母语言而言，语音意识包含音节 （syllable）、声母和韵母 （onset-rime） 以及音素 （phoneme） 三个层次。因为汉语有声调，汉语中的语音意识还包含分辨音韵（tone）的能力（Fu & Huang，2000）。

语音意识的发展遵循从大单元到小单元的规则 （Anthony & Francis，2005）。一般说来，儿童先发展对音节的意识 （Syllabic awareness），再发展对声母和韵母的意识 （Onset-rime awareness），最后发展对音素的意识（phonemic awareness）  （Goswami & Bryant，1990）。儿童在上学以前，就有了对音节、声母、韵母的意识。这些意识可以从听父母讲故事和唱儿歌中获得（Bryant，Bradley，Maclean & Crossland，1989）。很多儿歌都是押韵的，可以帮助儿童发展声母和韵母的意识。因为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语素意识一般要等到上学之后才能得到发展。英语是字母语言，学习英语对语言意识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Mann，1986）。相比之下，汉语不是字母语言，而且汉语的声音结构简单，学习汉语的学习者音素意识的发展要滞后一些 （Read，Zhang，Nie & Ding，1986）。

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受母语语音和文字结构的影响 （Caravolas & Bruck，1993；Durgunoglu & Öney，1999，2002）。 研究发现，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相比，讲捷克语的儿童对复杂的声母（例如，string）有更强的意识，这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中有很多复杂的声母（Caravolas & Bruck，1993）。研究发现，与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儿童相比，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有更强的音节和音素意识（Durgunoglu & Öney，1999，2002） ，这也是由土耳其语的语言结构决定的。同样，在孩童学习阅读之后，文字的透明度（orthographic depth）对语音意识也有很大的影响。学习浅层文字（shallow orthography）的儿童，比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土耳其文，比起学习深层文字 （deep orthography） 的儿童（如学习英文的儿童），语音意识（特别是语素意识）的发展更快 （Anthony & Francis，2005）。学习英语的儿童又比学习汉语的儿童更快地发展语音意识，因为汉语不是字母语言。相比于中国香港地区的儿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儿童更容易发展语音意识，因为他们同时学习拼音和注音符号 （Huang & Hanley，1995，1997）。

和只懂一种语言的孩子相比，双语儿童具备的一种语言的语音意识会受到另一种语言的语音以及字形结构的影响（Bialystok，McBride-Chang & Luk，2005；Bruck & Genesee，1995；Campell & Sais，1995）。换言之，语音意识可以从一种语言迁移到另一种语言。 研究发现，在小学一年级，接受法语浸入式教学的英语儿童，比接受英语教学的同伴们有更好的音节意识（Bruck & Genesee，1995）。他们的优势源于和英语相比，音节在法语中更为突出。研究发现，中国的孩子学习英文越多，中文语音意识的发展就越好（Chen，Xu，Nguyen，Hong & Wang，2010）。这是因为英语比中文更有利于语音意识的发展。英语有着比较复杂的语音结构，这些孩子能将所习得的英语知识用在语音结构较简单的中文学习上，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中文语音意识。这些研究结果指出了语音意识的跨语言发展。

语音意识与英文阅读的关系

语音意识是影响字母语言阅读发展的核心技能之一（Hulme et al.，2002；Schatschneider，Francis，Foorman，Fletcher & Mehta，1999）。近几十年来，大量系统研究显示，语音意识（尤其是音素意识），对于正在学习字母语言的儿童的阅读发展（尤其是单字词的阅读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既有相关实验，又有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显示，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儿童的语音意识，并相应地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Ball & Blachman，1991；Blachman，Tangel，Ball，Black & McGraw， 1999）。这表明，语音意识和字词阅读能力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于语音意识发展较早，大多数儿童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就已发展成熟 （Tankersley，2003），因此，对于年纪较大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来说，这项技能的重要性可能有所降低（Scarborough，2005）。即便如此，和同年龄的优秀生相比，7~16岁的落后生的语音意识明显较弱（Stanovich & Siegel，1994；National Reading Panel，2000），说明语音意识发展滞后的学生，阅读能力发展也同样滞后。

语音意识对双语儿童的阅读发展同样非常重要。如上所述，和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并不滞后。事实上，基于跨语言的影响，双语儿童往往比单语孩童具有更强的语音意识 （Rubin & Turner，1989）。一系列研究表明，在非英语母语儿孩童学习英语时，他们的英语语音意识和英语字词阅读能力密切相关 （Lesaux & Siegel，2003；Lesaux，Rupp & Siegel，2007；Geva，Yaghoub-Zadeh & Schuster，2000）。这些研究大多运用回归分析，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年龄、快速命名、口语能力，等等）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在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中，英语语音意识和英语字词阅读的关系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双语儿童而言，英语语音意识对英语阅读理解也有促进作用（Lesaux & Siegel，2003；Lesaux et al.，2007）。

语音意识的跨语言发展还表现在，对于双语儿童而言，母语的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的字词阅读有促进作用（Chiappe & Siegel，1999；Cisero & Royer，1995；Da Fontoura & Siegel，1995；Durgunoğlu，Nagy & Hancin-Bhatt，1993；Geva，Wade-Woolley & Shany，1997）。同样，第二语言的语音意识也会带动母语阅读。例如，研究发现，对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儿童，西班牙语的语音意识和英语字词阅读能力呈正相关（Durgunoğlu et al.，1993） 。研究还发现，对于以英语为母语、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法语的语音意识对英语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Comeau，Cormier，Grandmaison & Lacroix，1999）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对于以中文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加拿大儿童，中文的语音意识和英文单字认读密切相关（Gottardo et al.，2001） 。有趣的是，在一项实验中，中英双语儿童分辨音调的能力 （一般听觉加工过程） 对英文学习也有促进作用 （Wang，Anderson，Cheng，Park & Thomson，2008） 。尽管这个实验中分辨音调的能力和中文的音韵意识有不同之处，但两者密切相关。总而言之，这些实验表明，无论双语儿童的母语背景如何，语音意识是一种跨语言通用的能力，对不同语言的阅读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语音意识与中文阅读的关系

语音意识对中文字词阅读也有一定的作用。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显示，在以中文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孩子的语音意识和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呈正相关（Chow，McBride-Chang & Burgess，2005；Ho & Bryant，1997a，1997b；Hu & Catts，1998）。在数据分析中，即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图形逻辑 （非语言推理）、年龄以及快速命名能力等作用之后，语音意识对于汉字认读的影响还是显著的。但是，由于与英文和其他字母语言相比，语音意识对阅读能力的作用比较有限，近年来，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发现，对中文阅读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语意意识、正字法意识（orthographic awareness）、快速命名等。与这些因素相比，语音意识的影响要小一些 （McBride-Chang et al.，2005；McBride-Chang & Ho，2005）。

针对中文字词阅读，究竟语音意识的哪些层面能预测阅读能力？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Perfetti，Liu & Tan，2005；McBride-Chang & Kail，2002；Wang，Koda & Perfetti，2003）。事实上，不同的研究发现，音节意识、声母和韵母意识，以及音素意识对中文阅读都具有一定的预测性（Chow et al.，2005；McBride-Chang，Bialystok，Chong & Li，2004；Siok & Fletcher，2001）。也有学者发现，音韵意识（中文独有的语音意识层面），也是影响中文阅读的主要技能 （McBride-Chang et al.，2008；Shu，Peng & McBride-Chang，2008；Yeung & Ganotice，2014）。在语音意识的各个层面中，音节意识这个层面对中文阅读的影响似乎最大 （McBride-Chang et al.，2008；Wang et al.，2003；Yeung & Ganotice，2013）。汉语中的每个汉字都对应一个音节，因此，音节是中文中最显著的声音单位。相比之下，音素意识的作用似乎要小一些。这是因为在中文学习中，新字的读音通常是通过声母和韵母来习得的，儿童对语素基本没有概念。

既然汉语不是字母语言，语音意识为什么会对汉语字词阅读有影响呢？根据语音识别通用原理（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inciple），语音 （phonology） 是阅读不可或缺的部分（Perfetti，Zhang & Berent，1992） 。因此，我们无论阅读什么语言，都会启动语音意识。不同的是，根据语言的特点和最小的语音单位，启动的意识层面有所不同，英文阅读启动的是音素意识，而中文阅读运用的则是音节意识。

尽管语音意识对汉语字词阅读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对阅读理解的作用却尚无定论。在许多调查中文语音意识与中文阅读理解的研究中（Leong，Hau，Tse &Loh，2007），只有一个调查的结果显示两者有着显著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北京以中文为母语的儿童，语音意识显著地影响了他们阅读理解的表现（Shu，McBride-Chang，Wu & Liu，2006）。其他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两者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语音意识和阅读理解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语素意识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语素意识的发展

语素是语言中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McBride-Chang et al.，2005），而语素意识，是理解语素表达的意思以及运用语素构词的能力（Carlisle，2000）。由于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的关联显著，所以早期有些学者认为这两种意识是同一个概念（Shankweiler et al.，1995）。但是许多回归分析研究显示，在考虑了语音意识的影响之后，语素意识对于阅读还是具有显著的影响 （Deacon & Kirby，2004；McBride-Chang et al.，2005）。这表明，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之间虽然有紧密的联系，但语素意识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在英文中，不同的语素可与其他语素结合，形成三种词类，分别为屈折词（inflected words）、派生词（derived words）以及复合词（compound words）。英文词汇多半是以屈折词和派生词组成的。相比之下，复合词在英语中比较罕见。早期的研究显示，英语母语以及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在年纪很小时就对复合词和屈折词有些认识（Anglin，Miller & Wakefield，1993；Berko，1958；Clark，Gleman & Lane，1985），而到了六七岁左右，这些儿童对派生词有了初步的认识（Jones，1991）。由于英语的派生词数量多，而且使用频率较低，所以派生词意识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发展（Kuo & Anderson，2006；Mahony，1994；Reed，2008） 。但是，与语音意识相比，语素意识比较复杂，发展也较慢。研究表明，学习者的语素意识从学前到大学都呈增长的趋势 （Carlisle，2000；Kaye，Sternberg & Fonseca，1987；Nagy & Scott，1990）。与之相比，语音意识从学前到小学三四年级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汉语的结构有与英语有很大不同。虽然汉语有一些屈折词（例如“走了”中的“了”）以及派生词（例如“学业”中的“业”）（Packard，2000），但是超过75%的词都是复合词（Sun，Sun，Huang，Li & Xing，1996；Yin & Rohsenow，1994）。因此，大部分有关中文语素的研究集中在复合词语素意识和中文阅读的关系上（Chen，Hao，Geva，Zhu & Shu，2009；Wang，Cheng & Chen，2006），对屈折词和派生词的研究则很少。由于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很多语素意识的测验都检验儿童分辨同音词的能力 （Hao，Chen，Dronjic，Shu & Anderson，2013；McBride-Chang et al.，2003）。例如，

“口袋” 的“袋”和哪个词相同？

“带鱼”还是“袋鼠”？

另外一些测验则要求儿童创造新的复合词 （Chen，Hao，Geva，Zhu & Shu，2009；McBride-Chang et al.，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5） 。例如，

“斑马是身上有斑纹的一种马，那么身上有斑纹的牛我们叫什么?”

答案是“斑牛”。

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种测试项目都和汉字阅读有显著的关联。时至今日，汉语语素意识发展的研究仍然很少。目前只知道汉语语素意识在学前和小学低年级就已出现 ，而发展的进程则与词汇量、阅读能力、语素类别 （独立或黏着语素）、语素构词能力等因素有关（Chen et al.，2009；Ku & Anderson，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3）。

对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儿童而言，英语语素意识发展的轨迹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非常相似，都是较早地发展复合词和屈折词意识（Long & Larsen-Freeman，1991），而派生词意识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Lam，Chen，Geva，Luo & Li，2012）。研究还发现，以中文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英语复合词意识的发展要比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儿童要快一些（Lam et al.，2012）。双语儿童的快速发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母语中大量复合词的影响。研究显示，在双语儿童中，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儿童比以中文为母语的儿童有更强的英语屈折词意识，而以中文为母语的儿童有更强的英语复合词意识（Ramirez，Chen，Geva & Luo，2011）。这些发现也表明，第二语言中语素意识的发展受母语语素结构的影响。另外，一系列的研究也发现，在双语儿童中，母语的语素意识和第二语言的语素意识呈正相关 （Luo，Chen & Geva，2014；Zhang et al.，2010）。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语素意识的跨语言发展。当然，比起语音意识，这种跨语言发展有更大的局限性。比如，在中英文之间，只有复合词意识是相关的，其他层面的语素意识因受到语素结构不同的限制而不能跨语言发展。

语素意识与英语阅读的关系

对于学习英语的儿童，语素意识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帮助他们阅读以及辨别字词（Deacon & Kirby，2004；Nagy，Berninger & Abbott，2006；Nagy，Carlisle & Goodwin，2014） 。研究者指出，语素意识有助于孩童阅读并辨识形—音不对应的单词 （如rebus）（Nagy et al.，2006）。当学习者遇到形—音不对应的单词时，他们能利用对单词中语素的认识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并将词收录到心理词典中，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词就能正确地认出它们来。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字母语言相比，英语的表音透明度较低，在单语素词转换成多语素词时，语素的读音往往发生了变化，但字形却保留了完整性（例如，decide与decision，local与location）。这种情况下，对语素的理解能帮助儿童习得从单语素派生出的多语素词 （Tyler & Nagy，1990；Nagy et al.，2006；Carlisle，2003）。研究还指出，英文中有大量的多语素词，而这些词往往由学习者熟悉的、但数量有限的语素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语素意识能提高学习新词的精准度。语素意识更能让学习者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从句法的层面来说，语素意识还能帮助学习者识别新词的属性以及它和句中其他词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掌握该词的字形、读音和意义（Nagy et al.，2014）。

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研究也发现，语素意识与文字识别间存在关系。大量的研究显示，屈折语素意识以及派生语素意识对英文字词阅读有显著的作用 （例如，Carlisle，1995；Nagy，Beninger，Abbott，Vaughan & Vermuelen，2003；Ramirez，Chen，Geva & Kiefer，2010）。例如，在一项美国学生的经典测试中，实验者让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一个派生词识别练习，测试他们的派生词意识（Singson，Mahony & Mann，2000）。测试者每次向学生提供一对英文词汇。一些时候，学生看到的词汇在语素上有关联（例如，nature和natural），而另一些时候，学生看到的词汇在语素上没有关联（例如，corn和corner）。学生必须指出哪些词对在语素上有关联。研究结果显示，在排除词汇量的影响后，学生的派生词意识与他们的字词阅读有显著的关联。研究者在600名10～18岁美国学生中，发现语素意识与解码屈折词的能力有密切的关联（Nagy et al.，2006）。此外，研究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语素意识对于阅读的影响越来越大（Carlisle & Stone，2005；Singson et al.，2000）。事实上，更多的研究还表明，屈折语素意识以及派生语素意识对英语词汇量和阅读理解同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Carlise，2000；Kieffer & Lesaux，2008；Nagy et al.，2003）。因此，与语音意识不同，语素意识对阅读的推进作用不只限于早期的字词阅读，而是长期的和全方位的促进。

一系列研究也显示，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儿童中，英文屈折语素意识和派生语素意识同英文阅读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这些研究的儿童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有中文 （Lam et al.，2012）、西班牙语 （Ramirez et al.，2010）、法语 （Deacon，Wade-Woolley & Kirby，2007），等等。同样，对于双语儿童，语素意识对字词阅读、词汇量、阅读理解以及拼写都有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由于双语儿童在英语词汇量和阅读理解上普遍落后于以英文为母语的儿童，语素意识对他们的阅读发展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Kieffer & Lesaux，2012）。

语素意识也体现出一定的跨语言影响。在双语儿童中，母语的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的阅读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第二语言的语素意识也会带动母语阅读。研究发现，在两种语言都是字母语言的双语儿童中，一种语言的屈折语素意识或是派生语素意识往往和另一种语言的阅读能力有关 （Ramirez et al.，2010；Wang，Ko & Choi，2009）。 在中英文双语儿童中，具有跨语言影响的则是复合语素意识。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华裔儿童的英语复合意识与他们的汉字认读表现呈正相关（Wang et al.，2006） 。这可能是因为中英语都有复合词且结构相似，促进了跨语言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显示，英文语素意识对汉字认读表现有影响，却没有发现中文语素意识对英文单字认读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复合词在汉语中占的比例比英语大，所以中文阅读对语素意识的要求更高（Pasquarella，Chen，Lam，Luo & Ramirez，2011） 。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因为参与测试的儿童都处于同一个英语为主的语言的环境中，他们的英文程度超越了中文水平，因而他们只是将英文语素应用在中文阅读上。不管怎样，这些研究都显示语素意识在双语儿童中确实有一定的跨语言影响，但是迁移的程度和方式受两种语言语素结构的制约。

语素意识与中文阅读的关系

语素意识为什么会在中文阅读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原因有三个。首先，汉语不属于拼音文字系统，大部分的汉字都有对应语素。此外，汉语中大多数词汇都是由两个或三个语素组成的复音词或复合词（Packard，2000）。因此，语素意识对儿童的汉语阅读有着重要的影响（Hu，2013；Shu，Anderson & Zhang，1995；Wang et al.，2006）。其次，中文有很多同音异义字（homophones）。据估计，每一个中文音节平均有五个对应的语素（McBride-Chang et al.，2003）。因此，辨别同音字对学习中文很重要，而语素意识就有助于帮助学习者辨别同音字。最后，中文复合词的结构透明，我们多半能从字面上轻易推测到词的意思 （Shu et al.，2006）。例如，“猪肉”这个词的意思是由“猪”和“肉”这两个单字的意义组合成的。因此，对复合词中的语素有所认识，对于认字以及阅读都有很大的帮助。

一些针对中文单语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语素意识（尤其是复合词的意识）与中文字词识别有着显著的关系（Chen et al.，2009；Li，Shu，McBride-Chang，Liu & Peng，2012；Liu & McBride-Chang，2010；McBride-Chang et al.，2003；Tong & McBride-Chang，2010）。如前所述，研究者们设计了不少测试中文语素意识的任务。有一些任务是用来测试同音异义字的，也有的任务是测试复合词结构的，结果发现这两种测试项目都和汉字阅读有显著的关联。有研究也将复合词意识分为两个层面（Chen et al.，2009）：第一个层面是对复合词结构的认识；第二个层面则是对复合词意义的认识。研究者测试了一、二年级的中国学生，发现学生的复合词意识与他们的中文字词阅读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研究结果还显示，与复合词结构的认识比起来，对复合词意义的理解给字词阅读能力提供的帮助似乎更大一些（Chen et al.，2009）。同时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中文复合词意识和阅读的关系也不仅限于字词阅读，复合词意识与汉语词汇量和阅读理解同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所以，同英文一样，语素意识在中文里的作用也是全方位的。

近期，有研究者提出，语素意识对于中文阅读的影响可能随着年纪增长变得更显著（Hu，2013）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接触更多初学汉字时比较少看到的复合词素词（multi-morphemic words），这些词往往由一个熟悉的词素和一个他们没有接触过的语素组成。因此，他们可以对这些词进行词素解码，利用对词语中熟悉语素的认识，帮助他们认读和理解新的词汇。研究者测试了中国台湾地区中文单语学生的语素意识和汉字阅读（Hu，2013）。测试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在学生就读三年级时进行，而第二次则是在同一批学生就读五年级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语音意识影响的情况下，语素意识对五年级阅读的影响比三年级阅读的影响更为显著。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字词阅读的比重下降，而阅读理解的分量增加，这也使语素意识变得更为重要。

正字法意识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正字法意识的发展

正字法意识，指的是对文字系统的规则性存储、认知和展示的能力 （Stanovich & West，1989，p.404）。在英文和其他字母文字中，正字法意识主要指的是字母或字母组合在词中出现的位置及其“合法性”。例如，在英文中，“geed”是一个合乎正字法规则的假词，因为“ee”这个字母组合可以在真词中出现，比如 feed。相比之下，“gaad ”则是一个不合乎正字法规则的假词，因为 “aa” 这个字母组合不会在真词中出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正字法意识发展很早，刚刚和文字有所接触的幼儿园、一年级的儿童就已经有一定的正字法意识 （Cassar & Treiman，1997）。在其他文字中，比如法文，也有类似的发现 （Pacton，Perruchet，Fayol & Cleeremans，2001）。

在英文和其他字母文字中，用来测验正字法意识的任务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真词测验，比如“turtle和tertle”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哪个词的写法是正确的。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turtle。由于这个任务要求被试熟悉目标词的写法，学生的成绩不仅受到正字法意识的影响，还直接包含了读写能力。因此，这个任务的缺点是不能把正字法意识和读写能力区分开来，从而不能很好地检测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种则是假词测验，比如 “geed和gaad”。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哪个词更像真词（更符合英语拼写规则）。这个任务克服了真词测验的缺点，因此是最为常用的正字法意识测验 （Cassar & Treiman，1997）。

尽管中文中正字法意识的定义和英文相同，但由于中文不是字母文字，其表现形式仍有很大的不同。在中文中，正字法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首的位置 （Wang，Perfetti & Liu，2005）。例如，被试要判断两个形似的假字，“[image: ]”哪个更像真字。正确答案是第一个字，因为部首“女”出现在字的左边符合汉字规则。第二个字中，“夂”不能出现在字的左边。正字法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对部首和部件（比部首更小的字形单位）字形的认识。例如，“[image: ]”不是一个真字，而“江”则是真字。两者的区别在于，只有“氵”是一个真正的部首，如果再加一点就是错误的拼写了。因为正字法意识是建筑在对文字规则的理解之上的，它的发展和教学密切相关，讲中文的儿童在幼儿园时对部首的位置和字形还没有太多的认识 （Ho，Yau & Au，2003；Li et al.，2012；Luo，Chen，Deacon & Li，2011），但到了一年级就有了很大的进步（Li et al.，2012；Luo et al.，2011）。到了三年级，儿童的正字法意识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Ho，Ng & Ng，2003；Ho et al.，2003；Li et al.，2012）。另一方面，一系列研究也表明，从一年级开始，儿童就能利用部首中的信息预测字的意义 （Chan & Nunes，1998；Ho，Wong & Chan，1999；Shu & Anderson，1997），他们也能利用声旁中的信息预测字的读音 （Anderson，Li，Ku，Shu & Wu，2003；Ho & Bryant，1997b；Ho et al.，1999）。

目前，我们对双语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还所知甚少。有证据表明，对于讲两种相关语言的儿童（比如英语和法语）来说，这两种语言的正字法意识是有关联的（Commissaire，Duncan & Casalis，2011）。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用因素分析法分析英语和法语正字法意识时，两种语言中的任务都归类到同一个因子上，这说明它们的性质相同（Commissaire，Pasquarella，Chen，Deacon，2014）。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讲英语和法语的双语儿童对在两种语言中都出现的规则敏感性更高 （Deacon，Commissaire，Chen & Pasquarella，2013）。相比之下，对于讲两种不相关语言的儿童（比如中文和英语）来说，这两种语言的正字法意识则不存在相关 （Wang et al.，2005）。

正字法意识和英文阅读的关系

大量的研究表明，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儿童而言，正字法意识和字词阅读密切相关 （Roman，Kirby，Parrila，Wade-Woolley & Deacon，2009；Stanovich，West & Cunningham，1991；Cunningham，Perry & Stanovich，2001），类似的发现在法语中也有报告 （Sprenger-Charolles，Siegel，Bechennec & Serniclaes，2003）。但是，有一个始终没解决的问题是正字法意识和字词阅读之间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一项追踪调查发现，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儿童，一年级的字词阅读能力可以预测二、三年级的正字法意识，但反过来，一年级的正字法意识却不能预测二、三年级的字词阅读能力（Deacon，Benere & Castles ，2012）。这些结果似乎表明，儿童首先发展的是阅读能力，随着阅读能力的发展，正字法意识也得到发展。当然，正字法意识不能预测字词阅读能力这一现象也可能和研究方法有关。如上所述，测量正字法意识通常使用强迫选择任务，这样的任务猜测的可能性较大，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水平。使用正字法学习任务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Schwartz，Kahn-Horwitz & Share，2014），这亦是未来研究需要探索的方向之一。

在多种不同语言背景的双语儿童中，也有发现正字法意识和字词阅读的密切关系（Arab-Moghaddam & Sénéchal，2001；Deacon，Wade-Woolley & Kirby，2009；Deacon，Chen，Luo & Ramirez，2013；Leong，Hau，Cheng & Tan，2005；Wang，Park & Lee，2006）。例如，在以韩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中，韩语的正字法意识和韩语阅读有关，而英语的正字法意识也和英语阅读有关（Wang et al.，2006）。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中，西班牙语的正字法意识和西班牙语阅读相关，而同样的关系在英语中也有发现（Cain，2011）。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语是一种语音透明度非常高的语言，可即使在这样的语言中，在控制了语音意识之后，正字法意识还是和字词阅读有关，这说明正字法意识对阅读有普遍的重要作用。一项研究调查了正字法意识和阅读在双语儿童中的因果关系（Pasquarella，Deacon，Chen，Commissaire & Au-Yeung ，2014）。和以往研究结论相似（Deacon et al.，2012），这个追踪研究也发现，对于以英语为母语、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一年级的阅读能力都可以预测二年级的正字法意识，而一年级的正字法意识则不能预测二年级的阅读能力。这说明正字法意识和字词阅读的因果关系在单语和双语儿童中是相似的。

正字法意识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无法跨语言迁移的能力。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正字法意识在相似的两种语言之间也可以迁移。例如，发现在以英语为母语、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中，英文的正字法意识和法文的阅读能力相关（Deacon et al.，2009；Beacon et al.，2013）。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中，西班牙语的正字法意识和英文阅读能力相关（Deacon et al.，2011）。这些发现说明了正字法意识的跨语言影响。另外，正字法意识无法迁移到距离较远的语言中，在中文和英语之间没有迁移（Wang et al.，2006），而在波斯语和英语之间也没有迁移（Arab-Moghaddam & Sénéchal，2001）。因此，正字法意识的跨语言影响比较有限，只有在文字系统相似的语言中才能发生。

正字法意识和中文阅读的关系

对学龄期的儿童而言，正字法意识对汉字阅读有重要的贡献 （Li et al.，2012；Li，Shu，McBride-Chang，Liu & Peng，2010；Tong& McBride-Chang，2010）。例如，在控制了其他与阅读有关的变量之后，正字法意识和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儿童的字词阅读能力有很强的相关（Li et al.，2012）。另外，如上所述，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可以利用部首和声旁中的信息来推测汉字的意义和读音（Ho et al.，2003；Shu&Anderson，1997；Shu，Anderson & Wu，2000）。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控制其他和阅读有关的变量，因此运用部首和声旁的能力是否与阅读能力有独特的关系尚未得知。总的来说，由于汉语不是字母语言，与英语相比，语音意识对字词阅读的作用要小一些，而语素意识和正字法意识的作用则要大一些。另外，在英语中，字词阅读障碍主要是由语言意识的缺陷引起的 （Morris et al.，1998），而在中文中，字词阅读障碍则和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的缺陷密切相关 （Ho，Chan，Lee，Tsang & Luan，2004；Ho，Chan，Tsang & Lee，2002）。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文和英语阅读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对中文阅读来说，正字法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而目前在中文研究中还很少探索正字法意识和字词阅读的因果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发现，语音意识、汉字阅读能力和阅读量都能预测正字法意识，这说明正字法意识和阅读至少是互为因果的（Luo et al.，2011）。

家庭语文环境与中英文阅读的关系

现今，研究者大多从认知层面研究孩童的阅读发展。事实上，除了认知技能以外，社会因素和语言环境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79） 提出，研究者必须考虑学习者以外的其他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家庭语言环境这个社会因素对阅读发展的影响。

家庭语文环境（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简称HLE）指的是，促进孩童语言习得的家庭环境（Niklas & Schneider，2015）。早期有关HLE的研究都将它定义为家长的学历、社会经济地位（SES） 或者家藏图书的数量。尽管研究者发现这些因素与阅读相关，但还是不理解这些因素究竟是怎样影响儿童阅读发展的 （Sonnenschein，Brody & Munsterman，1996） 。后来，研究者开始将焦点放在家庭共读活动上。因此，许多研究HLE的学者都用家庭共读活动的频率作为测查HLE的指标。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共读活动的频率与英语单语儿童的阅读表现有关联，但是关联并不是很显著 （Bus van IJzendoorn & Pellegrini，1995；Scarborough & Dobrich，1994）。有学者（Lonigan，1994） 提出，这可能是由使用单一HLE 指标无法完全概括这个概念造成的。一些研究者也对共读活动与阅读表现的关联这一发现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不一定是故事书阅读频率对阅读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故事书阅读频率高的家庭会为儿童提供更多阅读的机会，以及更丰富的家庭语言环境。因此，与其说是故事书阅读频率影响了阅读，倒不如说是整体的家庭阅读素养培养方式产生了影响（Share，Jorm，Maclean，Matthews& Waterman，1983）。正因如此，许多研究者建议，在探讨家庭语言环境与阅读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故事书阅读频率以外与阅读有关的活动（Dunning，Mason & Stewart，1994）。有研究者（Sénéchal et al.，1998）将与家庭环境有关的语言活动分成正式活动与非正式的活动。正式语言活动指的是以教导阅读技能为目的的活动，例如教导字母名称的家庭教学活动，非正式活动则指的是以阅读为目的的活动，如亲子共读活动。

家庭环境和英语单语儿童阅读的关系

许多学者都认为家庭语文环境（HLE）对于学习字母语言的儿童，尤其是幼童的阅读习得和发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Hattie，2013；Lonigan，Burgess & Anthony，2000）。 HLE和阅读发展有直接的关联 （Sénéchal et al.，1998）。此外，HLE 的不同层面分别和早期读写技能的发展、词汇量、语音意识以及字母知识有显著的关联（Burgess，Hecht & Lonigan，2002；Scarborough & Dobrich，1994；Torppa，Poikkeus，Laakso，Eklund & Lyytinen，2006） ，而这些因素都对单字阅读以及阅读理解的发展有影响 （Joshi，2005；Niklas & Schneider，2013；Piasta，Petscher & Justice，2012）。例如，研究发现，家庭非正式语言活动与词汇量、听力理解以及语音意识有关联，而正式语言活动则和早期读写技能有关联（Sénéchal et al.，1998 ）。总的来说，HLE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 （Aikens & Barbarin，2008；Niklas & Schneider，2015）。相关研究发现，拥有更丰富HLE 的儿童和较贫乏HLE 的儿童相比，有更高的阅读水平（Hood，Conlon & Andrews，2008；Sénéchal & LeFevre，2002），而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词汇量、语音意识或字母知识。

学者们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HLE的不同层面对儿童的阅读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幼儿园英语单语儿童来说，和阅读关系最显著的是听故事或讲故事这个层面（Rowe，1991）。反之，对于五年级的儿童，对阅读有最显著影响的层面则是独立阅读以及与家人讨论书籍。研究也发现，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二年级学生来说，共读活动以及书籍数量与他们的阅读发展有显著的相关，母亲的学历对于六年级学生的阅读发展影响最显著（Chall，Jacobs & Baldwin，1990）。

家庭环境和中文单语儿童阅读的关系

研究中文阅读的学者发现，HLE 对于学童的汉字阅读有着显著影响。研究者测试了香港地区八岁儿童的家庭语言环境和汉字阅读的关系（Lau & McBride-Chang，2005）。他们发现，儿童在六岁时的家庭亲子共读活动频率与八岁时的汉字认读有关联。根据研究结果，学前共读活动可为以后儿童的阅读发展奠定基础。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拥有的图书数量和他们的汉字阅读也有直接的关联。研究者将这个结果解释为，图书的数量提供了儿童语言发展所需的重要材料。最后，研究结果也显示，共读活动的质量（以儿童向父母提出的与故事有关的问题为指标）与汉字阅读的关系是显著的。

家庭环境和中英双语儿童阅读的关系

大多数探索HLE与阅读关联的研究都是针对单语儿童，所以我们对HLE与中英双语儿童第一、第二语言阅读水平的关联，了解还是很有限。有研究者提到，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环境中，以中文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英双语儿童接触中文的机会有限，所以HLE对于他们中文的发展极为重要（Zhang & Koda，2011）。研究者测试了美国三年级中英双语儿童，发现他们的父母一般都用母语（中文）与他们交流，而儿童多半以英语掺杂中文的方式与父母交流（Zhang & Koda，2011）。研究结果也显示，与儿童汉字阅读能力相关联的是与中文功课有关的正式阅读活动或共读活动，而与学习无关的非正式阅读活动则与汉字认读没有显著的关联。乍看之下，这与单语学生的研究结果有出入（非正式共读阅读活动与单语儿童的单字认读能力还是有关联的）。不过，研究者指出，在他们的研究对象当中，很多儿童花在与学习无关的中文阅读活动上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可能导致了此项研究的结果和单语儿童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未来学者必须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研究，才能有确定的答案。也有研究者提出，对于处在以中文（第一语言）为主导语言环境的中英双语儿童来说，在家接触与英语有关的活动对于他们英语（第二语言）的发展极为重要（Chow，McBride-Chang & Cheung，2010）。对于这些中国香港地区双语幼儿园中的儿童而言，在家中与父母的英语共读活动对英语单字认读有正面的帮助。

结 语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以及正字法意识对于中英双语阅读的影响和跨语言作用。研究显示，这三个因素和中英文单字认读都有显著的关联。虽然如此，三个因素对于中英文两种语言所起的作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首先，无论是哪种语言，语音意识对于单字认读和识别都是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于哪个单位对于哪个语言的阅读最有帮助。音素意识和英文单字认读有很显著的关联，但是对于汉字认读却并非如此。与之相比，音节意识对于汉字认读的影响比较大。这也支持了心理语言纹理理论以及通用语音原则。不同语言的学习者在阅读时会使用语言中最显著的语音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语音意识与单字认读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它与阅读理解的关联却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在语素意识的各个层面中，派生词意识以及屈折词意识对于英文单字认读是重要的，而复合词意识则对汉字认读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体现了两种语言的词语结构特点。针对以中文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英双语者，产生跨语言迁移效应的是复合词意识，因为这是中文组词的主要方式，这也表明语素意识迁移的程度和方式受到两种语言语素结构的制约。这些发现间接地支持了“双语参与现象” （dual-language involvement）（Koda，1996）——双语学习者在阅读时会同时启动他们掌握的两个语言。研究也显示，语素意识对于阅读的影响会随着年龄越来越显著。和语音意识不同，语素意识对于中英文阅读理解的影响是显著的。

研究显示，正字法意识与中英语单字认读都有关联。至于跨语言迁移效应，正字法意识只有在第一和第二语言有关联的双语儿童中（例如，英法双语或英西双语）才会出现。另外，第一和第二语言有关联的双语儿童对于两种语言中都出现的规则更为敏感。但是，对于中英双语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第一和第二语言的书写系统不一样，因此两个语言中的正字法意识不存在关联。

最后，关于HLE的讨论指出，社会因素和语言学习环境对于儿童中英文单词阅读的影响。学者们提出，和单语学习者相比，家庭语言环境这个因素可能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第一或第二语的双语者来说更重要（例如，Zhang & Koda，2011）。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语言环境和儿童接触第一或第二语言的频率有直接的关联，而这间接影响了双语学习者两种语言的阅读能力，但是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摘要Abstract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 reading among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Specifically, we examine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roles of metalinguist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ading skills among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With regard to metalinguistic factors, we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orthographic awareness to Chinese and English reading.Furthermore, we discuss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ing.

key words

Phonological awareness,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参考文献Reference

Aikens, N.L., & Barbarin, O.(2008).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reading trajectories: The contribution of family, neighborhood, and school context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0(2), 235.

Anderson, R.C., Li, W., Ku, Y.M., Shu, H., & Wu, N.(2003).Use of partial information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character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1), 52.

Anglin, J.M., Miller, G.A., & Wakefield, P.C.(1993).Vocabulary development: A morphological analysis.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i-186.

Anthony, J.L., & Francis, D.J.(2005).Development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5), 255-259.

Anthony, J.L., & Lonigan, C.J.(2004).The Natur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Four Studies of Preschool and Early Grade School Childre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6(1), 43.

Arab-Moghaddam, N., & Sénéchal, M.(2001).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in reading and spelling in Persian/English bilingua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2), 140-147.

Ball, E.W., & Blachman, B.A.(1991).Does phoneme awareness training in kindergarten make a difference in early word re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al spelling?.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9-66.

Berko, J.(1958).The child’s learning of English morph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Radcliffe College.).

Bialystok, E., McBride-Chang, C., & Luk, G.(2005).Bilingualism,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earning to read in two writing system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7(4), 580.

Blachman, B.A., Tangel, D.M., Ball, E.W., Black, R., & McGraw, C.K.(1999).Develop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A two-year intervention with low-income, inner-city children.Reading and Writing,11(3), 239-273.

Bryant, P.E., Bradley, L., Maclean, M., & Crossland, J.(1989).Nursery rhymes, phonological skills and reading.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6(02), 407-428.

Bronfenbrenner, U.(1987).Family support: The quiet revolution.In S.L.Kagan, D.Powell, B.Weissbourd, & E.Zigler (Eds.), American’s family support programs(pp.xi-xvii).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uck, M., & Genesee, F.(1995).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you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2(02), 307-324.

Burgess, S.R., Hecht, S.A., & Lonigan, C.J.(2002).Relations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related abilities: A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7(4), 408-426.

Bus, A.G., van Ijzendoorn, M.H., & Pellegrini, A.D.(1995).Joint book reading makes for success in learning to read: A meta-analysi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iteracy.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5(1), 1-21.

Cassar, M., & Treiman, R.(1997).The beginnings of orthographic knowledge: Children’s knowledge of double letters in word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9(4), 631.

Campbell, R., & Sais, E.(1995).Accelerated metalinguistic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bilingual children.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3(1), 61-68.

Caravolas, M., & Bruck, M.(1993).The Effect of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Input on Children’s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55(1), 1-30.

Carlisle, J.F.(1995).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early reading achievement.In L.B.Feldman (Ed.), Morph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pp.189-209).Hillsdale, NJ: Erlbaum

Carlisle, J.F.(2000).Awareness of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s: Impact on reading.Reading and Writing, 12(3), 169-190.

Carlisle, J.F.(2003).Morphology matters in learning to read: A commentary.Reading Psychology, 24(3-4), 291-322.

Carlisle, J.F., & Stone, C.(2005).Exploring the role of morphemes in word reading.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0(4), 428-449.

Castles, A., & Coltheart, M.(1993).Varieti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Cognition, 47, 149–180.

Chall, J.S., Jacobs, V.A., & Baldwin, L.E.(1990).The reading crisis: Why poor children fall behind.New York, 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L., & Nunes, T.(1998).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Chinese.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9(1), 115-131.

Chen, X., Hao, M., Geva, E., Zhu, J., & Shu, H.(2009).The role of compound awareness in Chinese children’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character reading.Reading and Writing, 22(5), 615-631.

Chen, X., Xu, F., Nguyen, T.K., Hong, G., & Wang, Y.(2010).Effects of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n first-languag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literacy skills in Chinese children receiving English instructio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2(3), 712.

Chiappe, P., & Siegel, L.S.(1999).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in English-and Punjabi-speaking Canadian childre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1(1), 20.

Chow, B.W.Y., McBride-Chang, C., & Burgess, S.(2005).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and Early Reading Abilities in Hong Kong Chinese Kindergarteners Learning to Read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7(1), 81.

Chow, B.W.Y., McBride-Chang, C., & Cheung, H.(2010).Parent–child read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ffects on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kindergarteners.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3(3), 284-301.

Cisero, C.A., & Royer, J.M.(1995).The development and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3), 275-303.

Clark, E.V., Gelman, S.A., & Lane, N.M.(1985).Compound nouns and category structure in young children.Child Development, 84-94.

Coltheart, M.(1978).Lexical access in simple reading tasks.In G.Underwood(Ed.),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p.151-216).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Langdon, R., & Ziegler, J.(2001).DRC: 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Psychological review, 108(1), 204.

Comeau, L., Cormier, P., Grandmaison, É., & Lacroix, D.(1999).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in children learning to read in a second languag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1(1), 29.

Commissaire, E., Duncan, L.G., & Casalis, S.(2011).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skills: A study of French children who learn English at school.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4(1), 59-76.

Commissaire, E., Pasquarella, A., Chen, X., & Deacon, S.H.(2014).The development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skills in children in early French immersion programs.Written Language & Literacy, 17(1), 16-39.

Cunningham, A.E., Perry, K.E., & Stanovich, K.E.(2001).Converging evidence for the concept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Reading and Writing, 14(5-6), 549-568.

Da Fontoura, H.A., & Siegel, L.S.(1995).Reading, syntactic, and working memory skills of bilingual Portuguese-English Canadian children.Reading and Writing, 7(1), 139-153.

Deacon, S.H., Benere, J., & Castles, A.(2012).Chicken or egg? U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skill and reading accuracy.Cognition, 122(1), 110-117.

Deacon, H., & Cain, K.(2011).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learning to read in more than one language”.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4(1), 1-5.

Deacon, S.H., Chen, X., Luo, Y., & Ramirez, G.(2013).Beyond language borders: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and word reading in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6(1), 58-74.

Deacon, S.H., Commissaire, E., Chen, X., & Pasquarella, A.(2013).Learning about print: the development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ord reading in first grade children in French immersion.Reading and writing,26(7), 1087-1109.

Deacon, S.H., & Kirby, J.R.(2004).Morphological awareness: Just “more phonological”? The roles of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reading development.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5(02), 223-238.

Deacon, S.H., Wade-Woolley, L., & Kirby, J.(2007).Crossover: 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French immersion children’s reading.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3), 732.

Deacon, S.H., Wade-Woolley, L., & Kirby, J.R.(2009).Flexibility in young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examining the language specificity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2(2), 215-229.

Dunning, D.B., Mason, J.M., & Stewart, J.P.(1994).Reading to preschoolers: A response to Scarborough and Dobrich (1994)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Developmental Review, 14(3), 324-339.

Durgunoğlu, A.Y., Nagy, W.E., & Hancin-Bhatt, B.J.(1993).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5(3), 453.

Durgunoğlu, A.Y., & Öney, B.(1999).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word recognition.Reading and Writing, 11(4), 281-299.

Durgunoğlu, A.Y., & Oney, B.(2002).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literacy development: Its not only for children.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6, 245-266.

Fu, C.L., & Huang, H.S.(2000).The measurement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23(2), 383-414.

Geva, E., Wade-Woolley, L., & Shany, M.(1997).Development of reading efficiency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2), 119-144.

Geva, E., Yaghoub-Zadeh, Z., & Schuster, B.(2000).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of ESL children.Annals of dyslexia, 50(1), 121-154.

Goswami, U.C., & Bryant, P.(1990).Phonological skills and learning to read.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Gottardo, A., Yan, B., Siegel, L.S., & Wade-Woolley, L.(2001).Factors related to English reading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with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More evidence of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3(3), 530.

Hao, M., Chen, X., Dronjic, V., Shu, H., & Anderson, R.C.(2013).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nese children’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he role of semantic relatedness and morpheme type.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4(01), 45-67.

Hattie, J.(2013).A synthesis of over 800 meta-analyses relating to achievement.In J.Hattie, & G.C., Yates (Eds.), Visible learning and the science of how we learn.New York, NY: Routledge.

Ho, C.S.H., & Bryant, P.(1997a).Phonological skills are important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6), 946.

Ho, C.S.H., & Bryant, P.(1997b).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beyond the logographic phase.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76-289.

Ho, C.S.H., Chan, D.W.O., Lee, S.H., Tsang, S.M., & Luan, V.H.(2004).Cognitive profiling and preliminary subtyping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Cognition, 91(1), 43-75.

Ho, C.S.-H., Chan, D.W.-O., Chung, K.K.-H., Lee, S.-H., & Tsang, S.-M.(2007).In search of subtyp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97(1), 61–83.

Ho, C.S.H., Chan, D.W.O., Tsang, S.M., & Lee, S.H.(2002).The cognitive profile and multiple-deficit hypothesis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4), 543.

Ho, C.S.H., Ng, T.T., & Ng, W.K.(2003).A “radical” approach to reading development in Chinese: The role of semantic radicals and phonetic radicals.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35(3), 849-878.

Ho, F.-C., & Siegel, L.(2012).Identification of sub-types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read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5(7), 1547–1571.

Ho, C.S.H., Wong, W.L., & Chan, W.S.(1999).The use of orthographic analogies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03), 393-403.

Ho, C.S.H., Yau, P.W.Y., & Au, A.(2003).Development of orthographic knowledg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ading and spelling among Chinese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Reading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51-71.

Hood, M., Conlon, E., & Andrews, G.(2008).Preschool home literacy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literacy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0(2), 252.

Hu, C.F.(2013).Predictors of reading in children with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A developmental and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Reading and Writing, 26(2), 163-187.

Hu, C.F., & Catts, H.W.(1998).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in early reading abilit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Chinese.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 55-79.

Huang, H.S., & Hanley, J.R.(1995).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visual skills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and English.Cognition, 54(1), 73-98.

Huang, H.S., & Hanley, J.R.(1997).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visual skills, and Chinese reading acquisition among first-grad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2), 249-268.

Hulme, C., Hatcher, P.J., Nation, K., Brown, A., Adams, J., & Stuart, G.(2002).Phoneme awareness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early reading skill than onset-rime awaren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2(1), 2-28.

Jones, N.K.(1991).Development of morphophonemic segments in children’s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words.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2(02), 217-239.

Joshi, M.R.(2005).Vocabulary: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omprehension.Reading & Writing Quarterly, 21(3), 209-219.

Kaye, D.B., Sternberg, R.J., & Fonseca, L.(1987).Verbal comprehension: The lexical decomposition strategy to define unfamiliar words.Intelligence, 11(1), 1-20.

Kieffer, M.J., & Lesaux, N.K.(2008).The role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i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speak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Reading and Writing, 21(8), 783-804.

Kieffer, M.J., & Lesaux, N.K.(2012).Effects of academic language instruction on relational and syntactic aspect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for sixth graders from linguistically diverse backgrounds.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12(3), 519-545.

Ku, Y.M., & Anderson, R.C.(2003).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Reading and Writing, 16(5), 399-422.

Kuo, L.J., & Anderson, R.C.(2006).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learning to read: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1(3), 161-180.

Lam, K., Chen, X., Geva, E., Luo, Y.C., & Li, H.(2012).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reading achievement among young Chinese-speak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 longitudinal study.Reading and Writing,25(8), 1847-1872.

Lau, J.Y-H, & McBride-Chang, C.(2005).Home literacy and Chinese reading in Hong Kong children.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6(1), 5-22.

Leong, C.K., Hau, K.T., Tse, S.K., & Loh, K.Y.(2007).Component skills of text comprehension in less competent Chinese comprehenders.Annals of Dyslexia, 57(1), 75-97.

Lesaux, N.K., Rupp, A.A., & Siegel, L.S.(2007).Growth in reading skills of children from diverse linguistic backgrounds: Findings from a 5-year 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9(4), 821.

Lesaux, N.K., & Siegel, L.S.(2003).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in children who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6), 1005.

Leong, C.K., Hau, K.T., Cheng, P.W., & Tan, L.H.(2005).Exploring Two-Wave Reciprocal Structural Relations Among Orthographic Knowledge, Phon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Reading and Spelling of English Words by Chinese Student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7(4), 591.

Li, W., Anderson, R.C., Nagy, W., &, Zhang, H.(2002).Facets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that contribute to Chinese literacy.In W.Li, J.Gaffney, J.Packard(Eds.),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acquisition (pp.87-106).US: Springer.

Li, T., & McBride-Chang, C.(2014).How character reading can be different from word reading in Chinese and why it matters for Chinese reading development.In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nese Children (pp.49-65).Springer Netherlands.

Li, H., Shu, H., McBrideChang, C., Liu, H., & Peng, H.(2012).Chinese children’s character recognition: Visuo-orthographic,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nd morphological skills.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5(3), 287-307.

Liu, P.D., & McBride-Chang, C.(2010).What i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apping lexical compounding awareness in Chinese third grader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2(1), 62.

Long, M.H., & Larsen-Freeman, D.(1991).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London: Longman.

Lonigan, C.J.(1994).Reading to preschoolers exposed: Is the emperor really naked?.Developmental review, 14(3), 303-323.

Lonigan, C.J., Burgess, S.R., & Anthony, J.L.(2000).Development of emergent literacy and early reading skil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evidence from a latent-variable longitudinal study.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5), 596.

Luo, Y., Chen, X., Deacon, S.H., & Li, H.(2011).Development of Chinese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Writing System Research, 3, 69-86.

Luo, Y.C., Chen, X., & Geva, E.(2014).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Written Language & Literacy, 17(1), 89-115.

Mahony, D.L.(1994).Using sensitivity to word structure to explain variance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level reading ability.Reading and Writing, 6(1), 19-44.

Mann, V.A.(1986).Phonological awareness: The role of reading experience.Cognition, 24(1), 65-92.

McBride-Chang, C., Bialystok, E., Chong, K.K., & Li, Y.(2004).Level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three cultur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9(2), 93-111.

McBride-Chang, C., Cho, J.R., Liu, H., Wagner, R.K., Shu, H., Zhou, A., Cheuk, C.S-M., & Muse, A.(2005).Changing models across cultures: Association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wareness with vocabulary and word recognition in second grader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92(2), 140-160.

McBride-Chang, C., & Suk-Han Ho, C.(2005).Predictors of beginning reading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 2-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kindergartners.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9(2), 117-144.

McBride-Chang, C., & Kail, R.V.(2002).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in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acquisition.Child development, 1392-1407.

McBride-Chang, C., Shu, H., Zhou, A., Wat, C.P., & Wagner, R.K.(2003).Morphological awareness uniquely predicts young children’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4), 743.

McBride-Chang, C., Tong, X., Shu, H., Wong, A.M.Y., Leung, K.W., & Tardif, T.(2008).Syllable, phoneme, and tone: Psycholinguistic units in early Chinese and English word recognition.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2(2), 171-194.

Morris, R.D., Stuebing, K.K., Fletcher, J.M., Shaywitz, S.E., Lyon, G.R., Shankweiler, D.P., Katz, L., Francis, D.J., & Shaywitz, B.A.(1998).Subtypes of reading disability: variability around a phonological cor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0(3), 347.

Nagy, W., Berninger, V.W., & Abbott, R.D.(2006).Contributions of morphology beyond phonology to literacy outcomes of upper elementary and middle-school student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1), 134.

Nagy, W., Berninger, V., Abbott, R., Vaughan, K., & Vermeulen, K.(2003).Relationship of Morph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Skills to Literacy Skills in At-Risk Second-Grade Readers and At-Risk Fourth-Grade Writer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4), 730.

Nagy, W.E., Carlisle, J.F., & Goodwin, A.P.(2014).Morphological knowledge and literacy acquisition.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7(1), 3-12.

Nagy, W.E., & Scott, J.A.(1990).Word schemas: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new words.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7(2), 105-127.

National Reading Panel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 (US).(2000).Teaching children to read: An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ture on read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ading instruction.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klas, F., & Schneider, W.(2013).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the beginning of reading and spelling.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8(1), 40-50.

Niklas, F., & Schneider, W.(2015).With a little help: improving kindergarten children’s vocabulary by enhancing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Reading and Writing, 28(4), 491-508.

Packard, J.L.(2000).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cton, S., Perruchet, P., Fayol, M., & Cleeremans, A.(2001).Implicit learning out of the lab: the case of orthographic regulariti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3), 401.

Pasquarella, A., Deacon, H., Chen, B.X., Commissaire, E., & Au-Yeung, K.(2014).Acquiring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through Word Reading: Evidence from Children Learning to Read French and Englis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61(3), 240-257.

Pasquarella, A., Chen, X., Lam, K., Luo, Y.C., & Ramirez, G.(2011).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4(1), 23-42.

Perfetti, C.A., Liu, Y., & Tan, L.H.(2005).The lexical constituency model: some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for general theories of reading.Psychological review, 112(1), 43.

Perfetti, C.A., Zhang, S., & Berent, I.(1992).Readi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vidence for a ‘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inciple.In R.Frost & L.Katz (Eds.), Orthography, phonology, morphology, and meaning (pp.227–248).Amsterdam: Elsevier North-Holland.

Piasta, S.B., Petscher, Y., & Justice, L.M.(2012).How many letters should preschoolers in public programs know?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various preschool letter-naming benchmarks for predicting first-grade literacy achievement.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4(4), 945.

Ramirez, G., Chen, X., Geva, E., & Kiefer, H.(2010).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Spanish-speak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Within and cross-language effects on word reading.Reading and Writing, 23(3-4), 337-358.

Ramirez, G., Chen, X., Geva, E., & Luo, Y.(2011).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word reading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Evidence from Spanish-and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2(03), 601-618.

Read, C., Zhang, Y.-F., Nie, H-Y., & Ding, B.(1986).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speech sounds depends on knowing alphabetic writing.Cognition, 24 (1), 31-44.

Reed, D.K.(2008).A synthesis of morphology interventions and effects on reading outcomes for students in grades K–12.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23(1), 36-49.

Roman, A.A., Kirby, J.R., Parrila, R.K., Wade-Woolley, L., & Deacon, S.H.(2009).Toward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kills involved in word reading in Grades 4, 6, and 8.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2(1), 96-113.

Rowe, K.J.(1991).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activity at home 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reading, classroom attentiveness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an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1(1), 19-35.

Rubin, H., & Turner, A.(1989).Linguistic awareness skills in grade one children in a French immersion setting.Reading and writing, 1(1), 73-86.

Scarborough, H.S.(2005).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ding: Reconciling a beautiful hypothesis with some ugly facts.In H.W.Catts & A.G.Kamhi (Ed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ding disabilities(pp.3–24).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carborough, H.S., & Dobrich, W.(1994).On the efficacy of reading to preschoolers.Developmental review, 14(3), 245-302.

Schatschneider, C., Francis, D.J., Foorman, B.R., Fletcher, J.M., & Mehta, P.(1999).The dimensionality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 application of item response theory.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1(3), 439.

Schwartz, M., Kahn-Horwitz, J., & Share, D.L.(2014).Orthographic learning and self-teaching in a bilingual and biliterate contex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7, 45-58.

Seidenberg, M.S., & McClelland, J.L.(1989).A distributed, developmental model of word recognition and naming.Psychological review, 96(4), 523.

Sénéchal, M., & LeFevre, J.A.(2002).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skill: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Child development, 73(2), 445-460.

Sénéchal, M., Lefevre, J.A., Thomas, E.M., & Daley, K.E.(1998).Differential effects of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3(1), 96-116.

Shankweiler, D., Crain, S., Katz, L., Fowler, A.E., Liberman, A.M., Brady, S.A., Thornton, R., Lundquist, E., Dreyer, L., Fletcher, J.M., Stuebing, J.J., Shaywitz, S.E., & Shaywitz, B.A.(1995).Cognitive profiles of reading-disabled children: Comparison of language skills in phonology, morphology, and syntax.Psychological Science, 149-156.

Share, D.L., Jorm, A.F., Maclean, R., Matthews, R., & Waterman, B.(1983).Early reading achievement, oral language ability, and a child’s home background.Australian Psychologist, 18(1), 75-87.

Shu, H., & Anderson, R.C.(1997).Role of radical awareness in the character and word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ildren.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2(1), 78-89.

Shu, H., Anderson, R.C., & Wu, N.(2000).Phonetic awareness: Knowledge of orthography–phonology relationships in the character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ildre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2(1), 56.

Shu, H., Anderson, R.C., & Zhang, H.(1995).Incidental learning of word meanings while reading: A Chinese and American cross-cultural study.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76-95.

Shu, H., McBride-Chang, C., Wu, S., & Liu, H.(2006).Understanding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s a core cognitive construct.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1), 122.

Shu, H., Peng, H., & McBride-Chang, C.(2008).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young Chinese children.Developmental science, 11(1), 171-181.

Singson, M., Mahony, D., & Mann, V.(2000).The 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ability and morphological skills: Evidence from derivational suffixes.Reading and Writing, 12(3), 219-252.

Siok, W.T., & Fletcher, P.(2001).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visual-orthographic skills in Chinese reading acquisitio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6), 886.

Sonnenschein, S., Brody, G., & Munsterman, K.(1996).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eliefs and practices on children’s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Developing engaged readers in school and home communities, 1-20.

Sprenger-Charolles, L., Siegel, L.S., Béchennec, D, & Serniclaes, W.(2003).Development of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in reading aloud, in silent reading and in spelling: A four year 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4, 194-217.

Stanovich, K.E.(1992).Speculations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arly reading acquisition.In P.Gough, L.Ehri, & R.Treiman (Eds.), Reading acquisition (pp.307-342).New Jersey: Laurence Erlbaum.

Stanovich, K.E., & Siegel, L.S.(1994).Phenotypic performance profile of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A regression-based test of the phonological-core variable-difference model.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6(1), 24.

Stanovich, K.E., & West, R.F.(1989).Exposure to print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02-433.

Stanovich, K.E., West, R.F., & Cunningham, A.E.(1991).Beyo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Print exposure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Phonological processes in literacy: A tribute to Isabelle Y.Liberman, 219-235.

Sun, H.L., Sun, D.J., Huang, J.P., Li, D.J.& Xing, H.B.(1996).The description on the corpus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In Z.S.Luo & S.L.Yuan (Eds.), Studies of Chi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 in the computer era (pp.459–466).Tsing Hua: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er.

Tankersley, K.(2003).The threads of reading: Strategies for literacy development.Alexandria, VA: ASCD.

Tong, X., & McBride-Chang, C.(2010).Chinese-English biscriptal reading: Cognitive component skills across orthographies.Reading and Writing, 23(3-4), 293-310.

Torppa, M., Poikkeus, A.M., Laakso, M.L., Eklund, K., & Lyytinen, H.(2006).Predicting delayed letter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grade 1 reading achievement among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familial risk for dyslexia.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6), 1128.

Toyoda, E., & Scrimgeour, A.(2009).Common and script-specific awareness in relation to word recogn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Language Awareness,18(1), 61-73.

Treiman, R., Mullennix, J., Bijeljac-Babic, R., & Richmond-Welty, E.D.(1995).The special role of rimes in the description, use, and acquisition of English orthograph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4(2), 107.

Tyler, A., & Nagy, W.(1990).Use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during reading.Cognition, 36(1), 17-34.

Wang, M., Anderson, A., Cheng, C., Park, Y., & Thomson, J.(2008).General auditory processing, Chinese tone processing, English phonemic processing and English reading skill: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English and Korean-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Reading and Writing, 21(6), 627-644.

Wang, M., Cheng, C., & Chen, S.W.(2006).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Chinese-English biliteracy acquisitio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3), 542.

Wang, M., Ko, I.Y., & Choi, J.(2009).The importanc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Korean–English biliteracy acquisition.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4(2), 132-142.

Wang, M., Koda, K., & Perfetti, C.A.(2003).Alphabetic and nonalphabetic L1 effects in English word identification: A comparison of Korean and Chinese English L2 learners.Cognition, 87(2), 129-149.

Wang, M., Park, Y., & Lee, K.R.(2006).Korean-English biliteracy acquisition: Cross-language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transfer.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1), 148.

Wang, M., Perfetti, C.A., & Liu, Y.(2005).Chinese-English biliteracy acquisition: Cross-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 transfer.Cognition, 97(1), 67-88.

Wang, L.-C., & Yang, H.-M., (2014), Classifying Chines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by dual-route and triangle models of Chinese reading.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5 (11), 2702-2713.

Yeung, S.S., & Ganotice, F.A.(2014).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biliteracy acquisition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kindergarteners who learn English-as-asecond language (ESL).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3(3), 333-343.

Yin, B., & Rohsenow, J.S.(1994).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Beijing: Sinolingua.

Zhang, J., Anderson, R.C., Li, H., Dong, Q., Wu, X., & Zhang, Y.(2010).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insight into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 words.Reading and Writing, 23(3-4), 311-336.

Zhang, D., & Koda, K.(2011).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word knowledge development: A study of young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34(1), 4-18.

Ziegler, J.C., & Goswami, U.(2005).Reading acquisitio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skilled reading across languages: A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1), 3.



[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3]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第5章 简体字与繁体字阅读的差异——主流中文社会中，环境因素对儿童中文学习的影响



Environment differences across major Chinese societ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ldren’s

Chinese literacy acquisition

[中国香港]莫剑宏（Mo J ianhong）[1]

[中国香港]吕颖芯（Lü Yingxin）[2]

[中国香港]凯瑟琳·麦克布莱德（Catherine McBride）[3]

儿童的中文学习发展不仅由其个人特质决定，也受到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影响。在本章中，首先，我们将总结不同华人社会，比如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中文学习方面的环境差异。其次，我们将探讨这些环境差异会如何影响儿童中文能力的习得和发展。具体讨论将就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1）不同的文字系统（简体与繁体）对儿童中文读写成绩的影响。（2）教学领域内差异，例如对语音编码系统、分解字形结构、机械记忆等教学策略的侧重使用，开始正规教育的年龄，以及所使用的教学语言等。（3）我们将讨论其他语言的使用和学习（例如方言或者英语），如何影响儿童的中文学习发展。总之，儿童中文学习环境中的各项因素均会对其学习产生影响，故而需要在研究时加以考虑。

焦点阅读

·使用简体字或繁体字是否会对儿童的中文习得造成影响？

不同的教学策略、当地的方言及英语教学程度，对儿童的中文读写能力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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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中的环境因素差异

由于华人社会的学习环境各有差异，各地区儿童的中文习得和发展亦存在显著的分别（Zhang，2011）。本节将会透过以下三方面总结这些潜在的学习环境差异：

（1）所使用的文字系统（简体VS繁体）；

（2）教学方法及正规教育年龄；

（3）使用及学习其他方言及外语。然后，我们将设法解答这些学习环境中的差异，如何对儿童的中文字词读写能力产生影响。

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全球最主要的以中文为官方语言单位的华人社会。自1956年始，中国内地开始推行简体字，到20世纪70年代，简体字的使用更传播至新加坡。创造简体字的主要方法有：（1） 减省部分复杂的汉字，以及（2）减少单字的笔画。与中国大陆及新加坡不同，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至今依旧使用繁体字作为读写的主要文字。与繁体字相比，简体字平均减少了大约22.5%的笔画数目（Gao & Kao，2002），因此两者在视觉复杂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别。然而，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差异不仅如此，汉字的简化过程还改变了其他的文字特征。比如，研究发现，与中国香港地区的繁体字库相比，中国内地的简体字库中语义透明的汉字[4]比例更高（Chang & Leung，2008）。

其次，语音编码系统（phonological coding system）、分解字形结构（orthographic decomposition）、机械式记忆（rote memorization）作为三种最常见的中文教学方法（Chang & Leung，2008），在整个华人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中国香港地区最主流的教学模式是“看与念”（look and say）（Holm，Dodd，1996）。中国香港地区的教师惯于使用整字教学法，鼓励学生通过机械记忆的方式将汉字发音（粤语）与整个汉字的字形加以匹配[5]。另外，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这些主要以普通话来沟通的地区，语音编码系统则被视为中文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使用的是用26个罗马字母标音的汉语拼音系统；而中国台湾地区使用的是以特殊字符来标音的注音符号。语音编码系统的使用对于中文初学者而言尤为重要，儿童往往在学习初期就开始掌握语音编码系统。授课时，教师通常会在新字词旁标注语音符号，小学低年级的课本中，新字词上方也常常标注有拼音符号。儿童可以通过转录音标，将汉字及其发音联系起来。因此，语音编码系统不仅仅是记忆汉字发音的辅助系统，更是有效的自学工具。反观中国香港地区的情况，儿童若要自学新字读音，就必须通过字典上的同音字作比对和类推。目前，以同音字来学习汉字读音的方法并未受学者关注，故其对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影响等仍有待考究。

对所学汉字进行字形结构的分解练习，可以促进儿童正字法意识（orthographic awareness）和部首意识[6]（radical awareness）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部首意识与中文单词学习存在紧密联系（Lin et al.，2009）。然而，分解字形结构的方法并未被各地教育系统正式地采纳，仅为少数教师或家长使用。

有研究报告了上述三种教学方法各自在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使用比率，结果参见表5-1（Cheung，2003）。尽管该报告只是基于一项对海外留学生进行的小样本调查，它依旧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推断线索：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主要依赖语音编码系统，而中国大陆的教学同时依靠字形结构拆分训练以及拼音系统的辅助，机械记忆则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地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表5-1 教学方法种类的分布

[image: ]

* n是样本量（Cheung et al.，2003）

此外，各华人社会的教学课程纲要在学习目标、儿童开始学习读写的年龄、学习的速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对儿童的读写能力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内地不鼓励6周岁以下儿童接受正式的读写教学（Li，2000；Li，2005），因为儿童读写所需的相关认知技能在6周岁之前并未发展完善，对未进入小学的低龄儿童提倡非正式的读写练习。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则强调对儿童相关读写技能进行早期预备训练，两地教师们均认为早期的正规读写教育有其必要性，儿童年满3周岁左右便可以开始接受正规读写训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儿童在学前期就已经同时接触中文和英语，早期接触外语可能会在认知和语言层面上对儿童的中文阅读能力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最后，整体的学习环境，包括口语的使用、其他语言的习得等，都会对儿童掌握中文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口语与阅读的关联可能包括两方面：

（1）口语是儿童词汇的主要来源，而词汇知识是阅读能力发展的基础；

（2）年幼的儿童通过出声朗读来建立及加强发音和汉字字形表征的关联，所以口语能力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有超过70%的人口使用普通话，余下30%左右的人口主要使用各种方言（总计241种方言）。例如广东省的居民使用粤语，而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部分民众则使用闽南语，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民众甚至在正式场合（例如电视新闻以及政府人员发言等）也使用粤语（Zhang，2011）。由于中文的书面语是基于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而建立，它与其他方言在词法或句法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使用方言的儿童对书面语的掌握。对于普通话能力较差的儿童，或者抑制（方言）能力较差、易将方言和书面语的语法结构相混淆的儿童，负面影响格外显著。中国内地儿童在家使用的口语非常多样化，但进入小学以后他们通常都开始使用普通话。普通话也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两地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香港地区儿童而言，粤语才是最常用的沟通以及教学语言。

除方言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语言，特别是英语。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课程编制亦格外重视早期的双语教学。在新加坡，从小学开始，英语已经成为了各门课程的主要教学语言（Cheung，2003）；同时，中国香港地区的儿童一般从幼儿园（2周岁左右）就开始学习英语；英语更是中国香港地区部分中学以及大学的主要教学语言。此外，英语浸入式教育（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me）自1998年起在中国内地的一些主要城市开始推行，在部分学校接近50%课程（例如，科学、社会学习、美术、音乐及物理）的授课语言改为英文，此举大大增加了儿童接触英语的机会（Cheng et al.，2010；Knell et al.，2007）。英语的推广在社会心理以及语言层面上对儿童中文读写习得的潜在影响，我们将在本章后续部分加以讨论。

总而言之，在不同的华人社会中，儿童学习中文读写的社会—心理—语言环境存在差异。文字系统、口语（方言）、教学方法以及外语教学课程共同塑造了儿童的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和能力，最终影响儿童的中文阅读发展。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将逐一回答这些差异是如何与儿童的阅读发展产生互动的。

学习简体字和繁字体在心理学层面上存在哪些差异？

胡赛（Hoosain，1991）提出视觉技能和阅读经验存在交互影响，即个体的视觉能力能预测儿童早期的阅读表现（Ho，Bryant，1997；Siok，Fletcher，2001），而阅读这项活动本身也能够促进视觉能力的发展。对初学者而言，阅读中文的过程需要充分注意视觉信息的细节，中文阅读就是不断练习视觉识别技巧的过程。因此，长期阅读会增强儿童视觉能力。前文曾提及简体字与繁体字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究竟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所带来的视觉负担较重则存在两种可能的说法。鉴于简体字在平衡汉字结构合法性和易识别性上有所欠缺（Kummer，2002），识别和区分简体字所造成的视觉负担可能比识别繁体字更重；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繁体字包含的视觉信息（平均笔画数目）比简体字多，因而在识别过程中需要更多视觉认知资源，故造成更重的认知负担。然而，直接比较繁体字或简体字视觉认知加工过程的研究寥寥可数。

我们支持前一种假设，即简体字识别对认知的负荷更重。相应地，学习简体字的儿童在视觉技巧上得到了更多的锻炼，与同年龄段学习繁体字的儿童相比，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视觉技巧。而支持该理论假设的相关实验证据来自两项儿童以及成人研究（McBride-Chang et al.，2005）。研究发现，在视觉识别（visual discrimination）、视觉完型（visual closure）、视觉—空间关系判断（visual-spatial relationship）等测验中，湖南湘潭的儿童（学习简体字）得分显著高于香港地区（学习繁体字）的同龄儿童。为了比较不同华人社会儿童中文读词发展，研究发现，在汉字识别的任务中，内地儿童和港台地区儿童相比更容易出现视觉错误，即更容易选择与目标字视觉特征相似的混淆选项（Chen & Yuen，1991）。而这一现象意味着，内地儿童在中文识别中更多地依赖于视觉线索对汉字进行分析性认知加工。这种认知加工倾向，很可能是简体字学习才产生的。成人研究发现也与此推断一致。有研究者曾提出，分析性视觉加工能力（analytic processing）的提高，以及整体性视觉加工能力（holistic processing）的减少标志着中文识别能力的提升（Hsiao&Cottrell，2009）。而另一项研究恰恰发现，与学习繁体字的阅读者相比，学习简体中文的阅读者的分析性认知加工能力更为突出，而这种认知加工能力还可以迁移到繁体字识别上（Liu & Hsiao，2012）。由此可以推测，在汉字的视觉加工上，学习简体字的成人可能比学习繁体字的成人更有优势。除了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一项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脑电证据，支持学习简体字能更有效地促进视觉认知加工能力这一理论假设（Peng，Minett，Wang，2010）。基于阈限感知（liminal perception）的实验发现，来自内地的简体字使用者在识别真字和非字材料时，感知真字时的P300（脑波成分）波幅比感知非字时更大；而香港地区的繁体字阅读者在感知真字和非字时，P300波幅则不曾出现显著差异。研究者通常认为 P300脑波成分（Satton et al.，1965）是由新异刺激引起的，即与标准刺激性质完全不同的刺激材料（Donchin et al.，1978）。因此P300脑波成分波幅越大，意味着该新异刺激引起的唤醒水平越高，亦意味着大脑正进行更深入的视觉识别认知加工过程。

此外，对儿童而言，视觉能力与中文字词习得之间的影响关系可能是双向影响的，即更优的视觉能力也能进一步促进中文读词的成绩（McBride-Chang et al.，2005）。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年龄、词汇知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等认知能力后，湖南湘潭儿童的视觉能力依旧能够预测其九个月之后的中文读词成绩；而在控制了同样的认知能力因素后，香港地区儿童的早期视觉能力对其九个月的中文读词成绩的预测则大大减弱。因此，似乎在学习简体字的条件下，不仅仅视觉能力提升更快，视觉能力与中文字词习得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当然，这一观点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另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Liu & Hsiao，2012）：分析性认知加工能力乃中文单字识别能力发展成熟的标志，该认知加工能力的发展与阅读者的书写有关，而非阅读经验（Tso，Au & Hsiao，2011）。如若招募使用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儿童进行实验，并捕捉他们的读写能力是如何逐渐提升其视觉技能的，并以此检验“分析性认知加工基于书写而非阅读经验”的观点，将会是非常有趣的尝试。

总之，简体字与繁体字对促进儿童视觉能力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与简体字相比，繁体字包含了更多的视觉信息，故能更容易被区分（Kummer，2002；Seybolt，Chiang，1979）。相对而言，在识别简体字的过程中，阅读者需要依赖更多的视觉技能，故视觉技能亦能同时得到更多的训练。虽然除了视觉分析外，儿童还会利用其他策略去识别汉字，但视觉技能这方面的差异从阅读早期便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至成年。

教学方法如何影响文字阅读的习得

语言的习得是自然发生的，文字阅读则不然。儿童阅读发展的速度可以存在惊人的差异（McBride-Chang，2004）。阅读的目的在于从文字中提取意义，关于儿童中文阅读的研究表明，明确的教导更有利于发展与阅读相关的技能。有研究者归纳了三种最主要的中文教学策略：语音编码系统、分解字形结构，以及机械记忆。然而，由于以上教学策略在不同的华人社会中常被混合使用，并且除了教学策略的差异外，口语、汉字系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时影响着儿童的读写能力发展，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几乎无法直接测量单一方法的效果，并进行两两比较。

有关儿童中文读写能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目前依然欠缺，我们回顾总结的研究主要还只是基于单一文化背景。尽管如此，在单一华人社会中的教育教学应用研究，仍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以上教学策略促进儿童读写发展的机制。

教学策略1：语音编码系统

学习语音编码系统是否能促进儿童的阅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背后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华人社会中使用的语音编码系统——汉语拼音及注音符号——的本质。

汉语拼音包括了26个罗马字字母以及四种音调，四个音调分别为平调（ˉ）、升调（ˊ）、上声（ˇ）、去声（ˋ），用以指示音高。相同的语音拼写（phonetic spelling）结合不同的音调会产生多个不同的音节（syllable），而每个音节又会与不同的词素（morpheme）或汉字相匹配。自1958年起，拼音系统首次在写作改革中引入中国大陆，并被当作儿童学习普通话发音的辅助系统，开始在正式场合使用。拼音符号通常会出现在汉字上方，在二年级结束以后，拼音只会出现在新字上方。在拼音的帮助下，儿童能够拼读出汉字的发音。汉语拼音系统包括21个声母和27个韵母（元音和鼻音）（新华字典，2004）。30个以上的声母或者韵母都由2～4个字母组成，例如“ing”“eng” 和 “iang”，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韵母。因此，尽管汉字与发音的匹配发生在音节层面，音素分割与结合仍旧是中文学习的必要技能。中国台湾地区儿童学习的语音编码系统叫作注音符号。该系统包括37个亚音节符号（21个声母、16个韵母）以及四种音调（与汉语拼音系统的音调相同）。注音符号也是在中文阅读教学正式开始之初就教授给儿童，并在小学教学课本中使用，通常用于标示新字词。汉语拼音以及注音符号既是连接中文口语与书面语的桥梁，又具备自学工具的功能。儿童能够利用汉语拼音或者注音符号“拼写”音素、“读出”新字，或者使用字典查询新字，进行简单的阅读（Shenden，1981）。以上即语音编码辅助系统能够有效帮助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可能原因。

若干项研究的实验证据均支持一个结论，拼音对于幼儿园以至小学程度的中国内地儿童的中文读词能力有着正面影响。研究发现，创造性拼音（invented Pinyin）与中文读词密切相关，并可以作为有效预测因子（Lin et al.，2010；Wang，McBride-Chang，2012）。研究还发现，如果母亲在家庭教学中强调拼音的语音成分，那她们的孩子在中文读写上的成绩会相对较好（McBride-Chang，2012）。一项跟踪研究发现，创造性拼音对于中文读词的预测力不仅仅出现在学习早期，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Pan et al.，2011）。儿童早期的拼音知识以及区分同音字的能力甚至能够预测其小学高年级时的阅读成就（Siok & Fletcher，2001）。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单词识别与音节意识、音素意识、音调意识等语音意识的关系。然而本章的重点在于阐述不同的教学环境对儿童中文学习的影响，探讨教学实践中采用语音编码系统是否能够提高儿童的音节意识，音素意识和音调意识。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儿童在假同音字（pseudo-homophones）命名测试中的表现优于香港地区儿童（Chen & Yuen，2009）。他们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拼音或注音符号的学习能加强大陆与台湾地区儿童对语音信息的操纵能力。另一项研究对西安和香港两个地区的幼儿园及一年级儿童的音节意识与音素意识进行了测量和比较，结果发现，虽然香港地区儿童比西安儿童能识别更多的单词，但后者的音节意识及音素意识表现均显著优于香港儿童。研究者指出，西安儿童接受的拼音训练可能提升了他们在音节意识和音素意识两种不同水平的语音意识能力（McBride-Chang et al.，2004）。总而言之，语音意识的发展差异由不同教学策略（即是否使用语音编码系统）影响导致。

教学策略2：分解字形结构

为了便于了解这项教学方法，我们首先需要简略地总结一些中文的文字学特征。与英文单词的线性结构不同，每个中文汉字都是先由笔画根据特定的方式构建出部件（stroke pattern），再由部件构建出一个二维的方形结构。承载语音或者语义信息的功能性结构单位——部首，就是由部件的组合构成。中文大约有200个语义部首[7]以及800个语音部首[8]。据统计，90%的现代中文汉字都是复合结构，即该字可以被拆分为不同的部首（Hoosain，1991）。因此，部首知识的掌握对于中文阅读和书写而言非常重要（Ho et al.，2003；Yeung et al.，2011）。

字形结构分解方法，是把汉字拆分成部首并展示给儿童学习的过程。通过观摩大量汉字的结构分析及部首识别，儿童逐渐掌握中文的正字法原则（例如，汉字的基本结构包括：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及全包围结构）、部首位置规则[9]、语音部首知识、语义部首知识等。

大量的相关研究显示，正字法知识对中文的阅读（Ho et al.，2003；Tong et al.，2009）和书写（Yeung et al.，2011；Tong et al.，2009；Yeung et al.，2013；Yeung et al.，2013）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干预性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教授儿童字形结构以及部首相关知识，可以提高儿童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干预性研究发现，通过学习语义部首知识能提高香港地区幼儿园儿童的中文读写成绩（Lam，McBride-Chang，2013）。另一个研究也得到了近似的结果，即学习字形结构和部首知识，能显著提升香港地区学前儿童的中文拼写成绩（Lin，2009）。

教学策略3：机械记忆

由于中文字形结构复杂，机械记忆的学习方法在各个华人社会的中文教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尤其是在使用繁体字的香港地区。通常，教师会在黑板上按照特定的笔画顺序展示汉字的书写过程，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这个特定的顺序来完成抄写，通过反复地抄写，记忆字的笔顺和形态。因此抄写练习是机械记忆教学策略中最主要的方式，对于初学者而言尤其如此。升入小学之后，儿童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完成抄写和写作的任务。

研究发现中文抄写（print-dependent）和与中文无关的抄写（print-independent）[10]测试表现，与内地幼儿园儿童的中文默词成绩有密切关联（Wang，McBride-Chan，Chang，2013）。一项针对香港地区三年级和四年级正常儿童以及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智力水平、快速命名、语素意识、字形结构和组别差异（正常组VS阅读障碍组）这些变量的影响之后，被试与中文无关的抄写能力能够解释中文读词6%的显著变异以及中文默词中3%的显著变异（McBride-Chang et al.，2011）。针对中文初学以及中等程度的学生研究发现，假字（pseudocharacter）抄写成绩与中文读词能力密切相关，这表明通过反复多遍的抄写，中文字形结构能被牢固存储在长时记忆系统中（Tan et al.，2005）。在抄写过程中，儿童会内隐地对字形结构进行分析，并对笔画形成特定的书写运动记忆，将从长时记忆提取字形表征的过程自动化；换言之，抄写练习通过运动知觉学习（kinesthetic learning）的方式，帮助儿童建立有关笔画、部首、整字的视觉—空间心理表征。

除了抄写本身，笔画顺序也对汉字识别具有特殊意义（Yeung et al.，2013；Floresd，1994）。具体而言，笔画顺序可以被编码保存到长时记忆系统中，因此形成的运动图式（motor schema）对中文词汇的提取起到线索作用（Floresd，1994）。研究发现，香港地区小学学生的笔画顺序与其中文默词成绩显著相关，并且以默词为中介变量，对写作成绩也存在间接影响（Yeung et al.，2013）。

如同机械记忆学习中强调的那样，遵照特定的笔顺进行抄写练习能够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儿童的中文读写能力。首先，正确的笔画顺序不仅仅能够引导人们在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大小写下汉字，而且由于笔顺能对手部动作路径做出“节俭”规划（economical programming）[11]，因此能提升书写速度。其次，通过固定路径的抄写练习，儿童最终会将每个字的书写顺序动作内化，形成自动化书写（Tseng，Chow，2000）。换言之，在书写单词过程中，儿童能通过顺序的触觉感知得到躯体感觉信息，加固字形编码在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中的存储。最后，在默词任务中，笔顺也可以作为词汇提取的一个线索。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考虑总结“抄写”以及笔顺教学上存在的跨社会文化差异，进而探索这些差异对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

教学策略4：上学年龄差异导致的中文水平差异

鉴于北京、香港地区间教育学方法不同，一项从儿童五岁开始、持续三年的跟踪研究分别收集了两地儿童的数据，用以对比两地学前儿童家庭中文教育情况，并探讨早期读写教学与随后的读写成绩之间的关系。超过半数的香港地区家长从孩子四岁甚至更早便开始在家里教孩子练习写字；2/3的北京家长则尚未对自己五岁的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排除了年龄、地点、母亲教育程度、教师的资质等因素后，儿童小学时期的中文成绩与儿童早期接触的正式读写训练密切相关。

另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中国（包括北京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收集了2000名2～6岁儿童的信息（Li & Rao，2000）。结果发现，在汉字识别的测验中，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学前儿童表现优于北京地区被试。在控制了其他社会文化变异（如教学课程、教育目标、教学速度等）对成绩的影响之后，依旧可见家庭中文教育对于儿童学习中文的显著促进作用。此外，如前文所提，研究发现中国（北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学前儿童的课程规划、教学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Li & Rao，2005）。具体而言，北京的教学大纲禁止对学前儿童进行正式读写教学，以规避过早教学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新加坡的教学大纲对于学前儿童的中文教学采取零监管政策，但中文教学在新加坡的学前教育中非常普遍；而中国香港地区对学前儿童的中英文教学都很重视。研究发现，中国香港地区与新加坡学前儿童的中文成绩显著优于北京儿童。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学前儿童的中文成绩可由地区、教育资源以及课堂经验等变量所解释。

总而言之，由于中文汉字结构的复杂性，早期教学指导对于中文读写习得而言具有重要价值（Li，Corrie & Wong，2008）。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儿童由于较早开始接受正式指导，在中文读写的早期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

学习其他语言对儿童习得中文读写能力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使用的方言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Zheng & McBride-Chang，2011）。中国儿童在发展中文读写能力时会受到所处地区方言甚至是外来语的影响。粤语便属一种主要的方言，其语音系统﹑文法和词汇都跟普通话以及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书面语相差甚远（Zhang & McBride-Chang，2011；Yeung et al.，2013）。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以粤语为母语的儿童和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儿童的中文读写能力发展会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中文和英文的语音结构亦存在很大的分别，“中文字的语音信息反映在音节（syllable）、辅音（onset）及元音（rime）层面，而非如英文字一般反映在音素（phoneme）层面上”（Gottardo et al.，2006）。换言之，音素在英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中文中的作用则较弱。有部分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学习中文是不需要音素意识的（Chen et al.，2010）。而声调（tone）则是中文独有的特征。粤语有6~9种声调，普通话有四种声调，声调主要用作分辨同音字[12]（Zhang & McBride-Chang，2011；Chen et al.，2004）。

以下，我们将先讨论以粤语为母语的儿童和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儿童在阅读理解、写作及音调意识（tone awareness）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别。然后，则会从语音意识能力迁移的角度探讨英语浸入式教育（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对儿童学习中文的影响。

以粤语为母语的儿童和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儿童

鉴于普通话与书面语在文法结构和词汇上较为相近，而粤语与其书面语则存在较大差异，以粤语为母语的儿童可能在阅读理解和写作上有着更多的障碍。有研究评核了4800名香港本地出生及移居至香港两年的中国内地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Tse et al.，2007）。结果显示，内地出生但以粤语为母语、只是偶尔用普通话沟通的儿童能够获得最优秀的成绩；与研究人员的预期相反，在家主要以普通话沟通的儿童则获得最低的分数。在此项研究中，儿童使用一种与书面语相近的语言进行沟通似乎并无提升阅读能力的优势。然而，参与计划的普通话使用者只占总参与人数的5%，故人群代表性可能不及粤语使用者，研究结果亦可能因此而有所偏差。此外，对出生于香港地区和广东省的粤语使用者的成绩进行比较时，后者的阅读理解分数比前者高，这显示在移居香港前，在内地接触的普通话和书面语对他们的阅读能力发展有潜在的优势。因此从小接受普通话教学，对于儿童发展读写能力可能更为有利。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并没有比较各组儿童在不同阅读理解技巧方面的成绩，故未能得知母语或教学语言对个别阅读理解技巧有何影响。

除了阅读理解，写作也是学校教育中重点培养的一项技能。有研究考察了250名香港地区小学四年级学生命题写作以及看图说话的能力，并以内容、句子结构、组织和词汇四方面评核他们的表现（Yeung et al.，2013）。研究发现，粤语口语能力与中文写作技巧并无相关性，即使儿童能系统地口述故事，也不代表他们能写出有组织的文章。研究人员指出，这个结果很可能与粤语口语和书面语间的文法差异有关，当北京和香港地区儿童的文法错误也被纳入考虑时，该推测更加具有说服力。

研究发现，11岁的香港地区儿童较同龄的北京儿童更多出现语序错误和用词不当的情况，而北京儿童则有较多误用标点符号的问题（Tong et al.，2014）。两组儿童文法错误的差异显示，当儿童将思考转化成文字时的确会受到其使用的口语特色的影响。例如，粤语的语序有时会与普通话及其书面语的语序相反。在粤语中，副词有时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故“我先走”在粤语中可以说成“我走先”。除了语序相反，粤语中的词汇亦与普通话及其书面语迥然不同。在粤语中，“喜欢”为“钟意”，而“聊天”为“倾偈”（Zhang & McBride-chang，2011），若儿童在写作时不能分辨粤语和书面语，只是依样画葫芦，直接把粤语中的表达转化成文字，也更容易出现以上的文法错误。

除了口语与书面语的文法差异会对写作有所影响，不同语言在沟通上的不同地位亦可能对写作有不同的影响。有研究者分析了香港地区和北京儿童的写作结构元素，发现两者间的差异可能与跨语言迁移和写作指导焦点有关（Tong et al.，2014）。虽然两组儿童的写作元素大致相同，但“关联性”（relevance）这项结构元素只存在于北京儿童的文章中，而“关键句子”（key sentence）这项元素则只能在香港地区儿童的文章中找到。研究人员认为，香港地区儿童受英文写作教育影响，故较着重文章结构及使用不同的写作技巧（例如，使用主题和总结句子）；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写作指导较着重表达理念，北京儿童可能因此投放更多心思在文章内容和主题上。

以上研究均显示，粤语使用者比普通话使用者在书面语的表达上有着更多的困难。然而，有关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的研究则发现，前者比后者的元音意识能力更为优秀（Chen et al.，2004）。与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同龄学童相比，以粤语为母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有着更高程度的普通话音调意识（Chen et al.，2004）。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粤语具有更为复杂的音调系统有关。此外，粤语使用者在音调意识方面的优势可能受年龄或经验限制。该研究同时发现，小学四年级的粤语和普通话使用者的音调意识并无显著差异（Chen et al.，2004）。由于此项研究乃横断式而非纵向研究，以上研究结论只能作为参考，不足以据此对粤语的正面影响下结论。

英语浸入式教育对中文语音意识的影响

虽然已有部分研究报告，英语浸入式教育成功提升了儿童的英文水平（Chen et al.，2010；Cheng et al.，2010；Knell et al.，2007），但仍有不少家长担心植入英语浸入式教育后，儿童会减少接触中文的机会，从而对他们的中文能力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究竟家长们的担心是否多此一举呢？在西安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参与英语浸入式教育的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在中文认字测试中并无显著的分别（Lin&Rao，2005）。该结果表明，儿童在学习早期接受中等长度时间的英语浸入式教育并不会对中文能力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部分研究更指出，早期接触英语可能会出现跨语言迁移，从而提升儿童的中文能力。

在研究中，参与英语浸入式教育的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在学校中文考试成绩较没参加该课程的学生更佳。中文考试内容包括：阅读理解、文章写作、造句及分辨拼音。另一项研究中，参与常规英语课程的学生相较对照组，在拼写拼音、中英文辅音及元音意识方面的表现更为杰出（Cheung，2003）。有研究中的学生虽然接受英语教育，但课程并不包括音位训练（phonetic training），儿童仅仅接受每星期80分钟的英文常规课程便足以提升拼音及语音意识方面的能力（Chen et al.，2010）。

为找出中文语音意识的进步是否与跨语言迁移有关的证据，在其后为期两年的纵向研究中加入了音调意识、中文及英文音素意识测试（Chen et al.，2010）。两组小学一年级的北京儿童分别参与集中及常规英语课程[13]。结果显示，集中组的儿童在成为二年级生后，比常规组儿童在中文辅音、元音及音素意识测试中表现更为出色，他们的成绩增长率甚至比常规组高出2~3倍（Chen et al.，2010）。研究人员发现，音调意识和音素意识的增长率模式与英文独有的语音特色相符，这证明集中组惊人的进步与跨语言迁移有关。首先，集中组和常规组的音调意识增长率并无显著差异。由于英文并无音调，故接触英语对提升音调意识毫无帮助是合理的。其次，在对比集中组和常规组的增长率后，研究人员发现，中文音素意识的显著增长比中文辅音及元音意识的显著增长早出现至少一个学期。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证明中文语音意识的进步是基于英文（一种以音素为本的语言）影响的证据。

经常接触英文可以提升学童的拼音能力，而该方面的进步是由于第二语言（英文）中的语音意识向第一语言（中文）迁移而得到的。集中组和常规组在小学一年级时的拼音能力虽然并无显著分别，但升至二年级时，集中组的拼音能力就变得比常规组显著出色了，而他们拼音能力的增长正是与中文语音意识增长同步的。

总括而言，研究人员证明，使用其他语言对儿童中文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是与该语言的特点相符的。若该强势语言与较不熟悉的目标语言（中文）有冲突时（例如，相反的语序和迥异的用词），使用该语言就会对学习中文有负面影响，儿童很容易因不能清晰地分辨两种语言而感到困惑。另外，若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能从该语言迁移到目标语言，使用该语言就会对学习中文带来正面影响（例如，从英文迁移到中文语音意识、从粤语迁移到普通话的音调意识）。不过，由于此范畴内研究仍然不足，所以本文只能为将来的研究带来一点初步的见解，不能对此范畴作出肯定的结论。

结 论

总结而言，华人社会中文学习环境存在一系列的差异，包括汉字系统、教学方法，以及方言和外语的学习和使用。事实上，由于学习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上述变量间的互相影响，很难将单个具体因素独立出来，放到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在文献回顾中我们发现，这方面的跨文化研究数量极其有限，所以我们更多通过解读单一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来理解这些环境变量与中文读写能力（主要是词汇识别和拼写）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章对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帮助他们反观自己使用的教学策略，深入理解读写能力发展水平是由个体内部特征与外界教育条件等各方因素综合决定的。

摘要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cy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influenced by a se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In this chapter, important environment discrepancies across several Chinese societies are first summarized.How these discrepancies affect children’s Chinese literacy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then add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How does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scripts (simplified Chinese VS traditional Chinese) impact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nd visual skills? 2)How do differences in various aspects in educational approaches, inclu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ge of formal education, affect children’s Chinese literacy acquisition across Chinese societies? 3) What is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s (e.g.Cantones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i.e.English) acquisition on children’s reading and writing development? In sum, environmental discrepancies should always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they impose variant impacts on litera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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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系

[2]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全期发展实验室

[3]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心理系发展中心主任

[4] 语义部首与其所处汉字语义相关程度越高，则代表该汉字语义透明度越高。

[5] 尽管存在粤语拼音，但由于该拼音系统较为复杂，学校并不教授。

[6] 部首意识：儿童意识到一部分汉字（复合字）可以被拆分不同的部首（语音部首和语义部首）。

[7] 标识汉字所属语义范畴，或所属类别。例如“钅”通常出现在标识各类金属名称的汉字中，如 “铁”“铜”“锌”等。

[8] 标识汉字发音，与汉字真实发音的一致程度因字而异。

[9] 特定部首在不同汉字中出现的位置相对固定。语义部首通常出现在左侧，比如“钅”在“铁”字左侧；语音部首更多出现在右侧，比如“昌”在“唱”的右侧。

[10] 该研究中，中文抄写使用延迟抄写的方式对陌生的中文字进行默抄；而与中文无关的抄写则是对韩文、希伯来文和越南文的部分符号进行复刻式抄写。

[11] “节俭”规划（economical programming）是指，与随机的、无组织的汉字笔画涂抹相反，通过对书写顺序的规划、对手部动作的组织，最大程度上减少无效动作，提高书写效率。

[12] 此处的同音字是指，声母和韵母组合均相同的字。

[13] 参与“集中英语课程”的儿童每星期接受10小时的英语教学，必须学会的英文词汇亦较参与“常规英语课程”的儿童多2~4倍。


第6章 从单词拼读到阅读发展——从跨语言视角看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和阅读发展



Insight into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 Words and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and English: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美国]张洁（Zhang J ie）[1]

[中国]董琼（Dong Qiong）[2]

汉语与英语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种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特性——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拼音文字。从跨语言的视角探讨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及迁移，不仅能揭示心理语言发展的语言特异性以及跨语言的一致性，还能为现实的语言教学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建议。近二十年来，语素意识在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拼音文字强调派生和屈折两种构词方式不同，汉语中70%以上的词语都是复合词，并且汉语中存在大量的一音多字和一字多义的现象，因此汉语语素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本文从跨语言的角度，介绍关于儿童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的研究及最新进展。

焦点阅读

·你了解中英文儿童语素意识发展的区别是什么吗？本文从复合词语意识的比较和跨语言迁移作为切入点，对中英文儿童的语素结构意识发展进行探讨。相对于英文，中文复合词的构词能力较强，所以中文儿童的复合词结构意识发展较早。并且汉语母语儿童能将复合词结构意识迁移到英文第二语言学习中。

关键词

语素意识，复合词，复合结构意识

语素意识的作用

作为语言中表示意义的最小单元，语素（morpheme）是词汇的基本构成要素（Carlisle，McBride-Chang，Nagy & Nunes，2010）；作为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的一个重要方面，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是对语言构词方式的理解和反思性操作。近二十年来，语素意识在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英文中语素意识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构词能力较强的派生词（derivation）和屈折词（inflection），而对复合词（compound）的关注较少。与拼音文字相比，汉语语素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与拼音文字强调派生和屈折两种构成方式不同，汉语仅有很少的派生词和屈折词，70%以上的汉语合成词都采用复合方式构词（Packard，2000）。因此，复合词语素意识（compound awareness），即对复合词结构的理解、反思和操作，是词汇水平语素意识的核心成分。其次，汉字的数量远超过汉语音节的数量，长期演变导致汉语中存在大量的一音多字和一字多义的现象（尹斌庸，1984）。因此，区分同音字和多义字的能力，即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是汉字水平语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现代常用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对形声字形旁功能和含义的认识也被认为是亚词汇水平汉语语素意识（董琼等，2013；Kuo & Anderson，2006）。本文将集中探讨中英双语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因此文中引用的文献不包括汉语中其他形式的语素意识（如区分同音或多义字，或形旁意识）。已有研究表明，汉语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对其字词阅读、词汇知识和阅读理解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Chen et al.，2009；Liu & McBride-Chang，2010；Zhang et al.，2012）。但以往关于复合词语素意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低龄儿童，且考察的词汇结构多为简单的名词+名词组合（Chen et al.，2009；McBride-Chang et al.，2003），而对复杂的复合词结构（如名词+动词、动词+名词、动词+小品词/动词）研究相对较少。

汉语与英语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种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特性——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拼音文字。从跨语言的视角探讨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及迁移，不仅能揭示心理语言发展的语言特异性以及跨语言的一致性，还能为现实的语言教学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建议。研究指出，近年来复合词的生成在现代英语中呈上升趋势（Bauer&Renouf，2001）。由于很多复合词并没有明显的单词界限或连接符号，因此对于英语母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复合词，对第二语言初学者而言则是个挑战（Hiebert & Bravo，2010）。另外，很多复合词和短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科专业文章中，如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因此复合词的研究对理解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章将从跨语言的角度介绍关于汉语儿童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的研究及最新进展。首先介绍中英文复合词结构的特点，然后介绍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以及复合词语素意识在中英文阅读发展中的作用，接着探讨中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的跨语言迁移，最后展望复合词语素意识今后的研究方向。

中英文复合词的结构

基本的复合词汇通常是由两个词根语素组合而成（如classroom，cranberry等），这些词根语素可以是自由语素（如classroom中的class），也可以是黏着语素（如cranberry中的cran）。与英语拥有丰富的派生词缀（如-s，-ed）和屈折词缀（如-ly，-tion）不同，汉语有着大量的自由词根（如花、茶）和黏着词根（如园、叶）。汉语的合成词主要是由多个自由词根和黏着词根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如花园、茶叶）。

与英语语素相比，汉语语素更为透明，根据汉语语素的含义能很好地推测出整个复合词汇的意义。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汉语中几乎所有的语素都只对应一个音节，而英语语素通常是由一个以上音节构成，这就导致语素边界无法依靠任何语音特征获得，并且语素与音节之间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如sign和signature）；其次，汉语语素通常与汉语基本书写单元（汉字）是一一对应的；最后，英语语素在构成合成词时经常发生语音和拼写上的转换，而汉语语素在组成合成词时几乎不会发生语音的转变，更不会发生字形的改变。因此，相比于拥有不同长度、形式且经常转换语音和正字法形式的语素语言（如英语），在汉语中识别单个语素是非常简单的。

有研究对英语复合词汇的结构进行了分析（Selkirk，1982），指出复合名词可以由两个名词语素组成（名词+名词，如housewife），也可以由一个动词语素和一个名词语素组成（动词+名词，如playground）。复合动词可以由一个名词语素和动词语素组成（名词+动词，如browbeat），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语素加一个动词语素组成（形容词+动词，如direct-dial），还可以由一个动词语素加上一个小品词语素构成（动词+小品词，如pick-up）。通常情况下，复合词汇的语义重心在右侧，即复合词汇的词性是由位置在右侧的第一个语素决定的。但由动词语素和小品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汇，是由位于左侧的动词语素决定了整个复合词汇的词性（Bauer & Renouf，2001；Selkirk，1982）。

鲍尔对每种复合结构的构词能力（productivity）进行了归纳，所谓构词能力是指根据特定结构语素构成词汇的难易程度（Bauer，1987）。结果发现，两个名词语素组成的复合词汇在英语复合词汇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也是构词能力最强的；动词语素+小品词语素组成的复合词汇也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名词语素+动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汇构词能力相对较弱，但高于动词语素+名词语素所构成的复合词汇。他对英国一个大型的新闻语料库进行了分析，其中包含3.6亿个词汇，结果发现动词语素加名词语素所构成的复合词汇（如，pickpocket）在现代英语中不再具有构词能力（Bauer & Renouf，2001）。

根据构成语素间的语法关系，汉语复合词通常被划分为主谓式、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和动宾式等结构类型（黄伯荣&廖序东，2002）。陆志韦等人（1964）指出，根据每一种构成方式的语素词性划分，又可将每种构成方式细分为多个亚类，如偏正式可分为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等类型。帕卡德（Packard，2000）则直接根据构成语素的词性对汉语复合词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汉语复合名词可以由两个名词语素构成（名词+名词，如电脑），可由名词语素+动词语素构成（名词+动词，如壁挂），也可以由动词语素+名词语素构成（动词+名词，如睡袋），还可以是由两个动词语素构成（动词+动词，如买卖）。汉语复合动词则可以由动词语素加名词语素构成（动词+名词，如出版），可以由名词语素加动词语素构成（名词+动词，如瓜分），也可以由两个动词语素构成（动词+动词，如学习）。学者苑春法和黄昌宁（1998）则对包含40958个汉语双字词的语料库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等结构的复合词汇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308、0.195和0.022。黄宁昌（1997，p.264）对《国语日报辞典》的分析也得到相似的结果，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和名词+动词三种结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293、0.203和0.034。

综上所述，根据复合词汇中语素的词性，可以将中英文复合词汇划分为不同的结构，其中名词+名词、动词+小品词/动词这两种结构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具有很高的构词能力；相对而言，名词+动词、动词+名词这两种结构在两种语言中的构词能力相对较低。然而，不同结构在两种语言中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在汉语中，动词+名词这一结构的构词能力高于名词+动词，而在英语中则出现了相反的模式，即名词+动词这一结构的构词能力高于动词+名词。

复合词语素意识的习得

近十几年来，研究者对汉语复合词语素意识的习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种关于复合词语素意识的测验方式。第一种测验采用语素类比造词任务（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task）（Chen et al.，2009；McBride-Chang，et al.，2003），例如李虹等学者（2009）采用该任务对学前儿童的汉语复合词语素意识进行了考察。在这种生成式任务中，研究者口头呈现一个儿童熟悉概念的定义，要求儿童对该复合词中的语素进行分解和组合，创造一个新词来表示新的概念。例如，

“往马路上洒水的车，我们叫洒水车。往马路上洒花的车，我们叫什么？”

参考答 案：洒花车。

结果发现，3~4岁左右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且到学前中班阶段，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个任务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考察简单的名词+名词结构，并且测查重点更多是类比能力，而不是构词能力。有研究者（Liu & McBride-Chang，2010）改进了该任务——去掉了类比成分，让学生根据对新奇事物的描述直接生成各种结构的复合词。例如，

“吃铁的怪兽叫什么？”

参考答案：吃铁怪。

他们以三年级汉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并列和偏正结构明显比动宾和主谓结构容易生成，且相比不含动词的复合词，含有动词语素的复合词更难造词。

第二种测验类似于蜜蜂草（Bee Grass or Grass Bee）任务（Nagy et al.，2003），用以考察儿童的复合词语义重心和构词方式（Chen  et al.，2009；Wang et al.，2006）。比如，儿童听到一个关于新奇事物的描述后，从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正确的表述。例如，

“长在树上的花叫什么更好呢？树花？还是花树？”

参考答案：树花。

和复合词类比造词任务相似，这种任务范式只能测查简单的名词+名词复合词结构，且二选一的作答方式允许猜测，任务简单，容易造成天花板效应。有研究者（Chen et al.，2009）以相同的研究任务发现，小学一、二年级汉语儿童的复合词语义重心意识发展较早，甚至在3岁左右就有了初步的发展（郝美玲，2003）。

为考察儿童对不同结构的复合词语素意识，研究者（Zhang et al.，2010）发展出了中英文语素结构匹配任务。任务中会书面呈现一个目标复合词，要求学生从三个选项中挑选出与目标词结构相同的一项。例如目标词为“扫地”，三个选项分别为“敲打、休息、打球”（正确答案为“打球”），与目标词均为动词+名词结构。其中涉及到的复合词汇结构包括名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名词、动词+小品词/动词。采用该任务研究者以中美两国小学二、四、六年级学生以及大学生为对象，采用该任务考察不同结构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Zhang et al.，2012）。IQ测验表明中美两国儿童的智力大致匹配。中英文语素结构匹配任务各包括40组熟悉复合词，例如，

目标词：handbaga

选项：a.handout；b.handover；c.handcar.

和40组新奇复合词，如，

目标词：candy-door

选项：a.candy-wash；b.candy-road；c.candy-blow.

中英文语料库分析和中美大学生对目标复合词的频率评定发现中英文目标词词频没有显著差异。表6-1显示，总体上汉语被试在每种复合词结构上的表现都优于同年龄的英语被试；中文被试（二年级儿童和成人）的表现相对于英文被试优势尤其明显，而中英双语四、六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对所有年龄组的被试而言，在不同结构上表现的差异趋势一致：动词+小品词/动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所有被试在动词+小品词和名词+名词结构上的表现均优于在动词+名词和名词+动词结构上的表现。

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试复合词语素意识的水平也在提高，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除了六年级儿童和成人表现接近以外，两两年龄组间差异显著。中文儿童在小学阶段语素意识已经迅速发展，六年级中文儿童已经接近成人水平，出现天花板效应。然而英文成人和六年级水平接近，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这些研究结果与中英文复合结构间不同的构词能力有关。相对于英文，中文复合词的构词能力较强，所以中文儿童的复合词结构意识发展较早。中英文被试在新奇复合词上的表现均优于熟悉复合词，因为熟悉的复合词在心理词典中倾向于整体加工，而新奇的复合词类似于低频词，需要词素分解。

表6-1 中英文被试在复合词结构类比任务上的平均数（标准差）*

[image: ]

* Published in Zhang et al.(2012)

由于中文复合词的构词能力较强，一些跨语言比较研究发现，母语为汉语的儿童在复合词语素意识发展上具有优势。研究者（Ku & Anderson，2003）以中国和美国小学二、四、六年级儿童为对象，考察语素意识的发展。结果发现，汉语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优于英语儿童，但在派生词语素意识上呈落后趋势。相对于英文派生词语素意识的发展，汉语儿童的英语复合词语素意识也呈现出优势。研究发现，汉语六年级儿童在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任务（bee grass）上的表现优于在英文派生词语素意识任务（suffix choice）上的表现（Zhang & Koda，2013）。这个结果与英文儿童的语素意识发展顺序一致。有研究者（Ramirez et al.，2011）比较了三组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在复合词和派生词语素意识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中文母语的英文学习者在复合词语素意识上与英文母语的学习者相当，但在派生词语素意识发展上明显落后于英文母语或西班牙语母语的英文学习者。

总体而言，汉语儿童对于简单的名词+名词汉语复合词的语素意识发展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意识到汉语复合词汇中构词方式的差异，在整个小学阶段直至成年，不同结构的汉语语素意识仍在不断发展。汉语儿童小学阶段的英语复合词语素意识不断发展，并且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优于派生词语素意识的发展。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对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无法了解汉语儿童在不同英文复合词结构上语素意识的表现。

复合词语素意识在中英文阅读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复合词语素意识在中文阅读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首先，汉语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和字词阅读能力中等程度相关（Li et al.，2002；McBride-Chang et al.，2003）。其次，汉语儿童的复合词语素意识能够显著预测词汇知识和阅读理解（Chen et al.，2009；Liu et al.，2010；Zhang et al.，2010）。有研究以59名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为对象，在控制了年龄、快速命名、语音意识等变量后，发现复合词语素意识（结构意识和语义重心意识）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词汇量和汉字识别（Chen et al.，2009）。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复合词语素意识好的儿童能够对词汇结构及语素关系进行较好的分析，因此可能会对口语词汇中的语素更加敏感，从而更有效地将口语语素与其书面符号进行匹配，促进汉字的学习。一项研究以121名小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同样发现复合词语素意识能够独立解释汉语儿童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Liu & McBride-Chang，2010）。另外，有研究则发现，复合词结构意识能显著预测小学五年级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Zhang et al.，2010）。

一些研究者则采用了追踪研究设计探讨复合词语素意识对阅读能力的影响。董琼等人（2014）对74名学前儿童进行了一年半的追踪测查，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因变量的自回归效应和语音意识、快速命名等两种认知技能后，语素意识仍是解释一年半后儿童汉字识别和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的重要变量。一项长达三年的追踪研究，一年级复合词语素意识能够显著预测一至四年级的字词阅读能力（Yeung et al.，2013）。

除相关证据外，也有实验证据表明，复合词语素意识教学干预能够提高汉语儿童的阅读能力。一项研究采用前后测、实验组—控制组对照设计，考察复合词语素意识、同音语素意识和语音教学等教学方式对学前儿童口语词汇、词汇识别的作用（Zhou et al.，2012）。结果发现，语音意识训练能够提高语音能力，但不能提高阅读能力；而复合词结构意识和同音字训练能够提高幼儿园儿童的中文词汇阅读能力。中英文复合词构词方式短期干预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对复合词结构的理解，但能否提高阅读理解还不清楚（Zhang et al.，2010）。复合词意识干预能够直接促进阅读理解尚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英语复合词语素意识在汉语儿童英文阅读发展中的作用，目前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Zhang & Koda，2013；Ramirez et al.，2011）。以245名小学六年级汉语学生为对象，考察英语复合词语素意识对英语阅读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非言语智力、语法知识、口语词汇和屈折语素意识变量后，英语复合词语素意识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英语阅读理解成绩（Zhang & Koda，2013）。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智力，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相关语言能力后，复合词意识能够显著预测母语为中文的英文学习者的词汇阅读能力（Ramirez et al.，2011）。

复合词语素的跨语言迁移

近十来年，研究发现了越来越多关于语素意识跨语言迁移的证据。跨语言迁移是指，双语学习者能够将第一语言的学习能力迁移到第二语言学习中。目前，关于语素意识迁移的证据已经出现在多个语种的心理语言发展研究中，比如西班牙语和英语学习者（Ramirez et al.，2010），法语—英语双语儿童（Deacon et al.，2007），中英文双语儿童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儿童（Pasquarella et al.，2013；Wang et al.，2006；2009）。

然而，大部分关于语素意识的跨语言迁移的研究集中在派生词上，仅有少量关于复合词语素意识迁移的研究（Pasquarella et al.，2013；Wang et al.，2006；2009；Zhang et al.，2013）。研究发现，由于中英文构词方式的差异，中英文的跨语言迁移更多出现在复合词，而不是派生词（Wang et al.，2006；Zhang，2013）。在控制了中文复合词语素意识和相关语言能力后，美国华裔移民儿童的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能够独立解释中文的汉字阅读，表明了语素意识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迁移（Wang，2006；2009）。在加拿大华裔移民一到四年级学生的研究中，学生接受了四项中英文平行测验：复合词语素意识、词汇阅读、词汇知识和阅读理解，且同时接受了英文的派生词意识、语音意识和非言语智力测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跨语言模型优于单语言模型，并且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和中文词汇知识有双向预测关系。在控制了中文词汇阅读、词汇知识和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影响后，英文复合词语素意识能够显著预测中文阅读理解水平。这项研究提供了英文词素意识向中文阅读的迁移证据，但没有发现中文向英文的迁移，可能是由于移民儿童的英文阅读能力发展（与中文相较）更快造成的。以中国内地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六年级儿童为对象的研究发现，通过汉语词义推理（lexical inference），汉语复合词语素意识显著地促进了英语的词义推理，而汉语派生词语素意识对于英语派生词的词义推理没有间接作用（Zhang，2013）。

目前大多数跨语言迁移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相关研究或追踪研究，很少有实验研究证据能够提供跨语言迁移的因果推论。相关研究通常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背景变量（比如IQ、词汇知识、语言能力等）的情况下，探讨第一语言的某一方面能否独立解释第二语言能力的变异。现有的研究过于依赖相关研究和复杂统计手段（比如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却并不能提供关于跨语言迁移的因果证据（Kuo & Anderson，2008）。

中国学者首次采用实验研究的范式，探讨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儿童在接受中英文复合词结构短期训练后，能否将对复合词结构的理解迁移到另一语言中。儿童在接受中文复合词语素结构意识训练后，能否提高对英文复合词语素结构的理解？反过来，儿童在接受英文复合词语素结构意识训练后，能否提高对中文复合词语素结构的理解？

来自中国天津市五年级四个班的168名学生参与了实验研究。四个班随机分配到了三个小组：中文复合词干预组（n=42）、英文复合词干预组（n=43）、控制组（n=83）。在接受干预训练前，所有学生都参与了结合课程难度的中英文单字词阅读和完型填空阅读理解测验。随后，中、英文干预组分别接受了45分钟的复合词结构训练（训练内容和结构相同）。两组教师首先介绍了四种中文复合词结构：名词+名词、名词+副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然后让学生参与四个游戏活动：复合词结构匹配、选出不同项、归类和生成词汇。干预结束四天以后，所有学生都参与了中文复合词结构类比任务。

结果发现，中英文干预组的复合词结构意识显著高于控制组，中文干预组的英文复合词结构意识显著优于控制组，说明复合词意识从中文迁移到了英文；而英文干预组的中文词素意识也明显高于控制组，但并不显著。结果见表6-2。将先前检测的词汇阅读和阅读理解作为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都能够将中文词素结构迁移到英文，但英文到中文的反迁移则出现在第二语言能力较高的学生中。上述实验结果提供了关于跨语言迁移的双向因果证据，并且揭示了反向迁移的条件。

卡明斯（Cummings，1979）的阈限假设（threshold hypothesis）可以解释为什么反迁移仅出现在第二语言能力较高的学生中间。原因之一是受益于双语，儿童在两种语言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语言能力，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低英语能力的学生未能像高能力学生一样获益于45分钟的干预，因此无法迁移到中文的复合词结构。这项研究的教学启示是，英文教师应该利用第一、二语言的结构相似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跨语言迁移，从而促进学生在两种语言上的发展。

表6-2 复合词结构类比任务后测的平均分（标准差）*

[image: ]

* Published in Zhang et al.(2010).

研究展望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对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发展及其在阅读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但语素意识究竟是如何影响儿童阅读发展的？这一作用机制仍不清晰。英文研究认为，语素意识可能会通过三个途径促进阅读理解。

第一条途径，提高词汇量（Kieffer & Lesaux，2012；Nagy，Berninger & Abbottet，2006）。研究发现，成年阅读者的心理词典是以语素方式组织的（Rastle & Davis，2008），语素意识可能为有效存储词汇提供了框架，因此，语素意识好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学会和记住合成词，最终促进阅读理解的发展（Kuo&Anderson，2006）。

第二条途径，词语阅读流畅性和准确性（Kieffer & Box，2013）。研究者指出，语素意识能帮助儿童更好地洞察语言的书写体系，更好地区分语素变体（同一语素的不同形式，如sign-signature），从而帮助阅读者更准确、流畅地阅读合成词（Kuo & Anderson，2006）。关于中国高中ESL学生[3]的研究发现，英文词汇知识广度能够显著预测英文一般阅读理解能力，但是英文词汇知识深度（词素意识和词汇定义）能够显著预测需要深层次文本加工的总结性写作（Li & Kirby，2014）。

第三条途径，语素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和词义推论（lexical inference）（McCuthen & Logan，2011；Zhang & Koda，2012）。语素意识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理解遇到的复杂生词，这个过程叫即时词汇学习（on-the-spot vocabulary learning）（Nagy，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语言能力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能够利用语素分析策略理解句子阅读中遇到的生词，从而促进阅读理解；对于低语言能力的儿童而言，词语阅读流畅性在语素意识和阅读理解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Zhang et al.，2014）。

也有研究者认为，除词汇学习能力和词语阅读外，语素意识还会以其他方式促进阅读发展。如英文语素意识能够提高句法分解（syntactic parsing），从而提高阅读理解水平（Nagy，2007）。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美国儿童的研究为这一句法假设提供了间接证据，结果发现句子阅读流畅性——而不是词语阅读流畅性——在语素意识和阅读理解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Kieffer，Biancarosa & Mancilla-Martinez，2013）。语素意识通过工作记忆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而且该途径对中文阅读的作用比英文阅读更重（Zhang et al.，2014）。有研究者则认为语素意识是通过动态的语素加工过程促进阅读习得（McCutchen et al.，2009）。然而，这些研究假设尚未有证据支持。

汉语相关研究则发现，词汇知识在语素意识和阅读理解中起中介作用（Ku & Anderson，2003）。一项研究对一年级学生持续追踪至二年级，结果发现，复合词语素意识的起始水平和增长速度均能显著预测学生两年后的阅读理解水平，并且词汇阅读效率（word reading efficiency）在这个预测关系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Cheng et al.，2015）。上述结果与英文研究结论一致，表明语素意识对阅读理解的作用机制存在跨语言的一致性。然而上述研究也发现，词汇知识或词汇阅读效率只是部分中介，这表明汉语复合语素意识可能会直接作用于阅读理解，或还有其他中介途径的存在。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中文词语的定义模糊并且没有明显的界限，阅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语素知识和对复合词结构的理解（Lin et al.，2011）。其次，中文复合词的结构和句法结构高度相似（如并列、偏正、动宾、主谓），复合词意识强的儿童可能对句法也更敏感。近期研究发现，句法意识对于汉语儿童阅读理解有独特的重要作用（Chik et al.，2012；Tong et al.，2014）。最后，中文中有大量的同音字和一字多义现象，复合词结构意识能够提供关于语素如何组成口语和书面词汇的有用信息，从而帮助儿童区分同音字，深度理解一字多义。

另外，已有研究多关注语素意识在阅读发展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两者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有研究指出，语素意识能有效地促进阅读理解的发展，同时阅读能力越高，也可能越有能力和动机去接触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文字材料，从而更频繁地暴露在相关的词汇结构中，更可能发展出良好的语素意识（Kuo & Anderson，2006）。然而，仅有少量研究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探讨（McBride-Chang et al.，2008；Wu et al.，2009），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细化。

目前，语素意识跨语言迁移的证据大多来自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两种语言的共同结构会促进跨语言迁移，在语言特性上的距离决定了跨语言迁移的可能性和程度。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地采用干预或实验的方式，揭示跨语言迁移的条件和内在机制，从而对语言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意见。此外，关于复合词语素意识的干预研究相对较少，英文中几乎没有关于复合词的干预研究，原因可能是由于英文复合词的语义信息过于直接透明。然而复合词是英语儿童早期最早接触的多音节词语，在儿童早期阅读教学阶段关注复合词结构，能够帮助英语儿童提高词汇阅读和理解多音节词语的含义。中文的复合词结构意识教学是否能够促进句法意识和阅读理解还有待探讨。

摘要Abstract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on reading development across languages in recent two decades.Different from English highly productive in inflections and derivatives, more than 70% of Chinese words are compounds.Homophones and homographs are prevalent in Chinese. Therefore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 has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This article presents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insight into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 words and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and English.First, basics of compound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introduced.Then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acquisition of compound morphology and the role of compound awareness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and English is reviewed.A cross-language study of compound structure awareness by Zhang et al.(2012) compared knowledge of compound word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mong 435 Chinese and 258 Americans, including second, fourth, and sixth graders, and college undergraduates.As anticipa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hinese speakers performed better on a word structure analogy task than their English-speaking counterparts.Next, the article reviews recent research on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compound awar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Zhang et al’s (2010) experimental study of cross-language transfer.Not only was significant forward transfer from L1 (Chinese) to L2 (English) observed for Chinese fifth graders of all levels of ability, but also reverse transfer from L2 (English) to L1 (Chinese) was found for high proficiency children.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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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元语言意识的影响力——一种跨语言学习的基本能力



The Role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in Biliteracy Development

[美国]幸田惠子（Keiko Koda）[1]

近年来，元语言意识吸引了诸多研究的关注。这种能力的效用在于，它可以让孩子们获得从一个字到其子词汇（语音和形态）成分的分析能力。在学习阅读的初始阶段，分词是一个关键的竞争力，是最能帮助孩子学习从字形到语言映射的特定模式。在阅读发展的后期，元语言意识起到不同但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分析能力能让孩子在不熟悉的单词中找出熟悉的次级词汇元素，进而为提取字的部分信息提供可能。涉及双语阅读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一种语言的元语言意识一旦形成，就可以迁移到另一种语言，并进而升级为一种基本能力，以不同方式应用在其他语言中。

本章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作为一种跨语言共享能力，明确元语言意识在双语发展中的作用；（2）检验先前习得的元语言意识给第二语言阅读发展带来的好处。本章简要概述了阅读习得的通用与特定约束条件，以及协同这些条件的元语言意识所起到的作用，讨论了第一语言元语言意识是如何帮助第二语言（或稍后习得的语言）阅读能力发展的。

焦点阅读

·第一语言中建立的资源，是如何运用到第二语言中的？

·第一语言的阅读技能，又是如何成为第二语言的阅读技能的？

·元意识作为一种跨语言共享能力，是如何促进L2阅读能力习得的？

关键词

元语言意识

语言的多样化是当今美国学校呈现的一个主要特点。事实上，在校学生中很多都是双语学习者，而且这个群体在不断庞大。学生群体组成不断变化，我们迫切需要大量可靠的数据，来解释阅读技能是如何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发展的。众所周知，对于第二语言或后习得语言来说，阅读能力的习得要比第一语言难得多，因为前者是建立在尚未发展完善的语言知识体系之上的。然而，先前在第一语言（L1）中建立的各种资源，是如何运用到第二语言（L2）的阅读习得中的，我们却所知甚少——如果这些已有资源被调用了，它们又是如何成为第二语言（L2）的阅读技能的呢？以及这种跨语言的促进作用是如何改变另一种语言阅读能力的发展过程的？我们在语言多元化学校试图更好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明确了解L2阅读能力习得之特性的重要。

考查双语读写能力发展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在两种语言中，阅读能力的习得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资源（或是同时使用，或是先后发生）。鉴于第一语言的读写能力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口头语言能力基础上，对于双语习得者来说，阅读相关的技能是如何在两种语言中获得、改善并保持的，单语阅读能力发展的模式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一点。为了解决双语读写能力发展中固有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从基本概念和方法着手，定义、操作以及测量双语读写能力这个多面性、多语性建构，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元语言意识作为一种跨语言共享能力，是如何促进L2阅读能力习得的；对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和各种语言特有的局限性给阅读能力习得带来的影响，以及元语言意识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综述；继而讨论第一语言的元语言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相关能力的作用。

单语阅读能力的发展

普遍特性与特有局限性

阅读具有普遍特性，其一便是对语言书写体系的依赖。根据阅读的普遍性文法 （Perfetti，2003；Perfetti & Dunlap，2008），所有的语言书写体系均源于对其口头语言体系的编译——要想理解书面文字，书面文字需转换成可以传达语义的口头语言。对书写体系的依赖性对于阅读能力的习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任何一种语言体系来说，儿童学习阅读都必须要在口头语言和书写体系之间建立起联系。要想建立这种联系，儿童必须首先了解哪些语言元素被直接编译成了图形符号（对应的普遍原则），然后通过解码积累和书面文字的编译经验，学习这些语言元素是如何被编译的（对应的详细信息）。

虽然建立字形和语言间的关联是任何语言体系都不可或缺的，但对不同的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关联是如何完成的又各有迥异。以英语为例，儿童必须理解每个字母代表不同的元音或是辅音（对应的普遍原则），然后逐步琢磨出音—形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应的详细信息）。学习韩文也需要同样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儿童还需要明白单个字形组成音节段，进而学习音节段形成的规律（Park，2008）。学习中文则截然不同，儿童必须认识到每个字形符号都有对应的、包含音意的词素，进而通过附加的字形信息来学习区分合体字中的单个谐音字，以标志其所属的词素语义类别（Taylor & Taylor，1995；Coulmas，2003）。

区分两种对应关系（普遍对应和详细对应）对于阅读能力习得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为区分某种语言特有的和各种语言普遍存在的相关阅读能力提供了依据。比方说，为了掌握普遍对应原则，儿童需具备一些基本能力，即书面文字与口头言语的关联，而口头言语可以被分解成一系列语音，且这些语音与书写体系中的字形符号相对应。这些能力并不涉及某种语言特有的性质，所以一旦儿童在一种语言中掌握了这种技能，他们完全可以应用于之后不同语言的读写学习上。

然而，详细对应原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掌握某种语言特有的对应能力，需要通过不断积累解码、编译书面文字的方式获得。由于这些技能与特定语言体系中的字形—语言关联紧密相关，它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应用差异就显现出来。对应原则在所有语言习得中都涉及潜在的处理过程，包括从书面文字隐含的输入信息中析取语言结构规律，以助于对口头语言元素编译为对应图形符号的过程进行系统推演。由此可推断，分析和运用语言形态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这种推演过程的发展，而元语言意识即是这种能力的体现。

元语言意识是一种最根本的能力

元语言意识构建具有多维性，即由多个方面组成，而每个方面又和不同的语言特性相关（例如，Kuo & Anderson，2008）。元语言意识的作用在于，具备这种能力的儿童能够把字词分解成次级词汇，即字词的语音和形态结构，这种能力进而给儿童学习词素、学习语言特定的优化对应模式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到了阅读发展的后期，元语言意识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和分解字词成分的能力一样，起着不同但很重要的作用。元语言意识可以促进分解和分析字词成分能力的发展，使儿童具备在不认识的字词中辨识已知形态元素的解码能力，进而从析取的部分信息中分析新字词的语音和含义（Nagy & Anderson，1999）。总之，元语言意识通过解码、创造的方式推动儿童阅读理解发展，并通过阅读扩大字词量。

基于元语言意识的多维性，元语言意识因其不同维度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它的发展也非一蹴而就。语音意识的形成源于儿童对口头字词语音结构的理解。儿童起初可以辨识言语中较大的语音组成单位，逐步发展到辨识言语中较小的语音组成单位（Ziegler & Goswami，2006）。同理，语素意识也是有序逐步发展的。以英语为例，学龄前儿童已可辨识文法结构明了的单词中的屈折语素（Berko，1958；Carlisle，2003），然而对于屈折语素的应用能力则要到二、三年级才开始显现（Bear，Invernizzi，Templeton & Johnson，1996）。衍生语素的语素意识则发展得更晚，到四年级至八年级才显现（Ku & Anderson，2003；Tyler & Nagy，1989，1990）。元语言意识的完善虽然受到一般发展局限的影响，但是它与儿童在各个年龄阶段主要接触的字词属性是同步发展的。

阅读习得中的跨语言变化

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习得取决于他们对结构规则的初步理解，但是这种初始的辨识能力可以从编译和解码书面文字中得到不断改善提高（例如，Bowey & Francis，1991；Perfetti，Beck，Bell & Hughes，1987；Vellutino & Scanlon，1987）。从这方面看，读写能力和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由于元语言意识的每个维度都和不同的语言特性相关，读写能力和元语言意识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在阅读相关能力发展中的跨语言变化。

有关这种跨语言变化的研究涉及了不同语言。例如，学习韩文的儿童同时具备对音节和音素的辨识能力，而且，这种可以使用两种语音结构的能力可以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McBride-Chang，Cho，Liu，Wagner，Shu，Zhou，Cheuk & Muse，2005）。因此对于韩文，儿童的语音意识涉及音节和音素的双重体现。与韩文不同的是，英语的正字法包括了音素和词素。虽然受音素约束，但英语总体上倾向于在字形上保留与词法形态相关的信息。在英语中，许多不规则拼写从词素结构上去理解，要比从音素结构上更容易解释。英语读写能力是一种音素和词素双重机制的体现，需要同时具备语音和语素意识（例如，Carlisle，1995；Carlisle & Katz，2006；Carlisle & Nomanbhoy，1993；Fowler & Liberman，1995）。中文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中文的音节建立以形态为基础，字形与词素的关系相比字形与语音的关系更为重要。语素意识比语音意识对于儿童的早期中文阅读能力有更强的预测作用（Ku & Anderson，2003；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

对于类型复杂的语言中，儿童解码字词能力发展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心理语言学的纹理理论（size theory）（Ziegler & Goswami，2005，2006）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根据纹理理论，对于某种特定语言，字形与语音对应的最佳单位取决于解码该语言所需要的字词拼写信息量。对于字词拼写、语音信息明晰的语言，音形的对应关系规则一致，这类语言采用字母对字母、字形对音素的解码，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字词拼写信息。这类语言的最佳纹理就在尺寸比较小的音素这个层面。反之，字词拼写、语音信息模糊的语言解码则要求更多的字词拼写信息，因此，这类语言需要像音节、尾音或词素这类尺寸较大的纹理。总之，元语言意识促进分解和分析字词组分能力的发展，与儿童阅读能力的习得既有因果关联又有相互作用。元语言意识直接关系到各个不同的语言学特性（如语音、构词法和句法），因此元语言意识为阅读发展跨语言变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跨语言研究需要针对某个特定语言特性，在必要的字形和语言对应模式上进行比较，而元语言意识为这类跨语言研究比较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依据。

双语读写能力的发展

第一语言的诱发机制

心理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学知识是从输入信息中提取的、隐含的结构规律中获得的（Ellis，2002）。由此来看，语言是一整套形态与功能的关联（van Valin，1991），语言的习得则是通过对形态与功能之间对应关系的经验积累，内化这些关联（MacWhinney & Bates，1989）。接触某种特定对应模式越多，对这类元素间对应关系的认识就越稳固。语言学习并非一种“全无”或“全有”的过程，而是一种从“有意识地努力”逐步过渡到“潜意识自动执行”的过程，语言学习的结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当对某一特定形态与功能对应关系的运用成为一种自动行为，我们便可认为这种对应关系达到了内化程度（Logan，1988）。

鉴于以上观点，语言学习的迁移可以被理解为，后期习得的（如第二语言）语言信息输入自动激发了先前建立的（如第一语言）语言对应模式。从这点出发，语言学习迁移的发生并不以学习者的意志为转移（非意志的），也不容易控制（非选择性的）。因此，当前对于语言学习迁移的理解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即第二语言的对应能力来自于第一语言对应能力的迁移，以及第二语言信息的输入这两者之间跨语言的相互作用。通过在新语言里积累经验，这种对应能力进一步发展演变成第二语言的能力，同时体现了既存在于第一语言又存在于第二语言的形态与功能的对应关系。

同理，第一语言的对应能力和第二语言信息的输入这两者间跨语言的不断相互作用，是双语读写能力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在新语言中建立字形和语言对应模式的过程（Koda，2007）。鉴于对应模式识别能力的形成受元语言意识的诱发影响，我们认为第一语言元语言意识的迁移促进了第二语言对应模式识别能力的发展。由于元语言意识的各个维度与其相应的各个语言特性（例如，语音、构词法和句法）相互关联，我们也可以假定第一语言对双语读写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语言意识的各个维度也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取决于两种语言在某个特性的结构属性上的相似程度。基于以上假设，研究者认为第一语言对双语读写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差异，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任务要求水平有高低；（2）两种语言的语言及正字法特性有差异；（3）第二语言的语言资源不同。

第一个原因，即任务要求水平有高低，是指需要运用通用语言技能的任务和需要运用某种语言特定技能的任务之间的区别。元语言意识的有些维度会促进通用语言技能的迁移，如那些学习普遍对应原则的能力。当迁移发生时，这类元语言意识可以运用到另一种语言的阅读学习中。这类元语言意识可以在第二语言阅读能力的发展上起到直接且等同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某种语言特定的技能而言，则不存在这种一致性，需要就第二语言的特性而做出相应调节。

没有任何两种语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当迁移发生时，特定的语言技能必须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以适用于另一种语言。有些语言相关密切，有些则不是，所以语言技能需要多大程度的调整，取决于两种语言结构特性的相似度。因此语言的近疏关系是迁移过程中影响双语读写能力发展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如果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语言结构上相似，那么迁移的元语言意识就可以用于诱发第二语言对应能力的形成；相反，如果两种语言大相径庭，那么迁移的元语言意识的运用就相当有限，除非进行大量的调整改善。

类似的调整改善只能通过对第二语言对应模式的了解才能实现，这样的话，第二语言的语言资源则是第三个影响元语言意识迁移有效性的因素。语言资源包括了第二语言书面文字输入量和第二语言知识，即正字法、语音、构词法以及词汇。第一语言迁移只对两种语言中相似的语言特性起促进作用，如果在某些维度具有不同特性，就必须调整元语言以符合第二语言的语言特性。这样的功能性调整只能通过对第二语言字形和语言的对应模式的不断积累来完成，因此，最终还是由第二语言信息输入的质和量来决定第二语言元语言意识的程度和形式，以及该语言意识在之后的阅读相关能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部分研究以第二语言输入的详细分析为依据进行实验假设，探究第二语言元语言意识建立的各个维度，以及相关阅读技能的难易程度（Koda，Lü & Zhang，2008；Zhang，2010）。

简而言之，通过元语言意识迁移，双语读写能力的发展同时受制于两种语言结构特性和两种书写体系。要进一步了解双语读写能力的独特性质，必须从实验上证明——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以及其中的变异对第二语言阅读发展具有预测性——这些假设的正确性。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双语研究小组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针对学龄儿童六种不同情况的双语学习进行研究，涉及五种语言（汉语、英语、日语、卡纳达语和葡萄牙语）、七种书写体系（表音文字，如英语、葡萄牙语和汉语拼音；形态—音节文字，如汉字和日语汉字；音节文字，如日语假名；表音—音节文字，如卡纳达语）。前文提及，通过元语言意识研究双语阅读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是具有优势的。这是元语言意识的多维性决定的，元语言意识的每个维度都体现了语言的某个抽象结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元语言意识比较不同语言间字形-语言对应模式的差异。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对双语学习者所学习的任意两种语言的差异做出相当准确的估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双语读写能力发展中共享的元语言资源产生的促进作用做出合理正确的预测。

为了充分利用元语言意识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势，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语言要求的分析，预测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产生的具体变化：

（1）确认建构，即确定研究元语言意识的哪些具体维度，以及这些维度对阅读相关能力发展的具体作用；

（2）分析语言特性，即确认每种语言获得元语言意识的最主要维度，以及阅读相关能力所需要的语言要求；

（3）进行跨语言比较，即确定两种语言对语言要求的差异。

总之，上述分析可以把跨语言研究中高度复杂的问题转换成实验上可测试的假设。下文我们将分别阐释四个基于第一语言促进理论的双语实验。

第一语言对语音意识的促进作用

语音意识（PA）对许多语言的早期阅读能力发展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有一部分语音意识——即儿童逐渐认识到口头文字是可切分的——是跨语言共享的，这是已有文献中基本达成的共识。由于字词切分的概念并不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那么儿童一旦掌握了这个概念，应该也完全可以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另一种语言上。既然如此，就产生了以下两个相关问题：

（1）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的语音意识形成起了多大的作用？

（2）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正字法差异是如何改变语音意识和文字解码方面的跨语言关系的？

大量关于双语学龄儿童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具有跨语言的共享性。早期研究考察第一语言或是第二语言的语音意识是否与第二语言的字词阅读能力有关联，通过测试证明，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对于两种语言解码能力的发展同时具有充分且有力的预测功能（被试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一年级双语儿童）（DurgunogLu，Nagy & Hancin，1993）。近期研究发现，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是唯一可以预测第二语言字词解码能力的，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通过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第二语言的阅读理解能力起作用，且两年后依然有效，这一结果进一步推进了早期研究的发现（Nakamura，Koda & Joshi，2014）。

这之后的一些实验则在比较中运用了一系列更大量、更完整的平行测验，探察语音意识和字词解码之间的关联。这些实验的结果都表明，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和第二语言的语音意识是紧密关联的，而阅读能力较差的儿童在两种语言中均表现出较弱的语音意识（Abu-Rabia，1995；August et al.，2001；Carlisle & Beeman，2000；Cormier & Kelson，2000；da Fontoura & Siegel，1995；Verhoeven，2000；Wade-Woolley & Geva，2000）。近期的一个超分析实验甚至证明了两者间存在的显著关联，即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和第二语言 的语音意识（n=16，r=.64）、第一语言的字词解码和第二语言的字词解码（n=22，r=.54）、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和第二语言的字词解码（n=14，r=.45）都存在显著相关。

其他实验则针对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如建构效度以及先前研究结果的类化问题。例如，对一项针对幼儿园阶段的西—英双语[2]学童进行的大规模实验（n=182名），检验了三项用来测试语音意识的常用任务的建构效度（任务包括：语音混合任务、语音分段任务，以及语音省略任务）（Branum-Martin，Fletcher，Carlson，Ortiz，Carlo，& Francis，2006）。这三项任务虽然在任一语言里都是用来测试同一建构的，然而语音省略这项任务则与语音意识这个建构的相关性较弱。把语音省略这项任务去除后的分析显示，剩下的两项任务在两种语言中都负荷在同一因素上，这表明，虽然英语和西班牙语都具备各自语言独有的特性，但这两种语言在语音意识层面仍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以上引用的有关语音意识的实验，绝大多数都是以学习两种表音文字体系（表音和表音音节）的双语儿童为实验被试。少数实验表明，汉语语音意识和英语语音意识也是系统相关的（Bialystok，Mc-Bride-Chang & Luk，2005；Wang，Perfetti & Liu，2005），作为一种跨语言的共享资源，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有了更多的依据。然而不太确定的是，对于两种类型差异比较大的语言，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是否同样对第二语言的字词解码起作用呢？在以下两个有关双语发展的实验中，我们假设从第一语言获得的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发展存在影响，并对此假设进行了检验。

中文传统学校双语读写能力的实验

此实验的目的主要是比较第一语言（英语）的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中文汉字拼音）解码能力的作用，实验被试为在美国就读中文传统学校（CHL）的学龄儿童（n=37；平均年龄=7.65）。参加实验的儿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当地的小学就读，都出生于讲中文的家庭，周末在社区学校学习中文。经过上述分析，我们首先确定了汉字、拼音以及英语对字形—语音对应模式的特定语言差异，对四项技能进行了测试，包括口头词汇接受能力、语音意识（包括音素、首音、尾音及音节）、字词解码能力（英语测真字和假字，汉语只测真字），以及非文字智力（Lu & Koda，2013）。

结果表明，两种语言在口头词汇接受能力或是语音意识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对中文而言，口头词汇接受能力与汉字解码能力显著相关，但是与拼音解码能力就没有这种关联，而中文的语音意识则与汉字解码、拼音解码都有关联。而对英语来说，口头词汇接受能力和语音意识都与解码能力相关。针对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这一假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语言（英语）的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中文）的汉字和拼音解码能力有不同的作用，第一语言（英语）的语音意识对拼音解码能力有较强预测作用，对汉字解码能力则没有。

实验说明，就读中文传统学校的学龄儿童可以很快从整体上领会字形和语音在汉字词素这个维度的对应模式，同时可以全面运用已存储的词汇信息（口语词汇量）自我学习和处理汉字。不同的是，这些儿童在解码用于表音的拼音时主要依赖语音意识。实验发现，第一语言（英语）的语音意识对中文汉字及拼音解码的不同作用，与表音的英语（第一语言）、表形态音节的汉字（第二语言）、表音的拼音（第二语言）这三种文字对字形—语音对应关系的需求程度有关。这些发现表明，表音文字英语（第一语言）的语音意识对表音文字拼音（第二语言）、形态—音节文字汉字（第二语言）的解码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基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我们可以预测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只对两种语言中共享的、具有相似语言要求的相关能力起作用。

卡纳达语—英语双语读写能力实验

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研究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特定的语言需求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发展的影响（Reddy & Koda，2008），实验被试来自印度低收入城市家庭、使用多种语言的学生（N=52；平均年龄=10.7）。这些学生所在的家庭和社区均使用多种日常用语，就读于非政府建办的学校，教学以卡纳达语为主，英语则作为外语。对这些学生来说，卡纳达语是第一或后天获得的口头语言，是第一书写语言，英语是第三或后天获得的口头语言，是第二书写语言。鉴于表音音节文字（卡纳达语）和表音文字（英语）在语音表征上的差异，我们做出以下三个推测：

（1）卡纳达语（第一语言）语音意识的不同维度（音素和音节）与英语（第二语言）的解码能力在相关程度上会有所不同；

（2）这两种语言的语音意识存在系统性关联；

（3）音位是两种语言共享的语音单位，因此，卡纳达语（第一语言）的音位会对英语（第二语言）的解码能力发展起到作用。

我们测量了卡纳达语和英语的三种语言技能，即口头词汇接受能力、语音意识（包括音素和音节）、解码能力。正如所预测的，两种语言的语音意识和解码能力都显著相关。对于卡纳达语来说，音位意识和音节意识均对字词解码有预测作用，而对于英语来说，只有音位意识对字词解码有预测作用。实验结果说明，表音文字体系和表音音节—文字体系对于语音意识的不同维度有不同的要求，并主要取决于该种语言用于直接编译的语音单位。对于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存在的差异，实验分析也指出，卡纳达语（第一语言）的音位语音意识对（英语）第二语言的解码能力有预测作用，但是卡纳达语的音节—语音意识则没有这种预测作用。如果说两种语言相对应的语音单位存在关联，而解码英语主要依靠音位语音意识，那么这项实验则表明，虽然第一语言语音意识有两个维度是两种语言共享的，但其中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只对两种语言要求相似的语音意识维度产生效果。总之，第一语言语音意识跨语言的促进作用具有局限性，主要由两种书写体系的性质决定。

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了第一语言语音意识及解码能力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的长期影响（Nakamura，Koda & Joshi，2014）。实验被试和上述实验是同一批学生，数据是在上述实验首次开展后三年内收集的。我们测量了口头和书面词汇量、语法知识、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实验分析主要针对卡纳达语和英语相应语言能力的跨语言关联，以及第一语言语音意识、解码能力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的相对影响。与第一次实验结果一样，两种语言中所有的相应语言能力都显著相关；然而回归分析显示，第一语言相关语言能力对第二语言没有直接的跨语言影响，只是间接通过第二语言的相应语言能力对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起作用；第一语言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是通过第二语言的语言知识对第二语言的阅读理解能力起间接作用。

综上所述，这三个实验进一步证明，语音意识对表音文字解码能力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分析表明，在双语发展中，第一语言语音意识的不同维度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发展的促进具有不同的效果。同理，印度的多语学生在解码英语（表音）和卡纳达语（表音音节）时，对音位语音意识和音节—语音意识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总而言之，这些实验都清楚地说明，第一语言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的跨语言影响程度，取决于双语学习中涉及的两种语言和书写体系对语言的具体要求。

第一语言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研究者对语素意识（MA）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从研究方法上说，作为字词的最小功能性单位，如何区分语素意识和词汇知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当然，作为一种跨语言的共享资源，要想弄清楚先前获得的元语言意识对双语发展促进作用的本质，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已经有实验开始研究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影响，虽然这方面的实验逐渐增多，但还是非常有限的。鉴于语素意识在形式、功能以及两者之间固有的复杂关系，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发展的作用更有待进一步明朗化。

到目前为止，针对第一语言语素意识对学龄儿童第二语言阅读相关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并不多，涉及的阅读相关能力包括字词解码能力（Geva & Wang，2011；Ramirez，Chen，Geva & Kiefer，2010；Wang，Ko & Choi，2009）、词汇知识（Chen，Ramirez，Luo & Ku，2012；Kieffer & Lesaux，2012）、学习新字词的能力（Zhang & Koda，2012；Zhang，2010），以及阅读理解能力（Koda，Lu & Zhang，2013；Lam，Chen，Geva，Luo & Li，2012；Jeon，2011；Wang et al.，2009；Zhang & Koda，2013）。然而，由于语素意识固有的复杂性，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有些实验发现，语素意识只对解码速度有显著的语言内在作用（Marcolini，Traficante，Zoccolotti & Burani，2011），而另一些实验则显示，一旦控制了整词频和分词汇词素频，语素意识对解码速度和正确率都有影响（Verhoeven & Schreuder，2011）。有实验研究了语素意识的跨语言作用（Ramirez et al.，2010），实验被试是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儿童。他们发现第一语言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有显著的直接作用。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第一语言语素意识的跨语言作用到底对其他双语学习者具有多大的普遍意义。

针对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有些实验研究了第一语言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发展的跨语言作用，实验被试是以中文为第一语言、英文为第二语言的双语学龄儿童（Wang，Cheng & Chen，2006；Wang，Yang & Cheng，2009；Cheung et al.，2010；Pasquarella，Chen，Lam，Luo & Ramirez ，2011）。这些实验基本上肯定了复合词意识作为一种共享资源在双语学习中的存在，但只有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单向促进作用。这些实验并没有为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是有差异的预测提供充分依据，所以，我们还需要弄清语素意识的这种差异是如何存在于各个维度的，又是以何种程度存在的。

中英文双语读写能力实验

为了更好地了解第一语言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阅读能力发展的具体作用，我们对以中文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龄儿童进行了研究（Koda，Lu & Zhang，2013；Zhang，2014），考察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差异是否取决于两种语言的结构相似程度。从语言形态上来看，两种语言在不同程度上由复合和附加两种方式构成。中文主要通过复合的方式形成字词（Li & Thompson，1981；Packard，2000），而英语字词的形成则需要同时运用附加和复合两种方式（Plag，2003）。两种语言音素和词素的关系也有所不同。英语是表音文字，每个词素由一系列的字母组成，词素字母串线性连接形成多词素词；而对于中文来说，每个独体字从整体上代表一个词素，这些独体字可以再组合成不同的合体字。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合体字，合体字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提供语音信息（称为声旁），另一部分表语义，以区分其他同音字（称为部首）。既然汉字的部首提供语义信息，那么识别和运用部首信息的能力（即部首意识）也被认为是中文语素意识的一个维度（Nagy，Kuo-Kealoha，Wu，Li，Anderson & Chen，2002）。

鉴于两种语言在结构特征上的差别，我们认为中文（第一语言）语素意识的两个维度（复合语素意识、衍生语素意识）会对英语（第二语言）阅读能力的发展起不同的作用。由于两种语言的复合能力都很强，因此复合语素意识对两种语言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旦发生迁移，复合语素意识应该比衍生语素意识更能对第二语言词义推断能力起到促进作用。我们的实验被试为206名六年级中国学生，都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我们测量了学生的中文和英语的复合语素意识、衍生语素意识以及词义推断能力。这项实验主要希望弄明白两个问题：

（1）中文语素意识是否对英语词义推断能力有促进作用；

（2）如果这种促进作用的确存在，那么复合语素意识和衍生语素意识是否对英语词义推断能力有不同的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两种语言在语素意识方面相关显著，但在这种跨语言关系中，词法推断能力只与复合词有显著关联，与衍生词则没有这种关系。我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第一语言的复合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词义推断能力有间接但却显著的影响。

和预测一致，第一语言衍生语素意识比第一语言复合语素意识起到的促进作用要小得多。这个实验进一步证明，两种语言在语言/正字法上的差异会限制第一语言诱发的促进作用。有一点很清楚的是，第一语言的语素意识是一种基础能力，这一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促进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和词汇的发展。如果两种语言语素意识在某些结构上不一致，那么第一语言语素意识在这两种语言中的促进作用就会非常有限。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明确第二语言具体维度的形态学，并且大量接触第二语言书面文字以加强第二语言具体维度语素意识的发展。

综述和结论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双语发展中第一语言已有的元语言意识是如何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起促进作用的。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已习得的各种语言能力是如何在另一种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被同化和吸收的？被同化、吸收的这些语言能力，是如何推动另一种语言阅读能力发展的？经过对语言要求的一系列分析，我们预测，第一语言元语言意识对不同第二语言的跨语言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并通过一系列双语学龄儿童实验进行了检验。

有关语音意识的实验比较了第一语言语音意识对第二语言解码能力的影响，实验分别研究了在美国学习传统中文的儿童（CHL）和在印度学习英语的多语学生（EFL）。CHL实验表明，表音文字（L1，英语）的语音意识对表音拼音文字（L2）的解码能力，对形态音节汉字（L2）的解码能力有不同的作用。同样的，印度EFL实验显示，表音音节文字（L1，卡纳达语）语音意识的跨语言促进作用，只限于表音文字（L2，英语）中与其相似方面的解码能力。追踪研究发现，第一语言语音意识和解码能力推动了第二语言相应语言能力的发展，对于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这种跨语言影响是通过第二语言的相关技能和语言知识间接实现的。

最后一个实验比较了复合语素意识和衍生语素意识——两种中文（L1）语素意识——对英语（L2）词法推断能力的相对影响。与预测一致，与衍生语素意识相比（英语的衍生能力较强），中文的复合语素意识对第二语言词义推断能力的影响要大得多（中文和英语的复合能力都很强）。

总之，上述四个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跨语言促进作用在双语发展中存在系统性差异。总的说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双语学习涉及的两种语言和书写体系对语言要求的相似程度。总而言之，第二语言的相关阅读能力是在该语言特性和先前习得的第一语言阅读相关能力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摘要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has attracted serious research attention in reading research.The utility of this ability lies in its capacity for enabling children to analyze a word into its sub-lexical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onstituents.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learning to read, word segmentation is a critical competence that helps children learn the specific patterns of the grapheme-to-language mappings that are optimal in their language. In later stag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plays a different, but equally vital, role. The analytical capacity allows children to identify familiar sub-lexical elements in an unfamiliar word, and in so doing, makes it possible to extract par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word.Studies involving bilingual readers have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that once developed in one language,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transfers to another language, and promotes as a foundational competence, though in varying degrees, in reading development in another language.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is chapter are two fold:  (1) clarifying the role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sharable competence in biliteracy development, and(2) examining systematic variations in the facilitation benefit brought on by previously acquired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development.The chapter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constraints on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the role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ose constraints.It then discusses how first language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contributes to reading subskills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or later acquire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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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多元语言环境的影响力——早期双语经历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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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们致力于研究早期双语能力对儿童认知水平发展的影响。虽然该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很多，但是有关双语能力对于元语言意识和语言加工影响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或多半研究结果存在分歧，或发现的双语优势不能单由双语能力本身来解释，还存在像跨语言迁移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这样的影响因素。全世界有许多母语为汉语的儿童都掌握了一门第二语言。一般而言，他们所掌握的第二语言在结构上与汉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反而有利于在研究中排除非双语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在跨语言领域中开展的的早期双语能力的理论研究提供大量依据。

焦点阅读

·在双语儿童元语言意识和语言处理相关研究过程中，对可能面对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战展开讨论；

·详细介绍两个以汉语双语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探讨结构敏感度理论（structural-sensitivity theory） ——一个在语言领域中检验双语优势的新理论框架。

关键词

双语, 中文, 元语意, 语言加工

双语优势真的存在吗？

越来越多的文献和研究已经证实了双语能力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单语儿童相比，在一些含有相互矛盾或者误导性信息的认知实验中，双语儿童展现了更高的认知发展水平。比如，模糊图形翻转实验（ambiguous figure reversal）（Bialystok & Shapero，2005）、维度变化卡片分类实验（dimensional-change card sorting）（Bialystok，1999；Bialystok & Martin，2004）、西蒙任务实验（the Simon tasks）（Martin-Rhee & Bialystok，2008）以及错误信念推理实验（false belief reasoning）（Kovacs，2009）。

在这些实验中，被试儿童都需要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而这个过程与双语儿童独特的经历相一致——即双语儿童需要在两个相互干扰的语言系统间进行转换，并且需要选择对应的语言结构抑制来自非目标语言（non-target language）的影响（Bialystok，2009）。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这种独特的认知要求有助于双语儿童中央控制执行系统（executive functioning）的发展，而中央控制执行系统在工作记忆系统中承担的主要任务有：抑制冲动、认知弹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以及信息更新能力（Bialystok，2001，2009；Miyake et al.，2000）。

尽管双语经历是言语方面的一种经历，但是在工作记忆系统的认知弹性、信息更新能力方面，在中央控制执行系统抑制冲动方面，双语经历是否存在优势的问题，只有少量研究对此做出过报告（例如，Ben-Zeev，1977；Bialystok，1986，1988；Cromdal，1999；Cummins，1978；Davidson，Raschke & Pervez，2010；Gathercole，Sabastian&Soto，2002；Gathercole ，2007；Yelland et al.，1993）。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很多的文献和研究比较了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在语言与读写能力方面的发展差异，但是它们的研究重心比较偏向于双语儿童存在的劣势（例如，Lipka，Siegel & Vukovic，2005；Lipka & Siegel，2005）。因此，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是对于早期双语经历如何塑造中央控制执行系统的语言习得机制，它们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根据现有文献记录，在大部分有关双语经历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研究中，都仅测试了双语儿童使用的两种语言中的一种，这类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儿童加工一门语言结构特征的能力。比如，通过句法判断测试来探索句法意识的研究已经证实，两种语言平衡发展的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更能接受句法准确但语义错误的句子，比如说A cat barks （一只猫在叫）（Bialystok，1986，1988；Cromdal，1999；Davidson，Raschke & Pervez，2010；Gathercole，Sabastian & Soto，2002；Gathercole，2007）。这类测试要求儿童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上，与儿童通常比较关注语义本身的自然倾向相反，双语儿童能够更好地抑制这种本能倾向，在这类测试上的表现优于单语儿童。

通过对不同双语背景儿童的研究，双语经历在句法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有关双语经历对其他元语言意识及加工的影响研究并不深入，一方面，两者间的影响研究尚未被大量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亦无法证实其主因完全是双语的作用。比如，在语音加工领域中，双语优势通常被解释成语音技巧的迁移，而这种迁移是通过对双语中一门语言具体特征的体验产生的。大部分研究发现，那些具有双语优势的人群，他们掌握的其中一种语言至少含有如下特征：

（1）含有相对简单且规则的语音结构的语言，比如意大利语，它仅含有五个元音，并且没有双元音（Campbell & Sais，1995）；

（2）具有更显著的可分解单位（segmental units）的语言，比如法语，与英语相比，它含有更加明显的音节单位 （Bruck & Genessee，1995）；

（3）具有更规律的书写系统和语音对照的语言（more transparent languages），比如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 （Bialystok et al.，2003，2005）。

结构敏感度理论

在双语儿童的语言以及读写发展过程中，尽管跨语言迁移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层面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双语作用是否仅局限于跨语言迁移的范畴呢？当前研究并未深入探索的问题是：双语经历是否会影响中央控制执行系统中的语言习得以及加工机制？或者说，双语的作用是否只单纯存在于跨语言迁移过程中，双语作用是否会受到其他语言具体特征的影响？

为了更全面地探索非跨语言迁移范畴内的双语作用，理查德·安德森等人（Kuo & Anderson，2010）提出了结构敏感度理论。在白田与迪亚兹（Hakuta & Diaz，2005） 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双语对非言语加工作用的研究文献 （Bialystok et al.，1999，2004，2005）基础上，该理论提出双语可能有助于儿童更迅速地识别语料（linguistic input）、理解语言结构。这种双语的优势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

（1）为了克服两种语言间的干扰，双语儿童可能习惯于关注语言本身的结构特征，而且能够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

（2）双语可能有助于对两种语言间的相似与差异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导儿童注意导致语言间异同的变量，这种经历可能会让双语儿童更能表达或理解语言的抽象结构。

研究方法的挑战

在设计言语测试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证实双语经历对元语言发展以及超越跨语言迁移范畴的语言加工的影响，研究者们需要面对两个研究方法层面的挑战。

挑战一：选择哪一门语言来进行研究测试？

大部分的双语研究将双语儿童的第二语言与单语儿童的母语相比较。关于词汇量的研究结果显示，通常说来，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的双语流利程度都比较低 （例如，Bialystok，Luk & Peets，2010；Oller & Eilers，2002）。由于元语言测试可能与语言熟练度紧密相关（例如，Kuo & Anderson，2008），因此，尽管双语儿童在元语言测试中的优势可能源于他们独特的双语经历，但是研究者们却很难确定在双语儿童元语言加工发展过程中是否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较低的语言水平以及其他语言的影响。

挑战二：如何设计言语测试?

尽管在语言测试中发现了双语儿童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否能归因于双语的自身优势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双语儿童更关注第二语言的结构特征的原因可能在于，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他们更易接受注重句法或者语言结构的教学（Kuo & Anderson，2008）。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尽管接受更加具体详细语言结构的讲解与教学可能是双语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能够作为双语经历的内在属性或本质。

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方法是，设计出更加强调共通的语言单位或者结构的测试。为了排除跨语言迁移以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教学的影响，研究中关注的结构或者语言单位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1）在两种语言中，它们出现的频率有差异，或是在其中一门语言中，出现频率较低；

（2）在两种语言习得过程中，它们并没有被具体讲解，或者仅在双语与单语儿童共通的语言中被详细解释过。

在语音意识领域中，研究者们不仅可以将测试内容聚焦在两种语言共通的语音分解单位上，以及遵守双语/单语被试使用语言规则的音节结构上，同时，也可以采用双语/单语被试都不熟悉的“不存在音节”进行测试。如果双语儿童在加工处理这类结构或者单位的过程中，仍然展现出优势，就表明这类优势源于他们的双语经历，即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结构的经历使双语儿童更擅长比较不同的语言结构。

中国台湾地区普通话—闽南语双语儿童研究

为了验证上述结构敏感度理论，研究者（Kuo & Anderson，2010）开展了有关台湾地区普通话—闽南语双语儿童以及普通话单语儿童语音意识的实证研究。在中国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闽南语，但没有独立的书写系统，因此可排除书写系统上的跨语言影响。在这项研究中，双语被试和单语被试的母语均是普通话，因此也排除了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教学的影响。

在首韵意识测试（onset awareness）中，实验刺激包含两个维度，每一个维度分别有两个条件：

（1）共有性（闽南语—汉语共有首韵音节、汉语专有首韵音节）；

（2）存在性（“存在音节”和“不存在音节”）。

闽南语—汉语共有首韵音节，是指包含有普通话以及闽南语中共有首韵的音节；汉语专有首韵音节，是指含有普通话独有首韵的音节；“存在音节”包含普通话中的音节；“不存在音节”包含由普通话首韵和尾韵人为组成的音节，这些音节既不符合普通话的音位组合规律，也不符合闽南语的音位组合规律。换句话说，这类音节并不存在于普通话以及闽南语中。

实验结果显示，尽管双语被试与单语被试在含有汉语专有首韵音节的样本测试中表现相近，但是，双语被试在分解（segment）与比较两种语言首韵的过程中展现出优势。双语儿童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生活，处理加工这些语音单位的经历更加丰富。也同时证实了，语境多样性对语音单位的分解、辨识以及语音习得有重要影响（Gomez，2002）。

同时，虽然双语被试与单语被试在包含普通话音节的语音意识测试中表现相同，但双语被试在包含“不存在音节”的测试中有更好的表现。该实验结果显示，双语经历让分解、辨识语音单位的能力从音节层面拓展到次音节层面成为可能，从而使双语儿童可以更有效地分解辨识“不存在音节”。在有关日语—英语双语儿童语音意识的研究中（Kuo et al.，2011） ，同样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双语儿童如何习得新语言？

另一个排除跨语言以及教学影响的方法是，检验双语儿童习得全新语言的能力，同时可排除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语言水平差异的影响。研究（Nation & McLaughlin，1986）检验了单语被试、双语被试以及多语被试学习人工句法的能力。该实验由两部分组成：

（1）学习阶段：被试需学习设计好的人工句法，在学习过程中，被试收听语料，但并不了解明确的句法规则，被试需借由自然接触语料习得人工句法；

（2）测试阶段：当刺激出现在人工句法中，被试需要对其语法的合法性做出判断。

实验结果显示，与双语被试和单语被试相比，多语被试的表现更佳。由于被试的语言背景并没有详细充分的记录，尽管研究者（Nation & McLaughlin，1986）提出多语者拥有更好的认知弹性，但是我们并不能仅根据他们的实验便认定，多语被试更好的认知弹性完全归因于他们的多语经历，因为他们有可能天生即拥有较高的语言学习天分，有能力同时掌握多种语言。

有研究者（Kovacs & Mehler，2009）进行了一个与之相类似的研究，他们比较了12个月大的双语婴儿与单语婴儿，是如何同时习得两种不同的言语规则的。双语婴儿被试从出生开始一直生活在双语环境中，其中一种语言是意大利语，而另一种语言截然不同。这项实验采用了两种言语结构，这两种结构都包含有三个音节，但是它们有着不同的重复顺序：

（1）第一种结构为AAB结构（如，lu-lu-vu）；

（2）第二种结构是ABA结构（如，lo-vu-lo）。

选择偏好任务（preferential-looking）的实验结果显示，双语婴儿表现比单语婴儿更佳。双语婴儿可能更灵活地学习全新的言语结构。研究者（Kovacs & Mehler，2009）指出，在多种语言环境中学习，双语婴儿能发展出更佳的加工处理多种语言规律的能力，从而能够避免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发展出更有效的学习机制以及提取新语言的机制。

后者实验被试是从出生后一直生活在双语环境中的婴儿，并不像之前的实验被试那样，需要根据被试的当前双语水平进行选择，所以后一实验结果为“双语儿童在学习多种言语结构方面有优势”的论断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

但是两项研究同样具有局限性。由于双语被试的双语经历不尽相同，我们并不能清楚测试使用的言语结构（AAB或者ABA）是否存在于双语被试使用的语言中。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考虑双语被试以及单语被试已掌握的语言结构，因此并不能证实双语经历是导致双语被试以及单语被试测试结果存在差异的唯一原因。

从上述实验的局限性出发，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关于普通话—闽南语双语儿童与普通话单语儿童学习“不存在音位结构”的研究（Kuo & Anderson，2012） 。音位组合，指音素在语言中的分布排列规律。以/p/开头的单词为例，在英语中，/p/后的辅音音素可以是/l/和/r/（如，play，pray）。而在德语中，/p/后也可以接/f/和/s/组成辅音音丛 （Pferd，Psychologie）。在这项实验中，人工语言中的音节是由台湾地区普通话中已存在的首韵（onset）与尾韵（rime）构成的，台湾地区普通话是参与本次研究的双语被试与单语被试使用的主要语言，实验中使用的音位结构或条件并不存在于台湾地区普通话或者闽南语中。

在学习阶段，被试收听和学习人工语言，但没有任何有关音位结构的具体讲解。在完成学习阶段后，被试需要完成一个二选一测试，被试会听到两个音节并需要选择出与刚刚听到的语言更相似的那个音节。在这些实验刺激中，学习阶段中出现的音节占1/2，而另1/2的实验刺激音节尽管采用了实验使用的音位结构，但是并没有出现在学习阶段过程中。

根据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儿童被试的实验结果，与单语被试相比，双语被试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出这种“不存在”的音位结构音节。由于人工音位组合并不存在于双语儿童被试使用的语言中，因此，这项实验结果支持了结构敏感度理论（Kuo & Anderson，2010）。

新的研究趋势：从语音加工到构词、句法加工

全世界有很多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都掌握着另一门语言。通常来说，这门第二语言可能在类型上与汉语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英语；或者该第二语言可能是方言，没有独立的书写系统，也并不是通过学校的教学而习得。双语结构、书写系统和学习经历的差异，有助于排除由跨语言迁移以及教学因素造成的影响，更为探索双语经历在元语言发展以及语言加工中的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正如上述几部分提到的，有关于汉语双语儿童的研究已经证实，双语经历在语音加工中的作用可能已经超越了跨语言迁移的范畴，而且被解释成对语言结构特征的敏感程度（Kuo & Anderson，2010，2012）。本质上，由于语音、构词以及句法都是在操作一种相似分布排列规则（Chomsky，1965；Chomsky & Halle，1968），因此双语儿童也有可能在构词加工以及句法加工的过程中展现出较高的结构敏感度。比如，在一个英语单词中，能够跟在/b/和/p/后的辅音只有/l/和/r/（bloom，broom，play，pray）。音素/b/与/p/在辅音中属于双唇塞音，音素/l/与/r/属于流音。在英语中，音素/p/与/b/开头的辅音音丛的分布排列规则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达：

[双唇塞音]+[流音]

构词与句法也有类似的分布排列规律。比如，名词后缀 -tion只能接在动词而不是形容词之后（speculation，estimation，distribution），而名词后缀-ty只能接在形容词而不是动词之后 （tranquility，sanity）。句法规则体现在单词在言语中的分布与排列。比如，在英语中，形容词通常在名词之前，而在法语中形容词则位于名词之后。

考虑到不同语言结构也具有相似的规则，我们有理由将双语元语言发展的研究从以往的语音加工方面扩展到构词以及句法加工方面。

构词规则：动宾复合词与宾动复合词

语言学家提出，当结构中含有一个动词与宾语的形容词复合词时，影响加工过程的主要在于音节的数量而不是语义与句法（Duanmu，2003）。当该动词为单音节时，宾语趋向于跟在该动词之后而不是位于其之前（例如，breakneck speed，break是一个单音节动词）。与之相对比，当该动词是双音节时，宾语一般位于该动词之前（例如，heartbreaking news，由于该动词与后缀-ing结合变成双音节动词，因此它的宾语位于该词之前）。这种结构规则已经在英语以及汉语的主谓宾顺序中得以检验。在汉语里，“收音机”一词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动—宾顺序，因为其修饰词含有一个单音节动词；而在“垃圾处理厂”一词中，由于动词“处理”为双音节词，其形容词复合词的宾语位于词首。有学者提出，由于受动词的音节数量影响，含有动词和名词的复合词结构展示出一个复合词加工处理的普遍原则（Duanmu，2003）。

名词+双元音动词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普遍存在于汉语与英语中，但在汉语中的出现率远远低于英语，因此可以使用该结构作为中英双语儿童和英语单语儿童研究的测试结构。虽然汉语中含有大量的复合词，但是动词+宾语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以及宾语+动词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的出现率比较低。在北京语言大学编辑的5000个常用汉语词中（Chinese Proficiency Test，2010），只有13个汉语词是动词+宾语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而宾语+动词的形容词—名词结构不存在。

根据最权威的文献搜索引擎——谷歌文献——对汉语和英语中两种相关结构出现频率的调查（见表8-1），在汉语水平测试中，动词+宾语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出现频率，是宾语+动词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出现频率的50倍。与之相比，在英语中，动词+宾语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属高频形容词复合词（breakneck），宾语+动词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是较常见的形容词复合词（heart-breaking），前者的出现频率是后者的四分之一。因此若在研究中发现，中英双语被试在处理英文中的宾语+动词构成的形容词—名词结构上的表现比单语被试好，这项优势就不可能是跨语言迁移所导致的，而应该归因于汉语中也含有相同的复合词结构，从而，中英双语被试可以更有效率地判断类似的语言结构。

表8-1 在汉语与英语中出现的高频率形容词复合词 （谷歌文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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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台湾地区普通话发音

双语经历会影响构词加工过程吗？

本文作者及其团队通过比较中英双语儿童和英语单语的儿童在构词加工方面的表现，检测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在处理复杂复合词结构属性过程中的差异。研究者用于测试的结构为含有一个动词与一个宾语的英文形容词复合词。

目标儿童的选取

研究者选择了57名儿童，其中包括28名三年级英语单语儿童（平均年龄=116月；SD=11），以及来自美国芝加哥郊区两所周末汉语学校的29名三年级中英双语儿童（平均年龄=112月；SD=14）。英语单语被试也来自于同一校区的一所小学。父母调查问卷显示，这两组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相近，并且没有被试患有学习障碍。

单语被试的母语均为英语，并没有规律性接触或者学习另一门语言。所有双语被试的父母母语都是汉语，仅有三名双语被试不是在美国出生，他们分别在1岁、2岁和7岁时移民美国。在27名美国出生（或2岁前移民美国）的双语儿童中，接受英语日托或是英语保姆照顾的被试平均年龄是3岁（SD=1）；开始周末汉语学校学习的平均年龄为5.24岁 （SD=1.6）。

表8-2总结了双语被试及其家庭成员在家使用汉语的比例。大部分的父母（63%）在超过75%时间用汉语和孩子交流；只有36% （n=11）的孩子在超过75%的时间里与其他家庭成员用汉语交流；在有兄弟姐妹的23名被试中，只有3名被试在超过75%的时间里与其兄弟姐妹讲汉语。11名被试（37%）身边至少有一名不会说英语、只能用汉语交流的家庭成员。他们每星期花在汉语作业上的时间平均为2.32小时（SD=1.13）；其中6名被试每星期要上平均1.2小时 （SD=.91）的汉语课；3名被试每周还要上额外的汉语课。被试对上汉语学校的兴趣打分平均是3.39分（满分为5分）（SD=.92），其中有1名被试表示完全不感兴趣，5名被试表示非常感兴趣。

表8-2 在不同汉语家庭生活的儿童（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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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一个好测试？

合成词游戏

研究者采用英语单词的二选一测试游戏来检测孩子们的结构意识。测试由24个问题组成，其中一半是填空题（filler questions），每个问题包含：一个答案提示，两个合成复合词。比如：

Dr.Kazer’s five dogs are fed by a robot.

Which of the two names for this robot sounds better?

“A dog-feeding robot” or “a feeding-dog robot”

在每个问题中，作为选项的两个新合成形容词都含有相同的动词+宾语结构，但是在答案选项中，由于动词+宾语的组成或顺序不同可将这些合成词分成两个类型：

（1）不易混淆条件。新词中的动词+宾语结构按照相同顺序排列，但是只有一个动词是带后缀-ing的双音节词（例如，dog-washing 与dog-wash）；

（2）易混淆条件。两个选项都由相同的宾语以及带后缀-ing的动词组成，但是它们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例如，dog-washing与washing-dog）。

为什么要用混淆性（confusability）来定义研究条件呢？原因有二。

首先，在不易混淆条件下的测试应比易混淆条件下的测试更容易。因为前者比较的是两个含有不同词的选项，而后者比较的是含有相同单词但不同排列顺序的选项。

其次，由于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含有动词+宾语结构，因此，被试需要克服对这种熟悉结构的本能倾向，从而，能够在易混淆条件下，对含有宾语+动词结构的试题做出正确选择。

命名游戏

测试中，用来提示与用来组成创新复合词的单词都是高频英语单词，为了减小被试解码能力的差异，所有的试题均由研究者口头读给孩子听。首先，参与测试的孩子会听到一个发明家的故事，然后，孩子们需要根据研究者提供的描述，为每一个新的发明或设备选择一个名字。为了削弱句法结构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Bock et al.，2000，2007；Chang et al.，2000），所有的试题中，有一半关于新设计的描述使用了主动语态，即动词位于宾语之前；而另一半则使用被动语态，即动词在宾语之后。

短时记忆游戏

由于信息的存储记忆能力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表现，因此研究者们还安排了一个短时记忆游戏。孩子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一项顺序数字记忆广度的测试游戏。在这项测试中，孩子们需要复述他们听到的一串数字，数字串的长度会逐步增加。尽管每一组数字串中的数字都是随机排列的，但依然遵循两个原则：

（1）在少于9个数字的数字串中，任何数字不可以重复；

（2）在含有10个或以上数字的数字串中，任何数字都不可以重复出现超过两次。

数字串是事先录好的，且语速适当（1秒1个）。当儿童在数字复述过程出现错误时，他们会听到另一组同样长度的数字串再试一次，如果继续出现错误，则短时记忆游戏终止。游戏的得分就是孩子最后一组正确复述的数字串中数字的个数。

双语儿童的语素意识更强

因为参与实验的儿童不能跳过任何一个问题，他们必须选出最佳选项，因此测试过程并未缺失任何答案，判断正确部分的比例可参见表8-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该测试的信度指数（Cronbach’s alpha）为.86。

表8-3 短期记忆测试、合成词测试和句法习得测试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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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同样也总结了短时记忆测试的结果，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没有组间差异[F（1，55）=.034，p=.85]，短时记忆能力与语素意识测试并没有明显相关（r=.04，p=.77）。

首先，我们对不同条件和组间的语素意识做了单样本t检验。两组儿童在两个条件下的表现均优于0.5的随机概率（见表8-4），这一结果表明两组儿童已经发展出了包含宾语+双音节动词结构的形容词—名词的结构意识。

表8-4 不同条件和分组的语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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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统计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alysis of variance）将组间及组内变量（实验条件）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被试组间和实验条件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F（1，55）=4.93，p<.05，η2=.08]。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1）单语英语儿童在不易混淆条件下，表现要远远好于其在易混淆条件下的表现[F（1，27）=8.82，p<.01，η2=.25]；

（2）而中英双语儿童在不易混淆条件下，表现比其在易混淆条件下的表现略好一些，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的标准[F（1，28）=.07，n.s]；

（3）再次，汉语—英语儿童与英语单语被试在不易混淆条件下的测试表现并没有明显差别[F（1，55）=.22，n.s]，但是在易混淆条件下的测试中存在明显差异。更具体地说，中英双语被试的在该条件下的测试表现要明显高于单语被试的表现[F（1，55）=4.50，p<.05，η2=.06]。

结果显示，尽管两组儿童都已经发展出包含宾语+动词结构的形容词—名词的结构意识，但是中英双语儿童能够在易混淆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种结构。与结构敏感度理论提出的内容相一致（Kuo & Anderson，2010），研究结果显示，由于长期接触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在理论层面上，双语儿童能够更好地比较语言结构特征的差异，发展出较高水平的元语言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跨语言迁移因素的解释，在汉语形容词复合词中，由于宾语+动词排列的出现频率要远远低于动词+宾语的结构，中英双语儿童本应在易混淆条件下有较差表现。该实验的研究结果恰恰证实，双语儿童更善于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具体测试内容相关的信息上，并且能够抑制不相关信息的影响，（例如，Martin-Rhee & Bialystok，2008；Bialystok，2009）。

双语经历如何影响句法加工

双语儿童在结构敏感度上的优势能否扩展能够至句法领域中呢？句法（syntax），是指单词以及不同词义的短语在语言中组合或者共存的方式。比如在英语中，一个冠词（a）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会出现一个名词（cat），一个形容词（white）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冠词（a）和一个名词（cat）之间。在每一种语言中，从单词与短语词义分类，到这些单位构成句子的方式都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Bloomfield，1933；Harris，1951）。

研究者对中英双语儿童和英语单语儿童在人工语言句法方面的学习能力进行了比较。由于人工语言中的句法并不存在于双语儿童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中，跨语言迁移或者教学等因素可以被排除 （例如，Ben-Zeev，1977；Bialysotk，1986；Kovacs & Mehler，2009；Nation & McLaughlin，1986）。根据结构敏感度理论（Kuo & Anderson，2010），由于双语经历会令这些儿童在两种句法系统中不断切换，因此，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应该会对句法单位的分布排列做出更好的反应。

人工语言句法

研究者们使用的人工语言的句法，改编自一项经典研究（Saffran，2002）中的句法，描述如下，其中字母S代表一个句子，字母P代表一个短语，而所有其他字母（A、B、C、D、F、G）则代表一个词义分类：

S à AP+BP+（CP）

AP à A+（D）

BP à CP+F

CP à C+（G）

每一组词义分类都由2～4个遵循英语语音排列规则的单音节假词构成，人工语言的句法则包含了在自然语言中真实存在的可预测结构。比如，在短语A中，A类别的单词可以不与D类单词同时出现，但是D类单词的出现一定意味着A类单词的出现。C类与G类单词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关系。同样，B类短语可以不与G类单词一起出现，但是如果一个G类单词出现，那么一个B类短语必定会出现在其前面。图8-1总结了研究者们用到的句法、词汇、短语和人工语言句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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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句法习得测试中使用的句法、词汇和词组样本（Adapted from Saffran，2002）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语言句法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实际上它与英语和汉语是相反的（Saffran，2002）。在英语与汉语中，可预测的语言元素一般位于它们预测的短语之前。比如在英语中，冠词位于名词之前；在汉语中，标志性的“把”字会放在宾语之前。任何将英语或者汉语已有句法编入人工语言的努力，都会导致比较不理想的学习和研究结果。

人工语言学习测试

学习与测试内容由母语为英语的朗诵者使用录音器录制而成。每一个测试组都由一对句子组成：

（1）一个未在学习列表中出现过的新语法句；

（2）一个非语法句。

测试的三个阶段包括：练习阶段、学习阶段和测试阶段。

练习阶段

儿童会了解到在不同语言中，单词的组合方式是不同的，这次研究目的是看看孩子们如何习得一门新语言。在实验中，共有两组练习，每一组练习由两个句子组成。在这两个句子中，它们都含有相同的、真实的英语单词，但是它们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儿童每次会听到两个句子，并且需要在测试表上指出“哪一个句子更像英语句子？”。测试表包含了句子编号（1和2）和用来做标记使用的横线。如果儿童认为第一个句子（编号1）听起来更像英语，那么就在后面的横线上标记“X”。

在第一组练习中，句法正确的句子在语义上也是正确的。而在第二组练习中，句法正确的句子在语义上是不正确的，因此儿童需要根据他们的句法知识进行判断。

学习阶段

儿童会听4遍需要学习的内容。学习列表包含了人工句法的语句[4]。参照以往有关青少年儿童的统计测试流程（例如，Kuo & Anderson，2010，2012；Saffran，2002），研究采用了一项可以保证儿童乐于参与的方法——火星语学习计划。在收听学习内容的过程中，儿童会看到一组幻灯片，每一页幻灯片都附一张外星人的图片。孩子们就会知道他们将要学习的是火星语，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他们需要听得非常认真仔细。但实际上，学习过程用到的假词与幻灯片中出现的外星人（指示物）没有任何关系。整个学习过程会持续20分钟。

测试阶段

完成学习阶段后，儿童会进入测试阶段，他们通过耳机一次会听到两个句子，并且需要指出哪一个句子更像刚才听过的火星语。下列句子就是在研究阶段中使用到的样本：

Rudpell neb dupp

Rudpelldupp

每个句子都由不超过五个单音节的假词组成[5]。在测试阶段，测试内容不包括任何视觉展示。

双语儿童的句法学习优势

在句法习得测试中正确判断的比例可以参见表8-4。由于短时记忆能力有可能会影响到语法规则的习得（例如，Martin-Rhee & Bialystok，2008；Kuo& Anderson，2010），研究者首先进行了短时记忆与句法习得测试的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变量间不存在相关联系（r=.09，p=.51）。但是在安德森等人的语音排列研究中，测试结果显示，短时记忆能力与语言习得测试表现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种测试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测试内容和样本造成的。在本文所述研究中，学习阶段不包含任何的实验刺激，而在安德森等人（Kuo & Anderson，2012）的实验中，有一半的实验刺激出现在学习阶段。

为了检验儿童是否成功地习得人工句法，我们用单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的表现均超过随机概率[（单语儿童：t（27）=2.41，p<.05；双语儿童： t（28）=6.34，p<.001）]。两组儿童都能成功地分辨符合人工句法和违反人工句法规则的句子。与以往对不同年龄、不同语言背景的单语人群的测试结果相比（例如，Chambers，Onishi，& Fisher，2003；Kuo，2009；Kuo & Anderson，2012；Onishi，Chambers，& Fisher，2002；Saffran，2000），该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两组儿童不仅能够学习人工语言的句法，也能够在新的语言环境使用该句法。

研究者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估双语经历在句法习得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在短时记忆能力上，组别间并不存在差异，且与句法习得测试表现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它（短时记忆能力）并没有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结果发现，在句法习得表现上，组间差异显著[ F（1，55）=6.67，p<.05，η=.11]，即中英双语儿童在测试中有更好的表现。

由于研究者使用的表语句法（predicative syntax）的方向性与英语和汉语相反，因此，中英双语被儿童与英语单语儿童表现出的任何差异不可能是跨领域迁移或者语言教学的原因带来的。研究结果指出，尽管单语儿童与双语儿童能够掌握一个人造句法，但是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能够更有效地掌握新句法的规则。

结 语

尽管双语经历可能会通过一些途径——例如跨语言迁移或者第二语言教学等——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影响，但是研究双语经历本身对于语言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同样重要的。全世界有许多母语为汉语的儿童都掌握并使用一门第二语言，而这门语言往往与汉语语言系统有很大的差异，这为双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依据与空间。

在语言加工过程中，双语儿童对于语言结构敏感度的优势是否可以扩展到构词以及句法领域中？在人工句法学习过程中，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存在哪些差异？本研究给出了一部分解答：

（1）双语经历有助于双语儿童比较不同语言的结构属性，从而能够更理解或者掌握语言结构。

（2）双语被试在人造句法习得方面有更好的测试表现。在本实验中，更完善的实验设计进一步提供了更可靠的有关双语儿童在语言加工方面具有优势的证据。

本文中提及的两个实验同样也具有局限性，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实验研究中注意：

第一，由于时间方面的限制，被试儿童的语言流利水平并没有得到系统地评估。然而，由于这些实验中用到的语言结构或是显著存在于双语儿童的第二语言中，或是不存在于两种语言中，语言流利水平数据的缺乏应不会像其他双语实验研究中一样影响到实验结果。在实验1中，用于检测的语言结构是一个英语词语，而英语是单语儿童的母语也是双语儿童的主要语言。以往的研究已经多次证实，双语儿童在语言流利程度上反而落后于单语儿童（例如，Bialystok，McBride-Chang & Luk，2005；Oller & Eilers，2002）。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中英双语儿童的英文流利水平最多会与英文单语儿童的水平一致，若存在任何差异，应该也是单语儿童占有优势。

实验2关注非英语或汉语的人造句法习得，儿童的英语和汉语语言流利水平对实验结果的比较应该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然而，以往研究已经证实，双语流利程度对于认知和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性（Bialystok，McBride-Chang & Luk，2005），所以语言流利水平数据的收集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双语的作用。

第二，除了双语儿童的双语流利程度，儿童年龄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双语儿童的语言能力（Bialystok，2001）。在以往实验中，检测到的双语优势在儿童进入一年级时就会消失（例如，Bruck & Genesee，1995；Chen et al.，2004）。而在本章所报告的实验中，儿童均为小学三年级学生，这个年龄已经超出了以往实验中被试儿童的年龄。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测试方式或者检测目标语言知识层面的差异造成的。一项同时关注语音、构词和句法加工的发展性跨学科研究显示，年龄对于双语研究的影响值得重视。有关早期双语语言能力更为广泛的解释同样值得期待。

摘要Abstract

Psychologists have long been interested in the impact of early bilingualism on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However, despite vigorou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opic,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bilingualism on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has remained largely unexplored, either producing mixed findings or revealing advantages that cannot be ascribed solely to bilingualism perse.Many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speak a second language, usually one that is typologically distant from Chinese, which affords an opportunity for isolating extraneous factors and identifying effect of bilingualism perse and provides a fertile ground for studying theories of early bilingualism in a broader cross-linguistic context.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wo-fold.First, it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metalinguistic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of bilingual children.Second, it reports two empirical studies with Chinese-speaking bilingual children that were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structural sensitivity theory (Kuo& Anderson, 2010), an augmen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bilingual cognitive advantage in the verbal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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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发展——来自芬兰语和汉语追踪研究的启示



Traject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difficulties of reading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study in Finland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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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讨论了拼音文字中阅读技能的典型发展过程，并比较了透明语言（芬兰语）和不透明语言（英语）的巨大差异，然后分析阅读能力的非正常发展现象，深入讨论导致阅读障碍的原因。通过回顾芬兰追踪研究的系统发现，揭示了阅读障碍在发展过程中的早期鉴别与预测指标，并描述了如何通过GraphoGame为儿童提供早期的预防性训练。最后讨论了汉语中的阅读障碍现象以及汉语追踪研究的重要发现。

焦点阅读

·芬兰于韦斯屈阅读障碍追踪研究揭示了哪些早期阅读现象？

·Grapho Game 教育项目是如何帮助儿童进行早期预防性训练的？

关键词

阅读障碍，阅读发展轨迹，项目

阅读习得的起源及要素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阅读学习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新近才出现的能力。人类语言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出现，随后才是书面形式（Mattingly，1972）。不同的文字系统诞生的时间有早有晚，有的书面语言（文字系统）非常古老，例如汉语，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有的文字系统相对比较年轻，例如芬兰语，是一种“很年轻”的语言，直到1543年，米卡艾尔·阿格里高拉（Mikael Agricola）才在他的《ABC字母书》（Abckirja）一书中首次提到如何书写芬兰语。相对于芬兰语，英语的历史悠久得多，其词汇源自许多其他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拼音文字中的口语单词能够被切分为更小的声音组成单位——音位，书面单词也能够切分为字母。就阅读学习而言，在拼音文字环境中，儿童通常需要学习音位与字形（字母或字母组合）的对应关系。虽然芬兰语和英语都属于拼音文字，但就口语语言和书写形式的对应关系而言，二者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两极。

从发展口语过渡到学会阅读，个体需要学会理解口语中的声音与书面语书写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首先要求个体要具备一定的觉察语音组成成分的能力，如语音意识。基于进化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人类生而具有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和自动化的音位加工模块，这种音位加工技能对口语的习得虽然并非必不可少，但其对书面语的阅读学习却非常重要（Liberman，1998）。语音意识包含了一系列的亚技能，反映了个体对不同语音单元的知觉能力，包括小单元（如音位）（Snowling，1980；Muter，et al.，1998），也包括大单元（如首音或尾韵）（Goswami& Bryant，1990）。

按正字法由浅到深的顺序，不同的拼音文字可以排列成为一个连续体（Frost，et al.，1987；Seymour，et al.，2003）。例如，芬兰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属于浅层正字法语言，位于连续体的一端；法语、丹麦语和英语属于深层正字法语言，处在另一极端。

芬兰语是一种浅层正字法且极度透明的语言，其书面书写符号和口语音位之间是完全双向一一对应的。例如，在阅读过程中，字母k的发音永远是音位/k/，而反过来，在听写过程中，音位/k/只能写为字母k。因此，芬兰语的阅读初学者可以使用一个特定的字母来表征一个特定的语音，这非常有利于芬兰语形—音对应规则的习得，儿童一旦习得了字母表中所有字母的发音，那么就能够迅速理解“把多个字母组合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单词”[例如，m+a+t+o=/mɑo/ （虫）]。

然而，英语中的阅读初学者面对的情况则没那么简单。作为深层正字法语言，英语中的形—音对应关系非常不透明。英语中有的字母名称和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明显。例如，字母w的名称读起来像“double you”，但其最常见的读音却是/w/。又如，字母I最高频的读音是/i/，例如单词in，但是其字母名称并不是/i/。此外，英文中字母和语音的对应关系是双向不一致的（Ziegler，et al.，1997），就字形到语音的阅读过程而言，单词they、weigh、hay中都包含着同一个音位/ ei/，但对应的书写形式却很不一样。而在语音到字形的拼写过程中，相同语音可能对应着不同的字母组合，例如there、their 和 they’re。在后一个例子中，三个单词（短语）的读音完全相同，究竟应该写成哪一种书面形式则主要取决于句子语境。

拼音文字阅读习得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可以用“双通道理论”来解释，其中双条通路分别指的是词典通路和非词典通路（例如，Ellis & Young，1988；Morton，1969；Seymour，1986）。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单词的识别首先得经过一个视觉分析过程，如果该单词是熟悉词，那么将通过词典通路完成阅读任务；反之，如果该词不是熟悉词，那么阅读者必须被迫使用非词典通路，通过形—音对应规则来进行阅读。以例外词“yacht”为例，如果阅读者能熟练识别该词，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词典通路顺利读出该词；但如果阅读者不熟悉这个词，那么只能转而使用非词典通路。由于例外词不符合形—音对应规则，此时形—音转换将失败，阅读过程受阻。

基于双通路模型的假设，熟练的英语阅读者能够越来越熟练地使用词典通路进行阅读，只有遇到不熟悉的单词时才会使用非词典通路，即通过相对较慢的解码和重编码完成阅读任务。然而，阅读初学者在词汇量不足，熟悉单词积累不充分的阶段，只能被迫更多地使用非词典通路。

只有形音之间的配对关系足够明确，才能使儿童发现并识别其中对应关系的一致性或“共用单元”（Ziegler & Goswami，2005，p.3），最终学会分解单词，并在遇到生词时能够使用这些共同单元。事实上，共用单元的大小取决于正字法的一致性。例如，在高度透明的芬兰语中，其形音对应高度一致，儿童很容易就能将小的共用单元（音位）准确迁移到生词阅读中。相比之下，在英语中，较大的共用单元（韵尾）的形音对应一致性要比较小的公用单元（音位）更高，因此儿童更可能发展出相关策略，运用更大的共用单元来促进阅读。

在芬兰，虽然儿童约7岁时才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学前通常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书面文字，因此，虽然学前儿童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阅读教学，但约40%的儿童在入学时就已经能够阅读。相比之下，在英国，儿童约4岁半就进入学校，在入学之前接触书面文字的程度要低于芬兰儿童。一项欧洲跨语言比较研究发现（Seymour et al.，2003），在不透明语言环境（如英语）中的儿童，至少需要接受两年以上的正规阅读教学，才能达到透明语言环境中（如芬兰语）同龄儿童的同等阅读水平。毫无疑问，英语的语言复杂性给阅读初学者带来了更大的学习负担（Ziegler & Goswami ，2005），英语儿童需要学习的形—音对应数量要远远多于芬兰儿童。对芬兰语而言，学习的一个难点是音长的辨别，当一个字母连续出现两次，即字母重复时，表明该音位是持续时间较长的长音[例如，mato （虫）；matto （地毯）]。

阅读习得困难的影响因素

读写能力的普及，通常被认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种种原因还有成千上万的学习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不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其中一些因素来自于外部环境，例如缺乏教师、教学资源、好的教学方法或受教育机会（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项目，2014）。但还有其他一些儿童，尽管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接受充分的阅读教学，却仍无法获得应有的读写能力，这些孩子被称为“阅读障碍儿童”。

阅读障碍最初被欣谢尔伍德（Hinshelwood）称为“天生词盲”（1895），后续学者又提出过许多其他定义。从研究发展来看，早期的阅读障碍定义注重于“排除”非障碍原因的相关因素（Critchley & Critchley，1978），后期转变为比较预期能力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异（Reynolds，1984）。近年来，研究者将阅读障碍放在一个涵盖了“底层”（为什么）和“表层”（怎么样）因素的框架中进行探讨（Coltheart & Jackson，1998）。目前，阅读障碍的定义可以总结如下：

“阅读障碍是一种学习困难，主要表现为单词阅读和拼写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不足”，并伴随有语音意识、言语记忆和加工速度方面的缺陷（Rose，2009: p.30）。

由于诊断标准的不同，研究者报告的阅读障碍发生率也有所不同，一般介于4%~8%（Snowling，2008）。

基于目前的定义，阅读障碍“底层”因素主要指自然的生物因素。大量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存在基因基础（Cardon et al.，1994；Grigorenko，2001）。阅读障碍的第一个候选基因的发现（Taipale et al.，2003）正是基于芬兰于韦斯屈莱阅读障碍追踪研究的数据。阅读障碍具有家族遗传趋势，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家族风险研究、追踪研究和双生子研究（Puolakanaho et al.，2007；van Bergen et al.，2014；Torppa et al.，2011；Scarborough et al.，1998；Snowling et al.，2008；Lyytinen et al.，2008；Olson，2006）的支持。此外，研究还发现，先天和后天、或基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也是影响阅读障碍底层原因的重要因素（Pennington，2006；Plomin，1994；Rutter et al.，2006）。

语音加工缺陷或者说语音意识缺陷是导致阅读障碍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同（Vellutino，1979；Stanovich，1990）。研究者认为（Snowling，1998）：

“特定的语音表征不足会阻碍阅读和拼写能力的发展，会让个体难以习得字母组合和语音之间的配对映射关系，而这种能力对于阅读学习至关重要。” （p.5）

在讨论了可能导致儿童发展为阅读障碍的底层原因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转向表层因素的鉴别——阅读障碍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从口语到书面语的发展评估并非易事，对非常年幼的儿童尤其如此。得益于神经成像技术的进步，例如脑电图（EEG），可记录大脑对于特定刺激的反应[事件相关电位（ERPs）]，使得研究者可以通过有目的的测验，评估儿童在阅读发展过程中各个独立影响因素的发展水平。

芬兰语阅读障碍的早期鉴别

芬兰于韦斯屈莱阅读障碍追踪研究（Jyväskylä Longitudinal study of Dyslexia，简称JLD）始于2003年，是世界上最为深入的阅读障碍追踪研究之一。该项目对200名儿童从出生开始即进行追踪，直到青少年时期（现在）。所有孩子都来自芬兰于韦斯屈莱地区产检诊所的志愿者招募，其中一半儿童存在阅读障碍家族遗传风险。如果儿童的第一等亲（父亲或母亲）和其他近亲中有一人存在阅读困难，则定义这个儿童具有阅读障碍家族遗传风险，归入风险组；而其他家庭背景中无报告阅读障碍现象的儿童则归入到无风险组（详见相关家长评估）（Leinonen et al.，2001）。

JLD项目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找到阅读障碍的表层因素——阅读障碍鉴别和预测的最有效指标，以期尽可能早地预测哪些儿童会在将来表现出阅读困难。早期鉴别对于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为阅读障碍儿童提供适当的干预，则可以减轻他们今后出现阅读困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从出生开始到青春期，JLD研究中的儿童接受了大量的测验评估，涉及了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行为和观察等不同方面，其中包括不同的测验指标，例如，最早的发音、出生时对语音和纯音的ERPs，婴幼儿时期表达性语言和接受性语言发展的不同侧面，学龄初期早期阅读的准确性和自动化流畅阅读的习得，以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高年级读写和阅读理解测验等。

追踪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可能是我们能够对早期的前瞻性预测指标进行回溯分析。在研究的早期，我们认为如果风险组和无风险组在某个指标上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那么这个指标就是前瞻性的预测指标，这些指标通常都与口头语言的发展有关。而后续的回溯分析使研究者可以基于书面语言的发展，例如阅读能力的习得，重新评估这些最初发现的预测指标的有效性。

阅读障碍的表层预测指标

新生儿的纯音及语音的知觉加工

JLD研究中的儿童在出生后几天内就会接受测验评估。研究者给新生儿播放不同时长的元音刺激，例如长元音/ka:/和短元音/ka/，同时记录新生儿头皮表面的脑电反应，从而推测其大脑对音长变化的觉察能力（Leppänen et al.，1999）。结果表明，风险组新生儿表现出右半球加工的大脑偏侧化，而无风险组的新生儿则刚好相反，表现出左半球偏侧化。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元音音长相同的情况下，仅呈现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组成的音节（如/ba/、/da/、/ga/）时，风险组新生儿的右半球激活仍然比无风险组新生儿更明显（Guttorm et al.，2003）。正如下文所要继续讨论的，这些个体出生时即表现出来的对语音知觉的反应差异，可预测他们八年之后（二年级时）的阅读能力发展情况，而正常的芬兰儿童此时应该已经能够准确阅读了。

6月大婴儿的音长知觉

在JLD儿童6个月大时，研究者采用“转头”行为研究范式，发现风险组婴儿对音长的语音感知能力比非风险组儿童更弱（Richardson et al.，2003），他们需要更长的音长差异（40毫秒或更久）才能区分出两个假词的不同[例如，区分长音/atta/和短音/ata/的不同]。其他研究者运用ERP技术，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Leppänen et al.，1999；Lyytinen，Guttorm et al.，2005）。

幼儿期的口语发展

在JLD儿童处于幼儿期时，研究者对他们的言语萌芽情况进行了测量，包括接受性语言（口语理解）和表达性语言（语言产生）等（Lyytinen P.，Eklund & Lyytinen H.，2005；Lyytinen P.& Lyytinen H.，2004）。结果发现，风险组中那些同时表现出接受性语言能力（理解）发展滞后的儿童，在后来（15岁时）的PISA测验中，阅读理解成绩低于其他所有亚群组。而那些仅仅在两岁时被鉴别为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滞后的对照组儿童，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恢复到与其他儿童相同的发展水平。

学龄早期的阅读准确性和流畅性

一般而言，阅读准确性的早期评估包括字母知识和语音意识测验，阅读流畅性的早期测量则通常使用快速命名范式。从3岁半开始，研究者就对JLD儿童的阅读萌芽情况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的成绩都是阅读障碍的良好预测指标，对风险组儿童尤其有效（Puolakanaho et al.，2007；Lyytinen et al.，2009）。大部分不能在学前自发习得字母名称知识的儿童，将会表现出阅读学习困难。这意味着阅读障碍高危儿童的潜在干预需要（字母知识）其实是可在早期识别出来的（Lyytinen et al.，2009）。

对儿童二年级之前所有时间点的语言相关技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数学建模（包括接受性语言、表达性语言、语素技能、短时记忆、语音意识、字母知识和命名速度等），结果发现，儿童的阅读发展可归纳为“典型”“退步”“不流畅”和“意外”四种不同的发展轨迹（Lyytinen et al.，2006）。退步组儿童的语音技能发展滞后，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落后于正常儿童一个标准差。不流畅组儿童的早期语言发展滞后，并且在5岁半时无法很快完成物体快速命名任务。他们阅读习得的滞后和阅读理解能力的不足，似乎主要源于其阅读流畅性的不足。意外发展组儿童在早期语言发展测验中表现良好，二年级时的平均阅读水平却比正常儿童落后0.5个标准差，但在后来（15岁时）的PISA测验中，其阅读理解成绩却又是四个组中最好的（Lyytinen，2014）。

阅读障碍表层因素的追溯确认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多个阅读障碍的表层预测指标，包括出生几天内的语音加工大脑半球偏侧化、6个月时不同音长的辨别能力、30个月的语迟现象、学前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能力。通过追溯性分析，研究者分析了上述早期预测指标和后来的语言和阅读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个体早期的语言能力和其后来的书面语能力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风险组和非风险组新生儿在EEG测量中表现出来的最早的组间差异，与他们后来的阅读发展先决因素（如接受性语言和言语记忆）密切相关（Guttorm et al.，2005；Lyytinen et al.，2005；Guttorm et al.，2010），并且，这种差异还和他们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存在相关（Guttorm et al.，2011；Hämäläinen et al.，2013；Leppänen et al.，2012）。事实上，在6岁半和9岁时的语音加工ERP测量中，儿童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组间差异，并且这种组间差异与儿童的阅读成绩显著相关（Hämäläinen et al.，2007；Hämäläinen et al.，2008；Hämäläinen et al.，2013）。更重要的是，早期的ERP测量也能预测儿童后来的字母知识和阅读流畅性发展（Leppänen et al.，2012）。此外，那些最终在8岁时表现出阅读困难的风险组儿童，其在新生儿时就表现出对声音频率变化的ERP异常，即音长辨别能力差，并且新生儿时的ERP指标与他们学龄期的音长辨别能力存在显著相关（Leppänen et al.，2010）。这种音长辨别的困难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小学前三年仍能被持续观察到（Pennala et al.，2010；Pennala et al.，2013）。此外，研究者对儿童6个月时的ERP测量进行回溯分析发现，其能预测儿童后来（14岁时）的阅读成绩（Lohvansuu et al.，2015）。

“语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1）接受性语迟；（2）表达性语迟；（3）接受及表达性语迟。第三类具有双重缺陷的语迟儿童，有很高的发展成为读写困难儿童的风险概率。JLD研究发现，仅有风险组儿童（Lyytinen P.et al.，2005）表现出上述趋势，他们在15岁时的PISA评估中，阅读理解能力仍然很差（Lyytinen，2014）。

在一项最新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二年级末时，大约50%的风险组儿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并且33%的风险组儿童达到了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而在无风险组中，达到阅读障碍诊断标准的儿童仅占9%[详见Lyytinen（2014）的讨论部分]。

总之，在当前的追踪研究分析中，我们主要是以JLD项目中的芬兰阅读障碍高危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回溯分析确认阅读障碍从儿童出生开始的表层因素。结果表明，风险组新生儿在加工语言相关的声音刺激时表现出右半球偏侧化。6个月大时，风险组婴儿需要更大的音长时间差异才能辨别出音位的不同（音长是芬兰语学习的难点）。从实践的角度，这两个早期测验指标所需要的技术——ERP和转头范式，均要求研究者具备专业知识并接受训练，因此很难进行大范围推广。相比之下，语迟评估指标更为理想，尤其是并发的表达性语言发展滞后，严重的接受性语迟儿童需要尽早地接受干预。在所有的预测指标中最有实践意义，并且也最容易得到儿童配合的测验，可能是字母知识、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等行为测验。从家长或教师操作的角度来看，在入学时使用一个简单的字母知识测验，就可以提供儿童未来是否会出现阅读困难的很多信息。而在早期鉴别之后，应当立即给予儿童必要的支持，这是阅读障碍预防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讨论如何提供这种支持。

阅读困难的预防：GraphoGame项目

GraphoGame™是一系列界面友好、基于计算机的阅读学习游戏的统称，最早是基于JLD的研究成果而开发的，最初的版本2001年投入使用。2003年至今，在芬兰教育部的支持下，GraphoGame™不断发展，目前全芬兰儿童均可免费使用[6]（详见Lyytinen et al.，2009）。日常用户数量高达10000人（全芬兰适龄儿童约为60,000人），该游戏确实可以很好地为那些有训练需要的芬兰儿童提供相应的阅读技能训练。几乎所有的芬兰儿童都能在一年级末成为准确的阅读者，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在接受正规教学之前就能够阅读。这主要得益于芬兰语的完全透明，儿童只需要学会30个书面字母的读音及形—音转换规则，就能基于口语经验读出任何可发音的单词或假词。

GraphoGame游戏界面的设计完全针对低龄儿童，因此只需要少许甚至不需要教师或家长的监督或参与，儿童即可独立开始游戏。该游戏能满足发展正常或发展异常的阅读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亦适用于第二语言学习者。

在参与游戏时，儿童需戴上耳机坐在电脑屏幕前，耳机中会出现一个语音（音位），同时屏幕上呈现多个书写符号（例如，两个字母或者字符）作为选项，而其中只有一个与耳机中的语音相匹配。所有项目从易到难排列。儿童的任务就是在视觉选项（符号）从屏幕顶端掉落到底端之前，尽快使用鼠标或触屏选出正确的语音对应项。如果儿童选择正确，那么接下来的书面符号选项数量将变多，掉落速度也会加快，并且连续成功的游戏者将会逐步过渡到音节或者单词阶段。反之，如果儿童选择错误，那么接下来的选项数量将减少，掉落速度也会减慢。这就是GraphoGame强调的自适应技术——根据儿童的现有水平，设置与之相匹配的学习材料及难度设置，确保游戏难度不会太大或太小，从而持续保持儿童的动机水平。为了更好地激发儿童的参与动机，游戏还设置了一个奖励代币系统（更多关于游戏过程中保持动机的重要性，详见Ronimus et al.，2014）。儿童可以在闲暇时间独立参与游戏，无须成人过多监管，也无须占用正规教学时间。游戏的难度进程由自适应算法得出的选项数量来控制，确保儿童拥有80%的正确机会。此外，为促进儿童的学习，每一阶段总有大约20%的项目对儿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Kujala，Richardson & Lyytinen，2010）。

只要儿童的监护人知情并同意，GraphoGame可作为一个研究工具，用于存储儿童游戏时的大量数据。GraphoGame的游戏数据将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中央服务器，其参数指标包括选择准确性和个体、群体、项目及反应速度的时间函数等，可供教师和研究者对游戏进程进行分析。数据结果能从不同层面为教学实践提供良好的指导。在个体层面上，基于游戏数据，教师和研究者可以鉴别出今后可能会出现读写困难的高风险儿童；在群体层面上，可为那些基于经验的优质教学提供量化证据支持。此外，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GraphoGame能为孩子提供“集成化”阅读指导，这对那些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而言尤其宝贵。

GraphoGame（芬兰名称为Ekapeli）目前在全芬兰的学校中广泛使用。近年来，GraphoGame在芬兰特殊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证实，并且还发展了训练阅读流畅性的游戏版本，以期提高芬兰儿童的阅读速度（详见 Saine et al.，2010）。由于英语的正字法更为复杂，英语版本的GraphoGame 有强调音位和尾韵的两个不同版本（详见 Kyle et al.，2013）。汉语目前已经开发了能帮助孩子学习拼音的拼音游戏，汉字游戏也正在研发中。

目前，在发达国家以及那些教学和技术资源都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中，不同语言版本的GraphoGame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开发了GraphoGame移动终端版本。GraphoGame项目的不断发展壮大促成了GraphoWorld的建立，形成了一个优质研究网络[7]。当前，GraphoGame项目组研发的一个重心是促进非洲儿童的读写学习，并且已经在赞比亚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进展到大量推广的阶段。该项目旨在沿用芬兰模式，借助教育部的支持，为所有有需要的儿童免费提供帮助（更多关于非洲的GraphoGame研究，详见Ojanen et al.，2015）。

赞比亚阅读教学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可能是教师的教学方法问题。赞比亚本土语言与芬兰语很相似，也是一种完全透明的语言。但赞比亚教师通常将英语的教学原则照搬到本土语言（如齐切瓦语）的教学中，这导致了儿童阅读学习的困难，尤其是元音的学习。赞比亚本土语言中，绝大多数的形—音关系非常透明，这与英语刚好相反，因此赞比亚儿童在阅读学习中会面临语言（赞比亚本土语言）和教学方法（基于英语的）之间的冲突，而基于透明的芬兰语而开发的GraphoGame则可避免上述问题，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更多请见Ojanen et al.，2013；Seymour，Aro & Erskine，2003）。

汉语儿童阅读发展及阅读障碍研究

汉语阅读障碍研究

作为非拼音文字，汉语并不存在系统而明确的形—音转换规则，因此，与正字法深度最大的拼音文字（英语）相比，更加不透明。汉语儿童需要经过长达3年左右的正规教学，习得3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才能熟练阅读报纸，其阅读习得年龄远远晚于拼音文字环境中的同龄人。

由于汉字的形态特点和表音、表意方式都与拼音文字存在着巨大区别，研究者曾一度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发展性阅读障碍问题。直到1982年，一项跨文化测验结果显示，汉语儿童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并不低于英语儿童（Stevenson，Stigler & Lucker，1982）。阅读障碍在汉语学习者中的检出率为5%~10%。

早期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主要参考的是拼音文字体系的研究范式，因此，语音加工技能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基于语音缺陷假说，针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也显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往往也存在语音意识、语音记忆和语音提取方面的缺陷（Chan & Siegel，2001；Ho，Chan，Tsang & Lee，2002；Ho，Chan，Lee，Tsang & Luan，2004）。这些儿童在首音位删除、声音分类和声调辨别任务中的成绩显著落后于同龄人（Huang & Zhang，1997），语音表征能力存在缺陷（徐世勇，彭聃龄，薛贵，谭力海，2001）。个案研究也显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存在着语音技能缺陷，音位、声调意识差，语言短时记忆能力弱的情况（Shu，Meng，Chen，Luan & Cao，2005；栾辉，舒华，黎程正家，林薇，2002）。

除了语音意识和语音短时记忆能力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连续快速命名的能力缺陷（Ho & Lai，1999；Ho，Chan，Tsang & Lee，2002；McBride-Chang & Ho，2000；Ho，Chan，Lee，Tsang & Luan，2004），这与拼音文字体系中的研究结果很一致，反映了语言技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阅读能力发展的因素之后，语素意识仍然对于汉字识别有显著的贡献（Wai，Fletcher，2001；McBride-Chang，Shu，Zhou，Wat & Wagner，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5）。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而言，虽然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都能预测儿童的阅读成绩，但是语素意识对阅读的重要性要大于语音意识（Shu & Anderson，1998）。语素意识是预测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区分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的最重要预测变量，而语素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儿童最普遍存在的核心缺陷，并且，这一缺陷很可能是汉语儿童阅读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吴思娜，2004；吴思娜，舒华，王彧，2004；吴思娜，舒华，刘艳茹，2005；Shu，McBride-Chang，Wu & Liu，2006；Li，Shu，McBride-Chang，Liu & Xue，2009），表现出汉语的特殊性。

目前绝大多数追踪研究的结论都是基于拼音文字研究，发现语音技能在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中的重要预测作用。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语言文字的特点会对儿童的语言和阅读习得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基于英语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文字中，尤其是非拼音文字系统——汉语。汉语阅读发展项目（Chinese reading development project，简称CRD项目）致力于通过对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儿童进行长期追踪，探索汉语儿童阅读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并为今后的教育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

汉语阅读发展追踪研究

汉语阅读发展项目开始于2000年，通过妇幼保健院的招募，有338个新生儿家庭参与了在北京开展的中国儿童语言调查（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简称CCDI）。所有儿童均为智力正常（经过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测评）、年龄相差在一岁之内的同龄儿童，他们的母语为汉语普通话，无视听障碍及器质性脑损伤，能够代表中国北京地区的普通儿童群体（Tardif，Fletcher，Zhang，Liang，Zuo & Chen，2008）。

从2001年开始，每年暑假都会有两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到儿童家中进行一对一的测查。得益于多年来家长和儿童的配合，直至2013年，该研究项目组仍然与293名儿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持续多年的追踪，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儿童语言及阅读发展的纵向数据，从代表综合阅读和语言能力的汉字识别与词汇定义任务，到相对底层的认知加工技能任务，如音位删除任务、语素产生任务和快速命名任务；从家庭背景信息，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问卷（出生施测）、亲子互动水平问卷（3岁施测）以及父母阅读习惯问卷（3岁施测），到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均获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汉语儿童的阅读发展轨迹以及预测汉语阅读障碍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阅读相关认知能力的发展轨迹研究

阅读困难的早期预测一直是研究者和教育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准确的早期预测可以帮助家长和老师在关键期对儿童实施有效的科学干预。研究者选取同一年进入小学的追踪项目儿童共261名，对这些儿童在学前期3～6岁测得的七项语言相关认知技能（语素识别、接受性语法、非词重复、音节删除、语素建构、快速命名、词汇定义）以及8岁测得的阅读技能进行了建模分析（Lei et al.，2011）。结果发现了四条不同的阅读发展轨迹：

正常组（所有认知技能和阅读能力发展都正常）；

赶上组（认知技能起初落后，但最后恢复正常）；

部分认知缺陷组（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成绩落后）；

多重认知缺陷组（语言意识、语素意识、快速命名和词汇定义成绩落后）。

其中，正常组和赶上组的儿童在8岁时（小学二年级时结束）均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是部分认知缺陷组和多认知缺陷组的儿童在阅读准确性和流畅性上均存在明显落后。这两组儿童存在成为阅读障碍的高风险，其中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任务在预测儿童是否属于高风险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的发现与拼音文字的研究发现一致，反映了阅读发展规律的跨语言普遍性，而语素意识的发现则体现了汉语的独特性。

通过对四组不同发展轨迹儿童的细致刻画，我们得到了汉语儿童阅读障碍的三个重要的早期预测因素（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这三个任务除了快速命名任务需要孩子认识几个阿拉伯数字之外，不要求儿童具备任何的书面语言阅读能力或者接触经验，因此很容易在学前儿童中施测，这对尽早发现存在阅读障碍风险的高危儿童并进行有效的早期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口语词汇发展轨迹研究

词汇发展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指标，在长期的追踪项目中，研究者选取了一项由儿童主动产出的词汇定义任务。例如，

“请问‘厨房’是什么意思？”

正确答案：“做饭的地方”。

对儿童从学前到小学后期长达7年的词汇发展进行了跟踪测查（Song et al.，2015）。结果发现了三条不同的词汇发展轨迹：高起点—高速度组、低起点—高速度组以及低起点—低速度组。其中高起点—高速度组儿童的母亲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儿童在各项认知技能上均优于其他两组，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低起点—高速度组在学前阶段与低起点—低速度组的词汇发展状况相似，但从7岁开始，低起点—高速度组加速发展并逐步达到与高起点—高速度组相同的水平。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帮助这些低起点的儿童加速发展的呢？

研究者深入分析了与语言和阅读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认知技能，结果发现，这些儿童在进入小学之后的语音和语素技能都有明显提高，很可能正是学校教育弥补了这些孩子学前教育经历的不足，促进了儿童阅读相关认知技能的迅猛发展，帮助这些儿童赶上了具有学前优势的同龄儿童，这说明了学校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尤其是家庭环境欠佳儿童的语言发展有着重要的补偿作用。

家庭环境对阅读发展的重要作用

儿童早期的认知技能发展水平是预测阅读障碍风险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家庭环境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来自拼音文字的大量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阅读和语言发展（Hoff，2003；Rowe & Goldin-Meadow，2009；Rowe，Raudenbush & Goldin-Meadow，2012）。为了探明汉语环境中家庭环境对儿童阅读技能的影响，研究者选取了262名具有完整家庭环境数据的同龄儿童，以家长问卷的形式对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测查，同时考察了这些儿童学前的语音加工技能、词汇加工技能以及三年级的阅读能力。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三年级的阅读能力，而加入学前的语音和词汇技能后，研究者发现家庭环境因素是通过对这两项认知技能的影响进而影响后期的阅读发展（Zhang et al.，2013）。

有趣的是，前面两项关注儿童阅读相关认知技能发展和词汇量发展轨迹的研究发现，处于优势组的儿童均来自有良好家庭环境背景的家庭（Lei et al.，2010；Song et al.，2015），这可能意味着家庭环境外部因素与早期认知能力内部因素同样重要，都是预测儿童后期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风险的重要指标，但这一结论需要今后更多的相关研究加以证实。

总体而言，基于汉语阅读发展项目，我们对汉语儿童的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通过对早期阅读轨迹的详细刻画，我们发现了预测阅读障碍风险的三个早期指标：语音意识、语素意识以及快速命名（Lei et al.，2010）。通过对口语词汇发展的细致追踪，我们揭示了入学之后认知技能的发展对儿童学龄期语言发展的重要补偿作用（Song et al.，2015）。最后，我们还发现早期家庭环境对儿童的阅读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Zhang et al.，2013），这对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都有着重要启示。

相对而言，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历史还非常短暂，研究数量也比较有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解释、预测层面，远远没有达到干预水平。但是有了追踪研究对儿童发展规律的揭示，可以使阅读障碍的早期鉴别和早期干预成为可能，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要Abstract

In the chapter, we first outlined typical acquisition of reading in the alphabetic language when contrasting the transparent Finnish and non-transparent English languages.Then the focus turned towards an examination of those contexts where reading acquisition does not progress in the expected way.The reason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why a child may develop with dyslexia, the distal factors, the focus then shifts towards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ximal factors, the manifestation of dyslexia o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The GraphoGame, which could provide preventive training of the first steps of reading skill, was described next.At the end, the Chinese dyslexia and the main results of Chinese longitudinal study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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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阅读时，孩子在看什么？——视觉注意与汉语儿童的读写能力发展



Visual attention and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cy development

[中国香港]刘铎（Liu Duo）[1]

书面语言的习得与使用（即读写能力）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需要多种心理活动的参与。这其中既包括语言特异性的心理加工活动（比如，元语言意识、言语知觉等），也包括一般性的心理活动（比如，视觉注意等）。任何一种心理功能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对最终的书面语言加工产生影响。在当前的儿童阅读研究领域，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不同语言中各种心理活动对书面语言加工的影响，但相对较多的研究仍然集中在言语特异性能力对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上。这种倾向在英语儿童研究中尤为明显。在非英语研究领域，有研究者将研究聚焦到一些一般心理活动对儿童语文能力发展的影响上，视觉注意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在本章内容中，笔者将首先介绍视觉注意的概念及其对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结合西方已有的研究证据，探讨视觉注意对儿童读写能力产生影响的机制。其次，笔者会参照汉语的特点，以及目前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对视觉注意在汉语儿童读写能力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讨论。最后，笔者会提出一些值得未来研究关注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方向。

阅读焦点

·汉字的视觉复杂性决定了视觉加工能力在汉字认知加工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本

章内容中，笔者将着重对视觉注意与汉语儿童语文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

视觉加工，读写能力，视觉搜索，阅读障碍

视觉注意，即对视觉信息的选择性注意 （Carrasco，2011；Vecera& Rizzo，2003），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心理加工能力。当你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挑选心仪之物时，或者当你在人群中寻找你的朋友时，视觉注意都是非常重要的。视觉注意可以帮助我们将有限的认知资源集中到我们想要进行进一步加工的事物上，并在不同的目标事物之间进行有效地转换；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周围其他事物对当前心理加工的干扰，从而保证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加工能够高效精准地进行。显然，书面文字也是一种视觉信息。而对这些视觉信息的加工当然也离不开视觉注意的参与。已有研究结果证实，至少在语义层面上，对书面字词的加工是需要视觉注意参与的（Stolz & McCann，2000）。那么，考虑到汉字的视觉特点，汉语儿童的视觉注意与其阅读能力的发展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视觉注意方面的问题是否是导致汉语阅读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本章内容将主要围绕视觉注意在阅读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并对视觉注意在汉语儿童阅读发展中的可能影响加以讨论。

在目前的儿童语言及读写能力发展相关领域，相对较多的研究者将视角放在了言语相关技能对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上。比如，在西方阅读研究领域，语音加工能力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影响儿童阅读发展的核心因素，语音加工能力不足可能是导致儿童阅读困难的主要原因（Ziegler & Goswami，2005）。也有不少的研究发现了口语词汇量（vocabulary）、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正字法加工能力（orthographic processing）以及自动化快速命名（automatized rapid naming，RAN）等对使用字母文字儿童在阅读发展上的影响（McBride-Chang，2004）。在有关汉语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研究领域情况也基本相同，即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上述几个概念展开。阅读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多种心理活动共同参与的认知过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对最终的阅读成绩产生影响（Vidyasagar & Pammer，2010）。因此，研究的着眼点不应该只局限在语言相关技能方面。事实上，已有研究者发现，一些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非言语相关技能方面存在不足（Castles & Coltheart，2004）。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一种非言语技能，视觉注意的发展跨越整个儿童期，而儿童的视觉注意又是其他认知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的发展基础（Smith & Chatterjee，2008）。因此探讨视觉注意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合理且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视觉注意

要对视觉注意与汉语儿童语言能力的关系进行探讨，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视觉注意？根据一般的理解，从注意的对象角度来区分，视觉注意主要可以分为视觉空间注意、视觉特征注意和视觉物体注意。简单来说，视觉空间注意（visual-spatial attention），是指对视觉呈现物体所在空间位置的注意（Vecera & Rizzo，2003），比如前面所举的在人群中寻找朋友的例子；视觉特征注意（feature-based visual attention），是指对某一视觉特征（如颜色、运动方向等）而非该视觉特征所在位置的注意（Carrasco，2011），比如有时我们会知道书架上的某本书封面的颜色，但并不知道它的位置；而视觉物体注意（object-based visual attention），则是指对一个从完型角度被知觉为整体的视觉呈现物体的注意（Vecera & Behrmann，2001），比如你同时注意到一位朋友的发型和上衣颜色，要比分别注意到一位朋友的发型和另一在朋友上衣的颜色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三种视觉注意彼此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目前大部分有关视觉注意与儿童读写能力的研究涉及的均为视觉空间注意，因此本章余下部分将主要针对视觉空间注意进行探讨，即后面提到的视觉注意均特指视觉空间注意。

阅读需要视觉注意参与

要探讨视觉注意对阅读的作用，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对书面文字的阅读是否真的需要视觉注意的参与？根据一般理解，对书面文字的语义加工是需要视觉注意参与的（Stolz & McCann，2000）。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Brown，Gore & Carr，2002）。比如，布朗（Brown）等人发现，对一个颜色条的命名报告时间会受到与这个颜色条一同呈现的另一个词语（目标）的影响，即如果呈现的词语的意思是一个相反的颜色，则对这个颜色条的命名时间会变长，而不论这个词语是否被导向到被试的视觉注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在书面字词的加工中视觉注意并非是必要的。然而，布朗等人的实验设计遭到了质疑。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在前两个实验中有效线索（即指示方向就是目标出现的位置）的数量只占33%（Besner，Risko & Sklair，2005）。由于大量的线索均为无效线索，被试的注意很可能无法被线索有效引导；而在后两个实验中，由于目标出现的位置被固定下来，被试也有可能在目标出现之前“顺便”注意其他位置。总之，布朗等人实验设计上的问题可能导致被试的注意无法被线索有效引导，从而降低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伯斯纳（Besner）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在实验中进一步将线索的有效性分为两种情况，即50%有效和100%有效。他们采用启动词汇决策范式，将启动词与目标词呈现在相反的位置上。他们发现，在线索50%有效的情况下，启动词对目标词的判断产生明显的影响，即若启动词与目标词语义相关，则出现语义启动效应；而当线索100%有效时启动效应消失。当线索50%有效时，实际上线索并不能帮助被试确认目标所在位置，因此被试需要对两个位置给予同样的注意。这样一来，出现在与目标相反位置的启动词也会得到足够的注意，从而导致语义启动效应的出现。而当线索100%有效时，由于被试可以根据线索非常确定地知道目标将要出现的位置，他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线索指定的位置上，也就是目标位置，而没有注意与目标相反位置的启动词，因此，被试对启动词的加工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启动效应的出现。该实验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结果（McCann，Folk& Johnston，1992）证明，视觉注意对书面字词的加工具有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在其综述中也明确提出了视觉注意先于视觉加工的这一特性（Luck & Ford，1998）。根据这些研究证据，在阅读过程中视觉注意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将从视觉注意的功能与成分两个方面，理解其在书面文字加工过程中的重要性。

视觉注意的功能及其在阅读中的作用

视觉注意有如下功能（Vecera & Rizzo，2003）。

（1）视觉注意可以增加被注意物体的对比度（contrast）与空间知觉分辨率（spatial resolution of perception）；

（2）视觉注意可以降低周围事物对当前物体加工的干扰；

（3）视觉注意可以促进个体对被注意物体的记忆。

这些功能在书面文字加工乃至日常阅读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字词的加工需要对字词细节有一定的识别，而视觉注意在提高对比度与知觉分辨率方面的作用则可以有效帮助个体对字词进行细节加工，尤其是，无论在字母文字中还是汉字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字形相似文字（比如，英文中的form和from，beep和deep；中文中的大、太、犬，未、末、木），在对这些字词的识别与区分中，视觉注意都具有重要作用。注意的这种功能被一些人比喻为“聚光灯作用”（Sengpiel & Hübener，1999），也就是说，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加工物体上时，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其次，无论是何种文字，在一篇文章中每个字词（或者字母文字中的一个具体字母）都是被其他字词（或字母）所包围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当前字词（或字母）的加工产生干扰。这种干扰被称为“拥挤效应”（crowding effect）。视觉注意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干扰。有研究者（Martelli，Filippo，Spinelli & Zoccolotti，2009）发现，相对于阅读能力正常儿童，阅读障碍儿童需要更大的字间距来识别视野周边区域的指定字母，同时阅读障碍儿童也需要更大的字号以达到其最大的阅读速度。这是因为更大的字间距以及更大的字号可以帮助阅读障碍儿童有效抵消周围字词所带来的干扰。近期研究发现，增加字间距可以有效提高法语和意大利语儿童的篇章阅读成绩（Zorzi，Barbiero，Facoetti et al.，2012）。

最后，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之前阅读的信息放入工作记忆系统，以便理解后面的内容，在这方面视觉注意很可能也会提供帮助。这是因为视觉注意可以帮助我们将有限的认知资源集中到当前加工物体上，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当前加工物体进行编码和存储的效果（Woodman，Vecera & Luck，2003）。

视觉注意的成分及其在阅读中的作用

视觉注意包括四个主要成分：脱离（disengagement）、转移（shifting）、投入（engagement）以及聚焦维持（focusing）（Castiello & Umiltà，1990）。前面三个成分又可以被统称为导向性注意（orienting）。在阅读书面文字时，视觉注意的这些成分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当阅读一句话时，为了保证正常流畅的阅读，我们需要快速地从前一个字词脱离，并将注意资源迅速转移到当前需要加工的字词上；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当前的字词上停留足够的时间，以便对该字词的认知加工得以进行。另外，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克服周围字词对当前字词加工的干扰，这也需要注意的帮助。最后，视觉注意广度（visual attention span）——即在一次注视时间里，可以被同时平行加工的、可区分的视觉刺激的数量（Bosse，Tainturier & Valdois，2007）——可以帮助我们在同一时间内注意更多字词或更细小的书面文字单元，从而提高阅读的效率与准确性。

导向性注意和聚焦维持

在阅读障碍研究领域，注意转移迟钝（sluggish attentional shifting，简称SAS）（ Hari & Renvall，2001），即导向性注意方面的问题，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导致阅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Facoetti，et al.，2010；Facoetti et al.，2006；Lallier，Tainturieret al.，2010；Ruffino et al.，2010）。一系列研究均发现了意大利阅读障碍儿童在导向性视觉注意方面的缺陷。在空间线索任务（spatial cueing paradigm）（Posner，1980）中，被试需要注视电脑屏幕中央的注视点，而在注视点两侧各有一个圆形区域。接下来会在注视点上方或者两侧任意一个圆形区域上方出现箭头（这个箭头即为线索）[2]。紧接着在某些实验项目中其中一个圆形区域内会出现一个灰色圆点，而其他项目中不会出现。被试需要判断是否看到了圆点。如果箭头所指位置为圆点出现的位置，此时该线索就叫作有效线索，反之该线索就叫作无效线索。无效线索与有效线索的比例为1∶4。空间线索任务实验流程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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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空间线索任务实验流程图（ms：毫秒）（Facoetti et al.，2006）

研究者发现，在有效线索条件下，正常阅读者看到圆点时的反应要显著快于无效线索条件下，这表明正常阅读者的视觉注意受到了线索的有效引导。对于有阅读障碍的被试，一方面，无论是有效线索条件还是无效线索条件其反应时间都要显著长于正常阅读者；另一方面，在有效线索条件和无效线索条件间，有阅读障碍被试的反应并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揭示了这些阅读障碍被试在导向性注意方面的问题，他们较难从当前注意位置脱离，并有效转移到下一个注意位置。

此外，研究发现意大利阅读障碍儿童（10岁左右）在视觉注意入位方面存在问题（Ruffino et al.，2010）。在该研究中，电脑屏幕中央在呈现注视点之后，会出现三个类似于数字“8”的符号，之后其中的一个“8”会被目标1代替；再次呈现三个“8”之后，其中一个“8”会被目标2代替；而目标2之后又会出现三个“8”。目标1和目标2均由缺少某一部分的类数字“8”形成。目标1和目标2在某些项目中会出现在相同位置上，而在另一些项目中则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在一组项目呈现完毕后，被试要从8个备选答案中挑选与目标1相同的一个。该实验流程图见图10-2。研究者发现，对于阅读能力正常的儿童而言，当目标1与目标2在同一位置出现时，对目标1进行判断的正确率会随着目标之间的间隔时间（SOA）的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当两个目标之间的SOA较短时（150毫秒），第二个目标的快速出现会影响第一个目标的注意入位，即会产生注意掩蔽（attentional masking）现象，从而导致对第一个目标的识别成绩下降；而当SOA变长后，由于目标1的加工时间变长，注意掩蔽的影响也会减小；然而有阅读困难的儿童对目标1的判断并没有明显受到SOA的影响，即便在较长SOA（600毫秒）条件下，对目标1的判断正确率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研究者指出，这是由于阅读障碍儿童对目标1的投入迟钝（sluggish engagement）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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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实验范式示意图（ms：毫秒）（Ruffino et al.，2010）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目标圆点所在的圆形区域的大小进行了操作（Facoetti et al.，2000）。对于阅读能力正常的被试来说，无论项目呈现时间间隔（SOA）长短，较小的圆形区域都可以帮助被试更好地将注意聚焦到目标圆点上，从而帮助其更快做出反应；然而，对于有阅读困难的被试来说，当SOA较长时，较小的圆形区域对判断目标圆点的帮助就变得不再明显。这一结果说明，有阅读困难的被试较难在较小圆形区域的引导下较长时间聚焦在目标区域内，也就是说，有阅读困难的被试可能存在注意聚焦的问题。

注意广度

视觉注意广度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导致儿童语音加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Valdois et al.，2003）。阅读障碍可以分为：表面型阅读障碍（surface dyslexia），主要表现为阅读那些需要进行整词加工的词语时出现困难；语音型阅读障碍（phonological dyslexia），主要表现为阅读那些需要进行语音解码的词语时出现困难；深度阅读障碍（deep dyslexia），即同时表现出表面型和语音型阅读障碍（Castles & Coltheart，1993；Manis et al.，1996），也可以从视觉注意广度的角度加以解释。

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叫作“视觉注意窗口”（visual attentional window）的概念（Ans，Carbonnel & Valdois，1998）来解释视觉注意广度与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只有进入视觉注意窗口的信息才能得到进一步地有效认知加工。阅读正常儿童可以灵活调整视觉注意窗口的大小，以应对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不同认知任务。在阅读非常熟悉的词语或者非常规词语（即不遵守正常语音规则的词语）时，阅读者需要对整词进行加工，此时需要较大的视觉注意窗口以容纳此类词语的内部细节信息；而在阅读常规但不熟悉词语时，阅读者需要对词语的语音信息进行精细加工，因此只需要较小的视觉注意窗口，以提高加工精确度，有效减少周围信息对当前加工的干扰。不同类型的阅读障碍与视觉注意窗口的大小（即视觉注意广度）存在一定的关系（Valdois et al.，2003）。如果视觉注意窗口减小，首先影响的是对词语的整体性加工，阅读者表现出表面型阅读障碍；当视觉注意窗口进一步减小，以至于无法对词语内部细节信息进行聚焦，进一步影响到对词语的细节性加工时，阅读者会表现出深度阅读障碍。

当然，目前的视觉注意窗口的概念还无法对单独的语音型阅读障碍做出解释。笔者认为，阅读困难者有可能不仅存在视觉注意窗口减小的问题，还可能无法像正常阅读者那样灵活地调整视觉注意窗口，以应对阅读中的不同认知任务。虽然该观点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已有注意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观察者（可认为是阅读能力正常的成年人）可以根据加工对象的特征或者根据自身经验调整视觉注意窗口的大小，以便进行更加有效的认知加工（Leonard，Lopez-Calderon，Kreither & Luck，2013；Stigchel et al.，2009）。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研究者进一步利用全部报告和部分报告实验范式对视觉注意广度与阅读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证实了视觉注意广度对字母文字阅读者的重要性（Bosse & Valdois，2009；Bosse et al.，2007）。在他们的研究范式中，屏幕中央首先会呈现注视点，之后屏幕上会快速呈现若干个字母。在全部报告情境下，被试需要在字母消失后立即报告看见的所有字母，而在部分报告情境下，被试只需要报告线索位置上出现的字母。研究者发现，利用全部报告/部分报告范式测量的视觉注意广度对使用字母文字的阅读者（包括法语和英语儿童）的阅读成绩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这种预测作用独立于语音意识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了视觉注意广度与阅读速度之间的关系（Kwon，Legge & Dubbels，2007）。

然而，也有研究者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有研究者认为，上述研究使用的实验材料均为字母，亦即语言类材料，对这些语言材料的识别与报告很可能会受到诸如语音加工能力等的语言相关能力的影响（Ziegler et al.，2010）。因此他们认为，这些研究被试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来自其视觉注意广度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其在语言相关能力上的差异所导致。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有研究者利用“二择一系列位置效应范式”（two-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 serial position paradigm）（Tydgat&Grainger，2009）对有阅读障碍的法语儿童与阅读能力正常儿童的视觉注意进行了比较（Ziegler et al.，2010）。在这个系列位置效应范式中，屏幕中央会呈现由5个刺激材料组成的系列，之后刺激材料会被5个#号遮盖，同时，在其中一个#号所在位置的上面和下面会出现两个选项，被试需要从这两个选项中选出刚刚在该位置出现的刺激项目。在整个过程中，被试需要始终注视屏幕中央。

前人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对被试的反应正确率进行分析，当呈现的刺激材料为字母或者数字时，5个位置上的正确率曲线会呈现一个W形，即除了中央位置的刺激项目外，位于刺激系列首尾的项目的正确率也会明显高于另外两个位置的正确率。而对于图形材料（比如&、%、 $），5个位置上的正确率则会呈现出倒V形，即随着刺激材料远离中央注视点，正确率会逐渐下降。系列位置效应实验范式及演示结果见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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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系列位置效应实验范式及演示结果（Tydgat & Grainger，2009）

简单地说，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字母和数字经常会成系列的出现（比如一个单词由多个字母组成，很多时候数字也是成串出现的），在实验情境中，5个字母或数字同时出现也不会显得特别“拥挤”。因此，非注视点位置的“相对拥挤”会受其两侧其他字母或数字是否存在而有明显影响。也就是说，两侧都有字母或数字要比只有一侧有明显更加拥挤，从而导致第2和第4位置的成绩下降。与字母或数字不同，符号经常单独出现，因而在实验情境中5个符号同时出现会显得比较拥挤，而旁边有一个还是两个符号，影响都差不多。因此在符号条件下，被试的成绩主要受到视敏度的影响，离注视点越远视敏度越低，导致第1和第5位置的成绩不如第2和第4位置。这种拥挤效应也体现了个体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视觉材料时视觉注意的特点。

齐格勒（Ziegler）等人在其研究中选取了阅读能力正常儿童和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均为法语儿童，年龄在10岁左右）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如果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视觉注意广度上出现问题，则其在字母、数字以及符号的系列位置效应测试中，成绩应该与阅读能力正常儿童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阅读障碍儿童与阅读能力正常儿童之间的差异仅体现在字母和数字测试上，在符号材料测试中两组被试之间没有表现出成绩的差异；即便是在字母和数字测试上，两组儿童成绩的差异也仅体现在阅读障碍儿童整体的成绩较差，但他们同样表现出如阅读能力正常儿童的W形位置效应。也就是说，齐格勒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在视觉注意广度上并不存在明显的问题。

尽管齐格勒等人的研究没有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视觉注意方面的问题，但同样地，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也不能得出阅读障碍主要源于语音加工方面问题的结论。首先，该研究虽然使用了字母和数字这些语言相关的实验材料，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在加工这些实验材料时被试对其进行了语音加工；其次，齐格勒等人并未严格按照前人研究（Tydgat & Grainger，2009）设计实验，可能会导致一些实验误差的出现；再次，虽然研究者对实验材料的视觉复杂度进行了控制，但他们并未考虑材料间视觉相似度的影响；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齐格勒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符号条件下，两组儿童在中央位置之外的四个位置上的正确率均接近50%，这种地板效应（floor effect）也可能是在符号材料测试中未发现两组儿童差异的一个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者直接回应了齐格勒等人的批评（Lobier，Zoubrinetzky & Valdois，2012）。洛比尔（Lobier）等人采用了之前瓦尔多伊斯等人采用的一系列研究实验范式测量视觉注意广度。不同的是，这次研究者不仅使用了可命名的实验材料（如字母和数字），还使用了不可命名的实验材料（如不规则几何图形和日语平假名）。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命名类还是在非命名类实验材料的条件下，被试的成绩均与其阅读成绩表现出中度且显著相关；同时，阅读能力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在两种实验材料上也表现出了相似的成绩差异。该结果表明，之前发现的视觉注意广度与儿童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受到实验材料的影响。尽管如此，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至少在视觉注意广度与儿童阅读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者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该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

视觉搜索

除了上述研究，还有研究者利用其他研究范式对视觉注意与儿童阅读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范式是视觉搜索任务（visual search）。在一般的视觉搜索任务中，一系列相同物体（干扰项）中存在若干个相同的目标物体，目标物体与干扰项不同，被试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目标物体全部识别出来（用笔圈出）。视觉搜索任务在多个标准化测验组合中被用来作为视觉注意的测验项目，如认知评估系统（Das，Naglieri & Kirby，1994）以及斯托汀（Stoelting）认知能力测试等。在研究中（Casco，Tressoldi & Dellantonio，1998），视觉搜索任务让被试（11~12岁意大利语儿童）在字母背景中搜索另外一个字母目标（比如，在一系列的O中搜索字母U，或者在一系列I中搜索字母T）。研究者发现，在字母搜索任务中，成绩较差的被试在阅读测验中的表现也较差、阅读速度较慢，还会出现一些视觉错误。有研究利用视觉搜索任务对法语学前儿童的视觉注意进行了测量（Plaza & Cohen，2006），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儿童需要搜索的目标以及背景项目变为符号和图形。研究者发现，学前儿童的视觉注意以及语音意识分别对小学一年级时的阅读和拼写任务成绩产生了显著的预测作用。在另外一项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中（Franceschini，Gori，Ruffino，Pedrollil &  Facoetti，2012），研究者同时利用空间线索化任务和视觉搜索任务对意大利学前儿童的视觉注意进行了测量。研究者发现，在控制了年龄、非言语能力、语音加工能力等因素之后，学前期测量的视觉注意成绩对小学一、二年级时的阅读能力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研究中（Ferretti，Mazzotti & Brizzolara，2008），学龄前和小学一年级意大利儿童要在电脑屏幕上呈现的一串18个图形中搜索三角形，而三角形所在的位置会在18个位置上不断变化。研究表明，儿童的搜索时间会随着三角形从位置1到位置18的变化而逐渐变长，并且儿童搜索的平均时间与其阅读速度和阅读正确率均表现出显著相关。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平均搜索时间相对正常阅读能力儿童更长，阅读障碍儿童的搜索时间随目标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也并不明显。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作为一个视觉注意的测量任务，视觉搜索与儿童的阅读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小结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在字母语言中，视觉注意对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一定数量实证数据的支持。另外，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目前较为常见的两种儿童视觉注意测量任务分别为，空间线索化任务和视觉搜索任务。事实上，这两种任务也是实验心理学在测量视觉空间注意时较多采用的两种实验范式（Vecera & Rizzo，2003）。相较于空间线索化任务，视觉搜索任务在操作上相对简单，比较适合在学校环境中对儿童的施测；而空间线索化任务需要保证实验中所有实验材料的视角一致，并且对被试眼睛与电脑屏幕之间的距离有严格的要求，还要求被试的眼睛始终聚焦在屏幕中央的十字注视点上，这些要求使空间线索化任务不仅需要在满足一定光照条件和噪音条件要求的实验室环境下进行，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测的困难度，因而限制了该实验范式在相关研究中的适用性。因此，在初期进行的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有关视觉注意的研究中，笔者均采用视觉搜索任务对儿童的视觉注意加以测量。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虽然目前在西方儿童阅读发展领域中，对视觉注意的研究呈增长的趋势，但较多研究是在非英语社会进行的（比如，较多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研究），在英文社会进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利用旁侧抑制任务（flanker task）对小学一年级英语儿童（平均年龄5岁）的选择性注意进行了测量（Chatzispyridou & Griffiths，2014）。在旁侧抑制任务中，电脑屏幕上会呈现一条鱼和两只老鼠，被试需要判断鱼头所指方向。在控制条件下，鱼头和老鼠头所指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冲突条件下，鱼头和老鼠头所指方向相反。这两个条件下的示例如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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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旁侧抑制任务示意图（Chatzispyridou & Griffiths，2014）

研究者发现，在控制了语音意识、字母－读音知识以及快速自动命名（RAN）之后，选择性注意仍然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词语阅读成绩。针对视觉注意的英语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法语、意大利语等其他字母语言，英语的不规则性（即语音与字形之间的对应存在较多的变化），因此对语音加工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Share，2008）。语音加工能力对英语儿童的阅读发展具有相对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研究者也应对该类能力投以更多的关注。今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跨语言研究——进一步探讨视觉注意在不同语言中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

视觉注意与汉语阅读

汉字特点

欲探讨视觉注意在汉语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了解汉字系统的一些特点。首先，汉字是一个由笔画为基本单位组成的二维视觉加工单元。相较于字母文字，汉字具有更加复杂的视觉空间构成方式，因此对视觉加工能力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一方面，在学习汉字时，儿童需要对汉字的具体视觉信息进行精确的加工，如果儿童的视觉注意出现问题，很可能会造成对所学汉字的某一视觉成份加工不足，从而影响他们对该汉字的习得。比如，有些儿童在汉字听写任务中写出的汉字缺笔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在汉字习得过程中对所缺笔画的注意不足。另一方面，汉字的视觉复杂性还体现在差别细微的两个汉字表达的意思往往差异甚大，比如之前例举的“未”“末”“木”的例子。如果视觉注意出现问题，儿童很可能会对这些细节差异缺乏敏感性，从而在汉字阅读中出现错误，或者在汉字习得中造成混淆。

此外，在篇章阅读中，儿童同样要克服周围字词的干扰影响，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当前字词的加工上。在这一点上，视觉注意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与其在字母文字加工中的作用类似。另外，在汉语书写系统中，词语并非一个独立的视觉单元，也就是说，在汉语篇章中并不存在如字母文字空格那样的视觉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对词语进行识别，而视觉注意很可能帮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词语进行识别。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其中国家名字需要特别标明”这句话中，“国家”是一个词语，而非“中国”。视觉注意的导向性功能（即快速从前一个字脱离并转移、聚焦到当前汉字），以及视觉注意广度很可能帮助阅读者快速有效地做出判断，从而保证高效精确的阅读。

视觉注意与汉语阅读研究

目前在汉语儿童阅读发展领域，有关视觉注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研究为视觉注意对汉语阅读的重要性提供了支持。有研究分别发现了视觉巨细胞通路（visual magnocellular pathway）与汉语儿童阅读成绩之间的关系（Meng，Cheng-Lai，Zeng，Stein & Zhou，2011；Wang，Bi，Gao & Wydell，2010）。由于视觉巨细胞通路被认为是视觉空间注意的基本生理机制（Vidyasagar，1999；Vidyasagar & Pammer，1999），因此，上述研究从侧面表明，视觉空间注意对汉语阅读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Anderson，Ku，Li，Chen，Wu & Shu，2013），让汉语小学儿童从一系列汉字中搜索带有某一特定偏旁的汉字（比如，带有偏旁“马”的汉字）。研究者发现，小学一、二、四年级的儿童在该任务上的成绩，与其汉语词汇量、阅读理解成绩、以及总体评价阅读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虽然该研究所采用的搜索任务并非严格的视觉注意任务，但仍与之有相似之处，因此，该研究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视觉注意在汉语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当然，由于该研究中并未对其他认知因素（如，语音意识、词法意识等）加以控制，也没有对数据进行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因此研究结果只能用以辅证视觉注意的重要性。但也有研究并未发现视觉注意与汉语阅读之间的显著关系（Shu，McBride-Chang，Wu & Liu，2006），有研究者曾经利用视觉搜索范式对75名有阅读困难的汉语儿童和77名阅读能力正常儿童（两组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1～12岁）的视觉注意进行了测量。无论是在阅读困难组还是在阅读正常组儿童中，该研究均未发现视觉搜索任务成绩与中文读写能力（包括词语阅读、阅读理解和汉字听写）之间的显著相关。该结论还会在稍后部分进行探讨。

虽然，目前有关汉语儿童发展的研究对视觉注意的关注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研究者对视觉技能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一项研究要求被试对同时呈现的两个汉字的大小是否相同做出判断，以检测儿童的视觉空间分析能力，研究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视觉空间技能与语音加工能力上均存在着不足（Siok，Spinks，Jin & Tan，2009）。另外还有研究者对视知觉技能（visual perceptual skill）与汉语儿童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加德纳（Gardner）视知觉技能测试系列测验中的成绩显著低于同年龄阅读能力正常儿童，并且有36.7%的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视知觉技能方面的问题（Ho，Chan，Tsang  & Lee，2002）。其他研究也都发现了视知觉技能与汉语儿童汉字阅读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McBride-Chang，Chow，Zhong，Burgess& Hayward ，2005；Luo，Chen，Deacon，Zhang & Yin，2013）。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就没有发现视知觉技能与汉语儿童阅读能力之间的显著关系（Huang & Hanley，1997）。有关视知觉技能与汉语儿童阅读能力之间关系的探讨，在一项元分析中有较详尽的介绍（Yang，Guo，Richman，Schmidt，Gerken & Ding ，2013）。

考虑到汉语及汉字的特点、视觉注意在西方字母语言儿童阅读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汉语领域有限的（直接或间接的）研究证据，我们有理由认为，视觉注意对汉语儿童的阅读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在该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下文部分，笔者将给出一个初期研究的结果（Liu，Chen & Chung，2015）。

一项中文研究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香港地区的两所小学共招募了95名三年级儿童参加本研究项目，其中3名儿童是学校老师报告的有特殊需要儿童，因此最终进入数据分析的人数为92人。其中男生60人，女生32人，平均年龄9岁。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了自主设计的视觉搜索任务，对儿童的视觉注意进行了测量。

视觉搜索任务由三类测试材料构成，分别为字母、简单符号和汉字。为减少汉字知识对任务成绩的影响，本研究选择的汉字均为儿童常见的高频汉字。在任务中，要求儿童在一个5（行）×20（每行项目数）的矩阵中圈出指定的目标项目，所有项目均以黑体（11磅字）呈现，如图10-5所示。对三类测试材料之间的视觉复杂度，以及目标项目与背景项目之间的视觉相似度，研究设计均进行了平衡。每类测试材料由四个测试页组成，因此本测验一共由12个测试页组成，为减少期望效应，每个测试页的目标项目数量为19～21。儿童完成每个测试页的时间，以及在每个测试页上出现的错误均被记录下来。为了考虑速度与准确率的平衡问题，我们决定利用公式（错误个数+1）/平均完成时间得到的结果作为儿童视觉搜索任务的成绩指标。该任务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image: ]

图10-5 视觉搜索任务三类测试材料示例

儿童的阅读能力测验由汉字阅读和阅读理解两个任务构成。汉字阅读任务由100个从易到难排列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均选自香港地区小学语文课本。该任务总分为100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阅读理解任务由一项已有的阅读理解任务（Leong，Hua，Tse & Loh，2007）改编而成，包括两个篇章，分别为《亡羊补牢》和《长城》。儿童在阅读完每个篇章后，需要完成6个选择题，因此该任务的总分为12分。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儿童的年龄、词法意识、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汉语词汇量以及非言语智力之后，视觉搜索对汉字阅读（R2 change=.03）和阅读理解能力（R2 change=.14）均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在进一步控制了汉字阅读之后，视觉搜索对阅读理解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R2 change=.13）。为检验汉字材料是否会对视觉搜索与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再次分析中，我们将视觉搜索任务中的汉字材料做了剔除，而得到的结果与未剔除汉字材料时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排除了汉字材料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该研究结果支持了视觉注意对汉语阅读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在另外一个研究中（Liu & Chen，2015）我们还发现了视觉注意对计时阅读准确性和听写的显著预测作用。接下来，我们还会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在不同年龄的儿童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且会增加一些控制变量，以排除干扰因素（比如运动技能、执行功能等）的可能影响。虽然视觉搜索任务范式已经被很多研究者用来测量视觉注意，甚至一些标准化测验也将视觉搜索范式作为注意测试的一部分，但仍然有研究者对该测验的效度提出了质疑。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会尝试采用其他视觉注意任务（如，空间线索化任务范式），并对视觉注意的具体成份在阅读中的作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总之，有关视觉注意与汉语儿童阅读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还相对较少，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前景：视觉注意的干预性研究

一方面，干预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验证视觉注意对阅读产生影响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对提高儿童的阅读成绩提供切实的帮助。研究发现，动作类电子游戏对提高视觉注意能力有一定的帮助（Green  &  Bavelier 2003；Wallander，Green &  Bavelier，2011）。累积12小时（每天连续80分钟）的动作类电子游戏训练，不仅可以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注意表现，更可以提高其阅读成绩（Franceschini，Gori，Ruffino，Viola，Molteni& Facoetti，2013）。而非动作类电子游戏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除了动作类电子游戏，还有其他一些帮助儿童提高视觉注意的训练计划。有研究者设计了一套在线认知训练计划，用以帮助老年人改善视觉注意和工作记忆（Scanlon，Drescher  & Sarkar，2007）。在这一计划中，视觉注意训练项目要求受训者将眼睛聚焦在屏幕中央，并正确报告在屏幕中央呈现的字母；与此同时，屏幕四周的不固定位置还会出现一只小鸟，受训者需要快速识别出小鸟出现的位置。训练项目的难度会逐渐增加。研究者发现，经过五周（平均每天20分钟）的训练，相对于未接受训练的个体，受训者的视觉注意表现出明显提高。还有一些注意训练计划（Attention Training，简称ATT）被用来帮助ADHD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改善其注意表现（Tamm，McCandliss，Liang，Wigal，Posner &  Swanson，2008）。这些注意训练计划对于提高阅读困难儿童的视觉注意，进而提高其阅读成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将来，在验证视觉注意在汉语儿童阅读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可以参照这些训练计划发展出一套针对汉语儿童视觉注意的训练方案，用以改善或者预防汉语阅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总结

书面语言的加工

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多种心理活动的参与，既涉及言语加工能力（如口语加工能力、言语知觉能力、言语记忆、元语言意识等），也涉及一些一般认知能力（如推理能力、视知觉技能、执行功能、视觉注意等）。这些心理活动中的任何一种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个体出现阅读困难。当然，由于不同语言具有各自的特点[3]，在加工不同的语言时，对这些心理活动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具体语言的特点。

儿童的阅读发展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阅读习得部分以及实际阅读部分。当然，儿童阅读发展的最终阶段是实际阅读，而阅读习得与实际阅读之间也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在考虑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儿童的阅读发展机制加以探讨时，有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两个部分进行区分。比如，元语言意识可能会对儿童阅读习得产生更多、更为直接的影响；而诸如视觉注意等基本认知能力则更多是对实际阅读表现产生影响。但目前的实际研究对这两部分的区分还不是非常清楚。比如，对于一些研究采用的阅读测验任务，我们并不清楚其测量的是儿童的阅读习得能力还是实际阅读能力；在对有阅读困难儿童的鉴别过程中，我们也很少对这两部分能力加以区分。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儿童在阅读习得过程中出现问题，他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元语言意识发展不足，或者某一方面记忆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相应地，对这类儿童的帮助就应该集中在这些方面。如果一名儿童的问题出在实际阅读中，即在日常快速阅读过程中无法有效完成阅读任务，那么元语言意识方面的帮助可能就不会起到显著的效果，相反，视觉注意方面的训练则可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总之，在汉语儿童阅读发展领域，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和回答。研究者也应该从多个角度对汉语儿童阅读发展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思考和探索。

摘要Abstract

Writte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 (i.e.literacy skills) is a complicated cognitive process, which require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not only language-specific ones (e.g.,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speech perception, etc.), but also general ones (e.g.visual attention).Problems in any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may finally cause problems in written language processing.I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eld about reading development, although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begin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n written language processing in different languages, relatively more research studies still focus on language-specific factors.This tendency is more obvious in research studies in English.In alphabetic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some general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visual attention is just one among them.In this chapter, the concept of visual atten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ldren’s literacy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based on evidences in western studies.Next, the role of visual attention in the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will be discussed, by refer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extant direct and indirect evidences.At the end, som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that are valuabl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will be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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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适应与同化假说

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 中文大学先修课程

Alphabetic language 拼音文字

Analogical thinking 类比思维

Analytic processing 分析性认知加工

Angular gyrus 角回

Appropriation 适宜化

Arcuate fasciculus 弓状束

Argumentation 论证能力

Arousal level 唤醒水平

Articulation 发音

Attention training 注意训练

Attentional masking 注意掩蔽

Automatic phonetic module 自动化音位加工模块

Awareness 意识

Background knowledge 背景知识

Bilateral 双侧化的

Bilingual 双语者

Bimorphemic 双语素

Bottom-up 自下而上

Bound morpheme 黏着语素

Candidate gene 候选基因

Cascade-style processing 瀑布式加工

Categorical perception 范畴化知觉

Caudate 尾状核

Cause/effect relation 因果关系

Central question/big question 核心问题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中英双语儿童

Cingulate 扣带

Coarse neural tuning 粗略神经调制

Co-construction 共同建构

Cognitive 认知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认知复杂性

Coherence 凝聚性

Collaboration 合作

Collaborative group work 小组合作学习

Collaborative reasoning 合作推理

Communication 沟通能力

Comparison/contrast 比较/对照

Component model of reading（CMR） 阅读成分模式

Compound 复合

Compound awareness 复合词意识

Compound word 复合词

Comprehensible output 可理解性输出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理解监控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概念导向阅读课程

Conditional knowledge 条件性知识

Congenital word blindness 天生词盲

Connecting 连结

Connection 联结

Connectionism 联结论

Connectionist model 联结模型

Consonant cluster 辅音丛

Consonant string 辅音字母串

Consonant-vowel syllable 元音—辅音音节

Content learning 内容学习

Construct validity 建构效度

Continuum 连续体

Contrast 对比度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学习

Covert 隐性

Criteria for diagnosis 诊断标准

Critical languages 关键语言

Critical reasoning 审辩推理

Critical thinking 审辩思维

Cross-language Transfer 跨语言迁移/跨语言效应

Crowding effect 拥挤效应

Cue words 线索词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CBM) 课程本位测量

Declarative knowledge 陈述性知识

Declining pathway 退步发展轨迹

Decoding 解码

Deep dyslexia 深度阅读障碍

Deep orthography 深层正字法

Default mode network 默认网络

Delayed naming task 延迟命名任务

Derivation/Derived word 派生词

Derivational 派生

Derivational awareness 派生词意识

Determine important ideas 找重点

Developmental dyslexia 发展性阅读障碍

Developmental pattern 发展模式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发展轨迹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弥散张量成像/脑部磁振扩散张量影像

Direct instruction 教师主导的传统授课法

Discrimination task 辨别任务

Disengagement 脱离

Distal factor 底层因素

Dorsal temporo-parietal cortex 背侧颞顶区

Draw inferences 推论

Dual- route theories 双通道理论

Dual-language involvement 双语参与现象

Dual-route cascaded model 双通路模型

Duration of the phoneme 音长

Dynamic design 自适应技术

Dysfluent pathway 不流畅发展轨迹

Dyslexia 阅读障碍/读写障碍

Edge 边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脑电图脑电记录法

Emergent literacy skills 早期读写技能

Engagement 参与

English immersion 英语浸入式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me 英语浸入式教育

Episode 情节

ERP component ERP 成分

Evaluating 评估

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ERPS) 事件相关电位

Explicit reading task 外显任务

Exploratory talk 探索性谈话

Expository 说明文体

Expressive language 表达性言语

Expressive vocabulary 产出型词汇

Extrastriate cortices 纹状体外皮层

Eye tracking 眼动追踪

F2 transition 第二共振峰过渡

Face processing 面孔加工

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

Familial risk 家族风险

Feature-based visual attention 视觉特征注意

Feed forward 前馈

Final awareness 尾音意识

Fine neural tuning 精细神经调制

Flanker task 旁侧抑制任务

Flexibility 灵活性

Floor effect 地板效应

Fluency 流畅

Focusing 聚焦维持

Fovea 中央凹

French immersion 法语浸入式

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 语言的使用频率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核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ist 功能论

Fundamental frequency 基频

Fusiform gyrus (FG) 梭状回

General auditory processing 分辨音韵能力

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 一般词汇知识/一般字汇知识

Genre 文体

Graph theory 图论

Grapheme 形素

Grapheme-phoneme conversion 形—音转换

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形音对应

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ing rule(GPC rule) 形—音对应规则

Graphic organizer 组织图

Head-turn behavioral paradigm 转头行为范式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分层回归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 高频字

Higher-order thinking 高级思维

Holisticprocessing 整体性认知加工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 家庭语言环境

Homophone 同音异义字

Hyperlexia 理解困难

Identification curve 识别曲线

Imaging genetics 遗传影像学

Immersion 浸入式

Immersion education 浸入式教育

Immersion program 浸入式项目

Implicit reading task 内隐任务

Inferior frontal gyrus 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sulcus 额下沟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下纵束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顶下小叶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颞下回

Inflection/Inflected word 屈折词

Inflectional 屈折

Inflectional awareness 屈折词意识

Initial awareness 首音意识

Initiating event 引发事件

Input hypothesis 输入假设

Instructional conversation 对话式教学

Insula 脑岛

Intentionality 意图性

Interaction hypothesis 互动假设

Interactive account of VOT function in reading 阅读过程腹侧颞枕区功能交互作用说

Internal response 内在反应

Internationalization 内化

Intervention 干预

Intraparietal sulcus 顶内沟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内在功能连接

Invented pinyin 创造性拼音

Irregular words 不规则词

Joint attention 共同注意

Key sentence 关键句子

Kinesthetic learning 运动知觉学习

Language comprehension 语言理解

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ies 语言学习障碍

Language network 语言网络

Language-universal 跨语言

Large-scale brain network 大范围脑网络

Late talkers 语迟者

Learning difficulty 学习困难

Learning disabilities 学习障碍

Left anterior centrum semiovale 左脑的卵圆中心前部

Left int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IFG) 左侧额下回

Left interior parietal lobe (left IPL) 左侧顶下小叶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MFG) 左侧额中会

Left occipito-temporal region 左侧枕颞区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STG) 左侧颞上回

Left 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region(left VOT) 左腹侧枕颞区

Left-lateralization 左侧化

Letter knowledge 字母知识

Letter name 字母名称

Letter sound 字母读音

Letter-sound association 字母—发音联系

Lexical access 词汇提取

Lexical decision 词汇判断

Lexical familiarity 词汇熟悉性

Lexical inference 词义推理

Lexical integration 词汇整合

Lexical representation 词汇表征

Lexical route 词典通路

Lexical selection 词汇选择

Lexicality effect 词汇效应

Lexical-orthographic route 词典通路

Liminal perception 阈限感知

Lingual gyrus 舌回

Loan word 外来语

Local combination detector model 局部组合探测器模型

Logistics regression 逻辑回归

Long vowel 长元音

Longitudinal study 纵向研究

Low frequency character 低频字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脑磁图

Majority language 主导语言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内侧前额叶皮层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学媒介

Mental imagery 心像法

Mental lexicon 心理词典

Meta-analysis 元分析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元认知知觉

Metalinguistic 元语言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元语言意识

Middle frontal gyrus 额中回

Middle occipital gyrus 枕中回

Middle temporal gyrus 颞中回

Mid-fusiform gyrus 梭状回中部

Mismatch negativity 失匹配负波

Misnomer 用词不当

Monomorphemic 单语素

Morpheme 语素/词素

Morphological 语素

Morphological analysis 语素分析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语素意识/词素觉识

Morphological skill 语素技能

Morphology 语素/词素

Morphosyllabary 语素音节型

Morphosyllabic 语素音节/词素音节

Motivation 动机

Motor schema 运动图式

Multi-link causal reasoning 链条式推理

Multi-morphemic word 复合词素词

Narrative 故事体

Neonate 新生儿

Neural biological marker 神经生物学标记

Neural mechanism 神经机制

Neural recycling hypothesis 神经回收假说

Neuro-imaging technology, 神经成像技术

Neurophysiological 神经生理学

Neuropsychological 神经心理学

Node 节点

Non-lexical route 非词典通路

Non-routine problem 非常规问题

Non-transparent orthography 不透明语言

Non-verbal reasoning 非言语逻辑

Object processing 物体加工

Object-based visual attention 视觉物体注意

Occipito-temporal area 枕颞脑区

Onset 首音

Onset awareness 首音意识

Onset-rime 声母—韵母

Onset-rime awareness 声母—韵母意识

Orienting 注意导向

Orthographic 正字法

Orthographic awareness 正字法意识

Orthographic decomposition 分解字形结构

Orthographic depth 透明度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正字法加工能力

Orthographic rule 构字规则/组字规则

Orthographies 正字法

Overt 显性

Paired reading 配对阅读

Parafovea 副中央凹

Parahippocompal gyrus 海马旁回

Performanc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演练式教学/实作本位教学

Phoneme 音素

Phoneme-grapheme mapping 音—形对应规则

Phonemic awareness 音素意识

Phonemic decoding efficiency 音素解码测验

Phonetic awareness 音位意识/声旁意识

Phonetic recoding in working memory 短时记忆中的声旁编码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声旁表征

Phonetic spelling 声旁拼写

Phonetic training 声旁训练

Phonological 语音

Phonological awareness 语音意识/声韵觉识

Phonological coding system 语音编码系统

Phonological deficit 语音损伤

Phonological dyslexia 语音阅读障碍

Phonological mapping hypothesis 语音匹配假设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语音加工

Phonological receding in lexical access 词汇提取能力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语音表征

Phonological short term memory 语音短时记忆

Phonology 语音

Pitch contour 音高曲线

Pitch height 音高高度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后扣带皮层

Precentral gyrus 中央前回

Predict measure 预测指标

Predicting 预测

Predictor 预测变量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转介前介入

Preview benefit 预视效应

Prior knowledge 先验知识/先备知识

Problem solving 解难能力

Problem-solution 问题解决

Procedural knowledge 程序性知识

Processing preference 加工偏侧化

Processing speed 加工速度

Pronunciation 读音

Proximal factor 表层因素

Pseudocharacter 假字

Pseudofont 非字符号串

Pseudohomophones 假同音字

Pseudoword 伪词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心理语言的纹理理论

Question answering 问题回答

Question generation 问题产生

Radical awareness 部首意识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快速自动命名

Rapid naming 快速命名

Rapid naming of objects 快速物体命名

Rapid neural sensitivity 快速神经活动敏感性

Reading accuracy 阅读准确性

Reading acquisition 阅读习得

Reading difficulty 阅读困难

Reading disabilities 阅读障碍

Reading fluency 阅读流畅性

Reading literacy 阅读素养

Real character 真字

Recall 回忆

Receptive field 感受野

Receptive language 接受型言语

Receptive vocabulary 接受型词汇

Reciprocal teaching 交互教学法

Recoding 重编码

Reentrant activation 折返性激活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

Regular word 规则词

Regulation 调节

Relational thinking 关系性思维

Relevance 关联性

Remedial instruction 补救教学

inflectional morpheme 屈折语素

Repair comprehension 修复理解

Repeated readings 重复阅读

Repetition detection 重复探测任务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教学干预反应

Responsiveness to Intervention 干预—应答

Resting-state fMRI 静息态功能成像/静息态功能磁振造影

Retrospective analysis 回溯分析

Rhyme awareness 元音意识

Rhyme/rime 元音

Right-lateralization 右侧化

Road to reading 阅读通路

Rote memory 机械式记忆

Routine problem 常规问题

Scaffolding 支架式教学/鹰架

Schema 图式

School year 学龄期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第二语言学习

Self-regulation 自我调节能力

Semantic awareness 语义意识

Semantics 字义

Sense of agency 职权感

Setting a purpose 设定目标

Shallow language task 浅层语言加工任务

Shallow orthography 浅层正字法

Shared book reading 分享活动

Shared grain sizes 共同单元

Shifting 转移

Short term memory 短时记忆

Short vowel 短元音

Sight word efficiency 常见词阅读效率

Signal words 提示词

Simple view of reading 阅读的简单模型

Skill 技巧

Sluggish attentional shifting (SAS) 注意转移迟钝

Sluggish engagement 入位迟钝

Small-world network 小世界网络

Soa 项目呈现时间间隔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主义

Socio-scientific curriculum 人文—科学课程

Spatial cueing paradigm 空间线索化任务范式

Spatial resolution of perception 空间知觉分辨率

Speech perception 语音感知

Speech-related sound 言语声音

Spelling/orthography 拼字/字形

Spontaneous counterargument 自发性正反论证

Sprasegmental 超音段

Standard-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标准本位教学

Stem word 词干

Stimuli 刺激

Story grammar 故事文法

Story structure 故事结构

Strategy 策略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sensitivity theory 结构敏感度理论

Subject pool 抽样来源

Sublexical route 亚词汇通路

Subskill 亚技能

Summarizing, summarization 摘要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上纵束

Superior parietal lobe (left SPL) 顶上小叶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颞上回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颞上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

Supramarginal gyrus 缘上回

Surface area 表面积

Surface dyslexia 表层阅读障碍

Sustaining motivation 持续性动机

Syllabic awareness 音节意识

Syllable 音节

Syllable awareness 音节意识

Syntactic parsing 句法分解

Syntax awareness 句法意识

Task-independent effect 非任务依赖效应

Temporo-parietal area 颞顶脑区

Text structure 文章结构

The general magnocellular theory 巨细胞理论

Think aloud 放声思考

Threshold hypothesis 阈限假设

Threshold-style processing 阈限式加工

Toddlerhood 幼儿期

Tone 声调

Tone awareness 音调意识

Top-down 自上而下

Topographic map 地形图

Total immersion 完全浸入式

Training study 训练研究

Transactional strategy instruction 转化策略教学

Transfer 迁移

Transformation 转化

Transparent language 透明语言

Two-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 serial position

paradigm 二择一系列位置效应范式

Typical pathway 典型发展轨迹

Unexpected pathway 意外发展轨迹

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inciple 语音识别通用原理

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腹侧颞枕区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腹内侧前额叶

Verbal memory 言语记忆

Visual attention span 视觉注意广度

Visual attentional window 视觉注意窗口

Visual closure 视觉完型

Visual discrimination 视觉识别

Visual expertise 视觉专家化

Visual magnocellular pathway 视觉巨细胞通路

Visual perceptual skill 视知觉技能

Visual search 视觉搜索

Visual skills 视觉技能

Visual word form system (VWFS) 视觉词形成系统

Visual word from area (VWFA) 视觉词形区

Visual-orthographic processing 视觉—正字法加工

Visual-spatial attention 视觉—空间注意

Visual-spatial relationship 视觉—空间关系判断

Vocabulary 词汇

Voice onset time 嗓音启动时间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VBM)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

Wernicke’s area 威尔尼克区

Word detection 词汇探测

Word frequency effects 词频效应

Word productivity 构词能力

Word recognition/Word reading 单语识别/单字认读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最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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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很高兴，《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在经历了2年时间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说起这本书，确实和我本人有着太多的渊源。2014年夏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编辑关雪菁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在汉语阅读方面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心理学提供智慧支持。考虑到近些年我所从事的多是非研究性的工作，因此论及最新成果，我倒是乐意推荐年轻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关编辑富有引进版图书的编辑与策划经验，她对作者的国际学术背景也十分关注。于是我便引荐了我的学生李文玲，她那里一定有值得与中国心理学人分享的学术成就。李文玲是我十分喜爱的学生，在我门下学习时，便显现出卓越的治学智慧与谨慎认真的做事风格。她长期从事儿童阅读领域研究，并于1992年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随后作为高级研究员在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与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教授——儿童教育的学术权威——一起从事儿童阅读的跨文化研究。他们获得了多项美国研究基金的资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为儿童阅读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舒华。近20年，我的这两位学生各自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成就，这次又再次联袂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汇集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少见的、既有学术含量又能兼收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佳作。为此，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每一位深耕于早期阅读事业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阅读，并指导实践。

张厚粲

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6年5月17日


推荐序

30年前，出版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文阅读前沿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高校，开始从事阅读领域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了。

我对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兴趣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美两国教育部联合资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下男孩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有人都穿着中山装，马路上满是自行车和行人，偶尔还会有驴车。呼呼冒烟的公交车和老旧的出租车穿行其间，而我看到的唯一一辆小汽车是有专门司机的苏制豪华轿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

在学校里，孩子们坐下时要背着手，回答老师提问时要起立，老师说“坐下”才能坐，看起来特别有纪律。即使在幼儿园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这群外国人走进课堂、拍照、窃窃私语，孩子们也依然专注地面向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访问者来说，那些用于理解和反复的中文语调实在太难了。汉字博大精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陌生，一个初学者要想记住并书写哪怕一个简单的汉字，都很难。

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文阅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文阅读的加工过程是中文独有的，还是和其他文字一样，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共四卷，其中很多章节都在强调这一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语言的抽象水平。当抽象水平足够高时，阅读加工过程基本可视为通用的。即书写系统如何表征语音与语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熟练阅读任何一种语言的关键。当抽象水平处于初级语言加工时，语言间必然存在差异。看看汉字书写和英文书写的差异，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大量研究都试图证明，阅读不同语言涉及的加工成分在一些儿童中很容易找到，而对于另一些儿童则是种挑战。

除初级加工外，文化、教育学传统以及语言的结构特征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象形性”或者缺少某种音—形关联，导致中文很难被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和其他东亚人倾向于一种“不直接”或“非线性”的行文方式，这对“美式表达者”是一种挑战；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尊师的传统，中文终生使用者常会出现“话语错配”（discourse mismatch），这使得中文学生在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交流时很难“平等交换”。然而，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很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只要情境需要，中国学生总是可以顺利地与其他语言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沟通。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完全覆盖了当代阅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的阅读教育、课程设计以及特殊需求儿童服务的品质。

理查德·安德森

（Richard C.Anderso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Preface

A generation ago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A few intrepid scholars had undertaken pioneering studies of Chinese reading.Beginning in the 1990s and 2000s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reamed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elsewhere to study reading with scholars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ading.

My own interest in Chinese reading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during a trip to China as a member of a delegation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To a provincial boy like me who had grown up i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was amazingly different.Men and women alike wore a simple variant of the Zhongshan suit.Streets were flooded with bicycles, people walking, occasional donkeys pulling carts, buses belching fumes and rattle trap taxis threading through the teaming mass.The only cars we saw were black chauffeur-driven Russianmade limousines carrying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schools, children sat with hands clasped behind their backs, stood to recite their lessons, sat back down when the teacher said, “Be seated”.The discipline seemed perfect.Even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steadfastly focused on the teacher despite foreigners filling into the room, snapping pictures, whispering with their interpreters.Tones made understanding and repeating simple Chinese phrases difficult for us American visitors.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ascinating, but so strange to us that we could not remember and write even simple characters from the first grade primer.

The big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the expanding group of Chinese reading researchers was: Are the processes in reading Chinese unique to Chinese or are reading processes universal? Many of the chapters in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address this question.All I will say here is that the answer depends upon level of abstraction.At a high enou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eading processes will be seen to be universal.Skillful reading of any language depends upon an intim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riting system represents speech and meaning.At the level of elemental language processes there are certain to be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s.A look at a Chinese word written in characters and an English word written in Roman letters will tell you that much.Productive research works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trying to identify, for instance, which components of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read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easy for children and which are challenging, at least for some children.

Beyond elemental processes in reading, culture, traditions of pedagogy, and, perhaps,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anguage may lead to differences in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uses of various languages.Some have claimed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East Asian people are disposed to an “indirect”or “nonlinear” form for essays, in which the thesis is left unstated or stated at the end, which may interfere with composing an American-style essay in which the thesis is stated directly at the beginning.This claim does not seem to be true, either.Still oth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life-lo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harmony and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other elders would cause a “discourse mismatch”,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challenge others in vigorous give and take.But in fact Chinese students readily argue with others, when the situation requires or affords this stance.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incorporates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investigated in contemporary reading research and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accessible in Chinese to a wide audience.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de dissemination of the series books will lead to improvement the qualities of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curriculum design,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hina.

Richard C.Anders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ad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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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阅读汉字时，大脑在做什么——中文和拼音文字阅读的脑机制



Reading Networks for Chinese and Alphabetic Languages

[美国]方小萍（Xiaoping Fang）[1]

[美国]查尔斯·佩尔菲迪（Charles A.Perfetti）[2]

人们在大量的阅读经验中逐渐形成支持阅读的脑网络。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差异性或者阅读经验的不同，支持不同文字的阅读的脑网络也存在差异。中文与拼音文字在字形和形音对应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参与中文与拼音文字阅读的脑机制的不同：相比英文，中文由于在字形加工方面需要更多的视觉空间信息分析，相应地，中文的阅读网络往往额外卷入右侧梭状回和双侧枕中回；英文的语音加工是与字形分析同时进行的组装式的加工，与左侧颞上回后部和左侧额下回的激活有关，而汉字的语音则需要字形分析到一定阶段后才会激活，是一种阈限式的加工，加上中文存在大量同音字的现象，左侧额中回在整合语音和字形并确定最终目标字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尽管不同文字的阅读脑机制存在差异，左侧梭状回在字形分析中的重要性以及左侧顶下小叶在形音匹配中的重要性，在中文和英文阅读中具有普遍性。这些观点得到了来自成人和儿童的母语者以及双语者的脑成像（ERPs, fMRI, PET等）研究的支持。

焦点阅读

·参与中文与英文阅读的脑网络有什么异同？

·儿童和第二语言学习者是如何在学习经验中逐渐形成相应的阅读脑网络的？

关键词

中文，英文，跨语言比较，阅读脑网络

引言

人类很早就通过听与说进行沟通，相比之下，读与写是历史比较短（大约5400年）的交流方式。根据神经回收假说（neural recycling hypothesis），由于阅读的历史短暂性，人类不足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化出特异于阅读的脑结构与脑网络，而是在大量的阅读活动中，大脑通过重组已有的负责视觉和听觉等基本加工的脑网络，形成支持阅读的脑网络（Dehaene & Cohen，2007）。在其中一项支持该假说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比文盲学习阅读前后大脑对文字加工的变化，发现在学习阅读前，以前对面孔敏感而对文字不敏感的脑区（下文会提到的字形加工区）经过阅读训练变得对文字敏感了（Dehaene et al.，2010）。根据该假说，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差异性，长期的阅读经验将塑造出不同的阅读网络，使得不同文字的阅读达到最优化。在本章节中，我们将侧重于对比中文和拼音文字（尤其是英文）的阅读网络。我们首先回顾中文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区别，然后分别从母语者（成人与儿童）和双语者（具有长期和短期学习经验）的角度探讨阅读网络的异同。

中文与拼音文字的差异：字形和形音对应

阅读始于字形这样的视觉信息的分析，并且在通达语义的过程中语音信息自动激活，尽管激活的时间进程在中文和拼音文字的阅读中是不同的（Perfetti，Liu，& Tan，2005；Perfetti，Zhang，& Berent，1992）。而导致中文和拼音文字阅读的不同主要是来自不同语言在这两方面的差异：①字形的视觉特征；②形音对应规则，即字形与语音的对应。

在字形方面，中文与大部分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异在于汉字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方形结构，并且这些部件存在一定的空间关系，如从上到下、从左到由、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等。即使组成的部件完全一样，通过不同的空间组合也可以组成不同的汉字。例如，“口”与“木”，可以组成语音和语义完全无关的汉字：“呆”“杏”“困”（“口”与“木”本身也是独体字）。一些汉字甚至由更多部件通过更加复杂的空间组合而得到，例如，“冀”由“北”“田”“共”三个部件从上到下组合而成。同时，组成汉字的每个部件本身是由不同笔画，通过一定的组合而形成的。因此，在汉字阅读中，除了识别具体笔画和部件，还需识别部件之间的空间关系。这种对整体空间结构的加工过程与面孔识别中对脸部各个组成部分（鼻子、眼睛、嘴巴等）的整体加工（Young，Hellawell，& Hay，1987）是相似的。这种表征组成汉字的多个部件之间的空间关系的信息，与表征部件本身的信息是不同的。后者主要由高频视觉信息表征，而前者主要由低频视觉信息表征。每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字或词都包含一定频率范围的视觉信息，但汉字由于具有非线性的空间结构的特征而含有更多低频信息。在汉字中，低频信息对区别像“呆”与“杏”这样的汉字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高频信息对区别像“午”与“牛”这样在具体笔画上的差异尤其重要。在英语中，“bat”和“bit”也主要在表征字母特征的高频信息上存在差异。因此，与英文相比，长期的汉字阅读经验会塑造字形加工的脑网络，从而使得低频视觉信息的加工更为有效。

中文与拼音文字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形音对应。在拼音文字中，组成单词的各个字母往往对应着各个音素（“bit”中的“b”对应/b/），即在音素水平上存在对应关系，而组成汉字的各个部件并不对应组成该汉字发音的任何音素，而是每个汉字对应该汉字的整字发音（“马”与/mǎ/），即在音节水平上存在对应关系。尽管在很多复合字中，声旁会提供关于汉字发音的线索，如“妈”中的“马”，但在这里声旁并不对应整个音节的声母（“m”）或者韵母（“a”），因此与拼音文字中形音在音素水平上的对应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汉语中形音对应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单元（汉字与音节）上，而拼音文字则是在比较小的单元（字母与音素）上。这种特征使得在不同文字的阅读中，语音激活的时间进程不一样。在拼音文字中，由于每个字母对应组成整词发音的音素，因此对每个字母（“b”）进行视觉字形分析的同时，其对应的音素（/b/）也得到激活，而在汉语中，汉字的语音信息需要等字形分析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才得以激活。前者被称为瀑布式的加工（cascade-style processing），即语音激活可在字形加工开始的同时就逐渐展开，而后者被称为阈限式的加工（threshold-style processing），即语音的激活需要以字形分析进行到一定程度为前提（Perfetti et al.，1992）。尽管在拼音文字中，相对芬兰语等语言，英语属于形音对应不规则或者不透明的语言，然而汉语中存在大量同音字的特征使得汉语中形音对应规则远比英语更加模糊。例如，当不考虑声调的差异时，“shi”有69个同音字（“是”“时”“事”“式”“市”“使”等），而这些同音字的写法和意思非常不一样。基于汉字的这些特点，具有成熟的字形表征对区分不同的汉字显得尤其重要。

由阅读经验塑造的阅读脑网络

在探讨阅读加工脑机制的研究中，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这样几种技术探讨人们在阅读时大脑的活动情况：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Aine，1995；Rugg & Coles，1995）。其中，fMRI和PET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取决于具体设备和所用序列，一般可精确到2mm甚至更低），但时间分辨率较低，因此研究者可以根据在阅读中各个脑区的激活推测其在阅读中可能的功能，甚至探讨不同脑区如何相互合作共同完成阅读这一复杂的任务。相反地，ERPs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通常可精确到毫秒），但空间分辨率很低，因此研究者更多地利用该技术探讨阅读加工的时间进程相关问题。但随着溯源技术（根据脑电波追溯信号源的技术）的发展，一些研究者根据脑电波成分的信号定位来回答关于脑功能定位的问题。由于对大部分人而言，阅读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自动化的加工过程，ERPs技术的应用使得在毫秒级别的时间分辨率上探讨语言加工的即时性成为可能。

在具体的技术原理上，fMRI通过记录大脑血管中的血流变化来推测脑区新陈代谢的变化以及该脑区在特定任务下的参与程度，PET则通过追踪示踪原子的轨迹来推测大脑的新陈代谢和参与特定任务的情况（Aine，1995）。对于特定的一个脑区，当血流变化与任务或刺激的呈现存在高相关时，则该脑区的激活越高，其越有可能参与任务所需要的某种加工。由于血流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fMRI和PET并不能反映即时的认知加工过程，并且无法直接等同于认知加工过程。ERPs则通过记录头皮脑电波的变化来推测可能的认知加工（Rugg & Coles，1995）。由于电流传递的迅速性，记录到的脑电波信号能够较好地反应即时的大脑活动，但由于头本身是导体，头皮上特定位置记录到的脑电波可能源自大脑任何位置。

来自成人母语者的证据

参与阅读的脑网络在长期的阅读经验中逐渐优化，相应地，具有长期阅读经验的成人最有可能最有效地进行阅读，阅读脑网络也最有可能是优化的。基于此，一些研究者对已有的以汉语和拼音文字为母语的成人被试的脑成像研究进行元分析，来探讨中文和拼音文字阅读的脑网络的异同（Bolger，Perfetti，& Schneider，2005；Tan，Laird，Li，& Fox，2005；Zhu，Nie，Chang，Gao，& Niu，2014）。

在拼音文字阅读中，多个研究发现一系列脑区参与阅读。阅读始于对字形这一视觉信息的分析，这一加工过程被发现与左侧梭状回（left fusiform gyrus，left FG）有关。该脑区位于左侧枕颞（left occipitaltemporal gyrus，left OT）后部，在多个研究中发现与字形加工有关，因此被称作视觉词形区（visual word form area，VWFA）。前文提到的文盲学习阅读后变得对文字敏感的就是该脑区（Dehaene et al.，2010）。与位于枕叶的负责视觉加工的脑区相比，左侧梭状回负责是的抽象的字形的加工，该脑区的激活不会受到字体和字号的调节（McCandliss，Cohen，& Dehaene，2003）。尽管阅读是由字形通达语义的过程，研究者依然在与语音无关的任务（对词对进行语义相关与否的判断）下，在不同语言的文字阅读中观测到了语音的激活（Perfetti et al.，1992）。一些探讨语音加工脑机制的研究给被试视觉呈现一些假词，如“dote”，并且将假词的加工与其他无法发音的视觉刺激的加工进行对比。语音的加工往往与左侧颞上回（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left STG）后部和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left IFG）有关（Poldrack et al.，1999；Pugh et al.，1996）。其中，左侧颞上回主要负责将小的语素组成大的语音单位的过程，如将/b/，/i/和/t/组成/bit/，这种加工方式被称为组装式的加工（assembling processing）（Pugh et al.，1996）；左侧额下回则主要负责字词发音的表征与存储（MacSweeney，Brammer，Waters，& Goswami，2009；Poldrack et al.，1999）。

为了探讨形音匹配的加工机制，布思（Booth）及其合作者以视觉或者听觉通道，呈现给英语母语者由三个词语组成的词列，要求被试判断最后一个词语在韵脚的拼写（字形判断）或者押韵（语音判断）上与前两个词语中的哪个词语是一样的，因此，刺激呈现通道与要求判断的内容的通道有时是一样的（视觉呈现与字形判断，听觉呈现与押韵判断），有时是不一样的（视觉呈现与押韵判断，听觉呈现与字形判断）。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刺激呈现的通道与要求判断的内容的通道不一致而卷入更多形音匹配的加工时，左侧顶下小叶（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e，left IPL）的激活更高（Booth et al.，2002，2004），并且该脑区的激活与被试在通道不一致的任务下的正确率存在正相关（Booth et al.，2003），说明了该脑区在整合多通道信息中的重要性。在随后的多个研究中，布思及其合作者则侧重对比判断的难易程度来探讨形音匹配的加工。他们操作了词语中形音匹配的一致性：有些词语韵脚的拼写一样但不押韵（pint-mint），有些词语则押韵但韵脚的拼写不一样（jazz-has），另外有些词语押韵和拼写均一样（seat-heat）或者均不一样（mythhome）（Bitan et al.，2007；Brennan，Cao，Pedroarena-Leal，McNorgan，& Booth，2013；Cao，Bitan，Chou，Burman，& Booth，2006）。前两种类型的词语由于语音和字形之间存在冲突或者不一致而卷入更多形音匹配的加工，具有较高的任务难度，而后两种类型的词对由于形音一致，因此比较容易判断。将难度高的词对与难度低的词对相比，同样可以观测到左侧顶下小叶更高的激活，尽管直接证据主要来自儿童的研究（Bitan et al.，2007；Cao et al.，2006）。

与拼音文字的阅读相似，左侧梭状回同样参与中文阅读时字形的分析，但元分析发现，中文阅读除了与左侧梭状回的激活有关，还常常发现右侧梭状回的激活（Tan et al.，2005）。此外，与基本视觉加工有关的脑区尤其是双侧枕中回（bilateral middle occipital gyri），也被多个研究发现与汉字加工有关。一项ERPs研究发现，大脑右侧的视觉区可能与汉字中低频视觉信息的加工有关（Liu & Perfetti，2003）。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记录了汉语母语者阅读汉字的脑电波，发现了与字形加工有关的负波从左侧枕叶（汉字呈现后150ms左右）转移到右侧枕叶（200ms后）。这种转移可能反映了在汉字加工中，从大脑左侧对表征具体笔画和部件的高频视觉信息的加工到右侧对表征部件之间空间关系的低频信息的加工的转移。

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阅读中文时，语音信息并不通过形音对应的方式激活相应语素进而组合成一个单词的发音（包含一个或多个音节），而更多的是直接提取整字的发音（一个音节）。相应地，中文阅读中较少发现左侧颞上回后部的激活，而是比较一致地发现左侧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left MFG）的激活（Tan et al.，2005；Tan et al.，2003）。该脑区一开始被认为与汉字的视觉空间信息加工有关（Tan et al.，2001）或者与整字语音的提取有关（Tan et al.，2005），后来研究者发现该脑区更有可能与词汇选择（lexical selection）或者词汇整合（lexical integration）有关，即通过整合语音和字形甚至语义从而确定最终目标汉字（Perfetti，Cao，& Booth，2013）。汉语中形音的对应比较模糊并且存在很多同音字，因此对词汇选择和整合的需求也更高。该假说也能解释在拼音文字中，形音对应不规则词（“pint”）与规则词（“mint”）相比左侧额中回激活更高（Bolger，Hornickel，Cone，Burman，& Booth，2008）。然而关于该脑区在汉字加工中的功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如对比同音字多的和同音字少的汉字。

在形音匹配上，曹及其合作者（Cao et al.，2010）以视觉通道呈现给被试由两个汉字词语组成的词对，要求被试判断第二个字是否押韵（语音判断）或者声旁是否相似（字形判断），同样操作了词语形音的一致性：有些词语押韵但声旁不一样（“钞票”—“医疗”），而有些词语声旁一样但不押韵（“皮鞋”—“泥娃”），另外有些词语声旁不一样并且不押韵（“压缩”—“傍晚”）或者声旁一样并且押韵（“围绕”—“发烧”）。这个研究同样发现当形音不一致时，在成人母语者中看到左侧顶下小叶的激活更高（Cao et al.，2010）。

来自儿童母语者的证据

尽管来自成人母语者的研究显示不同文字的阅读脑机制存在不同之处，但这些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相比之下，来自阅读脑网络还处在发展阶段的儿童的证据以及儿童与成人的对比研究，能够揭示阅读脑网络是如何在阅读经验中形成的。

曹等人（Cao et al.，2010）的研究对比了儿童及成人汉语母语者的阅读脑机制，发现在阅读中文时双侧枕中回和顶上小叶以及梭状回的激活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表明字形加工越来越成熟。在英语母语者中同样可以观测到左侧梭状回的激活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并且阅读障碍儿童在该脑区的激活要低于控制组（Cao et al.，2006）。与此同时，还有研究发现英语母语者右侧梭状回的激活反而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Turkeltaub，Gareau，Flowers，Zeffiro，& Eden，2003）。这些结果支持了在成人母语者研究中观测到的字形加工方面的跨语言差异。

在语音加工方面，一项研究对比了母语分别是汉语和英语的儿童（8～12岁）的语音网络的发展，发现母语是英语的儿童在完成押韵判断这一任务时左侧颞上回后部的激活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且该脑区的激活与他们的阅读水平呈正相关，而在母语是汉语的儿童中该脑区的激活与年龄和阅读水平均不相关（Brennan et al.，2013）。而另一项研究通过对比母语是汉语的9岁、11岁的儿童以及成人，发现左侧颞上回后部随着年龄增长而激活下降（Cao et al.，2010）。这两项研究共同表明了左侧颞上回后部由于能够支持组装式的语音加工而在拼音文字阅读中尤为重要，而由于中文语音加工的不同，该脑区比较少或者不直接参与中文的阅读。此外，一项研究探讨了6～22岁的英语母语者的阅读网络的发展，发现左侧额下回的激活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并且与语音意识测验的得分正相关（Turkeltaub et al.，2003）。

左侧顶下小叶在不同语言中均被认为与形音匹配有关。在汉语母语者中，成人在阅读中文时左侧顶下小叶的激活高于儿童（Cao et al.，2010）。在英语母语者中，成人与儿童在该脑区的激活也存在类似的差异（Booth et al.，2004；Brennan et al.，2013），并且有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该脑区的激活低于控制组儿童（Cao et al.，2006）。

而关于左侧额中回，来自汉语母语者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儿童相比控制组在阅读中文时左侧额中回的激活不足，并且该脑区的灰质体积比普通儿童小，说明了这种大脑功能的不足存在结构基础（Siok，Niu，Jin，Perfetti，& Tan，2008）。

来自双语者的证据

来自母语者的证据表明，中文和拼音文字阅读的脑网络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与文字的特征是相关的。当双语者在阅读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时，这种跨语言的差异是否依然可以用观测到呢？或者，当双语者阅读第二语言的文字时，他们是更多地应用第一语言的阅读网络还是第二语言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佩尔费蒂等人（Perfetti et al.，2007）主要基于中英和英中两种双语者的研究，提出了适应与同化假说（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hypothesis）。适应与同化假说发现，双语者在阅读第二语言的文字时究竟更多地使用第一语言的还是第二语言的阅读脑网络取决于具体语言：在阅读第二语言的文字时，中英双语者阅读英文时的脑激活与阅读中文时更接近，或者表现出更多的同化（assimilation），而英中双语者阅读中文时的脑激活也与中文母语者阅读中文时更接近，或者表现出更多的适应（accommodation）。

纳尔逊及其合作者（Nelson，Liu，Fiez，& Perfetti，2009）对比中英和英中双语者阅读汉字和英文单词时的大脑激活，尤其是双侧梭状回的激活。他们的研究发现，两组双语者在阅读第一语言的文字和第二语言的文字时，左侧梭状回均激活并且在阅读两种语言时该脑区激活强度没有差异。而在右侧梭状回上，英中双语者只有在阅读汉字时激活，而在阅读英文时则没有激活；中英双语者无论阅读第一语言的文字还是第二语言的文字该脑区均激活（Nelson，Liu，Fiez，& Perfetti，2009）。该研究在字形加工方面支持了同化与适应假说。对于英中双语者，右侧脑区的参与对加工表征组成汉字的各个部件的空间关系的低频信息是必需的；英文单词在视觉上更多的是由高频信息表征的，已经拥有大量中文阅读经验的中英双语者能够利用其左侧脑区对包含高频视觉信息的英文进行加工。

有研究通过对比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英中双语者，来探讨英中双语者何时发展出适应中文阅读的机制。前面已经提到中文阅读时语音信息的激活与英文不同，中文语音的激活需要在字形分析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阈限式加工），而英文语音在识别字母后即可激活，无须等到整个单词字形分析结束（瀑布式加工）。一项行为研究采用启动范式，来探讨学习中文的英语母语者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学期末的汉字识别情况，他们固定了启动词与目标词的时间间隔（500ms），并且操作了启动词与目标词在字形、语音和语义上的相关性（Liu，Wang，& Perfetti，2007）。该研究发现，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仅观测到字形促进效应，而第二个学期结束时则观测不到字形促进效应，而是观测到语音和语义的启动效应，说明英中双语者与汉语母语者一样，在汉字识别中语音的激活是阈限式的。还有一项研究同样对比了学习汉语的英语母语者在前两个学期末的汉字和英文加工，但采用ERPs技术并且侧重探讨字形加工的变化（Liu，Perfetti，& Wang，2006）。该研究关心的脑电波成分之一N200，是一个刺激呈现后200ms左右达到峰值并且主要分布在枕叶的负波，该成分与字形加工有关（Posner & McCandliss，1999）。该研究发现，在第一个学期末，英中双语者加工汉字时N200的波幅高于英文，而到了第二个学期末，汉字和英文单词的差异消失了。综合这两个研究，可见英中双语者能够比较迅速地发展出适应汉字字形特征的加工方式，而语音和语义加工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还有研究同样发现，中英双语者在阅读英文单词时大脑活动与阅读汉字时非常相似，均激活包括左侧额中回和顶下小叶在内的脑区，而在英语母语者中观测到的左侧额下回和颞上回后部并没有激活（Tan et al.，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中英双语者第二语言的水平与他们在加工英文单词时中文阅读脑网络的激活是相关的：英语水平越高，被试阅读英文时左侧额中回和右侧顶叶多个脑区的激活越高，而左侧额下回的激活越低（Cao，Tao et al.，2013）。这些研究共同说明同化是中英双语者在阅读英文时的主要现象。然而这并不代表中英双语者完全以加工汉字的方式来加工英文。一项研究发现，中英双语者在加工英文单词时右侧枕中回的激活比阅读中文时低（Cao，Tao，Liu，Perfetti，& Booth，2013），说明中英双语者与英中双语者类似，参与字形分析的脑网络也受到所阅读文字的调节，表现出一定的适应。

在阅读英文单词时，属于英语阅读网络的脑区在中英双语者阅读英文时是否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呢？一项研究通过分析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发现即使中英双语者在阅读英文与中文时左侧颞上回后部的激活强度没有差异，该脑区与右侧枕中回的连接强度在阅读英文时比阅读中文时更强，并且两个脑区功能连接越强的双语者完成押韵判断任务的反应时越短，说明该脑区在中英双语者阅读英文时通过促进字形分析与语音加工的连接，使得英文加工更为有效（Cao，Kim，Liu，& Liu，2014）。由此可见，将来的研究有必要更多地从不同脑区如何通过信息交流完成阅读这一复杂的任务来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关于双语者的研究中，中英双语者往往已经具有8年以上的英语学习历史，而英中双语者往往是初学者，其中文水平相比中英双语者的英文水平要低。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观测到中英双语者表现出更多的同化，而英中双语者表现出更多的适应。可见语言的方向（从中文到英文以及从英文到中文）是影响同化与适应的重要因素。然而，关于中文水平较高的英中双语者以及英文和中文水平相当的双语者的研究对进一步检验该假说是很重要的。

对中文学习的启示

基于中文字形复杂并且形音对应比较模糊的特点，具有良好的字形表征对中文阅读尤为重要。实际上在汉字教学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通常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汉字抄写上。最近的一项ERPs研究探讨了汉字字形的强化学习在英语母语者学习汉字中的作用：在学习阶段，有些被试需要尝试写出呈现过的汉字时（书写组），有些只需被动地看所呈现的汉字（阅读组）（Cao，Rickles et al.，2013）。经过六天学习，被试进行一项关于汉字的意思的判断任务（判断每个汉字的意思是不是随后呈现的英文单词），并且研究者记录了被试在加工汉字时的脑电波。该研究发现，书写组在汉字呈现后100ms左右出现的正波（P1）的波幅比阅读组更大，而该成分与视觉注意有关，说明书写组的被试对字形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此外，P1的波幅与3个月后被试对所学汉字的记忆存在正相关。还有一项fMRI研究将汉字书写与拼音书写进行对比。在学习阶段，被试会看到汉字及其对应的拼音，接着听到该汉字的发音，最后是汉字的意思（对应的英文翻译），当这些信息呈现结束后，其中一组被试需要写出汉字本身（书写组），另一组需要写出拼音（拼音组）（Cao，Vu et al.，2013）。因此，书写组将侧重字形的学习，而拼音组将侧重于语音的学习。在学习阶段结束后，被试在MRI扫描仪内进行两项任务：词汇判断以及内隐书写任务（想象屏幕上呈现的汉字如何书写）。研究结果发现，与拼音组相比，书写组与汉字字形分析有关的双侧顶上小叶在两个任务下的激活均更高，更接近汉语母语者在汉字阅读中的激活。此外，书写组在位于中央前回的双侧感知—运动区的激活比阅读组更高，说明书写增强了关于汉字字形的感知信息与运动信息（如何书写）的整合，从而促进汉字字形表征的形成。这种字形的强化学习发现有利于汉字的语义学习（Guan，Liu，Chan，Ye，& Perfetti，2011）。除了被试手动书写，一些研究还探讨了观看如何逐笔画书写汉字的动画是否也能促进字形表征的形成（Chang，Stafura，Rickles，Chen，& Perfetti，2015）。该研究采用ERPs技术实时记录了英语母语者学习汉字的过程，其中有一些汉字配有关于其书写的动画，而另一些汉字没有。与没有动画的汉字相比，有动画的汉字引起与记忆更新有关的P300成分（汉字呈现后300ms左右达到峰值的正波）的幅值更高，并且P300的波幅与被试学习表现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关于书写的动画同样有利于关于字形的表征的建立。这些研究一致说明了字形是词汇表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书写或者观看有关汉字书写的动画等对字形的强化学习，有利于其他词汇信息的学习，如语义和语音。

结论

中文与拼音文字在字形以及形音对应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应地，长期的阅读经验将塑造出不同的脑网络来支持不同文字的有效阅读。由于中文在字形方面的复杂性，中文阅读除了激活同样参与英文阅读的左侧梭状回外，还往往激活右侧梭状回以及双侧的顶上小叶以及枕中回进行字形分析。此外，由于形音对应方面的差异，英文阅读时语音加工将随着字形加工而展开，这种瀑布式式的加工与左侧颞上回后部的激活有关，而中文的语音加工则需要字形分析进行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是一种阈限式的加工，加上中文存在大量同音字的现象，左侧额中回在整合语音和字形并确定最终目标字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尽管不同文字的阅读脑机制存在差异，左侧梭状回在字形分析中的重要性以及左侧顶下小叶在形音匹配中的重要性在不同文字的阅读中具有普遍性。在阅读第二语言的文字时，英中双语者更多地发展出适应中文特征的阅读网络，而中英双语者则表现出更多的同化。

摘要 Abstract

Reading network is shaped by reading experience.Given the differences across languages and writings, different reading networks are developed for the reading of different languages.For Chinese and Alphabetic languages (especially English), the differences in visual orthography and orthography-phonology mapping lead to divergence in reading networks: compared to English, the reading of Chinese requires more visual orthography analysis, accordingly, involves right fusiform gyrus and bilateral middle occipital gyri additionally.In English reading, the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nd orthographical processing occur simultaneously, and such cascade-style processing is related to activation in lef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The processing of phonology in Chinese is threshold-style, and there are a large amount of homophones, the engagement of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in finalizing the target characters through lexical integration and selec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However, some brain regions play a universal role across languages, such as left fusiform gyrus in visual word form analysis and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e in orthography-phonology mapping.Evidence from native speakers and bilinguals support these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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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阅读的神经活动——文字快速加工与神经活动敏感性



Rapid Neural Sensitivity for Print in Reading and Dyslexia

[中国香港]乌尔斯·毛雷尔（Urs Maurer）[1]

[中国]李甦（Su Li）[2]

事件相关电位具有高时间分辨率，能够捕获由神经激活而产生的头皮电场毫秒级的变化。事件相关电位的N1成分发生在刺激呈现后的150～200 ms，它已被证明对视觉词汇的正字法属性很敏感。本文综述了发生在成年成熟阅读者身上的文字的粗略及精细神经调制及其在学习阅读的儿童身上的发展以及在阅读障碍群体中的损伤。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如何用正字法加工的神经模型来解释，以及如何将拼音文字的发现与阅读中文联系起来。

焦点阅读

·视觉—正字法加工作为阅读和学习阅读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正字法加工的神经机制是什么？视觉—正字法加工时间进程如何？不同阅读经验儿童视觉—正字法快速加工的神经活动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视觉—正字法快速加工的神经活动是否会受到不同文字系统的影响？本章基于近期文字加工神经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儿童脑电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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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年人的阅读活动是由大脑不同脑区之间形成的一个网络的协同激活来支持的。这一网络中的一些脑区也会参与口语加工的过程。因此，当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处理口语中发音信息（语音）和意义信息（语义）的脑区之间的网络。儿童学习阅读的任务就是发展出加工视觉形式词汇的视觉专家化（visual expertise）技能，并将视觉信息与已经存在的口语加工网络联系起来。因此，视觉—正字法加工作为阅读和学习阅读的第一步是非常特殊的。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核心研究问题：视觉—正字法加工这一最初的加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来自更高水平的语言网络，即语音及语义信息的影响。

本章的开始部分将简要介绍有关正字法加工神经机制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模型。这两个模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Dehaene et al.，2005；Price & Devlin，2011）。由于这两个模型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脑功能成像的研究，所以本章还将梳理一些采用时间敏感性比较好的事件相关脑电技术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多对视觉—正字法加工时间进程的认识。本章介绍的视觉—正字法加工的不同方面或许都可以用两个模型进行不同程度的解释。这些视觉—正字法加工的不同方面包括对文字的粗略神经调制（coarse neural tuning）、对文字的精细神经调制（fine neural tuning）以及词汇熟悉性（lexical familiarity）对神经调制的影响。本章对粗略神经调制的综述会更详细一些，因为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这一方面的视觉—正字法加工在学习阅读的早期阶段以及阅读障碍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综述首先集中在拼音文字的研究上。拼音文字和中文在视觉—正字法加工不同方面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进行讨论。

正字法加工的神经模型

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一致发现，加工书面文字会激活大脑左侧的枕颞区（e.g.，Martin et al.，2015）。正是由于这一区域对书面文字的敏感性，此区域已被命名为视觉词形成系统（visual word form system，VWFS），而梭状回中部的中心则被称为视觉词形区（visual word from area，VWFA） （Cohen et al.，2000），这一区域不仅仅在阅读时被激活，在其他类型的加工如物体加工中也会被激活。因此，另外一些研究者更倾向于称其为左腹侧枕颞区（left 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region，left VOT）（Price & Devlin，2011）。这种名称上的差异其实也反映出了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正字法加工神经机制模型之间的差异。VWFA 这一术语是由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及其同事在局部组合探测器模型（local combination detector model）中使用的（Dehaene et al.，2005）。很早就有研究发现，视觉系统基本加工区内的细胞都拥有各自的感受野，这使它们对一些基本的视觉特征（如一个长条的方向）很敏感（Hubel & Wiesel，1967）。迪昂及其同事认为，这些已经建立好的感受野机制在支持视觉文字加工时是按照层级来组织的，通过“回收”由进化发展来的物体加工机制来支持由文化所发明的阅读技能的获得（Dehaene et al.，2005，Dehaene & Cohen，2007）。从这个意义上说，视觉系统中探测器的局部组合会对越来越复杂的视觉模式变得越来越敏感。最初是对点、条及组成字母不同部分的线条敏感，逐渐会对完整的字母、两个字母的组合敏感，甚至是对更多的字母组合以及完整的词形敏感（Dehaene et al.，2005）。这种层级系统的调制属性被定位在大脑腹侧的枕颞皮层（Vinckier et al.，2007），是通过阅读技能获得过程中的知觉学习来建立的（Dehaene et al.，2005）。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字法加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由视觉词汇的视觉属性所驱动，而加工这些视觉属性的神经元也已变得适合加工这些视觉特征。在这种由自下而上的属性所驱动的加工之上，VWFA的活动可能还会卷入由实验任务所引起的自上而下的效应（Dehaene & Cohen，2011）。这种文字加工大脑功能专门化的观点与另一个模型的观点形成了对照。另一个正字法加工神经机制模型是由凯茜·普赖斯（Cathy Price）和约瑟夫·德夫林（Joseph Devlin）在2011年提出的，被称为阅读过程腹侧枕颞区功能交互作用说（interactive account of VOT function in reading）。根据这一模型的观点，腹侧枕颞区是由存在于以物体为中心的参照框架之中，具有多重维度调制功能的神经元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些神经元对由基本形状所构成的特定组合很敏感。不管这些组合的位置怎样，也不会受到构成组合的字母或者单词的约束。例如，一个神经元可能会对“J”这个形状敏感而在阅读时被激活，但是在加工大象鼻子或者雨伞手柄这些具有类似形状的物体时，它也会被激活（Price & Devlin，2011）。而且，腹侧枕颞区的激活被看成一个具有预测性的编码框架（predictive coding framework）。在这个框架之中，来自高水平区域的反向连接会自动预测来自于低水平的前馈输入。在阅读领域中，来自高水平语言领域的语音和语义预期被认为会调控腹侧枕颞区的加工。根据这个模型，学习阅读首先需要将视觉输入与自上而下的预期建立联系，随后通过改善预期来使预期的错误降到最少（Price & Devlin，2011）。这个模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阅读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加工在很早的阶段就与自动化的、来自语言网络的自上而下的加工发生交互作用。这一点与之前提出的模型的不同在于，迪昂等人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刺激的加工。除了自动化的（非策略性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普赖斯等人的模型还假定有另外的来自任务的效应，也会对腹侧枕颞区激活进行调控，这被称为策略性的自上而下的影响（strategic top-down influence）。

因此，两个模型都预测不同的任务会在正字法加工中影响腹侧枕颞区的激活。但是，它们对非任务依赖的早期正字法加工的机制有着不同的假设。由于任务效应在刺激加工的晚期阶段会更加明显，采用时间敏感度高的技术，如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技术和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技术，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可能。因为采用这种技术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关注视觉词汇加工中很重要的早期阶段。考虑到有些读者可能不很熟悉脑电研究中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方法，而又有很多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所以下面将介绍这一种技术。

事件相关脑电位

脑自发电位（EEG）是指随时间而变动的电位差异。电位的差异可以通过将两个电极安放在头皮表面来测量。两个电极中的一个作为参考电极，可以人为地将其值设置为0（Nunez & Srinivasan，2006）。现代的脑电系统采用更多的电极（128个或者256个电极），所有的电极都通过与相同的参考电极进行比较而得以测量，并在高时间采样率（500 Hz或者1000 Hz）的条件下进行数字化。因此，EEG可以提供毫秒级的对大脑活动的测量。

大脑的激活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活动：动作电位与突触后电位。只有后者被认为是对EEG有贡献的。为了能在头皮表面安放电极来记录大脑的电活动，由一组神经元产生的电位需要足够大才能穿过大脑组织、大脑内部的液体、大脑膜皮、头骨以及头皮。电位的获得需要将具有一定长度形式的、平行排列且同步激活的大量神经元之间的活动叠加在一起。在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头皮表面记录到电位活动（Brandeis et al.，2009）。

在头皮测量到的EEG包括了任何满足这些条件的，在任何时刻所发生的大脑活动。这就意味着EEG测量的是来自于不同源的正在进行的大脑活动。事实上，EEG中的信号与研究者感兴趣的特定刺激有关，如呈现在屏幕上的一个单词。但是，这种信号的强度通常比正在进行的大脑背景活动要弱得多（Luck，2005）。为了测量特异于刺激的反应，同类型的刺激通常需要呈现许多次。通过将不同试次的反应进行平均，刺激呈现时引起随机的背景信号的变动就会减小，而与刺激相关的信号就会保持不变。这种平均就被称为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当呈现一个电极的波形时，可以看到事件相关电位是由一系列的波峰和波谷组成的。波峰被称为成分（component），用字母P（正向）或N（负向）来表示。字母后面的数字代表成分的顺序（N1：第一个正成分）或者波峰出现的时间（N170：负波，在170 ms时出现波峰）。

由于容积传导的原因，大脑中一个源所产生的电位是通过所有头皮电极来获得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一个信号测量时的电极位置就是其附近脑活动的源的结论。这就是EEG被认为空间分辨率很低的原因。由于头皮电场的地形分布依赖于激活的源，所以有研究者尝试用一些数学程序去估计特定ERP成分的源（Pascual-Marqui et al.，2009）。尽管这一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分析的结果是源于数学模型的。这些数学模型所带有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因此，源定位可以提供额外的有趣信息，但是应慎重对待。

除了经典的ERP波幅分析，研究也证明ERP的地形图分析是很有用的。鉴于EEG的时空结构，ERPs既可以呈现出各个电极上的波形，也可以呈现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大脑地形图（topographic map）（Koenig & Gianotti，2009）。因为地形图的分布依赖于大脑的神经元发生器，地形图信息就可以进一步用来提取脑活动中的信息。同样地，地形图分析可以用来检验两种分布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不同的分布可以解释为大脑中产生的源是不同的（Michel et al.，2004）。这种信息是很重要的，即使源的准确定位并不清楚，但如果两种分布是相同的，那么它们可能就是由相同的源导致的。而且，ERP波幅的差异也可以解释为是激活强度的差异。

文字的粗略神经调制

正如眼动研究所揭示的结果，熟练阅读者可以非常快速地阅读书面文本（Rayner，1998）。熟练阅读者注视一个单词的平均时间为200～250 ms（Dimigen et al.，2011）。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代表着一个单词最核心的信息得到加工，且眼睛已开始移到下一个单词的最长时间。这种高速的阅读需要大脑快速的活动，从而保证阅读者能够识别单词。

使用ERP技术进行研究发现，N1成分对文字很敏感。通常，与视觉特征匹配的控制刺激如符号串（symbol string）相比，视觉词汇引起的N1要更大（Bentin et al.，1999；Maurer et al.，2005b）。在这些ERP研究中，研究者请被试注视文字及符号串等刺激，在看到前后呈现的两个刺激是一样的时就按键做出反应。在这种任务条件下，视觉词汇诱发的N1比符号串诱发的N1更大（Brem et al.，2005；Maurer et al.，2005a；Maurer et al.，2005b；Brem et al.，2006；Eberhard-Moscicka et al.，2014）。在成人被试中，这类刺激所诱发的N1成分发生在枕颞部电极，在刺激呈现后的130～230 ms出现，并在150～180 ms时达到高峰（Maurer et al.，2005b；Maurer et al.，2008b；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在一些研究中，N1成分也被称为N170，因为N1成分的波幅在刺激呈现后的170 ms达到最高。但是，这种形式的命名在发展研究中是有问题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01名一年级末期（7.5岁）的儿童，测查了儿童在重复探测任务中的文字粗略调制效应及词汇效应。研究发现，由于成熟的影响，儿童N1峰值的潜伏期是比较长的（图2-1）。N1 的地形图分布不仅包括枕颞部电极所表现出的负波，还包括前部中线电极所表现出的相应的正波（Maurer et al.，2005b）。N1对文字（与符号串相比）的敏感性主要反映了对文字的粗略调制（Maurer et al.，2005b），正如当伪词与符号相比也能观察到同样的N1敏感性一样。同样，真词与伪词所诱发的N1的差异是很小的。而且在内隐阅读任务中，真词与伪词的N1差异是非常不稳定的。进一步说，如果视觉控制刺激与真词的匹配程度非常接近，如用线条或者笔画组成字母或汉字，那么真词与伪词的N1差异就变得很小了（Schendan et al.，1998；Xue et al.，2008）。最近一项研究采用与文字匹配很好的非字符号（false-font）作为控制条件，发现在N1成分的早期就可以探测到非常强的文字调制效应（文字大于非字符号），而在N1成分的后期，非字符号的反应要强于文字（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与成人不同的是，儿童的文字调制效应非常清晰，看起来并不那么依赖于视觉控制条件的选择（图2-1）。

来自跨文化的不同文字系统的研究表明，文字N1与控制刺激N1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阅读经验带来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不同刺激的属性所导致的。正是如此，与伪字/词相比，中英双语被试对于熟悉的英文词和汉字表现出更强的N1，而英语单语被试只对英文表现出更强的N1，而不熟悉的汉字及伪词刺激的N1则减弱（Wong et al.，2005）。类似地，与母语为英语的单语被试相比，日语—英语的双语被试对于熟悉的日文字母和日文汉字表现出更强的左侧化N1（Maurer et al.，2008b）。这些结果可以用物体及面孔加工领域发展出的视觉专家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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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儿童在重复探测任务中的文字粗略调制效应及词汇效应

研究也表明，N1成分对面孔及熟悉的物体也有类似的敏感性。与打乱的面孔刺激相比，真实面孔的N1更强（Bentin et al.，1996）。与此类似，研究鸟类的专家在注视鸟类及狗类的图片刺激时，鸟类图片引发的N1会大于狗类图片引发的N1，而研究狗的专家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Tanaka & Curran，2001）。这些效应都被解释为视觉专家化效应，即通过学习，视觉系统会与特定的视觉信息协调起来（Tanaka & Curran，2001）。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可以看成儿童在学习阅读过程中获得的视觉专家化的一种形式（McCandliss et al.，2003）。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面孔和物体的典型N1反应是右侧化的，而对于视觉文字的N1反应通常是左侧化的（Rossion et al.，2003；Maurer et al.，2008a）。研究者提出两种假设来解释阅读早期视觉加工的左侧化现象。根据语音匹配假设（phonological mapping hypothesis），视觉词汇加工的左侧化是由在学习过程中来自高水平的、左侧化的、参与语音加工的语言区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来驱动的（Maurer & McCandliss，2007）。另外一种假设认为，偏侧化的差异可能是对应于文字与面孔刺激视觉属性上表现出的差异（Mercure et al.，2008；Hsiao & Lam，2013）。文字包含大量的高空间频率的视觉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偏向于在大脑的左半球得到加工。相反，面孔包含了一些可能偏向于在右半球加工的低空间分辨率信息。目前，视觉词汇N1左侧化的原因仍然是不清楚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与上文提到的正字法加工的模型有关。

由于脑电图技术低空间分辨率的局限，我们还很难知道文字N1敏感性的确切脑定位，但是已有一些证据表明N1成分与VWFA的激活存在着对应关系。这样的结果也得到了MEG研究的证实。脑磁图研究具有像脑电研究一样的高时间分辨率，同时由于其减少了信号远距离源的扭曲，就允许有更可靠的脑定位估计（Banaschewski & Brandeis，2007； Babiloni et al.，2009）。研究已表明，在200ms内对文字粗略调制的 MEG 源同样位于枕颞区的下部（Tarkiainen et al.，1999）。另外一些证据来自于安放颅内电极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正常人类被试的脑电只能在头皮表面得到记录，但在患有不能矫治的癫痫病人手术前（这种情况很少有），是可以从其颅内皮层记录到脑电活动的。在这样的病人身上，文字敏感性的神经激活发生在大约200ms时的腹侧枕颞皮层（Allison et al.，1994）。另外一些来自于脑电数据的溯源分析以及脑电与功能成像联合研究的数据也发现了一致的证据。这些研究中对事件相关电位的源估计发现，N1的源位于大脑后部及枕颞区下部（Maurer et al.，2005b；Brem et al.，2006；Brem et al.，2009），这一区域与相同被试fMRI 的激活位置是对应的（Brem et al.，2006；Brem et al.，2009）。

文字粗略神经调制的发展

既然成熟阅读者表现出了与特定文字经验相关的文字粗略神经调制，那么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种神经活动敏感性在学习阅读的儿童群体身上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非常快的，还是比较慢的？是以一种增量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吗？针对儿童的发展研究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一项纵向追踪瑞士苏黎世儿童学习阅读的研究中，幼儿园的儿童在学习阅读前进行第一次测试，1.8年之后对这些进入小学二年级中期的儿童进行第二次测试（Maurer et al.，2005b）。在瑞士，儿童从小学才开始学习阅读，幼儿园儿童是不学习阅读的，而且这项研究也排除了那些早期已经会读的儿童。在记录儿童的脑电活动时，他们要完成重复探测任务。实验材料是词和符号串。儿童只要看到前后呈现的两个刺激是一样的（不论是词还是符号串），就要马上按键做出反应。结果表明，幼儿园儿童在N1成分上还没有表现出文字的调制效应（Maurer et al.，2005b）。但是，在这些孩子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强的文字N1调制效应（Maurer et al.，2006）。正如图2-1所示，近期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文字N1的调制效应在一年级末期（在学校中进行了一年的阅读训练）就已经很明显了。来自这项纵向研究的结果还发现，即使随年龄增长文字N1的波幅在减小，但与成人相比，儿童文字N1的调制效应更大（Maurer et al.，2006）。这说明，文字粗略神经调制的发展呈现出倒U形的趋势。

这种倒U形的趋势可以在视觉专家化的框架中进行解释。初学阅读者表现出非常泛化的调制感受野，而专家则具有更精细的调制感受野（Palmeri & Gauthier，2004）。但是，粗略神经调制倒U形的趋势与正字法加工交互作用模型的解释也是一致的。在初学阅读时，预测错误会很多——引起了更强的激活，随着学习不断加深，预测错误减少——激活就减弱（Price & Devlin，2011）。

上述纵向研究的结果发现，儿童在小学学习一年半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会出现更强的文字敏感性，而训练研究则发现，N1的调制效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在布雷姆等人（Brem et al.，2010）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请儿童玩一个叫“GraphoGame”的电脑游戏。通过玩这个游戏两个月，儿童来学习字母—发音的匹配。这项研究再一次发现，训练前儿童的文字N1敏感性没有出现，但是通过形音匹配训练，文字N1敏感性发展了，而控制条件的数字训练则没有导致这样的效应（Brem et al.，2010）。

在成人学习人工文字正字法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在单一时段中观察到大范围的N1的增强活动（Maurer et al.，2010）。与成人表现出典型的左侧化N1不同，训练研究中的成人表现出非常强的人工文字的右侧化N1。这一结果预示着，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N1从右侧化向左侧化的过渡（Maurer et al.，2010）。

上述结果与发展研究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尽管在上文提到的幼儿园儿童的纵向研究中，从整组来看并没有发现N1文字敏感性，但是具有高字母知识的儿童在学习阅读之前却表现出了右侧化的文字N1，这可能是出现文字敏感性的一个预兆（Maurer et al.，2005b）。一些处于阅读障碍高危状态的幼儿园儿童也表现出更明显的右侧化的N1，这与布雷姆等人的观点一致。右侧化的文字N1反映的是阅读获得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Brem et al.，2013）。

在一年半的在校阅读训练之后，儿童发展出明显的文字N1效应，并表现出双侧分布的特征（Maurer et al.，2006）。这种双侧化的分布经过小学直到成年期，会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左侧化的分布（Maurer et al.，2006；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

整体来看，文字快速加工的神经活动敏感性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是从最初的萌发状态到后期随着阅读经验增长而逐渐精细化的过程。文字N1敏感性遵循着倒U形的发展趋势。最初的增长幅度很大，增长的速度也很快。随后，速度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慢，增长的幅度也降低。N1敏感性在发展的最早期还不很成熟的时候是右侧化的，随后变成双侧化并达到N1的高峰，在随后的几年中变得更加左侧化。除了这两点变化之外，N1在时间窗口上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以与文字非常相似的非字符号作为控制条件，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儿童的N1涵盖了N1的整个时间窗口，只有在成人被试中才能探测到N1的早期成分（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

阅读障碍群体的文字粗略神经调制降低

文字的粗略神经调制不仅在阅读获得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发展，而且在学习有困难的儿童身上表现出了降低的特点。

在苏黎世儿童的纵向研究中，与阅读正常的儿童相比，那些在小学二年级时成为阅读障碍的儿童表现出调制效应降低的特点（Maurer et al.，2007）。有趣的是，与正常儿童相比，阅读障碍儿童降低的调制效应不仅表现为文字N1的降低，而且还表现出符号串的N1更强的特点。这与视觉专家化的理论是一致的。神经活动的专家化不仅使大脑对优势刺激类别的激活增强，也会使其对非优势类别刺激的激活减弱（Cantlon et al.，2011）。因此，调制模型和正字法加工交互作用模型都能解释阅读障碍儿童为什么会表现出较弱的文字N1反应。阅读障碍儿童对非优势刺激的激活更强可能用调制模式来解释比较好，因为来自高水平加工语言区的预测作用在视觉控制条件下是不应存在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排除符号串诱发了阅读障碍儿童更多来自高水平加工语言区的预测，这则是与交互作用模型相一致的解释。

当苏黎世纵向研究中的儿童在入学三年之后再次进行测查时，阅读障碍儿童的文字神经调制障碍已经减少了，只是和五年级的状态有边缘显著的差异（Maurer et al.，2011）。这可能意味着，文字神经调制在阅读障碍儿童最初学习阅读的头几年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些研究也报告年龄更大一些的青春前期的阅读障碍儿童（Araujo et al.，2012）及有阅读障碍的成人（Helenius et al.，1999；Mahe et al.，2012；Araujo et al.，2015）的文字调制效应也是有损伤的。这就说明文字调制的神经损伤会持续影响到更大的年龄，造成阅读困难。另外，对于更大年龄人群文字调制效应损伤的探测也会受到阅读障碍的程度以及任务熟悉性的影响。

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技能获得几年之后，视觉—正字法加工的持续损伤也得到了fMRI研究的支持。因为语音加工困难被认为是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一些功能成像研究使用语音任务，揭示出这种缺陷的神经基础是在颞—顶区（Temple et al.，2001；Hoeft et al.，2006）。但是，对采用视觉字母或单词作为实验材料的阅读障碍研究的元分析表明，阅读障碍最稳定的缺陷出现在VWFA附近的枕—颞区下部（Maisog et al.，2008；Richlan et al.，2009）。VWFA的调制损伤的重要性得到了一项100多人的多中心fMRI 研究的证实。阅读能力较低的被试的文字调制效应减少最强的区域就是VWFA（Maurer et al.，submitted）。有趣的是，阅读流畅性和文字调制效应之间的联系不是由文字条件驱动的，而是由符号条件驱动的。这一结果又与视觉专家化的解释一致。视觉专家化不仅表现出对优势视觉类别激活的增强，也表现出对非优势类别激活的减弱（Cantlon et al.，2011）。但是，正如前所述，这一结果也与阅读障碍被试对非优势刺激不适宜的预测是一致的。

文字的精细神经调制

文字与符号之间的对比反映的是文字视觉调制的一种粗略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精细的调制形式。精细文字调制反映的是对字母串中字母组合模式规则的敏感性（Posner & McCandliss，2000；Maurer et al.，2006；Zhao et al.，2014）。所以，真词比伪词或者辅音字母串更规则，伪词比辅音字母串更规则。伪词与辅音字母串的对比可以更好地代表精细调制效应，因为真词与伪词的对比也会受到字母熟悉性差异带来的影响（Zhao et al.，2014）。

一些研究已经报道，辅音字母串的N1比真词的N1更强（Compton et al.，1991；McCandliss et al.，1997；Bentin et al.，1999）。但是，这一效应在不同的任务下存在差异。这种效应只在被动任务或者视觉搜索任务下才会出现，但仅在一项英文的词汇判断任务中出现（Compton et al.，1991）。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在一项法语研究中，这一效应仅在词汇判断和语义任务中出现，而在视觉大小探测和语音任务中却没有出现（Bentin et al.，1999）。因此，虽然看起来在这个效应的方向上表现出了共同的模式，但这一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实验任务的调控仍然是不清楚的。

词形中双字母组（bigram）的频率差异也可以反映文字的精细调制。一项研究比较了典型与非典型正字法词形［用双字母组的位置及三字母组（trigram）的频率来定义］的词汇，发现典型词汇的N1比非典型词汇的N1要强，但这一效应对伪词来说则是反转的（Hauk et al.，2006b）。

因此，有关视觉文字加工精细调制效应的结果是非常不一致的。这可能是不同研究采用的实验任务及实验参数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实验任务的影响说明，字母串的加工会受到自上而下效应的影响。这与调制模型及正字法加工交互作用模型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任务效应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去找到支持或反对任一模型的证据，因为两个模型会预测出非任务依赖的不同效应。调制模型预测更规则的字母串会诱发更大的N1，因为感受野的敏感性在增强；而交互作用模型则预测越不规则的字母串会诱发越高的N1，因为预期的错误增加了。

在初学阅读的儿童身上也是有可能发现对文字的精细调制效应的。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阅读水平高的儿童的真词N1比辅音字母串N1更强，而阅读水平低的儿童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差异（Zhao et al.，2014）。研究者在这一研究中还发现，低阅读水平儿童和高阅读水平儿童的文字粗略调制效应是没有差异的。这说明，文字的精细调制效应可能对初学阅读的正常群体儿童的阅读能力差异更敏感。

词汇熟悉性的影响

将真词与伪词进行对比，也是可以发现文字的精细调制效应的。因为真词比伪词具有更规则的字母串。但是，这种精细的文字调制效应会受到由词汇熟悉性差异所带来的混淆，特别是实验采用外显语言任务时更是如此。这也反映在N1有关词汇差异的结果模式上。

在一些成人研究中，真词的N1比伪词的N1更强（Maurer et al.，2005a；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Maurer et al.，2005b），一些研究甚至发现了相反的效应，即伪词的N1比真词的N1更强（Hauk et al.，2006a；Hauk et al.，2006b）。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任务不同。在只需要内隐阅读的任务条件下，如one-back重复探测任务，主要发现真词的N1成分比伪词的更大（Maurer et al.，2005a；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而在外显阅读任务下，如词汇判断的条件，伪词的N1比真词的更大（Hauk et al.，2006a；Hauk et al.，2006b；Simon et al.，2007）。

伪词的N1成分比真词的大这一结果与在词汇判断任务（Sereno et al.，1998；Hauk & Pulvermuller，2004）或词汇探测任务（Assadollahi & Pulvermuller，2003）中所报告的低频词N1强于高频词N1也是一致的。但是，N1的词频效应看起来也是依赖于任务的。因为在声音探测任务中是没有发现这种效应的（Proverbio et al.，2004），而且在词汇判断任务（研究者通过大量重复呈现词汇从而可能改变了词汇判断任务的性质）中甚至表现出了相反的模式（Simon et al.，2007）。这种非常强的由任务要求带来的对词汇效应的调控，既可以由局部探测器联合模型来解释，也可以由正字法加工交互作用模型来解释（Price & Devlin，2011），因为两个模型都承认存在自上而下的任务效应。任务效应的存在表明，它们是与自下而上或自动化的交互作用效应相重叠的，从而使研究者很难找到支持或反对两个模型的证据。

而且，由词汇熟悉性引起的差别化加工与文字的粗略调制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间进程。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词汇效应发生在N1成分的晚期，而文字的粗略调制效应主要发生在N1成分的早期（Eberhard-Moscicka et al.，submitted）。但是，这种序列式的加工可能也依赖于实验的任务。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实验任务可以进一步加速词汇的加工，正如任务对词频效应的调控一样（Strijkers et al.，2015）。

从整个发展进程来看，实验任务的要求对词汇N1效应的影响在增加。这一结果来自使用内隐或外显语言任务的发展研究。使用重复探测任务的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真词的N1都大于伪词的N1，但是这种差异只是边缘显著（Maurer et al.，2006；Eberhard-Moscicka et al.，2014）或者仅仅在某一个能力组的儿童中达到显著（Zhao et al.，2014）。与此类似，在一项使用词汇判断任务的研究中，伪词的N1大于真词的N1，但仅仅是在与阅读障碍组进行对比时的交互作用上达到显著水平（Kast et al.，2010）。将这些研究结果与非常稳定的文字粗略调制效应的结果整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在初学阅读时，视觉词汇的加工是由自下而上的刺激属性的加工所主导的，同时发展出适宜的调制敏感性或者自动化的交互作用。而这些过程中以任务为中介的自上而下调控的灵活性还很弱，需要通过今后的阅读实践来继续发展。

对中文的快速视觉—正字法加工

本章的前面部分是从拼音文字的角度来讨论视觉—正字法加工的。第一个主题包括文字的粗略神经调制、其发展以及其在阅读障碍中的损伤。第二个主题包括文字的精细神经调制（更为精细细致的不同类型字母串之间的差异）及词汇熟悉性效应。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在中文的背景下讨论这些主题，以此来强调中文对于拼音文字来说的共同点及差异。

fMRI研究已经为揭示阅读中文及拼音文字表现出的共同点及差异提供了很多证据。两项功能磁共振研究的元分析文章揭示出中文与拼音文字在整体上相同的阅读网络，包括枕颞区下部、颞顶区以及额区（Bolger et al.，2005；Tan et al.，2005）。尽管这些元分析没有在文字系统之间进行直接的统计比较，但各种文字系统内部的分化模式预示着一些不同：阅读中文看上去很少激活左半球颞叶区的上部，但会更多激活左侧额中区以及右侧枕颞区。在本章所关注的视觉—正字法加工这一问题的背景下，与拼音文字相比，中文在枕颞区出现的差异显得格外有趣。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与拼音文字所诱发的典型的左侧化N1相比，我们是否能发现右侧化的，至少是双侧化的汉字N1反应。由于汉字的基本形状、构成及元素数量与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可能会预期汉字的视觉专家化与拼音文字的专家化会有所不同。

已有一些研究探查了汉字的粗略神经调制。研究发现，汉字的N1要强于控制刺激的N1（Wong et al.，2005；Xue et al.，2008；Cao et al.，2011；Lin et al.，2011；Zhao et al.，2012）。但如果用和汉字相同的、带有一些笔画元素和笔画结构的韩文作为控制条件，调制效应就不是很稳定，会更容易受到实验参数的影响，如刺激呈现时间和字符长度（Xue et al.，2008）。与功能磁共振研究的元分析结果不同，汉字的粗略调制反应也是左侧化的（Wong et al.，2005；Cao et al.，2011；Lin et al.，2011；Zhao et al.，2012）。这种与神经成像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是显著的，说明fMRI研究中右半球枕颞皮层的额外激活可能反映的是发生在N1成分之后的折返性激活（Dale et al.，2000）。

对汉字的粗略调制不仅在偏侧化上与拼音文字是相同的，其在儿童群体中的发展也表现出拼音文字研究所发现的倒U形的时间进程。对汉字的粗略调制效应在小学一年级的儿童身上表现非常强，随后开始减弱（Cao et al.，2011）。

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汉字粗略神经调制的出现、偏侧化以及发展与拼音文字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以往的研究中都没有包括学习拼音文字的被试，没有直接进行跨语言的比较。所以，不同文字系统的神经调制可能还是可以探测到细微差异的。

对文字的粗略调制被认为是书面文字与视觉控制刺激之间的对比，对文字的精细调制代表了对书写系统（字母、部件）组合成更大单元（单词、汉字）的规则的调制。既然中文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是存在差异的，那么对汉字的精细调制就不能在与拼音文字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研究。但是，还有一些条件是可以用来进行对比的。

在拼音文字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真词、伪词、辅音字母串及非字符号串作为实验材料。一项对汉字的研究采用类似的方式，使用真字、伪字、非字及笔画随机组合作为ERP实验材料（Lin et al.，2011）。伪字由位置正确的部件构成，非字由位置不正确的部件构成。研究者采用浅层语言加工任务（颜色探测），发现与非字和笔画组合的N1相比，真字与伪字的N1更强（Lin et al.，2011）。这一结果与同样采用浅层语言加工任务，对拼音文字精细调制效应进行的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尽管文字精细调制的任务依赖性并不总是一致的（Compton et al.，1991），但拼音文字的研究也发现了更有规则的字母串的N1反应会更强（Zhao et al.，2014），而在外显任务中，越不规则的字母串的N1越大（Bentin et al.，1999）。

在拼音文字中，词汇效应是通过比较真词与伪词（可以发音的字母串但不是词）来研究的。在中文中，创造出等价的伪字是不可能的。由处在正确位置的声旁和形旁构成的伪字貌似真字，但却是不能发音的。因此，在中文中探查词汇效应更具可比性的方法是将高频字和低频字进行对比。

一项中文研究在延迟命名任务中操控了汉字的频率，发现在刺激呈现后的250 ms左右低频字引发了更大的负波（Liu & Perfetti，2003）。但在这项研究中，中英双语被试在加工英语时，在相同的时间窗口中表现出相反的频率效应。这说明词频效应在双语学习者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而且，中文中的词频效应在中文被试中可能被限制在N1成分的晚期。一些研究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没有在N1成分的早期发现词频效应（Hsu et al.，2011；Zhang et al.，2012）。

既然汉字的声旁与整字的发音不是完全匹配的（Yang et al.，2009），那么文字与发音的一致性在中文阅读中就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如此，与发音一致性高的汉字相比，发音一致性低的汉字会引发大脑后部更强的N1负波（Lee et al.，2007）及更强的前部的正波（Lee et al.，2007；Hsu et al.，2011）。这些效应的大体方向与拼音文字中的频率效应是相同的，但是这些效应并不总能在汉字研究中被探测到（Hsu et al.，2011）。

总之，与拼音文字类似，与文字粗略神经调制相关的效应在汉字中也是非常一致的。其他与更为精细调制有关的效应则由于受到更强的任务要求及加工目标的影响而不是很一致。因此，与拼音文字一样，任务效应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很难在汉字研究中去发现非任务依赖的效应，从而很难对正字法加工的两个模型做出评价。

总结与展望

快速的视觉—正字法加工对于流畅阅读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受到两种不同的机制（调制机制与任务效应调控）的影响。

这两种机制似乎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对文字的粗略调制在初学阅读时非常凸显，其发生在内隐的阅读任务中，而且真词和伪词都会有类似的反应。粗略调制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文字系统中，正如在中文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果。文字粗略调制的发展模式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模型来解释。一种是局部特征探测器所引起的自下而上的加工，一种是通过自动化的自上而下的预期所引发的交互式加工。但是，两个模型对于文字的精细调制有着不同的预测。局部探测器模型预测越规则的字母串的激活越强，而交互作用说预测越不规则的字母串的激活越强。但是，对结果的解释因实验任务效应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起来。尽管ERP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允许研究者去探查视觉—正字法加工的早期阶段，但是有研究发现ERP的早期阶段就已存在任务效应。任务效应与文字精细调制效应的重叠使得解释支持或反对两个模型的结果变得很困难。未来的研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控制实验任务带来的效应。

如果不考虑在正字法加工神经模型的背景下去解释那些效应，ERP测量已被证明是捕获正常及阅读障碍人群初学阅读时的重要神经活动的有用工具。本章介绍的这些成果正是未来研究的出发点。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探索正字法加工的神经机制以及这些加工机制在儿童学习阅读过程中的发展模式。

摘要 Abstract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of the EEG have a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and are able to capture millisecond-to-millisecond changes of the electric fields on the scalp that are generated by neural activation.The N1 component of the ERP that occurs between about 150 and 200 ms after stimulus presentation has been shown to be sensitive to orthographic properties of visual words.Here we review how coarse and fine tuning for print occurs in adult skilled readers, how it develops in children who learn to read, and how it is impaired in dyslexia.We further discuss how these findings can be interpreted in neural models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and how the findings from alphabetic languages relate to reading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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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阅读与基因——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



Candidate Genes for Developmental Dyslexia

[中国]张玉平（Yuping Zh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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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是一个复杂的多基因共同作用的遗传疾病，且伴随多种认知功能缺陷。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既往研究主要采用组群研究的思路，考察候选基因与阅读障碍间的关联关系。目前，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多个阅读障碍候选基因如DYX1C1，DCDC2，KIAA0319/TTRAP，并发现这些候选基因与一般群体的阅读能力及不同的认知表型也显著相关。本文将综合介绍既往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特别是汉语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焦点阅读

·你想了解基因与阅读障碍间的关系吗？阅读障碍是一个复杂的多基因共同作用的遗传疾病，且伴随多种认知功能缺陷。本文将综合介绍既往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特别是汉语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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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也称阅读困难（reading disability），是学龄期儿童普遍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学习能力缺陷（Fisher & DeFries，2002；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行为水平的研究表明，多种基本认知能力（语音意识、命名速度、语素意识、正字法技能、拼写技能等）缺陷可能是导致儿童阅读困难的主要原因（Shapiro，2001；Snowling，Gallagher，& Frith，2003）。《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将其归于心理发育障碍下的特定性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阅读障碍不仅会造成儿童的学业落后，还会给他们的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以及职业生涯发展等多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探讨其产生机制已经成为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行为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导致阅读障碍的根本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由于对其遗传机制的研究可以从病原学的角度为其提供证据，因此阅读障碍遗传机制的研究在最近30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阅读障碍遗传机制进行的探讨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①以家族聚集研究与双生子研究为基础，行为遗传学研究主要探讨阅读障碍的遗传性，即阅读障碍是否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如果阅读障碍具有遗传特性，其遗传率如何？与阅读能力密切相关的认知表型的遗传率如何？②在此基础上，分子遗传学研究则进一步探讨和寻找阅读障碍的致病基因，为阅读障碍的遗传性提供直接证据。

阅读障碍的遗传性

家族聚集研究

家族聚集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具有高度的遗传性（Francks，Mac-Phie，& Monaco，2002；Williams & O’Donovan，2006），有阅读障碍家族史的儿童再次出现阅读障碍的概率高达34%～45%（Finucci，Guthrie，Childs，Abbey，& Childs，1976；Gilger et al.，1998）。与阅读障碍家族中阅读障碍的高发性特征相比，其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仅为5%～10%（Fisher & DeFries，2002；Shu，McBride-Chang，Wu，& Liu，200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阅读障碍具有遗传特性。

阅读障碍的家族聚集性说明，底层的遗传机制可能是导致阅读障碍的根本原因。但是，家族聚集研究的结果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在家族中的传递可能会导致前代的阅读障碍对后代产生影响，共同的生活环境使家族成员的阅读水平趋同，社会经济水平使得家族成员在受教育机会上处于相似的水平。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与遗传因素相互混淆，导致研究者过高估计遗传因素对阅读障碍的影响。因此，家族聚集研究并不能为阅读障碍的遗传基础提供结论性的证据。

双生子研究

相比较于家族聚集研究，阅读障碍的双生子研究具有更高的研究效度，也是目前研究者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双生子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s，MZ）的共同基因享有率为100%，而异卵双生子（dizygotic twins，DZ）的共同基因享有率为50%。并且，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享有相似的外部环境。因此，同卵双生子相对于异卵双生子的相似程度就能够为基因对表现型的影响提供估计基础（Davis et al.，2001；Olson，2002）。

20世纪80年代，阅读障碍的双生子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者不仅探讨了阅读障碍的遗传率，还从表型障碍的角度考察了遗传因素的作用。阅读障碍双生子的研究主要采用同现率的研究范式，即事先确定双生子之一为阅读障碍者，考察另一个双生子的阅读成绩。研究结果表明，遗传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阅读障碍进行解释：阅读的遗传率为44%，拼写的遗传率为62%（Olson，Forsberg ，& Wise，1994；Williams & O’Donovan，2006）。对阅读基本认知能力的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阅读障碍核心缺陷语音编码的遗传率为56%～75%（Davis et al.，2001；Olson，Forsberg，& Wise，1994），其他认知能力如正字法缺陷的遗传率为31%～59%（Olson et al.，1994）。另一种研究范式以来自普通人群的双生子为研究对象，因而研究结果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其研究结果也证实了阅读与拼写能力均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分别为44%和75%）（Williams & O’Donovan，2006）。

尽管双生子研究为阅读障碍的遗传性提供了强烈的证据，并且暗示了阅读障碍的早期鉴别与干预的方向，但上述研究仍然是行为水平对个体阅读能力的观察，并未直接找出阅读障碍的致病因素。并且，这种以双生子为基础对阅读障碍的鉴别与干预方案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不具备血缘关系的普通群体中。因此，对于阅读障碍的遗传机制，双生子研究也并未提出直接的证据，我们并不知道遗传因素具体如何作用于障碍个体。

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研究

行为遗传学水平的研究已经证实阅读障碍具有高度的遗传性（Fisher& Francks，2006；Olson，2002），而分子遗传学水平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和揭示了阅读障碍的致病基因。尽管阅读障碍遗传模式尚不清楚，但目前的观点基本认同将之看作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现象，即同时有多个基因在起作用，每个基因的作用都是微效的（Kere，2011；Poelmans，Buitelaar，Pauls，& Franke，2011）。现在已有多个基因被确定为阅读障碍候选基因（Bates et al.，2009；Deffenbacher et al.，2004；Lind et al.，2010；Newbury et al.，2010；Paracchini et al.，2010；Paracchini et al.，2008；Scerri & Schulte-Körne，2010；Scerri et al.，2011；Zhang et al.，2012），特别是DYX1C1，KIAA0319/TTRAP，DCDC2，研究者在多项独立研究中都对其与阅读障碍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DYX1C1

DYX1C1位于人类第15号染色体上（15q21.3），是被发现的第一个阅读障碍候选基因（Taipale et al.，2003），目前已被证实在多个大脑区域特别是新皮层、海马区和脉络丛的灰质及白质中都有中等程度的表达，且与大脑新皮层发育过程中神经元的迁移有关（Massinen et al.，2009；Rosen et al.，2007）。而大脑的神经发育过程受到干扰被认为是阅读障碍的神经基础，且受到干扰的程度越高则阅读障碍的风险也越高。

Nopola-Hemmi等人（2000）在两个独立的芬兰家系中均发现t（2；15）（q11；q21）存在易位，使得染色体15q21区域内的一个基因被破坏，并最终可能导致阅读障碍。泰帕尔等人（Taipale et al.，2003）在另一项芬兰家系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该基因的两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可能与阅读障碍相关；其一为启动子区-3G→A（rs3743205）突变，可调节DYX1C1的表达水平；其二为1249G→T（rs57809907）突变，该突变导致出现终止密码子，造成氨基酸的缺失。随后，有16项研究都对DYX1C1与阅读障碍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虽然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但多数研究结果还是支持了DYX1C1在阅读障碍中的作用（e.g.，Bates et al.，2009；Lim，Ho，Chou，& Waye，2011；Wigg et al.，2004）。威格等人（Wigg et al.，2004）在148个加拿大多发家系的聚类分析中考察了DYX1C1基因的6个SNPs，包括rs3743205和rs57809907，结果表明，rs3743205与阅读以及阅读相关基本认知能力（语音意识、快速命名、词语短时记忆等）显著相关，rs11629841能够对阅读障碍者进行有效区分，并且rs3743205/rs57809907上的一个常见单体型（G/G）存在显著的传递不平衡，此前研究发现的则是A/T（Taipale et al.，2003）。塞利等人（Scerri et al.，2004）检测了264个英国阅读障碍核心家系的8个SNPs，包括rs3743205和rs57809907，未能重复上述研究结果，仅发现rs57809907与正字法技能存在相关趋势。贝茨等人（Bates et al.，2009）对790个澳大利亚阅读障碍核心家系的分析发现，DYX1C1上的遗传标记与阅读表型显著相关，包括rs17819126，rs3743204和rs685935，但未能发现rs3743205以及rs57809907的作用，他们认为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该样本中这两个SNPs的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inor allele frequency，MAF）过低。上述研究结果提示，DYX1C1可能与阅读障碍及阅读成分相关。其余研究均未能发现DYX1C1基因与阅读障碍相关（e.g.，Bellini et al.，2005；Marino et al.，2005；Newbury et al.，2010）。

DCDC2

DCDC2位于人类第6号染色体上（6p22.2）。DCDC2主要编码其中一个双皮层蛋白（doublecortin，DCX），其编码蛋白在颞中、颞下等大脑皮层均有表达（Meng et al.，2005）。DCDC2可能与大脑发育相关，其缺陷可能导致皮层及皮层下神经元迁移异常，进而影响阅读障碍（Leventer，2005；Meng et al.，2005）。

一项对来自美国的349个核心家系的分析发现，在13个与阅读障碍相关的SNPs中有8个位于DCDC2上，并且相关最显著的SNPs均位于DCDC2基因或其周围（Deffenbacher，2004）。另一项研究（Meng，et al.，2005）基于153个核心家系测定了147个SNPs（其中33个SNPs位于DCDC2 的内含子上）与多种阅读成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因DCDC2 上有11个SNPs与阅读障碍显著关联（p< 0.05）。其中，相关最显著的SNP位于第2内含子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处，可能导致基因表达量的下降。随后的研究对该基因与阅读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尽管不同研究中报告的致病基因位点存在差异，但多数研究都支持DCDC2作为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e.g.，Ludwig et al.，2008；Newbury et al.，2010；Wilcke et al.，2009）。

此外，基于一般群体的分析发现，DCDC2同样作用于阅读能力的个体差异。在522个澳大利亚核心家系中，林德等人（Lind et al.，2010）通过数量性状的关联分析对DCDC2与7项阅读表型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发现其上多个SNPs分别与阅读、拼写以及语音解码能力存在关联，其中2个位于内含子上的SNPs（rs1419228和rs1091047）与至少5项阅读表型显著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位于基因DCDC2上的致病位点可能作用于基本阅读能力，并且不局限于特定的阅读表型。另一项同样以普通群体（N=3275）为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DCDC2与一般阅读能力的关系，其上2个SNPs（rs793862和rs807724）与阅读及拼写能力稳定相关（Scerri et al.，2011）。并且在进一步区分出阅读障碍（N=171）后发现，除上述2个SNPs，rs807701也与阅读障碍显著相关。

尽管少数几项研究未能发现DCDC2与阅读障碍的相关（e.g.，Couto et al.，2010；Marino et al.，2011），多数研究都反复证实了该基因在阅读障碍中的作用并影响个体阅读能力的普遍差异。

KIAA0319/TTRAP

KIAA0319/TTRAP也位于6p22.2，在物理位置上相互接近且界限模糊，因而多数研究同时探讨两者与阅读障碍的关系。其中，KIAA0319被认为是一种糖化膜蛋白（Kaminen-Ahola，2007），在顶上皮层、初级视皮层、枕叶视皮质、海马等多个区域进行表达（Meng et al.，2005；Velayos-Baeza，Toma，da Roza，Paracchini，& Monaco，2007），参与信号传递（Velayos-Baeza，Toma，Paracchini，& Monaco，2008）、神经元移动（Paracchini et al.，2006）、轴突生长（Kaminen-Ahola，2007）等过程。其在神经元移动过程中的作用被认为可能与阅读障碍相关。TTRAP则通过编码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作用于核转录因子（NF-κ B），并向下调节长时程增强和突触可塑性，作用于学习和记忆过程（Luciano et al.，2007；Pype et al.，2000）。

多项研究都反复独立证实了KIAA0319/TTRAP与阅读障碍的关联关系。科普等人（Cope et al.，2005）首先确定了基因区段KIAA0319/ TTRAP/THEM2与英语阅读障碍的关联作用，并进一步采用高度密集的SNP（在7个基因中标记137个SNPs），考察这一染色体区域附近575 kb内基因与阅读障碍的连锁不平衡关系，结果发现在与阅读障碍相关的17个SNPs中，有13个都位于基因KIAA0319（0.003<p<0.01）上，其中3个SNPs（rs4504469，rs2179515，rs6935076）可以稳定地解释阅读障碍。弗兰克斯等人（Francks et al.，2004）对223个英国同胞对的关联分析也发现rs4504469和rs2179515与阅读障碍显著相关。哈罗德等人（Harold et al.，2006）收集263个核心家系、350例阅读障碍患者及273例正常对照，考察了7个SNPs与多种阅读成分（正字法、语音解码、拼写、语音意识和阅读）的关系，发现第一外显子附近20 kb内有5个SNPs与多种阅读成分显著关联，其中包括前面提及的rs4504469和rs2179515。卢西亚诺等人（Luciano et al.，2007）（N=855，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上述研究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rs6935076（KIAA0319）与阅读障碍显著相关。

尽管现有研究证据关于TTRAP/KIAA0319上具体起作用的基因位点仍然不够稳定（不同研究报告与阅读障碍显著关联的SNPs并不一致），也有一些研究未能发现其与阅读障碍的相关（e.g.，Paracchini et al.，2010；Schumacher et al.，2006），但多数研究都支持TTRAP/ KIAA0319作为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并且与多种阅读表型（语音解码、语音意识等）也显著相关。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TTRAP/KIAA0319可能广泛作用于阅读能力的个体差异，但不同的基因多态其作用可能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基因TTRAP/KIAA0319的研究主要以欧裔高加索群体为研究对象，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种族，如亚裔，还鲜有探讨。

其他阅读障碍候选基因

除上述候选基因，研究者还发现了另外几个与阅读障碍显著相关的基因，包括ROBO1，MRPL19/C2ORF3。一项研究通过对一个芬兰阅读障碍家系（74名家庭成员中有27名为阅读障碍者）的详细分析，发现该家系多名阅读障碍者的3p12-q13区域均存在t（3；8）（p12；q11）易位，可能最终导致阅读障碍，确定了ROBO1与阅读障碍的连锁关系（Hannula-Jouppi et al.，2005）。贝茨等人（Bates et al.，2011）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ROBO1作为阅读障碍候选基因。基于另一项家系研究，安东尼等人（Anthoni et al.，2007）则报告了染色体2p12区段上的两个共调控基因MRPL19/C2ORF3作为阅读障碍候选基因，并通过251个德国核心家系进一步证实了其与阅读障碍的相关，其相关性随障碍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然而，目前尚未有其他研究对上述基因（ROBO1，MRPL19/C2ORF3）与阅读障碍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作为阅读障碍候选基因仍然需要来自其他样本的独立验证。

汉语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

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关注阅读障碍候选基因在非拼音文字语言群体（如汉语阅读障碍者）中的作用。尽管现在仅有几项研究见诸报道，但也为我们探讨上述阅读障碍候选基因作用跨种族、跨文化环境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供了一些证据。

研究者以284名来自一般群体的无血缘关系的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DYX1C1上得到广泛报道的3个SNPs（rs11629841，rs3743205和rs57809907）与5～11岁汉语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特别是正字法技能）的关系（Zhang et al.，2012）。研究者首先分析了DYX1C1与儿童阅读及拼写能力（7～11岁）的关系，发现其中仅一个SNP（rs11629841）与拼写能力表现出随年龄发展稳定的相关（图3-1）。随后，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该SNP与正字法技能的关系，结果发现rs11629841与正字法技能（特别是汉字位置和部件）显著相关（7岁：β=—4.23，p=0.0004；8岁：β=—1.67，p=0.0253）（图3-2），并且7岁时rs11629841与正字法的相关校正后仍然显著。其中，T为风险等位基因。此外，在对阅读障碍的病例—控制组分析中，张玉平（2012）也考察了DYX1C1基因（包括rs11629841，rs3743205和rs57809907）在阅读障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仅rs3743205与阅读障碍存在相关趋势，与利姆等人（Lim et al.，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而rs3743205与阅读障碍间较弱的相关可能与较小的研究样本有关。在另一项研究中，利姆等人（Lim et al.，2011）以131个来自香港地区的阅读障碍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基因DYX1C1上8个SNPs与阅读障碍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上一个SNP（rs3743205）与阅读障碍显著相关；基于数量性状的关联分析进一步发现，该SNP与多项阅读表型（阅读、快速命名、语音短时记忆和正字法技能）显著相关。尽管不同研究报告的相关的基因位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上述结果支持了DYX1C1作为汉语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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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儿童拼写能力与rs11629841随年龄发展的关系

注：G/G，G/T和T/T组分别为0人，46人和238人；CCD，Chinese character dictation，汉字听写。

此外，研究者对基因DCDC2在汉语阅读障碍中的作用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一项病例—控制组（249名阅读障碍儿童和267名正常阅读儿童）分析中，我们对DCDC2上的8个SNPs进行了检测，结果未能发现任意SNP与阅读障碍的相关（张玉平，2012）。但在数量性状的关联分析中，我们发现多个SNPs（rs1419228，rs1770909和rs807724）与不同阅读表型（阅读理解、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技能）存在相关。随后一项研究主要考察了基因DCDC2与环境的交互作用（Su et al.，2015）。结果发现，相对于笔画组合，真字在双侧大脑后部能够诱发更大的N170，并且DCDC2上的rs1091047与家庭文化环境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相比于笔画组合，真字在左侧大脑能够诱发更大的N170（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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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儿童正字法技能与rs11629841随年龄发展的关系

注：G/G，G/T和T/T组分别为0人，46人和238人；OJ，orthographic judgment，正字法判断；IP，illegal position，部件位置错误；IFC，ill-formed component，部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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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正字法加工中双侧枕颞的诱发的N170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1024个无关个体中（502名阅读障碍者和522名正常阅读者），考察了DCDC2和KIAA0319上的60个SNPs，结果仅发现其上多个SNPs（pmin=0.0192）与阅读障碍呈相关趋势（Sun et al.，2014）。而利姆等人（Lim et al.，2014）的研究则发现KIAA0319上存在一个单体型（rs2760157-rs8075507）与汉语阅读障碍的语音意识显著相关（pcorrected=0.0029）。上述关于DCDC2和KIAA0319与汉语阅读障碍的探讨研究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可能受到不同研究中样本特征的影响（家系研究对比无关个体）。因此，对于基因DCDC2和KIAA0319在汉语阅读障碍中的作用，还需要其他独立研究的验证。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探讨

尽管研究者基于不同种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样本对阅读障碍的遗传基础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确定了多个阅读障碍候选基因，如KIAA0319/TTRAP，然而现有研究证据对于描述候选基因与阅读障碍的关系仍然存在较大的不一致：一方面，不同研究所发现的与阅读障碍相关的SNP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SNP，不同研究所发现的与之相关的阅读表型也不完全相同。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受到以下多种因素的影响：①目前观察到的存在显著相关的SNP可能并不直接导致阅读障碍，而与之存在高度连锁的另外的SNP才是影响阅读障碍的真正原因。②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中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的差异也可能导致不一致的研究结果（Hoggart，et al.，2003；Kaminen-Ahola，2007；Olsen，Christensen，Murray，& Ekbom，2010）。③阅读障碍亚类型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差异（Landerl，Wimmer，& Moser，1997；Lyytinen，Leinonen，Nikula，Aro，& Leiwo，1995；Ziegler et al.，2010），因而导致不一致的结果。例如，作为一种深层正字法语言，英语的形音对应一致性较低，因而语音缺陷可能普遍存在于英语阅读障碍中；而作为浅层正字法语言的德语，其形音对应一致性程度较高，速度则是区分障碍的主要标准，因而速度缺陷可能普遍存在于德语阅读障碍中。④阅读障碍个体之间的异质性（Ho，Chan，Chung，Lee，& Tsang，2007；Shu，Meng，Chen，Luan，& Cao，2005）。⑤被试群体的特征，如无关个体对比核心家系，也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⑥由于研究样本中阅读障碍群体的年龄跨度较大，某些阅读能力与基因的关系敏感度较低，仅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较高的显性。⑦某些研究结果可能是由Ⅰ类错误造成的（Elbert，Lovett，Cate-Carter，Pitch，Kerr，& Barr，2011；Scerri，et al.，2011）。

小结

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阅读障碍的理解，这对于深入了解阅读障碍者大脑结构和功能特征及其认知发展缺陷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也有利于阅读障碍儿童的鉴别与矫治。目前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多个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然而阅读障碍是受到多基因共同作用的复杂遗传疾病，其表现形式还受到语言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不同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对于这些候选基因的作用的实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研究还处于初步积累阶段，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对已有结果进行重复验证。当前正在发展的多中心合作研究将极大地促进阅读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基因作用跨语言、文化、种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另外，目前的研究者普遍认同阅读障碍代表了阅读能力正态分布的末端，他们只存在发展上的落后（e.g.，Ho et al.，2007；Shaywitz & Shaywitz，2005）。既然阅读障碍代表阅读能力的末端，属于阅读能力连续体的一部分，那么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对一般群体阅读能力的作用如何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研究者主要采用横断研究的方法，仅在单一时间点上探讨候选基因与阅读障碍的关系，而行为研究已经证明，阅读障碍者的认知缺陷及障碍程度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异质性，因此后续研究还需要从纵向追踪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摘要 Abstract

Developmental dyslexia, DD, is a complex genetic disorder, and with multiple cognitive deficits.Previous molecular genetic studies mainly adopted case-control design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candidate genes for DD, and have reported several candidate genes (such as DYX1C1，DCDC2，KIAA0319/TTRAP).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se candidate genes were also in contribution to reading-related cognitive skills.This paper introduces previous studies on candidate genes of DD, including findings of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 o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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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基础——阅读障碍的机制、诊断、干预及预测



The Mechanism, Diagnosis, Intervention and Prediction of Dyslexia: From a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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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非侵入性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为探索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可能。研究发现，阅读障碍者表现出脑结构和脑功能的异常，异常既表现在特定脑区，也表现在脑区之间的连接上。与拼音文字不同，汉语阅读障碍在左脑额中回、顶内沟、腹内侧前额叶、右脑舌回等表现出功能或结构的异常，体现了跨文化的差异性。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索利用阅读障碍和正常读者脑功能与结构的差异，开展“基于脑”的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和预测。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脑层面的数据能够在行为数据之外，为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和预测提供额外的贡献率，且表现出较好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这些研究展现了脑科学与教育相结合的前景，为阅读障碍的教育干预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

焦点阅读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为我们对阅读障碍的科学认识和教育实践带来了哪些新的理念、方法与技术？本章节从阅读障碍的机制、诊断、干预和预测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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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阅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展性的障碍，表现为阅读困难，但是无法归因于智力落后和教育水平的缺失，也没有明显的器质性损伤。在拼音文字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为5%～17.5%（Shaywitz，1998）；在汉语表意文字中，发生率为4.5%～8.0%（Zhang，Zhang，& Zhou，1998）。

早期阅读障碍的研究主要从行为层面探讨阅读障碍的认知缺陷，阅读障碍的认知缺陷有没有相应的神经基础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多种非侵入性的脑功能和脑结构成像技术的成熟发展为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脑功能成像技术主要包括：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和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脑结构成像技术主要包括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等。具体来讲，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侧重刻画大脑的功能状态，磁共振成像则刻画全脑各个脑区的灰质或白质的体积、密度的分布情况，而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则着重刻画脑白质纤维的形状和走向。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对拼音文字和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阅读障碍的 发生 机制的认识，并为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和预测提供了新的视角、理念和思路。

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

早期阅读障碍神经机制的研究主要从脑区定位的思想出发，去寻找阅读障碍功能或结构表现出异常的脑区。但是，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阅读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解码视觉文字到获得语音，再到通达语义，这个过程需要多个脑区的协同工作。因此，近年来脑区定位的思想逐渐被连接主义的思想所取代，阅读障碍的脑功能连接成为研究热点。同时，多种脑功能与脑结构成像技术的运用，为研究结论之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提供了可能，也为研究者探讨阅读障碍的脑功能异常与结构异常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下面我们将主要从这两个角度，梳理拼音文字和汉语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

在拼音文字中，阅读障碍的认知缺陷主要表现在语音损伤（phonological deficit），即语音意识（phonology awareness）、词汇短时记忆（phonetic receding in working memory）和词汇提取能力（phonological receding in lexical access）的薄弱（Wagner & Torgesen，1987）。具体来看，个体需要将单词分解为独立的语音成分，然后把形素（grapheme）与对应的音素（phoneme）进行匹配，通过这种音—形对应规则（phoneme-grapheme mapping），形成语音和正字法之间的联结，进而学会阅读。若语音加工能力受损，无法获得音—形对应规则，因而无法获得阅读。因此，语音加工能力在阅读能力的获得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阅读障碍会表现出更为一般性的感知觉损伤，如听知觉、视觉运动整合，这一理论被称为巨细胞理论（general magnocellular theory）（Galaburda& Livingstone，1993；Stein，2001）。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感知运动的缺陷仅是阅读障碍的一小部分，拼音文字阅读障碍更多还是表现出语音的缺陷（Ramus，2003）。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认知缺陷有没有相应的神经基础呢？拼音文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系统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总结性的研究，如元分析等。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功能研究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成像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施威茨等人（Shaywitz et al.，1998）利用fMRI成像技术，对阅读障碍开展了一项较为系统的研究。实验设计了四个任务，即字母大小写判断（bbBb与bbBb在大小写模式上是否匹配）、单个字母押韵判断（T和V是否押韵）、非词押韵判断（leat和jete是否押韵）和语义范畴判断（CORN和RICE是否同类），这些任务对语音的要求逐步增强。首先，研究发现，在行为任务上，障碍组成人在非词押韵判断任务上显著差于年龄控制组，而这个任务需要语音解码能力的参与；其次，在大脑的神经活动上，障碍组成人在大脑后部，包括威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角回（angular gyrus）等脑区，没有表现出随着实验任务对语音解码要求的增加而激活增强的现象。相反，即便是在很简单的语音任务中，阅读障碍在大脑前部，包含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等脑区，表现出过度激活（Shaywitz et al.，1998）。

值得注意的是，成人阅读障碍中表现出的这种大脑异常模式是否同样出现在儿童阅读障碍中。施威茨等人（Shaywitz et al.，2002）利用与成人实验同样的范式，在一组阅读障碍儿童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行为反应上，障碍儿童在涉及语音分析的任务上都表现出显著的损伤。在大脑激活模式上，障碍儿童在包含额下（inferior frontal area）、颞下（inferior temporal area）、颞顶区（temporo-parietal cortex）、颞中（middle temporal area）、枕中回（middle occipital gyrus）的左侧半球和包含额下、颞下和扣带（cingulate）等的右侧半球的激活程度显著低于年龄控制组。这与之前成人研究中发现阅读障碍在大脑左后部的功能异常是一致的。这表明了大脑左侧后部脑区的异常同时存在于阅读障碍儿童和成人，而无法归因于阅读水平和经验的差异。而大脑前部的活动模式，儿童与成人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成人表现出过度激活，儿童表现出激活的减弱。然而，将障碍儿童的年龄作为变量，考察年龄与大脑激活程度的关系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障碍儿童的双侧额叶的激活增强，也就是说，虽然障碍儿童与控制组相比额下回的激活减弱，但是在障碍群体内，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前侧的激活增强，这表明障碍儿童可能通过额下回的过度激活来补偿后部脑区的缺陷。而且在面对更困难的任务时，障碍儿童无法像正常儿童一样依赖左侧额叶加工任务，反而通过对侧脑区激活增强作为辅助，弥补左侧功能的不足（Shaywitz et al.，2002）。这样来看，这与成人实验中大脑激活的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以往研究往往将阅读障碍组与年龄控制组进行比较，这样比较的优势在于，与生理年龄相同的正常组比较可以发现与正常发展人群的异常，但是，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阅读水平不匹配。由于处于相同的年龄，正常年龄控制组的阅读水平或者在扫描任务中的表现是显著优于障碍组的，那么大脑激活的异常是由于阅读障碍特异的损伤还是由于阅读水平的差异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新引入了阅读水平匹配但是年龄稍小的控制组。赫夫特等人（Hoeft et al.，2006）的研究中有三组儿童：阅读障碍组、年龄控制组和阅读水平控制组，来完成语音押韵判断任务。结果表明，障碍组儿童与任一控制组相比，左侧的颞顶区以及包含右侧颞顶的几个脑区表现出激活的减弱。这一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在颞顶脑区的激活异常并不是由于阅读水平偏低，而是由于阅读障碍特有的缺陷（Hoeft et al.，2006）。

总结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对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拼音文字的研究中，阅读障碍者在大脑左侧背侧颞顶区（dorsal temporo-parietal cortex）和腹侧颞枕区（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的激活减弱。背侧颞顶脑区负责形—音的对应，与语音加工有关，所以背侧通路的激活减弱被看作语音加工能力的损伤，而腹侧颞枕脑区负责对熟悉视觉词汇的快速加工，与视觉正字法的加工有关（Richlan，Kronbichler，& Wimmer，2009；Tan，Laird，Li，& Fox，2005），两条通路的激活减弱反映了阅读障碍在语音和正字法加工神经环路上出现损伤。此外，阅读障碍者在额下回和与左侧半球较低激活脑区对应的右侧脑区表现出的过度激活，实际上是对大脑后部脑区激活不足的补偿（Richlan et al.，2009；Shaywitz & Shaywitz，2005）。其中，额下回靠近嘴部活动的脑区与形—音整合以及语音加工中的默读复述有关（Tan Laird et al.，2005），帮助阅读障碍者通过嘴唇、舌部等默读复述来培养语音结构意识（Shaywitz et al.，2002）。也有研究发现额下回激活的减弱，表明阅读障碍对词汇和亚词汇语音输出表征的损伤（Richlan et al.，2009）。

值得注意的是，障碍成人与儿童的异常模式虽然有普遍性，但是也有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大脑前部激活情况的不一致，阅读发展由早期依赖语音加工的颞顶脑区到成人期依赖视觉正字法加工的枕颞脑区的转变等。相关研究员对九项儿童（9～11岁）和九项成人（18～30岁）阅读障碍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进行元分析，的确发现了成人与儿童阅读障碍的差异：首先，枕颞脑区异常在成人障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儿童仅在梭状回（fusiform gyrus）表现出异常，成人却在梭状回中后部和颞下均有明显的功能异常；其次，在颞顶脑区，成人在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表现出显著的激活减弱，儿童却没有发现颞顶脑区相应的激活减弱；最后，成人在一些脑区表现出过度激活，儿童研究中却鲜有发现脑区的过度激活，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加，阅读障碍更善于利用补偿机制（Richlan，Kronbichler，& Wimmer，2011）。因此，虽然阅读障碍都表现出腹侧枕颞、背侧颞顶和前部脑区的异常，但是其激活程度与模式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却不完全一致。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结构研究

脑解剖结构是功能的基础，那么，障碍人群脑功能的异常是否由解剖结构的异常所致？结构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即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voxel based morphometry，VBM），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拼音文字阅读障碍大脑解剖结构的VBM研究较为一致地发现，在额下回、颞上和颞顶脑区以及小脑（cerebellum），灰质体积发生了改变，这些脑区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功能异常（Eckert，2004）。此外，研究者还发现颞顶脑区（Hoeft et al.，2007）、双侧梭状回和右侧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Kronbichler et al.，2008）、小脑（Eckert et al.，2005；Kronbichler et al.，2008）、舌回（lingual gyrus）（Eckert et al.，2005）、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和颞下回（inferior temporal gyrus）（Silani et al.，2005）灰质体积的减少。最近对134名阅读障碍成人的9项拼音文字研究结果进行的VBM元分析显示，阅读障碍群体在右侧颞上回和左侧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灰质体积出现显著的减少（Richlan，Kronbichler，& Wimmer，2013），fMRI的研究中也发现阅读障碍在颞上沟的激活程度较低（Blau et al.，2010）。颞上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威尔尼克区，负责听觉语音理解，是加工和表征语音信息的重要脑区，也有研究发现颞上沟负责视觉和听觉刺激的整合（Blau et al.，2010；Blau，van Atteveldt，Ekkebus，Goebel，& Blomert，2009）。但是，很少有功能研究发现右侧颞上回的激活差异。

VBM的研究仅从体积或密度的角度来研究大脑结构的变化，但是，大脑体积其实是由大脑表面积和皮层厚度共同决定的，两者具有不同的生理机制和神经元意义（Panizzon et al.，2009）。具体来说，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会在个体发育时分化为垂直于大脑皮层的不同柱状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同一个柱状结构会发生迁移。大脑表面积受到柱状结构个数的影响，而厚度则受到每个柱状结构中细胞数目的影响。在胎儿皮层成熟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表面积而非皮层厚度的增长。尤其在胎儿晚期，由于大脑卷曲和褶皱的增加，大脑体积以及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会出现飞速增长（Kapellou et al.，2006）。表面积更多地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而皮层厚度对发展的影响很敏感。研究发现，在童年时期皮层厚度会快速增加，到青年时期神经元开始修剪，皮层变薄，最后到成年时达到稳定。厚度的不断变化反映了皮层的发展和皮层连接的修剪（Shaw et al.，2008）。此外，皮层厚度对后天疾病的影响（Im et al.，2008）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Sowell et al.，2004）很敏感。总的来看，大脑表面积和皮层厚度都是受到遗传因素影响的，但是表面积受到遗传的影响更大，更多地受到出生前因素的影响，而皮层厚度会受到年龄、疾病的影响，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不断变化。对拼音文字阅读障碍成人大脑表面积和皮层厚度的已有研究发现，障碍组和控制组的皮层厚度和表面积的结果出现分离，且较多地表现出表面积的差异。阅读障碍组全脑表面积显著大于正常组，额下回与梭状回皮层表面积与语音能力表现出相关关系。在厚度方面，只有右侧缘上回的皮层厚度阅读障碍大于正常人，而且没有表现出与行为指标的相关（Frye et al.，2011）。阿塔瑞厉等人（Altarelli et al.，2013）通过功能定位的方式，将分别对面孔、房子、文字等激活的枕叶脑区作为感兴趣脑区（region of interest，ROI），研究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大脑皮层厚度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性别的主效应，而且这种主效应是由障碍群体中女孩的皮层厚度太薄导致的。研究者对具有阅读困难高家族风险的父母和学龄前儿童进行研究，发现母亲的阅读困难程度与儿童左侧顶下小叶的皮层表面积表现出负相关，而厚度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Black et al.，2012）。虽无明显的定论，但是大脑皮层厚度和表面积的确表现出分离。对这两个结构指标的分别研究，可能会为阅读障碍的生理机制提供新的解释。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功能连接研究

早在19世纪，对脑损伤失读症患者的研究就发现其特定脑区连接的异常，比如角回与其他脑区的连接减弱。那么发展性阅读障碍是否也会表现出脑区间连接的缺失或者异常呢？发展性阅读障碍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失连接障碍呢？

对阅读障碍功能连接的探索最早来自于一项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研究，霍维茨等人（Horwitz et al.，1998）选取角回作为种子点，计算其与大脑的其他脑区功能激活的相关，研究发现：与正常成人控制组相比，障碍组成人角回与大脑后部视觉区（梭状回和舌回）、威尔尼克区、额下回等脑区在单字阅读任务中表现出功能连接异常，具体表现为正常组的角回均与上述脑区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阅读障碍者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相关（Horwitz，Rumsey，& Donohue，1998）。皮尤等人（Pugh et al.，2000）利用fMRI技术，以角回为感兴趣区域，在一系列对语音需求不断增加的任务中（与Shaywitz等人于1998使用的实验范式一致）进行功能连接分析，来考察角回的功能连接异常是语音特异的还是一般性的。结果发现，在所有任务中控制组大脑左侧的枕颞区和角回都存在显著的功能连接，然而障碍组枕颞脑区和角回的功能连接却缺失和减弱，尤其在需要语音加工的非词押韵任务中。此外，在需要正字法视觉加工的字母大小写判断任务中，障碍组与控制组的功能连接并无差异，这表明障碍群体并没有表现出广泛性的损伤，而是特异的语音损伤（Pugh et al.，2000）。当然，除了以角回为种子点的研究，还有选取其他脑区为种子点的研究，比如，有的研究选取颞枕脑区，发现与正常控制组相比，障碍群体缺乏与左侧额顶语言经典脑区的连接（Shaywitz et al.，2003；van der Mark et al.，2011）。

上述的研究利用脑区间相关的方式，探讨了脑区间功能连接的问题，但是大脑的信息传递其实是有方向的，可以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推断脑区之间功能连接的方向。有研究者发现，在押韵任务中阅读障碍儿童与年龄控制组相比，在左侧梭状回→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的功能连接表现出显著的减弱，说明障碍儿童正字法和语音加工通路的损伤（Cao，Bitan，& Booth，2008）。夸利诺等人（Quaglino et al.，2008）选取了缘上回、梭状回和额下回三个脑区，在阅读障碍组、年龄匹配控制组和阅读水平匹配组儿童中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自下而上路径的连接情况：梭状回到额下回，缘上回到额下回。结果发现三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连接模式：障碍组儿童与其他两个正常组相比，没有在缘上回到额下回这个通路表现出因果连接；相反，在障碍组儿童与阅读水平匹配组发现梭状回到额下回显著的功能连接，连接强度大于年龄控制组。鉴于背侧缘上回语音加工的作用，缘上回到额下回通路的组间差异表明了障碍儿童受损的语音能力导致了此通路连接的缺失。腹侧梭状回到额下回的通路反映了词汇语义的加工过程，其在三组儿童中表现出的不同的连接模式说明，随着阅读水平的增加，对该通路的依赖减弱。简单来说，障碍儿童无法使用语音加工通路，反而更加依赖词汇语义的加工通路（Quaglino et al.，2008）。但是上述研究都只考察了在语音任务中的功能连接，那么阅读障碍在语义任务中是否会表现出脑区功能连接的损伤呢？我们利用视觉与听觉通道的语义相关判断任务，探讨阅读障碍在语义加工中的功能连接情况。研究选取语义加工脑区颞中回、额叶调控脑区额下回、视觉输入脑区梭状回和听觉输入脑区颞上回作为感兴趣区域。结果发现：与障碍组儿童相比，控制组仅在视觉语义相关条件下，由梭状回到颞中回自下而上的连接中表现出更强的连接。这表明阅读障碍的确存在视觉通道语义加工的缺陷，且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脑区间功能连接的损伤（Liu et al.，2010）。

总结以上功能连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往往通过选取感兴趣脑区，再考察该脑区与其余脑区的活动耦合。这些对脑区间功能连接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有限的脑区，经常是局限于经典的阅读脑区所形成的网络，即便在研究中选取多个感兴趣区，我们仍旧无法获得全脑的连接情况。然而随着图论（graph theory）在大脑网络连接中的广泛应用，从全脑角度探讨脑区之间的复杂连接情况得以实现。简单来讲，图论的方法通过将大脑每个脑区当作网络中的点（node），将脑区间的相关当作网络中的边（edge）来考察网络的属性，包含全局性属性以及局域性属性。就全局性属性来看，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网络连接的结构，如小世界属性（small-world network）。小世界网络广泛地存在于复杂网络当中，具有全局分离性和局域群集性属性。通过局域性属性，我们可以知道在网络连接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脑区（hub）等。 费恩等人（Finn et al.，2013）利用图论的方法，分别对成人和儿童阅读障碍组与正常年龄控制组的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结果发现正常成人组视觉词形区（visual word form area，VWFA）与双侧纹状体外皮层（extrastriate cortices）等视觉通路之间的连接要显著强于障碍组；此外，正常组的视觉皮层与左侧额下回和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表现出较强的功能连接，表明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视觉通路的活动从而使其集中注意在视觉文字上。障碍组还表现出默认网络连接的异常：正常组的后扣带皮层（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视觉脑区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而障碍组却发现后扣带皮层与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中其他脑区连接的同步性，而非视觉脑区。后扣带作为脑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控制组，它与视觉脑区稳定的功能连接表明了在阅读时能够对视觉信息进行整合和认知控制，而障碍组缺乏这样的整合活动。本研究还发现障碍组右侧化连接以及左侧前部额下回脑区连接的增强，分别表现为右侧视觉皮层与右侧额下回、右侧角回、右侧梭状回连接的增强以及左侧额下回与其他脑区连接的增强，右侧和前部连接的增强均反映了阅读障碍的补偿机制。另外，不同年龄组的表现也有不同。一方面，在上述提到的侧化方面，障碍组儿童与控制组儿童相比，表现出右侧脑区与其他脑区功能连接的增强，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侧化差异在成人组中变小，即障碍组在成长的过程中左侧连接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与VWFA的功能连接也表现出随着年龄和水平的共变现象：在正常组中，与VWFA的功能连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儿童障碍组与正常组相比，VWFA的连接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成人障碍组与正常组相比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Finn et al.，2013）。

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结构连接研究

大脑结构连接是功能连接的基础，它能够塑造并约束功能连接。因此，拼音文字阅读障碍功能连接的异常是否是由大脑结构连接异常所致的呢？考虑到白质纤维束在大脑中协调与连接不同的脑区，所以利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手段，可以研究阅读障碍脑区之间的结构连接是否出现改变。以往研究发现，表现出差异的白质纤维束主要包括上纵束（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和下纵束（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上纵束将颞枕、颞顶和前额脑区联系起来，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将颞顶脑区（威尔尼克区）和前额叶脑区（布洛卡区）连接起来的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是语言网络的核心结构（Hoeft et al.，2011；Yeatman，Dougherty，Ben-Shachar，& Wandell，2012），另一部分是额顶脑区的上纵束（Frye et al.，2011；Saygin et al.，2013）。下纵束将枕叶（视觉词形区）和颞叶连接起来，参与视觉词形的加工过程。这些白质纤维束与语言相关的行为指标也表现出相关关系（Steinbrink et al.，2008；Yeatman et al.，2012）。

图论方法也应用到大脑结构网络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利用大脑皮层厚度和表面积分别构建网络，来探讨高阅读障碍家族风险的学龄前儿童与年龄控制组儿童的结构网络差异（Hosseini et.al.，2013）。结果发现：从全局性指标来看，高风险障碍儿童与控制组相比并没有表现出网络全局性的损伤；从局域性指标来看，高风险障碍儿童的大脑网络中经典阅读脑区的作用显著减弱。有趣的是，局域性变异仅存在于大脑的表面积网络而非皮层厚度网络（Hosseini et al.，2013）。由此看来，虽然高风险儿童没有表现出全局性的损伤，但是表现出显著的局域性的缺陷，尤其是在表面积网络。我们在之前提到，皮层厚度和表面积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是分离的，具体表现为皮层厚度更多地与后天发展有关，而表面积则更多地受到了先天因素的影响。因此，表面积维度表现出的变异很有可能表明阅读障碍是一种神经遗传性障碍。上述来自大脑连接的研究都表明阅读障碍群体不仅脑区的功能连接发生改变，白质纤维束的结构连接也发生了改变，阅读障碍群体表现为一种失连接障碍（Catani & Ffytche，2005）。

小结：功能与结构的关系

通过对以上拼音文字阅读障碍脑功能和结构研究的总结，我们会发现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功能异常的脑区往往也表现出解剖结构的异常。赫夫特等人（Hoeft et al.，2007）对阅读障碍组（7～16岁）、年龄控制组以及阅读水平匹配的控制组同时进行了视觉词语押韵判断任务和结构VBM的研究，直接表明了阅读障碍脑功能和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研究发现，障碍儿童与任一控制组相比，在左侧颞顶表现出激活的显著减弱，这一脑活动的异常并不是由于阅读水平较低，而是特异于阅读障碍的损伤。而障碍儿童表现出在前额的过度激活是后天补偿所致的，与阅读水平相关而非阅读障碍特有的缺陷。因此，基于功能的发现，结构的变异应当存在于左侧的颞顶区，而非过度激活的额叶脑区。研究利用VBM考察了功能激活差异的脑区（顶下小叶、梭状回、舌回、额下回等）的体积，结果表明障碍儿童与任一控制组相比，均在左侧顶下小叶表现出灰质体积的显著减少，而额叶没有发现解剖结构的改变（Hoeft et al.，2007）。这项研究表明，结构异常的脑区往往会表现出功能异常，而功能异常不一定会表现为结构的异常。结构成像和功能成像的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揭示哪些脑区的异常是阅读障碍的本质缺陷，哪些异常是阅读障碍的补偿机制。

总而言之，在拼音文字阅读障碍中，左脑背侧颞顶脑区表现出功能活动、功能连接和解剖结构的异常，被认为是阅读障碍本质的损伤。左脑腹侧枕颞脑区也表现出功能激活和连接的减弱以及解剖结构的变异，但这一变异经常受到年龄变化的影响。左侧额下回以及与左侧异常脑区对应的右侧脑区的功能活动和功能连接的异常，经常被认为是阅读障碍的补偿机制。

汉语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

汉字是一种表意图形文字。汉字中并没有固定的音—形对应规则，字形对应的是音节，通过字形特征更容易获得汉字的语义信息而非语音信息。因此，语音加工能力的高低对汉语阅读障碍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所以，仅通过拼音文字主要依赖的正字法—语音的通路不足以完成对汉字的加工，在汉字加工中还应涉及正字法—语义的通路（Perfetti，Liu，& Tan，2005）。由于汉字具有以上特点，相关研究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并不仅仅表现出与拼音文字类似的语音加工的异常，还表现出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正字法—语义通路等多种认知加工能力的缺陷（Ho，Chan，Tsang，& Lee，2002；Shu，C.，Wu，& Liu，2006），因此，研究者认为汉语阅读障碍可能存在多种认知缺陷，这与拼音文字中阅读障碍主要表现为语音缺陷是不同的。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证实汉语阅读障碍的多重认知损伤（Liu，Tao et al.，2013；Siok，Spinks，Jin，& Tan，2009；Tan，Spinks，Eden，Perfetti，& Siok，2005）。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拼音文字的发现无法直接推广到汉语认知加工和汉语阅读障碍，这也表明了我们进行汉语研究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前一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的相关发现，那汉语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是什么？与拼音文字的阅读障碍相比会表现出与文化无关的普遍性损伤，还是特异于汉语阅读加工的损伤？

汉语阅读障碍的脑功能异常

上面我们提到汉语的加工可能需要正字法、语音和语义三者的相互通达，不同于拼音文字对正字法与语音通路的倚重。那么阅读障碍在加工语音任务和语义任务时，与拼音文字（如英语）障碍群体的大脑活动模式有何区别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萧等人（Siok et al.，2004）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的研究中发现，中文障碍组儿童与控制组相比，左侧额中回在同音字判断任务中激活显著减弱，这个结果不同于拼音文字在左侧颞顶区的激活异常。此外，障碍组还在额下回激活显著增强，这与拼音文字的发现是一致的。在不同的文字阅读中，语音加工的神经机制表现出文化的差异性。那么，汉语阅读加工中语义通达的神经机制是否也会表现出文化的差异性呢？因此，研究者引入了通过真假字判断来探讨正字法—语义加工的任务。结果表明，障碍组与正常组相比，在双侧额中回、双侧额下回和左侧梭状回表现出激活的减弱，而在右侧枕下表现出激活的增强。汉语阅读中语音和语义任务均发现左侧额中回的异常，这表明左侧额中回可能参与视觉正字法和语音（语义）加工的整合与调控。左侧梭状回在中英的语义任务中均表现出激活的异常，该脑区可能作为视觉词形区负责正字法—语义的整合而不受文字的影响。额下回可能与正字法—语义过程有关，且通过控制语义的提取来调控词汇判断。这个研究暗示拼音文字与中文的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不仅存在普遍性的缺陷，如左侧梭状回，还存在特异性的缺陷：对中文阅读障碍而言，相较于左侧颞顶皮层，左侧额中回的缺陷似乎是更为关键的（Siok，Perfetti，Jin，& Tan，2004）。

上述汉语研究支持了汉语阅读障碍同时表现出正字法—语音和正字法—语义通路的缺陷。我们采用视觉文字的语音押韵和语义相关判断任务，进一步比较了中文阅读障碍在这两条通路上的缺陷有无差异，结果表明：在两个任务中，阅读障碍儿童与年龄控制组儿童相比，在左侧枕颞皮层和右侧视觉皮层都表现出激活的显著减弱；在左侧额下回，不仅表现出激活的显著减弱，还与双侧视觉正字法加工的脑区表现出激活的同步性减弱；但是，在两个任务间并没有发现显著的任务间差异（Liu et al.，2012）。由此看来，汉语阅读障碍表现为正字法—语义通路与正字法—语音通路相似的损伤。

在现代汉语中，常用词汇通常会由两三个语素组成，而语素作为最小的语法单位，具有语音和语义特点。语素意识指的就是反映并操作语素和构词规则的能力（Kuo & Anderson，2006）。有研究表明，汉语词组在心理词典中会从语素和整词水平进行表征（Zhou & Marslen-Wilson，1994，1995）。此外，行为研究（Shu et al.，2006）发现汉语阅读障碍表现出语素加工的缺陷，但是这一认知缺陷对应的神经机制却仍未知晓。因此，我们通过控制语素和整词语义的一致性引入语素加工过程，考察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说，我们的研究要求中文阅读障碍儿童与控制组完成双字词的语义相关判断任务。在实验材料中，有一半材料是语素与整词语义不一致的，包含整词语义相关但是没有共享同一个语素（“森林”与“野兽”）或整词语义不相关但是共享同一个语素结构（“礼物”与“生物”）；另一半是语素与整词语义一致的，包含语义相关且共享语素（“唱歌”与“民歌”）或整词语义不相关且语素也不一致（“珍珠”与“护士”）。我们假设阅读障碍组的语素意识受到损伤，因此对语素与整词意义的冲突不够敏感，所以不一致效应（不一致条件—一致条件）会弱于控制组。另外，为确保研究所发现的不一致效应特异于语素与整词意义的冲突，研究加入了语音控制任务，即操纵声旁语音与整字语音的一致性，要求障碍组儿童与其控制组完成押韵判断任务。结果如预期，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语素与语义的不一致效应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即正常控制组的不一致效应显著高于障碍组，差异脑区为额下回。为了确保额下回的激活异常是特异于语素意识，将额下回作为感兴趣区域来探究其在押韵任务中是否也会表现出声旁语音和整字语音的不一致效应，然而在该脑区并没有发现这种不一致效应。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语义加工中，汉语阅读障碍在额下回表现出特异于语素加工的缺陷。此外，脑与行为任务的相关结果还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阅读障碍组的阅读流畅性与额下回的语素—整词不一致效应表现出负相关，而正常组表现出相反的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区别于正常组依赖语素分解，阅读能力越高的阅读障碍反而会采用整词加工的策略来补偿阅读能力的不足而忽略语素信息（Liu，Tao et al.，2013）。

从汉语的物理特性来讲，汉字是一种将视觉上复杂的图形，而且正字法规则也是不同文字最大的差异所在。汉字似乎需要更多的视觉空间的加工，那汉语阅读障碍是否表现出相应的缺陷呢？萧等人（Siok et al.，2009）要求一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完成一项需要视觉空间加工能力的字体物理大小判断的任务。结果证实之前的假设：汉语阅读障碍在左侧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表现出激活的减弱，相反，在对侧的顶内沟表现出激活的增强。而根据以往的研究，左侧顶内沟负责对视觉刺激物理特征的目标导向的探测，参与调节视觉空间加工过程，而右侧顶内沟与非目标导向的视觉空间加工过程有关（Siok et al.，2009）。

总体来看，不同文字系统的阅读障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损伤，也有特异于文化的认知和神经损伤。然而我们仅有间接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结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中英阅读障碍的相似与差异。有研究者通过采用完全相同的实验任务（语义相关判断和发声阅读任务），开展了一项对中文阅读障碍者、英语阅读障碍者和其各自的年龄控制组（14岁左右）直接比较的研究（Hu et al.，2010）。结果表明，中英阅读障碍者与其各自的控制组相比，均在左侧额中回、左后颞中回、左侧颞顶皮层和左侧角回表现出激活的减弱，即便中英控制组在任务中的激活模式是不同的。此外，英语阅读障碍者与其控制组相比，在左侧额下沟（inferior frontal sulcus）（正常中文组激活显著高于英语组的脑区）表现出过度激活，而中文阅读障碍者在左后颞上沟（正常英语组激活显著高于中文组的脑区）表现出过度激活。对中英障碍儿童进行比较时并没有发现激活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在阅读水平较差时，障碍者都采用了不受文化所限制的策略（Hu et al.，2010）。在这个对中英阅读障碍直接比较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障碍群体的脑功能异常独立于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表现出跨文化一致的异常模式，这与拼音文字内的阅读障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也是类似的（Paulesu et al.，2001）。

大致来看，中文阅读障碍与拼音文字的研究均发现颞枕脑区表现出激活的减弱（Siok et al.，2004），而且额下回也表现出激活的异常：一些研究发现其过度激活（Siok et al.，2004），而另一些发现激活的减弱（Liu et al.，2012；Siok，Niu，Jin，Perfetti，& Tan，2008）。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左侧额中回（Siok et al.，2008；Siok et al.，2004）和左侧顶内沟（Siok et al.，2009）表现出功能异常。额中回的异常可能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存在汉字语音表征的长时存储与提取的困难，而顶内沟的异常可能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存在视觉空间加工的困难（Siok et al.，2009），这两个脑区是汉语阅读障碍比较特异的脑区。不同于拼音文字研究发现颞顶脑区的异常在英文阅读障碍中的重要作用，汉语研究中极少发现颞顶脑区的功能异常（Siok et al.，2008；Siok et al.，2004）。

汉语阅读障碍的脑结构异常

既然中文阅读障碍表现出大脑激活的异常，那大脑解剖结构是否也表现出相应的结构变异呢？我们利用VBM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灰质和白质体积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者在右侧枕下回和左侧额下回的灰质体积显著低于正常组，这表明障碍儿童在正字法加工和语音加工方面存在缺陷，这与功能成像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此外，障碍儿童左侧中央前回白质体积也显著低于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中央前回与语音产生有关，所以这一发现进一步表明了障碍儿童在语音方面的缺陷。研究者还发现阅读障碍者的腹内侧前额叶（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灰质体积、腹内侧前额叶白质体积、右侧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灰质体积显著低于正常儿童，并且腹内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与腹内侧前额叶的白质体积、右侧海马旁回的灰质体积在障碍儿童中显著相关，表明障碍儿童可能存在记忆编码和提取的缺陷。由此看来，汉语阅读障碍者的脑解剖结构也存在异常，而且脑区间灰白质体积的异常存在一定的相关（Liu，You et al.，2013）。

萧等人（Siok et al.，2008）考察了同一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功能异常与结构异常的关系。在拼音文字研究中，左侧颞顶和颞枕激活异常的脑区也发现有解剖结构的改变，而该研究发现中文阅读障碍儿童在额中回激活的显著减弱以及灰质体积的显著减少，而且其灰质体积与任务态下的激活强度有较高的正相关。但是，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中并没有像拼音文字的研究一样，在大脑后部颞顶和颞枕区域发现灰质体积的改变（Siok et al.，2008）。

我们的一项正在开展的研究利用图论的方法，从大脑皮层厚度和表面积两个层面构建脑结构网络，从全脑网络的角度考察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相比是否存在脑结构连接的异常。在障碍儿童与年龄控制组儿童的比较中发现，汉语阅读障碍表现出全局性的损伤，即集群性的损伤，也就是障碍儿童的大脑网络无法有效地处理局域信息。此外，在局域性维度上，首先在皮层厚度网络上，障碍儿童的左侧经典语言脑区节点中心度显著低于控制组，同时在左侧脑区对应的右侧脑区却表现出较高的节点中心度；在表面积网络上，障碍儿童大脑后部脑区的节点中心度要显著低于控制组儿童，反而在大脑前部的一些脑区表现出较高的节点中心度。总结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障碍儿童在网络的局域性上表现出双侧化和前部化的趋势，这与以往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利用右侧和前部脑区来补偿左侧和后部脑区的效应是一致的。另外，我们从全脑网络的角度发现汉语阅读障碍的全局性异常，这与前人认为汉语阅读障碍存在多重认知缺陷的假设也是一致的。

与拼音文字较为系统、丰富的研究相比，中文阅读障碍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从脑区连接的取向开展的中文阅读障碍的研究还比较少。虽然在研究者的努力下，中文阅读障碍脑机制的研究不断前行，但是中文阅读障碍的研究仍旧任重而道远。毫无疑问，中文阅读障碍的研究对于回答“阅读障碍是否有着跨文化的普遍机制”，对于建立一个统一的阅读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阅读障碍诊断、干预以及预测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在上一部分，我们梳理了大量关于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阅读障碍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然而直至目前，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以及预测模式仍然主要是基于认知行为的。那么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对阅读障碍进行诊断、干预和预测呢？还是只是在行为层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信息而已？下面我们将梳理近年来研究者就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以及预测开展的探索性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一方面，我们关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对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以及预测带来的新的启示；另一方面，我们关注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以及预测的有效性、稳定性以及可操作性。这关系到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是否能够真正地与教育结合，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国民的阅读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阅读障碍诊断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传统的基于认知行为的诊断模式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阅读障碍诊断模式为“智力—阅读成绩差异”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标准是：个体实际的阅读成绩低于其智力预期的阅读成绩（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该标准和模式被广泛用于阅读障碍的诊断（Frankenberger & Harper，1987），但实际上这一标准的前提和有效性还有待重新考证。多项研究（Siegel，1988；Shaywitz，Holford et al.，1995；Shaywitz，Shaywitz et al.，1998）反复证实：智力并非阅读成绩的关键影响因素，智商与阅读技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另外，很多研究（Siegel，1988；Fletcher，Shaywitz et al.，1994；Stanovich & Siegel，1994）都发现，符合差异标准的和不符合差异标准的阅读困难儿童，在阅读的认知加工和发展轨迹上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智力—阅读成绩差异标准和模式对于阅读困难的鉴别缺乏有效性。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诊断模式的合理性进一步提出了挑战。田中等人（Tanaka et al.，2011）考察了智商—阅读成绩有差异的阅读障碍儿童和智商—阅读成绩无差异的阅读障碍儿童在语音加工中的脑激活情况。研究发现，两类儿童跟正常阅读水平的儿童相比，在左侧颞顶联合区、颞枕联合区都表现出相同的激活减退模式。他们认为，来自脑成像的研究与来自行为的研究共同说明，虽然智商水平不同，但是阅读上共同出现障碍的两类儿童在语音加工中表现出相似的神经机制。所以，在智力—阅读差异模式中，用智力预测阅读成绩的做法有失偏颇。

在智力—阅读成绩差异诊断模式后，核心技能缺陷模式被提出。该模式通过对阅读成就低的个体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来鉴别最能代表阅读障碍特异性的核心缺陷。该模式的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诊断指标，如果在这些指标所代表的技能上存在缺陷，便预示着日后有较高的罹患阅读障碍的风险。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在阅读障碍出现之前进行预测，有助于尽早预防；可以对阅读障碍进行异质性诊断，详细地诊断出阅读障碍的孩子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

在核心技能缺陷模式的基础上，干预—应答模式（responsiveness to intervention，RTI）被提出。该模式要求在提供有质量保证的短期干预训练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个体对干预的反应性来鉴别不同的阅读障碍，并进一步提出教育干预的建议（Fuchs，Mock et al.，2003）。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力求将诊断与干预相结合，尽早实现诊断和干预。在“智力—阅读成就差异”模式下，儿童只有在阅读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困难或障碍后，才会接受专业的诊断和干预。而在干预—应答的诊断模式下，儿童在入学前就会接受系统的筛查，可以及早鉴别出阅读障碍的高危个体并及时介入。核心技能缺陷模式主要强调，个体自身的认知技能缺陷可能是导致阅读障碍的原因，干预—应答模式强调除此之外也要考虑不良的教育环境或者与个体不相匹配的教育条件的影响。

“智力—阅读成绩差异”模式、核心技能缺陷模式以及“干预—应答”模式，都是基于认知和行为的诊断模式。认知与行为层面的研究能够揭示阅读障碍的行为症状和认知缺陷，但无法揭示潜在的神经层面的缺陷，而后者可能是导致阅读障碍的最根本原因。表面上不相关的认知或行为表现可能根源于相同的神经基础，同样，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表现也可能源自不同的神经基础（彭聃龄，刘丽，等，2009）。这启发了研究者基于脑功能和结构的特征对阅读障碍进行诊断。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诊断模式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阅读障碍的诊断是指利用阅读障碍者和正常读者之间脑活动模式以及脑结构的差异，开展对阅读障碍和正常读者的甄别与诊断。阅读障碍与正常读者的脑功能和脑结构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较为稳定，是从脑层面甄别阅读障碍者与正常人群的前提。汉语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尚难以评价目前研究所发现的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的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差异是否较为稳定和一致，但是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脑机制研究开展得较早。在前一部分，我们系统总结了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拼音文字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在脑功能和脑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目前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见第一部分元分析文献）。这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手段开展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诊断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近年来方法学的进步也使得利用阅读障碍与正常读者在脑功能和结构上的差异对其进行诊断成为可能。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建立合适的判别模型来实现。判别就是从训练样本中学习抽取出判断类别的规则，再将规则运用于判别新的案例。建立判别模型最关键的两个步骤是特征选取和设计分类器。特征选取即选取能够区别两类被试的特征。在基于功能磁共振数据进行判别的研究中，特征选取的方式主要包括特定认知任务的激活（Zhang，Samaras et al.，2005）、时间序列的相似性（Shinkareva，Ombao et al.，2006）等。基于结构磁共振数据建立判别模型的特征选取也存在多种方式，主要包括感兴趣脑区的结构形状（Golland，Fischl et al.，2002）、灰质体积（Kawasaki，Suzuki et al.，2007）以及皮层厚度（Yoon，Lee et al.，2007）等。每种模态的数据都有多种方式进行特征选择，最好的特征选择方式应该是根据特定数据样本的特点，选取不同类别间最具显著差异的特征（彭聃龄，刘丽，等，2009）。完成特征选择后，就要进行分类器设计。当前有多种分类器设计的方法，较为常用的方法有费舍（Fisher） 线性判别法和机器学习中的支撑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Fisher 线性判别法的思想是在高维的样本空间中寻找到某个最优方向ω，使得样本在这个方向上的投影能够最好地区分开。 Fisher 线性判别强调训练误差最小化，需要较大的样本。而支撑向量机的理论基础是统计学习理论，该理论研究有限样本下的机器学习问题。支撑向量机方法是试图在样本空间中构造最优分类面，该分类面不但能将两类无误地分开，而且要使两类的分类空隙最大。支持向量机以训练误差作为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以置信范围值最小化作为优化目标，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问题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势（彭聃龄，刘丽，等，2009）。

田中等人（Tanaka et al.，2011）使用线性的支持向量机技术，结合功能磁共振数据，开展了对英语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的判别分析。进入判别函数的脑区包括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梭状回（fusiform gyrus）、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尾状核（caudate）、脑岛（insula）和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结果表明：正确判别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样本的阅读障碍组和正常组的准确度可以达到78.9%（判别的灵敏度达到 83.9%，判别的特异性达到 73.1%）。在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样本中，判别的正确率达到79.7%（判别的灵敏度达到 76.3%，判别的特异性达到 83.3%）。研究还将阅读障碍者进一步分为智力—阅读成绩无差异组和智力—阅读成绩有差异组，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样本中使用智力—阅读成绩无差异组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的判别函数去判别智力—阅读成绩有差异组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结果发现判别正确率可以达到81.3%，反之，判别正确率可以达到86.7%。在斯坦福大学样本中，使用智力—阅读成绩无差异组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的判别函数去判别智力—阅读成绩有差异组阅读障碍者与正常读者，结果发现判别正确率可以达到98%，反之，判别正确率可以达到71.8%。这个研究说明了使用功能脑成像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甄别阅读障碍者和正常读者，甄别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都达到较好的水平。这个研究还说明，智力—阅读成绩无差异组阅读障碍和智力—阅读成绩有差异组阅读障碍与正常组之间可以通过同样的判别函数进行判别，进一步说明了阅读障碍诊断的智力—阅读成就差异模式的前提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

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存在可行性，研究者也开始了初步的尝试，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阅读障碍的诊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建立一个好的阅读障碍的诊断模型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研究，需要大样本的常模，需要得到比行为研究更多的经费支持，并且脑数据的分析操作复杂，不易实现较大的普及率，无形中又给这种方法的推广应用增添了阻力。另外，不同语言、文化下的阅读障碍由于可能存在不同的神经基础，可能需要不同的判别模型。对于发展时间较短的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而言，建立一个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诊断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条路值得我们进行不断的探索。

阅读障碍干预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在第一部分，我们分析了阅读障碍与正常读者在脑功能和脑结构方面的差异。那么，阅读障碍的脑功能和脑结构异常可以通过干预发生改变吗？干预会引起阅读障碍者的脑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哪些干预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干预引起的脑活动的变化是否可以在干预结束之后长期保持？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围绕以上问题开展阅读障碍的干预与脑可塑性的研究。

坦普尔等学者（Temple et al.，2003）认为，发展性阅读障碍患者主要在语音加工中存在缺陷，他们使用了一套针对阅读障碍的行为训练程序，人为地增加语音持续时间，增大语音之间的时间间隔，对儿童的口语和听觉进行干预，他们想知道这种行为训练能否真正提高阅读障碍者对语音的加工能力，以及行为上产生的变化是否伴随相应的神经活动的变化。20名8～12岁的儿童参加了该实验。行为结果显示，训练提高了他们的口语产生和阅读成绩；脑成像结果显示，训练后的儿童在多个脑区的激活值明显提高，这些脑区主要分布在左脑的颞顶联合区、左脑额下回、右脑额叶皮层、右脑颞叶皮层和前扣带回，训练后阅读障碍的脑激活模式与正常儿童的激活模式趋于相似。这个研究表明，语音干预可以引起阅读障碍儿童的脑激活模式发生正常化的改变。

施威茨等人（Shaywitz et al.，2004）在他们的实验中，除了设置接受实验训练的阅读障碍儿童这一组被试外，又增设了不接受实验训练的阅读障碍儿童以及阅读正常儿童两组被试作为控制组。他们使用了另外一套语音训练程序，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干预。他们对训练组的阅读障碍儿童共进行了三次扫描：第一次是在干预前进行；第二次是在干预后马上进行；第三次则是在实验结束的一年后进行。第二次扫描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的阅读障碍儿童相比，接受训练的阅读障碍儿童组的阅读流畅性水平显著提高，他们的左脑颞中回、额下回脑区激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第三次扫描结果发现，该组儿童在干预一年后的脑活动与未干预前的脑活动仍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训练后双侧的额下回、左侧的颞上回以及颞枕联合区的激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该研究与坦普尔等人（Temple et al.，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共同说明：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语音训练可以提高他们的阅读流畅性，促进在阅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脑前部区域（额上回）和后部区域（颞枕联合区）的工作，干预效果也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成人脑的可塑性较儿童稍差，那么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成人的阅读成绩是否也可以通过语音干预训练得到提高，并带来相应的阅读脑区活动模式的正常化呢？伊登等研究者（Eden et al.，2004）同样从语音入手，将研究视角转向成人，对成人阅读障碍者进行了八周的语音训练，并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前和训练后的扫描。结果发现：与非训练组相比，训练组成人在阅读准确性、阅读速度、阅读理解的行为成绩显著提高，并且正常阅读者经常使用的左脑阅读脑区（顶叶）的激活水平在训练组的第二次扫描中明显增强，同时，右脑外侧裂周区的激活也增强，起到补偿作用。该研究与坦普尔等人（Temple et al.，2003）和施威茨等人（Shaywitz et al.，2004）的研究一样，都发现了左侧顶叶脑区在干预后的激活增强，说明语音训练同样可以促进阅读障碍成人在左侧阅读脑区的激活正常化。

除了来自fMRI的证据外，研究者还利用MEG开展了阅读障碍的干预训练研究。MEG具有高度的时间灵敏度，可以考察干预前后脑区神经活动的潜伏期的变化。西莫斯等人（Simos et al.，2007）对15名7～9岁的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前8周，儿童接受每天1小时的阅读流畅性技能训练，该阶段完成后，再接受针对语音加工和语音解码的训练，每天2小时，同样历时8周。训练前和训练后都会进行MEG扫描，同时要求他们在扫描中进行口语、视觉词汇的阅读任务。训练后的MEG结果显示，颞中回后部（BA21）的神经生理信号强度增加、潜伏期缩短，右脑颞枕联合区外侧（BA19/BA37）神经活动的潜伏期缩短。BA21区的神经活动增加，说明训练后该区在由词汇向语义的转换加工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潜伏期的缩短，说明训练后的脑区对相应阅读任务的反应更加灵敏。这些变化使阅读障碍儿童的脑更加类似于阅读正常群体在阅读任务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反应模式。来自MEG的数据也说明，训练可以使阅读障碍儿童阅读的神经活动更趋正常化。

干预训练不仅能引起脑区激活的变化，还会引起脑区之间功能连接的改变。在理查兹和伯宁格（Richards & Berninger，2008）的实验中，18名阅读障碍儿童和21名阅读正常儿童在接受核磁扫描的同时进行任务，判断某字母在各非词中的发音是否相同。他们根据以往研究提取了几个脑区作为种子点：额下回、额中回、枕叶皮层和小脑。训练之前的扫描结果显示，左脑额下回与左右脑额中回、左右脑补充运动区、左脑中央前回和右脑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在阅读障碍儿童和阅读正常儿童中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之后，阅读障碍组儿童接受了3周的干预，专业人员对他们的言语意识、拼音规则理解、解码和拼读能力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训练后的结果显示，在之前两组儿童表现出差异的脑区功能连接上，阅读障碍儿童更加趋于正常儿童的脑区连接模式。

另一项研究也考察了干预引起的阅读障碍儿童脑区功能连接的改变。研究者对4组儿童（7～15岁）进行了实验，分别是：没有接受过任何行为矫正、有阅读障碍患病历史的儿童；接受过阅读矫正、有阅读障碍患病历史的儿童；接受过阅读和拼写矫正、有阅读障碍患病历史的儿童；没有接受过行为矫正、阅读正常的儿童（Koyama et al.，2013）。同时，每组儿童在年龄、智商等方面进行了匹配。他们分析了4组儿童在静息状态下脑区内在功能连接（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情况。该研究有如下发现：①与阅读正常儿童相比，左脑顶内沟和左脑额中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在所有阅读障碍儿童中都表现较弱。左脑额顶皮层是注意网络的主要脑区，阅读障碍儿童在该网络中的功能连接较弱，暗示了左脑额顶皮层的注意网络可能是阅读障碍的缺陷机制，同时也反映了注意在对阅读障碍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可能起到的关键作用。②左脑梭状回可能是在补偿机制中起到连接作用的关键部位。因为结果发现：接受过矫正组儿童的左脑梭状回和右脑枕中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更大；在阅读和拼写两方面都接受过全面矫正的儿童，他们的左脑梭状回和右脑前额叶皮层内侧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比正常组更负，并且两个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强度越负，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成绩越好。右脑前额叶皮层的内侧是默认网络的核心脑区，而左脑梭状回是在阅读网络的核心脑区。负相关说明了全面矫正组的儿童在干预后，默认网络与阅读网络之间出现更大的分离。以往研究发现这种模式同样出现在正常的成年人身上（Kelly et al.，2008），可能代表了干预后阅读障碍组认知活动效率的提升。这种提升可能是有效的训练所带来的补偿效应。这篇研究说明：干预训练可以触发阅读障碍脑的补偿机制，并且这一机制与阅读障碍者阅读成绩的提升紧密相关。

干预除了可以引起脑功能方面的改变外，阅读障碍患者的脑结构也会在干预下发生变化。凯勒和贾斯特（Keller & Just，2009）使用弥散张量成像来考察100小时的干预指导是否会影响8～10岁阅读障碍儿童大脑白质的完整性。实验将被试分为3组：接受干预的阅读障碍组；不接受干预的阅读障碍组；阅读正常组。干预的主要内容是对该组被试词汇水平的语音解码技能进行训练。结果发现，在训练之前，阅读障碍组在左脑的半卵圆中心前部（left anterior centrum semiovale）白质的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A）显著低于正常组儿童，但是通过训练，在相同脑区发现了阅读障碍组FA值的显著增加，并且这种增加与语音解码能力的提高呈显著的正相关，即FA值越高，儿童的语音解码能力越强。该实验说明，科学的干预和训练可以促进阅读障碍者大脑白质完整性的提升，使个体在阅读时有更好的表现。

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训练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有研究者使用纹理辨别任务（texture discrimination task，TDT），要求儿童判断屏幕呈现的字母是T还是L以及3条斜线是水平排列的还是竖直排列的，来对儿童的视知觉加工进行训练（Meng et al.，2014）。18名阅读障碍儿童与18名年龄和智商匹配的阅读正常儿童参加了实验。9名阅读障碍儿童和9名阅读正常儿童参加了TDT训练，剩下的儿童作为控制组不参加训练。结果发现，接受过训练的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在未接受过训练的阅读障碍儿童身上是没有体现的。后来的追踪研究发现，训练给阅读障碍儿童带来的效果在2个月后的测验中依然得到较好的保持。这项研究的结果说明，视知觉训练可以显著提高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基本视知觉加工和汉语阅读过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相同的视觉加工机制。

尤文平（2010）首次利用fMRI技术，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训练引起的脑的可塑性变化。该研究使用了两种干预方案：形—音映射和形—义映射训练。形音映射训练针对儿童的正字法—语音通路，形—义映射训练针对儿童的正字法—语义通路。根据训练成绩，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划分为对不同干预方案敏感的两组，并在训练前后采用同音判断和语义相关判断任务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脑成像扫描，考察两组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脑激活差异，以及干预前后两组阅读障碍儿童的脑激活变化。结果发现，对形—音映射训练更敏感和对形—义映射训练更敏感的两组阅读障碍儿童的神经基础及干预前后的脑可塑性变化不同。具体来说，干预前，形—音训练敏感组在同音判断任务中字形和语音加工脑区激活下降，而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没有发现与正常儿童有激活差异的脑区，而形—义训练敏感组在同音判断任务中与正常儿童没有激活差异，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语义加工脑区激活下降；干预后，形—音组在同音判断任务中语音加工区右侧对应脑区代偿性激活增加，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左侧字形加工区激活增加，反映了干预训练引起形—音组阅读障碍的形—音联结的加强，而形—义组在两个任务中都没有发现干预前后激活变化的脑区。结果表明，对两种训练方案敏感程度不同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在干预前后表现为不同的脑可塑性的变化。尤文平等人的研究为阅读障碍诊断的干预—应答机制提供了脑科学方面的证据。

综上所述，不论是拼音文字阅读障碍还是中文阅读障碍干预训练的研究都表明，恰当的干预训练可以提高阅读障碍者的阅读成绩，这个过程伴随着脑的可塑性变化，这些可塑性变化反映了干预训练促进阅读成绩提高的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常化机制，一种是代偿性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阅读障碍也许需要不同的干预方案，反过来阅读障碍的脑对不同干预的敏感度不同，也许可以作为区分不同类型阅读障碍的一个指标（尤文平，2010）。

阅读障碍预测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对阅读障碍进行预测可以在阅读障碍的症状明显表现出来之前筛选出那些高风险的儿童，尽早实施干预以降低阅读障碍的发生率，而不是在儿童已经明显表现出症状后再亡羊补牢。所以，找到对阅读障碍进行早期预测的指标显得尤为重要。早期的研究致力于寻找对阅读障碍进行预测的行为指标，近年来寻找对阅读障碍进行预测的神经生物学标记（neural biological marker）成为研究的热点。

行为预测指标

对拼音文字而言，学会阅读的关键就在于学习把耳朵听到的声音信息（语音）与眼睛所看到的视觉信息（正字法）联系起来。因此，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和词汇解码（decoding）可能是能够有效预测儿童在未来时间内阅读障碍的患病风险的指标。语音意识是指儿童对构成词汇的语音进行识别、分解和拼读的能力；词汇解码是指通过识别字母、音节来正确拼读单词的能力。来自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追踪研究基本证实了以上推断。来自荷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研究（Lyytinen，Ahonen et al.，2001；Lyytinen，Aro et al.，2004；Lyytinen，Erskine et al.，2006），试图探讨哪些行为指标能够预测阅读障碍儿童在小学二年级时的阅读能力。他们对106名有阅读障碍家族历史的儿童以及92名没有阅读障碍家族历史的儿童进行了一项跟踪研究，测量了他们3.5岁、4.5岁和5.5岁时在语音意识、短时工作记忆、快速命名、词汇表达、假词重复和字母命名等系列测验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包含家族风险（familiar risk）、字母知识（letter knowledge）、语音意识以及快速命名（rapid serial naming，RSN）4个变量的回归模型，对阅读障碍儿童5年后阅读成绩进行有效预测的准确率在80%以上。凯茨等研究者（Catts et al.，2001）也发现，那些阅读障碍儿童5岁时就在字母知识、仿造句子、音位删除、音节删除、快速命名以及母亲的教育程度几个方面与正常儿童表现出差异，这几个变量对这些儿童二年级时的阅读困难也起到了显著的预测作用。

中国的研究者试图找到那些能够对汉语儿童的阅读困难起到预测作用的指标。有研究者对261名中国儿童进行了6年的追踪研究，测查了儿童以下几个方面的技能：复合词构词意识、语法能力、非词重复、音节删除、词素构建、快速命名、词汇理解、非言语智商、母亲教育程度、汉字识别以及阅读流畅性（Lei et al.，2011）。根据2次测验的成绩将儿童分为4组：阅读正常组、阅读进步组、读写相关的认知技能落后组、语言发展落后组。阅读进步组和读写技能落后组最开始在语音意识和词素意识上都表现较差，但是，两组的不同在于，快速命名成绩在阅读进步组处于平均水平，在读写相关的认知技能落后组中则处于落后水平。所以，研究者认为，只有当语音意识、词素意识以及快速命名都表现出缺陷时，未来才有可能患有阅读障碍。之后，又有研究人员在该项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该批儿童进行追踪研究，还测查了儿童（4～10岁）的词汇发展能力，根据被试所掌握的词汇量的增长变化情况，将其分为3组：高—高组（最初词汇量大，后测增长幅度大）、低—高组（最初词汇量小，后测增长幅度大）以及低—低组（最初词汇量小，后测增长幅度小）（Song et al.，2014）。结果发现，入学前高—高组儿童的词汇和其他认知能力都明显好于低—高组和低—低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组儿童的母亲的教育水平不同；儿童最初的词汇量和词汇增长速度可以预测儿童在五年级时的阅读水平，说明词汇知识可以预测未来汉字识别、阅读流畅性和阅读理解这些与阅读相关的技能的发展程度。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低—高组比低—低组词汇量增长速度更快的关键在于，低—高组儿童在5岁时的语音意识就明显强于低—低组儿童，并且这种优势在6岁时变得更大，带给低—高组儿童词汇量更迅速的增长。

神经预测指标

行为指标经常受到施测人主观判断以及受测人经验的影响，不够客观和稳定。神经生物学指标特别是脑结构的指标相对客观、稳定。那么神经生物学指标可以像行为指标一样，较为准确地预测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吗？神经生物学指标可以在行为指标之外，解释额外的阅读成绩的变异吗？

赫夫特和麦坎德利斯（Hoeft，McCandliss et al.，2011）分别使用当前被广泛使用的标准化阅读行为测验［语音解码测验（phonemic decoding efficiency）和常见词汇阅读效率测验等（sight word efficiency）］、功能磁共振成像以及弥散张量成像，对25名阅读障碍儿童和20名阅读正常儿童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两年半前的行为测验对于儿童阅读能力的变化并没有起到显著有效的预测作用，但是，脑成像数据能够预测阅读障碍儿童两年半后阅读成绩的进步，具体表现为：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显示，在一个需要语音意识的阅读任务中，右脑前额叶的激活与阅读障碍儿童阅读成绩的提高呈正相关；弥散张量成像数据显示，右脑上纵束的白质完整性与阅读障碍儿童阅读成绩的提高呈显著正相关。上纵束连接着前额叶的腹外侧、顶叶和颞叶（包括了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该纤维束包含阅读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弓状束。两个指标相结合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一个特定的阅读障碍儿童两年半后阅读成绩能否提高，预测的准确度显著高于概率水平（72%的准确性），而利用行为指标进行预测的话，准确率只在概率水平。如果利用全脑的激活模式进行预测的话，预测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该研究证明，脑功能和脑结构指标可以对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成绩的提高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在某些情况下预测未来的表现时可能要比行为指标更加准确。

麦克诺根等人（McNorgan et al.，2011）也对26名阅读障碍儿童（9～15岁）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们将9～11岁的儿童分为年幼组，将13～15岁的儿童分为年长组，发现在一项押韵判断任务中语音加工脑区（左脑额下回和基底神经节）的激活越强，年幼组儿童在6年后的阅读成绩进步越大，而进行字形加工的脑区（左脑梭状回）的激活可以解释年长组儿童6年后的阅读能力的变化，该区域的激活越强，年长组儿童6年后的阅读成绩进步越小。这可能是由于年幼组儿童的阅读发展更多受到语音敏感性的影响，年长组更多受到字形敏感性的影响，使用整字字形策略的年长儿童只能获得较小的进步。以上研究结果说明，脑神经活动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未来较长期（6年后）的阅读水平的变化，但是这种预测能力还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来自行为层面和神经层面的研究都找到了一些可以对阅读障碍进行有效预测的指标。那么，将行为预测和神经预测结合起来是否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呢？有研究者使用标准化阅读行为测验、功能磁共振扫描和结构磁共振扫描，考察了一批儿童在学期初和学期末阅读中的词汇解码能力（Hoeft，Ueno et al.，2007）。结构磁共振数据显示，右脑梭状回的灰质密度、左侧颞上回和顶下回的白质密度对儿童第二次的阅读成绩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左侧颞中回、右侧额中回、右侧梭状回后部等脑区的任务激活值也可以预测儿童未来的阅读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了一个综合预测模型，该模型控制了年龄、最初解码技能等变量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统计了来自行为和脑成像两方面的数据，结果发现：当行为指标首先进入预测模型时，除了行为指标在模型中发挥的预测作用外，脑成像指标额外提供了23%的解释贡献率；当脑成像指标先进入预测模型时，除了它在模型中的预测贡献外，行为指标也额外提供了15%的解释贡献率。这个结果说明：综合预测模型对阅读障碍患者词汇解码能力的预测效果最好，为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变化起到解释作用的贡献率显著大于行为、脑成像各自的独立模型，并且该模型的效度也经过了科学的检验。

综上所述，基于脑功能和结构的指标能够对阅读障碍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已经得到多个研究的检验，将来自行为和脑神经的指标结合，可能是对阅读障碍的患病风险、干预效果以及将来阅读成绩的发展变化进行预测的新趋势。

总结与展望

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阅读障碍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理解。同时，基于阅读障碍者与正常人之间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差异开展的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和预测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表现出良好的前景。鉴于这一问题对于脑科学与教育相结合的重大价值，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研究探讨这一领域。

同时，新的脑科学研究方法、脑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也将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突破性的发展。例如，图论研究方法在脑科学中的应用将使我们能够从全脑复杂网络连接的角度理解阅读障碍的神经基础，目前已经有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Finn，Shen et al.，2013），未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涌现。再如，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多个与阅读障碍相关的基因，在拼音文字阅读障碍（Gayán，Smith et al.，1999；Taipale，Kaminen et al.，2003；Hornickel & Kraus，2013；Mascheretti，Riva et al.，2014；Norton，Beach et al.，2015）以及汉语阅读障碍（Su et al.，2015；Wang et al.，2014；Zhang et al.，2012）中均有发现。这些分子遗传学研究将为阅读障碍的诊断提供基因层面的指标。分子遗传学与影像学的结合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遗传影像学（imaging genetics），运用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将能够揭示阅读障碍的遗传特征与脑影像特征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阅读障碍，更准确、有效地开展阅读障碍的诊断、干预与预测。

摘要 Abstract

Non-invasive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provide unprecedented approaches for investigating neural mechanism of dyslexia in recent decades.A large amount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reported that dyslexics showed both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several specific brain regions as well as in their connectivity.Alphabetic dyslexics were mainly impaired in the occipital-parietal and occipital-temporal regions.Unlike alphabetic dyslexics, Chinese dyslexics exhibited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mainly in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intraparietal sulcus,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right lingual gyrus, suggesting a cultural effect on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dyslexia.Recently researchers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diagnosing, intervening and predicting dyslexia based on the neuroimaging data.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esides behavioral data, neuroimaging data can provide extra contribution to the diagnosis, intervention and prediction of dyslexia, with a relatively good accuracy and stability.These studies highlight the promising prospect of integrating 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and may provide new idea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f dysle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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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阅读脑加工的实验研究



第5章 阅读障碍与语言敏感——阅读障碍儿童的行为和脑电研究



Role of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in the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中国]张林军（Linjun Zhang）[1]

[中国]舒华（Hua Shu）[2]

[中国]姜薇（Wei Jiang）[3]

[中国]张亚静（Yajing Zhang）[4]

研究通过两个相对独立的实验，考察了汉语普通话儿童声调范畴化知觉和早期阅读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验一对5～7岁正常儿童的研究发现：声调范畴化知觉和语音意识随年龄增加显著提高，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与韵母意识和音节意识显著相关，但与汉字识别不相关。实验二对10岁正常儿童和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声调范畴化识别曲线的斜率和对范畴间/范畴内偏差刺激的脑电失匹配反应都存在异常，但无论是脑电失匹配反应，还是识别曲线的斜率，都与汉字识别的相关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声调范畴化知觉不直接影响汉字识别，其对儿童早期阅读的影响是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来实现的。

焦点阅读

·声调范畴化知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儿童早期的阅读发展？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与语音意识显著相关，但与汉字识别不相关；脑电失匹配反应与汉字识别的相关不显著；声调范畴化知觉不直接影响汉字识别，其对儿童早期阅读的影响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实现。

关键词

声调范畴化感知，语音意识，脑电失匹配负波，阅读障碍，早期阅读

引言

声调范畴化知觉及其发展

语音知觉的范畴化（categorical perception，CP）是指连续的语音变化被感知为离散的、数量有限的范畴，即音位。人们对同一范畴内的语音差别难以区分，而对范畴间的差异非常敏感（Liberman et al.，1957，1967）。语音范畴化知觉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嗓音启动时间（voice onset time，VOT）和第二共振峰过渡（F2 transition）两个重要的辅音特征上：前者是区分辅音清/浊和送气/不送气的主要特征，后者则是区分塞音发音部位的主要特征。研究发现，辅音知觉具有很强的范畴化，元音知觉则具有一定的连续性（Liberman et al.，1961；Fry et al.，1962；Diehl et al.，2004）。声调知觉是范畴化的还是连续性的结论一直不明确，因为数量有限的几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例如，艾布拉姆森（Abramson，1979）对泰语三个高低型声调的研究发现，泰语被试对所有连续体的区分率基本相同，区分函数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峰值，因此他认为声调的感知是连续性的而非范畴化的。另有研究者对汉语普通话阴平和阳平两个声调的研究却发现区分曲线出现了明显的高峰，显示出显著的范畴化知觉特征（Wang，1976）。最近十年，超音段特征的感知规律越来越受到关注，声调范畴化感知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弗朗西斯等人（Francis et al.，2003）认为，前两个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前者使用的泰语声调只包含音高高度（pitch height）的变化，而后者使用的汉语声调包含音高曲线（pitch contour）的变化，两者的不同结果可能是由使用的声调在音高模式上的差异造成的。因此，他使用的实验材料既包括音高高度不同的声调对，也包括音高曲线变化的声调对，结果发现对前者的感知是连续性的而对后者的感知是范畴化的。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音高曲线变化对声调范畴化知觉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在之后进行的多项行为（Hallé et al.，2004；Xu et al.，2006）、脑电（Xi et al.，2010；Zhang et al.，2012）和脑成像（Zhang et al.，2011）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上述研究表明：因为普通话中只有一个高平调，任意两个声调组合都只能形成有音高曲线变化的声调对，所以普通话声调的知觉是范畴化的。

语音范畴化知觉的形成和语言经验密切相关：新生儿既可以区分母语的音位，也可以区分非母语的音位，但1岁左右的婴儿就会形成和母语音位系统相适应的范畴化知觉能力，即只能区分母语音位的区别性特征，而对非母语音位的范畴化知觉能力会大大降低（Kuhl，2000，2004）。但是，婴儿的这种范畴化知觉能力和成人模式相比存在明显差别。某些语音特征的范畴化知觉能力，在儿童进入学龄期甚至青春期后仍然落后于成人（Elliott et al.，1981；Heeren，2005）。例如，弗利奇和伊夫廷（Flege & Eefting，1986）考察了9～17岁青少年的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发现在不同年龄段，VOT的范畴知觉边界不断变化，即使17岁青年的范畴边界和成人相比依然不同；哈赞和巴雷特 （Hazan & Barrett，2000）对6～12岁儿童和正常成人的研究也发现代表范畴化知觉能力的重要指标——识别曲线的斜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但12岁儿童的知觉能力仍然没有达到成人水平。汉语各类语音特征范畴化知觉特别是儿童范畴化知觉发展模式方面的研究很少，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研究关注。刘等人（Liu et al.，2009）对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儿童VOT的范畴化知觉研究发现，即使是五年级儿童，识别曲线的斜率也要显著低于成人，说明普通话儿童VOT的范畴化知觉化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席洁等人（2009）比较了5～7岁普通话儿童声调和VOT的范畴化知觉，发现这两个不同语音特征的范畴化知觉能力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声调可能早于VOT形成类似于成人的范畴化知觉能力。

语音范畴化知觉和阅读能力的关系

语音范畴化知觉在儿童早期口语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范畴化知觉与阅读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存在不同观点。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是语音知觉与语音意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二是语音知觉与阅读之间是否具有直接联系。研究者在采用行为任务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神经影像技术，探讨各种语音加工能力和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

语音意识是对各种语音单位（音节、辅音、元音和声调等）进行分析和操作的能力。大量研究发现，语音意识是影响阅读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采用非拼音文字的汉语也是如此（Wagner et al.，1994；Shu et al.，2008）。而对于语音范畴化知觉和语音意识的关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一种观点认为，语音意识的发展依赖良好的范畴化知觉能力，因为语音意识任务大都包括对声音加工技能的测量，在这个过程中，语音刺激会被自动识别为不同的音位类别（Gibbs，1996）；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语音意识和语音知觉各自存在独立的发展轨迹，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Burnham，1986）。

阅读是把书面文字与口语词汇的语音形式相结合的过程，而语音知觉是听觉词汇获得的基础，那么语音知觉与阅读能力的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语音范畴化知觉与早期阅读技能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Adams，1990；Goswami，2002）。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和阅读困难儿童存在范畴化知觉缺陷，表现为对范畴连续体的识别缺少一致性，识别函数有更浅的坡度，范畴边界的分辨率更低等（Godfrey et al.，1981；Bogliotti et al.，2008；Vandewalle et al.，2013）。脑电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表现为阅读障碍儿童没有表现出正常儿童区分范畴间和范畴内刺激时失匹配负波（MMN）波幅的差异（Kraus et al.，1996；Schulte-Körne et al.，1998；Näätänen et al.，2007；Zhang，et al.，2012）。此外，一项对正常儿童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幼儿园时期听觉频率识别、语音知觉缺陷可以作为预测三年级时阅读成绩的指标；即便在控制了后期语音意识、词汇知识等因素后，语音知觉仍然可以独立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Boets et al.，2011）。但是，也有一些行为和神经影像研究没有发现语音知觉缺陷对阅读障碍的作用（Snowling et al.，1986；Pennington et al.，1990；Paul et al.，2006）。这些研究者认为，语音知觉与阅读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且具备良好范畴化知觉能力的儿童在阅读时仍然可能面临不可回避的困难（McBride-Chang，1995）。马尼斯等人（Manis et al.，1997）依据阅读障碍儿童是否存在明显的语音意识困难将其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只有语音意识缺陷组范畴化知觉的识别函数斜率与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之后的很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Joanisse et al.，2000；Ramus et al.，2003；Liu et al.，2009；刘文理，等，2010）。这些研究表明，语音范畴化知觉和阅读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关系，它对阅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语音意识的影响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语音知觉和语音意识在儿童早期阅读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语音范畴化知觉和早期阅读的关系仍不明确。首先，语音知觉既可能直接影响阅读，也可能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间接影响阅读，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需要更多研究的检验。其次，上述研究大多是通过阅读障碍和正常儿童群体的对比来探讨语音知觉对阅读的作用的，在正常发展的儿童群体中探讨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阅读发展关系的研究还很少。如果能同时考察不同年龄段的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群体，显然可以为相关问题提供更多证据。再次，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西方拼音文字体系，而汉语语音和正字法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语音方面，声调是最显著的特征，那么，汉语儿童的语音特别是声调的范畴化知觉与阅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否是预测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一个指标？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最后，早期研究多采用行为任务的识别曲线斜率作为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的指标，但外显的行为任务容易受到注意、动机、决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很难真正纯粹地反映语音范畴化知觉的加工过程。听觉MMN这一脑电成分因为能够很好地反映前注意阶段的自动化加工而在语音知觉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研究也将尝试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以MMN为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的指标。

本研究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实验一以5～7岁的3组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实验二以10岁的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为研究对象，测查了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汉字识别，并通过群体差异比较和分层回归探讨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早期阅读的关系。其中，对10岁阅读障碍和正常儿童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的考察既采用了传统的行为任务指标，也采用了MMN这一脑电指标。

5～7岁正常儿童的研究

研究方法

被 试

北京市某普通幼儿园和普通小学的172名儿童，母语均为普通话；其中5岁组66人（男33人，女33人），6岁组61人（男31人，女30人），7岁组45人（男28人，女17人）。3组儿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50岁、6.42岁、7.50岁。

测试任务

（1）语音范畴化知觉测验

语音范畴化知觉测验包括VOT知觉和声调知觉2个子测验。语音连续体使用Klatt合成器制作：VOT连续体包括10个音节，每个音节的长度都是290 ms，VOT长度为0～90 ms，且以10 ms 的步长递增，即从0 ms 的不送气辅音/pá/的端点值逐步线性变化到 90 ms 送气辅音范畴/phá/；声调连续体包括10个音节，每个音节的长度都是270 ms，起始基频频率以6.2 Hz 的步长逐渐从204.8 Hz 降低到149.2 Hz，即从/māo/到/máo/。

2个子测验均采用范畴化知觉的经典任务范式——识别任务。每个测试均包括练习和正式测试。练习时呈现2个端点刺激，要求儿童识别所听到的音，主试给予反馈以确保儿童正确理解实验要求。正式测试时，连续体的10个刺激分别呈现4次，共组成40个项目，要求儿童判断单独呈现的每一个刺激是/pá/还是/phá/或者是/māo/还是/máo/，并根据屏幕上呈现的图片进行选择。测试中使用两张图片代表两个备选答案，实验过程中在屏幕上一直呈现，以最大限度地减小记忆负担。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增加休息时间和休息次数，使儿童保持注意力集中。使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将每个刺激系列点的平均数生成一个斜率值，以此作为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的指标。

（2）语音短时记忆测验

参考儿童韦氏记忆数字广度测试的范式，以每秒1个数字的速度向儿童听觉呈现数字串，要求儿童按照听到的顺序重复。数字串的长度随着数字个数的增加而增加。儿童完全说对计为1分，否则为0分。最终计算所有正确项目的百分数。

（3）语音意识测验

语音意识测验包括4个相对独立的子测验，分别考察音节、声母、韵母、声调的加工，是测查汉语儿童语音意识常用的测试方式（Shu et al.，2008；李虹，舒华，2009）。具体测试内容和方法如下所示。

①音节删除任务包括两音节和三音节刺激，要求儿童删除其中的一个音节并报告出剩下的部分。共4个练习和20个实验项目，含8个双字词和12个三字词，其中真词和假词分别为8个和12个。每题1分，最后计算正确报告的百分数。

②韵母识别采用适合年幼儿童的迫选任务，呈现儿童熟悉的物体线条画作为材料，每个测试有3个图，语义不相关。儿童首先听到图片名称，同时看到相应的图片，然后需要从2个选项中选出韵母与目标项一样的那个。测验包括2个练习和12个测试项目，前8个项目目标项和2个选项的声调相同，声母不同，后4个项目目标项和选项的声母不同，声调也不同。每题1分，最后计算正确选择的百分数。

③声母识别采用同韵母识别相似的范式。要求儿童从2个选项中选出声母与目标项一样的那个。测验包括2个练习和12个测试项目，目标项和2个给出选项的声调相同，韵母不同。每题1分，最后计算正确选择的百分数。

④声调识别采用同韵母识别、声母识别相似的范式。要求儿童从2个选项中选出声调与目标项一样的那个。测验包括2个练习和12个测试项目，前8个项目目标项和2个选项的声母不同、韵母相同，后4个项目目标项和给出选项的声母、韵母均不同。最后计算正确选择的百分数。

（4）汉字识别测验

视觉呈现汉字，每页5个汉字，30页，共150个汉字。要求儿童读出他们认识的汉字，考察儿童的识字量。所有项目从易到难排列，连续3页答错即停止。记录儿童能够正确识读的题数，每题1分，最后计算正确识别的百分比。

结果

儿童语音能力和阅读的发展

表5-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以语音短时记忆、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阅读的成绩作为因变量，以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的结果。

表5-1 各项测试成绩的平均值（标准差）及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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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1。

进一步进行两两多重比较发现：语音短时记忆只表现出7 岁组儿童显著好于5岁组儿童；VOT知觉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但声调知觉6岁组和7岁组均优于5岁组；音节删除、声母识别随年龄增加有明显发展，7岁组显著优于6岁组，6岁组显著优于5岁组；韵母识别、声调识别7岁组显著优于6岁组和5岁组；汉字识别随年龄增加有明显提高，7岁组显著优于6岁组，6岁组显著优于5岁组。

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短时记忆、语音意识和阅读的相关分析

表5-2描述了在控制了年龄之后，5～7岁儿童总体在各个任务上的偏相关。汉字识别与语音意识各项测试都具有较高的相关，而与语音范畴化知觉以及语音短时记忆的相关都不显著。短时记忆与语音知觉以及音节水平的语音意识测验呈正相关。语音知觉与语音意识中音节水平、韵母水平的测验存在一定正相关，达到边缘显著。

表5-2 控制年龄后各测验成绩的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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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1，*** p<0.001，# p<0.10。

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短时记忆、语音意识对阅读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语音意识、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短时记忆对阅读的作用，以汉字识别为因变量，运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将自变量分步骤进入方程。第一步，让年龄和短时记忆进入，结果显示它们能解释54%的汉字识别变异，同时这些变异大部分是由年龄因素解释的，短时记忆的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第二步，让语音范畴化知觉的2个任务（声调知觉和VOT知觉）进入方程，这2个任务一起解释汉字识别另外0.2%的变异；第三步，让语音意识的4个任务（音节删除、韵母识别、声调识别、声母识别）一起进入，这些任务解释了方程额外8.5%的变异，非常显著，这说明语音意识可以独立预测汉字识别，其中语音意识中音节删除、韵母识别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分层回归的结果见表5-3。

表5-3 以早期汉字识别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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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1。

结构方程模型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SEM）的研究方法，探索儿童早期汉字识别和语音相关能力的相互关系。在语音知觉、语音意识和儿童早期汉字识别的阅读模型中，我们对两个关系特别感兴趣。一个是语音知觉与语音意识和阅读的关系，另一个关系是短时记忆对语音知觉的作用。有研究发现，语音知觉不能直接作用于阅读，它对阅读的作用是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实现的（McBride-Chang，1996；Zhang & McBride-Chang，2010）。在这样的理论预期下，我们构建了5个模型。模型1假设语音意识、语音知觉、语音短时记忆单独作用于早期汉字识别；模型2假设短时记忆作用于语音知觉，从而影响早期汉字识别；模型3假设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作用于早期汉字识别；模型4假设短时记忆作用于语音知觉，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作用于早期汉字识别；模型5假设短时记忆作用于语音知觉和语音意识，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作用于阅读。

表5-4描述了各个模型的评价指数。模型1假设语音知觉、语音意识、短时记忆独立作用于早期的汉字识别，其假设误差最大，MECVI也是所有模型里最高的一个；模型2的结果略有改进，但RMSEA值尚在0.10以上，拟合不够成功；模型3考虑了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对于阅读起作用的路径，结果与模型1相比更好，但是仍未达到可以接受的拟合程度；模型4得到了相对比较好的拟合指标以及可以接受的RMSEA数值；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短时记忆对语音意识的影响路径，同样得到了比较理想的拟合指标。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模型4和模型5是2个比较好的模型，图5-1和图5-2报告了这两个模型的结构和路径系数。下面，我们进一步对模型4与模型5进行比较。

表5-4 各预期模型的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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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对拟合指数CFI、增值指数来看，两个模型与数据模型都比较吻合，拟合程度比较好；两个模型基于总体差距的指数也都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从交互效度指标来看，模型5的MECVI值更小一些，但是从省俭指数来看，模型4更加简洁。从统计学上分析，上述2个模型都可以接受，都是比较好的拟合模型。比较模型4和模型5：模型4，χ2= 60.830，自由度为19；模型5，χ2=57.059，自由度为18。模型4比模型5少估计了一个参数，自由度增加了1，卡方值增加了3.77，这个值小于6.63（α=0.01时的χ2），我们认为模型4的简化是值得的。因此，从统计上我们选择模型4为最优拟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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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模型4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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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模型5的结果

讨论

本研究以学前及学龄一年级，年龄在5～7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早期阅读的发展。研究有如下几个发现：①VOT的范畴化知觉，各年龄间的差异不显著，而声调范畴化知觉，6岁和7岁年龄组的儿童比5岁年龄组的儿童发展得更好。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席洁，等，2009），表明VOT和声调的范畴化知觉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②随着年龄增大，儿童的语音意识有了明显提高，说明从学前到入学一年级这段时间是语音意识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Shu et al.，2008；李虹，舒华，2009）。儿童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步建立起不同语音单元的操作能力，这既包括音节这样较大的单元，也包括声母、韵母以及声调这些较小的成分。③学前两个年龄段儿童早期汉字识别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很小，而学龄一年级的儿童显著好于学前各年龄段儿童。学龄一年级儿童已经经历了正规的汉字教学，这表明早期阅读主要受教育经验的影响。

本研究还对涉及语音知觉与阅读的关系的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即语音意识和语音知觉存在何种关系以及语音知觉与阅读是否具有直接的联系。对于前者，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虽然不能直接影响阅读，但是却直接影响了语音意识的发展，这与之前对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一致（Chiappe et al.，2001；Cheung et al.，2009）。对于后者，我们基于目前研究结果所建立起的儿童早期汉字识别模型可以被称为语音意识中介模型，这个模型主要解释了语音加工各项能力对早期汉字识别的作用。模型显示语音知觉不能直接作用于汉字识别，而是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影响阅读，这一结果与之前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进一步表明，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影响阅读在汉语儿童的早期发展中仍然适用。

10岁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的比较研究

研究方法

被 试

来自北京市某普通小学的36名四年级儿童，正常和障碍儿童各18名，正常儿童组是障碍儿童的年龄匹配组。

阅读障碍儿童筛选

通过标准化的阅读测验和语音意识测验进行筛选，鉴于在筛选阅读障碍儿童时是否应该测量智商尚无定论，汉语研究中还缺乏具有常模的标准化阅读能力测验，我们采用不一致定义，寻找那些智力水平处于正常范围，而阅读能力落后于同龄人的儿童作为阅读障碍组。考虑到拼音文字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主要源自单个单词的解码困难，所以我们把阅读的准确性作为阅读能力的筛选指标。这种筛选方法在已有的关于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中已经被证实是可靠和有效的（吴思娜，等，2004；隋雪，等，2007；李虹，2006）。

首先，对儿童进行瑞文推理测验、语音意识测验、汉字识别测验和阅读流畅性测验。然后，选取语音意识、汉字识别、快速阅读低于北京市四年级儿童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儿童作为语音缺陷/阅读障碍儿童组，另外选取语音意识、汉字识别、快速阅读在平均分以上的儿童作为生理年龄控制组。最后，根据家长评定的注意力及多动行为评定量表排除注意力有缺陷的儿童。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各项测验上的得分及组间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5-5。

（1）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是一个标准化的非语言智力测验，共60道题，分为5组，难度逐渐增加。儿童需要通过推理，在6～8个备选图形中找出最合适的一个填入缺失处作为正确答案。被试每答对一题得1分，通过计算总分并与常模进行比较，可确定儿童的非语言智力水平及个体在整个同龄人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张厚粲，王晓平，1985）。

（2）语音意识测验

采用音位删除任务考察语音意识，该任务是研究中用来考察语音意识的常用任务(吴思娜，2004；Shu et al.，2006）。主试口头呈现1个音节，要求儿童口头报告在删除某个特定的音位之后剩下的音节。共有8 个练习项目和26 个测验项目。测验分为3种类型，分别要求儿童删除前、中、后3个不同位置的音位。儿童每正确回答1个项目得1分，满分26分。

（3）汉字识别测验

视觉呈现汉字，每页5个汉字，共30页，总计150个汉字。要求儿童读出他们认识的汉字，考察儿童的识字量（李虹，舒华，2009）。所有项目从易到难排列，连续答错3页即停止。记录儿童能够正确识读的题数，每题1分。最后计算正确识别的百分比。

（4）阅读流畅性测验

书面呈现90个句子，按句子的长度排列先后顺序。句子的内容主要涉及生活常识，要求儿童尽可能快速地默读并在每读完1个句子后判断句子的正误。儿童在3分钟内读对的句子的字数总和为阅读流畅性的得分。

表5-5 正常儿童和障碍儿童在筛选任务上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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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实验材料

采用二声到四声的声调连续体材料。首先录制了一位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女性成年人发音的/pà/和/pá/，通过SoundForge软件将2个声音的时长都改为200 ms；然后使用Praat 软件以/pà/的声调基频曲线替换/pá/的基频曲线，从而得到除了声调基频曲线这一属性不同，其余声学物理参数完全一样的2个声音；最后以这2个刺激作为连续体的2个端点，制作成包含11 个声调刺激的连续体，即从第1个刺激到第11 个刺激，逐步从/pá/变化到/pà/。脑电实验使用的材料基于行为实验结果选出，为连续体的第3、第7和第11个刺激，分别构成范畴间刺激对（刺激3对比刺激7）和范畴内刺激对（刺激7对比刺激11）。

实验程序和数据分析

（1）声调范畴化感知的行为实验

采用范畴化知觉的经典任务范式——识别任务，实验程序和数据分析方法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部分的描述相同。

（2）声调范畴化感知的脑电实验

采用经典的听觉Oddball实验范式，一共包含1200 个声音刺激，SOA 为1 s。刺激7作为标准刺激，刺激3和刺激11分别作为范畴间和范畴内偏差。范畴间和范畴内偏差刺激随机出现，各占总刺激数目的10%，但是每两个偏差刺激之间至少间隔3 个标准刺激。为避免N1 效应，前30 个声音刺激不进入叠加。使用Netstation软件对分段后的脑电数据进行0.3～20 Hz滤波处理，基线矫正(－100～0 ms），将顶叶参考电极转换为全头平均参考，对眨眼和水平眼动部分脑电数据进行校正（当眨眼大于120μ V 或眼动大于55μ V时），将超过±100μ V 的数据作为伪迹排除，并按实验条件进行叠加平均。只有在偏差刺激之前呈现的标准刺激进入数据分析。分析时程为刺激呈现前100 ms到刺激呈现后400 ms。差异波由偏差刺激减去标准刺激得到，选取F3、F4 两个电极位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指标为MMN 成分的最值潜伏期和最值波幅，最值潜伏期按照以下规则测量：首先根据总平均图对每个被试定义时间窗口，然后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求出最负波幅值的时间点。

结 果

行为实验结果

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声调连续体的识别曲线见图5-3。对识别曲线的斜率（F =24.23，p<0.001）和2个端点刺激识别的正确率（/pá/: F（1，34）= 18.45，p<0.001；/pà/: F（1，34）=10.61，p<0.001）分别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被试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著的，表明和同龄的正常儿童相比，阅读障碍儿童确实存在声调范畴化知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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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二声到四声连续体的识别曲线

脑电实验结果

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范畴内和范畴间偏差刺激引发的脑电失匹配反应见图5-4。对正常儿童偏差刺激类型（范畴间/范畴内）和偏侧化（左侧电极/右侧电极）的波幅及潜伏期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在波幅上，偏差刺激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34）=3.822，p=0.063；偏侧化的主效应不显著，F（1，34）=0.865，p=0.362；偏差刺激类型和偏侧化的交互作用显著，F（1，34）=5.853，p<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左侧电极范畴间刺激引发的MMN波幅显著大于范畴内刺激引发的MMN 波幅，F（1，34）=6.27，p<0.05；右侧电极两类刺激引发的MMN波幅差异不显著，F（1，34）=0.15，p=0.701。潜伏期上的差异都不显著。对障碍儿童的分析发现，不论是波幅还是潜伏期，偏差刺激类型、偏侧化的主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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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的脑电失匹配反应

注：（a）F3、F4、Fz电极位置的波形图，（b）相应时间窗口的地形图，（c）左/右侧电极最值波幅。

声调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阅读的相关分析

声调范畴化知觉选用识别曲线的斜率作为行为指标，选用脑电实验中的左侧电极的MMN 最值波幅作为生理指标；语音意识和阅读分别以音位删除和汉字识别测试中的得分作为指标。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5-6，可以看到识别曲线的斜率与语音意识和汉字识别之间以及后两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但范畴间和范畴内刺激引发的MMN波幅无论是与识别曲线的斜率之间还是与语音意识、汉字识别之间的相关都不显著。

表5-6 各项测试成绩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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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1。

语音范畴化知觉对语音意识以及两者对阅读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语音范畴化知觉对语音意识以及范畴化知觉和语音意识对阅读影响的作用，分别以语音意识和以汉字识别为因变量，运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将自变量分步骤进入方程。对于语音意识，在控制了年龄和IQ后，识别曲线斜率独立的预测作用显著（表5-7）。

表5-7 以语音意识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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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对于阅读，在控制了年龄和IQ后，当第二步放入识别曲线的斜率时，其对汉字识别有独立的预测作用，而在控制了识别曲线的斜率后，语音意识对汉字识别的独立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当第二步放入语音意识时，其对汉字识别有独立的预测作用，但在控制了语音意识后，识别曲线的斜率对汉字识别的独立预测作用就变得不显著了（表5-8）。

表5-8 以汉字识别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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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01。

讨 论

本研究通过行为实验和脑电技术，考察了10岁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声调的范畴化知觉能力。行为实验发现，无论是典型声调刺激（声调连续体的端点）的识别率还是识别曲线的斜率，障碍儿童都要显著低于正常儿童；脑电实验发现，对于正常儿童，范畴间偏差刺激在左侧电极位置引发的听觉失匹配负波的波幅显著大于范畴内刺激，而对于阅读障碍儿童，两类偏差刺激引发的听觉失匹配负波的波幅却没有明显差异。综合行为和脑电实验的结果，说明阅读障碍儿童确实存在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缺陷，导致其声调感知的准确性和敏感性都低于正常儿童。

对于语音知觉和语音意识的关系，脑电失匹配反应和识别曲线的斜率表现并不相同，只有后者与语音意识存在显著的相关，这表明尽管脑电失匹配反应和识别曲线的斜率都可以作为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两者在内在机制上却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涉及意识层面音位信息的操纵能力，后者反映的则是对声音之间差异自动化的辨别加工能力。对于语音知觉与阅读的关系，无论是脑电失匹配反应还是识别曲线的斜率，与汉字识别的相关都不显著；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识别曲线的斜率对阅读能力的预测作用受到语音意识的调节。这些研究结果与对5～7岁正常儿童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语音范畴化知觉对阅读的影响是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实现的，但语音范畴化知觉与阅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综合讨论

范畴化是语音感知的一个显著特征，范畴化知觉能力在儿童早期语言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范畴化知觉和早期阅读的关系仍不明确。此外，绝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是西方拼音文字体系，汉语方面的研究很少。本研究通过两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对最具汉语特色的语音特征——声调范畴化知觉——进行考察，从而深入探讨汉语儿童语音知觉、语音意识与早期阅读的关系。

对于语音知觉和语音意识的关系，我们对5～7岁正常儿童以及对10岁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都发现，识别曲线的斜率对语音意识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有研究考察了阅读障碍组、年龄控制组和阅读水平控制组三组儿童对辅音VOT的知觉能力与语音意识（McBride-Chang，1995）。结果发现，阅读障碍儿童的知觉能力差于年龄控制组儿童，但是和阅读水平控制组儿童没有差异；同时，语音意识差的阅读障碍儿童对VOT的范畴化知觉能力比两个控制组儿童都要差，但是语音意识正常的阅读障碍儿童则不存在知觉缺陷问题。基亚佩等人（Chiappe et al.，2001）比较了阅读障碍和正常儿童在语音范畴化知觉、语音意识和多种阅读技能任务上的表现，发现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的群体差异同时反映了语音意识的群体差异，说明语音知觉缺陷和阅读障碍的语音意识缺陷具有重要的因果关联。 有研究者以声调和 VOT 识别曲线的斜率为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的指标，考察了阅读障碍和正常儿童的语音知觉和语音加工技能（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之间的关系，发现语音范畴化知觉可以预测语音加工技能（Cheung et al.，2009）。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表明语音范畴化知觉和语音意识之间密切相关，语音知觉技能构成了语音意识发展所必需的成分。

对于语音知觉、语音意识与阅读之间的关系，我们对5～7岁正常儿童以及对10岁正常和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都发现，语音知觉对早期阅读的影响是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来实现的。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的中介作用影响阅读在拼音文字系统中得到了广泛证实，例如，沃森和米勒（Watson & Miller，1993）考察了 94 名大学生的语音能力、语音意识和阅读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语音知觉通过语音意识中介影响阅读成绩。对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也发现，语音型阅读障碍儿童大多表现出较低的语音范畴化知觉能力（Manis et al.，1997；Joanisse et al.，2000；Ramus et al.，2003；Liu et al.，2009）。有研究人员通过分层回归的方法，探讨了语音知觉、语音加工技能和阅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语音范畴化知觉后，语音意识和数字快速命名都可以独立预测三种阅读任务（单词阅读、一分钟朗读和听写）；当言语感知最后一步进入回归方程时，不论是辅音VOT，还是声调的范畴化知觉，都不能独立预测三种阅读任务；但用语音范畴化知觉直接预测阅读时，辅音VOT和声调知觉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Cheung et al.，2009）。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表明语音感知可以预测阅读，但是其对阅读的影响受到语音加工技能尤其是语音意识作用的调节。

除了行为任务以外，我们还采用脑电技术探讨了声调范畴化知觉能力与语音意识以及阅读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同龄的正常儿童相比，阅读障碍儿童确实存在脑电活动异常，这一结果在本质上与拼音文字系统中阅读障碍儿童感知辅音特征时存在听觉失匹配负波的异常（Leppänen et al.，2002；Sharma et al.，2006）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听觉失匹配反应不但与阅读不相关，与语音意识也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听觉失匹配负波主要反映的是前注意阶段在较低加工层面对声音刺激自动化的辨别能力，语音意识反映的则是注意条件下对各种语音信息识别和操纵的能力。此外，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阅读过程中将口语与书面文字结合时涉及的语音加工主要与音节意识有关（Shu et al.，2008），因此，声母、韵母和声调等音位水平的知觉编码能力只直接作用于语音水平的操作，然后再影响到阅读。

很多关于汉语阅读的研究都发现了语素的重要作用（Shu et al.，2006；李虹，等，2011），而在汉语中，语素与音节基本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同时将语音各要素以及语素、正字法等多个因素考虑在内，考察不同变量对早期阅读的贡献，从而为探讨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摘要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and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through two experiments.In experiment I, 172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aged 5～7 years were tested on a battery including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phonological awareness, working memory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categorical perception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mproved gradually with age, (b) categorical perception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specially rime and syllable awareness, but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aracter recognition.In experiment II, both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measures of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were taken to compare dyslexic children with age-matched control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dyslexic children differed from age-matched controls in both the identification function and within- vs.across- category mismatch responses, (b) neither the behavioral nor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asur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aracter recognition.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does not directly affect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its role in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 is mediated by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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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追踪儿童阅读（一）——学前儿童早期阅读与眼动研究



Pre-schoolers’ Early Reading and: Eye Movements and Interactions with Adults

[美国]郭佳（J ia Guo）[1]

[美国]冯刚（Gary Feng）[2]

很多研究认为，父母和学前儿童的分享阅读可以增加儿童对书面文字的接触，儿童的识字量和阅读能力也从而得到提高。可是近些年的眼动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在阅读时只注意故事书中的图画，而父母却不能有效地引导儿童注意和学习书中的文字。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探讨成人与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的眼动和互动，并考察是否可以通过先进的眼动技术，来帮助阅读双方提高在阅读中的互动以及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我们发现，学前儿童在自然进行的分享阅读中对文字的注意非常有限，这导致他们对文字的学习也非常有限。当我们利用眼动技术，分别给分享阅读中的一方提供另一方的实时眼动反馈时，儿童显著增强了对文字的注意以及对成人阅读过程的理解，父母也及时有效地调整了策略来引导儿童学习书面文字和阅读。

焦点阅读

·父母和学前儿童一起读故事书真的可以提高儿童的识字量和阅读能力吗？父母应该怎样有效地引导儿童注意和学习书中的文字呢？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探讨父母与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过程中的眼动和互动，并考察是否可以通过先进的眼动技术来帮助阅读双方提高在阅读中的互动以及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学习。

关键词

学前儿童, 分享阅读, 眼动

引言

家长和学龄前儿童一起读书（分享阅读）能提高儿童的识字量和阅读能力，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也数不胜数（e.g.，Korat，Shamir，& Heibal，2013；Zucker et al.，2013）。多数人认为其中的机制是分享阅读增加对书面文字的接触（print exposure），也就是说在分享阅读的过程中，儿童能看到故事书中字词的写法和它对应的图画，并同时从成人口中听到这个字词的发音（Cunningham & Stanovich，1998；Ehri，1997；Evans & Saint-Aubin，2013）。很多研究表明，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关键之一，就是成人在分享阅读中有效地引导儿童注意和学习故事书中的文字（Ezell & Justice，2000；Gong & Levy，2009；Justice，Pullen，& Pence，2008；Justice，Skibbe，& Ezell，2006）。可是，近些年来眼动研究却发现虽然父母在分享阅读中主要是看书上面的文字，而孩子的注意力却只集中在图画上面（Evans & Saint-Aubin，2005；Evans & Saint-Aubin，2013；Guo & Feng，2013；Justice et al.，2005；Justice，Pullen，& Pence，2008）。那么是所有的学前儿童都几乎不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吗？分享阅读中成人所用的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影响儿童对文字的注意吗？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学前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需要更深一步地研究成人与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活动中的眼动和互动。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joined attention”，这里我们暂译为共同注意力。一般说的注意力是指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的关注，这在个体的学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共同注意力是指在学习或交流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关注某一事物，并且相互意识到对方对该事物的关注，从而形成一个心理上的“你—我—他”的铁三角（Fletcher & Reese，2005；Mundy & Newell，2007；Pellegrini& Galda，2003；Tomasello & Farrar，1986）。我们知道，学习归根结底是一项社会活动，脱离不开人与人的交流（Vygotsky，1978，1986）。只有在教与学双方共同注意力的时候，学习才是最有成效的。

上述的眼动实验结果说明，成人与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时缺乏有效的共同注意。对书中文字的共同注意是成人与儿童能够有效地进行分享阅读活动的一项先决条件，尤其会影响学前儿童对书面文字的学习（Brennan et al.，2008；Carletta，et al.，2010；Farrant & Zubrick，2013；Nüssli et al.，2009；Richardson，Dale，& Kirkham，2007）。为了提高儿童的识字阅读技能，成人与儿童必须在分享阅读中随时调整和保持共同注意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他们要同时注意到学习的对象，即故事书中的文字，也要同时注意与阅读的另一方进行互动（Fletcher & Reese，2005；Mundy & Newell，2007；Pellegrini & Galda，2003；Tomasello & Farrar，1986）。有些父母会用指读和对话等方法来吸引儿童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Justice，Pullen，& Pence，2008；Justice，Skibbe，& Ezell，2006）。可是，这些方法都是以成人为中心的。由于父母并不准确地知道孩子的注意力在某一刻集中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对儿童注意力的调整受到了一定限制。成人往往不能抓住儿童学习新东西的最佳时刻，给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而另一方面，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儿童是通过观察和内化来学习新技能的（Bandura，1994）。可是阅读的认知过程不容易被观察、模仿或者用语言来解释。对成人来说，他们在分享阅读过程中往往不会有意识地用语言来教儿童怎样阅读。阅读过程中唯一外显的行为是眼动，可是儿童通常没有机会直接看到成人在阅读时的实时眼动情况。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在父母和儿童分享阅读时，给他们提供对方眼动的实时反馈。这样父母就能随时知道孩子在注意什么，而孩子也能明白父母到底是怎样阅读书面文字的。父母和儿童都能从这种反馈中及时调整自己阅读的方式，将共同注意有效地集中到故事书中的书面文字上。这样儿童也能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文字和模仿成人的阅读行为。

基于以上假设和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在本文中主要想讨论如下三点： ①识字能力不同的学前儿童之间的差别，即识字能力差的儿童与识字能力强的儿童是否在与成人进行分享阅读时存在阅读眼动上的差别；②比较不同的成人阅读方式（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对儿童阅读眼动的影响；③比较考察是否可以通过先进的眼动技术来帮助阅读双方提高在这项活动中的互动以及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我们主要介绍和讨论两项研究，研究一主要考察和回答我们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研究二主要考察和回答前面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研究一：儿童识字能力和成人阅读策略对分享阅读中儿童眼动的影响

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以下两个因素对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活动中眼动的影响：儿童已经具备的基本识字能力，以及成人在分享阅读活动中所用的阅读方式。本研究中我们比较两种成人的阅读方式： 对话式阅读（解释每一页的内容并向儿童提问，然后进一步回答儿童的问题，阅读不局限于书中的文字）和照本阅读（只读书中的文字，没有任何发挥）。 我们的假设是，儿童在以下情况中能更多地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学前儿童已经具有较强的识字能力，或成人能用有效的阅读方式来引导儿童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根据前人对父母与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的互动的研究结果（Aram，Fine，& Ziv，2013；Mol et al.，2008），我们预测对话式阅读比照本阅读能更有效地提高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

研究方法

26名4岁的和23名6岁的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罕市的英文儿童和18名生活在中国北京的6岁中文儿童参加了我们的研究。在每一个儿童开始实验前，我们测量了儿童的口语词汇量，还测量了儿童早期识字能力［中文儿童识字能力测验是小学生汉字识别测验，英文儿童识字能力测验是伍德科克—约翰逊（Woodcock-Johnson）字母单词识别测验］，以及他们对研究中所用的两本故事书中29个关键词的识别能力。

中英文阅读实验分别由一位中文母语的实验人员和一位英文母语的实验人员主持，他们都事先接受了两种不同阅读方法的训练。在实验中，成年实验人员给每位儿童被试读两本不同的图画故事书，英文儿童读的是英文原版的图画故事书，中文儿童读的是中文对译版。成人会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读这两本书，其中一本书会用一个字一个字照本朗读（verbatim）的方法，而另一本书则会用对话式阅读（interactive）的方法。所有儿童读两本故事书的先后顺序以及所对应的阅读方法都进行了平衡控制。

对每位儿童被试来说，两本图画故事书被先后呈现在他/她正对面的电脑显示屏上，成人实验者在儿童的侧边跟他/她一起阅读。我们用Tobii X50眼动系统（放置在电脑显示屏下方）以及配套的ClearView软件来记录和分析儿童的眼动 （图6-1）。整个实验过程也被视频记录下来。与前人的研究类似，我们根据儿童对图画故事书上的文字和图画分别注意的时间占总阅读时间的比例来报告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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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研究一中的实验设备和设置

研究结果

总的来说，所有儿童都花了更多的时间看故事书中的图画。我们对比了故事书中文字与图画所占实际面积的比例以及儿童对这两个区域注意时间的比例，发现中文6岁儿童注意文字的时间比例与文字占总书本面积的实际比例几乎一致 （图6-2）。相对而言，英文4岁儿童却几乎完全不看文字。他们大于90%的时间都在看故事书中的图画，而英文6岁儿童却比同龄的中文儿童花了更大比例的时间在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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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中文儿童注意文字和图画的时间比例及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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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英文儿童注意文字和图画的时间比例及面积比例

我们发现，不管是哪种语言的儿童，他们的早期识字能力（儿童在识字能力测验中的平均正确率）都能有效地预测儿童注意文字的时间占总阅读时间的比例（图6-4和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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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中文6岁儿童的识字能力与文字注意时间比例的关系

[image: ]

图6-5 英文4岁和6岁儿童的识字能力与文字注意时间比例的关系

具体来说，如果儿童的早期识字能力较差（几乎不认识什么字词），则他们对于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非常有限。我们根据中文和英文6岁儿童在识字测验中的平均正确率，把他们分成4组：识字能力差的中文6岁儿童，识字能力强的中文6岁儿童，识字能力差的英文6岁儿童，识字能力强的英文6岁儿童。图6-6和图6-7显示了识字能力差的中文和英文6岁儿童的眼动轨迹。他们对故事书中的文字的注视点以及注意的总时间都很少。但是，如果儿童已经能识别一些字词，他们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注意书中的文字 （图6-8和图6-9）。这说明他们试图从那些文字中寻找信息来帮助他们理解整段话，而他们自己往往也能从对文字的更多注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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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识字能力差的中文6岁儿童的眼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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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识字能力差的英文6岁儿童的眼动轨迹

由于英文4岁儿童的识字能力都很差，他们也都几乎不看故事书中的文字，我们就不分开展示他们的眼动轨迹了。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儿童的口头词汇水平或者他们对故事书中常见词的识别对儿童注意文字的时间比例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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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识字能力强的中文6岁儿童的眼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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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识字能力强的英文6岁儿童的眼动轨迹

“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在阅读中也广泛存在（Cunningham & Stanovich，1998；Stanovich，1986）。阅读一开始就较好的儿童，他们的阅读发展通常越来越好。在我们的研究中，那些已经认识一些字词的儿童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故事书中的书面文字上。即便他们没有像成人一样地真正地阅读，他们也会更多地接触到书面文字。儿童对书面文字的更多的接触就给成人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机会。这种正反馈可以让那些已经有优势的儿童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马太效应形成的早期原因之一。

关于成人阅读方法的影响，我们发现，虽然对话式阅读所花的总时间比照本朗读的总时间要长，但是中文6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对文字注意的时间占总阅读时间的比例分别是22%和25%，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成人的讲故事的方式并不能显著影响中文儿童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中文6岁儿童看起来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相对稳定的阅读模式。但是，英文6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对文字注视时间的平均比例分别是42%和31%，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p<0.05）。英文4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对文字注视时间的平均比例分别是6%和10%，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p<0.05）。

两种不同阅读方式形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每页故事开始的一段时间中儿童对文字的注意。当成人用的是对话式的阅读方式时，中文6岁儿童和英文4岁儿童在每页故事开始的一段时间都更多地注意了书面文字。具体来说，中文6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在每页书前6秒对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分别是18%和23%，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p<0.05）（图6-10）；而英文4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在每页书前10秒对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分别是4%和6%，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p<0.05）（图6-11）。这说明当成人用对话式阅读方式有策略地引导儿童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并要求儿童回答成人提出的问题时，中文6岁儿童和英文4岁儿童都花了更多的时间注意文字，并努力地试图从书面文字中寻求答案。

对比起来，当成人用的是照本朗读的阅读方式时，英文6岁儿童却在每页故事开始的一段时间更多地注意了书面文字。英文6岁儿童在照本朗读和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在每页书前6.6秒对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分别是42%和33%，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p<0.05）（图6-12）。可能的原因是已经具备一些识字能力的英文6岁儿童更善于通过照本朗读的机会（跟着成人一个词一个词地阅读而同时听到成人对某一个词的发音和看到同一个词的拼写）来注意和学习新的单词，而成人对话式的阅读方式反而容易使他们分心而更多注意到书面上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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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中文6岁儿童在两种阅读方式下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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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英文4岁儿童在两种阅读方式下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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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英文6岁儿童在两种阅读方式下文字注意时间的平均比例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了识字能力差的儿童在照本朗读的过程中几乎不看书中的文字。这一点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我们根据共同注意和语言调节的眼动理论（Adamson & Chance，1998；Chambers et al.，2002；Fletcher & Reese，2005；Pellegrini & Galda，2003；Snow & Ninio，1986）提出了一个分享阅读的模型： 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眼睛总是注意书中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并与当前活动相关的东西。学前儿童不看文字是因为识字量非常有限，文字对他们听故事来说没有太大意义。然而，当成人运用了积极的对话式阅读方式引导儿童看文字和回答问题时，故事书中的文字对于中文6岁儿童和英文4岁儿童都变得更加有意义，因此他们都花了更多的时间看故事书中的文字。

虽然总体来说英文6岁儿童比他们同年龄的中文6岁儿童和英文4岁儿童会更多地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但是成人对话式的阅读方式却没有特别提高英文6岁儿童对文字的注意。相反地，英文6岁儿童在成人照本朗读的阅读方式下对文字的注意比在对话式阅读下对文字的注意更多。中文6岁儿童与同年龄的英文儿童注意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时间比例之间的差别，可能主要跟两种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有关系。英语的词与词之间有明显的空白，而且多数情况下字母特别是首字母与单词的发音有紧密联系。 因此，对于已经有一些识字能力的英文6岁儿童来说，他们可以根据熟悉的单词来学习那些还不熟悉的单词。在照本朗读的情况下，英文6岁儿童可以试着跟成人一个词一个词地阅读，进而同时听到某一个生词的发音并看到该词的拼写。对于英语来说，照本朗读创造了更好的字词学习的机会 。相对于英文的字母拼写系统，汉字的字词之间没有空格，而且汉字书写的规律复杂，没有多年的系统学习，儿童很难猜出汉字的意思和发音，在分享阅读中想知道成人读到哪里都很困难。也就是说，中文儿童很难从照本朗读的方式中自学汉字（Ping，1995）。成人在对话式阅读方式下则可以通过解释汉字的组成来帮助儿童学习和记忆新的汉字和词汇（Ji，2006；Wang，2005）。

综上所述，在研究一中我们集中讨论了本章节开头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儿童的识字能力以及成人的阅读方式对儿童阅读眼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儿童的早期识字能力的确有助于他们在分享阅读中更多地关注故事书中的文字。他们对文字更多的注意也给成人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进一步帮助儿童加速发展他们的识字和阅读能力。而成人的阅读方式对不同年龄和语言文化的儿童却有不同的影响。对话式阅读更能帮助中文6岁儿童和英文4岁儿童关注故事书中的文字，而英文6岁儿童则更受益于照本朗读的方式。这种差异与儿童自身的识字能力以及不同语言结构的特点都有关系。对于几乎没有什么识字能力的英文4岁儿童来说，成人有效地引导能帮助他们更多地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而语言结构更适于偶然学习模式的英文则使已经具有一些识字能力的英文6岁儿童更受益于照本朗读的阅读方式。

研究二：实时眼动反馈对分享阅读双方眼动和互动的影响

研究目的

研究一分别探讨了儿童的自身特点（识字能力）以及成人的阅读方式对儿童阅读眼动的影响。由于研究一中实验范式和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只运用了一套眼动设备来监测和记录儿童被试的眼动，只有研究者可以看到儿童的实时眼动），我们还没有把阅读中的共同注意铁三角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中的机制和动态，因而我们也很难清晰地了解阅读双方在分享阅读中到底是怎样互动的，成人与儿童在每一个时刻的眼睛注视点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更直观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帮助阅读双方提高他们对书中文字的共同注意。特别是对4岁左右的学前儿童，他们的识字能力非常有限，即使成人运用了对话式阅读方法，他们对故事书中文字的注意也只占总的阅读时间的10%。所以在研究二中，我们想用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技术进一步考察成人与识字能力有限的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的眼动和互动。

具体来说，我们采取了当前先进的眼动技术来给分享阅读的双方提供这种实时的注意力反馈。 我们用眼动仪把成人在每时每刻的眼睛注视点记录下来，并且用一个移动的图标在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给学前儿童看。同样，儿童在读故事书时每时每刻的眼睛注视点也被记录和显示给他们的父母看。这种眼睛注视点的反馈给分享阅读的双方提供了实时信息，以供及时调整共同注意。这种信息是在传统的分享阅读活动中是没有的。

一方面，眼睛注视点的位置显示了当前注意力集中的地方（Rayner，1998；Rayner et al.，2006）。我们认为，看到儿童实时的注意力状态会帮助成人在分享阅读时有效地调整儿童的注意焦点。这种实时的眼睛注视点信息对于学前儿童来说更有教育意义，因为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成人是怎样阅读故事书里的文字的。另一方面，了解阅读伙伴的眼动状态可以提高分享阅读过程中调整共同注意力的效率。成人可以从屏幕上直接看到自己是否成功地调整了儿童的注意。这种实时反馈可以帮助成人提供给儿童更加及时和精确的帮助。

采用先进的眼动技术来测量和促进共同注意力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新范式，来研究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的眼动和互动 。因此，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我们想通过同时监测父母和儿童的眼睛注意点来客观地测量分享阅读中的共同注意。以前虽然有很多研究测量儿童在阅读时的眼动，但是父母和儿童在此过程中的互动和共同注意却很少被研究。我们利用两台眼动仪成功地测量了分享阅读双方实时的眼动和互动。这些数据和方法对于研究共同注意力和合作行为的研究者非常有帮助。 第二，我们想研究这种利用眼动技术的干预实验是否可以加强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共同注意。为此，我们设计了两个干预性实验和控制实验。第一个干预实验是在儿童面前的阅读屏幕上用一个移动小图标来显示父母的眼动轨迹。第二个干预实验是在父母面前显示儿童的实时注意焦点。我们认为这种注意力焦点的实时反馈信息非常关键，可以帮助阅读双方更好地调整共同注意，从而促进儿童对书面文字的学习。

我们的假设是，儿童在以下情况下能更多地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以及更好地与成人进行跟文字有关的互动：①成人能看到儿童在分享阅读中的实时眼动轨迹并及时有效地调整自己的阅读方式，来引导儿童注意故事书中的文字；②儿童能看到成人在分享阅读中的实时眼动轨迹，从而对成人的阅读模式进行模仿。

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

我们采用了被试间实验设计，整个研究由三个实验组成。

实验一是整个研究的基线。实验一测量了在没有任何干预下的分享阅读中有多少共同注意集中在书面文字上。具体来说，我们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对三本故事书进行四个阅读任务。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同一本故事书，不同的是，我们要求成人在第四个阅读任务中教儿童三个不认识的常见词（从儿童在阅读前的常见词再认测验中找出三个他/她不认识的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其他两本不同的故事书。三本故事书呈现的顺序会在所有被试对中进行平衡。我们会分别计算在第一个阅读任务 （成人不教单词）中儿童和成人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以及在第四个阅读任务 （成人教单词）中儿童和成人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通过比较这两个百分比，我们想考察阅读双方对同一本故事书中的书面文字的共同注意在前后两个任务中是否有所改变。我们还会测量和对比儿童被试在阅读开始前和阅读结束之后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成绩，从而进一步推断儿童在分享阅读过程中是否学会了一些新的单词。我们的假设是学前儿童很少主动看文字，因此父母和儿童的共同注意很少会集中在书面文字上。这样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书面文字的学习也非常有限，具体体现就是儿童对书中常见字的再认能力有限。 实验一可以作为实验二和实验三这两个干预实验的控制条件。

在实验二中，我们给儿童被试提供成人眼睛注意点的实时反馈。实验二所用的实验材料和实验一保持一致，即我们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对同样的三本故事书进行四个阅读任务。实验二的阅读任务一和实验一的阅读任务一是一样的。在实验二的阅读任务二、任务三和任务四中，我们在儿童被试面前的显示屏上用一个移动小图标来代表成人阅读的实时眼动。我们要求儿童被试跟着屏幕上成人的眼睛注视点一起看故事。而在所有阅读任务中成人看到的只是正常的故事书页面，也就是说他们并看不到儿童的眼动，也看不到自己的眼动。在第一和最后一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同一本故事书，但是我们会要求成人在第四个阅读任务中教儿童三个不认识的常见词（从儿童在阅读前的常见词再认测验中找出三个他/她不认识的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其他两本不同的故事书。阅读任务二和三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被试熟悉在显示屏上移动的成人眼动轨迹。我们在实验前和实验后会分别测试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我们将分析实验二中阅读双方在第一个阅读任务（成人不教单词）和第四个阅读任务 （成人教单词）中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以及儿童的常见词学习效果，并且将这些分析与实验一的数据进行比较。

在实验三中，我们给成人被试提供儿童眼睛注意点的实时反馈。实验三所用的实验材料和前两个实验保持一致，即我们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对同样的三本故事书进行四个阅读任务。实验三的阅读任务一和前两个实验的阅读任务一是一样的。在实验三的阅读任务二、 任务三和任务四中，我们在每位成人被试的显示屏上用一个移动小图标来显示儿童的眼睛注视点。而在所有阅读任务中儿童看到的只是正常的故事书页面，也就是说他们并看不到成人的眼动。成人被试被鼓励利用他们得到的眼动反馈来调整儿童的注意。与前两个实验一致，我们也要求成人被试在阅读任务四中教儿童三个他/她在实验前不能再认的单词。我们在实验前和实验后会测量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我们将分析实验三中阅读双方在第一个阅读任务 （成人不教单词）和第四个阅读任务 （成人教单词）中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以及儿童的常见词学习效果，并且将这些分析与实验一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的假设是在实验二和实验三这两个干预实验中，当我们给阅读双方中的一方提供另一方眼睛注视点的实时反馈时，这种反馈可以帮助分享阅读的双方及时调整并提高对文字的共同注意，从而有助于儿童对书面文字的学习。

我们对于在某一个时间点阅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注意是这样定义的：当阅读双方在某个时间点同时注意到屏幕上同一个或者非常接近的视觉物体时，我们认为父母与儿童在那个时间点有共同注意；反之则没有 （图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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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父母与儿童在某个时间点是否有共同注意的例子

注：★代表儿童的实时眼睛注视点，♥代表父母的实时眼睛注视点。

具体来说，我们计算父母和小孩每20 ms眼睛注视点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的平均值小于201像素，我们判定阅读双方有共同注意，否则没有。我们是基于3点理由来定下201像素这个标准的。第一，我们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让阅读双方同时看屏幕中心的一个小点（他们的共同注意集中于屏幕上的那个点），他们在屏幕上的眼睛注视点之间的距离有80%都在201像素之内。第二，对应于201像素的视觉角度是大约10° （EyeLink眼动系统每一度对应20像素），而人类具有最清晰视力的中央窝是大约2°，因此用10°来定义共同注意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标准。第三，201像素接近于英文中2个由5个字母组成的单词的长度（5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词的平均长度是100像素）。综上所述，虽然共同注意很难定量，我们认为在本实验的条件下使用201像素来定义阅读中共同注意的标准是合理的。阅读双方的注视点之间的距离小于201像素的时间段占整个阅读时间的百分比，就代表了分享阅读的双方拥有共同注意力的多少。

我们用了InqScribe软件来整理和标记父母与儿童的阅读互动的视频。通过参考以前研究的分析方法 （Chi，Siler，Jeong，Yamauchi，& Hausmann，2001；Ortiz，Stowe，& Arnold，2001；Sulzby，1985；Whitehurst et al.，1988），我们还开发了一个评分系统来分析和归类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互动。我们用了20%的样本数据来进行行为评分人员之间的信度分析。

被试和实验材料

我们邀请了92个父母与儿童的组合参加这个研究。其中，37个组合参与了实验一，他们也是实验二和实验三的干预实验组的控制组。实验二的干预实验组包括了27个组合，实验三的干预组包括了28个组合。所有的儿童被试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4 岁儿童，他们的听力、视力和认知能力正常。父母被试都是在家最常跟儿童阅读的那一方。

我们选了3本适合4岁儿童的故事书作为实验材料。在阅读故事书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测量了儿童被试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能力，即要求儿童念出排列在纸上的从3本故事书选出的常见词。

实验设备

我们在此研究中采用了2套眼动系统 （Tobii X50 和 EyeLink 1000）。这2套眼动系统都运用红外线远程追踪被试的眼动轨迹，因此被试并不需要与仪器直接接触。具体对于每一对被试，我们用 Tobii X50眼动系统追踪成人的眼动，而儿童的眼动则由 EyeLink 1000眼动系统来记录。另外，我们用了2台摄像机来记录阅读双方的互动行为。

对每一对被试，成人和儿童分别坐在同一张儿童桌子的垂直的两边。一个 LCD显示屏（1280×1024 分辨率） 和 EyeLink 1000被放置在距离儿童60 cm 的地方，另一个 LCD显示屏（1280×1024 分辨率）和Tobii X50被放置在距离成人60 cm 的地方（图6-14）。 电子版的儿童故事书被同时呈现在2个显示屏上面。我们用了自己开发的一套软件来同时控制2套眼动系统的实验刺激呈现和眼动轨迹的记录。眼动数据被随后输出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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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研究二中的实验设备和设置

研究过程和结果

实验一：分享阅读双方在无干预情境下的共同注意

（1）实验任务

实验一是2个干预实验（实验二和实验三）的基线条件。我们邀请了37对成人—儿童被试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并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在自然的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境下对3本故事书进行4个阅读任务。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同一本故事书。不同的是，我们要求成人在第四个阅读任务中教儿童3个不认识的常见词（从儿童在阅读前的常见词再认测验中找出3个他/她不认识的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其他2本不同的故事书。3本故事书呈现的顺序会在所有被试对中进行平衡。由于在实验二中我们会要求儿童跟着屏幕上成人的眼睛注视点（由屏幕上一个移动的小图标来显示）一起看故事，为了保证儿童在3个实验中得到的指导语一致，我们要求实验一中的儿童被试在4个阅读任务中也这样做 （即使他们在无干预的条件下看不到成人的眼睛注视点）。

我们用眼动系统和摄像机记录了成人和儿童在无干预分享阅读中的眼动与行为互动。我们分别计算了第一个阅读任务 （成人不教单词）中儿童和成人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以及第四个阅读任务 （成人教单词）中儿童和成人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通过比较这两个百分比，我们想考察阅读双方对同一本故事书中的书面文字的共同注意在前后两个任务中是否有所改变。我们还测量和对比了儿童被试在阅读开始前和阅读结束之后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成绩，从而进一步推断儿童在分享阅读过程中是否学会了一些新的单词。

（2）实验结果

实验一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具体来说，在无干预的分享阅读情境下，父母和儿童对于文字的共同注意非常有限。在第一个阅读任务中，父母并没有特意教儿童单词，他们对文字的共同注意时间只占整个阅读时间的2.91%。在第四个阅读任务中，父母要特意教儿童3个书中的常见词，他们对文字的共同注意时间显著提高到整个阅读时间的6.41% （t36=2.48，p=0.018）。虽然儿童对于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成绩从实验前到实验后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实验前儿童被试的常见词再认平均成绩是他们能认出10个词中的 1.81个词，而实验后他们能认出同样10个词中的2.19个词 （t36=3.19，p=0.003），但是儿童对书面文字的学习在实验一中还是非常有限的平均下来他们学会了0.38（2.19～1.81）个单词。

这些结果与以前的研究发现也保持一致（Evans & Saint-Aubin，2005；Evans，Saint-Aubin，& Landry，2009；Guo & Feng，2013；Justice et al.，2005；Justice，Pullen，& Pence，2008）。当儿童与成人在无干预的情境下一起读故事书时，儿童会喜欢看图片而不是文字，而成人却主要是通过读文字来讲故事，所以阅读双方对于书面文字的共同注意很有限。儿童也因此很难提高他们对书中常见词的学习。

为了进一步研究父母与儿童对文字的共同注意对儿童学习单词的影响，我们在接下来的干预实验（实验二）中使用一种眼动技术使儿童看到父母在阅读中的实时眼动。我们假设这种干预会提高阅读双方对书中文字的共同注意。

实验二：让分享阅读中的儿童看到成人的阅读眼动

我们的早期实验显示，大多数的学前儿童并不知道成人在读故事的时候是看着文字而且是从左向右读文字的。在实验二中，我们想考察是否让儿童看到成人阅读的实时过程可以帮助儿童理解成人到底是怎样阅读的，这种理解能否使儿童更多地把注意焦点放到文字上，从而更好地学习英文单词。

（1）实验任务

我们邀请了27对成人—儿童被试（他们没有参加过实验一）参加我们的实验二。实验二所用的实验材料和实验一保持一致，即我们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对同样的3本故事书进行4个阅读任务。实验二的阅读任务一和实验一的阅读任务一是一样的。在实验二的阅读任务二、任务三和任务四中，我们在儿童被试面前的显示屏上用一个移动小图标来代表成人阅读的实时眼动。我们要求儿童被试跟着屏幕上成人的眼睛注视点一起看故事。而在所有阅读任务中成人看到的只是正常的故事书页面，也就是说他们并看不到儿童的眼动，也看不到自己的眼动。在正式阅读开始前，我们还用了一个小游戏来确保儿童明白他们可以通过显示屏上的移动小图标来判断父母正在看什么地方。年龄最小的儿童被试也能理解移动小图标和父母眼睛注视点的关系。

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同一本故事书，但是我们会要求成人在第四个阅读任务中教儿童3个不认识的常见词（从儿童在阅读前的常见词再认测验中找出3个他/她不认识的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阅读任务中，他们会读其他2本不同的故事书。阅读任务二和任务三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被试熟悉在显示屏上移动的成人眼动轨迹。3本故事书呈现的顺序会在所有被试对中进行平衡。

我们在实验前和实验后分别测试了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我们分析了实验二中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的百分比以及儿童的常见词学习效果，并且将这些分析与实验一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2）实验结果

眼动数据显示，实验二提供给儿童被试的关于成人阅读眼动的反馈显著提高了阅读双方对文字的共同注意。在没有任何干预的阅读任务一中，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只有5.35%。在阅读任务四中，阅读双方读的同一本书，不同的是，儿童能通过一个移动小图标看到成人的实时眼动，而且成人被要求教儿童3个书中的常见词。这种干预显著提高了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达到22.7%（t26=8.01，p=0.000）。

为了进一步比较实验一和实验二中被试从阅读任务一到任务四的眼动的改变，我们进行了一个重复测量方差检验。在这个检验中，我们把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的平均值作为因变量，把阅读任务作为被试内的自变量（阅读任务一对比阅读任务四），用儿童是否看到成人的眼动反馈作为被试间的变量（实验一对比实验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内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1，62）=70.8，p=0.000），说明无论在实验一还是实验二中，与阅读任务一相比，阅读双方在阅读任务四中都显著提高了对文字的共同注意。被试间变量 （儿童是否看到成人的眼动反馈）的主效应也是显著的（F（1，62）=23.51，p=0.000）。被试内和被试间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是显著的（F（1，62）=31.24，p=0.000）。这说明实验二中阅读双方从阅读任务一到阅读任务四所增加的对文字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显著地高于实验一（图6-15）。也就是说，在实验一和实验二的阅读任务四中，由于成人有意引导儿童注意书中的单词，两个实验中的阅读双方都比阅读任务一有更多的共同注意在书面文字上。但是在实验二的阅读任务四中，当儿童看到成人的实时阅读眼动时，他们所增加对文字的注意时间百分比更显著高于在实验一的阅读任务四中，没有得到任何成人眼动反馈的儿童被试。

阅读双方对文字更多的共同注意也使儿童学会了更多单词。实验二中儿童被试从实验前到实验后平均学会了1个单词，这显著高于实验一中儿童被试平均学会的0.38个单词（t62=2.37，p=0.02）。这个结果说明，儿童看到成人阅读眼动的实时反馈时更容易学会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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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阅读双方对文字的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

为了考察这种眼动干预是否会影响父母与儿童之间的阅读互动，我们对实验一中36对被试（有一对被试由于视频质量太差而没有参与分析）和实验二中27对被试的视频进行评分。评分人员之间的信度值是0.79（ p<0.01），根据以前的研究来判断，这说明评分人员对被试行为的分析有很高的一致性（Landis & Koch，1997；Ortiz，Stowe，& Arnold，2001）。我们把每一个被评分的关键行为的平均出现频率（每分钟出现的次数）作为因变量，都进行了一个重复测验方差检验。在这种检验中，阅读任务是被试内的自变量（阅读任务一对比阅读任务四），儿童是否看到成人的眼动反馈是被试间的变量（实验一对比实验二）。实验结果显示当儿童看到成人的实时眼动时，儿童的确更多地对成人的阅读策略做出了回应。例如，儿童跟随成人一起读出书中文字的行为，虽然在两个实验中儿童在阅读任务四都比阅读任务一更多地出现了此种行为（Fwithin（1，61）=23.09，p=0.000），可是得到成人实时阅读眼动反馈的儿童从阅读任务一到任务四提高的此种行为的频率更高（Fbetween（1，61）= 4.34，p=0.041；Finteraction（1，61）=4.31，p=0.042），参见图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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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儿童跟随成人读出书中文字的行为频率

总的来说，实验一和实验二的比较说明，成人的实时眼动对儿童的反馈可以帮助儿童更直观明确地认识到成人的阅读过程。儿童在听到成人读故事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对应的书面文字，他们就会有最好的机会来学习那些词的音、形、义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地，实时的眼动反馈也能帮助成人更有效地把儿童的注意引导到那些需要学习的目标词上，而儿童也能更积极地回应成人对文字的教学。儿童更多地对成人教学的回应，更多地对文字的注意，还有他们对阅读过程更深的了解，都促进了儿童对文字的学习。

实验二的一个局限是只有儿童得到了成人阅读的眼动反馈，而成人还是对儿童的注意状态一无所知。因此在实验三中，我们反过来给成人提供了儿童在分享阅读时的眼动信息。

实验三：让分享阅读中的成人看到儿童的实时眼动

父母在传统的分享阅读模式中占着主导地位，可是他们却很少知道儿童在阅读时注意的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阅读策略是否有效。我们认为，让父母看到儿童在分享阅读时的注意集中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父母更有效地调整阅读双方的共同注意。

（1）实验任务

我们邀请了28对成人—儿童被试（他们没有参加过实验一或者实验二）参加我们的实验三。实验三所用的实验材料和前2个实验保持一致，即我们要求每一对实验被试对同样的3本故事书进行四个阅读任务。实验三的阅读任务一和前2个实验的阅读任务一是一样的。在实验三的阅读任务二、任务三和任务四中，我们在每一位成人被试的显示屏上用一个移动小图标来显示儿童的眼睛注视点。而在所有阅读任务中儿童看到的只是正常的故事书页面，也就是说他们并看不到成人的眼动。成人被试被鼓励利用他们得到的眼动反馈来调整儿童的注意。为了保证儿童在3个实验中得到的指导语一致，我们也要求实验三中的儿童被试跟着屏幕上成人的眼睛注视点一起看故事 （即使他们在实验三中并看不到成人的眼睛注视点）。与前2个实验一致，我们也要求成人被试在阅读任务四中教儿童3个他/她在实验前不能再认的单词。

我们记录并分析了阅读双方在阅读过程中的眼动和互动。我们在实验前和实验后也都测量了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我们还将实验三中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的百分比和儿童学习单词的效果与实验一进行了比较。我们预测，当成人看到儿童的实时眼动时能更及时地调整他们自己的阅读策略，而成人改变的阅读行为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调节与儿童之间的共同注意，从而使儿童在阅读时花更多时间在文字上，儿童也会因此学到更多的单词。

（2）实验结果

实验三的结果证明了我们的预期。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在阅读任务四中是12.87%，显著地高于实验一中的同一指标3.48% （t27=－5.05，p=0.000）。为了进一步比较阅读双方眼动变化在实验一和实验三之间的差别，我们把阅读双方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的平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了一个重复测量方差检验。在这个检验中，阅读任务是被试内的变量（阅读任务一对比阅读任务四），成人是否看到儿童的眼动反馈是被试间的变量（实验一对比实验三）。检验结果显示，被试内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1，63）=31.72，p=0.000），说明阅读双方从阅读任务一到任务四显著地提高了他们对文字有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被试间变量（成人是否看到儿童的眼动反馈）的主效应也是显著的（F（1，63）=5.35，p=0.024）。被试内变量和被试间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是显著的（F（1，63）=6.62，p=0.012）。这些结果说明，实验三中阅读双方从阅读任务一到阅读任务四所增加的对文字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显著高于实验一（图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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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阅读双方对文字的共同注意的时间百分比

阅读双方对文字更多的共同注意也使儿童学会了更多单词。实验三中儿童被试从实验前到实验后平均学会了1.25个单词，这显著高于实验一中儿童被试平均学会的0.38个单词（ t63=3.83，p=0.000）。这个结果证明成人用他们得到的儿童眼动的实时反馈更有效地引导儿童注意文字，从而帮助儿童学会了更多单词。

我们阅读双方行为的评分和分析也支持了我们的假设。我们比较了实验一中36对被试（有一对被试由于视频质量太差而没有参与分析）和实验三中28对被试从阅读任务一到阅读任务四的行为改变。评分人员之间的信度值是0.78（p<0.01），根据以前的研究来判断，这说明评分人员对被试行为的分析有很高的一致性（Landis & Koch，1997；Ortiz，Stowe，& Arnold，2001）。我们把每个被评分的关键行为的平均出现频率（每分钟出现的次数）作为因变量，进行了一个重复测量方差检验。在这种检验中，阅读任务是被试内的自变量（阅读任务一对比阅读任务四），成人是否看到儿童的眼动反馈是被试间的变量（实验一对比实验三）。实验结果显示，当成人看到儿童的实时眼动时，成人增加了他们调节共同注意以及教儿童单词的频率。例如，成人要求儿童看着书中具体单词的行为，如“你能不能帮我在屏幕上找到‘小猫’这个词”。虽然在两个实验中，儿童在阅读任务四中都比在阅读任务一中更多地出现了此种行为（Fwithin（1，62）=62.95，p=0.000），可是得到儿童实时阅读眼动反馈的成人从阅读任务一到任务四提高的此种行为的频率更高（Fbetween（1，62）=15.32，p=0.000；Finteraction（1，62）=15.32，p=0.000），见图6-18。

相对于实验一中的父母，实验三中的父母从阅读任务一到阅读任务四也更多地为儿童提供了儿童具体行为的反馈。例如，成人在要求儿童看着屏幕上的某个具体单词之后，对儿童说“对的，你现在就在看着正确的地方”或者“不对，你现在没有看着我希望你看的地方”。具体检验结果如下：（Fbetween（1，62）= 26.57，p=0.000；Finteraction（1，62）=26.57，p=0.000；Fwithin（1，62）=27.63，p=0.000），见图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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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成人要求儿童看书中具体单词的行为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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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成人为儿童提供反馈的行为频率

成人行为的改变也引导儿童有了更多语言上的回应。虽然两个实验中的儿童从阅读任务一到阅读任务四都增加了提问或者回答与文字相关的问题的频率 （Fwithin（1，62）= 54.59，p=0.000），但是实验三中儿童提高此行为的频率更大一些（Fbetween（1，62）=22.71，p=0.000；Finteraction（1，62）= 22.64，p=0.000），见图6-20。

以上关于实验一和实验三的比较说明，当成人得到实时的儿童眼动反馈时，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观察儿童的注意状态，也能更及时有效地调整策略来增加儿童对阅读的兴趣和参与。而得到有效的指导和纠正的儿童也更容易注意和理解那些父母试图教给他们的东西，并且发展和保持自己对学习的兴趣。儿童的这些改变也反过来给父母提供了更多教育和指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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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儿童提问或回答与文字相关问题的行为频率

讨论

本研究测量了父母与学前儿童在分享阅读中实时的共同注意。据我们所知，这是分享阅读研究领域第一个客观和直接地测量共同注意的研究。与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仅关注分享阅读中的儿童，我们也把分享阅读看成一个有着阅读双方的积极互动和每个阅读个体的实时认知策略的过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眼动技术和新的实验模式，来精确定量地监测分享阅读双方在每时每刻是否存在共同注意。

在阅读双方自然进行的分享阅读实验中我们得到了与以前研究一致的结论（Evans & Saint-Aubin，2005，2013；Fletcer & Reese，2005；Guo & Feng，2013；Justice et al.，2005；Justice，Pullen，& Pence，2008）：学前儿童与父母在阅读中的共同注意非常有限。父母不清楚儿童在注意什么地方，儿童更不知道父母是怎样阅读的。这导致了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于共同注意的互动以及儿童对文字的学习非常有限。

更重要的是，我们利用眼动技术的干预实验，成功地改变了分享阅读双方的共同注意互动。通过分别给分享阅读中的一方提供实时的另一方眼动的反馈，我们证明了双方对文字的共同注意有了显著提高，父母也调整了他们的阅读策略来更加及时有效地引导儿童的注意力。通过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再认能力的提高以及他们对成人阅读过程的理解的加深，我们可以证明儿童被试在实验中并不是仅仅注视屏幕上的移动小图标或者文字，他们更是阅读和加工了那些文字。这些结果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向分享阅读中的一方提供另一方的实时眼动信息，来有效促进他们对共同注意的调节以及儿童对书中常见词的学习。

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儿童甚至开始模仿成人的阅读眼动轨迹。我们并不认为儿童可以通过模仿成人的阅读眼动而立刻变成独立的阅读者，但是完全不知道成人是怎样阅读的却会严重影响儿童对阅读认知过程的理解。儿童对书面文字和阅读过程的概念上的理解可以进一步促进他们与成人之间的共同注意互动。例如，在研究二的实验二中，儿童被试对成人的教学努力做出了更多的回应，包括跟随父母一起朗读故事书中的文字，以及在父母要求后能努力读出或者指出书中的文字。这种有效的共同注意互动可以使分享阅读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加有意义，儿童也有了更多机会来识别和匹配单词的发音和字形，并把单词和他们正在注意的故事书中的具体物体或者事件联系起来。这种看似偶然的学习和联系正是儿童发展识字和阅读技能的最佳机会。

虽然我们的实验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父母与儿童的分享阅读活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针对合作学习活动的研究课题。只要是共同注意会影响到的合作活动，如数学补习辅导，实时的眼动反馈都将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在传统的课堂或者一对一的补习辅导的设置中，老师或者辅导员很难得到实时的反馈来了解学生每时每刻的真正问题或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些非实时的测量方法，如标准化考试，也不能帮助学生在正好遇到学习问题的时刻得到及时解答。相反地，我们新开发的这种实时眼动反馈的教学干预模式，在这些情境下对学习有困难的儿童非常有用。通过实时眼动反馈，老师或者辅导员可以立刻识别儿童的困难所在，从而及时调整他们的教学策略来帮助儿童集中注意，理解和学习有困难的地方。另外，本研究的范式对研究那些需要合作伙伴在不同显示屏上注意相同主题内容的在线合作活动（在线游戏、合作搜索等）也会有所帮助。我们对此类行为和认知过程的深入了解可以进一步帮助设计更好的多媒体学习和娱乐应用程序。

摘要 Abstract

Reading storybooks to pre-schoolers promotes children’s print exposure and reading development.However, recent eye tracking studie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 disassociation in joint attention when the adult reads texts while the child looks at pictures, which may limit children’s opportunity to acquire print-related skills.In this chapter, we focus o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during shared book reading by simultaneously tracking eye movements of a parent and his/her child with two eye-trackers.We also investigate whether providing reading partners with real-time eye gaze feedback can enhanc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children’s attention on print words.Baseline data showed children paid little attention on print words and their word learning in the naturalistic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was limited.The real-time eye gaze feedbac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hildren’s attention on print word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dults’ reading process.With the real-time gaze feedback, parents also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djusted their reading strategies to help children learn print-relate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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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追踪儿童阅读（二）——学前儿童自主阅读与眼动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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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意识是儿童书面语言获得的开始。儿童早期阅读过程中对文字的关注，是理解儿童早期文字意识、阅读方式和阅读理解的关键。本研究以61名5～6岁的儿童为被试，采用Tobii T60眼动仪，对其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注视的情况进行实时记录。通过比较阅读理解水平好、中、差三个组别自主阅读图画书文字注视水平，探讨不同阅读理解水平学前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文字注视的差异，探索学前儿童图画书自主阅读的眼动特征。

焦点阅读

·图画书自主阅读中儿童早期阅读的眼动特征，揭示了在遵循从图像到文字的特定认知规律下，对阅读材料中文字的再认程度决定了儿童对文字的注视程度。好的早期阅读者已经开始利用文字支撑，对文字的注视在文字与图画之间进行内容意义整合，实现语义通达，解读图画书意义。因此，早期阅读教育在关注阅读兴趣培养的同时，也应增进文字意识，科学指导阅读方法。

关键词

自主阅读，文字注视，眼动研究

引言

儿童早期语言经验的发展预示了入学以后读写能力的高低。在学前阶段，儿童的语言经验主要表现为听觉语言，书面语言经验的获得刚刚开始。作为儿童阅读基础成分的文字意识，与儿童后期学校教育中阅读能力的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因此，学前儿童文字意识的发展得到了发展心理学家、阅读研究者和早期阅读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外的诸多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呈现从图像到文字的注视特点，并大量注视图画，很少注视文字。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者率先利用眼动仪对儿童图画书阅读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他们主要测量儿童在阅读中的视觉关注。眼动研究法是指被试在阅读的时候通过眼动仪记录被试阅读时的眼动轨迹并收集相关数据，如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眼跳等。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和分析，可以研究阅读者在阅读时的心理加工问题。这种方法是通过对阅读时间的分析来揭示读者的理解过程的。

贾斯蒂斯等人（Justice & Lankford，2002）选取了4名52～68个月的儿童，探讨了在亲子阅读环境中不同文字凸显方式对阅读过程中文字注视的影响。结果发现，此阶段儿童在图画书阅读中很少关注文字，在文字区域上的平均注视次数只占总注视次数的4%，平均注视时间占总注视时间的2.5%，在文字凸显的图画书中对文字区域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间略有提高，但也仅有6%和5.6%。有研究者采用文字最为凸显的字母书对儿童在阅读中的视觉关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仍然发现儿童对图画的首次注视时间早于文字，在图画上的注视时间长于在文字上的注视时间。即使后来被试扩大到10名儿童，所进行的重复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Laura & Justice，2005）。埃文斯等人 (Evans & Saint-Aubin，2005) 还选取了5名儿童（48～61个月），采用5种文本结构不同的图画书，探讨亲子阅读环境中不同文本结构对阅读过程中文字注视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图画书，被试只用了7%的时间来注视文字。此外，图画书文字难易程度也作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罗伊等人探讨了儿童在阅读难度水平（三种难度水平）不同的图画书时的眼动注视情况，研究发现，即使在最容易的书上，儿童的注视时间也仅为9%。然而在亲子阅读条件下，成人可以引导儿童对文字进行关注。尽管如此，文字关注的程度并不高。

针对中文图画书早期阅读的眼动研究成果很少。高小妹（2009）对162名3～6岁儿童在图画书上的眼动注视轨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3～4岁儿童在图画书自主阅读中很少注视文字，5岁儿童开始对文字进行少量注视，6岁儿童在文字上的注视时间比例为11.64%，在文字上的注视次数比例为18.48%。金慧慧（2010）对2～3岁儿童在图画书阅读中的文字注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在哪种阅读情境中，3岁以前的儿童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都不注视文字。以上研究都仅仅关注了眼动过程，并没有对儿童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做控制。韩映红等人（2011）针对31名5～6岁儿童在自主阅读情境和聆听阅读情境中的文字注视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在自主阅读情境中对文字的注视显著高于聆听阅读组，但是在画面上的眼动注视没有区别。刘宝根（2011）进一步对儿童图画书阅读中对文字关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涉及的因素有阅读时间、文字凸显程度、文字位置、接受性语言能力及正字法意识。研究发现，接受性语言能力及正字法意识在儿童图画书阅读中对文字关注起到显著作用，而阅读时间、文字凸显程度及文字在图画书中呈现的位置并不是影响学前儿童图画书阅读中文字注视的关键因素。

以上研究揭示了学前儿童在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眼动注视的图画优势效应。与在亲子伴读情境中相比，儿童在自主阅读情境中有更多的文字注视时间。但是，仅仅考察图画书阅读的文字注视情况并不能说明文字注视对阅读质量的影响，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儿童是否在理解的情况下注视文字、怎样注视文字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达到对图画书的理解，不同阅读理解水平的儿童其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的注视存在怎样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儿童自主阅读图画书文字注视的原因和途径，合理引导学前儿童的图画书阅读教育。

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探讨不同图画书理解水平的学前儿童在图画书自主阅读中文字注视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随机选择10名阅读理解好的儿童与10名阅读理解差的儿童的眼动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良好阅读理解水平儿童的眼动注视特点及图画书自主阅读有效模式。

研究选取某市三所一级一类幼儿园。被试均为口语能力发展正常、视听正常、无认知障碍的5～6岁儿童。总测试人数75人，剔除无效数据后，有效被试共61人。其中，5岁儿童32人，女14人，男18人，平均年龄66.2个月(SD=3.30)；6岁儿童29人，女15人，男14人，平均年龄77.1个月(SD=2.63)。被试基本信息见表7-1。根据61名被试的阅读成绩，将其分为3组，分别为阅读成绩好的，阅读成绩中等的和阅读成绩差的，被试人数分别为15人、25人、21人。

表7-1 被试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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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便携式眼动记录仪Tobii T60。该眼动仪由瑞典Tobii Technology AB公司生产，眼动记录仪集成一台 17″（1″≈2.54 cm）的TFT显示器。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完成对图画书的阅读。2本图画书被扫描输入电脑，通过显示器呈现，其分辨率为1280×1024，采样频率为60Hz，采样精度为0.5°，允许被试头部在44 cm×22 cm×30 cm的范围内移动。眼动数据的收集工作在独立的房间内完成，一次测试一个被试。在测试之前，询问儿童是否读过2本测试的图画书，如果读过，该儿童不进入测试范围，研究者将按年龄在未参加测试的班级中抽取儿童进行替换。在眼动数据收集过程中，主试给出指导语：“小朋友你好，我们今天要在电脑上看2本书，你要仔细地看，看完之后你能告诉老师这本书说了些什么吗？”研究过程中主试陪在幼儿身旁给其安全感，并提醒儿童注意看，用“你看得很认真”“看看下一页有什么”“看看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等提醒幼儿观看图画书，但不给予朗读或解答。正式测试之前，采用五点定标法确保儿童的眼动视线在眼动仪的收集范围之内。收集到的数据使用SPSS 16.0进行处理。

眼动观测指标

本研究主要分析的眼动指标有注视时间、注视次数。注视时间是指儿童在注视目标上的所有注视点停留时间之和。注视次数是指儿童在注视目标上的注视点的数量。由于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都是原始数据，反映的是儿童注视的绝对水平，难以反映出儿童注视的相对水平，因此在分析的时候，本研究将侧重分析有规律阅读文字的比例、热点区在文字上的比例、注视文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3个指标。在10名阅读理解好的儿童与10名阅读理解差的儿童的眼动数据分析部分，补充了首次注视时间和注视点数据。

本研究中有规律阅读文字比例是指儿童在图画书文字上的注视轨迹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阅读顺序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记为“1”，然后将整本书中出现这种现象的比例计算出来，称为有规律阅读文字的比例。热点区是指儿童在阅读图画过程中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最多的区域。本研究中如果儿童在该页面上的热点区落在文字上，则记为“1”，然后将整本书出现这种现象的比例计算出来，称为热点区在文字上的比例。

图画书阅读测试

研究选取的图画书有2种，分别为《我喜欢上学》和《猜猜我有多爱你》。2本书的故事内容符合该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也都是儿童喜欢的、经典的、图文并茂的故事书。

图画书阅读理解问卷：儿童在眼动仪上自主阅读完1本图画书后，由主试对相关问题进行提问，真实记录被试的答案并给出相应的理解得分。其中，《我喜欢上学》问卷涉及5个问题，总计12分；《猜猜我有多爱你》问卷涉及4个问题，总计18分。为了平衡差异，2本图画书中有1本为图文匹配程度高的图画书（《我喜欢上学》），1本为图文匹配程度低的图画书（《猜猜我有多爱你》）。如图7-1所示，在图画书《我喜欢上学》的第6页上，文字内容显示“电脑”“数学”“阅读”等，与文字内容相对应的为计算机、数学题、图书等画面内容。在所选阅读材料的画面内容能够基本反映文字内容的情况下，本研究就将该阅读材料定义为图文高匹配材料。如图7-2所示，在图画书《猜猜我有多爱你》的第5页上，文字内容传递的基本信息是“大兔子用举高手臂的方式凸显对小兔子的爱有多深”，而画面内容只是对大兔子举手动作的显示，儿童在未结合文字内容的基础上是不能够理解动作表达的真实含义的。在所选阅读材料的画面内容不能很好反映文字内容的情况下，本研究就将该阅读材料定义为图文低匹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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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图文高匹配图画书《我喜欢上学》

儿童接受性语言能力测验：采用皮博迪图片词汇能力测试第三版（PPVT-Ⅲ）测试儿童的接受性语言能力。该测试每张呈现4幅图，要求儿童指出能够代表主试所说词语的意义的相应画面。该测验有良好的信度，英文中的分半信度为0.93～0.95，3～5岁儿童的重测信度为0.92～0.95，该测验与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和其语言分测验的得分有着高度相关。本研究采用儿童的原始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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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图文低匹配图画书《猜猜我有多爱你》

儿童识字量水平测验：采用汉语儿童沟通发展量表（PCDI）。本工具是根据汉语儿童沟通发展量表短表中的237个汉字制作而成的一份测试儿童认字水平的材料。要求被试将材料上的字逐一读给主试听，读对1个字计1分，最高分237分。采用原始得分进行统计。

图画书生字量水平测验：本工具是将所选的2本测试书中的文字摘取下来制作成生字量材料，要求被试将生字量表上的字逐一读给主试听，读对1个字计1分，读错不计分。采用原始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阅读理解水平对儿童文字注视的影响

表7-2是不同阅读水平（好、中、差）的儿童在各项眼动指标上的差异比较结果。

表7-2 不同阅读理解水平儿童在各项眼动指标上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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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阅读理解水平儿童在各项眼动指标上的差异

以阅读理解水平（好、中、差）为自变量，3项眼动指标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阅读理解好、中、差3个水平的被试在有规律阅读文字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F=49.744，p<0.001），在热点区文字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F=34.433，p<0.001），在注视文字时间占总时间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F=22.434，p<0.001）。 说明阅读理解好、中、差3个水平的被试在3项眼动指标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图7-3～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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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有规律阅读文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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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热点区文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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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注视文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

本研究显示，阅读理解好、中、差3个水平的儿童在所观测的眼动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阅读成绩好的儿童无论是在有规律阅读文字的比例、热点区文字的比例上，还是在注视文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上，都明显好于阅读成绩差的儿童。因此，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的注视情况与其对图画书的理解程度紧密相关。好的阅读理解建立在对图画和文字的共同认知基础上，文字注视情况越好，理解越好。在自主阅读条件下，儿童早期阅读理解水平与文字意识密切相关。

图画书自主阅读眼动特征与文字意识的关系

阅读理解水平好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注视存在怎样的差异？为了探究这些差异跟文字意识的关系，本研究进一步随机选取阅读理解水平好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被试各10人进行比较分析。

图7-6和图7-7分别为阅读理解水平好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眼动特征举例。表7-3为阅读理解水平好的儿童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儿童各项测试成绩及眼动数据。表中数据表明：阅读理解好的被试在接受性词汇能力、识字量得分、生字量得分及各项眼动指标上的得分均明显高于阅读理解较差的被试。这表明较高水平的文字再认使得儿童在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文字，从而对图画书形成较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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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阅读理解水平好的眼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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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阅读理解水平差的眼动特征

表7-3 两组被试语言测验成绩和眼动数据结果(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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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眼动的首次注视时间和文字上的注视点。首次注视文字时间显示的是被试在自主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注视文字的第一时间（图7-8）。通过首次注视文字时间的对比，可以分析被试在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的关注和兴趣。本部分将所选取的被试首次注视文字时间作为研究对象，将10名阅读理解水平好的被试与10名阅读理解水平较差的被试的2项眼动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见表7-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首次注视时间上差异显著（ F=18.278，p<0.05）。从表7-4发现，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阅读理解水平好的被试平均0.51s就注视到了文字，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被试平均3.10 s才注视到了文字。另外，阅读理解水平差组被试在所呈现的阅读材料画面中有55%左右没有关注到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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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首次注视文字图例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出两组被试在首次注视时间上的显著差异（F=18.278，p<0.05）。从表7-4发现，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阅读理解水平好的被试平均0.51s就注视到了文字，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被试平均3.10 s才注视到了文字。另外，阅读理解水平差组被试在所呈现的阅读材料画面中有55%左右没有关注到文字内容。

表7-4 两组被试首次注视文字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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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上的注视点显示的是被试停留在文字区域内的注视点总和（图7-9）。本研究采取在文字上注视点占总画面注视点的比例，分析两组被试在该项眼动指标上的差异。方差分析的结果也显示出两组之间的显著差异（F=50.231，p<0.05）。从表7-5还可以发现，阅读理解水平好的被试其注视点在文字上的比例占到了46.4%，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被试其注视点在文字上的比例仅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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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注视点图例

表7-5 两组被试注视点在文字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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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从有规律阅读文字比例、热点区文字比例、注视文字时间比例、首次注视文字时间平均值及注视点在文字上的比例等观测值对两组被试进行分别比较，结果发现，阅读理解水平好的儿童在各项眼动指标上均显著高于阅读理解水平差的儿童。综合研究数据，可以看出高水平的接受性词汇能力、高水平的文字再认能力与儿童在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对文字高水平注视相一致。可以看出，在图画书自主阅读中儿童早期阅读的眼动特征遵循从图像到文字的特定认知规律的情况下，儿童对阅读材料中文字的再认程度决定了对文字的注视程度，好的早期阅读者开始利用文字支撑，解读图画书意义，实现语义通达。

讨论与结论

儿童早期如何从阅读图画过渡到阅读文字，一直是儿童学习阅读研究的“黑洞”。研究者一直关注儿童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文字、怎样关注文字及其对阅读理解产生的影响。大多数研究结论只揭示了儿童早期在不同阅读情境下对文字的关注状况，得出儿童早期阅读对图画的关注优于对文字的关注的结论。本研究支持这一结论，但是，以前的研究即使关注了儿童对图画书文字的注视情况，也并未考虑阅读理解以及正确阅读中有规律的文字注视。本研究通过对不同阅读理解水平的被试有规律阅读文字比例、热点区在文字上比例、注视文字时间占总阅读时间比例、首次文字注视时间、文字注视比例等眼动指标的对比分析，找出不同阅读理解水平被试在眼动指标上的差异，以期了解儿童早期图画书自主阅读的眼动特征。研究显示，不同阅读理解水平的儿童在有规律阅读文字比例、热点区上文字比例、注视文字时间占总阅读时间比例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好的阅读理解者表现出良好的眼动指标观测结果，反过来讲，要想达到好的阅读效果，需要对图画书中的文字有意识地、有规律地关注。表7-4揭示了阅读理解水平好的被试平均0.51s就注视到了文字，而阅读理解水平差的被试平均3.10 s才注视到了文字；表7-5显示了好的阅读理解儿童文字注视比例已经达到了46.4%，而差的阅读者仅为10%。因此，早期阅读教育在关注阅读兴趣培养的同时，还应增进文字意识和科学指导阅读方法，对其接受性语言能力、识字量、生字量、眼动指标进行进一步的比较。阅读理解好的被试在接受性语言能力、识字量及生字量方面都显著优于阅读理解差的儿童。由此可见，较高水平的文字再认是儿童自主阅读图画书过程中文字注视的主要原因，而文字注视水平又是图画书理解的主要影响因素。被试阅读图画书时，对文字的注视在文字与图画之间进行内容意义整合，实现语义通达。进一步对好的和差的阅读者首次注视文字时间、文字上的注视点两项眼动指标进行考察，发现阅读理解水平好的儿童在画面呈现的较早时间内关注到文字，对文字内容表现出较高的兴趣。此外，对文字关注的次数和程度也对其理解图画书产生影响。

由此得出本研究结论：第一，在自主阅读情境下，儿童早期阅读的眼动特征表现为对文字注视早、注视时间长、注视质量好，并能在文字与图画之间有规律地转换；儿童在遵循从图画到文字的注视过程中，较高水平的文字再认引发其较高程度的文字注视，而对文字的注视促使儿童在将文字与画面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达成对图画书的有效理解，从而形成有效的图画书自主阅读模式。第二，影响儿童阅读理解的因素很多，从书面语言获得的角度来看，儿童早期对文字的意识，具体来讲，儿童的听觉语言能力、词汇量、生字量都影响着儿童早期对图画书的阅读理解。因此本研究提示，学前教育要客观对待儿童早期文字意识的发展，按照儿童早期语言获得的客观规律进行语言教育。

附录：阅读理解问卷

阅读文章《猜猜我有多爱你》

1.这个故事里面都有谁？（总计2分）

答案：小兔子（1分）；大兔子（1分）；大兔子和小兔子（2分）。

2.这个故事的名字是什么？（2分）

答案：猜猜我有多爱你。

3.小兔子爱大兔子吗？（此问题不作为评分内容）故事中小兔子都做了哪些动作或者怎么表示它爱大兔子的？（说出每种方式得相应的分，此题累计得分，最高11分）

答案：伸开手臂（2分）；手举高（2分）；倒立（2分）；跳/蹦 （2分）；比多远（3分）。

4.小兔子做这些动作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它做这些动作是想干什么，想说明什么？（3分）

答案：表示爱大兔子有多深。（跟“爱”相近的得3分）

总分：18分，划分为3个等级（0～6分，7～12分，13～18分）。

阅读文章《我喜欢上学》

1.书的名字是什么？（2分）

答案：我喜欢上学。

2.这个故事讲了谁的故事？讲了它在哪里的故事？（总计2分）

答案：小兔子（1分）；在学校的故事（1分）。

3.故事里都有谁？（总计3分）

答案：老师（1分）；同学（1分）；爸爸妈妈（1分）。

4.小兔子在学校都能干什么？（最高3分）

答案：说出 0～3个得1分；说出4～6个得2分；说出6个以上得3分。

5.小兔子放学回家做什么了？（2分）

答案：跟爸爸妈妈讲学校里的故事了。

总分：12分，划分为3个等级（0～4分，5～8分，9～12分）。

摘要 Abstract

61 children (age 5～6) were tested by using Tobii T60 eye-movement apparatus to record their eye tracke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picture books reading independently.Based on three group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chievements the results of eye trackers were compared both on characters and pictures of picture book reading to explore the ey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ldren with high level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word level, their achievements is higher in the tests of eye tracker on words level of picture book reading, which exis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poor readers.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the high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increase the gaze of the words, and through the graphic combination to achieve understanding of pictu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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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追踪阅读障碍——快速命名任务与眼动研究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and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Impairment

[德国]潘敬儿（J inger Pan）[1]

[中国]舒华（Hua Shu）[2]

快速命名任务在多种正字法中都被认为是预测阅读能力的重要指标。然而研究者对它是通过什么方式预测阅读能力的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传统教育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主要通过回归分析等统计手段来考察这个问题，近年来研究者则从实验设计的角度，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来更细致和精确地探讨这个问题。本文将综合介绍前人对快速命名任务的研究，并着重介绍利用眼动技术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命名任务进行的研究，以此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发。

阅读焦点

·正常儿童或者有阅读障碍的儿童是如何阅读的？我们通过追踪儿童的眼动来了解他们的阅读过程。对儿童快速命名时的眼动特征的分析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视觉信息及其语音表征的转换较正常儿童差，从而影响了他们阅读时的中央视野加工效率，进而影响了他们副中央凹的加工效率。

关键词

快速命名，阅读，眼动追踪

引言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在阅读习得、阅读发展和发展性阅读障碍（以下简称阅读障碍）中，研究者发现快速自动命名（rapid automatized naming，RAN）能很好地预测阅读能力和阅读障碍（参见 Norton & Wolf，2012）。快速命名任务要求被试快速对系列熟悉刺激进行命名（Denckla & Rudel，1976）。通常使用的刺激包括数字（图8-1）、字母、颜色和物体四种。这个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却反映了阅读的基本过程（除词汇、句法、理解等高级加工外）。以命名字母为例，这个过程包括注意、视觉信息加工、字形匹配、语音表征匹配、提取语音表征、语义信息提取以及发音过程（Wolf & Bowers，1999）。研究者通过一系列研究，希望了解究竟是哪个过程导致阅读落后儿童快速命名缺陷，从而了解导致他们阅读困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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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数字快速命名

快速命名对阅读能力的预测

快速命名任务是在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的研究中常用到的一个任务，拼音文字的研究发现它能很好地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参见Kirby，Georgiou，Martinussen，& Parrila，2010）。总结以往在拼音文字中的研究，快速命名和阅读的关系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快速命名对阅读准确性的预测主要体现在阅读发展的早期和有阅读困难的人群中（Wagner et al.，1997；Felton，Naylor，& Wood，1990；Meyer，Wood，Hart，& Felton，1998；Scarborough，1998）；②快速命名对阅读流畅性的预测比对阅读准确性的预测好（Bowers，1995；Katzir et al.，2006；Schatschneider，Fletcher，Francis，Carlson，& Foorman，2004；Young & Bowers，1995；Ziegler et al.，2010）；③言语符号的命名（如字母和数字命名）任务对阅读的预测能力好于非言语命名（如物体和颜色命名）的任务（Bowey，McGuigan，& Ruschena，2005；Cardoso-Martins & Pennington，2004；Compton，2003；Savage & Frederickson，2005）；④连续命名（同时呈现所有刺激）任务比单独命名（每次只呈现一个刺激）任务对阅读的预测能力更好（Perfetti，Finger，& Hogabaum，1978；Wagner，Torgesen，& Rashotte，1994；Wolff，Michel，& Ovrut，1990）；⑤快速命名对阅读的预测能力在浅层正字法（芬兰语、德语等）上比在深层正字法（英语等）上要好（e.g.，Mann & Wimmer，2002）。

然而中文作为最深层的正字法，研究者却发现快速命名在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的预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早期预测的角度，追踪研究发现学前的快速命名能力能预测学后一到四年的阅读准确性、流畅性以及第二语言（英语）的阅读水平（Chow，McBride-Chang，& Burgess，2005；Hu & Catts，1998；McBride-Chang & Zhong，2003；McBride-Chang，Shu，Zhou，Wat，& Wagner，2003；Pan et al.，2011）。学前在快速命名任务上表现差的儿童，在学后更可能出现阅读困难（Lei et al.，2011）。有研究者发现，儿童在5岁时候的快速命名成绩对7岁时是否被诊断为阅读障碍儿童有显著的预测能力（Mc-Bride-Chang et al.，2011）。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也存在快速命名缺陷（Ho，Chan，Lee，Tsang，& Luan，2004；Ho & Lai，1999；Pan & Shu，2014；Shu，McBride-Chang，Wu，& Liu，2006）。而且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各种缺陷研究表明，快速命名缺陷可能是汉语阅读障碍读者的主要缺陷之一（Ho et al.，2004；Ho，Chan，Tsang，& Lee；2002）。

快速命名的主要加工过程

快速命名中的哪（几）个环节或者哪些因素使它对阅读有显著的预测能力是研究者关心的主要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理论：①语音加工假说（Torgesen，Wagner，Rashotte，Burgess，& Hecht，1997；Wagner & Torgesen，1987）。该假说认为语音意识缺陷是阅读障碍的主要缺陷，研究者认为快速命名的加工对阅读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语音加工的成分上。②双重缺陷假说（Wolf & Bowers，1999）。双重缺陷假说认为，语音意识缺陷和快速命名缺陷是独立的，两者均可导致阅读困难。双重缺陷假说并不否定语音加工在快速命名中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快速命名是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其中包括很多子过程。阅读是一个从不熟悉到自动化的加工过程，而快速命名是否自动化也反映了阅读的过程。③形音对应假说（Manis，Seidenberg & Doi，1999）。研究者认为快速命名主要涉及视觉刺激及其语音符号的随意对应（arbitrary mapping）。这种假设预期快速命名在深层正字法（汉语等）中的作用更大，因为深层正字法的字形和语音对应缺乏规律。这些理论假设基本都是在通过统计的手段（相关、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考察快速命名与其他阅读的预测指标（语音加工、正字法加工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统计的方法并非通过严格操纵命名过程中的某个因素来考察这个因素对快速命名的影响的。已有的研究结果对上述理论假设也提出了一定的质疑（Moll，Fussenegger，Willburger，& Landerl，2009；Powell，Stainthorp，Stuart，Garwood，& Quinlan，2007；Swanson，Trainin，Nocoechea，& Hammill，2003）。

另一类尝试是从实验控制的角度出发，通过操纵快速命名的某个加工过程来考察它的变化。例如，以往研究发现连续命名（continuousmatrix）任务比单独命名（discrete-matrix）任务能更好地预测阅读能力。有研究就比较了阅读障碍儿童及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在连续命名和单独命名下的命名时间，他们发现两组的差异在连续命名时更大（Zoccolotti et al.，2013）。两组人在连续命名时的命名时间都要快于单独命名，然而正常组在连续命名情况下的得益更大（Zoccolotti et al.，2013），表明阅读障碍在连续命名中存在一定问题。琼斯、布兰尼根和凯利（Jones，Branigan，& Kelly，2009）进一步把快速命名分解成三个成分并设计了三种刺激呈现方式来考察不同呈现方式对命名的影响。除了连续命名和单独命名，还有刺激按连续命名时的位置呈现但按照单独命名的方式单个呈现的条件（discrete-static）。在这种条件下，被试需要做眼动，但每次只加工一个刺激，因此这是介于连续命名（眼动+多刺激）和单独命名（无眼动+单刺激）之间的一个任务。他们发现，成年阅读障碍和正常读者在单独命名和discrete-static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读者组别和这两种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眼动本身并不导致阅读障碍在快速命名任务中的缺陷。然而组别和命名方式（单独命名和连续命名比较）的交互作用则显著，具体表现为正常组在连续命名上比在discrete-static上快，而障碍组则相反。这表明正常读者得益于多刺激同时呈现，而多刺激同时呈现却限制了阅读障碍读者的加工。这个结果和佐科洛蒂等人的研究成果（Zoccolotti et al.，2013）一致，表明阅读障碍在多刺激同时加工的任务中差于正常读者。然而这个结果和佐科洛蒂等人（Zoccolotti et al.，2013）所发现的阅读障碍读者也能得益于多刺激同时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于琼斯等人（Jones et al.，2009）在单独命名任务中使用声音来引发刺激呈现有关，也就是只有完成一个刺激的命名，下一个刺激才会呈现。另外，在单独命名中，反应时只包含刺激呈现到反应的时间而不包括发音的时间，而在连续命名中，发音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在真正的连续命名过程中，阅读障碍读者是否能得益于多刺激的呈现方式，他们能利用什么信息，怎样利用呢？研究者们开始采用眼动技术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眼动追踪技术的应用

眼动追踪技术在阅读中的应用

眼动追踪通过眼动仪来观测和记录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时的眼睛运动过程。眼动追踪技术在阅读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眼睛并不是在进行平滑的移动，而是在做一停一跳的运动。眼睛从一个位置快速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的行为称为眼跳（saccade），而眼睛相对静止在一个位置的事件则称为注视（fixation），一次注视的持续时间称为注视时间（fixation duration）。一般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视觉信息的加工是在注视而不是眼跳时进行的。研究者发现，不同阅读水平的读者在阅读中的眼动特征有一定的区别（Ashby，Rayner，& Clifton，2005；Chace，Rayner，& Well，2005；Jared，Levy，& Rayner，1999）。拼音文字和中文的研究都发现阅读障碍者在阅读时的，注视时间等眼动指标要长于正常读者（Hawelka，Gagl，& Wimmer；Pan，Yan，Laubrock，Shu，& Kliegl，2014）。

研究者发现，在阅读时不仅当前注视点（中央凹视野）所在的词汇得到加工，处在注视点以外（副中央凹视野）的词汇信息也会得到一定的加工。研究者通过边界范式（gaze-contingent boundary paradigm）（Rayner，1975）来考察注视点以外的词汇信息加工的特点。在句子阅读过程中，研究者通过眼动仪记录眼睛所注视的位置，他们在当期注视词（词N）及其下一个词（词N+1）之间设定一个无形的边界，当眼睛越过边界前（句1），在词N+1的位置呈现一个预视词（preview），当眼睛越过边界后（句2），预视词在词N+1的位置消失，由目标词代替。如果预视词和目标词相同，在目标词上的注视时间要短于预视词和目标词无任何关系的情况。这两者之间的差叫作预视效应（preview benefit，PB）。通过设计预视词和目标词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发现副中央凹的字形、语音和语义信息是可以得到加工的，而这些信息的加工顺序可能和特定语言的特点有关（Balota，Pollatsek，& Rayner，1985；Hohenstein & Kliegl，2014；Inhoff，1990；Pollatsek，Lesch，Morris，& Rayner，1992；Schotter，2013；Yan，Richter，Shu，& Kliegl，2009）。

拼音文字中快速命名的眼动研究

阅读中眼动研究的结果启示我们，阅读障碍者在连续命名和单独命名任务中与正常者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他们对中央凹和副中央凹的信息加工问题。研究者首先使用眼动技术研究了英语成年阅读障碍者在快速命名任务中的眼动特点。

琼斯等人（Jones，Ashby，& Branigan，2013；Jones，Branigan，Hatzidaki，& Obregón，2010；Jones & Moll，2013；Jones，Obregón，Kelly，& Branigan，2008）从视觉和语言加工的角度，用眼动技术对快速命名任务进行了研究。在视觉加工方面，他们发现正常读者在快速命名任务中的拥挤效应（crowding effect）主要存在于中央凹视野，而阅读障碍者的拥挤效应则扩大到了副中央凹视野。从言语加工的角度，他们在连续命名任务中操纵了相邻字母或图片在其所对应的语音输出在语音和字形（图片命名任务中的语义）上的相似性来考察这些语言学标量对快速命名的影响。结果发现，正常读者和障碍读者都对副中央凹的信息有所加工。在字母命名任务中，相比正常读者，相邻字母之间的字形和语音相似对阅读障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主要表现是更长的注视时间和视声差（eye-voice span，EVS，从首次注视某个刺激到命名该刺激的时间差或当前注视刺激和命名刺激之间的空间距离，此处指的是第一种定义）。在图片命名中，在字形和语义相似的条件下，正常被试的注视时间和视声差要短于无关条件，而阅读障碍被试的注视时间和视声差都长于正常组，然而相似性和组别没有交互作用。这表明两组被试在言语刺激的命名任务中都容易受到语义和字形信息的影响。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命名任务中，正常被试和阅读障碍被试都加工了当前注视的刺激以及处在注视点以外的刺激。然而这些实验只能说明，当相邻刺激存在一定的混淆性（视觉信息或语音信息）时，先前激活的信息或将要命名的信息如何影响阅读障碍的命名。而在以往多数研究使用的命名任务中，并没有设计相邻字母的语音或字形相似性，但阅读障碍者却也表现出困难，因此以上实验并不能回答造成命名困难的原因这个问题。而且这些实验研究对象都是成年的阅读障碍读者，儿童的情况如何仍不清楚。

洛根（Logan，2009）通过边界范式，操纵了在连续命名时刺激呈现的数目（全部呈现，注视刺激及下一个刺激，注视刺激），来考察一年级儿童的命名。结果发现，当呈现两个刺激时，儿童的命名表现要显著好于只呈现注视刺激时的命名表现，而与全部呈现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字母命名过程中，儿童能加工当前注视字母及其右侧副中央凹一个字母的信息。

那么阅读障碍儿童副中央凹的加工特点如何呢？鉴于快速命名在汉语阅读中的重要作用，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快速命名时有什么样的眼动特点呢？

汉语中快速命名的眼动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类似洛根（Logan，2009）的设计，通过边界范式（图8-2），在数字连续命名中给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和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呈现全部刺激（同时呈现）或当前注视的刺激（序列呈现）（Yan，Pan，Laubrock，Kliegl，& Shu，2013）。在序列呈现的任务中，我们在刺激之间设定了无形的边界，通过眼动仪记录眼睛当前注视的位置，当眼睛越过边界，上一刺激消失，下一刺激出现，以此类推，直到眼睛越过最后两个刺激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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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两种命名任务

注：*表示当前眼睛注视位置。

我们分析了阅读障碍儿童及其年龄匹配组在完成两种任务时的总命名时间、在单个刺激上的平均注视时间、注视点位置以及平均眼跳长度。在总命名时间上，组别和呈现方式的主效应显著，总体上阅读障碍儿童的命名要慢于正常儿童，而两组儿童在同时呈现时命名速度都快于在顺序呈现时。在单个刺激上的平均注视时间上，组别和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正常儿童和障碍儿童在同时呈现时的命名速度差异大于在顺序呈现时。注视时间的结果和总注视时间的模式相似。在注视点位置（图8-3）以及眼跳长度上，两组儿童在同时呈现任务中注视点位置在刺激的后半部分，眼跳长度较长；匹配组儿童的眼跳长度较阅读障碍儿童长，注视点位置更靠后。更重要的是，两组儿童在同时呈现的命名任务中，注视点位置和眼跳长度差异显著，而在序列呈现的命名任务中，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差异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当副中央凹不存在可加工的信息时（序列呈现），两组儿童的加工时间都增长，命名速度下降，然而阅读障碍儿童的基本眼跳控制是完好的；在副中央凹存在可加工信息时（同时呈现），两组儿童都能利用副中央凹的信息，从而使得加工时间变短，命名速度加快，然而这时阅读障碍儿童的眼跳长度短，注视点位置靠前。这说明，阅读障碍儿童能够有效利用副中央凹视野的信息，但是他们对其的利用程度不如正常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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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不同组被试的首次注视点位置

对阅读的研究表明，中央凹的加工难度会影响知觉广度（一个注视点的有效加工范围）和副中央凹的信息加工（Henderson & Ferreira，1990）。如果当前注视的词的难度高，则副中央凹的加工效率降低。这提示我们，阅读障碍儿童对副中央凹信息的加工不如正常儿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央凹的加工缺陷。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中央凹的加工呢？言语刺激的命名对阅读的预测能力好于非言语刺激的研究结果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如果只是命名任务中的语音加工部分导致了其与阅读的关系，那么不同的刺激不应该对阅读的预测有不同的影响。然而以往的言语刺激命名任务和非言语刺激命名任务不但在视觉信息输入上有差异，在语音信息输出上也有差异，不好直接进行比较。

潘等人设计了数字和骰子两种刺激，见图8-4（Pan，Yan，Laubrock，Shu & Kliegl，2013）。数字属于言语刺激，骰子则属于非言语刺激。两者在语音输出上完全一致，均为/yī/，/èr/，/sān/，/sì/，和/wǔ/，但是它们的命名过程是有差异的： 数字命名是直接从视觉信息激活语音表征，而骰子命名则是视觉信息先激活概念表征再激活语音表征（Roelof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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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在数字和骰子命名任务中使用的刺激

潘等人（Pan et al.，2013）发现，在注视时间、眼跳长度和注视点位置以及视声差（当前注视刺激与命名刺激的空间距离）上，阅读障碍儿童和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在数字命名任务中的差异都显著大于在骰子命名任务中的差异（图8-5）。鉴于两种命名任务的语音输出是相同的，这个研究结果表明语音表征本身并不是连接快速命名和阅读的最关键因素，而阅读障碍儿童在直接的形音联结上存在更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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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不同组被试的平均凝视时间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数字命名中的注视时间和视声差能显著预测汉语儿童的阅读准确性以及阅读流畅性，而骰子命名中的注视时间和视声差则不能显著预测阅读水平（潘敬儿，2012）。

数字的形和音是随意对应的，骰子的形和意的对应却不是随意的。虽然阅读障碍儿童在骰子命名中的缺陷有可能是由语音加工引起的，但是在数字命名中的缺陷却表明他们在形音对应上的问题更主要。最近的理论也认为，形音对应可能是造成阅读障碍的重要原因（Wimmer & Schurz，201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自动化加工能力（automaticity）也能解释这个研究结果。以往研究结果表明，言语刺激在6岁以后的加工比非言语刺激更自动化（Meyer，Wood，Hart，& Felton，1998；Wolf et al.，1986）。而良好地阅读需要的是自动化的形音转换，阅读障碍在形音转换中的自动化程度不足，从而导致他们的阅读困难。

小结

眼动追踪技术的应用和实验控制的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操纵快速命名任务中的某个变量，从而考察这个变量对命名和阅读能力之间关系的影响。从上文综述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命名任务中，中央视野的加工会影响到副中央凹的加工，而影响中央视野加工的主要是视觉信息及其语音输出的对应的自动化加工程度。

快速命名是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一个早期预测指标（Lei et al.，2011；Pan et al.，2011），快速命名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Ho et al.，2002；Ho et al.，2004）。这个任务的施测非常简单，因此，训练教师在校园环境中进行快速命名测量并不困难。它是一个可以帮助教师和教育心理学家在早期学校教学活动中鉴别可能存在阅读困难儿童的快速而有效的测量手段。以往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使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快速命名与阅读关系的探讨是比较间接的，而从实验控制的角度使用眼动追踪技术的研究结果则可以直接考察这个问题，帮助教师确切了解这些导致儿童快速命名缺陷的原因，推测他们在阅读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他们进行更有效的帮助。然而这些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有限，仍需要持久、深入、细致的系统研究来回答相关问题。

摘要 Abstract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i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impairment in many different orthographies varying in orthographic depth.However, it is unclear how exactly it is related to reading.Traditional research is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vestigated this issue from statistical perspective (e.g., regression analyses).Recently, researchers took an experimental perspective and employed the eye-tracking technique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by precisely manipulating some processes in the RAN tasks.This paper introduces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AN tasks, and elaborates findings of eye movement studies on Chinese dyslexic children during RAN tasks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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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e problem 常规问题

Scaffolding 支架式教学/鹰架

Schema 图式

School year 学龄期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第二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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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related sound 言语声音

Spelling/orthography 拼字/字形

Spontaneous counterargument 自发性正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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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腹侧颞枕区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腹内侧前额叶

Verbal memory 言语记忆

Visual attention span 视觉注意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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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很高兴，《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在经历了2年时间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说起这本书，确实和我本人有着太多的渊源。2014年夏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编辑关雪菁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在汉语阅读方面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心理学提供智慧支持。考虑到近些年我所从事的多是非研究性的工作，因此论及最新成果，我倒是乐意推荐年轻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关编辑富有引进版图书的编辑与策划经验，她对作者的国际学术背景也十分关注。于是我便引荐了我的学生李文玲，她那里一定有值得与中国心理学人分享的学术成就。李文玲是我十分喜爱的学生，在我门下学习时，便显现出卓越的治学智慧与谨慎认真的做事风格。她长期从事儿童阅读领域研究，并于1992年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随后作为高级研究员在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与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教授——儿童教育的学术权威——一起从事儿童阅读的跨文化研究。他们获得了多项美国研究基金的资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为儿童阅读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舒华。近20年，我的这两位学生各自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成就，这次又再次联袂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汇集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少见的、既有学术含量又能兼收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佳作。为此，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每一位深耕于早期阅读事业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阅读，并指导实践。

张厚粲

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6年5月17日


推荐序

30年前，出版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文阅读前沿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高校，开始从事阅读领域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了。

我对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兴趣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美两国教育部联合资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下男孩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有人都穿着中山装，马路上满是自行车和行人，偶尔还会有驴车。呼呼冒烟的公交车和老旧的出租车穿行其间，而我看到的唯一一辆小汽车是有专门司机的苏制豪华轿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

在学校里，孩子们坐下时要背着手，回答老师提问时要起立，老师说“坐下”才能坐，看起来特别有纪律。即使在幼儿园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这群外国人走进课堂、拍照、窃窃私语，孩子们也依然专注地面向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访问者来说，那些用于理解和反复的中文语调实在太难了。汉字博大精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陌生，一个初学者要想记住并书写哪怕一个简单的汉字，都很难。

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文阅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文阅读的加工过程是中文独有的？还是和其他文字一样，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共四卷，其中很多章节都在强调这一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语言的抽象水平。当抽象水平足够高时，阅读加工过程基本可视为通用的。即书写系统如何表征语音与语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熟练阅读任何一种语言的关键。当抽象水平处于初级语言加工时，语言间必然存在差异。看看汉字书写和英文书写的差异，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大量研究都试图证明，阅读不同语言涉及的加工成分在一些儿童中很容易找到，而对于另一些儿童则是种挑战。

除初级加工外，文化、教育学传统以及语言的结构特征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象形性”或者缺少某种音—形关联，导致中文很难被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和其他东亚人倾向于一种“不直接”或“非线性”的行文方式，这对“美式表达者”是一种挑战；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尊师的传统，中文终生使用者常会出现“话语错配”（discourse mismatch），这使得中文学生在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交流时很难“平等交换”。然而，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很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只要情境需要，中国学生总是可以顺利地与其他语言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沟通。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完全覆盖了当代阅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的阅读教育、课程设计以及特殊需求儿童服务的品质。

理查德·安德森

（Richard C.Anderso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Preface

A generation ago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A few intrepid scholars had undertaken pioneering studies of Chinese reading.Beginning in the 1990s and 2000s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reamed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elsewhere to study reading with scholars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ading.

My own interest in Chinese reading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during a trip to China as a member of a delegation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To a provincial boy like me who had grown up i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was amazingly different.Men and women alike wore a simple variant of the Zhongshan suit.Streets were flooded with bicycles, people walking, occasional donkeys pulling carts, buses belching fumes and rattle trap taxis threading through the teaming mass.The only cars we saw were black chauffeur-driven Russianmade limousines carrying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schools, children sat with hands clasped behind their backs, stood to recite their lessons, sat back down when the teacher said, “Be seated”.The discipline seemed perfect.Even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steadfastly focused on the teacher despite foreigners filling into the room, snapping pictures, whispering with their interpreters.Tones made understanding and repeating simple Chinese phrases difficult for us American visitors.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ascinating, but so strange to us that we could not remember and write even simple characters from the first grade primer.

The big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the expanding group of Chinese reading researchers was: Are the processes in reading Chinese unique to Chinese or are reading processes universal? Many of the chapters in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address this question.All I will say here is that the answer depends upon level of abstraction.At a high enou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eading processes will be seen to be universal.Skillful reading of any language depends upon an intim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riting system represents speech and meaning.At the level of elemental language processes there are certain to be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s.A look at a Chinese word written in characters and an English word written in Roman letters will tell you that much.Productive research works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trying to identify, for instance, which components of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read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easy for children and which are challenging, at least for some children.

Beyond elemental processes in reading, culture, traditions of pedagogy, and, perhaps,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anguage may lead to differences in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uses of various languages.Some have claimed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East Asian people are disposed to an “indirect”or “nonlinear” form for essays, in which the thesis is left unstated or stated at the end, which may interfere with composing an American-style essay in which the thesis is stated directly at the beginning.This claim does not seem to be true, either.Still oth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life-lo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harmony and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other elders would cause a “discourse mismatch”,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challenge others in vigorous give and take.But in fact Chinese students readily argue with others, when the situation requires or affords this stance.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incorporates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investigated in contemporary reading research and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accessible in Chinese to a wide audience.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de dissemination of the series books will lead to improvement the qualities of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curriculum design,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hina.

Richard C.Anders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ad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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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教育理论问题研究



第1章 拼音与阅读——拼音在汉语阅读发展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Piny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ading

[美国]李文玲（Wenling Li）[1]

[美国]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2]

[中国]姜薇（Wei J iang）[3]

[中国]舒华（Hua Shu）[4]

[中国]洪恬（Tian Hong）[5]

本研究通过两个系列的研究数据试图探讨汉语拼音在汉语读写能力中的作用。通过比较汉语中语音意识、语素意义、拼音熟练度及汉语读写能力来探讨其间的关系。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选取一年级小学生参与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读写能力和拼音熟练度的测验。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表明，拼音中的语音意识包括声调、声母、韵母和音节意识等的加工技能优劣直接影响儿童熟练掌握拼音的能力，即拼音熟练度更高者需要更高水平的语音意识。拼音熟练度直接影响之后的汉语读写能力发展，然而汉语的语音意识却不能直接预测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语音意识对后来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作用则是通过拼音熟练度的中介作用完成的。同时，语素意识对儿童后期汉语读写能力有直接的预测作用。此外，语素意识对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程度比拼音的影响作用要大。

焦点阅读

·本研究通过比较汉语中语音意识、语素意义、拼音熟练度及汉语读写能力来

探究其间的关系。语音意识对后来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作用，是通过拼音熟练度的中介作用完成的。同时，语素意识对儿童后期汉语读写能力有直接的预测作用。此外，语素意识对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程度比拼音的影响作用要大。

关键词

汉语拼音，语音意识，读写能力，语素意识

前言

汉语拼音是一套辅助汉字读音的注音系统。中国大陆的孩子在一年级学习汉字之前会先学习拼音。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新汉字的发音。儿童早期的汉语拼音学习是否可以提高孩子以后的汉语读写能力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在拼音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在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tanovich & Siegel，1994；Goswami，1993；Perfitti，1991；Bradley & Bryant，1983）。但是，对于属于形意文字体系的汉语来说，拼音在汉语学习中的作用是否如语音意识在拼音文字语言学习中那么重要呢？本研究试图探讨汉语拼音在语音意识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拼音学习和汉语读写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

汉语拼音的主要作用是辅助汉字拼读，可以提供汉字发音的线索（Shu，Chen，Anderson，Wu & Xuan，2003；Zhou，1978）。1958年，汉语拼音教学开始在语文教学中运用。自此，拼音教学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表现出非常好的辅助效果（冯志伟，2008；舒华，刘宝霞，1994）。一些研究表明，拼音可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不熟悉的汉字（e.g.，Huang & Hanley，1997；Fredlein & Fredlein，1994；Dai & Lu，1985）。当学生不知道如何读写中文时，可以使用拼音，这样可以提前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和写作技巧。它打破了“汉字—阅读—写作”的传统教学过程，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拼音教学上。但同时，拼音教学也表现出一定的副作用。一些教师反映拼音学习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并且学习拼音让学生觉得无聊，它甚至影响了学生后续学习汉字的学习动机（李虹，2011）。伍新春等人（2002）研究发现，低能力学生的汉字学习效果反而受到注音方式的干扰。此外，在传统课堂教学中，阅读材料的注音方式也不影响生字学习的效果（伍新春，李虹，刘振宏，2009）。至今关于拼音学习作用的争论还在继续。争论主要围绕在以下4点：①在拼音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与阅读的关系；②在非字母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和阅读之间的关系；③拼音学习和语音意识之间的关系；④拼音学习与汉语阅读发展的关系。

在拼音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和阅读的关系

许多研究显示语音技能和阅读以及书写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语音意识和阅读以及书写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语音意识的测试包括创造拼读，音节或音位分割，组合和押韵以及单词识别（e.g.，Foorman，Francis，Novy & Liberman，1991；Tunmer et al.，1998；Durgunoglu，Nagy & Hancin-Bhatt，1993），争论的观点主要有3种。

大量研究支持语音意识是一个预测阅读能力发展的最有力的指标（e.g.，Bradley & Bryant，1983；Goswami & Bryant，1990；Wagner，Torgesen & Rashotte，1994）。一些追踪研究的结果显示，儿童在幼儿园时期的语音技能可以很好预测之后词汇阅读量的成绩（e.g.，Byrne，Freebody & Gates，1992；Foorman，Francis，Novy & Liberman，1991）。麦克道尔等人（McDougall et al.，1994）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的韵母判断和音位删除测验成绩与其朗读成绩呈正相关。海切尔等人（Hatcher et al.，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语音分割技能的外显训练后，相比于控制组，实验组儿童的阅读能力有较大提高。研究者（Cheung et al.，1999）探讨语音技能方面的训练对辅音音位删除和阅读测验上的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语音训练对儿童的单词阅读有显著的提升。

与前一种观点不同，部分研究者认为语音意识与词汇阅读的本质关系是阅读技能影响后续语音技能的发展，换句话说，语音技能的发展是阅读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e.g.，Morais，Cary，Alegria & Bertelson，1987；Wagner & Torgesen，1987，；Wagner et al.，1997）。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儿童在完成语音任务时使用拼写策略。研究者 （1989，Wagner et al.，1997引述）认为，学习阅读和书写有利于语音意识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蒂默（Tunmer，1991）建议一些语音加工的指标可以作为阅读成绩的间接指标（引自Wagner et al.，1997，p.469）。

关于语音意识和阅读之间关系的第三种观点是，二者的影响是双向的（e.g.，Wagner et al.，1994）。这种观点认为，正如音位意识引发了快速阅读的习得一样，教育和接触阅读拼音文字也使语音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在部分追踪和干预研究中发现，对语音结构的敏感性（也就是语音方面的能力）影响了阅读技能的发展，同时阅读能力的个体差异也影响后续的语音意识发展。虽然语音意识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在学习阅读拼音语言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或作为一个发展的结果，但是语音意识对阅读的预测作用仍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坚定的支持（e.g.，Goswami & Bryant，1990；Muter，Hulme & Snowling，1998）。

在非拼音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和阅读的关系

语音意识是指个体对语音的单位（包括音节、音位等）进行分析和操作的能力。前人研究表明，拼音文字语言体系中语音意识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如果是非拼音文字，如汉语，人们的语音意识是如何发展的呢？研究者（Perfetti，Zhang & Berent，1992）提出了一个通用的语音原则，即语音使用是阅读的普遍特征，它存在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该理论基于语音和文字在所有语言中密切相关。任何语言中的语音感知过程，似乎都在某种形式上需要内隐的语音意识。大量的语音信息在读者脑中通过数量有限的音位单位被感知和存储。利伯曼等人（Liberman & Shankweiler，1991，引自Ho & Bryant，1993）认为，人们在听到言语时能够从声音信息中获取语音信息是由某种先天的生物学机制驱动的。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语音意识在非拼音文字的汉语的阅读习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研究者（Hu & Catts，1998）探讨语音加工技能是否与汉语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语音意识的成绩与汉语阅读成绩存在相关。另有研究者（Huang & Hanley，1997）考察了中国台湾一年级儿童不同注音符号学习时期的语音意识与阅读能力，测验分别在儿童学习注音符号之前，刚刚学习了注音符号之后，以及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进行。结果发现儿童在学习注音符号之前的语音意识成绩与第一学年结束时的汉语阅读能力高度相关，但是当排除了学前阅读能力的成绩后，相关显著减弱。研究者（Ho & Bryant，1997）测量中国儿童3岁时的韵母判断和声调判断的语音意识，并且在2年和3年后测量其汉字和假字的阅读成绩。结果表明，早期的语音意识可以预测以后的阅读能力。此外，在控制了用于测量语音编码能力的假词阅读任务后，语音意识不能预测之后的汉字阅读成绩。由此，该研究认为，语音意识通过编码来影响阅读能力。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在非拼音文字体系里，如汉语，阅读发展和语音意识的关系也十分紧密。

语音意识和拼音阅读的关系

中国的孩子们在进入小学一年级时，会在开始学习汉字之前进行为期10周的拼音学习（Cheung & Ng，2003）。拼音是注音拉丁化的汉字读音体系，包括声母、韵母、声调3个部分。这3个部分都非常重要，因为在汉语普通话中所有的有效音节都由4声调、21声母和36韵母组成。关于汉语拼音学习与儿童语音意识的关系有许多的争议。

不同于部分汉字可以通过字形（如形旁）提供语义信息，拼音并不包含任何具有直接意义的信息。因为汉字的音节数量有限，所以存在大量的同音字同音词，但是单从语音是无法理解其意义并加以区分的。例如，“致癌”（表示导致癌症）和“治癌”（表示治愈癌症）虽然同音，但其意义却大相径庭。比起诸如声母判断、韵母判断和声调判断这样的语音意识任务，拼音阅读需要更高水平的认知加工。例如，拼音阅读任务，要求儿童阅读由拼音组成的句子。完成这个任务时，儿童需要加工声母、韵母和声调等信息，并且把音节保存在工作记忆中，之后将音节与语境相结合，从而理解句子的意义。例如，呈现一张图片和与含有该图片语义的不完整的拼音句子，之后要求孩子根据图片把拼音句子填写完整。句子是：liǎng gè nán hái zǐ zài tī    （两个男孩子在踢足球）。如果孩子不能正确拼出每一个音节，不能清楚明白每个音节的意义，或者孩子编码音节太慢，语言记忆容量有限，那么他们都将不能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换言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将导致儿童阅读理解整个句子的困难。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阅读拼音和汉字激活的脑区相似。研究者（Chen et al.，2002）使用功能核磁成像技术比较了阅读拼音和汉字时相关脑区的激活模式，他们发现无论是阅读拼音还是汉字，二者都在相似脑区，即在颞下回、顶上小叶等区域有比较高程度的激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拼音和汉字阅读都需要高层次的认知加工，并且共享了一些主要加工机制。

霍尔姆等人（Holm & Dodd，1996）测查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内地，越南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的语音意识。中国香港学生的成绩比其他3组更差，而有拼音学习经验的中国内地学生则表现良好。研究者（Cheunget al.，2001）比较了中国香港、中国广州和新西兰的同龄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新西兰儿童语言体系为英语，中国香港和广州的孩子们都讲粤语，并使用相同的书面语言系统，但中国广州儿童有学习拼音的早期经验。结果发现新西兰孩子的语音意识优于中国香港和广州的孩子，此外广州的孩子语音意识比香港的孩子更好。这表明，语言体系以及语音相关技能训练的经验都对于语音意识的发展有影响作用。

汉语阅读和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大量的研究表明，阅读过程涉及独特的语言加工过程和表征系统（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Hu & Catts，1998；Holm & Dodd，1996；Soik & Fletcher，2001）。语音意识是拼音文字体系下的儿童学习阅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能力（Goswami，1993；Perfitti，1991；Bradley & Bryant，1983）。英语中的单词与音位对应，其遵循形音转换规则，但是这些无法适用于汉语。汉语是以汉字作为书写的最小单元，同时语音处在单音节水平上。此外，汉字中有一部分是形音字，即汉字的一半是用于提供汉字语义信息的形旁，另外一半是提供汉字语音信息的声旁。例如，钢（gāng），左侧形旁为“钅”，表示金属相关的意思，而右侧的“冈”，则表示发音。汉字不存在字母与音素之间的联结，但是存在汉字—音节和汉字—语素的对应关系。

汉语被定义为语素—音节文字，其最小的发音单位是音节。汉字中有95%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中大部分由形旁和声旁组成，即由语义和语音部分组成（周晓林，2002）。其中，表形旁的成分提供了汉字语义类别范畴的线索，表声旁的组件提供了关于汉字语音的信息，但发音规则依赖于部件和整个汉字的语音规则性和语音一致性（Anderson et al.，2003）。因此，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可能是通过汉语的编码机制来影响儿童后期语言读写能力的发展。

在拼音文字中，字母基本与所表征的语音相映射，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则是间接的。与之相对应的，在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体系里没有明确的语音和字形的对应规则，但是字形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因此，基于语言特殊性原则，在中文阅读习得中语音意识的作用要弱于拼音文字系统，李文玲等人（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认为语素意识比语音意识对汉语儿童汉字识别能力的影响更深远。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测试任务去考察一年级开始时阶段、一年级结束阶段、四年级开始阶段以及四年级结束阶段儿童的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阅读熟练度。在对各个阶段的阅读流畅性变异的分析中，语素意识都比语音意识的解释率更大。例如，一年级开始阶段，在排除了语音意识的影响后，语素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达到了22.6%，而语音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在排除了语素意识的影响后，虽然仍然显著，但解释率降低到了4.4%。在四年级开始阶段，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分别为37.5%和1.2%。另有研究者（Fu & Huang，2000）探讨了语音和语素训练对二年级低成就学生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的训练可提高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

由上述可知，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例如，汉语拼音学习和语音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拼音学习和后期的读写能力存在怎样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收集了两批北京儿童的数据，考察了其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水平和汉语读写能力等各项能力。我们试图描绘一个可以解释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心理语言能力发展的模型。

实验一

被试

测试者是来自北京地区的290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测验和程序

所有学生都接受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熟练度和一年级期末的汉语读写能力等各项测试。这些数据是在一年级收集的，后期汉语读写能力测试是在这组被试在二年级下学期时收集的。

语音意识

语音意识测验根据不同的语音成分对儿童进行考察。汉语中声母、韵母和声调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中语音意识测试包括音节反转（syllable reversal）、声母辨别（onset discrimination）和声调辨别（tone discrimination）3个任务。

音节反转。主试大声朗读一个双音节、三音节或者四音节的单词，要求儿童按照音节相反的顺序读出来，如/巧克力/的答案就是/力克巧/。

声母辨别，即声母删除。主试大声朗读一个音节并要求儿童删除音节的声母，如从音节/bāo/中删除声母/b/，答案为/āo/。

声调辨别。主试读出一对音节，并要求儿童判断两个音节的声调是否一样，如/fēng/和/cháng/声调不同，而/bāo/和/huī/声调相同。

语素意识测试

该系列测验用于考察儿童对于汉语词素的觉察。本研究中的语素意识测试包括考察词素水平的语素意识测试，如语素辨别（morpheme discrimination）、语素迁移（morpheme transfer）。此外，本研究还加入了词根水平的语音意识测试，如形旁意义判断（radical meaning judgment）。

语素辨别。该任务与布莱恩特和布拉德利（Bryant & Bradley，1985）的任务相似，由主试朗读一组4个双字词。这些双字词都与儿童的口语水平相符。每组里面的4个双字词都含有一个同音字，但是这个同音字在4个双字词里面的语义是不同的，即4个词语中的1个与其他3个意义不同。例如，/建设/，/健康/，/健壮/，/健美/，都含有一个同音字/jìan/，但是/建设/中的/jìan/与其他3个/jìan/的意义不同，所以该题的答案是/建设/。本测验为一对一进行施测。

语素迁移。采用学习—测试模式，在学习阶段，主试分别呈现2张同音汉字的卡片并以儿童熟悉的词语解释其含义。在测试阶段，主试口头读出一个词语，视觉呈现先前呈现的2个汉字，要求儿童选出应该使用哪个汉字。例如，学习阶段呈现的同音汉字是“心”和“新”。主试解释第一个卡片时说“看，这是‘心’，心脏的‘心’”，然后介绍第二个卡片并说明“看，这是‘新’，新闻的‘新’”，当学习阶段结束开始测试时，主试读出一个词语“新年”，并让儿童选出应该是哪一个“xīn”，该题的答案应该是第二个卡片上的“新”，因为它代表“新旧”的“新”。所有题目都是儿童口语熟悉的词汇。本测试以群体实施的方式在整个班级的同学进行。

形旁意义判断。本测试的目的在于考察儿童在提供语境的情况下匹配形旁与词义的能力。首先，主试在答题纸上给儿童视觉呈现缺少一个汉字的句子，同时提供4个选项。主试大声阅读完整的句子两遍，要求儿童在听到句子后选择合适的汉字填到空白处。所有的目标汉字儿童都不熟悉，但是可以通过汉字的形旁得到线索。例如，答题纸上呈现“海__会飞，也会游泳”以及4个选项“①欧，②殴，③怄，④鸥”，正确答案“④鸥”，因为“鸥”的形旁是鸟，而题目的语境提供了关于海鸥是一种鸟的线索。本测试以群体实施的方式在整个班级的同学进行。

拼音熟练度测试

该测验用于考察儿童在拼音句子阅读中的拼音能力。本研究采用拼音句子阅读（Pinyin Sentence Reading）进行考察。该测试为纸笔测试。每个题目包括一幅图和一句用拼音撰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一个词语空缺。任务要求儿童认真看句子和图片，理解并用拼音把词语填在空白处。例如，句子是“___zài mǎ lù shàng pǎo”，图片表明一辆汽车在路上跑，儿童应该在空白处填写/qì chē/。

早期汉语阅读能力

该测验用于考察儿童早期阅读能力，采用汉语句子理解（Chinese sentence comprehension）进行考察。该测试由斯蒂文森（Stevenson）和其同事（1982）设计的测试改编而来。每个题目里，儿童需要阅读一个包含一些不熟悉的汉字的句子，并从呈现的4个图片中选出和句子意思相符的一个图片。该测验是在一年级上学期进行测试的。

发展后汉语读写能力

汉语读写能力用于考察儿童一年后的汉语读写能力，包括句子阅读（sentence reading）、词汇（vocabulary）和汉字书写（character writing）。该系列测验在学期末进行。

句子阅读。仍然采用由斯蒂文森和其同事（1982）设计的测试改编而来的测试，每个题目里，儿童阅读一个包含一些不熟悉汉字的句子，并从呈现的4个图片中选出和句子意思相符的一幅图片。

词汇。该测验以纸笔测试形式群体测试实施。主试大声读出目标汉字，要求儿童从答题纸上的4个汉字选项中选出正确一项。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教科书中随机选取20个汉字，每一个目标汉字的干扰选项为意义相近的汉字。例如，主试读出“左，左边的左”，儿童需要从“上，下，左，右”4个选项中选出“左”。

汉字书写。要求儿童在5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写出汉字来。

结果与讨论

表1-1总结了在一年级时儿童各项任务的成绩。各个测试任务的项目数，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和信度（α系数），信度值结果表明大部分测试题目难度合适。一些测验任务系数过低，可能由于项目数过少，如语素辨别、语素迁移和汉语句子理解任务。这可能会是该测验有待改进的地方。

表1-1 一年级学生在各任务的正确率描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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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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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汉语的语音意识、拼音学习以及后来汉语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欲通过路径分析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在路径分析前对几个重要变量先进行了回归分析以便于建立路径分析的模型。在回归分析中，研究者主要试图探明早期的拼音熟练度是否可以预测后期的汉语阅读能力，同时如果控制早期的阅读能力，早期的拼音熟练度是否仍然可以预测后期的汉语阅读能力。

表1-2至表1-4展示了早期阅读能力和拼音熟练度预测汉语书写能力的多重回归结果。表1-2中展示了当句子阅读任务为因变量时，其结果表明在排除了早期汉语阅读分数的影响之后，儿童拼音熟练度仍然能够较强地预测后期的汉语阅读阅读能力，其依旧可以解释变异的5.1%（F=15.91，df=273，p<0.01）。而当我们用早期阅读能力和拼音熟练度去预测汉语词汇量多重回归结果时，得到的结果与汉语阅读能力的结果相似，当排除了早期汉语阅读能力的影响外，儿童拼音熟练度仍然能够较强地预测后期的汉语词汇量能力，其依旧可以解释变异的5.4%的变异（F=16.30，df=275，p<.001）（见表1-3）。同样，当儿童后期的书写能力作为因变量时，在排除早期汉语阅读分数的影响后，儿童拼音熟练度依旧能够较强地预测后期的汉语书写能力，其解释5.8%的变异（F=17.24，df=278，p<0.01）。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了拼音熟练度可以预测之后的汉语书写能力发展的假设。然而，如果我们想进一步了解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熟练度和汉语书写能力的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路经分析。

表1-2 多重回归分析—因变量：后期的汉语句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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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多重回归分析—因变量：后期的汉语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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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多重回归分析—因变量：后期的汉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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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后文同。

路径分析依据一些研究者（JÖreskog & Sorbom，1983）描述的方法进行，该方法允许研究者根据各个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假设而建立假设模型，然后通过计算系数矩阵确定观测数据是否能与假设模型符合。在实际操作中，提出假设模型，使用LISREL程序计算实际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并建立标准化的路径系数。本研究中，路径分析使用LISREL程序完成，观测变量使用方框，潜变量使用椭圆形表示，通过最大似然法建立模型，一年级数据的标准化的在图1-1中表示。模型拟合度的指标为RMSEA，低于0.08可以接受，GFI为“1”意味着完全拟合，χ2是拟合方程的最小值，也受自由度的最大影响。根据布朗等人（Brown & Cudeck，1993）的建议，RMSEA和GFI可以作为模型拟合的更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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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路径分析图

图1-1显示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熟练度与之后的汉语读写能力相互关系的路径模型。路径分析表明模型的各项指标均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RMSEA=0.056，p<0.01，GFI=0.96。本研究中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主要的关注焦点，拼音熟练度和语素意识都对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相关显著，并且语素意识的预测力更强一些。这与李文玲等人（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图1-1标示的系数是路经系数，它是标准分数。从期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汉语读写能力是由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的3个测验来测试的。拼音熟练度和语素意识直接贡献给汉语读写能力。语音意识不能直接预测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但却能够通过拼音熟练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对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起作用。换言之，声调、声母和音节意识这些基本的语音加工技能优劣直接影响儿童掌握拼音的熟练能力，即拼音熟练度更高者需要更高水平的语音意识。拼音熟练度直接影响之后的汉语读写能力发展。此外，语素意识对后期汉语读写能力的贡献（0.35）要大于拼音熟练度（0.29）。这一点也表明汉语字形—字义的关系相对于字形—字音的关系对汉语读写能力更为重要。

实验二

实验一的结果从多重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两个角度出发，支持了拼音学习能促进儿童的汉语读写能力这一假设。多重回归分析表明即使去除了早期汉语阅读能力的影响，拼音熟练度仍强烈地预测后期汉语阅读能力；路径分析表明拼音熟练度与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密切相关。但是，实验一的结果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拼音熟练度只以一项拼音句子阅读测试任务的成绩作为指标，降低了测验的信度，影响实验结论。实验二，各个测试任务均增加了项目数，拼音熟练度增加了一个新的测试任务。

被试

被试是来自北京地区6所小学的540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半学校的儿童的父母接受良好教育，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其余学校的儿童的父母教育水平较低，从事无技术水平的工作。

测验和程序

所有学生都接受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熟练度和一年级期末的汉语读写能力等各项测试指标。首次测试在完成10周的拼音教学后，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熟练度、早期汉语阅读能力测验。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测验仍然在二年级后半学期。

语音意识

语音意识测试用包括声调辨别和韵母辨别（rime discrimination）2个测试。

声调辨别。主试呈现一对音节，要求儿童判断声调是否一致。

韵母辨别。主试口头呈现一对音节，要求儿童判断两个音节的韵母是否一样。

语素意识

语素意识测试包括形旁形式判断（radical form judgment）、形旁意义判断和语素辨别。形旁意义判断和语素辨别与实验一使用的测验相同。

形旁形式判断。该测试为群体测试，要求儿童从4个不熟悉的汉字中选择看起来不同的一个汉字。例如“印，都，却，即”，答案是“都”，因为它的形旁与其他3个选项的形旁不同。

拼音熟练度

拼音熟练度测试包括2个测验，分别是拼音听写（pinyin dictation）和拼音句子阅读。拼音句子阅读与实验一使用的测验相同。

拼音听写。要求儿童听写出一个双音节词语的第一个音节的拼音。

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

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测试包括3个测试，句子阅读、词汇和词语听写（word dictation）。该测验在儿童一年后完成一年级学习时进行测试。

句子阅读与实验一任务一样，句子项目数为30。

词汇量。该测验选取了190个汉字，80个汉字从小学课本一年级教科书中随机选取，70个选自课外阅读教科书，另有40个假字。任务要求学生选出他们知道读音和含义的汉字。

词语听写，要求儿童听写出汉字或者词语。

结果与讨论

表1-5描述了各项任务的数据，包括项目数、信度系数。与实验一相比，每个测验的项目数增加，且各个测验的信度均得到改善。由α系数表示的信度结果表明各个测试题目难度合适。

表1-5 一年级学生在各任务的正确率描述结果

[image: ]

图1-2显示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和汉语读写能力相互关系。路径分析获得了模型拟合系数都比较理想，RMSEA=0.076，p<0.01，GFI=0.95。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实验一的结论。与实验一的结果一致，语音意识不能直接预测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语素意识和拼音熟练度可以强烈地预测后期汉语读写能力。同时，语音和语素意识都能影响拼音熟练度。语音意识对后来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作用是通过拼音熟练度的中介作用完成的。此外，语素意识对汉语读写能力的影响程度比拼音的影响作用大。

拼音熟练度对汉语读写能力非常重要，拼音熟练度不仅要求熟练地掌握拼音中各子技能（如音调、元音、辅音等），同时还要能够有加工整合的能力。拼音句子理解不仅是对语音级的加工，而且还要有语意级的加工，甚至有句法及句子理解，图1-2语素意识对拼音熟练度的贡献可能也是体现了这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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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实验二的路径分析

语素意识对汉语读写能力的贡献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汉语本身的特点就是形意文字，语素意识自然对汉语的读写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结果再次确认了汉语语素意识与读写能力的正相关关系（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Packard，et al.，2006）。当它与拼音熟练度相比较时，它对汉语读写能力的贡献还要大于拼音。

在目前的拼音教学中，我们对拼音的教学要求有降低的趋势，人们往往认为拼音只是汉语的注音工具，只要会读会认就可以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拼音的熟练度对汉语读写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拼音掌握得越熟练，后期汉语能力也就会越高。

结论

语音意识在非拼音文字体系，如汉语同样对汉语读写有重要影响，这一点是与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的，但同时它又呈现了不同的特征。本研究通过2个系列研究数据探讨拼音熟练度与儿童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早期的语音意识不能直接预测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是通过影响拼音熟练度的发展而对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起作用。儿童早期的语素意识直接与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有关。这一结果对汉语教学实践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拼音熟练度可以影响儿童后期的汉语读写能力，在拼音教学中，简单地教授拼音发音还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要熟练地掌握拼音，才可以达到促进汉语学习的目的，因此拼音教学的质量至关重要。

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piny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 through two studies.All first grad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in two studies with the task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pinyin familiarit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how pinyin learning impacted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The results of two studie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s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cluding onset, rime, tone and syllable awareness influenced children’s pinyin familiarity.The pinyin familiarity directly impacted later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However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won’t predict later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The impac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 was mediated by pinyin familiarity.Meanwhile Chinese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predicted late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 strongly, additionally the impact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is stronger tha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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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儿童中文阅读能力的比较——中国儿童阅读水平研究



The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ficiency

[美国]李文玲（Wenling Li）[1]

[中国]薛锦（J in Xue）[2]

[中国]舒华（Hua Shu）[3]

本文致力于研究学前到小学六年级儿童阅读水平的发展。3个主要的研究问题是：①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趋势是什么；②在儿童阅读能力发展过程中，什么因素对阅读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因素之间（如速度、工作记忆与元语言意识）的关系是什么；③哪项任务能够最有效地测量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本研究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13所公立学校和幼儿园中，从学前、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抽出2379名学生。这些被试完成了一套阅读和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测验，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速度、工作记忆、汉字命名及流畅性阅读。MANOVA结果显示，儿童在所有任务上的分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因素分析表明，因子结构在不同年龄组呈现出一致性；不同年龄段都呈现4个主要的因子——语素意识、速度、语音意识及工作记忆；这些因子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速度是伴随元语言意识加工的，而工作记忆相对独立于元语言意识加工。同时，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任务成为测量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两个最好的指标。该研究对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和测评提供了实证性的证据，并且对中国儿童的阅读教学和测评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焦点阅读

·本章介绍了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与测评。究竟什么因素影响儿童阅读能力发展呢？什么样的测验能最有效地评估儿童的阅读能力呢？

关键词

汉语阅读，命名，流畅性，测评，阅读测验，阅读水平，儿童阅读

前言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阅读成就与许多认知技能有很强的相关，如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正字法意识 （orthographic awareness）、工作记忆及快速命名 （e.g.，Adams，1990；Arnbak & Elbro，2000；Bradley & Bryant，1983；Brittain，1970；Carlisle & Fleming，2003； Carlisle & Nomanbhoy，1993；Carlisle，1995，2000；Casalis & Louis-Alexandre，2000；Cassar & Treiman，1997；Cunningham，Perry & Stanovich，2001；Ehri，1997；Ehri，2005；Goswami & Bryant，1990；Mahony，Singson & Mann，2000；Mattingly，1984 ）。这些认知技能对阅读的贡献作用在中文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Anderson，Ku，Li，Chen，Wu.& Shu，2004；Ho，Chan，Lee，Tsang & Luan，2004；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Li，Shu，McBride-Chang，Liu & Peng，2012；McBride-Chang，Shu，Zhou，Wat & Wagner，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5；Shu，Chen，Anderson，Wu & Xuan，2003；Shu & Anderson，1999；Shu，McBride-Chang，Wu & Liu ，2006）。然而，在中文的研究中，相应的问题也摆在了面前：什么因素对阅读成就起最重要的作用？相应地，何种测验最能有效地测量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呢？有些标准化的阅读测验编制出来用于评估阅读障碍的儿童，如美国的伍德科克阅读成就测试 （The Woodcock Reading Mastery Test），香港有标准化的读写障碍测验（香港中文大学）。遗憾的是，在中国内地很难找到一套能测量阅读以及与其相关的语言和认知能力的标准化测验。因而中国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研究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本研究致力于开发一套测试中国儿童阅读能力以及相关的认知技能发展的测验，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学前、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小学儿童阅读和相关的语言和认知技能的发展，以及其间的内在关系。

中文阅读中元语言意识与认知技能

在拼音文字中，语音意识是阅读发展和阅读困难的核心要素，主要使用音位意识（phonetic awareness）来测量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e.g.，Leij & Morfid，2006；Goswami& Bryant，1990；Ramus，2003）。大量有关阅读发展的研究都强调了语音意识在中文阅读中的作用 （Ho & Bryant，1997；Hu & Catts，1998；Shu，Peng & McBride-Chang，2008）。中国内地和香港使用不同的汉字发音的教法及材料，因而测量儿童语音意识发展的任务设计得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及中国内地的汉语研究中，音节删除或韵母删除任务经常作为儿童早期语音意识发展的指标（e.g.，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Shu et al.，2008；Li，Shu，McBride-Chang，Liu & Peng，2012）。舒华等人的研究发现，中文阅读中语音意识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Lei，Pan，Liu，McBride-Chang，Li & Zhang ，2011；Shu et al.，2008）。当中国内地的儿童进入小学阶段，儿童开始学习拼音。拼音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拼音这种音节的呈现方式对儿童来说就很熟悉。舒华等人对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2008）发现儿童在学习拼音以后音位意识迅速增强，而且音位意识在学龄儿童阅读障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i，Shu，McBride-Chang，Liu & Xue，2009；Shu，McBride-Chang，Wu &，Liu，2006）。 除此之外，声调在中文里具有比较特殊的特征，很多拼音文字不具有此特征，多项儿童中文阅读的研究已经发现声调对中文阅读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Zhang，Zhang，Shu et al.，2012；Shu，McBride-Chang，Wu & Liu，2006），但声调在儿童阅读发展中的作用却很少有研究报告的。因此，为了全方位地对不同年龄儿童的语音意识进行分析和探讨，本研究测量的语音意识中，除了考虑音节意识、音位意识，还增加了声调意识。

相比语音意识的研究来说，语素意识的研究相对较少。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语素意识是对语素及字词形成规则的操作能力（Kuo & Anderson，2006）。在英文复合词中一般一个词对应着一个语素，如work 在 homework 和 housework 使用共同的语素“工作”，这样就有利于儿童对新词汇的学习 （Nagy，Diakidoy & Anderson，1993；Packard，2000；Packard，Chen，Li，Wu，Gaffney，Li et al.，2006）。福勒等人（Fowler & Liberman，1995） 的研究发现二年级到四年级儿童的读写任务与语素任务呈现明显的相关，而且在控制了年龄和词汇知识后仍然相关显著。另一项4年的追踪研究也同样发现语素意识在阅读发展中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要优于语音意识、早期阅读能力及智力（Deacon and Kirby，2004）。而中文的情况就不同了。中文是属于语素—音节书写系统，不同于拼音语言。中文中的一个字往往会有多种意思，它可以组成不同意义的词汇，如“马”可以组成“马背”和“马上”。中文中，经常会出现同字不同音不同义或者同字同音不同义的情况，如“假”在“假人”和“放假”中的读音和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中文还有大量复合词或者称双字词/多字词，其中相同的单字在不同的复合词中对应着不同语素，如“面”在“面孔”和“面包”里的意思就不同了。近10年越来越多的关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开始关注语素意识在阅读中的作用。过去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早期的语素意识能够预测儿童今后中文的阅读水平（Taft，Liu & Zhu，1999；Taylor & Taylor ，1995；Tong，et al.，2009；Nagy，et al.，2002；Ku & Anderson，2003）。如果早期语素发展不利，还会造成儿童中文阅读的障碍（Li，Shu，McBride-Chang，Liu & Xue，2009；Shu，et al.，2006）。劳伦斯（Lawrence，2008）测量了一年级有语音障碍的儿童的语素意识，结果发现语素意识是唯一一个与书写能力任务有显著关系的变量。

正字法意识是指一般包括特定单词的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和正字法规则的抽取（如字母结合频率和位置频率的知识）。在语音加工能力得到控制后，正字法技能仍显著解释单词识别技能的独特变异，语音技能和正字法技能对阅读发展具有各自独特的贡献（Goswami，1999；Goswami，Gombert & Barrera，1998）。关于中文的研究也显示，正字法意识贡献于阅读能力（Ho & Bryant，1997；Shu & Anderson，1997），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李虹，彭虹，舒华，2006；Li，Shu，McBride-Chang，Liu & Peng，2012；Peng & Li，1995）。中文阅读中，汉字结构比拼音文字更具挑战性。有80%的中文字是合体字，包括声旁和部首。在中文里有1000多个声旁和大约190个部首。每个部首有其特定的结构，传达着某种意义信息，如部首“虫”意味着和昆虫相关。学习中文要掌握这些部首代表的意义；第二个学习中文的难点是，部首在每个字的位置具有不确定性。学生不仅需要记住部首，同时还要记住它的位置，如“扌”总是出现在字的左边；最后一个难点是，部首和声旁的组合。正确的结构和合理的位置并不一定是个真字。有些研究已经表明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的重要性（Shu & Anderson，1998；Ho，Ng & Ng，2003），研究发现有中文阅读障碍的儿童有正字法意识缺失（Ho et al.，2004）

除了元语言意识对阅读发展的重要性以外，某些认知技能同样至关重要。阅读发展研究发现，所有认知活动都要分享有限的容量 （e.g.，Booth，Perfetti & Macwhinney，1999）。这里的容量指的是工作记忆。汉森和波维（Hansen & Bowey，1994） 测查了二年级儿童语音加工技能、语词工作记忆和阅读能力。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不仅表明语音加工技能和语词工作记忆能够有效地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同时还揭示了语词工作记忆在儿童阅读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文理、刘翔平、张婧乔 （2006） 发现，工作记忆是决定中文阅读成就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他们发现在中国内地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言语记忆方面都明显劣于同龄的控制组儿童。另有研究者（Ho & Lai，1999）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香港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语音记忆方面也明显落后于平均水平；然而，在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在有效地控制了视知觉、视记忆、正字法加工、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后，语音记忆则没有呈现出与阅读技能的高相关（Ho et al.，2004）。那么，这是否由于这些变量相互之间存在高相关导致的；在控制了大量的变量之后（包括视知觉、视记忆、正字法加工、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语音记忆中某些成分也随之丢失，同时也丧失了它对阅读能力的贡献，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快速命名被公认为是阅读能力的重要指标，尽管有些研究发现，快速命名在形音对应规则程度高的文字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那些形音对应规则程度低的文字 （Georgiou，Parrila & Liao，2008），仍然有大量研究表明快速命名在中文阅读中的作用，即使是形音对应很低的文字也同样如此 （Chow，Burgess & McBride-Chang，2005；Ho & Lai，1999；Hu & Catts，1998；Pan，McBride-Chang，Shu，Liu，Zhang，Li，2011；Shu，Meng & Lai，2003）。到目前为止，我们确认快速命名在阅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它的具体作用还缺乏了解，如它对阅读的贡献是仅限于对元语言意识，还是对一般的认知发展。

虽然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因素与阅读发展呈现高相关，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上述阅读相关因素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阅读作用存在差异。例如，学前期和小学一年级儿童的语音意识就经历了3个水平：音节，音韵和音位水平（McBride-Chang，Bialystok & Chong et al.，2004）。快速命名的4种范式中，图片和物体命名速度对低年级和学前儿童的阅读预测作用更明显，而数字和字母命名速度更反映文字经验，对高年级儿童阅读的预测作用更显著（Meyer，Wood， Hart et al.，1998）。正字法技能不同方面的发展也是儿童在不同年龄的阅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李虹，彭虹，舒华，2006）。加工速度可能作为一个一般的限制条件，对正字法知识、单词识别技能的发展产生影响（Sawyer，1992）。目前，研究者试图对语素意识与阅读发展的关系进行深一步的理论探讨。一种解释认为语素意识对儿童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发展有着直接的预测作用；但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的关系是双向的（Kuo & Anderson，2006）。语音意识的发展研究表明语音意识与学习阅读有着双向的关系 （Ehri & Wilce，1980；Perfetti，Beck，Bell & Hughes，1987）。 同样，语素意识与阅读发展可能也是双向的，包括双向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阅读与书写技能的发展激发了对某种语素特质的意识，与此同时，语素意识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改善阅读技能。

综上所述，对阅读起重要作用的认知因素出现阶段性的变化，在低年级基本的认知能力，如工作记忆、快速命名等起更重要的作用，而在高年级阶段，语言精细加工技能，如音位表征、语义的精细表征能力及高级的形、音、义之间的整合能力对阅读的作用更大。然而，在以往的汉语阅读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确切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动态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致力于探究这些技能随年龄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随着年龄发展的动态关系。

研究问题

本研究有3个主要的研究问题：一是研究和分析儿童从学前期到六年级阅读能力的发展趋势。二是探究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间的关系；三是分析哪些测验能够最好地预测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使教师或研究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儿童阅读能力的成绩。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13所幼儿园和13所公立学校分别抽取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共抽出2379名学生。这些被试完成了一套阅读以及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测验，测查内容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快速命名，工作记忆、汉字命名及流畅性阅读。

研究方法

被试

被试的选取是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我们选择了学业成绩高、中、低3类学校。2007年，我们从北京公立小学和幼儿园随机从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抽取了相近数量的学生。具体的学生人数见表2-1。

表2-1 被试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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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和程序

所有学生参加阅读成就测验及智力测验（IQ）。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技能测验包括语音意识包括韵母判断、声调判断、音节删除（只有学前和一年级儿童参与），语素意识（语素辨别和语素产生）、记忆（数字记忆和汉字记忆）、快速自动化命名（RAN）和正字法意识；两个阅读测验包括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只有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参加流畅性阅读测验）。儿童的智力水平的测量使用中文版瑞文标准化推理测验 （Zhang & Wang，1985）。同时，教师给每个学生的中文水平进行了五点量表评估。

阅读相关的语言和认知技能测验

语音意识

韵母判断。听觉呈现读音，要求儿童从两个读音中选出与目标词相同韵母的读音和目标词声调相同的读音。学前和一年级为个别测试任务，由主试呈现读音和图片，要求学生做出反应；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为集体测试任务，由录音机呈现语音刺激，被试在答题卷中选择答案，满分都是12分。例如，给学生呈现两幅图（猪和蛙），然后呈现读音（猪和蛙），随后再呈现一个音如“鸭”让学生说出（学前、一年级）/选择（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哪一个音节的尾音与“鸭”的尾音相同？该项测试12个项目，满分12分。

声调判断。与韵母判断任务相似，学前和一年级为个别测试任务，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为集体测试任务。要求学生选择声调相同的音节。该项测试12个项目，满分12分。

音节删除（学前和一年级）。一共有20个项目，要求儿童从两音节字中删除一个音节，如“火车”，让学生删除“火”，并说出剩下的音节“车”。

工作记忆

数字记忆。该任务采用了常规的数字记忆广度的范式。数字广度是3～10。每个系列测试两次，总分是16。

汉字记忆。测试方法类似于数字记忆广度任务。汉字记忆广度是2～10，总分是18。

快速自动命名 （Rapid Automatic Naming，RAN） 。这个任务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式。选择5个数字（1，2，3，5，8）并随机排列在5×10矩阵中，生成不同顺序的版本。要求被试快速对数字进行命名，命名时间以秒记录。最后的分数是两次测试的平均值。

语素意识

语素辨别（学前和一年级）。主试在这项测试中应呈现两个同音字（而不是词），让被试判断给定的第三个词要用前两个词语中的哪个字比较合适。如“新”（新年），“心”（心脏），那么，“xīn wēn/新闻”应该用哪个/xīn/（新，心）。共17题，总分17分。

语素产生（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让学生用给定的字组成两个词，一个和例词中一个字的意思相同的词和一个与例词中的字意思不同的一个词。例如，用“面包”的“面”组成一个与他意义相同的词（面粉）和意义不同的词语（面孔）。共选出12个词，总分是24分。

正字法意识

要求学生对汉字的真/非真字作出判断。一共有45个真字和45个非真字，其中，非真字包括3种字：15个字的结构和元素都是存在的，且字根和声旁都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但汉字是不存在的（?）；15个字的元素的位置是不合理的（[image: ]）；15个字的元素是不存在的（[image: ]）。

阅读测验

汉字命名。学前和一年级汉字选自小学汉字库（Shu，et al.，2003），根据对学前和小学三年级之前儿童的前测数据，筛选出具有鉴别力的70个汉字。  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所有汉字也选自小学汉字数据库 （Shu，et al.，2003）。汉字数据包括汉字的笔画数，使用频率，汉字出现在小学课本的册数等。按照汉字的信息挑选出720个汉字。并对这720个汉字进行了初测，检验其难度。最后600个汉字被确定下来，并生成了4个版本，每个版本包括150个汉字。正确的命名速率将作为最后的分数。

流畅性阅读。该任务需要学生对句子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如“太阳给了我们光和热”“老虎喜欢吃青草”。 所有句子都使用那些容易且熟悉的汉字。学生将阅读句子并在“对/错”上画圈。研究者首先对题目进行了初试，将句子的数量从82提高到90，同时将阅读时间从5分钟减到3分钟。句子被正确判断的数量作为最后的分数。

智商测验（IQ 测验）

采用瑞文标准化推理测验（Standard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测验的标准化工作是由张厚粲及其同事在中国完成的（Zhang & Wang，1985），该测验包括60个项目。

中文综合能力评价。语文老师以五点量表的方式对每个学生的中文综合能力做出评估。

结果与分析

表2-2列出了从学前到六年级学生的所有测验的平均分，标准差和可靠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所有测验的可靠性系数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从0.65 到0.98）。

表2-2 学前到六年级学生的所有测验的平均分，标准差和信度系数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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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中的平均分除了记忆任务和RAN（快速命名）任务外其他任务都是以百分数来计算的。记忆任务是以记忆广度来测量的。RAN是以数字记忆命名时间（秒）来测量的。韵母和声调判断任务：学前和一年级（个别测试），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集体测试）。语素任务：学前和一年级（语素辨别）、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语素产生）。

中国儿童阅读、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技能的发展

由于在低年级（学前和一年级）和高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使用的任务有所不同，测验之间的比较只限于在低年级或高年级组内进行。平均分在各项任务上从学前到一年级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

年级效应的分析是通过多变量分析 （MANOVA）。表2-3的数据表明儿童从学前到一年级除了汉字记忆外的所有任务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Wilks’ Lambda=0.413，F（10，851）=120.99，p<0.000，（η p2=0.59）。同样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的数据也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Wilks’Lambda=0.255，F（20，2868）=140.33，p<0.000，（η p2 =0.50）。

表2-3 MANOVA 结果呈现的年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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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相关的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技能的因素分析

过去的很多研究提到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技能中的诸多变量与儿童的阅读能力有着显著的相关，但又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由于不同的研究注重的层面有所不同，使用的测验也不尽相同，所以在阅读文献时经常发现不同的结论。该研究尽量考虑前人研究中阅读相关的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技能的各个层面，希望对所有因素在不同年龄段做一个更加系统的分析。我们对所有的自变量进行了因素分析，以考察不同年级的儿童认知能力发展中，究竟哪些因素对阅读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前儿童

从学前儿童数据的因素分析结果抽取出3个因素。这3个因素能够解释儿童元语言意识及普通认知能力总变异量的56%。经过方差极大值旋转（Varimax）得出的3个因子的负荷值（见表2-4）。

正字法、语素意识和速度：正字法意识的因子负荷值是 0.66，语素意识是0.73，RAN是0.63，及音节删除是0.78；

语音意识：韵母判断的因子负荷值是0.81，声调判断是0.76；

工作记忆：数字记忆的因子负荷值是0.72，汉字记忆是0.87。

对学前儿童数据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有3个重要的因子被提取出来：正字法、语素意识加速度，语音意识及工作记忆：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更多取决于他们的口语能力及一些简单汉字的知识。在所有这些任务中语素的产生，正字法意识以及音节意识在学前儿童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音节删除表面看起来是和语音加工有关，但实际上它包含了语素的加工，如我们要求儿童将“书包”中的第二个音删掉，当儿童听到书包这个词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加工其意义，同时在删掉第二个音的时候，他也同时意识到“书”这个字和“包”这个字。所以这个任务更像是语素意识的加工任务，这也就解释了它为什么和正字法及语素意识放在一个因子里。RAN 是一个测量速度的测验，它和另外3个任务一起归在第一个因子中说明儿童对字形，字义的加工是和速度有直接的高相关。

表2-4 学前儿童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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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学生

对一年级数据的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5。主因素分析显示有两个主要因子被提取，其R的平方值解释了该模型的41%的变异。这两个因子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 韵母判断的负荷值是0.57，声调是0.63，音节删除是0.63，RAN 是0.48，语素产生是0.68，正字法意识是0.39；工作记忆：数字记忆的负荷值是0.75，汉字记忆是0.86。

一年级学生入学后就开始学习拼音，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语音意识得到快速的发展，对文字信息的语音和语义进行整合加工。一年级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加工呈现出和学前不同的模式。在语言文字加工中元语言意识与速度成为最重要的第一因子，工作记忆成为第二重要的因子。速度（RAN）主要贡献给了第一因子，也说明速度是和语言加工呈现高相关，语言信息加工越准确，速度也就越快。而工作记忆就相对独立于元语言意识的加工。

表2-5 一年级学生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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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

同样对二年级学生的数据也进行了因素分析。表2-6显示有两个因子被提取出来。其R的平方值解释了该模型的45% 的变异。这两个因子分别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 韵母判断的负荷值是0.67，声调判断是0.62，正字法意识的负荷值是0.28，语素意识是0.58，RAN是0 .55；工作记忆：数字记忆的负荷值是0.64，汉字记忆的负荷值是0.75。

二年级学生仍然在学习拼音。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语音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一年级的结果类似。二年级的两个主因素，一个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第二个是工作记忆。速度同样与元语言意识归在一个因子里，说明它们的相关是非常高的，也说明元语言意识的加工好坏与速度成正相关。其中，正字法意识的负荷值在两个因子里都有贡献，可能与数据本身的因素有关，正字法意识的分数在二年级呈现正偏态，也就是说这个任务有些偏简单。

表2-6 二年级因素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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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学生

同样对四年级数据进行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有两个因子被提取出来（见表2-7）。总R平均值解释了该模型的45%的变异。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韵母判断负荷值是0.50，声调判断是0.59，语素意识是0.70，RAN是0.53，正字法意识是0.35；工作记忆：数字记忆的负荷值是0.74 ，汉字记忆是0.82。

表2-7 四年级因素分析的结果

[image: ]

四年级的因素分析结果与二年级的模式一样有两个主要因子，一个是元语言意识，另一个是工作记忆。同样，正字法意识在两个因子中都有贡献，这可能与二年级数据有同样的问题，该任务对四年级学生偏容易。四年级的数据再次一致性地发现速度与元语言意识呈现高相关，元语言意识加工的好坏是与速度成正相关的。同时在中文语言加工中，语音意识与语素意识同时加工，这是汉字加工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在加工语音时会自动触发语素的加工，在加工语义时，也会自动触发语音的加工。

六年级

表2-8呈现了六年级数据的因素分析结果。其中，有两个因子被提取出来。总R平方值是45%，它解释了该模型的45%的变异。这两个因子分别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韵母判断的负荷值是0.64，声调判断是0.63，正字法意识是0.59，语素意识是0.57，RAN是0.52；工作记忆：数字记忆的负荷值是0.68，汉字记忆是0.86。

表2-8 六年级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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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年级的数据相似，第一个因子是元语言意识加速度，它结合了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和语素意识。该数据再次确认了儿童整合的元语言意识随年龄的增长在不断发展。而且速度是作为元语言意识的一个方面与元语言意识同时并存。工作记忆是相对独立于元语言意识的一个认知能力。

总之，儿童阅读水平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得到发展。在学前阶段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而是处于初期阶段，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还是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儿童的语素意识相对于语音意识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因为儿童主要是处于口语发展和简单的书面语阶段。当儿童入学以后开始学习拼音，他们的语音意识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同时儿童开始将语素和语音信息加以整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数据非常一致地证实了这一点；学前到六年级的数据都显示速度（RAN）是元语言意识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它一直是伴随着语言意识加工活动的。他们的相关非常高，如语素产生任务，儿童在这个任务上的分数越高，他的加工速度的分数也越高；它代表了元语言意识加工的质量。工作记忆在语言加工中同样非常重要，但它相对独立于元语言意识的加工。

中文阅读水平的有效测验

如何有效地评价儿童的阅读水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议话题，吸引了很多很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关注。在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当人们需要对阅读水平进行测评时，更注重于大而全，将与阅读有关的所有方面都逐一进行测量。某些研究提出，如果要测量儿童的阅读水平，就要对阅读水平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测量，如元语言学意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句法意识等），词汇量，阅读理解，工作记忆，速度等。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们则关注如何能找到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测量阅读水平的测验。本研究正是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对儿童阅读水平进行测评。

首先，我们将阅读水平的两个测验（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分别与学生智商、语文水平（教师对学生的语文水平总评价）做了一个相关比较（见表2-9）。结果表明，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与智商、语文水平都呈现了非常显著的相关。

表2-9 阅读水平与智商，语文水平的相关

[image: ]

随后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与其他任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Browne & Cudeck，1993；Hu & Bentler，1998；JÖreskog & SÖrbom，1993）。图2-1是对学前、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数据的汉字命名任务与其他任务的关系结构模型。所有年级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的模型，只是系数略有不同（见表2-10）。这些系数的解释如下：均方根误差近似值（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SMEA），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以及拟合优化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按照布朗及库戴克（Browne & Cudeck，1993）的说明，当RMSEA≤0.08，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当CFI和GFI的指数大于0.90 意味着模型拟合和理想（Bentler，1980，1990；Bollen，1989）。表2-10显示所有年级数据模型拟合都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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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汉字命名任务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2-10 汉字命名任务的路径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image: ]

所有年级的数据算出来的结构模型都保持一致（见图2-1）。每一个年级的标准化系数都列在表2-11中。该模型表明所有的元语言意识（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和认知任务（速度和工作记忆）都对汉字命名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语素意识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语音意识，最后是速度和工作记忆，虽然后两者的贡献作用不如前两者那么强大，但仍然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同时，该模型也暗示汉字命名是小学阶段所有年级阅读水平的有效的测验。

表2-11 所有年级汉字命名任务路径分析的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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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呈现的是流畅性阅读路径分析的结构模型图。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的数据分别计算得到了类似的结构模型图。各年级的拟合指数见表2-12。该指数表明所有年级的模型均拟合数据非常理想。

三个年级的数据得到了相同的结构性模型（见图2-2）。其中，每个年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列在表2-13中。不难看出，流畅性阅读模型与汉字命名有着相似的模式。它们都包含了元语言意识及认知活动。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对流畅性阅读给予了最大的贡献，其次是速度和工作记忆；该模型确认了流畅性阅读是小学阶段各年级测量阅读水平的有效测验。

表2-12 流畅性阅读路径分析的各年级拟合指数

[image: ]

[image: ]

图2-2 流畅性阅读数据的结构性模型

表2-13 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流畅性阅读任务路径分析的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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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学前至小学阶段儿童的阅读和相关元语言和认知技能进行多方面的测评，考察阅读及相关因素的发展趋势或模式、阅读相关的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测查中文阅读发展的有效测验。研究中从认知的4个方面——语素意识、语音意识、速度及工作记忆来评价儿童的阅读能力。研究发现，阅读元语言意识和认知因素存在发展趋势，儿童的阅读水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阅读测验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因素分析表明，因子结构在不同年龄组呈现出一致性；不同年龄段都呈现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一方面，研究结果说明，上述因子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结果也预示儿童阅读发展中的某些技能发展的关键期。在初期儿童的阅读活动主要依赖于相对独立的语言加工。例如，该研究发现学前儿童的语言加工包括3个方面的因素：与汉语字形字义有关的语素意识，而速度伴随着语素意识的加工；与汉语发音有关的语音意识；工作记忆。当儿童进入学龄期（小学阶段）它们的阅读活动趋向于整合的、综合的加工。例如，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的结果表明，儿童的语言加工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元语言意识加工，同时速度是伴随元语言意识加工的；工作记忆。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学习拼音，他们的语音意识得到快速发展，对语言的加工就趋向于整合加工，无论任务是语素意识或是语音意识。或者说在学龄阶段语言的加工取决于元语言意识加工及认知加工两个方面。

音节意识这个任务是专门设计给学前和一年级儿童的。根据已往的大量字母语言的实证性研究表明，音节意识是一个典型的语音意识的任务之一。同样在非字母语言研究中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语音任务。然而，本研究的因素分析结果却呈现了不同的解析。在学前和一年级数据里，因素分析将它与语素产生和正字法意识一起归在第一个因子里，这似乎暗示着它的加工与语素、正字法意识有着类似的元素。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早期儿童的语言发展更多取决于他们的口语能力及一些简单汉字的知识。在所有这些任务中，语素的产生，正字法意识以及音节意识在学前儿童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音节意识表面看起来是和语音加工有关，但实际上它包含了语素的加工。例如，我们要求儿童将“书包”中的第二个音删掉，当儿童听到书包这个词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加工其意义，同时在删掉第二个音的时候，他也同时完全意识到了“书”这个字和“包”这个字，所以这个任务更像是语素意识的加工任务。中文里的音节意识加工要比字母语言中音节意识的加工更为复杂，或者说加工水平更高。这也就解释了它为什么和正字法及语素意识放在一个因子里。

虽然我们发现速度总是伴随着元语言意识的加工，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加工元素。RAN 是一个测量速度的测验，在所有年级数据因素分析中，它总是和元语言意识的任务一起归在同一个因子中。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在其他认知心理学研究中，速度被认为是与元语言意识、工作记忆等平行的一个认知成分（Booth，Perfetti & MacWhinney，1999）。而本研究的因素分析结果说明，元语言意识的加工活动需要和速度配合才可以完成，或者说儿童元语言意识的加工是和速度有直接高相关的。元语言意识的加工越好，它的加工速度也就越快。如果我们需要评价元语言意识，那么速度的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在前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儿童的加工速度技能超过一定的水平后，语音技能、正字法技能等对单词识别和流畅性阅读会有更大的影响。例如，索耶（Sawyer，1992）对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儿童的追踪研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分析儿童认知技能与阅读能力的关系。她认为影响阅读发展的各种认知技能是彼此相关的，学前阅读能力受到基本语言能力的影响，如言语短时记忆能力、快速检索字词能力等，而在学龄后，精细语言能力对阅读如字词认知的影响更加突出，如更精细的语音表征，在三年级阅读经验对阅读能力的影响就成为主要原因。纳吉等人（Nagy et al.，2003）的研究表明词汇知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技能与单词识别能力都有显著相关，并且发现词汇知识、正字法技能和语音意识显著预测了二年级儿童的单词识别能力；四年级儿童开始整合单词中的正字法、语音和语素线索。

该研究的第三个结论就是阅读水平的两个测验——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被确认为是两个最为有效的阅读水平的测验。相关分析表明从学前到六年级儿童的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与教师评定的语文水平都呈现了非常显著的相关（0.327～0.539）。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所有年级的数据（学前、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都得到了一致性的模型：所有变量都非常显著地影响汉字命名，它们的贡献大小依次是：语素意识、语音意识、速度和工作记忆。也就是说，汉字命名的测验包括了对语素、语音、速度和工作记忆等成分的测量，它可以很好地代表儿童的阅读水平，虽然在小学高年级，阅读理解可能在阅读测验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该研究用同样的模型来模拟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的数据，结果得到类似于汉字命名任务的模型。四个预测变量——语素意识、语音意识、速度和工作记忆都显著地贡献给流畅性阅读，他们的权重略有不同，语素意识对流畅性阅读影响最大，其次是语音意识，速度和工作记忆。这一模型同样表明流畅性阅读的测验包括了语言加工的各个方面，它能很好地代表儿童的阅读水平。因此，在小学阶段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是两个最为有效的阅读水平的测验。在低年级可以使用汉字命名任务，而在高年级可以使用汉字命名和流畅性阅读两个任务来有效地测量儿童的阅读水平。

该研究在以往的拼音语言及非拼音语言的干预性研究的基础上（Nagy，Berninger & Abbott，2006；Nagy，Berninger，Abbott，Vaughan & Vermeulen，2003），进一步确认了儿童的语素意识促进了儿童的阅读能力的发展。特别有趣的问题是，语素意识是否与儿童的阅读发展有因果关系。尽管要证明有因果关系需要有系统的研究数据，包括长期的跟踪研究、对比实验等，但该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语素意识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不仅因素分析的结果证明语素意识的确导致并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在儿童中文阅读能力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也表明在语素意识与语言发展之间有因果路径。

在学前阶段，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依赖口语能力的发展，同时开始学习书面语言。他们对文字的结构及意义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对语音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初期的阶段，特别是对韵母、声调等小单元的意识，还没有达到主动意识的状态。因此，学前数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呈现了语素与语音意识分离的状态。一旦儿童进入一年级，他们开始了系统地学习中文和拼音，儿童的语音意识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时，儿童的语言加工出现了整合的加工状态。也就是说，汉字加工包含了汉字结构，意义及发音的整合。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及六年级的数据因素分析的结果都一致地证实了这一发现。

本研究的设计既有优点又存在某些限制。学前和一年级所使用的某些测验是不同于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的。这样的设计使得我们能够对学前及入学后儿童语言能力的变化进行测量和分析，同时得到的结论也更为广泛。它的缺陷是很难做出跨年级的比较。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儿童的阅读能力可以通过汉字命名与流畅性阅读来进行有效的测量。这对该领域的研究者和教师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结论

该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儿童在所有任务上的分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因素分析表明因子结构在不同年龄组呈现出一致性，4个主要的因子——语素意识、速度、语音意识及工作记忆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速度是伴随元语言意识加工的，而工作记忆相对独立于元语言意识；学前儿童呈现出不同于学龄儿童的模式。在学前，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是相互分离的，儿童入学后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的加工成为整合的加工模式；在评价这4个因子对儿童阅读的贡献时，结构方程模式分析表明语素意识是最为重要的因子，其次是语音意识，速度和工作记忆。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汉字命名及流畅性阅读两个任务成为测量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两个最好的指标。该研究对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和测评提供了实证性的证据，并且对中国儿童的阅读教学和测评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摘要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ficiency through kindergarten to sixth grade.Th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1) what was the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developing trends from kindergarten to sixth grade ?(2)what factors were playing the crucial roles in children’s reading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apid naming, working memory and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3)what tasks were the best indicators of effectively measur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ficiency.2447 students in kindergarten, first, second, fourth and sixth grade were stratified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irteen public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in Beijing.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n assessment battery designed to measur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RAN, working memory, character naming and fluent read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of the scores on measures in reading proficiency increases as their grade increases.The factorial structure indicated equivalence of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across grades. The four main factor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spee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working memory wer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 Chinese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ficiency.Speed is one aspect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Working memory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The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the character naming and fluent reading both tasks are the best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ficiency.The results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proficiency cross grades, and

bring up substantial implic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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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aming, fluent reading, measuring, assessment of r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ficiency, children’s reading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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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阅读发展的轨迹——汉语儿童汉字识别与口语词汇发展研究



Traject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 Follow-up Study of Chines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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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180名孩子从一年级追踪到三年级，共施测4次，考察了儿童汉字命名和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研究发现，就汉字命名能力而言，传统起点分组和混合增长模型均支持补偿模式，传统起点分组与混合增长模型相比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口语词汇发展轨迹呈现二次项增长模式，增长速度逐渐变缓，传统起点分组支持先补偿后稳定模式，潜变量增长模型支持稳定模式。本研究可以为低年级段的阅读教学提供一定的启示。

阅读焦点

·本章系统介绍了汉语低年级儿童汉字识别和口语词汇发展的个体差异稳定性和发展轨迹，并系统比较了传统起点分组方法与混合增长模型及潜变量增长模型的结果差异。

关键词

发展轨迹，汉语儿童，汉字识别，口语词汇

阅读发展的轨迹

学会阅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提高和发展是学习的核心概念（Boscardin，Muthén，Francis & Baker，2008）。许多国内外的横断和追踪研究均表明，小学阶段是孩子阅读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Xue，Shu，Li，Li & Tian，2013；Yeung et al.，2012）。尽管大部分孩子的阅读能力都会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逐步提高，但并非所有孩子都遵循相同的发展轨迹。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同个体阅读能力的发展轨迹存在巨大差异，其中3种最有影响力的阅读发展轨迹差异模式分别为：马太效应模型、补偿模型和差异稳定模型（Pfost，Hattie，Dörfler & Artelt，2014）。

简单来说，马太效应是指好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如图3-1模式A。自从相关论文发表以来，教育家们广泛认为阅读领域也存在马太效应（Stanovich，1986）。斯坦诺维奇提出，起初阅读能力较低的儿童，阅读动机不强，阅读量也更少，导致词汇量发展缓慢，而词汇量发展的缓慢反过来阻碍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导致阅读动机进一步降低，阅读量更少，而较少的阅读训练又会导致词汇量和阅读理解能力的落后。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消极阅读体验导致了一个向下盘旋式的不断失败。相反，起初成绩好的孩子则形成良性循环，导致一个向上盘旋的发展成功（Stanovich，1986）。此后，也有研究者把这种个体间差异不断扩大的现象称为差异扩大模型（fan-spread pattern）（Cook & Campbell，1979）或累积阅读轨迹（a cumulative reading trajectory）（Leppänen，Niemi，Aunola & Nurmi，2004）。

[image: ]

图3-1 三种阅读发展轨迹差异模式

注：该图引自Pfost等人（2014）的研究，模式A表示马太效应，模式B表示补偿模式，模式C表示差异稳定模式。

然而，自马太效应提出之后，实证研究在试图验证马太效应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相反的结果，由此研究者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补偿模式或差异缩小模式（Leppanen et al.，2004；Phillips，Norris，Osmond & Maynard，2002），如图3-1模式B所示。根据这种观点，那些起初技能水平比较低的孩子可能追赶上同伴，而那些起初阅读技能较好的孩子在阅读技能达到一定水平时会表现出较慢的发展速度，因而个体间的阅读成绩差异随时间流逝而不断缩小。

此外，在马太效应和补偿模式之外，还有研究者报告了个体差异发展的第三种模式——差异稳定模式（Pfost et al.，2014）。该模式假设阅读成绩起始点不同的孩子始终保持稳定的成绩差异，如图3-1模式C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之间的差异在发展过程中既没有扩大也没有减小。

从现有研究来看，这三种发展模式都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但是没有哪一种结论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些观点分歧的原因众多，其中对阅读能力这一复杂技能的不同测量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的差异是研究者尤其需要关注的两个方面。

阅读技能的不同方面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研究者在考察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水平时，涉及了词汇识别、假词解码、阅读理解、阅读流畅性等多个不同的侧面，而阅读技能不同方面的发展轨迹可能是不同的（Parrila et al.，2005；Pfost et al.，2014）。

根据帕里斯（Paris，2005）的观点，阅读技能可以分为高限制性技能（highly constrained skills）和低限制性技能(less constrained skills)两大类。其中，高限制性技能通常可以在相对较短的发展时期内被掌握，如字母知识、音位意识、书面概念等。因此，对于阅读成绩好的孩子，高限制性技能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由此可以预期，当达到某一个发展时间点之后，成绩好的孩子的阅读能力发展速度趋向平坦，甚至稳定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而那些起点较低的孩子或者说发展滞后的孩子，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最终也能掌握这种阅读技能，因此，高限制阅读技能的发展轨迹更有可能呈现补偿模式。

相对而言，限制较弱的技能，如词汇量、阅读理解等，通常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是个体一生中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低限制性技能为起点高的阅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起初成绩较好和较差的孩子都处于持续发展之中，甚至成绩好的孩子有可能由于各方面的优势而发展速度更快，从而使成绩好差孩子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甚至不断扩大。因此，在低限制性技能的发展过程中，更有可能出现稳定模式或马太效应。

统计方法的影响

在验证三种发展模式时，关于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否会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曾引起研究者的广泛讨论。有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同一批孩子的同一种阅读技能进行了不同的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Baumert et al.，2012；Leppänen et al.，2004；Parrila et al.，2005），但也有研究者却报告并非如此（Bast & Reitsma，1997）。

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按照第一次或者某几次的测验成绩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组发展差异的方法。这种方法侧重于对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的分析，通常首先依据儿童早期某次或某几次的阅读能力测验，将学生划分成起点不同的小组，然后进行追踪，通过方差分析探讨组别因素与时间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此判断发展轨迹的差异模式。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对测验时间点的次数要求也不高，因此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例如，有研究者（Kempe，Eriksson-Gustavsson & Samuelsson，2011）对瑞典儿童进行了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追踪研究，根据学前筛选测验和第一次测验成绩，从360名儿童中最终筛选出45名阅读落后高危儿童和89名控制组儿童，采用组别×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阅读理解、词汇测验上，两个组后来的差距变大了，出现了马太效应；而在假词解码有效性、真词解码有效性、拼写成绩中，两个组则出现了相同程度的增长，不支持马太效应或者补偿模式。

虽然这种方法逻辑清晰，操作简单，但是仅依据学生的初始成绩进行分组，并没有考虑到后期的发展变化，因此分组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不稳定的问题。此外，这种方法并不能模拟出儿童在整个时间段的发展轨迹。因此，还需要尝试更多的最新统计分析方法，如混合增长模型或者潜变量增长模型等。

汉语阅读发展轨迹差异的研究现状

尽管拼音文字中已有不少关于阅读发展轨迹的研究，但是由于汉字的形态特点、表音、表义方式都与拼音文字存在巨大差别，拼音语言中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推论到汉语儿童中。因此，深入探讨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有利于对汉语儿童阅读发展独特规律的科学把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揭示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

目前，汉语中通过长期追踪数据来探讨阅读发展轨迹的研究还很少，主要有对北京地区普通话儿童的追踪研究（e.g.，Lei et al.，2011；Song et al.，2014）和对香港地区广东话儿童的追踪研究（e.g.，Yeung，Ho，Chan & Chung，2014；Zhang et al.，2014）。上述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汉语儿童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幼儿到入学后一两年间的言语技能（词汇定义）或言语技能、阅读相关认知技能、阅读技能的发展轨迹（Lei et al.，2011；Song et al.，2014），且仅将后期一个时间点的解码准确性、解码流畅性、阅读理解成绩作为因变量来探讨其与前期相关技能发展轨迹的关系，主要关注的是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发展水平的早期预测指标，而不是阅读能力个体差异的发展轨迹。追踪研究中主要采用前后两次测验的成绩百分比将孩子人为划分为不同发展组的传统分析方法，可能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Yeung，Ho，Chan & Chung，2014；Zhang et al.，2014）。因此，本研究计划在采用传统起点分组比较方法的同时，尝试采用混合增长模型等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深入探讨儿童阅读个体差异的发展轨迹。

汉字识别能力的发展轨迹研究

这项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北京某小学一年级8个班的学生，共202名，其中男生101名，女生101名。由于孩子生病缺席以及转学等原因，最终用于研究一样本数量为180人，其中男生93人，女生87人。学生4次测试年龄分别为79.98月±3.58月，85.98月±3.58月，90.98月±3.58月，102.98月±3.58月，对应的年级分别为一年级上学期、一年级下学期、二年级上学期和三年级上学期。

汉字命名任务来自前人研究（Li et al.，2012），共150个汉字，由易到难排列，要求儿童依次读出汉字的正确读音，主试同时记录其反应。若儿童连续读错15个汉字，测验停止。儿童正确读出一个汉字得1分，读错得0分，累积得分计为总分。

分组及高、中、低三组儿童的发展水平

参照前人文献中所用方法（e.g.，Kempe et al.，2011；Protopapas et al.，2011；Yeung et al.，2012），依据一年级上学期的初始成绩，将学生的成绩从低到高排序，将孩子划分成低起点组（最低25%，46人）、中等起点组（中间50%，91人）、高起点组（最高25%，43人）。在此基础上，通过3（学生能力分组：高、中、低）×4（4个测试时间点）的方差分析来看不同组别与测验时间点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如果出现交互作用，且不同组间的差距随着年级升高而缩小，说明儿童的汉字命名能力发展轨迹可能存在补偿模式；如果出现交互作用，且不同组间的差距随年级升高而增大，则可能存在马太效应；如果没有出现交互作用，三组平行增长，则表明儿童汉字命名能力发展的个体间差异相对稳定。

为了考察高、中、低三组儿童在四次汉字命名测验中各自的发展情况，对三组儿童的四次测验成绩做了描述统计，结果见表3-1。

为了更形象地反映每组儿童的发展情况和内部差异，根据高、中、低三组儿童的四次成绩分别做了每一组内部每个儿童的发展轨迹图，见图3-2、图3-3、图3-4，其中每一条线代表了一个儿童历年的测验成绩。

从图3-2、图3-3、图3-4中可以看到，每个儿童的汉字命名成绩随年级增加而逐步提高。总体来看，图3-2中，低起点组内部儿童的发展轨迹异质性较大，而图3-4中的高起点组儿童内部发展轨迹较为一致。

表3-1 高、中、低起点组儿童的汉字命名成绩及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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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低起点组所有儿童发展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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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中起点组所有儿童发展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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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高起点组所有儿童发展轨迹

3×4方差分析来看发展轨迹差异模式

为了考察高、中、低起点组儿童的汉字命名发展轨迹是否符合补偿模式、马太效应或者稳定模式，进行3（高、中、低起点三个组）×4（四次汉字命名测验成绩）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177)=239.85，p<0.001；测验时间点的主效应显著，F(3，531)=1452.60，p<0.001；组别和测验时间点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6，531)=47.70，p<0.001，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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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汉字识别成绩组别和测验时间点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显示，在四个时间点上，高、中、低三组的差异均显著，F一年级上(2，177)=418.89，p<0.001，F一年级下(2，177)=169.16，p<0.001，F二年级上(2，177)=120.13，p<0.001，F三年级上(2，177)=44.94，p<0.001。多重比较显示，在四个时间点上，三组之间的两两差异均显著，所有p<0.001。

尽管三个组的组间差异在各个测验时间点上均差异显著，但四个测验时间点的简单效应分析得到的F值来看，从一年级上到三年级上，组间差异的F值是逐渐减小的，结合交互作用的结果可知，高、中、低三组儿童在汉字命名成绩上的差异随着年级的升高而缩小，符合补偿模型的预期。

分组稳定性分析

传统的按照起点分组的方法由于没有考虑到后期儿童发展速度的变化，可能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为了考察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传统分组方法的分组稳定性，我们采用树状图对学生的分组进行了系统分析。

树状图的做法如下，首先，依据一年级上学期汉字命名成绩将学生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分别对应于得分最低的25%、中间的50%和得分最高的25%；然后，在随后的三次测验中，每次都根据学生的汉字命名成绩，按照完全相同的标准——最低的25%、中间的50%和最高的25%，再次将孩子归类，最终共得到27个可能的小组，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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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树状图示意图

因为追踪时间点较多，学生归类复杂，我们分别对高、中、低起点组做了三个树状图分析，分别见图3-7、图3-8、图3-9，以期考察三组各自的分组稳定性。

从图3-7低起点组的树状图可以看出，一年级上学期时，处在最差

[image: ]

图3-7  低起点组的分组稳定性

25%的有46人，到了一年级下学期，该组中仍有32人处于最差的25%，11人变成了中间的50%，3人变成了最好25%的好生组。以此类推，到了三年级上学期时，历次测验四个时间点的成绩始终处在最差25%的持续差组只剩下了23人，仅占一年级上时低起点组人数的50%。

从图3-8中等起点组的树状图可以看出，一年级上学期时处在中间50%的有91人，到三年级上学期时，在历次四个时间点中一直处在中等50%的持续中等组只剩下45人，占原来人数的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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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中等起点组的分组稳定性

从图3-9高等起点组的树状图可以看出，一年级上学期处在最高25%的有43人，到三年级上学期时，在历次四个时间点中一直处在最高25%的持续好组还剩下25人，占原来分组人数的58.1%。

总的来说，按照起点分组的三个组的稳定性均不是很好，持续好、持续中等或者持续差的孩子仅占最初分组人数的一半左右。此外，从上述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低起点组和中等起点组的孩子后期波动比较大，而高起点组的孩子后期分组相对稳定。低起点的孩子后期发展个体差异较大，每次测验中都会极少数孩子（1～3个）成为最好的25%，而高起点组的孩子则从没有任何人在任何一次测验中落入最低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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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高起点组的分组稳定性

传统起点分组与混合增长模型的分组结果比较

混合增长模型是目前追踪研究中使用较少的最新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初始水平和历年的增长情况，将儿童的发展轨迹划分为不同的亚类型。我们采用混合增长模型，对学生的汉字命名发展轨迹亚类型进行了考察，通过尝试将学生划分为发展轨迹不同质的2个、3个、4个或5个不同组，比较不同分组数量以及不同拟合方式的优劣。

经过多次尝试，根据混合增长模型所得BIC和熵（Entropy）的值，我们最终确认分成三种类型的线性拟合结果最好，并得到了汉字命名发展轨迹的三种亚类型：第一类为低—快组，即初始成绩最低、发展速度最快的组，共77人，占总人数42.78%；第二组为中—中组，即初始成绩中等、发展速度中等的组，共68人，占总人数37.78%；第三组为高—慢组，即初始成绩最好、发展速度最慢的组，人数为35，占总人数19.44%。可以看出，这与传统起点分组方法的结果相似，三组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也支持汉字命名发展轨迹存在补偿模式。

为了比较传统分组方法和混合增长模型的异同和优劣，我们对这两种分组的结果进行了详细比较。

首先，我们系统整理了两种分组方法得到的个体重叠情况，并画出了示意图。其中，方块表示传统起点分组，高、中、低各43人、91人、46人，圆形表示混合增长模型的分组结果，面积大小与人数多少相对应。

其中，低—快组与高、中、低起点组的重叠情况，见图3-10。从中可以看出，低—快组的77人中有42人来自低起点组，其余35人来自中起点组，没有任何人来自高起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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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低—快组与不同起点组的重合情况

同样，我们整理出了中—中组与高、中、低起点组的重叠情况，见图3-11，可以看出中—中组（56）与低起点组（46）重合3人，与中起点组（91）重合56人，与高起点组（43）重合9人。

高—慢组与高、中、低起点组的重叠情况见图3-12，其中高—慢组（34）与低起点组（46）重合1人，与高起点组（43）重合34人，没有人来自中起点组。

[image: ]

图3-11 中—中组与不同起点组的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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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高—慢组与不同起点组的重合情况

总的来说，低—快组与低起点组，中—中组与中起点组，高—慢组与高起点组重合比例最高，而低—快组没有人来自高起点组，而高—慢组只有一个人不是来自高起点组。二者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传统分组方法的中起点组中有35人在混合增长模型的分类中被分到了低—快组。

其次，为了进一步比较两种方法分组的稳定性，我们还考察了混合增长模型分组得到的低—快组、中—中组和高—慢组与树状分析中的持续好组、持续中等组、持续差组的重合情况，分别见图3-13、图3-14和图3-15。其中，方块代表持续快组、持续中等组、持续好组，分别代表在四次测验中均持续停留在最低25%、中间50%和最高25%的三组人，人数分别为23人、45人和25人，圆形代表混合增长模型分出的低—快组、中—中组和高—慢组，图中面积大小与人数多少相对应。

从图3-13可以看出，低—快组与持续差组重合人数23人，占持续差组总人数的100%。而在图3-10中，低—快组与低起点组重合人数占低起点组人数为91.30%，低—快组与代表稳定性的持续差组重合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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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低—快组与持续好、中、差孩子的重合

从图3-14可以看出，中—中组与持续中等组重合人数33人，占持续中等组总人数的73.33%。而在图3-11中，中—中组与中等起点组重合人数仅占中等起点组的61.53%。

从图3-15可以看出，高—慢组与持续好组重合人数23人，占持续好组人数的92%。而在图3-12中，高—慢组与高起点组重合人数79.07%。高—慢组与代表稳定性的持续好组重合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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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中—中组与持续好、中、差孩子的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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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高—慢组与持续好、中、差孩子的重合

讨论

研究一首先采用传统起点分组方法探讨了汉字命名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在根据起点成绩将学生分组之后，在随后的多次测验中，高、中、低三组的差异持续存在，并且高、中、低三组的组别与时间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组间差异随时间而缩小，显示出补偿模式。随后，在采用混合增长模型时，最优化的分组方式仍然是三类，分别命名为低—快、中—中、高—慢三个发展轨迹亚类型，也同样支持补偿模式，这一结果与前人在拼音文字中的研究一致（Aarnoutse & van Leeuwe，2000；Foster & Miller，2007；Rescorla & Rosenthal，2004；Parrila et al.，2005），报名汉字识别作为一种低限制性技能，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更符合补偿模式的假说，不支持马太效应。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组间的差异在变小，但是不同组儿童的差距一直持续存在，这意味着尽管不同儿童之间在汉字命名上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初始成绩较差的儿童始终落后于初试成绩好的儿童。

此外，本研究对传统起点分组的稳定性进行了详细考察。树状图结果表明，根据起点成绩分组之后，持续差、中、好的儿童分别只占低、中、高起点组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少。而混合增长模型的分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起点分组结果类似，都是分成三组，并且低—快组与低起点组重合人数最多，中—中组与中起点组重合最多，高—慢组与高起点组重合最多。进一步的比较发现，混合增长模型分组结果与代表分组稳定性的持续差、持续中和持续好组的重叠率更高。所有持续差组学生都被归入了低—快组，持续中等组中的73%学生都归入了中—中组，而92%的持续好组学生被归入了高—慢组。

口语词汇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研究

该研究被试依然沿用之前的被试样本，测试采用词汇任务。

口语词汇任务主试口语呈现一个词，让儿童口头解释其含义（李虹，董琼，朱瑾，刘俊娉，伍新春，2009），主试逐字记录答案，再由经过训练的两名研究人员进行0、1、2评分。共32个项目，从易到难排列，连续5个词语得0分则停止测验。两位研究员对第一次测验中的所有32个项目进行了独立评分，评分者一致性为0.94。

分组及高、中、低三组儿童的发展水平

同研究一，我们首先依据一年级上学期儿童的初始成绩排序，将儿童划分成低起点组（最低25%）、中等起点组（中间50%）、高起点组（最高25%），在此基础上通过3（学生能力分组：高、中、低）×4（四个测试时间点）方差分析来看不同组与测验时间点是否出现交互作用，以此考察口语词汇发展轨迹差异模式。

为了考察高、中、低起点的三组儿童在口语词汇测验中各自的发展情况，对三组儿童的四次测验成绩做了描述统计，结果见表3-2。

表3-2 高、中、低起点组儿童岁的口语词汇成绩及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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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形象地反映每组儿童的发展情况和内部差异，根据高、中、低起点三组儿童的四次成绩分别做了每一组儿童的发展轨迹图，见图3-16、图3-17、图3-18，其中每一条线代表了一个儿童历年的测验成绩。

从图3-16、图3-17、图3-18中可以看到，每个儿童的口语词汇成绩随年级增加而逐步提高。总体来看，图3-18中高起点组内部儿童的发展轨迹异质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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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低起点组口语词汇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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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中等起点组口语词汇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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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高起点组口语词汇发展

3×4方差分析来看发展轨迹差异模式

为了考察高、中、低起点组儿童的口语词汇发展轨迹是否存在补偿模式、马太效应或者稳定模式，进行3（高、中、低起点三个组）×4（四次口语词汇测验成绩）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间差异的主效应显著，F(2，177)=87.67，p<0.001；测验时间点的主效应显著，F(3，531)=168.44，p<0.001；组别和测验时间点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6，531)=13.38，p<0.001。见图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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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口语词汇成绩组别和测验时间点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四个时间点上，高、中、低三组的差异均显著，F一年级上(2，177)=399.86，p<0.001，F一年级下(2，177)=21.77，p<0.001，F二年级上(2，177)=23.43，p<0.001，F三年级上(2，177)=17.46，p<0.001，多重比较显示，在四个时间点上，三组之间的两两差异均显著，所有p<0.001。

尽管三个组的组间差异在各个测验时间点上均差异显著，但四个测验时间点的简单效应分析得到的F值来看，从一年级上到一年级下，F值明显变小，而一年级下到三年级上，F值变化不明显。结合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可知，高、中、低起点三组儿童在口语词汇成绩上的两两差异一直显著，但是三组儿童在早期差距显著缩小，后期差距则相对稳定。因此儿童的口语词汇成绩发展轨迹差异呈现出先补偿后稳定模式。

分组稳定性分析

为了考察本研究中使用传统方法时是否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我们采用树状图对学生的分组进行了系统分析，基本方法同研究一。

我们分别对高、中、低起点组做了相应的树状图，分别见图3-20、图3-21、图3-22，以期考察三组各自的分组稳定性。

从低起点组的树状图（图3-20）中可以看出，一年级上学期处在最低25%的43人，在历次测验中一直处在最低25%的持续差组只有11人，仅占一年级上时低起点组人数的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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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低起点组的分组稳定性

从中等起点组的树状图（图3-21）中可以看出，中起点组90人，到三年级上学期时，在历次四个时间点中一直处在中等50%的持续中等组只剩下15人，仅占原来人数的16.67%。

从高起点组的树状图（图3-22）中可以看出，在一年级上学期处在最高25%的有47人，到三年级上学期时，在历次四个时间点中一直处在最高25%的持续好组只剩下8人，仅占原来分组人数的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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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中等起点组的分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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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高起点组分组稳定性

总的来说，三个组的分组稳定性均不好，持续好、持续中等或者持续差的儿童均小于或等于原来人数的四分之一。此外，低起点组儿童有6人在后期成为最高的25%，而高起点组的儿童有4人后期落入最低的25%。

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混合增长模型，对学生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的亚类型进行了考察，但模拟拟合欠佳，未找到理想的分组模式。于是，我们尝试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了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及其差异模式。

首先，我们采用线性增长模型模拟了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结果模型运行正常，但是模型拟合指数不好，χ2＝13.29，df=5，p=0.02，CFI=0.958，TLI=0.950，RMSEA=0.10。接着加入二次项，采用二次项增长模型进行拟合，结果模型不正定，显示应限定线性增长参数（斜率）方差，故限定斜率方差为0，斜率与截距、二次项分别相关为0，限定后得到的二次项增长模型，结果模型拟合尚好，χ2＝6.84，df=4，p=0.14，CFI=0.986，TLI=0.978，RMSEA=0.076。故最终采用限定斜率方差的二次项增长模型，具体各项参数见图3-23和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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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口语词汇二次项增长曲线模型

从图3-23和表3-3可以看出，口语词汇发展轨迹呈二次项增长曲线，儿童初始平均成绩为14.78，平均增长速度为3.04，增长加速度为-0.21，因此儿童的口语词汇是随着年级而逐渐增长的，但是增长速度逐渐变慢。由于斜率和截距相关为0，二次项和斜率相关不显著，因此在口语词汇中并没有发现马太效应或补偿模式，而是倾向于支持稳定模式。

表3-3 口语词汇二次项增长模型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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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α1-α2＝模型所估计的潜变量平均值；Ψ11-Ψ12＝潜变量的方差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θ1-θ4＝口语词汇四次测验成绩观测值的残差。

讨论

本研究发现，采用传统起点分组方法，尽管高、中、低三组差异持续存在，但是高、中、低起点不同的组别与时间存在交互作用，组间差异随时间而缩小；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从一年级上到一年级下，显示出补偿模式，而一年级下到三年级上，差异稳定。

树状图分析的结果显示，三个组的分组稳定性均不好，持续好、持续中等或者持续差的儿童均小于或等于原来人数的25.58%，这表明传统起点分组方法得到三个组存在不稳定的问题，并且这种不稳定性比汉字识别测验更大此外，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出二次项曲线增长模型，该模型显示儿童整体的口语词汇成绩随时间而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渐降低，并且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的截距和斜率呈现出0相关，同时斜率差异限定为0，即儿童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这表明口语词汇存在差异稳定模式。

总的来说，传统起点分组方法和潜变量增长模型均更支持差异稳定模式，相对而言，传统起点分组可以得到三个不同的组及其发展情况，但是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而潜变量增长模型可以模拟出儿童整体发展轨迹，但只能从整体上判断出发展轨迹及其差异变化趋势，不能像混合增长模型那样根据发展轨迹对学生进行分组。

综合讨论

本研究对180名汉语儿童进行了长达三年共四次测验的追踪，通过两个研究，采用不同方法分别探讨了汉字命名和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结果总结如表3-4。

表3-4 两种阅读分技能的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结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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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4中可以看出，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所得结果总体一致，但不同方法之间各有优劣和特点。此外，不同变量所呈现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同的。

不同统计方法差异比较

总的来说，同一变量中，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模式是较为一致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分别采用传统起点分组方法和混合增长模型探讨汉字命名发展轨迹差异模式，结果均支持补偿模式。而在口语词汇分析中，传统起点分组方法支持先补偿后稳定的模式，而潜变量增长模型则支持稳定模式。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不同的方法并不会对结果带来重大影响（Baumert et al.，2012；Leppänen et al.，2004；Parrila et al.，2005 study 2）。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相比较而言，传统起点分组方法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树状图表明一年级时被分在最低、中间、最高的学生在三年中持续留在最低、中间、最高的人数仅占很小比例。尽管我们在研究一发现了补偿模式、在研究二中发现了稳定模式，但高、中、低三个组的差距始终是显著的，因此这种不稳定不能归结于儿童阅读能力个体差异发展本身的特点，而更有可能由于分组方法所致。

不仅如此，我们在研究一中还对传统起点分组和混合增长模型的分析做了深入的比较，结果发现，依据初始水平和增长速度划分亚类型的混合增长模型，分组人数与持续好、中、差人数重合更多，而与高、中、低起点组重合人数较少，这表明混合增长模型同时考虑到了初始成绩和增长速度，分组稳定，组内更为同质，组间更为异质，具有很大的优势。

此外，潜变量增长模型也很好地模拟出了儿童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不仅可以描述增长速度，还可以描述增长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在描述发展轨迹上也有一定的优越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仅在汉字命名上实现了混合增长模型分析，发现了不同的亚类型，而对口语词汇的分析只用了潜变量增长模型，并没有划分出不同的亚类型。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尽管混合增长模型相比其他方法具有很大优势，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有些变量由于本身发展轨迹较为同质，并不适合采用这种方法的情况。

不同阅读分技能发展轨迹差异模式比较

依据简单阅读模型（simple view of reading，SVR）（Hoover & Gough，1990），阅读理解可以分为解码和言语理解两部分。本研究选用汉字识别作为准确性解码的指标，选用口语词汇作为言语理解的指标，分别探讨了小学低年级阶段两项重要的阅读分技能——汉字命名和口语词汇的发展轨迹差异模式。

总体而言，我们在解码能力上发现了补偿模式，而在口语词汇上发现了稳定模式。这符合帕里斯（Paris，2005）提出的高、低限制性技能的观点。儿童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解码，因此解码能力，尤其是解码准确性属于高限制性技能，短期内所有儿童都可以学会，成绩好的儿童很快失去了提升空间，成绩差的儿童则很快跟上成绩好的儿童，因此越容易出现补偿模式。

而口语词汇与阅读理解，被认为是终其一生都在发展的技能，因此被认为是低限制性技能，成绩好的儿童一直有增长空间，同时成绩差的儿童短期内很难赶上，甚至出现差距扩大的现象，因此前人研究多在口语词汇中发现马太效应（Cain & Oakhill，2011；Kempe et al.，2011），本研究中则发现口语词汇出现差异稳定模式。有研究者（Protopapas et al.，2011）认为，广泛意义的马太效应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绝对马太效应，个体差异既体现在初始成绩（截距）上，也体现在增长速度（斜率）上；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相对马太效应，个体差异分别体现在初始成绩或增长速度上。可以看到，其中的第二种正是对应其他研究者所说的稳定模式，尽管差距没有扩大，但是初始成绩的差异是恒定存在的。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尽管口语词汇成绩不断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减缓。而且我们从描述统计可以看到，一年级上、一年级下、二年级上、三年级上的口语词汇成绩的平均分分别是14.62、17.90、19.78、23.64，三年级上的最高得分为40，而口语词汇的总分为64。整体来说，尽管儿童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多，但是口语词汇成绩的提高是缓慢的。而在传统起点分组中，我们发现低起点组在一年级上到一年级下，成绩得到很大提高，而高起点组一上到一下，则几乎没有提高。这可能意味着口语词汇起点低的儿童从家庭环境进入到学校环境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高起点组由于早期已经掌握简单词汇，上学所带来的这方面的提高并不明显。一年级下以后，所有儿童的口语词汇缓慢增长，这可能由于一到三年级阶段主要是学会阅读阶段，学校和老师的教学重点放在识字写字上。到了三年级后，儿童将进入通过阅读学习的阶段，口语词汇可能会大幅度提高，这还需要今后更多的进一步研究。

教学启示

本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低限制性技能的解码能力，汉字命名能力的个体差距在逐步缩小；而作为高限制性技能的言语理解能力，口语词汇发展的轨迹差距则保持不变。因此，在儿童学会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对于识字教学应该充满信心，考虑到儿童阅读能力的长远发展，要做好长期积累口语词汇量、加强训练言语理解能力的准备。

基于汉字命名发展轨迹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尽管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汉字命名发展轨迹呈现补偿模式，但是直到三年级，不同组间的儿童的差异仍然存在。这表明尽管汉字命名成绩差的儿童在后期发展较快，正在逐步赶上成绩好的儿童，但是他们仍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家长和老师仍然需要持续关注儿童的汉字命名成绩的发展，尤其需要帮助起点较低的儿童。

从口语词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口语词汇在整个小学低年级阶段发展速度缓慢，呈现负加速增长。众所周知，口语词汇对后期阅读理解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口语词汇的缓慢发展并不利于学生未来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然而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学以识字为主，可能对口语词汇教学有所忽视，这应该引起学校和老师的重视。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教师除了常规的课堂学习外，还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训练听说等口语交际能力，并倡导亲子阅读，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孩子的口语词汇量和言语理解能力。

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mong 180 Chinese children from Grade1 to Grade3 on character naming and vocabulary.Study 1 found that there is compensatory model on character naming task.Study 2 found stable achievement gap on vocabulary task.The results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ing method based on children’s first achievement were not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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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Chinese children, character recognition, vocabulary

参考文献Reference

李虹，董琼，朱瑾，刘俊娉，伍新春.(2009).语素意识在学前儿童言语技能发展中的作用.心理科学，32(6)，1291-1294.

Aarnoutse, C.& van Leeuwe, J.(2000).Development of poor and better readers dur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6(3), 251-278.

Bast, J.& Reitsma, P.(1997).Mathew effects in reading: A comparison of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and simplex models with structured means.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2(2), 135-167.

Baumert, J., Nagy, G.& Lehmann, R.(2012).Cumul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within elementary schools? Child Development, 83(4), 1347-1367.

Boscardin, C.K., Muthén, B., Francis, D.J.& Baker, E.L.(2008).Early identification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using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0(1), 192-208.

Cain, K.& Oakhill, J.(2011).Matthew effects in young re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experience aid vocabulary development.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4(5), 431-443.

Cook, T.D., Campbell, D.T.& Day, A.(1979).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pp.19-21.

Foster, W.A.& Miller, M.(2007).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cy achievement gap: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kindergarten through third grade.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38(3), 173-181.

Hoover, W.A.& Gough, P.B.(1990).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Reading and Writing, 2(2), 127-160.

Kempe, C., Eriksson-Gustavsson, A.L.& Samuelsson, S.(2011).Are there any Matthew effects in literacy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5(2), 181-196.

Kirby J.R.& Savage R.S.(2008).Can the simple view deal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reading? Literacy, 42(2):75-82.

Lei L., Pan J., Liu H., McBride-Chang C., Li H., Zhang Y.et al.(2011).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impairment from ages 3 to 8 years in Chinese children.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2), 212-220.

Leppänen, U., Niemi, P., Aunola, K.& Nurmi, J.E.(2004).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 among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pupils.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9(1), 72-93.

Parrila, R., Aunola, K., Leskinen, E., Nurmi, J.E.& Kirby, J.R.(2005).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ding: Results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English and Finnish.JournalofEducational Psychology, 97(3), 299-319.

Paris, S.G.(2005).Reinterpre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0(2), 184-202.

Pfost, M., Hattie, J., Dörfler, T.& Artelt, C.(2014).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ding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25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4(2), 203-244.

Protopapas, A., Sideridis, G.D., Mouzaki, A.& Simos, P.G.(2011).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Myth or Reality?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4(5), 402-420.

Rescorla, L.& Rosenthal, A.S.(2004).Growth in Standardized Ability and Achievement Test Scores From 3rd to 10th Grad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6(1), 85-96.

Song, S., Su, M., Kang, C., Liu, H., Zhang, Y., McBride-Chang, C.et al.(2014).Tracing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from preschool through the school-age years: an 8-year longitudinal study.Developmental Science, 18(1):119-131.

Stanovich, K.E.(1986).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 Some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the Acquisition of Literacy.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1(4), 360-407.

Xue, J., Shu, H., Li, H., Li, W.& Tian, X.(2013).The Stability of Literacy-Related Cognitiv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Character Naming and Reading Fluency.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2(5), 433-450.

Yeung, P.S., Ho, C.S.H., Chan, D.W.O.& Chung, K.K.H.(2014).What are the early indicators of persistent word reading difficulties among Chinese readers in elementary grades? Dyslexia, 20(2), 119-145.

Yeung, P.-S., Ho, C.S.-H., Wong, Y.-K., Chan, D.W.-O., Chung, K.K.H.et al.(2012).Longitudinal predictors of Chinese word reading and spelling among elementary grade students.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Available on CJO 2012 doi: 10.1017/ S0142716412000239.

Zhang, J., McBride-Chang, C., Wong, A.M.Y., Tardif, T., Shu, H.& Zhang, Y.(2014).Longitudinal correlat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children.Reading and Writing, 27(3), 481-501.



[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3]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第一小学


第二部分 教学问题研究



第4章 从阅读到书写——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过程的研究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twriting of Chinese Children

[中国]江新（Xin J iang）[1]

[中国]孟文迪（Wendi Meng）[2]

已有的关于儿童前书写发展过程的研究大都以英语儿童为研究对象，对汉语儿童的研究较少。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以英语儿童为研究对象建立的前书写发展阶段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汉语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还有待研究的进一步检验。本文通过自由书写的引发任务收集4岁至7岁的汉语儿童的书写作品，通过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儿童书写作品的静态图像特征与动态书写特征，系统探究汉语儿童从“前书写”到“书写”的发展过程。

焦点阅读

·儿童在接受正式的书写教育之前是否能够自发地习得一定的书写知识？

·儿童从不会书写到获得初步的书写能力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关键词

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阶段，静态特征，动态特征

“前书写”（emergent writing，也称“书写萌发”）是指学前儿童在接受正式的书写教育之前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自然地习得的书面语言知识，包括使用涂鸦、图画、似字非字的符号、有错误但接近正规的文字等形式进行的书写。前书写发展过程是指学前儿童在正式接受书写学习之前从不会书写到获得初步书写能力的发展过程。

在以往对于学前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研究儿童识字和阅读能力的发展，关于儿童前书写能力发展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可能与儿童前书写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观察有一定关系。以汉语学前儿童为被试的前书写研究更是罕见，与儿童早期阅读的研究相比，汉语儿童前书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数量有限，而且已有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儿童书写作品特征的静态特征来考察前书写发展的过程，如分析儿童的书写是否可辨认、是否符合汉字字形的方块结构、笔画和部件的书写是否规范，而未考虑儿童书写的动态过程，如笔顺是否符合规则。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对汉语学前儿童的前书写作品的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的考察，进一步探究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过程。

读写萌发与前书写

读写萌发（emergent literacy）是指儿童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并获得传统意义上的读写能力之前，表现出的前读写知识、技巧和态度（Sulzby，1989；Mason & Stewart，1990；Sulzby & Teale，1991；Whitehurst & Lonigan，1998；Whitehurst & Lonigan，200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儿童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前是否具有读写知识，存在不同的观点。早期的“阅读准备”理论提出，阅读准备(reading readiness)是指由于成熟因素或通过先前学习的影响，儿童能够有效地学习阅读的一种状态（Downing & Thackray，1971），认为读写能力的发展必须以成熟和正式的读写教育为前提，学前儿童在尚未接受正式的读写教育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发展。与传统的阅读准备理论观点相反，克莱（Clay，1966）发现，从未接受过正式读写教育的幼儿“非阅读者”在正式学习读写知识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大量与文字和阅读有关的知识。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克莱对一名5岁的新西兰儿童的阅读活动进行了考察，她发现幼儿表现出对字母和单词的敏感性，能够将口语单词和书面单词在时间上对应起来等（Clay，1966）。她后来进一步认为，幼儿在接受正式的读写教育之前就已经自发地习得了读写知识并有读写能力的萌发，这些知识的获得主要来自幼儿长期接触环境中的文字符号，看见成人从事阅读、书写等文字活动(Clay, 1979)。继克莱首次提出“读写萌发”（emergent literacy）的术语之后，有研究者进一步具体地阐释了“读写萌发”的概念（Teale & Sulzby，1989），提出这个概念能够代表对于儿童早期读写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许多学者认为，“读写萌发”指儿童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并获得传统意义上的读写能力之前，表现出的前读写知识、技巧和态度（Sulzby，1989；Mason & Stewart，1990；Sulzby & Teale，1991；Whitehurst & Lonigan，1998；Whitehurst & Lonigan，2001）。

读写萌发包括前阅读、图画与文字概念和前书写。前书写（emergent writing）是读写萌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前阅读和文字意识的发展密不可分。事实上，幼儿很早就开始阅读文字符号，区分图画和文字的不同，对书写产生兴趣。儿童的书写活动在接受书写教育之前早已开始。克莱（1976）发现，儿童首先了解到文字是有意义的，他们观察环境中的文字，认识到写字是一再重复的少数几个笔画。儿童进而发现笔画的使用可以有许多的变化、组合的方式，他们开始自发地学习写字，探索字是如何形成的。此外，儿童还发现在标牌、盒子或书页上的字在排列方式上似乎有着某些次序或者上下、左右等方位的原则。研究发现（Mclane & McNamee，2000），学前儿童进行的书写活动经常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绘画和游戏活动结合在一起，书写产物中往往掺杂着潦草的笔迹、奇怪的线条和随意安放的可识别的字形，书写产出的内容常常与特定的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些场景之下才可以被阅读和理解。在书写萌发的早期，幼儿的涂鸦、画画可能没有任何目的性，后来通过使用图画、创造性文字去表达意义，最后成为真正的书写者（Dyson，1985）。

和拼音文字语言的儿童类似，对于汉语儿童来说，前书写与正式的书写和识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语儿童的前书写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学习书写一个一个的汉字的过程，而是从最初利用随意的涂鸦、线条“假装”书写，到能书写一些简单的汉字字形的过程（陈思，2012）。

拼音文字背景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

许多西方学者通过收集儿童在自然情境或教育情境下的自发书写的前书写作品，并对作品的静态图像特征进行分析，来描绘拼音文字母语背景的学前儿童前书写活动的发展阶段（Sulzby，1989；Baghban，2007；Diffily，2001；Mayer，2007；Oken-Wright，1998；Tolchinsky，2003）。最初，有学者（Sulzby，1989）将儿童前书写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创意拼写阶段、创意拼写阶段和常规拼写阶段。后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前书写发展阶段理论。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前书写发展阶段的描述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从产出无意义的涂鸦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书写产物逐渐表现出合法的文字书写特征，并最终能够书写。

有研究者（Diffily，2001）将儿童前书写发展阶段划分为7个阶段，即涂鸦阶段（scribbling）、绘画阶段（drawing）、创意字母阶段（invented letters）、随机字母阶段（random letters）、抄写单词阶段（copying words）、发展性拼写单词阶段（developmental spelling）和常规拼写单词阶段（conventionally spelled words）。在涂鸦阶段，儿童在纸上涂鸦。当儿童认为自己是在“写”时，这种涂鸦就是一种书写活动。很多儿童在这个阶段表现出了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这与无序的涂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绘画阶段，儿童通过图画形式进行“书写”，并能读出自己的作品。例如，儿童画出一个像一棵树的东西，并把它读作“记得带我去公园玩儿”。在创意字母阶段，儿童创造自己的“字母”，这些“字母”在成人看来更像是随机的记号。在随机字母阶段，儿童逐渐获得更多的字母知识，这时他们开始书写字母，往往是成串地书写字母，或是重复书写某些字母，写得最多的是自己名字里的字母，或是其他对他们来说有重要意义的字母。但是在这个阶段，儿童书写的内容和他们读出的内容尚不具有对应关系。在抄写阶段，儿童越来越注意到环境中的词。此时他们开始抄写他们日常看到的词，但是他们还不能读出自己抄写的内容。在发展性拼写字单词阶段，随着文字经验的积累，儿童书写作品中开始出现具有拼音文字拼写特点的发展性拼写。发展性拼写有多种形式，其共同点是拼写形式与词音紧密联系，儿童使用单个字母或音节来代表一个词。这一阶段大概经历了以下过程：用单个字母或音节代替整词（如用“D”代表“dog”）、用词首辅音来代替整词或音节（如用“BB”代表“basketball”）、用首尾辅音代替整词（如用“CT”代表“cat”）、用多个辅音代替整词（如用“TRK”代表“truck”）、含有元音（如用“Ic Crem”代表“ice cream”）、合法拼写。在传统拼写阶段，随着发展性拼写活动的增多，儿童的拼写作品中逐渐出现了符合常规拼写规则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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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拼音文字儿童的涂鸦（Baghban，2007）

迈尔（Mayer，2007）也认为儿童前书写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他观察到，2～3岁时，儿童就开始试着使用纸笔涂鸦，但此时他们还不能分辨字和图画的区别；逐渐地，儿童理解了书面语言与图画之间的不同，他们开始把书写当作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手段，了解到人们在纸上写字以传递信息，并尝试按照自己的方法书写。儿童书写行为的萌发通常开始于3～5岁，延续整个学前期和一年级，其书写的形式主要包括涂鸦、从左到右的涂画、绘图、创造类似字母的书写形式，或者创造随机的字母排列等。

有学者（Baghban，2007）认为，儿童从在绘画中萌发书写到学会正式的书写技巧大致经历了从涂鸦（scribbles）到符号（labels）再到故事（stories）的漫长过程。儿童通过观察他人的书写和绘画活动，学会用书写工具在纸张或其他物体上进行涂鸦，并逐渐表现出对涂鸦的控制性，能够“读”出自己的涂鸦；此后他们越来越能够区分书写和绘画的不同，能够产出字母和其他符号并学会写自己的名字；4～7岁的儿童开始出现创造拼写，产出合乎规则的拼写，6～7岁的儿童能够利用绘画作为补充书写故事。他同样指出，儿童前书写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个体差异性，不同儿童经历的具体阶段和发生时间不尽相同。

除了在自然情境下通过系统观察的方法收集前书写作品，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名字书写的任务考察儿童的前书写发展水平（Bloodgood，1999；Levin & Aram，2004；Levin & Bus，2003；Levin et al.，2005；Levin & Ehri，2009）。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儿童的前书写研究中，仅依靠单一形式的测验或引发任务得到的结果可能具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儿童的前书写产物形式很容易受到不同任务类型的影响（Sulzby，1989；Sulzby et al.，1989）。当实验任务过于简单时（如要求儿童书写名字），儿童容易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前书写特征，产出正确的书写；当实验任务难度较大时（如要求低龄儿童写便条），儿童更易表现出相对不成熟的书写特征，如涂鸦、图画、创造拼写等。普拉尼克（Puranik，2011）认为，自发书写的任务控制性比较差，研究者很难控制儿童是否书写、书写什么内容，甚至有时很难引发书写行为。同时，即便研究者能够收集到理想的自发书写作品，对这些材料的评分和分析也很难进行。名字书写的任务虽然贴近儿童生活，能够引发儿童书写并获得目标的书写产物，但是该任务难度比较低，儿童书写名字的熟练程度往往远高于书写其他内容，因此很容易出现天花板效应，不能反映儿童真实的前书写能力。因此，一些研究者采用多种书写任务引发儿童前书写行为，试图更全面和客观地探测到儿童的前书写发展水平。

艾斯特布鲁克（Estabrook，2013）考察了367个美国中产家庭学前儿童前书写能力与家庭阅读环境的关系。该研究采用字母书写任务、名字书写任务和单元音单词拼写任务对儿童的前书写能力进行评价。其中，儿童书写字母的能力反映其正字法意识的发展（Puranik & Apel，2010；Puranik & Lonigan，2011）。因此字母书写能力可以说是拼音文字背景的儿童书写学习的基础。名字书写任务也是非常多的研究者用来考察儿童书写能力的发展的任务（Both-de Vries & Bus，2008，2010；Clay，1975；Martens，1999）。对于学前儿童来说，他们的名（first name）很早就被习得，并且在读写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Bloodgood，1999；Ferreiro & Teberosky，1982；Levin & Aram，2004；Levin et al.，2005；Treiman et al.，2007）。对于儿童来说，名字的书面形式往往会被他们认为是一种“个人财产”，让他们感到骄傲（Ferreiro，1986；McGee & Richgels，1989），这种感觉使得儿童对书面的语言更有兴趣，并更积极地去探索（Bloodgood，1999；Ferreiro & Teberosky，1982）。单元音单词拼写任务则涉及简单的英语拼写规则，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和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拼写能力能够很好地表现他们的阅读能力，并能很好地预测其未来的阅读能力发展。艾斯特布鲁克（2013）认为，这三种任务难度依次增加，同时采用这三种书写任务能够相对更加全面地衡量儿童的前书写能力发展水平。

有研究也采用了名字书写任务、字母书写任务和单元音单词拼写任务（Puranik & Lonigan，2011），此外，研究者还加入了图片描述任务和句子复述任务，收集3～5岁美国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并进行分析。研究者认为，字母书写任务和名字书写任务相对简单，便于被试预热，单元音单词拼写任务能够探测到儿童对于拼写规则的掌握并观察到儿童的创造性拼写行为，句子复述任务和图片描述任务可以代替自由产出，可对被试的书写内容进行有限度的控制，但又不会像前三个任务那样限制被试的书写内容，从而收集到更加多样的书写作品。研究者对每个实验任务都制定了详细的评分细则，并请两位评分者对收集的材料进行评分。结果显示，儿童的书写知识和与书写有关的技能在3～5岁都在增加并日趋稳定。实验中多个任务的成绩共同说明，年仅3岁儿童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所有语言共有的、反映书写活动本质的普遍书写特征和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知识，量表分析结果显示这两种知识的习得是有先后顺序的，儿童先习得关于普遍书写特征的知识，而后习得关于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知识。

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研究

与拼音文字语言的儿童前书写发展的研究相比，关于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数量较少。有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通过收集儿童名字书写的资料来考察名字书写的发展特点和不同年龄段儿童前书写作品错误的特点。例如，林泳海等人（2001）较早对汉语儿童前书写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收集80名3.5～6.5岁汉语儿童书写名字的作品，来考察儿童前书写的特点。研究发现，汉语儿童很早就开始尝试并能够书写自己的名字，3.5～4.5岁和5.5～6.5岁是名字书写快速发展的两个时期，而4.5～5.5岁则没有明显的进步；模仿书写和记忆书写的方式对于儿童名字的书写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研究发现，总体上学前儿童名字书写的错误多表现为“怪样子”和“结构失调”，且不同年龄段具有不同特点，表现为3.5岁儿童的书写错误类型多为“乱画”和“缺多笔画”，4.5岁儿童的书写大多“正确但不规范”，部分5.5岁儿童和大部分6.5岁儿童可以做到书写“正确、规范”。此外，他们还观察了儿童书写的笔顺情况，发现3.5～4.5岁的中班、小班儿童几乎都不能按笔顺书写，5.5岁的大班儿童中仅有20%能按笔顺书写，绝大多数6.5岁小学一年级儿童能够按笔顺正确书写。最后，研究者认为，儿童的书写错误可能与他们的知觉发展特点有关；年龄较小的儿童不能区分书写和绘画，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知道汉字具有独特的意义。

最近，有研究者采用纵向的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同一名儿童为期一年的书写作品来考察前书写发展的阶段。陈莉莉（Chan，2008）在收集和分析一名香港地区4岁女童一年内的30件前书写作品的基础上，提出该名儿童这一年的前书写发展经历了萌发书写、近似书写和常规书写三个阶段。在萌发书写阶段，儿童能够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笔画，通过操纵汉字笔画和笔画组合结合构成方块形状的“字”，能够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书写，并且书写的“字”之间具有固定相等的间隔，但是产出的正确汉字的比例较低，只能正确地写出少数几个简单汉字。在近似书写阶段，儿童越来越注意环境中的文字刺激，并开始抄写书本和环境中出现的汉字、学写老师和小朋友的名字；能够利用图画和汉字来表达思想；所书写汉字的正确率大幅上升。在常规书写阶段，儿童开始利用视觉解析策略将整字分解，能按照规范书写顺序书写段落并开始使用标点符号，产出汉字的正确率继续提升，但书写中仍然存在少数不规则的笔画。

与采用纵向的个案研究方法（Chan，2008）不同的是，有两项研究采用横向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书写作品来考察汉语儿童前书写儿童的发展过程（陈思，2010；王雪，2014）。陈思（2010）收集并分析了113件4～6岁儿童自由产出的前书写作品，她发现，儿童的前书写作品最初只是无意义的涂鸦，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有结构的线条和简单的符号，并出现用图画和简单字用来代替目标汉字、像字而非字的符号和十分接近汉字字形的字符，最终出现基本符合规范的汉字字形。最后，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她提出汉语学前儿童从前书写到书写发展经历以下7个阶段：①无意义的涂鸦阶段，②出现有结构线条阶段，③出现简单的曲线和符号（包括数字、英文字母、箭头等）阶段，④出现以图画或者以其他简单的字替代目标汉字阶段，⑤出现像字而非字的符号和抽象的汉字字形阶段，⑥出现有小错误但十分接近正确汉字字形的书写阶段，⑦能够书写基本符合规范的汉字字形阶段。

她还发现汉语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具有明显的“镜像书写、特殊笔画、以图代字”等特点，认为4～6岁汉语儿童的书写发展与图画的关系非常密切。

和陈思（2010）的研究类似，王雪（2014）也探讨了4～6岁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过程和阶段。但与陈思（2010）不同的是，王雪（2014）采用汉字书写测验的方法而不是自然产出的方法收集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她发现，4岁儿童处于汉字书写的萌发状态，幼儿在书写表达中尚不能掌握书写的一般特征，不能将绘画与书写区分开；5岁是儿童早期汉字书写的过渡阶段，5岁儿童基本能够掌握书写的一般特征和汉字形音对应的规则；5～6岁是幼儿早期汉字书写能力的“快速发展的时期”，6岁儿童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书写的一般特征，并开始表现出多种意义表达策略，包括以图代字策略、自创汉字策略、同音字替换策略等。

近来，有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除了考察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阶段的特点，还进一步考察了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影响因素（张菀真，2014）。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曾探究小学儿童书写表现的影响因素，发现儿童在一年级时的正字法意识能够显著预测当年和一年之后的书写成绩，而且视觉组块能力影响儿童延时抄写的书写表现（史冰洁等，2011），但是以学前儿童为对象探究汉语儿童前书写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少。张菀真（2014）以中国台湾地区158名中班和大班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常用字书写、自由书写和仿写等书写任务来收集儿童的书写作品，并通过选字测验、中文视知觉测验、视觉—动作协调发展测验、视觉记忆广度测验等测验来测量儿童的基本能力，而且对儿童的读写萌发表现和家庭读写环境进行了问卷调查。她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书写概念越来越准确，但是书写概念的发展比拼音文字系统的儿童以及香港地区儿童慢，认为这可能源于书写教育早晚的差异，儿童对于文字和图画两种符号系统的表征和知识的发展受到读写经验的影响。她还发现，不同年龄、视觉—动作整合能力的儿童，其汉字书写表现有差异，而且回归分析表明儿童的认知能力（中文认字能力、中文视知觉能力）对书写表现的可解释变异量最大（占30.7%），而书写准备度（基本的视知觉、动作协调能力、视觉—动作协调能力）对于书写品质的可解释变异量最大（占25%）。

上述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汉语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与拼音文字背景的儿童既有相似的发展趋势，又具有受到汉字字形特征和汉语书写系统特点的影响而产生的独特之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儿童从最初感知汉字“方块字”特点并将其区别于图画，到发现汉字形音对应规律、掌握书写规范；从最初的模仿成人书写、借助图画来表达意思，到逐渐能够使用图画、符号、简单文字等多种形式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并在书写中出现利用同音字、形似字代替陌生字表达意思等现象。

汉字特征会导致儿童书写发展的不同吗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发现，关于儿童前书写阶段的研究结论主要来英语等拼音文字系统的研究。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以英语儿童为研究对象建立的前书写发展阶段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汉语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还有待研究的进一步检验。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组字规则不同于拼音文字，由笔画组成部件、由部件组成汉字，汉字不但字形较为复杂，而且不能通过笔画和部件的拼读来获得整字的读音。汉字的这些特点是否会导致汉语儿童前书写的发展具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系统的儿童前书写的特点？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前所见的以汉语学前儿童为被试的实证性研究非常有限，而且这些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林泳海等人（2001）的研究仅仅考察了3.5岁至6.5岁儿童名字书写的情况，所收集的资料比较有限；研究者虽然也注意到儿童在动态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书写特征，把笔顺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手段，未能对儿童书写的动态过程做深入细致的分析。有学者（Chan，2008）报告的香港地区儿童的个案是一个在幼儿园中已经接受了一定的读写教育的个案，研究者在文章中提到，香港地区儿童在年龄很小时就已经开始汉字书写的学习，到儿童入学时已经能够书写50～60个汉字了；此外，香港地区儿童所处的文字环境相比内地的汉语儿童要复杂得多，内地儿童早期接触的文字刺激以简体汉字为主，而香港地区儿童则要接受大量的繁体汉字和英文刺激的输入，因此该研究的结论可能不能直接推论到内地的汉语儿童。陈思（2010）、王雪（2014）在自然情境下的系统观察研究采用了自发书写的书写任务，描述和总结了汉语儿童的前书写发展阶段。但是，研究者对于儿童自发书写作品的评分均停留在对书写作品的静态的图像特征的分析上，在评分时主要考虑儿童的书写是否可辨认、是否符合汉字字形的方块结构、笔画和部件的书写是否规范，因此其结论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实际的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前儿童所谓“正确”产出的汉字与学龄儿童依照正确的书写方式产出的汉字可能存在“画字”和“写字”的本质上的差别。学前儿童声称自己“会写”的字与成人的书写不管是在静态图像特征上还是在动态书写过程上都依然存在巨大的不同。我们认为，学前儿童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笔画、部件书写不规则或难以辨认的特征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于汉字特有的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掌握有限。

根据基于拼音文字母语背景儿童的研究（Tolchinsky，2003），在书写萌发过程中，儿童首先习得所有语言书写系统共有的、区别于图画的普遍特征（universal features），包括书写单元的直线形排列、书写单元之间的分隔性、书写的抽象性；随着儿童书写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他们的书写产物中出现了除一般特征以外的因不同语言而异的特异性特征，包括书写和阅读一定的方向性、特定语言符号的形状特征、字或词的间隔等。我们认为：汉语的语言特异性特征包括汉字特有的静态的图像特征和动态的书写规则性特征两方面。其中，汉字特有的静态的图像特征包括汉字的方块构型、笔形、部件和整字的构型等；汉字特有的动态的书写规则性特征包括书写特定汉字笔画的运笔方向、对整字中笔画的完整而准确的视觉分解（如将“马”这个字分解成3个笔画，而非简单地依照折点分解成7画），以及书写的笔序。而在前人的研究中，由于资料收集手段的局限性，并没有考察儿童对这些汉语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掌握情况。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希望就此问题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本研究将通过自由书写的引发任务收集4～7岁的汉语学前儿童和小学一年级儿童的书写作品，分析其书写作品的图像特征和动态的书写特征，考察汉语儿童从“前书写”到“书写”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了解学前儿童对于汉语的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习得过程。

本研究在北京市一所普通公立幼儿园和济南市一所普通公立小学选择母语为汉语的55名学前儿童和31名小学一年级儿童进行书写资料的收集。学前儿童所在幼儿园未开展以学习拼音、汉字读写为目标的活动和课程；小学儿童在接受测试时正值一年级上学期，已经完成了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约75%的内容的学习。被试月龄在48～86个月，依其所在自然班分为3个年龄组：中班组、大班组和小学一年级组（简称小学组）（三组被试的具体信息如表4-1所示）。其中识字量是通过自编的识字量测试获得，测试用字是从《现代汉语语料库汉字频率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前500个高频字中随机选取的100个汉字，汉字按照频率降序排列，测验时要求被试按照顺序依次认读汉字，连续读错或不认识5个字即停止测试。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智力正常，无学习困难或言语障碍。

表4-1 被试基本情况表（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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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在幼儿园或小学的一间安静的教室内进行。被试在主试的引导下，使用ANOTO数码笔在配套的码点纸上，通过回忆书写自己的名字和会写的汉字。写名字时，如果被试表示不会写或者有的字不会写，则询问他的名字，然后问他会不会写第一个字或最简单的一个字。儿童有任何书写产出均立即给予鼓励，并要求他们口头报告自己所写的字，记录其书写产出和口头报告是否一致。被试完成名字书写后，引导被试写会写的汉字。如果被试表示不知道写什么或不会写，则提示他写“天”“中”“田”“大”“小”等简单的字、动画片里的字、爸爸妈妈的名字、小朋友的名字、好吃的东西以及提示材料中的图片能够使儿童想起的字等；被试每写出一个字，主试马上询问被试写的是什么，并记录被试口头报告的与实际所写是否一致。资料收集完毕，小朋友可以从事先摆在桌上的小礼物中挑选一件作为奖励。

被试使用ANOTO 数码笔书写时，数码笔内置的摄像头和压力传感器会记录被试书写的笔迹信息，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静态的书写作品，还可以获得其书写动态过程的信息，因此既可以分析书写作品的静态图像特征，又可以分析书写过程中的运笔方向、书写顺序、断笔和连笔现象动态特征。

书写作品的静态特征分析

对书写作品静态特征的分析包括整体可接受度的分析以及笔画、部件和整字单个层面特点的分析。

书写作品的整体可接受度

书写作品的整体可接受度的进行分析。为了了解被试书写作品的整体可接受度，本研究由3名评分者使用5点量表对被试书写作品整体可接受度进行。评分者从以下角度评定儿童的书写是否是可接受、可辨别的：

①儿童书写的内容中是否含有非字的符号和图画；

②儿童书写的汉字结构是否规整、符合汉字方块字的构型；

③儿童书写的整字与部件的相对大小、间隔是否得当；

④儿童书写的汉字是否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笔画组成，笔形是否正确、笔画数目是否有增减；

⑤儿童书写的汉字部件结构是否正确，是否含有汉字中不应出现的结构（如圆圈、实心圆点等）。

1分为“完全不能接受和辨认”，5分为“完全能够接受和辨认”。如果被试没有产出，或者产出的全部为非字的符号、图画，则记0分。计算3名评分者的平均评分。三组组儿童书写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见表4-2。

表4-2 不同年龄组被试书写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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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试年龄组为自变量，以被试书写的可接受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83)=13.892，p=0.000；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三组被试的得分两两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中班组的得分最低，大班儿童较高，小学组得分最高。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产出的汉字越来越能够被成人所辨认和接受。

笔画层面的特征

通过观察和分析被试的书写作品，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组的书写作品在笔画层面上具有以下的特征。

首先，笔形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不规则向规则发展。

中班和大班儿童的书写存在大量的笔形不规则笔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书写直笔和由直线段组成的折笔笔画时做不到“横平竖直”（如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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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中班儿童对直笔和折笔的典型书写方式举例

第二，书写撇、捺等曲笔时，中班儿童或者“化曲为直”（将撇、捺写成直线段），或者将曲笔写成圆弧（如图4-3、图4-4）。与中班儿童相比，大班儿童将曲笔书写成圆弧的现象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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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中班儿童对曲笔的典型书写方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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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大班儿童对曲笔的典型书写方式举例

第三，在书写点笔时，中班儿童往往采用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将点笔拉长成不太协调的直线段，另一种是将点笔书写成圆点（如图4-5）。大班儿童则开始意识到，圆点是不应该出现在汉字中的图形，因此他们很少将点笔书写成圆点，而更多地写成长短不一的直线段，但相比于中班，这些线段的长度与整字大小显得更加协调（如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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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中班儿童点笔的典型书写方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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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大班儿童点笔的典型书写方式举例

第四，没有掌握钩笔的写法。大班和中班儿童在遇到钩笔时，普遍将钩笔写成类似折笔的形式，“钩”的部分过长而显得比较突兀；有的儿童则直接采用忽略钩笔的方式，略去钩笔不写；少数儿童将钩笔处理成“J”的形式，钩笔的长度比较适中但折笔处为弧形（如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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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学前儿童钩笔的三种典型书写方式

与学前儿童相比，小学一年级儿童书写的笔形就规范得多。他们不仅能够做到横平竖直，而且能够合理地处理弧形笔画和点笔、钩笔，笔形弧度适中，长短与整字大小相协调（如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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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小学儿童点笔、钩笔的典型书写方式

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能够准确地掌握汉字的笔画数目。

儿童在书写汉字时，由于对汉字笔画数目的掌握不准确，常常会出现添笔、减笔的错误。我们统计了三个年龄组内每个儿童在自由书写中产出汉字的总个数和其中笔画数目正确的汉字个数，计算了每个被试书写的笔画数目正确率。结果显示，笔画数目正确率与月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0.400，p=0.000），笔画增减错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一结果表明，随着月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能够准确地识记并产出笔画数目正确的汉字。

中班儿童在回忆书写熟悉的汉字时，即使是笔画数非常少的简单汉字也会出现添笔或减笔的错误，并且出现添笔、减笔错误后的汉字结构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儿童自己能够认读出自己写的是什么字（如图4-9）；大班儿童依然会出现极少量的在这些简单汉字上的笔画数目错误，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添笔、减笔错误来自字形比较复杂、有较多重复笔画的汉字（如图4-10a）；小学儿童则很少出现笔画数目的错误，出现笔画错误的汉字均为11画以上的较为复杂的汉字（如图4-10b）；大班和小学儿童出现的笔画增减错误对汉字的整体结构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产出的整字依然能够容易地被他人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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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中班儿童的笔画增减错误

（注：从左到右依次为“天”“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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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大班儿童和小学儿童的笔画增减错误

（注：a为大班儿童书写的“熙”，b为小学儿童书写的“馨”）

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书写的笔际关系掌握越来越好。

笔际关系是指汉字内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汉字笔画的相离、相接与相交、笔画的相对长短、笔画的相对位置关系等（郭圣林，2008）。我们发现，学前儿童普遍表现出对笔画相离、相接、相交关系的混淆和处理不当，但大班和中班儿童又有一定的不同。中班儿童在书写“人”“大”“天”等汉字时，往往不能把握曲笔的相接关系，他们会把这种关系处理成相离关系、改变相接点的位置或将两笔分别化曲为直（如图4-11）。大班儿童对曲笔相接关系的掌握程度相比于中班儿童有一定的进步，多数儿童能够正确书写这些汉字，但仍有少数儿童会表现出与中班儿童相似的笔际关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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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儿童书写中常见的曲笔的笔际关系举例

（注：从左到右依次为“大”笔画相离、“天”化曲为直、“大”改变连接点位置）

在处理直笔的相接和相交关系时（即我们所说的“出头”与“不出头”），中班和大班儿童都普遍地不能够分清这两种关系（如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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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儿童书写中常见的直笔的笔际关系举例

（注：从左到右依次是“上”“王”“天”）

与学前儿童相比，小学儿童则已经能够很好地处理直笔和曲笔的笔画相接和相交的关系。再有，学前儿童对汉字中重复出现的笔画的相对长短关系往往把握不好，而小学儿童则已经可以做到熟练地把握（如图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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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学前儿童书写中常见的笔画相对长短关系与小学儿童的对比

（注：从左到右依次是大班儿童和小学儿童书写的“天”）

部件层面的特征

通过观察和分析书写作品的部件特征，我们发现：从中班到小学一年级间，儿童的部件意识逐渐萌芽并开始发展。中班儿童的书写产出大多为简单的独体字，这些字大多数可以作为一个部件出现在合体字中。此时，儿童似乎已经具有了关于汉字部件的一些模糊认识，他们开始明白“两个字合在一起也可以组成一个字”。但是此时，儿童尚不能分清整字和部件的区别，表现为片面地认为部件可以代表整字，或者认为将一样的字合在一起仍然代表同一个字（如图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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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中班儿童书写中部件水平的书写错误举例

（注：从左到右依次是“知”“木”）

相比于中班儿童，大班儿童的部件的意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在儿童知道合体字内还包含着“另外的字”，在遇到不会写的复杂汉字时能够根据复杂字所含的部件进行回忆，但是尚不能掌握复杂字内各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如图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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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大班儿童书写中部件水平的书写错误举例

（注：大班儿童试图书写“琴”）

与学前儿童相比，小学生对部件的认识则更加明朗。小学一年级儿童能够利用部件线索进行联想回忆书写（如图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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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小学儿童利用部件线索回忆书写举例

整字层面的特征

我们发现，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在整字的层面上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少数中班儿童尚不能将汉字与其他符号区分开。

在86名参与了本研究书写资料收集的被试中，大班儿童和小学一年级儿童均能成功完成书写任务，中班儿童中有2人报告自己“不会写字”因此没有完成书写任务，另有3名中班儿童的书写产出均为非字的符号和数字，有5名中班儿童的书写中既有汉字，也掺杂着少量的数字符号。这显示，中班儿童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地将汉字与其他的符号区分开来，当听到“请小朋友们写下自己会写的字”的指导语时，他们不仅产出了汉字，还产出了数字符号。而大班儿童则能够较好地区分汉字和其他的符号，明白数字并不是“字”。

其二，自造笔画和汉字结构。

在学前儿童的书写中，出现了大量的自造汉字结构和自造笔画（如图4-17）。这样的现象在中班和大班被试的书写中都有出现，但是在中班被试更加常见；小学儿童的书写中则不再出现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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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学前儿童的自造笔画和汉字结构举例

（注：从左到右依次是“米”“米”“子”“张”）

学前儿童的镜像书写现象

中班和大班被试均存在镜像书写的情况，且镜像书写的现象集中地出现在少数的几个被试的书写中。儿童不仅出现左右镜像书写，而且出现上下镜像书写（如图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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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学前儿童的镜像书写现象举例

（注：图中分别为左右镜像和上下镜像的“小”）

书写的动态特征分析

对书写动态特征的分析包括对书写的笔向、笔序和对汉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三个方面特点的分析。

笔向特征

笔向是指运笔的方向，即书写每个笔画时从开始书写到书写结束笔尖在纸上的运动方向。在绘画中，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和绘画的目的自由选择运笔方向，但是在书写时，不同的语言都有不同的、相对固定的运笔方向。因此，我们认为笔向是书写的语言特异性特征的一部分：书写的相对固定的笔向是书写活动有别于绘画活动的显著特征，同时书写的笔向规则性特征也是不同语言特有的书写特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通过ANOTO数码笔收集到的儿童书写的动态信息，对儿童书写中出现的笔向正确与否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统计每个被试在自由书写中产出汉字的总个数和笔向正确的汉字个数，然后计算被试书写的平均笔向正确率。不同年龄组被试平均笔向正确率如表4-3所示。小学儿童书写的笔向正确率则达到了97%以上，他们在书写中很少再出现运笔方向的错误。中班和大班儿童他们在书写汉字时的平均笔向正确率均在80%以下，表明他们还不能很好地掌握书写汉字笔画的特定运笔方向；但相比于中班儿童，大班儿童的平均笔向正确率更低。

表4-3 不同年龄组儿童平均笔向正确率（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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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组被试笔向正确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83)=23.276，p=0.000。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小学儿童在书写中的笔向正确率显著高于中班儿童（p<0.001），中班儿童显著高于大班儿童（p<0.05）。也就是说，小学儿童书写的笔向正确率显著高于学前儿童；但是大班儿童却比中班儿童的笔向错误多，这是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

对儿童在书写中出现笔向错误的特征进行了分类，发现儿童在书写中出现的笔向错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笔画的书写方向错误（如图4-19），如将“一”从右往左写、将“丿”从下往上写、将“丶”从下往上写等。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笔向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儿童尚未能了解笔画的书写具有固定的方向，因此在书写时就采用了类似绘画的运笔方式，倾向于从与上一笔笔画终点最近的地方起笔书写下一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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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儿童书写简单笔画的笔向错误

另一种是对于一些特定的笔画组合的书写方向错误（如图4-20），尤其是在书写“”“厂”“冂”“口”等闭合或半闭合的框架结构时，儿童由于不能很好地对该结构内的笔画进行知觉上的分解，因而出现笔向的错误。这种笔向错误往往与断笔、连笔错误相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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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儿童书写特定笔画组合的笔向错误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前儿童还不能够掌握书写汉字笔画的特定运笔方向，表现在大部分的学前儿童在书写中都出现了运笔方向的错误，而小学儿童中出现这一错误的人数则较少；小学一年级儿童的平均笔向正确率最高，其次是中班儿童，大班儿童的平均笔向正确率最低；儿童在书写中出现的笔向错误既有简单笔画的书写方向错误，也有特定笔画组合的书写方向错误。

笔序特征

我们对被试书写中出现的笔序正确与否进行了统计分析。

表4-4的数据表明，不管是学前儿童还是小学儿童，在书写汉字时都会出现笔序错误。其中，大班儿童的平均笔序正确率尚不足60%，中班儿童稍好于大班儿童。小学儿童书写的笔序正确率虽然能够达到85%以上，但是他们在书写中仍然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笔序错误。

表4-4 不同年龄组儿童平均笔序正确率（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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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组被试的笔序正确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83)=13.892，p=0.000。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小学儿童的笔序正确率高于中班儿童（p<0.01），中班儿童高于大班儿童（p<0.05）。也就是说，小学儿童书写的笔序正确率高于学前儿童，但大班儿童的笔序正确率却低于中班儿童。笔序的这个结果与笔向的结果一致。

同时，对笔序错误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儿童在书写合体字时出现的笔序错误主要是部件内的笔序错误，而极少见部件间的笔序错误或部件顺序错误（见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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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一名中班儿童书写“程”字时的笔序

（注：部件“口”为顺时针一笔写成）

汉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

通过前文对儿童书写作品静态特征的分析，我们发现学前儿童对汉字笔画的知识的掌握还非常有限。汉字是由不同的笔画和笔画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相比于拼音文字的文字符号，汉字具有更为复杂的视觉特征。绝大多数的汉字是不能一笔写成的，因此学前儿童在尝试书写整字时首先要对汉字内的笔画进行视觉上的分解，才能决定如何书写、按什么样的顺序和方向书写。当儿童不能正确地对汉字内的笔画进行视觉上的分解，他们在书写中就会表现出断笔、连笔的错误，如在书写“口”时采用一笔写成的方式，或者书写成两横、两竖的形式。通过观察儿童的书写过程，我们发现儿童在书写中出现笔向和笔序书写错误时，往往会有断笔、连笔错误伴随出现。因此，我们对儿童书写中出现的笔画分解正确与否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每名被试在自由书写中产出汉字的总个数和其中没有出现断笔、连笔错误的汉字个数，计算了每个被试书写的笔画分解正确率。结果表明，中班和大班儿童都还不能熟练而正确地对汉字笔画进行视觉分解，并且大班儿童的笔画分解正确率低于中班儿童；小学儿童书写的笔画分解正确率则达到了97%以上，说明他们在书写中很少再出现笔画分解的错误。

表4-5 不同年龄组儿童出现笔画分解平均正确率（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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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组被试笔画分解正确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83)=23.386，p<0.001。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小学儿童的笔画分解正确率高于中班儿童（p<0.001），中班儿童高于大班儿童（p=0.051，二者差异达到边缘显著）。也就是说，小学儿童笔画分解正确率高于学前儿童，但大班儿童的笔画分解正确率却低于中班儿童。笔画分解的这个结果与笔向、笔序的结果一致。

儿童书写作品静态和动态特征的发展

儿童书写作品静态特征的发展

本研究关于书写作品静态特征的分析发现：首先，儿童自由书写作品的整体可接受度评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而提高，表明随着年龄增大，儿童书写越来越规范，其书写作品越来越容易被成人辨认和接受。其次，在笔画层面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书写笔形从不规则向规则发展，不符合正字法规则的实心圆点和圆弧状笔画逐渐消失，而且对汉字笔画数目、笔际关系的掌握越来越好。再次，在部件层面上，随着年龄增加，儿童的部件意识逐渐萌芽并开始发展。中班儿童尚不能分清整字和部件的区别；大班儿童已经能够根据复杂字所含的部件对复杂字进行回忆，但是尚不能掌握复杂字内各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小学生对部件的认识则更加明朗，能够利用部件线索进行联想回忆书写。最后，在整字层面上，少数中班儿童尚不能将汉字与其他符号区分开；学前儿童，尤其是中班儿童的书写中出现了大量的自造汉字结构和自造笔画，儿童倾向于使用比较“经济”的方式书写，小学儿童的书写中则不再出现这一现象。

我们认为，学前儿童书写作品之所以表现出以上的特征，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学前儿童对汉字字形的视知觉加工能力有限。儿童还不能很好感知汉字的字形结构特征并进行加工。以往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视觉组块能力（史冰洁等，2011）以及基本的视知觉、视觉—动作协调能力和汉字视知觉能力（张菀真，2014）能够预测儿童的书写成绩，表明对汉字的视觉加工能力可能影响书写表现。另一方面，学前儿童对汉字书写规则性的认识非常有限。学前儿童没有认识到书写是有区别于绘画的规则性特征的，这些规则是客观的、不能随意改变的。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儿童在书写简单汉字时，往往是“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他们倾向于选取最简单的书写方式进行书写，如在书写“米”字时，先写一个“×”后写一个“+”就完成了这个字，在书写“子”时，先书写一个“3”再写一横。不仅如此，儿童在书写自己的名字时，即便其中比较复杂的汉字大多是儿童有意地、在家长的指导下经过显性学习的，儿童依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替换其中的笔画或结构，用比较“经济”的方式书写。而且，由于儿童对于汉字书写的规则性认识有限，儿童书写中出现的自造笔画和汉字结构。

我们还发现，中班和大班被试均存在镜像书写的情况，且镜像书写的现象集中地出现在少数的几个被试的书写中，既有左右镜像书写也有上下镜像书写。这与陈思（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与王炳钊（1994）、斯科特（Sccott，1999）、周统权（2008）的研究发现不一致，他们仅发现汉字的左右镜像书写。而且，本研究在对儿童书写的动态笔向特征进行分析时，发现儿童在书写对称的汉字时（如“木”）也会出现整字的镜像书写，其运笔方向和笔序与正确的写法成镜像对称。儿童的镜像书写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儿童对汉字的熟练程度、空间的扫描方向、神经中枢镜像传导的抑制和肌肉的运动方向等，随着儿童的汉字认知以及视觉—书写运动图式的发展，他们的镜像书写错误就会减少（李心天，1989）。

儿童书写作品动态特征的发展

以往对于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均仅仅关注儿童书写作品的静态图像特征（Oken-Wright，1998；Diffily，2001；林泳海等，2001；Baghban，2007；Mayer，2007；Chan，2008；陈思，2010；周兢，2010；王雪，2014），而几乎没有研究者关注儿童的动态书写过程。在以汉语儿童为被试的儿童前书写研究中，林泳海等人（2001）虽然指出应关注儿童书写的动态过程，但是研究者也仅仅观察了儿童书写的笔序，而未对书写的笔向和断笔、连笔错误做深入考察。

我们认为，书写的运笔方向是特定语言书写系统语言特异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拼音文字中，虽然总体的书写方向要遵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但在单个字母内部，由于文字符号多包含曲线、斜线和由曲线或直线段组成的闭合图形，因此其笔向特征较为复杂、不易描述。现代汉字是由横、竖、撇、点、折5种基本笔画组成的，相比于拼音文字，笔画的书写方向相对明确和固定。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ANOTO数码笔收集的儿童书写的动态信息，对书写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学前儿童在书写中存在大量的笔向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常常与笔序错误和对汉字内笔画视觉解析的错误伴随出现。学前儿童书写汉字时的运笔方式更像是在“画字”而非写字；到学龄期，儿童逐渐地意识到笔画的书写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向运笔，书写中出现的笔向错误大幅减少。

我们认为，学前儿童书写中大量出现的这些动态的书写错误，主要因为儿童对汉字字形的细微特征的把握能力有限和对汉字书写规则知识的掌握有限。儿童对于笔画的形态特征的知识不够了解，因此在尝试书写汉字时，他们不能正确地对整字内的笔画进行视觉分解。这直接影响到儿童对“按照什么方向书写”“按照什么顺序书写”的正确决策。同时，学前儿童尚未习得关于汉字书写笔向和笔序的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知识，因此，儿童倾向于直接选择最“经济”的运笔方式进行书写，而非按照合法的笔向、笔序进行书写。这与我们在对儿童书写作品的静态图像特征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一致。

我们还比较了三个年龄组儿童的动态书写指标，发现小学儿童在书写的笔向、笔序和对汉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三个方面均显著优于学前儿童；但是在这三个指标上，大班儿童的表现却并不优于中班儿童。这一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在动态的汉语特异性书写规则的习得上似乎表现出了“反复性”特征。我们猜测，这种发展上的反复性可能是儿童对动态书写规则的主动探索的外在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书写经验不断积累，他们面对的汉字刺激越来越多样，儿童对相似的汉字结构的书写经验也越来越多。此时，儿童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简单地依靠直觉、用随机的方式“画”字，但是由于没有经过正式的读写学习，儿童尚不了解什么样的书写方式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可能开始倾向于使用自己喜欢的、相对固定的笔序、笔向进行书写，自发地创造了某种主观上的“书写规则”。

儿童书写的静态特征与动态特征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综合儿童书写的静态和动态特征的分析结果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书写表现出越来越成熟的静态图像特征，然而在笔序、笔向、汉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三个动态特征上，尽管小学儿童与学前儿童相比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大班儿童的表现却并不优于中班儿童。这表明儿童书写的静态特征与动态特征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学前儿童首先习得汉字特有的静态的图像特征，如方块构型、笔形、部件和整字的构型等；后习得动态的书写规则性特征，如笔序、笔向以及对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

儿童书写的规则性随年龄增加而不断增强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儿童书写的规则性随年龄增加而不断增强，表现出学前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对书写规则主动探索的过程。从书写的静态特征分析可以看到，幼儿最初并不具有关于书写规则的知识，低龄被试的书写只表现出了书写的普遍特征和部分汉语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即书写符号呈直线形排列、书写符号具有抽象性，各书写单元之间有一定的间隔，并且出现了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向，产出的符号中逐渐出现具有汉字字形的结构。随着儿童书写能力的发展，儿童的书写越来越接近正确的汉字字形，儿童能够使用笔画组成汉字，出现自造的笔画和汉字结构，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研究者（Chan，2008）、陈思（2010）、周兢（2010）、王雪（2014）均报告过汉语儿童产出自造笔画和汉字结构的现象，有研究者（Diffily，2001）也报告了拼音文字儿童的前书写发展会经历了“自造字母阶段”以及“发展性拼写”阶段。儿童似乎具有一套独特的“造字规则”和“拼写规则”。儿童书写作品中这些静态特征的发展变化表明，儿童经历对书写规则的主动探索过程。

对书写规则的主动探索还表现在书写的动态特征的发展变化上。汉语儿童按照自己独特的“书写规则”进行书写，这一“书写规则”包括书写的笔向、笔序和对字内笔画的视觉分解等多个方面的规则。学前儿童最初只是简单地依靠直觉、用随机的方式“画”字，然后逐渐过渡到用自己喜欢的、相对固定的笔序、笔向进行书写，自发地创造了某种主观上的“书写规则”，由于这些“主观规则”不符合汉字实际的书写规则，因此大班儿童书写的笔向、笔顺错误并不比中班少。这些动态特征的发展变化也表明，汉语儿童前书写经历了对书写规则的主动探索过程。

4～7岁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的阶段

在上述资料分析的结果和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关于儿童前书写发展阶段的研究和理论，我们提出4～7岁的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经历5个阶段。概括地说，4～7岁的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经历从尝试书写到不符合规则的创造书写，再到规则探索和近似规则的书写，最终能够进行规则书写5个发展阶段。下面我们将对儿童在各个阶段表现出的书写特点做具体的总结和讨论。

阶段一：尝试书写阶段

此时儿童已经能够明白“写”并不是随意地“画”，在被要求“用笔写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笔在纸上随意的图画，有的被试口头报告主试自己“不会写”“不会写字”，有的被试则是拿起笔开始尝试进行书写。但是此时，他们还不会书写汉字，也不会书写自己的名字，只能书写一些简单的、独立的符号或数字或者书写非字的符号，也有类似汉字字形的“自造汉字”。

对香港地区儿童的个案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发展阶段，并命名为萌发书写阶段（Chan，2008）。此时的儿童还不能将汉字符号和其他抽象符号区分开来。儿童开始尝试比照环境中出现的汉字进行书写，但是他们产出的汉字量依然比较少，并且难以辨认，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少数中班被试依旧处在这一阶段。

陈思（2010）的研究认为，儿童的这种将非字的抽象符号与少量的类似汉字字形的符号掺杂在一起的书写是一种相对不成熟的书写形式，王雪（2014）则发现这种书写形式多发于4岁儿童的书写中。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少数的中班被试仍然处在这一阶段，其月龄在50～61个月（平均56.17个月），相比同龄的其他中班被试，他们的前书写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不成熟。由此可见，4～5岁儿童的前书写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4～5岁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具有多种符号形式并存的特点。据此，我们猜测：4～5岁可能是儿童汉字意识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期。

阶段二：不符合规则的创造书写阶段

随着儿童文字经验的增加，他们开始产出由单个笔画或笔画组合组成的，具有方块构型，但是依然难以辨认的“汉字”。此时儿童的书写非常随意，大小、间隔不一，产出的“字”形结构大多简单、对称；儿童的对线条的把握还十分有限，不管是直笔还是曲笔的书写都非常不规则，书写的方向和笔画的顺序也非常随意、不按规则。此阶段的儿童报告自己能够书写自己的名字，他们书写的“名字”很难辨认，但是儿童自己可以辨认并一一读给主试听。在书写名字遇到合体字时，儿童还不能把握整字和部件的相对大小和位置关系。

阶段三：简单的记忆与模仿书写阶段

此阶段的儿童开始通过对环境中出现的文字进行记忆和模仿成人的笔迹进行书写，其书写作品中体现出明显的模仿的痕迹，尤其是在书写名字中含有的比较困难的字时，儿童常常模仿成人的书写方式。

对于香港儿童前书写发展的个案研究中也报告了这一阶段（Chan，2012），她发现在近似书写阶段，儿童开始越来越注意环境中出现的文字，并热衷于抄写。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由于儿童对汉字的观察和认识能力有限，他们尚不能清楚地把握汉字字形的细小特征，而只能把握汉字的大体结构，因此常常出现添笔、减笔错误、笔形错误和镜像书写。此时儿童还不能把握汉字的动态书写规则，不能对汉字中的笔画进行合理的视觉分解，在书写中出现自造笔画和笔画组合，其书写的笔向、笔序比较随意，不能按照合法的书写规则进行书写。

阶段四：规则探索和近似规则阶段

随着儿童文字经验的积累，他们产出的汉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一些儿童开始产出复杂性较高的汉字。因此，儿童在书写中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此时儿童对直笔笔形的掌握已经比较好，但是他们还不能很好地处理曲笔笔形和复杂的笔画，不能正确地处理笔画的相接关系，不能够按规则书写闭合或半闭合图形，或正确地对这些复杂结构中的笔画进行视觉分解。但是，此时儿童开始探索自己喜欢的书写方式进行书写，他们似乎自发地形成了一套主观的书写规则，并按照这一规则应对书写中遇到的相应情况，其书写具有比较明显的个体特征。

虽然此阶段的学前儿童与小学儿童的书写已经十分相似，书写的笔形比较规则，汉字的大小、排列、整字与部件的相对大小和位置都能把握得比较得当，成品字中只存在较少的细小的错误。但是，分析儿童的动态书写过程就会发现：儿童的书写与小学儿童和成人的书写依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儿童的笔序、笔向错误依然非常普遍，他们依然没能掌握汉字在笔画水平上的动态书写特征。在处理闭合和半闭合图形时，儿童依然采用类似“画方框”的方法，对结构中的笔画进行错误的分解，并且不按照笔向地随意书写。儿童的书写产出在静态分析水平上虽然已经非常规范，但是在动态分析水平上，儿童的书写依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字”，而更像是在“画字”，但是其书写产物总体上是比较容易被成人辨认出的。

阶段五：规则书写阶段

极少的大班儿童和大部分小学儿童的书写处在这一阶段。此阶段儿童的书写已经非常规范，汉字的大小、间隔都比较规则，并且不再出现或几乎不再出现笔向的错误。在遇到汉字中的闭合或半闭合结构以及复杂的笔画组合时，儿童能够正确地分解其中的笔画，并按照正确的笔向书写。此阶段儿童书写的主要错误类型为笔序错误，且这些笔序错误均发生在书写的汉字的单个部件之内，不含部件间的笔序错误或部件顺序错误。这显示，儿童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关于汉字笔画的基本规则和特征，如笔形特征、笔画组合特征、笔画书写方向规则等，并且能对复杂结构中的笔画进行视觉上的分解。儿童开始能够按照客观的书写规则书写特定的书写结构，而非按照主观的、自造的规则随意地书写。此外，儿童的部件意识已经萌发并有一定的发展，表现在儿童尽管尚不能完全准确地按照笔序书写汉字，他们仍然明白书写应当以部件为单位依次进行，在写完一个部件所含的所有笔画之前不能开始书写另一个部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儿童的前书写发展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和反复性。一方面，同一年龄段的儿童的前书写作品可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年龄相近的不同个体之间书写能力的发展水平可能相去甚远，一些月龄较低中班儿童的书写可能比月龄较高的大班儿童的书写更加成熟，因此不能简单地依靠月龄对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进行分段；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儿童在书写难度不同的内容时表现出的特征也不尽相同，其书写发展具有一定的反复性。即使是小学儿童，在书写较为复杂的、自己不太熟悉的汉字时，也会表现出类似学前儿童的较为不成熟的笔向、笔画数目的错误，一些能够将简单汉字书写得横平竖直、结构得当的学前儿童在书写较为复杂的汉字时，依然会产出不规则的笔形和大小非常不协调的部件和整字。这一点与以往研究者的观点比较一致（Diffily，2001；Mayer，2007；陈思，2010）。

以往对于儿童前书写产物静态图像特征的研究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文字经验的积累，其书写产物从奇形怪状、不可辨认到接近正确字形、容易辨认，逐渐地学会“写字”。在本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儿童对于汉字的笔形、字形结构的知识非常少，他们甚至不能把汉字和其他的抽象符号区分开；此后他们对与汉字笔画、部件的形态特征和方块字构型特征的知识不断增加，儿童逐渐能够产出符合汉字字形特征的、大小相对一致、结构合理的字或者尚有一些小错误但是可以被成人辨认的假字。随着儿童文字经验的积累和尝试书写经验的增加，儿童的前书写能力不断发展，他们对汉字笔形、字形的掌握越来越好。

通过观察儿童书写的动态过程，我们发现儿童的这种尝试和学习书写汉字过程实际上还包含了他们探索合理的书写方式的过程：学前儿童尚不明白汉字笔画的书写要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顺序，由于他们对汉字的语言特异性书写特征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甚至不能成功地在视觉上从汉字的一些特殊结构中将笔画分解出来。但是面对这样的困难他们并没有停止书写，而是参照他们在绘画活动中得到的经验，试图探索最佳的书写方式，创造自己的书写规则。

我们认为，学前儿童的这种在静态水平上能够产出与正式书写相似的产物，而在动态水平上依照不符合合法的汉字书写规则进行的书写活动与小学儿童和成人的书写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也不难解释众多的研究者和家长们都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些前书写能力发展较成熟的学前儿童的书写虽然很容易被辨认，但是总是会给人一种“样子怪怪的”的感觉。我们认为，汉字独特的运笔方式和笔画书写的顺序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修正而最终存留下来的，这种合法的书写方式是最有利于把汉字写得横平竖直、结构规整的。学前儿童的书写产物之所以会体现出异于学龄儿童的明显的年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特殊的动态书写过程的影响。

教学启示

本研究对于学前儿童前读写能力的培养具有一些启示。

首先，家长和学前教师要了解儿童前书写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发现，4～7岁儿童的前书写发展经历了从尝试书写到不符合规则的创造书写、再到通过简单的记忆与模仿书写、规则探索和近似规则书写，最终出现规则书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儿童的前书写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但是同龄的儿童之间还是表现出了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家长和学前教师应当了解到这一发展过程的阶段特征，以及这一过程的漫长性、反复性和个体差异性。

第二，采用适合儿童前书写发展特征的方式进行教学。本研究发现，尽管大班儿童的书写作品已经看上去非常成熟，但是分析其动态书写过程可知，学前儿童的书写与小学儿童和成人的书写仍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汉字书写教学方法可能不能有效地帮助学前儿童学习书写。因此，学前教师应采取适应儿童汉字认知发展水平的教学方法，引导儿童关注环境中出现的文字刺激，激发儿童的前书写行为，鼓励儿童尝试书写。

第三，鼓励儿童积极探索书写规则。本研究发现，儿童前书写能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儿童在不断积累的文字经验的刺激下，主动地探索书写规则、习得书写技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学前教师应当鼓励儿童积极探索书写规则。

第四，重视家庭读写活动。儿童的前书写发展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学前儿童的家庭阅读经验对其前书写能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家长应当为儿童前书写能力的萌发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和适当引导。在儿童书写萌发的最初阶段，儿童的前书写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书写作品有巨大的差异，表现为涂鸦、绘画、自造的符号等。家长们应当倾听孩子的想法，并给予及时、正面的反馈，理解儿童“乱写乱画”的行为，采取合适的方式引导儿童学习正确地使用书写工具进行书写。同时，应注意在生活中引导儿童注意环境中的文字刺激，鼓励孩子通过“书写”参与到家庭的活动中。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以幼儿园中班、大班的学前儿童和小学一年级儿童为被试，而未能考察幼儿园小班的儿童的书写萌发情况。在将来研究的研究，应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幼儿园小班的被试，以便更全面地考察儿童书写萌发早期的发展特点。其次，应该延长资料收集时间，改进资料收集方法。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采用了集中收集资料的方式，这样虽然有利于对被试的书写产出进行控制，但是收集到的书写资料不够自然、不够丰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延长资料收集的时间，采用分散收集的方法，将资料收集与儿童日常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以便收集到更加自然、更加丰富的书写资料。

摘要Abstract

Are children capable of producing writing long before the formal instruction began？Previous studies on Chinese children’s emergent writing illustrate a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at evolves from image to text.However, few researche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dynamic features of Chinese children’s emergent writing.In the current study, we intended to examine Chinese children’s emergent writing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static features and the dynamic features of children’s writing samples.Three age groups of Chinese children aged from 4 to 6 were asked to write whatever they can write with Anota digital pens which can record the writing proces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ese children’s emergent writing development may undergo five different phases: the attempting writing phase, the creative writing phase, the imitation phase, the approximate conventional writing phase and the conventional writing phase.The elder children tend to write similar characters and structures in regular ways while the younger’s writing are random.Pre-school children’s writings are likely to follow some kind of “economy principle”, which brings convenience as well as dynamic writing errors.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s emergent writ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children actively explore the rule of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The impli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literacy education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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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合作推理式课堂——一种可以提高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



Collaborative Reasoning: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that Promotes Higher-Order Thinking

[美国]马淑风（Shufeng Ma）[1]

[美国]孙晶晶（J ingjing Sun）[2]

[美国]约书亚·莫里斯（J oshua A.Morris）[3]

[美国]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4]

本章总结了合作推理教学法（collaborative reasoning）在提高学生高级思维方面的成果。合作推理是一种学生自主管理、自由发言的小组讨论模式，学生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积极的辩论，畅所欲言，教师并不直接参与学生的讨论，只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提供适宜的帮助。参加合作推理讨论后，学生的论述能力、关系性思维以及解难能力有很大的进步，这些能力都是高级思维的具体表现。合作推理在提高学生高级思维方面的积极作用暗示着合作推理应当被更广泛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合作推理在课堂的顺利进行需要依靠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教师应当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让学生决定如何理解问题，依照什么次序发言、要讨论哪些话题，以及学习与讨论有关的内容。学生相对地应当承担起自主学习的责任，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保证讨论的顺利进行。本章的末尾也提到运用合作推理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以及教师如何做相应的调整来促进学生有效的学习。

焦点阅读

·你了解合作推理教学法吗？实验结果表明，学生参加合作推理讨论后，他们的论述能力、关系性思维以及解难能力有显著提高。本章也讨论了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推广合作推理教学法以及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合作推理，高级思维，小组讨论，知识的共同建构

提高学生高级思维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和数字媒体的快速革新使信息传播比历史上任何时间都更为便捷，这使得当代人的生活被大量信息包围（Herbig & Kramer，1994；Sicilia & Ruiz，2010）。虽然每个人每日都要处理超负荷的信息，但是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只是在收集信息而没有对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或者评估。因为理性思考受时间、信息量和生理因素的限制（Agosto，2002），当人们处理网络上同时呈现的庞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时（如在网上购买一件商品），人们更倾向根据个人喜好做出决定，而不是经过严格的思辨和多方面的慎重考虑。阅读超负荷的信息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也因此导致疲劳，使人们无法在深思熟虑后进行决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筛选相关且有用的信息对于处理问题极为重要。此外，人们也需要掌握整合信息以及评估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都依赖高级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的发展。

什么是高级思维？高级思维是有别于初级思维的思维模式，它强调对信息的深层加工（deep processing）和知识在不同情境下的迁移（transfer），而不是机械式的记忆或是重复固定的步骤。高级思维的培养来源于积极地参与思考过程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而不是仅仅通过教师传授知识或者示范思维过程就可以直接获得。很多人忽略了高级思维需要学习者主动参与的这个特点，因此学校在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教师在课堂上强调的知识只是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或者某一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也只是解决试卷上的题目。课堂上锻炼的解题能力往往涉及某些特定的知识点，有固定的步骤和解法，学生只需要大量做习题就可以掌握解题规律并且取得高分，因此所谓的知识迁移也只是学会一系列有规律可循的题目的解法（Stigler & Hiebert，1999）。这些课堂训练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知识的重复，而不是知识的再造和延伸。学生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如何准确且高效地重复教师教给他们的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解决方法也可能多种多样，这个时候学生就需要使用高级思维，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已经规范好的步骤。学生需要从以前的经历中寻找相似点，并迁移到新的问题中来。他们需要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重新整理手边的信息，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并且评估方法的有效性。

高级思维之所以强调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是因为学生最终会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知识的能力的发展。常见的迁移能力包括审辩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解难能力（problem solving）、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以及自我调节能力（self-regulation）（Pellegrino & Hilton，2013）。迁移能力并不受限于具体的领域和专业，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发挥作用。

为了使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可以与生活中的经历联系起来，学生应当在课堂拥有更多锻炼思维能力的训练。高级思维能力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培养，学习者通过与他人自由地交流、辩论，挑战彼此思维中的不足之处，使自己的思维过程更加清晰和深刻。本章的目的就是介绍一种可以提高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合作推理教学法。合作推理教学法是一种交互式教学方法，它鼓励学生通过参与开放的、自主管理的小组讨论来锻炼思维能力，培养自主思考意识，这种方法的具体特征在后文会详细介绍。

本章节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3个方面来定义高级思维：思辨能力，解难能力，以及知识迁移能力。第二部分介绍合作推理教学法的形式和主要特点，并且介绍合作推理在课堂上的使用。第三部分总结合作推理在提高学生高级思维方面的作用，主要从3方面展开：论述能力（argumentation）、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以及解难能力（problem solving）。文中涉及的实证性研究既包含在美国实施的研究，也包括在中国和韩国做的一些研究。跨文化研究显示了合作推理在不同环境中的广泛适用性。最后，本章讨论了在课堂推广合作推理教学法的教育意义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什么是高级思维

雷斯尼克（Resnick，1987）指出高级思维是一种非算数的、复杂的思维，常常被用来解决不确定的问题，问题本身常常有多种解法，因此与机械式记忆或者重复常规步骤相比，高级思维需要人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培养。到目前为止，高级思维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思辨能力、解难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Brookhart，2010）。

第一种观点认为高级思维指的就是审辩思维能力。恩尼斯把审辩思维能力定义为“为了决定做什么或者相信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和思考”（Ennis，1991，p.6）。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需要评估信息并做出合理判断的时候使用的便是高级思维。恩尼斯认为具有审辩思维能力的人往往会对信息进行阐释、观察、推理、论证（演绎思维）、概括（归纳思维）、猜想以及整合并以此为基础判断事物的价值或者做出理性的决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高级思维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解难能力（problem solving）。问题的形式包括很多类型，它可以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或者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道德难题。需要高级思维的问题往往是非常规问题（non-routine problem），这些问题没有特定的结构，解题的关键因素也不会完全展现给读者，解决方法也不一定遵循固定的套路或步骤（Kapur & Kinzer，2007）。解决非常规问题的关键是不断尝试可能的方法，并检验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包括提取背景知识，提出初始假设，设计步骤验证假设，评估初始假设的结果，并最终给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Herrington & Oliver，1999；Hmelo-Silver & DeSimone，2013）。

审辩思维能力和解难能力在处理信息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者都涉及提取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解读新的情境。为了把两种观点整合在一起，刘易斯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来描述高级思维。这个定义认为“高级思维是指一个人将新接收到的信息和存在记忆里的信息相互联结并且重新整理之后对原来的信息进行延伸，其目的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Lewis & Smith，1993，p.136）。这个定义指出实施高级思维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未解释清楚的一点是为什么重新整理和延伸信息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定义并未清晰地说明人们如何搭建起新信息和旧信息之间的桥梁。

刘易斯等人并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引出了第三个观点，即高级思维具有迁移性的特点。格里诺（Greeno，1989）认为高级思维是在人们解决新问题或者学习新的领域时使用的技能。知识迁移能力（knowledge transfer）指的是“人们利用过去习得的并且已经被表征化的知识结构来理解和解释在结构上类似的新问题”（Day & Goldstone，2012，p.154）。知识的迁移建立在不同情境的相似性上（Barnett & Ceci，2002）。两个不同情境之间的映射有时依赖于相似的表面特征，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因为二者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Chi & VanLehn，2012）。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级思维指的是学习者可以辨识不同情境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这个观点支持了安德森等人（Anderson & Krathwohl，2002）对学习类型的划分，即记忆型学习和迁移型学习。记忆型学习主要指通过学习来增加信息量，从而拓展知识的广度，迁移型学习则是指通过学习来实现某种技能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增加知识的深度，高级思维属于迁移型学习。

为了全面地理解高级思维，布鲁克哈特（Brookhart，2010）建议研究者们将3种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高级思维能力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思维过程，它包含了通过思辨和反思做出合理判断和评估的能力，为复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将过去学过的知识迁移到新环境中的能力。本文对高级思维的探讨也将以结合了3种观点的综合概念为基础展开。

思维活动的社会性

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知识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的。学习者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吸收新的信息，和已习得的知识进行对比，发现认知中的冲突之处，从而重新建构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实现认知的平衡（Piaget，1952；Golbeck & El-Moslimany，2013）。与他人交流的一个好处是使低水平的学习者可以在更有能力的人的帮助下完成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Vygotsky，1978）。在课堂上，教师的角色就是提供这样的帮助，让学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Vygotsky，1978）内学习知识和技能，但是研究发现同学之间也可以通过彼此交流促进双方的认知发展。例如，学习能力偏低的学生可以在一个学习能力高的同伴的帮助下完成复杂的任务（Azmitia，1988；Fawcett & Garton 2005；Garton & Pratt，2001）。在与同伴交流的过程中，互动的双方可以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及时的帮助，但是在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中，学生能否得到应有的帮助取决于教师是否意识到学生的认知困难。当班级人数较多，而教师又有完成教学任务的压力时，教师往往无法关注每一个学生的需求。

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都对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互动有显著作用，尤其是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的次数和讲话的质量。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合作推理（collaborative reasoning，Anderson，Chinn，Waggoner & Nguyen-Jahiel，1998），对话式教学（instructional conversation，Goldenberg，1992；Tharp and Gallimore，1989），以及探索性谈话（exploratory talk，Mercer，1994，1995；Mercer，Wegerif & Dawes，1999）。合作推理鼓励学生参加小组讨论，在讨论中表达对于一个有争议性问题的看法。由于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答案，学生自由地就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发表意见和看法。在讨论过程中，学生需要自己管理对话的进行，提出自己的论点、论据以及理由，并且要敢于挑战其他人的观点。与合作推理不同的是，对话式教学的重点放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上。相比传统教学中教师直接解释问题的答案或者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话式教学中教师的责任是引导学生找到问题的关键，鼓励学生使用复杂的表达方式，并同时为学生的观点和陈述提供足够的论据以使他们的表达更加准确合理（Saunders & Goldenberg，2007）。探索性谈话强调的是教师使用对话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学生通过和教师以及同学互动来锻炼和发展思维能力（Mercer & Hodgkinson，2008）。

这些以对话为基础的交互式学习方法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发言机会，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维果茨基（Vygotsky，1981）的内化学说（internalization）和罗戈夫（Rogoff，1993，2008）的适宜化理论 （appropriation） 。内化学说认为个人将社会活动中的经验转化为认知的一部分以指导将来的行为。适宜化理论认为个人通过与社会上其他人的互动来逐步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熟练地掌握与人沟通的能力和沟通时需要的思维能力。这两种观点指出学习环境不但可以影响学习者对当下情境的解读，也可以影响该学习者对情境之外个人思维习惯的养成。简单地说，一个人如何说话体现了他如何思考。作为教育者，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有助于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课堂交流模式，而合作推理正是这一类教学方法的代表。

合作推理教学法

特点和形式

合作推理教学法的创立初衷是提高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思辨能力。传统阅读训练以提取信息为目的，学生通过阅读来了解故事主人公的行为、感受以及经历（Rosenblatt，1989）。但是这样的阅读训练只能增加学生的信息量，并不能锻炼思维能力。合作推理则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环境让学生分析和评价故事主人公的行为，预测这些行为的后果（Waggoner，Chinn，Yi & Anderson，1995），相对于传统阅读教学方法中教师要求学生从文中找出相关内容回答问题，合作推理教学法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自由参与、自主管理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一般由5～8位学生组成，学生的性别、种族以及学习能力往往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比例也常常代表着整个班级的组成特色。小组成员围绕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或者一个道德上的两难问题进行讨论，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由教师根据故事的内容提出，在讨论中，学生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各自的观点，从文中或者个人经验中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合乎逻辑的理由。学生可以自由地挑战其他人的观点，尤其是当论据无法支持论点，或者论点过于片面时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Anderson，Chinn，Waggoner & Nguyen-Jahiel，1998）。

开放式参与和思辨性是合作推理的两大主要特点。和教师主导的传统授课法比较，学生可以自己控制讨论进程，自由地参与到讨论中来。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寻找相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在讨论中，学生学习使用不同的辩论技巧，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先验知识（prior knowledge），以及阅读材料中的事实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述（Clark et al.，2003）。

尽管合作推理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但是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合作推理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并不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讨论的促进者。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激励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推理，以及保证讨论的顺利进行。在合作推理讨论中教师常用的干预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Chinn，Anderson & Waggoner，2001）。

①提示学生给出论点、论据和理由，要求他们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②示范如何论证、辩护自己的论点，以及如何反驳他人的论点，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③鼓励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观点。

④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去决定说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说。

⑤提出学生未涉及的话题，或者在学生“一边倒”地支持某一方面的论点时提出相反的意见，以促进学生的全面思考。

⑥总结学生讨论中涉及的内容以及论点的发展情况，以便小组成员在相同的理解层面上进行讨论。

合作推理讨论的顺利进行依靠学生和教师的相互配合。格里诺在他对于如何培养思维能力的文章中强调“教师的任务不只是有效地讲解某些概念，而是设法使学习过程变成一项个人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智力活动”（Greeno，1989，p.137）。教师应当给学生更多的空间来决定要讨论的话题、发言的顺序、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对文章的解读，而学生，则要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管理讨论的进程以及在讨论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小组合作学习：合作推理的一个延伸

合作推理研究组以原有的阅读训练项目为基础，设计了一个人文和科学知识相结合的课程（socio-scientific curriculum）来推动合作推理教学法在课堂上的使用。这个课程单元以狼在美国的生存为主题，设置了一个虚拟的故事背景：故事中某村庄的居民在附近的田野里发现了狼群的踪迹，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他们要决定是否雇用猎人来消灭狼群（Jadallah et al.，2009）。课本的编排采用多种文学体裁：说明文、新闻稿、信件、采访、故事等。课本包含了3个单元的内容：生态环境（ecosystem）、经济（economy）以及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每个单元分别探讨了狼群数量的变化对生态、经济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学生通过两种教学模式学习了整个课程，一种模式是小组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group work）方式，另一种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授课（direct instruction）方式。

小组合作学习结合了合作推理教学法以及其他形式的小组活动。根据班级人数多少，学生被分成5～8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不同性别、种族以及学习水平的学生组成。每个小组分别学习生态环境、经济或者公共政策中的一个单元，经过6个星期的学习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小组”。小组合作学习中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共同阅读和小组讨论（合作推理讨论），也包括其他一些小组活动，如一起作图、计算和收集信息等。在实验开始阶段，每一个“专家小组”先针对课程的核心问题——当地居民是否应该雇用猎人来消灭狼群——进行第一次合作推理讨论。然后每一个专家小组开始学习本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以便在生态环境、经济和公共政策3方面积累相关知识，为解决核心问题做知识储备。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后，每个专家小组总结各自领域内的重要知识点做成海报，然后通过小组汇报的形式向全班同学分享该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小组汇报之后，每个专家小组选1～2名学生组成新的小组针对核心问题进行第二轮的合作推理讨论，在新的讨论中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自己独到的看法，共同商讨是否应该消灭狼群，完成讨论之后，每个学生在独立写作任务中针对核心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施显示了合作推理可以在课堂中有效进行，同时也展示了它对学生基础知识学习和思维能力发展双方面的促进作用。教师常常认为小组合作学习很难在课堂上高效的实施，因为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证合作的正常进行，所以合作推理教学法过去常常被当作传统授课方式的一个补充。但是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儿童之间的交流合作被嵌入课堂教学的每一个方面，学生不仅一起阅读文本，讨论核心问题，还一起设计海报与全班同学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都证明小组合作学习可以成为主流的课堂教学法，而很多相关研究也显示小组合作学习相较于传统教学法，对儿童高级思维的发展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小组合作学习对于提高学生高级思维的作用

论述能力

合作推理教学法鼓励学生从思辨和分析的立场来看待文本中的信息，因此学生在讨论中的论述能力得到显著提高（Reznitskaya et al.，2009）。在讨论中，学生确定自己的立场，从阅读材料中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用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同时也反驳他人的观点或与他人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提高了自己的辩论能力，有时也会模仿他人在讨论中展现的辩论技巧，在脑海中形成关于论述方法的一个图式（schema），即关于论述的抽象认知结构（Reznitskaya，Anderson & Kuo，2007）。除了基于美国学生的研究，合作推理也在提高中国学生和韩国学生的论述能力方面有显著的表现（Dong，Anderson，Kim & Li，2008）。此外合作推理也对双语儿童的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Zhang，Anderson & Nguyen-Jahiel，2013）。

学生在合作推理中培养出的论述能力可以在小组成员之间传递，也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间迁移。一个有效的论证策略在第一次使用后被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模仿使用（Anderson et al.，2001）。参加完合作推理讨论的学生在独立写作中提供了更多的论点、论据和论证（Dong，Anderson，Kim & Li，2008；Kim et al.，2011；Reznitskaya et al.，2001）。有研究者（ Zhang et al.，2014）研究了五年级儿童在参加小组合作学习后的独立写作中展现的决策能力。这个任务的目的是检验学生是否可以将在小组讨论中培养的论述能力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即对一个道德两难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故事的主人公汤玛斯为了赢得模型车制作比赛请哥哥帮忙制作模型，后来他的模型车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绩，可是他的好朋友杰克却知道汤玛斯并不是独立完成设计，但因为二人是好朋友关系，杰克在决定是否要举报汤玛斯的作弊行为上非常为难。判断这样的道德问题对成年人来讲也并不轻松，但是参加过小组合作学习的儿童与接受传统教学法或者未接受任何教学模式的空白组儿童相比，展现了更全面的考虑，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大部分学生能从正反两面分析问题，并且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权衡了两种观点的利弊。这个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莫里斯等人（Morris et.al.，2012）早先发现的“自发性正反论证”（spontaneous counterargument）现象，他们发现参加小组合作学习的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自发考虑另一方面论点的概率比接受传统教学法或者空白对照组的学生高出很多（43%参加小组合作学习的学生自发地考虑了反方面论点，但只有18%的接受传统授课法的学生和12%的空白对照组学生有同样的行为）。

以上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合作推理教学法中不仅增强了论述能力，还成功地将这种能力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学生论述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合作推理给学生提供的大量交流互动机会。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2001）在研究中发现学生在讨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沟通策略是向他人提问：“同学你是怎么想的？”通过提问，平常在课堂上很少公开发言的同学也会有机会参与讨论（Waggoner，Chinn，Yi & Anderson，1995），而发起这样提问的常常是小组内具有领导能力的学生，他们既保证讨论的顺利进行，也促使每个人都可以有公平的发言机会，随着讨论的进行，这些学生的领导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Li et al.，2007）。

合作推理的讨论形式开放且自主，学生们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有机会更自由地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时，他们会努力寻求相互的理解，所以小组互动性是提高学生论述能力的主要推动力。因为彼此之间不断的互动交流，每个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培养了一种“听众意识”，他们的论述也因此更加清晰、具体、有说服力。当学生有权力决定发言的顺序和讨论的主题，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职权感（sense of agency，Walton，1996），也就是感觉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机构，有责任通过主动且积极的参与来促进这个机构发展的内在动力。相比于传统授课法中教师总是帮助学生解决思考中遇到的问题，在合作推理讨论中，学生需要自己克服这样的困难，建立已知与未知之间的联系。当与他人讨论有争议性的问题时，学生可以将对话过程中使用的推理技巧内化为自己认知的一部分，而这些内化后的知识渐渐变成高级思维的一部分，当遇到类似的情境时，学生可以自主地把论述能力迁移到新的情境当中，解决复杂的问题。

关系性思维

关系性思维是指可以辨识、理解以及创建两个不同的物体、事件、概念或者认知结构之间联系的能力（Gick & Holyoak，1983；Holyoak，2012）。莫里斯等人（2013）从72段课堂教学的录像中，每段截取6分钟来研究学生连接词的使用。这些连接词是语义联系的特征词汇，如“但是”“所以”“假如”“然后”等。这个研究发现参加小组合作学习的学生使用连接词的频率比传统授课法和空白对照组学生高出数倍，这个结果表示参与小组讨论的学生讲话时更注意语意的连贯性和复杂性。

关于合作推理在关系性思维方面的作用，目前的研究着重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学生的类比思维（analogical thinking），另一方面是学生建立因果链条的能力（multi-link causal reasoning）。研究者（Lin et al.，2012）发现参加合作推理的学生的类比思维从第一轮到第九轮的小组讨论中逐渐提升，随着讨论的进行，学生不仅创造出更多新的类比关系，也逐渐增加某一种类比的使用频率，也就是说当学生发现某种新产生的类比关系可以使论证更有说服力，他们会立刻把这种类比关系运用到自己的发言当中。这些研究者（Lin et al.，2012）还研究了每一个类比关系产生之后的五轮发言内容，他们发现新的类比关系常常会立刻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认同之后也有反对的声音出现，也就是说建立类比关系可以使自己的论证更有说服力，产生共鸣的效果，但是它也会触发其他人对类比适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甚至引发关于类比关系是否合理的一场辩论。因此，类比关系的建立对于论述能力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外一种特殊的关系性思维叫作“链条式推理”（multi-link causal reasoning），这种能力在学生的口头表述和独立写作中都有体现。链条式推理能力指的是整合文本信息，得出推论，并且把推论桥接起来形成因果关联的逻辑链条的能力（Lin et al.，2011）。例如，当一个学生被问及是否应该雇用猎人来消灭狼群时，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Ma et al.，2013）。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雇用猎人来消灭狼群。因为狼会吃麋鹿，麋鹿会吃树叶。（如果狼群消失）树叶就会被麋鹿吃光，那么哥西亚木材公司就会（因为没有树木砍伐而）倒闭。因为伐木工人常常去快乐汉堡餐厅用餐，如果木材公司倒闭，那么伐木工人的数量就会减少，快乐汉堡餐厅的生意就会变差，营业额减少。因为快乐汉堡餐厅需要牧场供应牛肉，

需要冷饮店提供饮料，如果餐厅的生意变差，牧场和冷饮店的生意也会随之下滑，最终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这个学生在他的独立写作中创建了有7个链条之长的逻辑关系链。类似的逻辑链条也在学生的口头表述中产生。当学生被问到人们是否应该捕猎鲸鱼时（与狼的问题类似），他们使用了具有相同特点的链条式推理（Ma，Lin & Anderson，2013）。这些结果显示学生在参与小组合作学习之后更有能力辨识相互之间有关联的概念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链条式推理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间迁移（Ma & Anderson，2014）。研究者（Ma et al.，2014）在更早期的一个研究当中，发现参加小组合作学习的双语儿童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使用了同样的链条式推理，相比于传统授课法和空白对照组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有更强的连贯性，学生们将相继发生的事件根据逻辑关系连接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描述故事场景，这就表明链条式推理可以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下迁移，是学生高级思维的一个重要体现。

解难能力

合作推理在解难能力方面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大量的研究问世，但是有研究者（Sun，Anderson，Perry & Lin，2014）研究了中国五年级的小学生在参加完连续五轮合作推理小组讨论之后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学生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火柴棒智力游戏，问题的形式是移动24根火柴中的2根，改变原来的数字得到最大或者最小的数字。解题过程中小组成员共同合作，讨论出尽可能多的答案。研究中使用的火柴棒游戏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数学问题，但是它需要学生对数字的组成理解以及空间想象力，跳出自己的思维惯性，寻找最优解。研究结果显示参加了合作推理讨论的学生（参加讨论的小组在解难测试中被重新分配）与未参与讨论的学生相比给出更好的答案，有的小组从个位数的数字中拿出2根火柴放在万位和十万位的位置上，产生了六位数的答案。此外对比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参加合作推理的小组对于解题过程有更积极的反响，小组成员也表现出更高的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

合作解题可以增强学生从多角度看问题的意识，即便当学生独立完成任务时也可以使用“对话式思维”更好地监控自己的解题策略和思维方式。默瑟（Mercer，2013）认为合作解题从以下3个方面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知识的适宜化（appropriation），思维的共同建构（coconstruction）以及能力的转化（transformation）。知识的适宜化是指在合作解题的过程中，儿童彼此分享各自已获得的知识，每个人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知识和新技能以适宜知识在新情境中的使用。思维的共同建构是比知识的适宜化更高一个级别的能力，它指的是儿童不仅可以交流想法，还可以共同建构新的想法或者新的解题方法，这些想法往往是一个人无法独立产生的，相比于个人提出的解题策略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第三点是能力的转化，也是最高级别的能力，它指的是学生将合作解题过程中培养的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转化为今后思考和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在日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对话意识和分享意识。

合作推理教学法与默瑟的观点一致，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帮助学生在反复的交互式讨论中建立抽象地、一般性地认知结构（图式），让学生在这些一般性认知结构的指导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且有能力将习得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当中（Sun，Anderson，Lin，& Morris，in press）。

小结

总而言之，合作推理在提高学生的高级思维方面显示出显著的作用，尤其是论述能力和关系性思维方面。参与合作推理讨论的儿童思考更深入，能运用合适的理由和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自主管理讨论的进程，保证组内每个人都能够积极参与。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呈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小组成员之间也建立起共同的认知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学生培养了对于论述、关系性思维、解难能力更抽象更高层次的认知结构，并实现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情境之间的迁移。合作推理在提高儿童思维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将这种以小组讨论为基础的教学法推广到课堂的必要性。

合作推理教学法在小学课堂的实践和推广

合作推理在课堂上的推广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教师。传统授课法在很多课堂上依然是主流的教学方法。大部分支持传统教学法的人认为教师主导的授课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课本内容的学习（Adams & Engelmann，1996；Chall，2000；Hattie，2009），他们认为教师可以搭建支架（scaffolding）促进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讲解课本内容时为学生提供更全面、更有深度的解释。教师也可以在授课中使用不同的讲解模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有些教师认为教师对课堂的掌控能力决定了学生是否可以跟着教师循序渐进地学习。一旦教师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力，课堂就会陷入混乱，同时，把主导权交给学生会导致教师无法预测学生在学习过程所犯的错误，教师也因此无法及时纠错，这样的顾虑在新教师中尤其常见（Tschannen-Moran & Hoy，2007；Weinstein，1998）。因此，若要在课堂上推广合作教学法，就要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首先，学生和教师应当意识到学习过程的掌控者是学生，并不是教师。在传统的教师主导的授课方式中，教师是学习过程的掌控者，教师决定学生什么时候可以讲话以及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Well & Arauz，2006）。尽管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提问，但是这些问题依然是遵循着教师的“脚本”，学生的思维仍然是建立在教师的思维方式上，学生并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需求提出真正让自己费解的问题。此外，学生往往只是在机械式地记忆教师传授的知识或者重复常规性的解题步骤，并没有重新组织信息架构新知识的机会。但是，在合作推理讨论中，教师应当把自主权交给学生，充分信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给学生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鼓励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对学生的论述方法或者思维过程给出评价。在合作推理讨论中，学生往往围成一圈，在彼此可以看到对方的情况下参与讨论，教师可以和某一组学生坐在一起，也可以在不同的小组之间移动。教师是否作为成员参与讨论取决于学生讨论的情况，如果学生中没有人发言，或者发言者集中在少数几个学生身上，教师就应该适时介入，保证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发言机会。但是教师绝对不是主导者，讨论中学生也不需要举手，整个讨论的氛围开放且自由，每个人既尊重别人的观点，又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

其次，教师应当意识到学习的进度应当按照学生的思维水平和理解能力来安排，而不是遵循某一个固定的节奏或是受限于教学任务的完成。传统教学法通常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因为教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计划好的教学任务，所以讲课的内容已经提前规划好，并且按照一定的节奏逐步推进（Snowman & McCown，2011）。教师为了保证授课过程的顺利，并不会留太多的时间让学生去仔细揣摩或者反思自己理解中的不足。当教师利用大量课堂时间讲授课本内容时，学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高级思维活动，信息处理只能停留在最基础的水平。但是在合作推理讨论中，学生进行大量的对信息深层次的加工，如判断信息的可靠性、做出推论、辨识不同概念之间结构的相似性，或者整合信息得出一般性结论等，这些认知过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所以，合作推理讨论的顺利实施还依赖于学生在讨论中投入的时间，教师应当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论述、辩论、总结和反思。高级思维的发展在于学生有目的地、按部就班地在讨论中实践论述能力，锻炼关系性思维，解决复杂的问题。合作推理讨论的每一个过程都应当由学生亲自体验和实践，教师应当确保每一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并且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及时提供帮助。

最后，学生应当意识到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收集大量的信息，而是用这些收集到的信息来思考和推理。仅仅被动地接收教师传授的知识是不够的，学生还需要拥有更多参与高级思维的机会。合作推理作为一种以对话为基础的交互式学习模式，给学生提供了足够开放的空间来延伸他们的思考，保持和同伴之间共同的认知。学生之间因为交流建立起强烈的依靠感和责任心，使得参与活动的动机大大提高，也更能享受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交流的目的是让自己的意见被别人听到，同时也听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看法，当所有人都能参与到知识的共同建构中来，每个人都可以对问题或者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每个人的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也在不断地交流中得到提高。

合作推理教学法在提高学生的论述能力和审辩思维能力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在课堂上推广时，还要注意在某些情况下高级思维的提高并不一定表现在论述能力上。例如，瓦斯等人（Vass，Littleton，Miell & Jones，2008） 让2个学生共同创作一首诗，他们发现在二者的对话中并没有使用论辩的形式，对话的语言特点是共同建构式的，交流的双方在各自的观点上补充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完成最后的创作。像文学创作一类的任务，论辩可能会妨碍合作的进行，因为写作依赖创作者在某一情景下的感受，如果小组成员无法感同身受，那么就无法在主题的选取或是词汇的使用方面达成共识。因此，合作推理的有效使用要考虑到任务的本质，教师可以适当地修改讨论的形式，如在文学创作中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情感体验来延伸他人的思维，而不是一味地反驳或是辩论。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合作推理中论据的使用。一般情况下，学生从文本或者个人经验中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是当文本内容涉及较深的科学知识时，只依赖学生自己的解读可能会导致整个小组理解的偏差，或者学生的思维水平只停留在直觉理解（intuitive thinking）而不是对内容的深层把握上。理解文本内容是讨论中重要的一环，如果教师发现学生在理解上有困难，应当在开始小组讨论之前帮助学生答疑解惑，保证小组内的每一个人对文本内容有深层次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也要注意学生论点和论据的提出，随时纠正错误的认识和想当然的思维方式，让合作推理讨论有效地促进学生内容的学习和高级思维的锻炼。

结语

本章主要介绍了合作推理作为一种不同于教师授课的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高级思维方面的显著作用。正是因为合作推理的积极作用，这种交互式教学法应当在课堂上更广泛地使用，而不仅仅限于阅读训练。合作推理的顺利实施依赖于教师和学生的合作。学生应当增强自主学习意识，在讨论中积极发言，围绕核心问题自由选择讨论的话题，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他人的观点并给出合理的反馈。教师则要鼓励学生自由发言，把自主权交给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示范如何提出论点和论据，如何为自己的论证提供证据支持，以及如何与他人合作。如果学生欠缺必要的背景知识，教师需要在开始小组讨论之前为学生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在开始讨论之后及时纠错以保证讨论可以高效地完成。总结起来，合作推理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以便学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提升认知能力和交流能力。课堂，作为学生最频繁互动和交流的场所，应当成为学生营造集体意识，积极共享信息的平台，从而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高级思维的发展。

摘要Abstract

This book chapt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s on how Collaborative Reasoning (CR), a self-managed, peed-led discussion format, promotes learners’ higher-order thinking.Children who participated in CR discussion showed great improvements in argumentation,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The positive results of CR approach suggested that it is a promising instructional format to be implemented in classrooms.A successful CR discussion relies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s.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release the control of interpretation, turn taking, topic, and content learning to students.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the discussion and articulating their thinking.In the end, this chapter mentioned several weaknesses of CR approach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to adju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 approach to learning contexts and student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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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整合课程与学生能力培养——动画教学与其他课程的整合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Student’s Competency：Integration of Animation and other Subjects

[美国]李文玲（Wenling Li）[1]

[中国]张丽（Li Zhang）[2]

动画可以调动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同时使儿童的注意力提高，因此动画已成为多媒体教学中常使用的工具。教育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动画有助于儿童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促进学习动机、合作学习等。本章通过教育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来解释动画在教育中的作用，并提出动画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将为培养儿童的技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焦点阅读

·本章将通过教育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来解释动画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在整合课程中如何开展动画教学为教师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动画，动画教学，动画制作，整合课程

整合课程

整合课程的教学理念立足于“人是整体、教育是整体、生活是整体”的观点，提倡将不同学科的教学整合在一起。我们经常听到的“主题教学”就是整合课程的一种表现形式。整合课程是一种试图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学习变得更有意义的教学方法。它通常围绕主题进行教学，如“生态环境”“学校生活”，或像“神话与传说”这种更传统的主题。主要概念从这些主题中抽取出来，并运用活动等对概念进行教学。例如，在题为“环境”的整合课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回收项目、环保意识宣传和当地企业的环保意识调查，学习环保的概念。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在整合课程中获取知识。此外，整合课程还加入了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和社会意识的学习过程，使其成为更为全面的教育方法。

整合课程不仅仅是“重叠”现有的不同科目。也就是说，学生不只是在英语课和数学计算中对某个主题有所了解。相反，避免给知识贴上某一领域的标签，他们把学习放在自己的经验和人生背景之中，这使得儿童能够真正学到知识并从中受益。

整合课程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因为它与我们大脑工作的生理方式相对应。整合课程不是将学习内容分成独立的分区知识，正如我们的大脑不是将知识分成孤立的部分一样，而是生成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进行模式识别。此外，在已知的范围内或经验之上进行学习将有助于大脑记住更多有效的信息。事实上，大脑在一个与外界互动的环境中发展，它的结构是由外界经验塑造的。整合课程利用人脑现有的功能特点，更加符合大脑的自然功能。

除了与脑功能的兼容，整合课程的教学还可以帮助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应用所学的概念，而不是那些应用范围有限的事实。这种整合课程也许不能在近期看出知识的增长，但会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我们不能教给学生所有的事实，因此，我们最好教给他们如何思考事实。例如，在语言领域，在阅读教学中考虑到不同主题，导入了数学、社会、科学、健康和艺术等学科有关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学科间的整合。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教学活动的设计上更加注重贴近儿童的生活，培养儿童各方面认知技能的发展。然而很明显，这种整合还未达到我们理想的“整合”，那些更加深层的、抽象的学科知识是难于融入某一个主题教学中的，如数学。数学教育应该基于多样、丰富、差异化的操作体验，培养儿童逻辑思维能力。阅读教学中涉及的数学知识是极为有限的，同时也达不到数学教学所设定的教学目标。一个好的课程设计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学科、社会或文化价值等。适宜儿童发展的课程内容往往会考虑儿童的年龄和学习经验。除其他必要因素外，为儿童提供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有趣的、适应发展的课程也决定其能否成功发展。例如，动画制作，它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它具备挑战性、有趣性，如果我们将阅读学习与之结合势必会达到一个理想整合课程。

技术革命、信息革命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生活，现在人们的生活很难离开计算机和手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手机购物、打的（计程车）、订餐以及学习。网上教育已经慢慢侵入我们的生活中。许多学校开始将教育技术应用到课程设计中。这些教育技术将帮助学生获得更加综合的技能。当教育技术被整合到课程中时，我们的教育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地掌握最新的教育技术。我们在这里就要介绍动画技术如何与传统教育相结合走进我们的教室。

动画教学

何谓动画

动画的英文为cartoon，animated cartoon或animation。animation一词源自于拉丁文字根的anima，意思为灵魂；动词animate是赋予生命，引申为使某物活起来的意思。所以动画可以解释为经由创作者的安排，使原本不具生命的东西像获得生命一般的活动。早期，中国将动画称为美术片，现在国际通称为动画片。动画是一门幻想艺术，更容易直观表现和抒发人们的感情，可以把现实中不可能看到的事物或者想象转为人们看得到的艺术形式，扩展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广义而言，动画是把一些原先不活动的东西（如图片、玩偶、纸片、玩具），经过制作与放映，变成会活动的影像即为动画。

动画是通过把人、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段先形成许多画幅，再用摄影机或者软件生成一系列画面，给人视觉造成连续变化。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视觉暂留原理。医学已证明人类具有“视觉暂留”的特性，就是说人的眼睛看到一幅画或一个物体后，在1/24秒内不会消失。利用这一原理，在一幅画还没有消失前播放出下一幅画，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流畅的运动效果。定义动画的方法不在于使用的材质或创作的方式，而是作品是否符合动画的本质。时至今日，动画媒体已经包含各种形式。从制作流程的角度，可以分为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和定格动画3种。比如，电视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电影《狮子王》是二维动画，而近些年的动画电影，如《怪物史莱克》《变形金刚》《功夫熊猫》大多是三维动画，电影《小鸡快跑》《小羊肖恩》则是定格动画。

制作动画的要素

剧本，可称为“脚本”，是制作动画片的基础。动画剧本的内容常常是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意愿和想象为素材，经过艺术提炼和加工从而得到升华。例如，由一句成语、一张漫画生发而来，或采用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科学幻想、幽默小品等各种样式，以夸张或怪诞形式加以表现。在剧本阶段把故事发生的场所、出场人物的台词、动作、剧情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包括人物性格、服饰道具以及背景等细节描述。要求故事结构严谨，情节具体详细。动画制作者要先决定剧本的整个故事情节，然后分别制订每一场景的剧情设想与构思方案。

故事板，根据剧本绘制出类似连环画的故事草图，将剧本描述的动作和人物表现出来。故事板有若干片段组成，每一片段由一个场景组成，一个场景一般限定在某一地点和安排某组人物在内表演，由此构造出的整体动画短片。故事板在绘制草图的同时，作为其内容的动作、对白、音乐都要有相应的计划。故事板的详细程度与动画片的制作规模有关。规模大的动画片需要详细的故事板设定，细到每个表情动作持续的时间；而小规模的动画片可只要相应的画面草图就可以了。

人物与场景，人物与场景设计工作是在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也称为美术设计，主要确定背景、人物及道具的形式和画面效果，可以绘制出每个造型和每个场景作为搭建整个剧情的基础。人物造型设计关系到影片制作过程中保持角色形象的一致性，对于性格塑造的准确性、动作描绘的合理性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一部动画片的人物造型一经确定，角色在任何场合下的活动与表演都要保持其特征与形象的统一。

在动画制作时涉及的声音有：动作效果声、对白和音乐3种。声音需要与动作匹配，声音也有叙事和渲染气氛的作用，所以声音是动画片的重要构成元素。对白的录制可以在动画制作之前或者之后进行；动作效果声可以自己录制也可以运用声音素材库；动画中的音乐可以是专门的作曲或者利用他人版权的音乐。声音完成后，声音需要与画面相匹配，即第几秒（或第几幅画面）开始说话，说话持续多久等。对白采用“先期录音”的方法，也称为“声音表演”。这个做法有2个目的：一是配音演员依据剧本需要，由导演指导，靠声音表达感情和动作。这样可以使动作设计在设计角色表演时有了依据和帮助，从而激发动画家们更多的想象力，画出更传神的动作。二是这种方法能使画面动作与声音（对白、音乐、效果声等）配合得更加精确，从而使动画片取得更好的效果。

制作动画的过程

传统的动画制作，尤其是大型动画片的创作，是一项集体性劳动。图6-1列举了传统二维动画的制作流程，大体分为前期创作阶段、中期制作阶段和后期处理阶段。

在前期阶段，由主创人员创作文学剧本，这个任务一般由编剧完成。可以自己根据创意创作剧本，也可借鉴、改编他人的作品。文学剧本创立之后，由美术设计人员开始设计场景和造型。场景设计侧重于人物和故事发生的环境。作品的时代背景、地域特征、美术风格特征，都会在场景设计中体现出来。分镜头设计的目的是完成创作草图。分镜头本中既要体现出镜头之间蒙太奇的衔接关系，还要指明人物的位置、动作、表情等信息，并标明各个阶段需要运用的镜头号码、背景号码、时间长度、机位运动等。分镜头本是之后背景、原画和声音制作的纽带。在分镜头本完成之后，可以开始对白的录制。录制好的对白将作为之后绘制原画时的动作情绪提示和镜头长度的参考。

[image: ]

图6-1 传统二维动画的制作流程

中期制作从设计稿开始。在这个阶段需要绘制出原画、动画，并且检查合格，还要拍摄或扫描、上色，生产出按镜头划分的全片每一帧的实际画面。

后期制作阶段指的是剪辑、声音合成、输出阶段。在这个阶段镜头画面被最终调整，形成完成片，配上所有的声音和片头、片尾、字幕，然后分别输出录制成适合各种媒体播放的视频格式。

儿童动画的制作一般是长度在3分钟之内的，适合儿童或者儿童群体、儿童与家长共同完成的短篇动画。其制作过程主要由儿童自己或儿童自己组织的小团队合作一起完成。其过程同样包括前期（动画设计）中期（动画制作）及后期（动画输出）3个环节。

动画学习与技能培养

动画是随时间而运动的动态的视觉语言，形式或结构（Baecker，Small，1990）。运动效果理论指出，人们对运动的画面会产生兴奋，这种生理上的反应往往转化为情感评价（Detenber et al.，1996，1998）。同时视觉的独特性又会捕捉人们的注意力。例如，动画广告、网站会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视觉的快速定位。与静态的广告相比，动画广告会产生比静态广告更积极的态度。它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品牌偏好和购买意向，从而导致更快、更好的市场反应（Hasler et al.，2007）。

一个人的能力，知识和技能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如何结合儿童的自身能力以及相应的知识水平，将儿童的技能培养达到最为有效，是教育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儿童在学龄阶段知识及其知识结构都很有限，但他们兴趣广泛，能量充沛。这个阶段是吸取知识营养的最佳阶段，也是培养技能不可错过的时机。在教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要避免禁锢或限制儿童的思维，同时要将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最重要的教育技术的表现形式，如动画、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的出现将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首先这种形式吸引儿童的兴趣，唤起了儿童的热情，同时如果将动画与其他课程有机结合，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包括社会/沟通技能，审辩/批判性思维技能，创造性/解决问题技能，以及团队合作技能。动画学习，这种形式非常吸引儿童的兴趣，它为培养儿童的技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针对儿童的动画学习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动画设计（故事剧情、脚本、故事板、人物场景设计等），动画制作（绘制造型、绘制场景、动作设计、配音、渲染输出等）以及动画讲解。下面我们将讨论动画制作过程如何有利于学生认知技能以及基本技能的发展。

动画制作与认知技能

由于动画包含了文字、图形、声音等诸多形式的信息，它对开发儿童的感知能力、注意力、记忆力等无疑要优于单项的信息。在语音/声音效果阶段要求儿童不断尝试，这就要训练儿童对声音/语音的辨识能力。同样每一个细小的视觉变化都会影响动画的效果，这就要儿童培养细微视觉信息的辨识能力 （Rasch et al.，2009）。动画信息丰富，也要求儿童发展良好记忆能力；儿童认知技能发展关键期是在早期的学习阶段。心理学家们认为，儿童早期的学习，接受多种信息会刺激更多的神经元（脑细胞）生长。例如，声音，图画，颜色，玩具，图书等，那些互动的刺激，如动画、游戏、运动、讲故事等会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注意力等，从而更加有益于脑细胞的激活，有利于儿童记忆力、感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当儿童和朋友同玩或者处于竞争状态，则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在大多情况下，标准化的教学是很难产生这样的效果的。在儿童教育过程中激发儿童的兴趣，是开发儿童认知能力的关键。研究表明儿童感兴趣的活动能够增加愉悦感，减少压力和疲劳，并有助于神经元的相互联结，从而提高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学家发现，音乐可以帮助记忆测试和学习，并舒缓紧张情绪。深呼吸和音乐治疗都显示出类似的好处。鲜艳的色彩（红、橙）也会使人情绪愉悦。相反，混沌、无序的刺激，如唠叨和家庭纠纷造成混乱等对儿童的影响是负面的，它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动画学习或动画制作正是让儿童接受动态的，结合视觉、听觉刺激，唤起儿童兴趣的活动，有益于儿童情感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当我们用动画来模拟牛顿定律时，配合一问一答的活动会更加吸引儿童的兴趣。儿童更加喜欢动画及互动的结合，而不是动画本身。有研究者（Stasko，Badre & Lewis，1993） 采访了一些学生的动画学习经验，动画有助于他们的学习；另有研究者（Kehoe et al.，2001）报告学生说他们在动画环境下学习更加轻松，更加自信，也更加乐于主动地学习。

当文字信息包括某种逻辑关系时，图表则比文字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表征会引导不同的学习策略。如大学学生要解决一个文字形式的应用题：他手里的两毛五的硬币要比一毛的硬币多三倍，如果两毛五的硬币比一毛的硬币多了一块三，那么一毛的硬币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发现学生会有6种方式去思考：口头表述，口头计算，口头代数，图表，书写计算和书写代数。思考方式和4种学习策略相关联。有的时候思考方式只和一种策略相关联，如代数表达方式，有的时候会和多种策略相关联，口头言语的数学方式。并非某一种策略一定会指向成功，而是多种策略会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乐瓦特（Lewalter，2003）的研究是探讨动画学习效果与学习策略的关系。他观察学生在学习一个复杂的天体物理课题时使用的策略，学习的文字内容或伴随图片或动画。他将学生的学习策略归纳为重复策略（如简单记忆技术），阐述策略（帮助学生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连接）和控制策略（指元认知策略，评价自己的理解）。通过学生的口述了解到学生使用的学习策略。他发现当学习材料伴随照片时，学生更多使用重复策略，阐述和控制策略两者都很少被使用。娄（Lowe，1999，2003，2004）对新手学习动态的天气地图时的学习策略进行研究，他提出了时空策略——在搜索地理位置时使用的策略。时空策略是指：①限制性策略，集中在动画的某一个小而高度局部化的区域；②分布式策略，也是集中在动画的一小部分，但在整个时间段内会扫描过所有细节；③抽象策略，观察动画中同时发生的一些特征，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原则；④整合策略，寻求相互关联的特征并将其整合。如果学习者在没有具体文字信息或指导语的情况下，往往会发现动画提供的信息过于多，以至学习者的策略反而采用低级策略。这是信息过剩所带来的副作用。阿宰瓦多与匡母厉（Azevedo & Cromley，2004）训练学生自律学习包括计划，主动控制等，与那些没有经过培训的学生比。当他们接触多媒体环境，受过训练的学生在概念理解等要远远优于没受过训练的学生。考兹马等人（Kozma & Russell，1997，2000） 让专家和学生将化学任务中的图像分类和排序。他们发现新手是基于他们能够理解的图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图像的一些表面的特征，而专家是基于图像传递的深层原则，以及能够将不同的图像归类来解释整个化学现象。

动画制作与思维技能

在动画设计阶段，儿童要设计故事情节、对话、人物的语言表述，信息表达等，这就要求儿童学会阅读并搜寻信息，整合信息设计出好的故事和动画。所有的设计都是动态的画面，所有信息都随着画面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儿童随时考虑它的综合效果，儿童要不断地分析、判断、推理、决策以达到动画的最佳效果。在小组讨论与合作过程中，要经过讨论、分析、比较、推论、评价等思维过程，在讨论/辩论过程中作出决定。成人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文字阅读来进行推理，而由于儿童的词汇量、阅读能力的限制，他们的思维训练则受到束缚。图形或图表有助于儿童对复杂事物的理解，这就是儿童图书多借助于图画的原因。然而平面的图形在表达事物的复杂性上同样受到限制，如猫和老鼠的故事，猫和老鼠之间的嬉戏追逐，那种幽默诙谐感在动画中则易于表现。动画不仅传递了多种信息包括背景设置、颜色、物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将老鼠的机智也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当儿童看到这样的动画，不仅欣赏了动画故事带来的愉悦，同时让儿童跟随着故事的进展，对“人物”进行分析、推理、评价及预测；儿童还会创造性地为“小老鼠”想办法来摆脱猫的追杀。这一系列的过程促进了儿童的审辩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动画制作与语言能力

整个动画的制作过程复杂，需要儿童不断交流，大脑风暴，同时要大家分工合作，只有合作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动画设计阶段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了解制作过程，搜寻相关资料，设计动画的人物图形、语言等。在动画讲解阶段要讲述制作过程，它远远要比简单地讲述故事更为复杂，由于在制作过程中包括自己的思想过程，以及全身心的投入，动画的讲解也会调动儿童的认知，情感及思维。

动画制作与学习动机

动画唤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关注度这是毫无例外的。由于儿童兴趣及注意力的提高，它由此加强了学生的学习效果。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动画可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如飞镖的游戏，男孩子可能会非常感兴趣，而女孩子就不一定会有兴趣。当然如果没有兴趣，也谈不上会加强学习效果。第二个问题就是挑战度，当挑战度过高或过低，也并非会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比如，动画的制作难度超出了孩子能够掌控的程度，孩子就会产生挫败感以及焦虑情绪，也就不利于儿童的学习。第三个问题就是即时反馈。当学生在制定了目标并一步一步地开始制作时，如果不断得到教师或指导人员的即时反馈，这样就会不断引导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有成功的感觉。第四个问题就是在动画制作过程中要提高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演示也会激励学生不断的创作与再创作。

动画制作与合作学习

学生与同伴一起学习时获得的学习效果最好由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①帮助学生理解某个图像或符号等；②图画或动画作为非语言交流的媒介有助于交流；③作为团体记忆，提醒参与这以前的创意，同时鼓励进一步的阐述。集体创作的成果往往要优于个人的创作，因为他们的作品结合了众多人的想法。研究表明动画或构建动画有益于合作学习（e.g.，Sangin et al.，2006，Schnotz et al.，1999，Hübscher-Younger & Narayanan，2003；Gelmini & O’Malley，2005）。这个促进效应可能是由于①吸引了学生的兴趣，使得注意力提高；②它增强了交往和探究的可能性。罗勃兹（Rebetez et al.，）发现动画有益于个体和合作学习，如果学习包括信息保持和推理，推力则更加获益于动画的合作过程。散金（Sangin et al.，2006）研究了动画对学习者对话的影响。他们发现对讨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影响。如果提供一些动画的静态图片，与内容有关的对话反而减少了。有研究者（Hübscher-Younger & Narayanan，2003） 研究了构建动画对理解算法的帮助，她们结合了个体和合作学习。学习者首先构建了算法的图形表征，然后呈现给同伴其各个维度，最后再以合作讨论的方式呈现。制作图形表征的学生要比简单评价和观察的学生学习更多的东西。在制作图形表征的过程中要设计并制作一系列表征，包括文字、图形和动画，它们需要学生的主动的学习参与。另有研究者（Gelmini & O’Malley，2005） 让孩子们使用平板笔记本的共同绘图软件（KidPad），让孩子们同时制作图像、文字，放大缩小，产生动画等，他们发现这个过程有利于孩子（6～7岁）以小组的方式讲故事。这些孩子能够更多、更好地讲解故事的结构和细节。在合作学习中孩子们通过讨论交流彼此的观点和建议，使得对故事的理解更加深入，讲解起来也更加自如。

综上所述，动画学习与动画制作并非一样的学习过程。动画制作会使得学生主动学习，学习效果会更好；动画学习与动画制作都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注意力。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看动画的学习效果还很难用简单用几句话来总结，它对学习的影响利弊兼备。只有在设计动画教学时充分考虑其影响因素，巧妙设计动画的教学活动才能达到期望的教学效果。动画往往会提供过多的信息，使学生分散注意力，所以动画的表现特性需要一个特定的序列活动，它会有利于学习者理解其过程和细节，动画的教学要注重动画的解释/讲解过程。动画学习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分析表明，当动态信息越细致、精准，并增加解释或讲解环节，则会减少认知所需要的负担。因为认知加工，短时记忆的有限性。动画学习多数情况下会增加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和学习动机，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动画效果的时机则很重要。学习者的策略对动画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但研究表明新手往往很难使用有效的策略。如果在动画的制作或动过动画的教学时，要有意地引导学生的学习策略则会益于学生的学习。动画学习如结合合作学习则有助于交流沟通技能的发展。在倡导整合学习的今天，动画制作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将为培养学生的技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摘要Abstract

The use of animation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in multimedia teaching and learning.Animations are assumed to increase interest, motivation and attract children’s attention.Research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have showed that the animation education has enhanced children’s cognitive skill, critical think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collaboration.This chapter is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with animation, and to promote integration of  animation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kills with anim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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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审辩思维与阅读——审辩思维能力的概念、测评与培养



The Theoretical Model, Assessment and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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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辩思维是21世纪每个社会成员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大中小学校教育的重点。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跨国企业、多元文化、信息数字化等，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更加复杂，这要求每个人必须能够筛选大量数据和信息，对信息做出分析、比较和整合，并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审辩思维的概念，理论模型，对审辩思维能力的评价及测试的方法，同时给教师提供了一些培养审辩思维能力的建议和指导。

阅读焦点

·何谓审辩思维？如何对其进行测评？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它的概念、理论模型及审辩思维能力的测评，同时给教师提供了一些培养审辩思维能力的建议和指导。

关键词

审辩思维，审辩思维测评，审辩思维的培养

引言

中国中小学测验或考试的成绩往往反映的是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的情况，为了应付考试取得高分，学生们死记硬背的成分在学习中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考试成绩决定着学生学习的结果，影响着学生的升学甚至就业。正因为考试这根指挥棒的指引，教师教学也更多地指向知识的记忆而忽略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当我们的学生步入高校或进入职场，要取得学业或事业的成功，仅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还远远不够，他们要具备更多的技能，如审辩思维能力 （critical thinking）、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我们已进入21世纪，它是知识信息社会，知识成几何式急剧增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人们面临的各种信息更是极其丰富和繁杂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死记硬背将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资料的收集、整合、应用与创新的能力，只有善于学习并终身学习的人，才不会被淘汰，它对新一代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学校阶段培养学生这些能力已成为美国中小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最近席卷美国各州的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已深入到美国中小学的教材、教学以及每日的教学活动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审辩思维能力。对于critical thinking，国内有不少人将它翻译成“批判性思维”，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没有点出它的核心意义，往往会误导读者，似乎它的意思是去批判别人的观点；还有一种解释认为critical thinking 是需要分析综合、推理解释以及评价和反思，这样的解释也没有把这个“critical”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们想通过本文来详细解释critical thinking（审辩思维）的含义、理论模型，以及审辩思维的测验和培养。

审辩思维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审辩思维作为21世纪学校教育重点培养的一种核心技能，不仅是中小学教学目标，而且是大学教学评价的标准。审辩思维不是我们常说的普通的思维能力，按照比利戈和库恩的定义，审辩思维是一种谨慎思考后的辩论能力（careful  argumentation） （Billig，1987；Kuhn，1991，1999；Kuhn et al，1992）。当人们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问题并找到论据来支持其论点，这个思维过程就是审辩思维。保罗曾提出审辩思维是对思考过程的思考（Paul，1990）。审辩思维是一种元认知技能，而非认知技能。认知技能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元认知技能是更高一级的“元了解世界”的技能。恩尼斯总结说审辩思维是一种具有推理的审辩过程 （Ennis，1987）。 它强调的是审辩过程，通过信息搜寻、分析、综合、推力、解析和评价来建立自己的论点，找到支持论据，同时要在考虑反方的论点/论据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普通的思维过程，如信息搜寻、分析、综合、概括、推理和评价等，更需要一个主动的控制能力，如有目的地搜寻信息，分析、推理、评价正反双方的论点论据，建立我方的论点及论据。例如，让你对今天的某则新闻作一个评论，你不仅要理解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还要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推断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及论据，这个评论作得好坏体现了你的审辩思维的能力；再譬如，关于“就近入学”的问题，可以安排两组学生，一方代表“赞成”方，另一方是“反对”方，双方要收集信息，分别找到“赞成”与“反对”的论据，并进行辩论。双方的观点未必有对错之分，但这个辩论的过程提高了双方的审辩思维能力。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儿童的辩论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得到发展的 （Kuhn，1991；Yeh，2004）。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从4岁开始得到发展，逐渐开始能够断言、辩护以及谈判；到了5岁儿童逐渐理解交互辩论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特性 （Stein & Miller，1991）。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学习辩论是培养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儿童通过争辩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 Piaget，1959） 。审辩思维是在辩论—反思—辩论的过程中不断培养起来的。当我们想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我们需要提出问题，找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不断推敲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审辩思维的过程。当文学评论家对某个作品进行评论时，他/她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引经据典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此来说服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在与朋友交流时，我们可以通过筛选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或找到某些例证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审辩思维的过程包括：信息获取、理解辨析、分析推理、评论反思等。信息获取，是有目的地搜寻自己需要的信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论点与论据；分析能力就是能够将零散的信息碎片进行整合，并判断出其中蕴含的本质意义。假设你正在看一份公司月销售报告，为的是讨论公司在最近商业环境变动中需要做哪些调整。具备了分析能力，你将能够更好地领会销售市场背后的因素，同时掌握当前情况，找到总体应对策略。推理能力是能够了解并识别一些关键因素，以帮助你从掌握的信息中得出准确的结论或假说。假设你是一个公司经理，你正在看最近的一份销售预测报告，你很容易看出来销售额正在下降，但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些额外的信息以判断为什么会出现销售额下降的情况，包括公司内部的原因、外在的竞争或者是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能够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推断出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理解能力是具备理解信息并与他人交流信息的能力。在工作中，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假设你在看一份人口统计的报告，希望从中为你的新产品确定一个适合的客户群体。理解能力将会帮助你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更明确你的目标，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公司潜在客户的需求。解析能力不仅仅需要能够理解信息，而且还要能够在信息中加入解释和观点，以便让与你共享信息的人也能够全面了解。假设你要为新产品做两个报告，一个是给公司负责人做的，另一个是给产品设计部门做的。你希望这两部门都对你所说的内容感兴趣，就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公司负责人可能只要听关于新产品的设计理念性的内容，而产品工程师则需要听更多有关产品细节方面的内容。你在解释的时候需要时刻关注报告的对象，这样才能保证你讲述的信息能够让对方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评价能力就是能够对他人的经验、判断或观点进行评估，以衡量所掌握信息的可靠性。假设你正带领一个小组评估客户对公司产品的看法，发现客户对其中某些产品持有负面意见，你提出几个问题跟小组成员探讨。这时，你将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回答来判断问题是否有效，是否需要进一步探讨。自我反思是评估和思考问题解决中使用的策略和程序的有效性。假设你刚到一个小学工作，突然有家长来投诉一位教师，要求立刻解决他孩子与教师的问题。但此时你对学校情况不够了解，而他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又很复杂，因此，你为了既在工作中有好的表现，又能快速解决问题，评估所有的策略之后，你可能会选择找一位有经验的校管来帮助解决此问题，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总之，审辩思维的核心意义是通过对问题、想法、事实和事件的综合分析和探究，来形成自己的观点或结论。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析推理、解析反思等则会造成论据不足，忽略反方的关键证据等，这样就会导致缺乏审辩思维。与此同时，如果经过审慎的分析推理、解析反思等找到充分的论据，建立自己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这个过程必然包括审辩思维。审辩思维是一种技能，它是可以通过被测量和评估的，也是可以通过训练进行培养的。

审辩思维的测评

目前对审辩思维的测评还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测评工具。多重选择类型的测验是人们预设好问题，它往往不能测出审辩思维的审辩能力，测验缺乏内容效度。例如，华生—格雷色审辩思维评测（the 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Watson & Glaser，1980）。它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一个审辩思维测验，它包括对归纳推理、确定假设、演绎推理、解释及评价。这个方法的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审辩思维的价值是强调在现实中如何在可获得的数据、证据中筛选有用的信息，评价不同观点，在仔细考虑反方的观点后提出正方的论点与论据等能力。该测验忽略了筛选数据、选择证据这一重要环节，正如陪审团成员经常在投票的时候会被隔离，以防受其他人观点的影响，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无法评价筛选证据的能力。

一个有效的测验应该包括数据或证据的筛选，也包括对反方论点/论据的解析，综合，分析或评价，构建正方的论点/论据。只有囊括以上各个环节，审辩思维才能确实得到评价。当审辩思维有了明确的定义，它才可以被测量，同时教师才知道如何来培养学生的审辩思维。这里强调的一点是要在了解反方的论点论据的前提下寻找和构建正方的论点论据，它是一种有目的、主动的思维过程，所以前面我们提到它的元认知技能。就像我们培养乒乓球选手，如果他们仅仅学会了发球，弧圈球，正手、反手进攻，网前短球等，但无法在比赛中选择最佳球法，或针对对方的弱点找到突破口，还是无法获得比赛的胜利。事实上，很多乒乓球选手的分项技能都非常娴熟，但只有少数选手能够在比赛中获胜。同样，有不少学生在分项技能上的分数很高，如演绎推理、建立假设等，但这不重要，如果学生能够了解为何某个论点的证据不足，并能够筛选有利的数据、证据，通过分析决定支持辩方的论据等这个能力更为重要。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证据和事实做出分析和判断，了解反方的论点、论据，建立正方的论点，并找到充分的证据，这个过程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如果我们给学生原始资料，要求学生构建论点和论据，这样才可以去评价他们的审辩思维，就如同乒乓球运动员必须在比赛中才能看出他们的真正技能。 有些测验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测量审辩思维的，如恩尼斯—维尔审辩思维作文测验（Ennis & Weir，1985），ICAT审辩思维作文测验（Sonoma State University，1996），审辩思维测验（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6）。这些测验要求学生写作文来提出论点，找到论据等。这种测验方式也存在它的某些限制，如不便于大量施测。如果考虑到经济性，设计强行选择题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在问题的设计上要更加强调如何权衡证据，得出结论，如同传统作文方式的目的类似，它能大量降低成本，并增加了可行性。

构建审辩思维的标准化测验

构建审辩思维的标准化测验的基本原则：①测量审辩思维的目标是能够使用事实，而不是简单的回忆。学生必须能够以重要的事实、引用、事例、公式和证据作为引证来反驳对方。②一般来说，证据可以有多个解释，但是为了测验的目的，最好测验只有一个恰当的解释，这样这个测验才能做到公平。③审辩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某些证据缺乏或不够有力时，要求学生能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调整。④测验的问题能够诱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

审辩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能够发现关键问题。要培养儿童的审辩思维，我们必须教儿童如何去发现关键问题。因为测验的内容往往会影响教学，如教师容易用模拟测验来训练学生等。在科学、社会学和历史课内容中教师会花大量的时间在琐碎的细节上，而忽略了关键问题。儿童也因此丧失了进一步探究的兴趣。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提出主要问题来唤起孩子们的兴趣，譬如，我们的小区怎么才能改善？生活最早是什么样的？友谊的意义是什么？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在科学、历史和语文课的教学中，如果将内容和有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会使教学和测验从注重细节中摆脱出来，从而也有利于教学和测验内容的准备。

如今美国中小学核心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技能的培养。而其中审辩思维技能作为一项重要技能被提出来，同时使用审辩思维的测验、检验和评估儿童能否通过这样核心课程设计的教学有所提高。审辩思维测验题目要经过仔细斟酌和筛选的，它可以包括以事实为基础的强行选择题，也可以有开放式的问答题。在强行选择题目中也可以设计有推理和审辩思维的题目。

实例一：美国是否参加越战

在越南战争中，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认为，美国不应该派出士兵在越南打仗，因为美国不可能赢得战争。在她看来，这是没有用的，不管支持腐败的南越政府还是游击队，谁都无法赢得农民的尊重、忠诚和支持。不过，尼尔·希恩认为，美国可以赢得这场战争，只要它坚持更换不称职的南越政府官员。如果成功，需要领导人贯彻集中发展农村的政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护农民，减少共产党人从农民中招募士兵。假设菲茨杰拉德和希恩都准确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谁的论据更强？

① 按照菲茨杰拉德的说法，因为美国不应该冒险，用美国士兵的生命来打一场对外战争。

② 按照菲茨杰拉德的说法，因为越南农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美国士兵们是无法做到的。

③ 按照希恩的说法，越南必须拥有有效的领导者，实现农村发展，保护农民的权力范围。

④ 按照希恩的说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美国的军事干预可以成功。

⑤ ②和③。

如果有可能完成希恩所说的任务，共产党就会失去农民中支持他们的基础。但是，如果希恩的建议是行不通的，美国应该避免进行军事干预。这种类型的测试项目的研制将必然涉及审辩阅读和讨论，而不是死记硬背。但是，为了对重要问题进行讨论，需要阅读和分析事实性知识，以便找到论点和论据来反驳回应。谁能够熟悉和掌握内容和技能，谁就能获得得天独厚的技能，但它不会是必要的，学生不必去熟记具体事实来获得良好的表现。学生们被指示如下：“每个项目都包含正反论据。你可以假设实际上每个论点的陈述是正确的。要选择每个项目的最佳答案。请注意，其他的答案可能是合理的、正确的，但并不完整或最佳。“要答对这个项目不要求背出来菲茨杰拉德的或者希恩的某句话，但它要求学生对其有深刻的理解。这种问题是需要提醒我们的教师如何去培养学生的审辩思维能力。答案①不正确，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会采取军事干预。答案②和③是正确的，答案⑤解释，所以⑤是最好的答案。答案④不正确，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的成功与是否干预越战不太相关。我们随后可以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的分析表明，所有在越南南方的领导人都是软弱或腐败的，你的观点会怎样呢？对这样强行选择题目，可能会给学生带来困惑。然而，经过对以上题目的项目分析，能够选择出“最佳”答案的确实体现了审辩思维的能力。在现实中确实存在非单一答案的情况。但对于达到测试审辩思维的目的，我们可以设计几个可接受的答案及“最佳”答案。这样对于相对低水平学生同样还可以得到一些基本分数，如对词汇、论点和背景知识的掌握。对强行选择项目更普遍的担心是，假设出题人总是正确的，可事实上出题人又可能会忽略某些事实或证据。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题目答案的分析或与学生的讨论过程中加以调整。

实例二：心脏移植第一人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心脏移植便是其中之一。1967年12月3日在南非开普敦的一家医院中，以巴拉德勒教授为首的、人数多达30人的手术小组，为一位55岁的病人沃什坎斯基移植了心脏，成为将心脏移植用于临床的第一个实际事例，在世界上引起了人们对于心脏移植的重视，迈出了医学拯救人类生命的重要一步。可是病人后来因肺部感染在同年的12月21日死亡，仅仅存活了18天。沃什坎斯基的死亡让巴拉德勒教授遭受了很多批评，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在抗排异药物尚未成熟时就仓促行动。但这些都未能阻止巴纳德继续在心脏移植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依据文章中的观点和论据，巴拉德勒教授是否应该对病人沃什坎斯基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呢？

① 应该。因为这次心脏移植手术推动了人类医学的进步。

② 应该。因为巴拉德勒教授对这次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有着坚定的信念。

③ 不应该。因为这次心脏移植手术并没有成功救治病人。

④ 不应该。因为抗排异药物尚未成熟，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过于仓促。

⑤ ①和④

答案①是正确的，文章一开始就表达了这个观点。答案②不正确，虽然巴拉德勒教授坚持在心脏移植领域研究和探索，对这项事业有坚定的信念，但对于这次手术来说，文章中并未提及巴拉德勒教授是否有信心。答案③不正确，手术没有成功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答案④也是正确的，这是文中有人提出批评的理由。答案⑤比较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考虑到事物发展的两方面，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方面。

实例三：记忆传授人

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里没有冲突、贫困、猜疑、不安全感。一切都是按分配得来：饮食、职业、婚姻、子女。每个人都生活得认认真真、开开心心，家家和睦，人人友善。按照规矩，每天晚餐过后，一家人要围坐在一起“交流情感”，分析讨论每个人今天经历的情绪波动，用“理性”和“规矩”抚平它们。这个世界分工明确，“生育”也是一种职业。“职业育女”生出婴儿后，由职业营养师抚养两年，保证他们健康，各项指标都合格，然后统一起名字，分配给那些申请孩子的“家庭单位”。健康指标不合格的婴儿将被“释放”。老人们也由职业护理人员统一照顾，直到某一时刻和大家欢乐告别，被光荣“释放”。但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人，他/她被选为记忆传授人，传承以往人类的记忆，有幸福美好的，也有痛苦悲伤的。通过这些记忆，他发现了真正的美丽与生活的精彩，但是作为代价，他也必须体验真正的痛苦与折磨。当人们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记忆传授人就利用以往的记忆来帮助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为了避免受到伤害，每个人都有规定的用语方式，统一的生活模式，不再有个体的记忆和情感。当12岁的乔纳思成为新任的“记忆传授人”之后，他决定要改变一切。请依据文章中的内容分析乔纳思决定改变这个社会的原因。

① 因为乔纳思不希望人们失去个体的记忆和情感，而变得冷漠。

② 因为乔纳思不希望让人们生活在虚假的社会中，只有有真实体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③ 因为乔纳思不希望人们失去自我，一言一行都有统一规定。

④ 因为乔纳思不想自己一个人承受记忆的痛苦与折磨，他想让大家都一起分享记忆。

⑤ ①②③都对

答案①②③都是正确的，依据文章中陈述的事实，乔纳思会有多种可能的原因来改变当下的生活模式，包括情感体验方面的、生活体验方面的、自我觉醒方面的。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深入分析，而非仅仅看到其中的一面。审辩式思维不仅仅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引发学生思考，对于同一个问题还可以从更多面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答案④不正确，回答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乔纳思本人的主观评价或推测，这是文本中没有说明的。

评价审辩思维的目的是进一步给教学提供指导。我们经常会发现那些审辩思维能力比较弱的学生往往很难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或者对反方的论点论据不够了解。一个简单的提高审辩思维的方法是培养学生如何找到正反两方的论点及论据。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我们发现在实际教学中是忽略这方面的。我们更多是注重记忆和理解，而忽略了询问和探究。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启发式教学来培养并改善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启发式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不断地探究，找到理由和证据，并将理由和观点联系起来。当学生们能够清晰阐述自己的理由，他们常常意识到需要修改或调整观点和理由，最终清晰地建立自己更强的论点和论据。也许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口头辩论的方式来评价和指导审辩思考。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需要阅读、分析、综合和评价素材。他们要准备论点和论据并考虑反方的论点和论据。同样，在评价时我们要看他们论点的清晰度，论据的力度，反驳反方的充分性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们可以学习关于题目的有关事实，以及如何建立正方的论点和论据，如何与反方辩论等来获得审辩思维能力。

为了能更好地指导教师的教学，要将审辩思维的培养设计出更加具体的策略，如什么样的论点可以通过现有的证据来支持？何谓最佳的证据？如何反驳反方？论点需要修改吗？论据强有力吗？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建立论点的前提是什么？是否有子论点来支持前提？在训练学生的辩论思维时可以有某些策略，如将论点论据分类整理。对于教学和评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学应注重论证，而测试是对论证进行评估。口头辩论提供了一个用于辩论的一般策略模型，当我们面对一个主题或特殊领域时，我们就要根据主题的细节展开分析和讨论。将论点和论据都分类整理清楚，同时可以设计某个情形，如辩论双方，各小组组织整理各自的论点及论据，然后展开辩论；或者通过教师设定的问题，让各组同学开展讨论，并通过小组交流的方式互相评比。

审辩思维的培养

现代信息社会充斥着各种言论，如断言地球在某年某月会毁灭，外星人的存在，或者讲述各种危言耸听的故事预言等，我们都无法来验证它的真实性。同样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短信或邮件，如某人谎称是你的朋友，遇到小偷盗走了他的财物，要急需向你借一笔钱。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面临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如要决定买什么房、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决定某件工作要如何推动等。成人由于有各种生活经验或知识背景，他们可能会根据事实的情况，给出分析和评价，并作出相对恰当的判断。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审辩思维的能力。审辩思维是可以通过教学来进行培养和提高的。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审辩思维课题的研究。哈里斯和他的同事（Harris，2007；Harris et al.，2012）发现，3岁和4岁的孩子已经在可信度的测量上表现出差异。在实验中他们采取了一个基本范式，让两个成人给熟悉的物体贴标签，一个标签是正确的，另一个标签是错误的（如给“球”贴个标签是“球”或“鞋”），然后呈现一些干扰物体，随后问儿童物体的名称。4岁儿童可以正确命名出成人曾用过的名称，而3岁儿童就会有不一致的反应，有时会选择一些不可靠的信息来源。4岁儿童已经了解成人的信息更加可靠。罗宾逊等人（Robinson，Champion & Mitchell，1999） 的研究发现给3～6岁儿童呈现不透明的容器，并且不让他们看到里面的物体，让他们猜测里面可能的两个物体。然后让儿童观察到成人如何应对同样的问题。在一种情况下，成人没有看到容器里面的物体，但在另一情况下已经看过里面的物体。当儿童猜测时，他们大多按照那些成人已经看过容器里面物体的答案做出选择。也有证据表明，学龄前儿童一般在评价他人的信息源时已经考虑他们的背景知识。卢茨等人（Lutz & Keil，2002） 发现，年仅4岁的儿童认为医生会更容易了解生物学知识，同时一名汽车修理工会更容易了解机械设备的功能等。在幼儿园里，孩子们已能体会到了欺骗的可能性。例如，3岁儿童知道口头陈述可能反映的不是说话者的真实想法。即使年幼的孩子也明白成人并不总是准确地传达他们了解的信息，或者也未必能做出合理的推理。米尔斯等人（Mills & Keil，2005）让学前班儿童、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来评估成人对有关不太清晰事件的看法。在一个长跑比赛中，不太清楚是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个选手说自己获得了第一，或者说他的对手获得了第一。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他自己就是选手，不可能说法不可靠。然而，学前儿童对这个说法不太怀疑，研究者解释说这是偏执假设，因为听到的结果与他们期望的相同。因为即使是学龄前儿童也知道成人有时会说错话，而学龄儿童有时无法质疑成人的言论，可能因为他们尚未获得应有的社会经验。海曼等人（Heyman，Fu & Lee，2007，2013）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儿童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比较个人信息、自我评价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两个国家的儿童在非评价的特点上基本相同，而在自我评价方面，年龄大的孩子表现出对他人评价的不信任，但不信任的程度总体来说中国的儿童6～7岁的孩子显示出与美国的10～11岁的孩子基本雷同。这些结果表明社会经验会极大影响孩子对自我特点的评价，这似乎受到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孩子不乐于当众表达自己的真正感情和思想，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容易被别人攻击。因此在做自我评价时总会有些隐瞒，或不完全真实，于是也会产生对他人评价的怀疑。

以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审辩思维和儿童的社会经验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们是可以尝试去培养儿童的审辩思维能力的。库恩（1999）指出，儿童可能不能主动进行审辩思维，因为儿童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活动，如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购买冲动，即使他们知道不必购买。社会经验会影响儿童对人们看法的评价，如父母告诉孩子，只有坏人才欺骗，好人从不撒谎。这个信息传递个孩子，他/她就会推理“好人”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与他们坦诚地交流。而当孩子发现父母欺骗，孩子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价值观的冲击。在与孩子交流讨论过程中，有意识地提供多种情形会帮助儿童自己做出正确和恰当的判断，比如，当一个孩子为了不去上体育课而装病撒谎时，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并推理欺骗的种种以及背后的原因等，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儿童对于“欺骗”行为的理解，并鼓励儿童更多地注重细节。大部分学生不是与生俱来就会审辩思考，他们以前的学习经验往往不要求他们审辩思考。学生只有学会如何审辩思考，他们才可能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他们的学习中。这种审辩思维技能是可以通过演示、模仿来学习的。

四环节法

审辩思考的过程应包括4个环节：案例分析，审辩思考模式，审辩思考反馈以及审辩思考的改善。案例分析是针对那些问题、案例或者没有明确的对或错的情形，包括需要反思的、可以去辩论的问题进行分析。例如，让学生们去比较几个产品的网站，如佳能相机和尼康相机的网站，要比较就要了解每个网站的具体内容，不论学生选择哪个品牌的相机，都没有对错之分，只要他们的选择有论据来支持就可以了。第二个环节，审辩思维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框架引导他们如何思考。为什么你认为佳能相机的网站要比尼康的容易使用？你为什么喜欢其中一个主色调？你选择/判断的基础是什么？第三个环节，审辩思考反馈，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反馈意见，允许他们有特殊的想法。如果教师将这些标准模式化，学生的思考方式就会模式化，并且将这种思考的方式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学习中。最后一个环节是审辩思考的改善，通过这个过程的学习，学生的审辩思维能力得到了改善。建立一个询问/探究氛围，让学生学会如何去思考，分析其逻辑结构，逐渐就会主动地去重新考虑和修正自己的思维过程。在第二个环节——审辩思考模式的建立过程中，提出问题的技巧很重要，海恩斯和贝利（Haynes & Bailey，2003）强调询问的重要性，恰当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审辩思考能力。例如，你是怎么看的?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何证据?这个暗示着什么呢?怎么来解释？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结果又会如何呢？你的看法呢？能否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能够帮助学生们评价他们思维过程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能检查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他们是否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去思考吗。学生们需要判断他们引用的内容是否与之相关，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否有逻辑。通过询问他们的思维过程，学生们才会逐渐开始思考他们的思维过程。另外，教师需要注意，当你提出问题后，要给学生留下时间去考虑并回答问题。经常会发现在学生思考时，教师在不停地说话，或者重复着问题，或者转向其他学生询问答案。一般来说，学生需要8～12秒来加工并作出回应 （Schafersman，1991）。如果问题是和记忆有关的，速度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思考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必须给学生一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也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给学生提供虚拟讨论平台，虚拟聊天室等让学生之间互相提问，开展讨论等来帮助提高学生们的审辩思维能力。在教室中，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并指导学生作出反应。如果在网络情景中，教师可以模拟审辩思考的过程，设计活动，提出问题等来促进学生的审辩思考。我们的学生往往习惯了背诵、记忆等被动的学习，马上转变为需要审辩思考的主动学习也许不能很快适应，教师要了解其困难并引导他们，通过营造一个学习氛围，让学生逐渐适应这种思考过程，例如，安排同伴讨论或小组学习的方式，如两人一组，一个学生负责解决问题，另一个学生作为教练。使用以下有效的思考和问题解决的六步骤 “IDEALS”（Facione，2008），通过案例或者回答教练问题的活动来解决问题。

六步骤法

六步骤是：识别难题，界定背景，列举选项，分析选择，列出原因，和自我纠正。①识别难题（identify）：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②界定背景（define）：难题形成的原因是什么；③列举选项（enumerate）：可能的选择是什么；④分析选择（analyze）：什么是最优策略；⑤列出原因（list）：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措施；⑥自我纠正（self-correct）：返回检查，我们忽略了什么。

这是一套有详细流程的解决方案，利用流程并鼓励学生互相协作，从识别难题、界定背景、列举选项、分析选择、列出原因，到自我纠正。整个过程既要求学生整合所学到的知识，同时又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最后的成绩可以由其他同学来打分评判。按照这个六步骤法训练学生可以促进学生的审辩思维和元认知技能的发展，同时基于合作的学习活动也有利于审辩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小学高年级、中学阶段将学生编成小组共同完成某个任务，如讨论解决方案、辩论、评论等。学生通过“做来学习”及“合作学习”，他们的审辩思维能力将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生存游戏举例

你和伙伴们在热带雨林里探险的时候迷路了，最后决定先派2个人前去探路、寻找救援，其他人则留在原地休息。为了给探路的人准备最有用的物品，大家把随身携带的物品都拿出来，列了如下的清单。请跟你的小组成员讨论，由于不能超重行走，只能挑选10件物品，并说明你们这样选择的理由。

____1包水果干

____1桶饮用水

____1把折叠刀

____10个香蕉

____10听罐头

____10盒火柴

____1本书《可食用热带雨林植物》

____1条毛毯

____1件泳衣

____1副扑克牌

____1把猎刀

____1个开罐器

____1包口香糖

____1部对讲机

____1块香皂

____换洗的衣服

____1麻袋土豆

____1部照相机

____1个手电筒

____1捆绳子

____1个指南针

____1个能将海水转化成饮用水的装置

____1件雨衣

____1把梳子

____1台收音机

在这个思维游戏中，老师可以将学生们进行分组，讨论① 当下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识别难题），②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要素是什么（界定背景），③ 可能的选择是什么（列举选项），④ 什么是最优的选择（分析选择），⑤ 为什么选择这些物品是最优的（列出原因），⑥ 有没有被忽略掉的物品呢（自我纠正）。学生们在分析、辩论、分享、合作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说明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据，证明自己的方案是最优的。这个游戏并没有最终的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学生讨论和思考的过程，发展他们的审辩思维和元认知技能。

结论

审辩思维的能力是21世纪每个社会成员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之一，是当前教育的重点，是交流与合作的核心要素。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跨国企业、多元文化、信息数字化、全球教育等，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更加复杂，这也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能够筛选大量数据和信息，对信息作出分析、比较和整合，并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审辩思维的概念，理论模型，对审辩思维能力的评价及测试的方法，同时给教师提供了一些培养审辩思维能力的建议和指导。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能够提高对审辩思维的理解，同时为思维教学、思维培训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强调审辩思维能力的培养将有利于我国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带来更多的围绕该话题的深入讨论。

摘要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is required one of the important skills to be a citizen in 21st century.It is becoming the instructional focus in elementary, secondary schools and college.We are facing the cross-country industry,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literacy, and global education and so on.Everyone has to be able to screen, analyze, compare and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nd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decis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In this chapter we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and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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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合作辩论——小学生阅读与审辩思维培养手段研究



Influence of Collaborative Argumentation on Personal Epistemology and Argumentation

[德国]周佶（J i Zho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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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认识论信念被认为和审辩思维相关的各项能力紧密相关，如辩论技能，而合作辩论被认为是最自然而又有效的促进辩论技能的手段。多项研究显示，儿童在早期就有辩论意识，能对其进行区分和评价，也能从合作辩论中受益。本文结合一项实证研究的结果，讨论了合作辩论对小学儿童辩论相关的意识（个体认识论信念水平）和能力的影响，对辩论技能、审辩思维的培养和促进有所启示。

阅读焦点

·小学生是如何进行合作辩论的？他们的辩论技能表现如何？他们的辩论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可以被促进？

关键词

合作辩论，个体认识论信念，辩论技能

个体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

个体认识论信念指个体所持有的，关于知识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信念 (Hofer & Pintrich，2002)。这些信念可以影响到学习的各个方面，如概念理解，学习方式，科学推理以及学业水平(Franco et al.，2012；Greene，Torney-Purta & Azevedo，2010；Sandoval，2005；Schommer & Easter，2006；Yang & Tsai，2010)，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者（Kuhn，1991）认为儿童的个体认识论信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绝对主义阶段，儿童在这个时期认为存在一个外部的、客观的现实，他们对其他人观点的评价基于这个客观的标准，而知识就是真理的积累；第二阶段是多元论阶段，儿童认识到知识具有主观性，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是开放多元的，这一阶段儿童能认识到，人们对同一个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各人的经验和立场不一样；最后一个阶段是评价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儿童意识到多元的知识或观点也可以被评价，而这种评价基于一定的标准和证据。儿童在7岁时便意识到知识是关于世界的解释，而不是确定不变的真理（Kuhn，Cheney & Weinstock，2000）。

个体认识论信念具有领域特定性(Kuhn et al.，2000）。库恩认为个体最早从绝对主义过渡到多元论主要是在个人喜好领域，然后是审美领域，之后是价值和社会领域，最后是物理真理/科学领域。也就是说，个体最容易意识到个人喜好是多种多样的，最难发现科学领域角度的多样性。而个体从多元论到评价主义水平的发展，在领域方面的顺序则是刚好相反，最容易定义标准的物理真理/科学领域最先，而最不容易定义标准的个人喜好最后或根本不会发展到评价主义水平。从绝对主义到多元论的领域顺序已经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Mason et al.，2006；Weinstock & Zviling-Beiser，2009；Wang，Zhou，& Shen，2014)。

个体认识论信念水平被认为和学业表现相关（Kuhn et al.，2000；Kuhn & Park，2005；Kuhn & Udell，2007），反省判断（reflective judgment）、审辩思维（critical thinking）、元认知（meta-cognition）和辩论技能（argumentation skills）等都和它紧密相关( Mason& Boscolo，2004)。我们在这里把焦点集中在辩论技能上。辩论技能在不同研究中定义不同。有研究者（O’Keefe，1982） 将辩论区分为两类，一类侧重辩论的产物，即是由观点、证据和论证等部分构成的论证产物，而另一类定义则侧重论证的过程，即是论证双方辩论、反驳并建立新知的过程。对于抽象思维能力尚未成熟的儿童，我们无法用对成人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但其辩论的潜力可以体现在辩论所需的一些先决条件的表现上：是否能理解对方观点，理解论证过程甚至进行评价，是否可以提出观点并找到证据支撑等(Mercier，2011)。对这些具体任务的解决表现出儿童的辩论技能。研究显示，儿童在很早就有了一定的产生和评价论据、进行辩论的能力。6岁儿童已经能意识到循环论证(Baum，Danovitch & Keil，2007），7～10岁的儿童更倾向于接受描述情感的证据(Kuczynski，1982），9岁儿童能理解较为抽象的原则（LaVoie，1974）。至于产生论据，3岁儿童就具备为自己的行为或意图寻求正面或负面的解释的能力(Stein & Bernas，1999)，5岁儿童就能进行包含因果关系的辩论（Orsolini，1993；Orsolini & Pontecorvo，1992）。但儿童在辩论中也容易产生证实偏见，辩论过程很容易被情绪、动机状态影响，这种偏见不容易被意识到甚至被调节（Stein & Bernas，1999）。

合作辩论

辩论最自然的方式产生于团体中，组织团体或小组辩论活动，设立正反方，在双方质疑、总结、提问的过程中个体的辩论能力可以得到提高（Mercier，2011）。有学者也提出“合作辩论”或“合作对话”(collaborative discourse)的概念，即是在合作场景，团体成员一起建立和评价论证的过程（Golanics & Nussbaum，2008）。和传统的辩论概念不同的是，合作辩论强调的是话语进行的过程，团体成员共同对论证进行建立和评价的过程，避免固定正反方或设置正反方，或者评定输赢 (Nussbaum，2007)。不设置和固定正反方的优点是可以避免辩论者的证实倾向、动机受损，或设定立场对辩论者观点发展的阻碍。这种合作辩论可以带来更好的论证，深度学习以及对辩题更深的理解（Keefer，Zeitz & Resnick，2000）。合作辩论对认识论信念的影响，还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涉及。有研究显示，在班级里教师引导的辩论式对话是可以促进幼儿认识论信念的发展的(Walker，Wartenberg & Winner，2008)。

目前很多研究的被试集中在初高中或大学阶段，个体早期发展的研究并不多。然而如前所说，儿童很早便对辩论有意识，能区别不同的辩证了，他们也最能从合作辩论中受益。社会认知冲突就被新皮亚杰派认为是儿童推理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用实验证明将学习置于同伴团体的社会场景中可以较快促进儿童推理能力的发展(Doise & Mugny，1976；Perret-Clermont，1980；Perret-Clermont，Carugati & Oates，2004)。研究合作辩论在更早阶段所起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的发展过程以及教育环境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合作辩论研究

问题和方法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旨在讨论脚本支持下的合作辩论活动会对小学生的认识论信念以及辩论技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研究问题主要包括：

①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学生个体认识论信念以及辩论技能的水平；

②个体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的关系；

③合作辩论对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的影响以及年级差异。

这项研究的被试是北京某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学生具体分布可参见表8-1。每一年级随机选取实验组班级（合作情境）和控制组班级（个人情境），合作情境指的是尽可能将辩论设定在合作情境中，而个人情境则尽量控制同伴间互动，思辨过程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具体活动过程可参见表8-2。主试是有教学经验的学生和培训机构教员，经过培训后主持了班级的辩论活动。辩论活动持续了7周，每周活动一次，时间大约是40分钟（一节课），研究工具选取了库恩的个体认识论信念问卷（Kuhn，1991）以及结构化的辩论小作文，前者作为认识论信念的测量工具，后者作为代表辩论技能的指标。认识论信念测量包含5个领域（个人喜好、审美判断、价值、社会、科学领域），每个领域包含3个项目。而辩论作文任务有2个，一个是社会类偏价值判断的任务（是否该上网），另一个是科学类任务（雾霾成因）。两个任务都和小学生生活息息相关。

在辩论过程中为促进小组过程，提供了合作学习的脚本。脚本包含角色分配，小组中设定了正反方、法官和记者团，角色在辩论过程中有轮换。法官和记者团的设置其实是想促进辩论过程中的对证据的反思、选择和评价。角色轮换是为了避免角色固着、证实偏见。

表8-1 被试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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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合作情境和个人情境条件操作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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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学生的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水平

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学生认识论信念水平我们可以由前测结果来表示，结果如图8-1。他们的辩论技能水平如图8-2所示。

由图8-1可见，此阶段的大多数学生都处于多元论阶段，从三年级到五年级的绝对主义者变少，而评价主义者增多，体现了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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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学生的认识论信念水平分布

图8-2中作文1是社会类辩论题目，作文2是科学类辩论题目。结果显示出辩论技能的发展变化和领域差异，五年级学生辩论技能更高，总的来说科学类题目的辩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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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学生在社会和科学领域的辩论技能分数

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的关系

社会类的辩论技能分数和个人喜好领域、价值领域的认识论信念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r =-0.28*，r =-0.30*），科学类辩论技能和价值领域的信念水平也有显著负相关（r =-0.34**）。这意味着在这些领域的信念越绝对化，辩论任务的表现反而越好。这个结果提示认识论信念不一定和辩论表现是正向关系，价值领域信念甚至可能对辩论有负向影响。

认识论信念的组间差异。对于个人喜好领域和审美判断领域，由于前测分数并没有年级和处理差异，我们只对后测分数进行年级和处理差异的方差分析，并控制语文成绩和性别。结果显示，对于个人喜好领域而言，处理主效应显著[F(1，110) = 5.00*，η2 = 0.05]，处理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1，110) = 8.46**，η2 = 0.08]。也就是说，合作辩论使得个人喜好领域认识论分数下降了，但主要体现在三年级，五年级的这种趋势并不明显，甚至略有上升，合作辩论的效应随年级不同而不同。结合前面三个水平的频率统计来看，三年级主要的变化是，经过合作辩论，个人情境组由多元转化为评价水平，而合作情境组则有相反趋势。另外，语文成绩对个人喜好领域的认识论分数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1，110) = 7.20**，η2 = 0.07，r = 0.22*]。对于审美判断领域而言，学生的认识论分数在各个组别都没有显著差异，语文成绩和性别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其他3个领域，各个组别的学生前测就存在差异。所以将性别、语文成绩以及前测分数作为协变量，年级和处理作为自变量，后测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8-3。

表8-3 价值、社会、科学领域认识论信念水平的年级和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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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领域，被作为控制组的个人情境组的认识论水平上升更多，三年级的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三年级实验组前后测平均分差异（后测减去前测）为0.04，控制组为0.31；五年级实验组为0.05，控制组为0.05。

辩论技能的组间差异。首先，各个组别两个作文的分数参见表8-4。从表中信息可见，科学类辩论任务较难，除了五年级的社会辩论任务以外，实验组成绩都略高于控制组。

表8-4 各组别社会和科学辩论任务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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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文总分作为因变量，年级和实验处理作为自变量，控制之前的语文成绩和性别，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8-5。

表8-5 辩论任务表现的年级和处理效应

[image: ]

也就是说，辩论水平受到性别影响，女生优于男生；受到语文成绩正向影响；随年级增长。合作辩论在社会类辩论任务中作用不明显，五年级实验组分数还不如控制组；而科学论文中则普遍有促进作用。

结论

由实证研究的结果，我们发现：

①大多数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小学生都处于多元论阶段，体现出一定辩论技能，尤其在社会领域；

②从三年级到五年级的绝对主义者变少，而评价主义者增多，体现了发展变化，辩论技能也是五年级有所增长；

③个人喜好或价值判断领域的认识论信念水平和辩论技能有负相关；

④合作情境使得三年级学生对个人喜好的认识向绝对化发展，对价值领域的认识促进不如个人情境，但对三年级和五年级科学辩论任务的表现都有所促进。

总的来说，合作辩论对科学辩论任务的表现有促进作用，但对社会辩论任务促进不大。由于社会辩论任务其实包含价值判断，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所以这个结果和合作辩论对三年级学生价值判断领域的个体认识论水平的影响可以结合来看。合作辩论使得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对价值判断的问题更倾向形成绝对化的信念（也许和群体极化有关），这一影响可能会阻碍合作辩论对社会辩论任务的促进。未来研究应充分考虑领域差异、发展阶段，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考察合作辩论对个体认识论信念和辩论技能，甚至对审辩思维能力的影响。

摘要Abstract

Personal Epistemology was considered related to argumentation skills, which could be enhanced by collaborative argumentation.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and evaluate argumentation at an early age.They can also benefit from collaborative argumentation.Results of our study showed that collaborative argumentation influenced the personal epistemology in value area and the performance in argumentation task on scientific topics.It has implication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epistemology and argumentation skills as well as the facilitation of related beliefs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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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argumentation, personal epistemology, argument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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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阅读障碍的应对——小学低年级阅读困难儿童的个案研究



The Case Study of Reading Difficulty in Elementary School

[中国]邢爱玲（Ailing Xing[1]1

[中国]阮玉芳（Yufang R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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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一个二年级男孩的个案来介绍国内目前对小学低年级阅读困难儿童的评估及干预的一些做法。

在家长来访后，我们对孩子的生长环境和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进一步对男孩进行了阅读能力的评估，通过对其语音能力、语素能力、阅读速度以及正字法意识等内容的评估发现，该同学的非言语智力测验（瑞文推理测验）成绩标准分在同龄孩子中属于良好偏优秀。他的问题都是基于阅读能力表现出的问题，他的阅读速度明显低于同龄儿童，且速度慢的问题是只表现在阅读能力方面，另外他的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的发展也低于同龄人。他在完成音节删除任务时表现出明显的困难；他在完成正字法的任务中，错误集中表现在对汉字内部细节的掌握不够，出现的错误都是笔划的增减等。但他的语素意识发展正常，能较好地完成语素产生任务。

经过一年的帮助，尤其侧重语音、字词、正字法的练习，他的能力有所发展。后测结果表明，孩子在阅读速度、语音能力、正字法意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阅读速度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速度的提升。

国内汉语阅读困难儿童的评估和干预都是刚刚起步，训练体系还不完备，训练内容也不够系统，最重要的是，大多的训练还是在专业人员提供一些训练建议后，由家长在家中完成，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孩子进行帮助，这也就会导致对孩子的帮助和干预不成体系。

焦点阅读

·阅读困难或阅读障碍可以诊断吗？阅读困难有没有办法可以降低？本章提供了一个个案研究，对孩子的阅读能力进行诊断后，对其进行了一年的针对性辅导，该儿童的阅读能力及阅读速度都表现出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

阅读困难，儿童，评估，干预

发展性阅读障碍是指个体拥有正常智力、学习动机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却在阅读上表现出与之不匹配的困难（Ramus，2003；Shaywitz，1998）。发展性阅读障碍影响着5%～10%的儿童（Shaywitz，1998）。阅读障碍通常表现出在词汇识别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存在缺陷，同时，也表现出较差的拼写能力和解码能力（Lyon et al.，2003）。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阅读障碍（Dyslexia）是一种有着神经生理基础的特异性学习障碍（Pugh et al.，2001）。

通过对大量汉语儿童进行横断以及追踪研究，我们对汉语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总的来看，汉语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有三：语音意识缺陷，命名速度缺陷和语素意识缺陷（李虹，饶夏激，董琼，朱瑾，伍新春，2011；Lei et al.，2011）。

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指个体可以在语音结构的3个层面察觉并操纵它们：音节、声母和韵母、音位。语音意识被认为是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Ramus，2003；Ramus et al.，2003）。在近期的一项跨语言研究中，研究者选取来自6个国家（芬兰、葡萄牙、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的2252名儿童，试图在各种语言中找出阅读障碍的预测因素，结果在6种语言中均发现了语音意识对阅读障碍的显著预测作用（Landerl et al.，2013）。语音意识缺陷同样在汉语阅读障碍中存在（Peterson & Pennington，2012），在一项横断研究中，研究者选取75名阅读障碍儿童和77名控制组儿童，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语音意识相关任务上的表现显著差于控制组儿童 （Shu et al.，2006）。在另外一项追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学前的语音意识可以显著地预测儿童在2～3年后的阅读表现（Ho & Bryant，1997）。由此可见，语音意识缺陷是一项跨语言一致性的重要缺陷。

根据语音意识的定义，汉语阅读障碍语音意识的干预就是要帮助个体感知语音结构，并且学会操纵它们。舒华等人（Shu，Peng & McBride-Chang，2008）的汉语研究发现，在学习了拼音之后，儿童的声母意识和声调意识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少研究指出在大陆地区使用的汉语拼音或在台湾地区使用的注音符号，可以帮助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Chen & Yuen，1991；Lin et al.，2010）。有研究者（Siok & Fletcher，2001）甚至认为语音意识对阅读的预测作用是以拼音能力为中介的。基于以上的研究，拼音被视为现成的、有效的工具，用来对障碍儿童进行训练。有一些汉语版本的拼音训练软件已经开发出来，儿童可以通过闯关游戏的模式，渐进学习拼音与发音的对应、拼读的方法与规则等。研究者对此开展的预实验说明拼音训练对儿童的语音能力提高收效显著（Li，Li，De，Richardson & Lyytinen，2013）。

快速命名是指个体快速通达和提取语音表征的能力（Ramus & Szenkovits，2008）。命名速度（naming speed）缺陷是在沃尔夫等人（Wolf & Bowers，1999）提出的双重缺陷理论中，除了语音意识缺陷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研究表明，在汉语中，命名速度有独立于语音意识之外的对阅读表现的独特贡献（李虹，舒华，2009；Ho，Chan，Lee，Tsang & Luan，2004；Pan et al.，2011；Yeung et al.，2011）。在汉语阅读障碍人群中，半数左右具有命名速度的缺陷（Ho，Chan，Tsang & Lee，2002）。根据一项元分析的结果，多数研究认为命名速度与阅读流畅性（reading fluency）相关更高；而且，这种相关在非拼音文字中比在拼音文字中更高（Araújo，Reis，Petersson & Faísca，2014）。

上述的实证研究启示我们命名速度缺陷的训练可以通过训练阅读流畅性得以实现。训练阅读的流畅性比准确性更难，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合适的早期干预可以预防流畅性阅读障碍（Peterson & Pennington，2015）。双重缺陷理论的提出者沃尔夫认为命名速度缺陷干预的关键是提高个体的检索速度（retrieval rate）（Wolf，2011）。以往的干预主要采取“重复阅读训练”（repeated reading technique），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增加“可识词汇”（sight vocabulary）是减小阅读困难者和阅读优秀者之间鸿沟的关键（Torgesen，Rashotte & Alexander，2001）。因此，研究者开始思考要将阅读流畅性的每一个子成分、每一个子能力都纳入命名速度缺陷的干预框架下，RAVE-O项目通过各种材料和活动，提高个体阅读流畅性的子能力（Wolf，Miller & Donnelly，2000）。目前，暂时还未检索到在汉语中开展RAVE-O项目或其他命名速度缺陷干预的报告。

作为反映汉语独特属性的语素意识，随着对汉语阅读障碍的深入研究，人们越来越重视其在阅读中的作用。语素意识指个体可以觉察并操纵语素（Shu，McBride-Chang，Wu & Liu，2006），以及会运用造词规则（Kuo & Anderson，2006）的能力。语素意识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复杂词的解码，同时也有助于阅读理解的发展，并且语素意识对阅读能力的预测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增长（Kuo & Anderson，2006）。在汉语中，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阐释（Shu et al.，2006）。首先是偏旁部首意识。在合体字（compound characters）中，声旁给个体提供了读音的线索，形旁则帮助个体理解字的含义。偏旁部首意识可以帮助个体学习新的汉字，理解新字的意思（Shu & Anderson，1997）。其次，语素意识可以帮助区分同音字（homophone），虽然在口语表达中它们有着相同的发音，但它们对应的汉字是不同的，这种能力与汉字识别的影响是双向的。最后，汉语中存在一字多义（homograph）的现象，语素意识可以帮助区分义项。研究表明，语素意识对汉语阅读的贡献是独特的（Ho，Ng & Ng，2003；McBride-Chang，Shu，Zhou，Wat & Wagner，2003），它是汉语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之一（李虹等，2011；李虹，舒华，2009；吴思娜，舒华，刘艳茹，2005；Shu et al.，2006）。舒华等人（2008）报告了一例汉语语素意识缺陷表层阅读障碍的个案研究。儿童L是个9岁10个月大的男孩，口语交流流利，但在汉字阅读上有困难，经常混淆同音字、形似字和意思相近的汉字。在汉字朗读任务中，他的正确率受到了规律性的影响：规则字正确率高，非规则字正确率低。再结合汉字意义解释测验得分发现，尽管他在规则字朗读中得分较高，但事实上他并不了解那些字的意思。

语素意识的干预需要帮助个体觉察字中形—语素的对应以及词中的语素构成，并且学会操纵它们。在英语中，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语素意识的干预训练有效地提高了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的阅读能力（语音意识、语素意识、词汇、阅读理解、拼写等）（Goodwin & Ahn，2010）。在汉语中，语素意识干预训练存在多种模式：有基于常规教学班级的，有基于课后小组训练的；有的指导持续了1年，而有的只持续2个月，每周2次，每次20分钟。而无论哪一种模式，干预后，儿童在阅读测验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且比对照组成绩更好（Wu et al.，2009；Zhou，McBride-Chang，Fong，Wong & Cheung，2012）。汉语一项基于班级的语素意识干预指导（Wu et al.，2009）发现，教师在教授新字时，利用学生已掌握的独体字，对相对复杂的形声字、会意字的构成进行讲解，并利用组词可以帮助学生区分同一个汉字的不同义项。这样的帮助有利于儿童建立形—义对应，了解并学会运用形旁、声旁以及“一字多义”。 研究者（Zhou et.al.，2012）在香港地区开展的课后小组干预训练，除了运用语素造新词的训练之外，还增加了同音字训练，包含两个游戏：一是涂色游戏，二是进阶游戏。

目前，对于阅读障碍的干预训练，研究者普遍认为：①早期干预很重要，纠正年龄小的孩子的阅读问题比年龄大的孩子更容易；②一对一的或者小组的干预更有效；③多数成功的干预训练都强调语音意识干预训练；④阅读准确性训练比阅读流畅性更容易成功；⑤训练中也应当加入进阶阅读、写作训练以及阅读理解技巧等；⑥个体对干预训练的反应存在差异（Peterson & Pennington，2015；Scammacca et al.，2007；Torgesen，2005）。结合汉语干预训练成果，我们发现语素意识训练对于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同样很重要。

汉语中阅读障碍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针对阅读困难儿童的干预和训练相对较少，阅读障碍儿童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评估在国内还处于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如何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对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进行准确评价，并基于评价做出干预方案，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借鉴拼音文字的训练方法，考虑如何结合汉语特色，结合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特点，做到“西为中用”，提升对阅读困难儿童的干预效果。

小学低年级个案的阅读能力评估

我们选取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个案（王同学），男孩，8岁，就读于北京市丰台区一所公立小学。

家长在孩子一年级下学期发现他拼音拼读的速度很慢，双韵母拼读时有困难。识字困难开始表现非常突出，他对字不敏感，大部分字无论怎么记都记不住，虚词记忆尤其差，阅读时经常出现眼睛不能随着字走，在换行的时候读错行。因为认识的字少，他在朗读的时候比较困难，阅读速度很慢，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把书背下来，造成很会读的假象。

家长还发现他在书写上也表现出一些困难，他无法区分词与词之间的间隔，他写字非常吃力，每天4个字（每字写10遍）的写字任务，都很难完成。他对字的间架结构总是掌握不好，笔顺不正确，写出的字看起来歪歪扭扭。

在家长来访后，我们对孩子的生长环境和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进一步对男孩进行了阅读能力的评估，我们采用瑞文推理测验考察他的智力水平，测验要求受试者根据大图案内图形的某种关系去思考、去发现，看哪一个小图案添入大图案中缺失的部分最合适，使整个图案形成合理、完整的整体。王同学的瑞文推理测验成绩标准分在75%～90%，智力水平处于良好偏优秀。

我们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的阅读速度、语音能力、语素能力等方面的阅读能力测验。

阅读速度的测验包括了3分钟快速阅读、数字快速命名和词表朗读3部分。3分钟快速阅读要求被测者在一定时间（3分钟）内尽量快速地阅读若干难度递增的句子并判断对错，以此检测被测者对书面语言的理解能力与阅读速度。数字快速命名要求被测者快速读出若干数字，以考察被测者快速解码、快识读的能力。该测验侧重于被测者形—音转化的熟练程度。词表朗读测验要求被测者尽量快速地进行形—音转换，是一个与快速阅读较为类似的测验，但该测验削弱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考察，更侧重形—音转换的自动化加工能力。

语音能力的测验包括音位删除的测验。音位删除测验是口头呈现一个音节，要求儿童说出删除其中一个指定音位之后所剩音节。

语素能力的测验包括考察语素产生测验。语素产生测验要求被测者用给定汉字进行组词，但在组词过程中需要被测者对汉字的多个含义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与分辨力，即测验要求被测者用指定汉字产生两个表达含义不同的词。

同时我们考察了他的汉字识别能力、正字法意识和延迟抄写能力。汉字识别测验是学龄期儿童的识字量测验，由150个难度递增的汉字构成，通过对被测者在测验中正确读出的汉字个数的测定，了解被测者大致识字水平。Chain-test 测验由6个分测验构成，主要考察被测者快速形音、形义等解码的能力。6个分测验分别侧重不同的内容，其中图形分测验为基线测验，是基本速度的考察。在6个分测验中，被测者只能完成前两个测验，即图形测验和正字法的测验。正字法测验要求被测者针对70个项目进行真字的筛选，项目中包含符号假字、部件位置错误、部件细节错误。

延迟抄写测验要求被测者依靠记忆把短暂呈现的汉字书写出来。由于呈现时间有限，并且书写和呈现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需要被测者对汉字字形进行一定的深度加工和短时记忆。

结论与讨论

[image: ]

图9-1 个案的前测成绩及与常模的比较

从阅读速度来看，王同学在3分钟的规定时间内阅读速度偏慢，未达到一年级平均水平，其基于汉字的形—音转换速度远低于一年级的平均水平。由此可知，他的解码速度偏慢，具体表现可能为平时的阅读过程中难以提高速度。且王同学数字的形—音转化速度比一年级的平均水平也略低（低于平均值约0.4个标准差），说明其阅读速度欠佳，对其快速摄取信息有所阻碍。由此可知，王同学的形—音转化能力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但是在测试过程中也发现，王同学在快速阅读和词表朗读测试之前的练习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困难，读词过程中错误、漏读较多，说明其困难主要也可能是由识字量的不足带来的。

语音能力的测试显示，王同学的音节删除测验成绩略低于二年级的平均水平。由于王同学拼音学习的困难，他在完成音位删除任务时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在完成删除拼音的首音任务时，完成的正确率较高，但删除中间音和尾音时，就会明显地出现错误增多的表现，其中删除尾音的任务只完成了3个练习的任务，正式的任务都没有正确完成。

语素能力的测试显示，王同学的语素意识高于三年级平均水平，这说明他的语素意识发展情况较好。这一点与一般阅读困难儿童的表现不太一致，还需要再进一步验证。他的口语词汇水平和口语的语素意识发展是较书面语言高。应注意的是，王同学在组词过程中，将“流浪”一词中“流”的读音读作“yóu”，在一年级还有发音的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验证。

在汉字识别测验中，王同学的汉字识字量低于小学一年级的平均水平约0.93 个标准差，说明其识字量是其主要问题，他自己读词时会出现问题。在Chain-Test图形分测验中，他的成绩与一年级平均水平相当，说明他的基本解码速度没有问题；在正字法测验中却表现出低于一年级的平均水平。在测验过程中，他表现出对真假字判断速度慢，对真字的不熟悉，影响了他的判断，导致其速度变慢，但准确性较高，说明其对部件位置的正字法意识较好，他出现的判断错误中，几乎全部是部件细节错误，细节方面的掌控力不够。

王同学完成部件简单字和部件复杂字的延迟抄写任务的正确率与一年级平均水平相当，多部件字的抄写正确率也与同龄人相当（低年级儿童几乎无法完成），但少部件字的正确率略低。测验过程中可以同样发现，王同学的部件细节加工存在一定问题，如会将“忄”写成类似“[image: ]”的形状，将“犭”写成类似“千”的形状，或混淆“忄”和“氵”等。其细节加工能力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识字准确性。

总体上看，他的问题都是基于阅读能力表现出的问题，他的阅读速度明显低于同龄儿童，且速度慢的问题是只表现在阅读能力方面，他在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的发展上也低于同龄人，在完成音节删除的任务时表现出明显的困难，在完成正字法的任务中，错误集中表现在对汉字内部细节的掌握不够，出现的错误是笔划的增减等类型。但他的语素意识发展相对正常，能较好地完成语素产生任务，这与一般情况下的阅读困难儿童表现不同，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可能是由于他在早期的阅读量比较大，听故事的时间长，听觉理解能力发展水平高，提升了他语素意识。

基于家庭训练为主的干预方案

我们在对孩子评估后，给家长的是一些帮助和干预的建议，这个建议包括给家长一份每日帮助、干预的记录表，帮助家长坚持记录对孩子的帮助和干预过程，同时对日常的家庭辅导给了建议；制订针对孩子的阅读、拼音和字词练习的训练计划，着重解决孩子阅读速度、语音意识和字词识别等问题，以游戏为主的方式，配以适当的练习和游戏软件，帮助孩子以游戏的形式学习，逐步克服阅读中出现的问题。

给家长的建议

在现有条件下，家长投入多少精力与孩子一同面对困难，帮助孩子越过障碍，孩子就会获得多少力量。家长的坚持决定着对孩子干预的效果。我们会让家长定期回复邮件，反馈帮助和干预的情况，反馈所做的记录，这也督促家长坚持训练，持之以恒，每天的记录会让家长不断地提醒自己，帮助和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坚持，不断地督促孩子，也提醒自己保持耐心，才能给孩子一个改善。

记录日常的帮助和干预情况

坚持记录孩子每天阅读的情况，可以经常对帮助和干预计划做出调整，以更适合孩子的发展，内容可以包括：

① 孩子每天作业完成情况：所用的时间，出现的问题及是否解决。

② 孩子每天阅读的时间长度，都读了哪些内容。

③ 请孩子讲一讲“今天遇到的最幸运/倒霉/快乐/伤心的事”，要求习惯用六要素的表达方法，练习口头表达能力。

④ 孩子当天做了哪些与认识汉字相关的练习。

⑤ 孩子当天是否进行了拼音软件的游戏活动。

日常作业的辅导与帮助

①减少抄写任务：避免给孩子过多的抄写性质的作业，对于抄写的作业，可以与教师沟通，让孩子少一些抄写任务。我们经常会看到阅读困难的孩子写一会儿就会开始揉眼睛，打哈欠，甚至流眼泪，让他在能力范围内完成抄写，不必完成全部的抄写任务是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在作业本上写作业时，可以写一行，空一行，允许孩子有足够的空间填写作业内容，或者到高年级时可以允许孩子用打字的方式写作业，以减少完成作业所需时间，降低书写难度。

②变书面作业为口头作业：允许孩子用一些减少书写内容的方法来完成作业，如把简单的阅读理解的内容用笔在原文上圈出来，用画图、数字、连线等方式来完成答案，提供一些词语让孩子选择后填写出来，而不必要让孩子自己完成自己去想用哪个字。还可以口头说出来，请家长帮助的答案记下来（虽然这个办法在现有的考试情况下不能使用，但面对孩子作业过多的情况，还是可以向老师说明，获得理解和支持）。

针对孩子评估报告制的干预计划

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的阅读时间

阅读困难的孩子需要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独立阅读的难题，由于他们在形、音、义的解码速度大大低于普通孩子，所以，他们的阅读速度会比普通孩子慢很多，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他们会比普通孩子表现出容易疲劳，严重的会表现出容易犯困，甚至读一会儿就会流眼泪。

坚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是帮助孩子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家人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了解孩子的需求，找到适合孩子阅读的材料，孩子会很喜欢与家长一起阅读的感觉，正是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美好体验，让孩子对阅读产生更多兴趣。持续增加的阅读量会帮助孩子有效地提高阅读速度。

指导孩子阅读的方法可以用分步采用：家长带读、家长与孩子交替读、孩子自主读的方法来进行。

帮助孩子了解汉字构成的规律

在入学后，孩子要从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语言，要建立起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有效联系，这才能保证在阅读时实现看到汉字就能将字形与字间快速对应，并同时完成字音与字义的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只有稳固建立，才能保证孩子看到一个汉字能快速地读出来。

汉字的学习更为复杂一些，字形与字音的对应是相对随机的，即同一个发音可以对应很多汉字，如“一、衣、医、依……”，这样就使孩子在刚刚学习独立阅读时会出现无法“见字知音”，需要进行识字教学，才能让孩子可以更快地将字形、字音、字义对应起来。

写的过程则更加复杂，除了将语音、语义与字形做快速的联系外，还要记住字形才能将对应的汉字正确地写出来。对于象形字、会意字，需要直接记住笔画顺序才能正确书写，对于更多的形声字，则需要掌握汉字构成的基本规律，学会将汉字分解成部件，并熟悉部件的位置和功能，这些都是要在书写时完成的任务。只有将这些规律掌握并快速转化，才能顺利完成书写任务。

象形字的识记

我们从现有的关于汉字起源的书中找到适合小学低年级的版本，将现有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涉及的主要汉字挑拣出来，请家长带孩子每天讲解几个，这些象形字都是由图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每个字都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帮助孩子加强记忆，数量的多少可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的情况，并请家长记录孩子每天的识字内容，并在隔天再进行复习，反复巩固，让孩子记住这些基本字。象形字常用的有300多个，而这些正是许多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字根，记住这些字，才有可能认识更多的字。

会意字的识记

对会意字要与孩子一起分析会意字的造字依据和结构特点，使孩子了解会意字的各个部分的意义以及合起来的意义，把音、形、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会意字中一般都能从字形判断出字的字义，因此在会意字的识记中，可以让孩子运用故事法、联想法等方法把这些汉字意义化，形象化，这样可以记得更牢。

形声字的识记

汉字的形声字在数量上占主体，同时大部分独体字都作为声旁参与构字，这样的情况表明声旁系统在汉字部件系统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表示声音的“声旁”和表示不同意义的“形旁”构成的新字意义也会不同。了解和掌握汉字的构成规则，知道哪些汉字可以通过规则学习，哪些需要通过“死记硬背”来记住，这样才能做到帮助孩子在小学低年级完成基本汉字辨识的要求。

学习困难的孩子在形声字的辨识中存在很大的困难，最难解决的是“一音多字”和“一字多义”，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汉字—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区别同音字、同形字、形似字、多义字，逐渐在大脑中发展起字形、字音、字义的丰富联结，并使这些联结在需要时快速反应、快速提取。

游戏：形声字的辨识

我们设计了一些形声字的辨识练习纸（如图9-2所示），帮助孩子通过适当的练习提高对形声字的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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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形声字的辨识练习纸”示例

游戏：汉字迷宫

家长还可以进行一些拆字、组字的练习（如图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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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汉字迷宫”示例

书法的练习有助于笔划、笔顺的识记

家长在指导孩子笔划和笔顺的练习时，应该是基于孩子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孩子如果在书写中出现了笔划和笔顺的问题，家长可以进行正确的书写示范，而不必刻意强调“你写得不对”“不要这样写”……以免孩子对自己的错误变得很敏感。而笔划和笔顺的掌握也一定是从简单字和偏旁部首的笔顺开始学习的，只要大部分笔顺是对的，就不必苛求每一笔顺都是正确的。家长可以通过练习书法，帮助孩子记住一些基本的笔划，而且能有效纠正孩子书写时经常出现的笔划方向错误的问题。

家长还可以配合一些笔划、笔顺的歌谣让孩子比较容易地记住基本的笔顺规则，如“先横后竖、先撇后捺、自上而下，先中间后两边……”

游戏：汉字部件记忆

为了解不同部件的位置和功能，让孩子知道汉字的书写依靠的是部件的记忆，而不是笔划的记忆。用比赛的方式练习分解汉字的部件。

出示一个不常见的汉字，如“齁”，看3秒后收起汉字。请孩子说一说，这个字有几个部件。

再呈现汉字，与孩子一起分享，怎样分解可以帮助自己快速记住。

重视口头语言中语义的学习

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汉字衍生出许多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含义，这就是同形不同义，如“出生”“生铁”“师生”“生火”都包含“生”字，但是含义却各不相同，互相之间也没有联系，学习分辨字音相同、字形相同但字义不同的字，是整个小学阶段孩子学习中一直要面对的困难之一。

语义的学习可以从口头语言发展的阶段就开始与孩子一起练习，调动孩子的思维，了解语素构成的规律，就可以在书面语言发展阶段，完成语义区分的任务。从王同学的个案中，我们就发现，在早期口头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家长重视了语义的练习，让他用大量时间听故事，给他讲图画书，这口头阅读能力的培养也帮助他最大限度地克服了阅读困难孩子都会出现的语素意识的问题。

游戏：“比一比，谁说得多又快”

在1分钟内，家长和孩子一起快速地说出包含“子”的词，越多越好。家长可以让孩子尽可能地说，家长只是在孩子反应慢时说出一个，同时让孩子感觉到竞争。

“竹子、筷子、桌子、椅子、本子、杯子、柱子、柿子、梳子……”

以游戏软件帮助语音能力的学习

汉字的语音系除了包括声母、韵母外，还包括4个声调，每个声调和具体的音节结合都会形成包含一定语音特征的带调音节，汉语有1300多个音节，对应着常用的5000多个语素，这就会包含很多同音语素汉字与音节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一个汉字对应多个读音，更多的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这就给语音学习带来难度。而在小学低年级语音学习中，比较困难的就是声调的学习和拼音的拼读。

GraphoGame系列学习游戏是基于芬兰科瓦·莱汀恩教授（Professor HeikkiLyytinen）对于阅读障碍高危儿童长达二十余年的追踪研究而逐步发展而成的。在合作开发了GraphoGame拼音游戏后，可以评估小学低年级孩子拼音知识的基本掌握状况，并根据孩子的个体情况提供学习进度安排和必要的练习和辅导。这个游戏可以基于每个孩子的水平进行实时的自动难度调整，孩子可以独立进行游戏，难度设计也符合孩子拼音发展的要求。每天15分钟的练习，可以帮助孩子克服拼读中的困难，提高拼读的速度。

游戏：一音多字的练习

听（看）句子，写词语

“数”“树”“束”

我们每天上（  ）学课。

门前有棵玉兰（  ）。

今天的活动结（  ）了。

干预计划改善阅读困难儿童的阅读能力

在间隔一年的时间后，我们对王同学实施后测，检验我们设计的家庭帮助和干预方案的可靠性，进一步判断如何通过训练，帮助和改善阅读困难儿童的阅读能力，并通过后测检验训练的效果，进一步对其阅读能力的改善情况进行整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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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个案后测成绩及与常模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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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个案前测、后测成绩及与常模的比较

阅读速度

从阅读速度来看，王同学形—音转化速度比二年级的平均水平略低，优于一年级平均水平，与其前测成绩有较大提高。阅读速度偏慢，其表现达到一年级平均水平，与其二年级平均水平仍有差异。他的解码速度虽然还是偏慢，但他的形—音转换速度大致达到一年级的平均水平，说明一年中的练习对他的阅读速度还是有所改善。由于王同学读词过程中错误、漏读较多，且其较容易将词语读错成相关词，如将蓝色读成蓝天，说明其更倾向于进行整词加工。反映出其阅读速度的缓慢可能主要是由识字量的不足引起的。

语音能力

王同学的音节删除测验成绩略低于二年级的平均水平，但较前测有一定进步。其测试过程中表现出了ci/chi不分的情况，在语音产生时准确度不够，这在其他测验中他的这个不足也有所体现。王同学在组词过程中，将“选”的读音读作“shuǎn”，其发音准确性有待提高，这对其识字能力有制约。

语素产生

王同学的语素意识高于二年级平均水平，这说明他的语素意识发展情况较好，对于语义掌握较好，能很好地区分不同字义，这会保证其基本语义理解很好。需要注意的是，王同学对语义的掌握能力虽然不错，但他对同音字的辨析有困难，说明其对字形区分不敏感。

汉字识别

王同学的汉字识字量低于小学一年级的平均水平，说明其识字量是其主要问题，有待提高，但较前测有了一定的提高。测试过程中发现，王同学对形似字的区分较差，如将“并”认作“井”，“貌”认作“狼”，需要注意对其视觉方面的不足引起重视。

Chain-test测验

在6个分测验中，王同学在前测中只能完成前两个测验，在后测中其可以完成所有测验，表现出了较好的进步。在图形分测验中，他超过了二年级的平均水平，说明其基本解码速度没有问题，甚至明显优于同龄人；正字法测验中表现达到二年级平均水平，与前测相比也有进步，他在测验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部件位置正字法意识。在其余4个分测验中，王同学对动物词的加工能力较好，达到了同年级平均水平，说明他对熟悉词的整词加工速度不错，而他在其他3个分测验中的表现仅处于一年级平均水平，特别是错别字分测验，这与其在语速产生测验中表现出的对同音字辨析能力不足是一致的。

在基于家庭训练为主的帮助和干预下，王同学的阅读能力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尤其侧重语音、字词、正字法的练习，他的阅读能力有所发展。后测结果表明，王同学在阅读速度、语音能力、正字法意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阅读速度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速度的提升，这对于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国内汉语阅读困难儿童的评估和干预都是刚刚起步，训练体系还不完备，训练内容也不够系统，最重要的是，大多的训练还是在专业人员提供一些训练建议后，由家长在家中完成，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孩子进行帮助，辅导家长帮助孩子提升阅读能力就成为现阶段帮助孩子解决阅读困难的主要办法。因此，我们现有的帮助和干预能发挥的作用也变得有限，而对于个案的帮助和干预，系统性和计划性都不是特别严谨，我们能做的只是将家长培养成“专家”，依赖家长的帮助和干预完成对儿童阅读能力的改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建立更加专业的机构，对阅读困难儿童进行全面、系统的帮助和干预，帮助阅读困难儿童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

摘要Abstract

We introduced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 dyslexia in Mainland China, by using a second-grade boy as an example.

A battery of screening measures, Raven IQ test,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y awareness, reading fluency and etc., was administered to the boy.With normal IQ, he had specific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especially in reading fluency.Meanwhile, he was poor i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orthography awareness; but performed well i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Based on that, the intervention for the boy focused on pinyin, orthography awareness and Chinese character.One year later, posttest showed that the boy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o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y awareness and reading fluency.

Dyslexia’s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just started in Mainland China, immature and unsystematical.Most importantly, there is not a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 which could provide such services to dyslexics.Result of that, parents hav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arry out the training at home, after receiving some advices from experts.That might not be satisfactory for dyslexics.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rapists are needed nowaday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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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spatial relationship 视觉—空间关系判断

Vocabulary 词汇

Voice onset time 嗓音启动时间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VBM)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

Wernicke’s area 威尔尼克区

Word detection 词汇探测

Word frequency effects 词频效应

Word productivity 构词能力

Word recognition/Word reading 单语识别/单字认读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最近发展区


[image: ]


[imag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阅读的世界.Ⅳ，学校、家庭与社区的实践研究/李文玲，舒华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3-21291-0

Ⅰ.①儿… Ⅱ.①李… ②舒… Ⅲ.①儿童-阅读辅导-研究 Ⅳ.①G25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958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ERTONG YUEDU DE SHIJIE XUEXIAO JIATING YU

SHEQU DE SHIJIAN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18.00元

策划编辑：关雪菁　责任编辑：齐琳 王星星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宋涛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推荐序



很高兴，《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在经历了2年时间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说起这本书，确实和我本人有着太多的渊源。2014年夏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编辑关雪菁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在汉语阅读方面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心理学提供智慧支持。考虑到近些年我所从事的多是非研究性的工作，因此论及最新成果，我倒是乐意推荐年轻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关编辑富有引进版图书的编辑与策划经验，她对作者的国际学术背景也十分关注。于是我便引荐了我的学生李文玲，她那里一定有值得与中国心理学人分享的学术成就。李文玲是我十分喜爱的学生，在我门下学习时，便显现出卓越的治学智慧与谨慎认真的做事风格。她长期从事儿童阅读领域研究，并于1992年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随后作为高级研究员在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与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教授——儿童教育的学术权威——一起从事儿童阅读的跨文化研究。他们获得了多项美国研究基金的资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为儿童阅读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舒华。近20年，我的这两位学生各自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成就，这次又再次联袂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汇集了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少见的、既有学术含量又能兼收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佳作。为此，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每一位深耕于早期阅读事业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阅读，并指导实践。

张厚粲

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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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出版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文阅读前沿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高校，开始从事阅读领域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了。

我对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兴趣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美两国教育部联合资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下男孩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有人都穿着中山装，马路上满是自行车和行人，偶尔还会有驴车。呼呼冒烟的公交车和老旧的出租车穿行其间，而我看到的唯一一辆小汽车是有专门司机的苏制豪华轿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

在学校里，孩子们坐下时要背着手，回答老师提问时要起立，老师说“坐下”才能坐，看起来特别有纪律。即使在幼儿园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这群外国人走进课堂、拍照、窃窃私语，孩子们也依然专注地面向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访问者来说，那些用于理解和反复的中文语调实在太难了。汉字博大精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陌生，一个初学者要想记住并书写哪怕一个简单的汉字，都很难。

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文阅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文阅读的加工过程是中文独有的，还是和其他文字一样，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共四卷，其中很多章节都在强调这一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语言的抽象水平。当抽象水平足够高时，阅读加工过程基本可视为通用的。即书写系统如何表征语音与语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熟练阅读任何一种语言的关键。当抽象水平处于初级语言加工时，语言间必然存在差异。看看汉字书写和英文书写的差异，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大量研究都试图证明，阅读不同语言涉及的加工成分在一些儿童中很容易找到，而对于另一些儿童则是种挑战。

除初级加工外，文化、教育学传统以及语言的结构特征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象形性”或者缺少某种音—形关联，导致中文很难被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和其他东亚人倾向于一种“不直接”或“非线性”的行文方式，这对“美式表达者”是一种挑战；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尊师的传统，中文终生使用者常会出现“话语错配”（discourse mismatch），这使得中文学生在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交流时很难“平等交换”。然而，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很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只要情境需要，中国学生总是可以顺利地与其他语言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沟通。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完全覆盖了当代阅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的阅读教育、课程设计以及特殊需求儿童服务的品质。

理查德·安德森

（Richard C.Anderso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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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tion ago,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A few intrepid scholars had undertaken pioneering studies of Chinese reading.Beginning in the 1990s and 2000s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reamed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elsewhere to study reading with scholars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ading.

My own interest in Chinese reading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during a trip to China as a member of a delegation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To a provincial boy like me who had grown up i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was amazingly different.Men and women alike wore a simple variant of the Zhongshan suit.Streets were flooded with bicycles, people walking, occasional donkeys pulling carts, buses belching fumes and rattle trap taxis threading through the teaming mass.The only cars we saw were black chauffeur-driven Russianmade limousines carrying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schools, children sat with hands clasped behind their backs, stood to recite their lessons, sat back down when the teacher said, “Be seated”.The discipline seemed perfect.Even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steadfastly focused on the teacher despite foreigners filling into the room, snapping pictures, whispering with their interpreters.Tones made understanding and repeating simple Chinese phrases difficult for us American visitors.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ascinating, but so strange to us that we could not remember and write even simple characters from the first grade primer.

The big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the expanding group of Chinese reading researchers was: Are the processes in reading Chinese unique to Chinese or are reading processes universal? Many of the chapters in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address this question.All I will say here is that the answer depends upon level of abstraction.At a high enou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eading processes will be seen to be universal.Skillful reading of any language depends upon an intim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writing system represents speech and meaning.At the level of elemental language processes there are certain to be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s.A look at a Chinese word written in characters and an English word written in Roman letters will tell you that much.Productive research works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trying to identify, for instance, which components of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read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easy for children and which are challenging, at least for some children.

Beyond elemental processes in reading, culture, traditions of pedagogy, and, perhaps,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anguage may lead to differences in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uses of various languages.Some have claimed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East Asian people are disposed to an “indirect”or “nonlinear” form for essays, in which the thesis is left unstated or stated at the end, which may interfere with composing an American-style essay in which the thesis is stated directly at the beginning.This claim does not seem to be true, either.Still oth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life-lo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harmony and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other elders would cause a “discourse mismatch”,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challenge others in vigorous give and take.But in fact Chinese students readily argue with others, when the situation requires or affords this stance.

The World of Children’s Reading incorporates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investigated in contemporary reading research and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accessible in Chinese to a wide audience.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de dissemination of the series books will lead to improve the qualities of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curriculum design,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hina.

Richard C.Anders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ad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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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及课程与教学论教授，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留学，作为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进行研修和合作研究。自1990以来，长期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担任“中国—加拿大—美国教育合作英语浸入式课程与教学研究”中方项目主任，是中国英语浸入式教育实验的创始人之一，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成果有3部著作，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组织中国英语浸入式教育年会5届，对学术和英语教育实践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吕婵 博士|Chan Lü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助理教授，2009年获得卡耐基梅隆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现为美国洛杉矶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现代语言系应用语言学副教授及中文项目负责人。她的研究兴趣为以汉语作为二语的儿童的中英双语阅读习得。

李虹 博士|Hong Li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教育心理学分会副秘书长，国际阅读研究协会会员。权威期刊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Writing System Research、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心理学报》《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专家评审。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汉语儿童早期语言和阅读能力的发展与促进、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鉴别与矫治、中国学生审辩思维的发展与促进。

王蕾 博士|Lei Wang

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者，儿童文学作家，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儿童生命教育与道德研究中心研究员，海绵阅读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特聘研究员，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多项国家级儿童阅读课题，出版有《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等理论图书，主编有《儿童文学金奖原创经典悦读系列》等百余部儿童阅读书系。

陈敏捷 博士|Minjie Chen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图书馆与信息学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与图书馆为少年儿童的服务，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珍本馆与特种藏品部管理东亚儿童文学馆藏。

杨志红 博士|Zhihong Yang

江西省东华理工大学行知分院英语教师，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江西省东华理工大学行知分院英语教研组长、科研处主任。参与江西省教育厅规划的课题，主持抚州市级课题等。

徐冬梅|Dongmei Xu

亲近母语创始人，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国家“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亲近母语”课题主持人，2005年度中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2012年度美国易社学者。著有《徐冬梅谈儿童阅读与母语教育》，与人合著《儿童阅读六人谈》《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主编《亲近母语·日有所诵》《我的母语课》《我的写作课》等图书，其中《亲近母语·日有所诵》已被全国超过200万学生使用。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专业教育报刊上发表文章一百多篇。策划并主办的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儿童母语教育论坛、阅读改变中国年度评选等活动，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

杨奇志|Qizhi Yang

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分校研究助理。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2005年赴美，一直从事第二语言汉语的教学。作为雷吴润瑛教授主持的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分校汉语研究课题的助手，直接进入美国小学的课堂，在教学的第一线从事汉语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王丽|Li Wang

奕阳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硕士，曾在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工作。参与和负责分享阅读在国内的实践、培训和亲子阅读推广等方面的工作，撰写《幼儿画报精品故事书》（红袋鼠书系）和《小熊维尼品格培养系列图画书》的阅读指导。

葛海虹|Haihong Ge

奕阳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曾参与国家科技部“中国儿童青少年发育”项目，发表论文《幼儿课堂中的教学设计》，撰写论文《留守儿童情感关怀研究》，主持2014年第三届全国幼儿科学与数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幼儿数学教师专业发展分论坛，并撰写《浅谈幼儿园数学教师成长的四阶段及教研建议》。

成利新|Lixin Cheng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教师，曾任奕阳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早期阅读教育专家。

德秀齐|Xiuqi De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第一小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毕业，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从教以来，积极参与科研课题活动，获国家级、市区级论文共计20多篇。曾参与北师大版语文教科书和教师用书的编写和全国“名师大课堂”的授课工作。

陈蕊|Rui Chen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李海燕|Haiyan Li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教育学硕士。

秦美玉|Meiyu Qi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师，教育学硕士。

程晓红|Xiaohong Cheng

从教于北京市朝阳区爱迪外国语学校，教育学硕士。

沈洁|Jie Shen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文学硕士。

李宜逊|Yixun Li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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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阅读课程的设置



第1章 美国学校里的阅读课——美国阅读课新课程标准的启示



The Enlightenment on New Standards of Reading Class in USA

[美国]雷吴润瑛（Belinda Louie）[1]

美国在2010年由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和美国各州学校主管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联合推动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旨在对美国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明确制定各项标准。本文探讨分析四个课题：第一，深度阅读和审辩阅读；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与其他学科的合理整合；第三，研究和传媒；第四，文章难度。最后，我们提供基于研究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的教学方法，来帮助来自国外的学生。在美国要成功地推行《美国共同核心课程标准》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师资训练。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共同的愿景来向前迈进。

阅读焦点

·你了解美国中小学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吗？本章介绍了最新的美国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并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深度阅读和审辩阅读；语言学习过程与其他学科的合理整合；研究和传媒；文章难度。

关键词

共同核心课程，深度阅读，审辩阅读，整合学习

每个国家对教育都有不同的定位，有的国家更注重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能力；有的国家更注重知识的学习。处理好各方面的平衡是世界各国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面向21世纪必须认真、妥善解决的问题。在近十多年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中，原来只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技能培养的国家，开始注意打好学生共同需要的基础，主要做法是加强必修课程，提出更高的教学要求；原来只注重打好学生共同基础的国家，则开始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主要做法是重视选修课程，给学生提供更为宽松的学习环境。但在实践中，处理好发展个性与打好共同基础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有的国家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做法影响很深，虽然不断发表改革的“宣言”，但很难落实，且收效甚微。有的国家貌似勇于改革，对传统全盘否定，实际此路不通，自然谈不上有效果。处理好上述两方面的关系，需要对本国的情况和将来的需要有明确的认识，改革的方针原则既科学又可行，方针原则制定之后还必须在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资培训、升学考试、就业考试等方面制订互相配合的实施方案。

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专家R.G.哈维洛克（R.G.Havelock）教授曾对“教育改革”做过如下定义：“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包括各级各类教育。中国的“以考为本”在很大程度上使教育丧失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性，忽略了学生个性和技能的培养。考试的选拔功能，使中国的教育不断增加难度，学生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艰深。有的学生感觉学习困难，许多农村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认为学习的内容对于今后的生活根本没有用处；许多城市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自己孩子学习的东西一辈子都派不上用场。一考定终身，为了好的分数可以不择手段地竞争，学校的高低贵贱也是以考试分数来衡量。这些问题都摆在了中国教育者的面前。如何进行教育改革，如何使中国的教育走在世界前列，是值得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士仔细思考的问题。笔者参与了美国近期的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的实施及培训，欲将其内容介绍给国内的同行，希望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参考。

任何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教育改革，总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任何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教育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修改、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教育改革也是这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时，美国学校和各学科的标准化就已经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这项议题在1989年的全美州长协会上酝酿过，经过多次的调整改进，最终完成。教育的标准化使得美国的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全面感受到了他们在非常规范的学科设计下从事教育和接受教育。数学学科的标准化是在数学组织的完全义务支持下完成的。之后，在教育界引起波澜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美国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代理机构，包括美国教育研究改革办公室和全美科学院联合赞助的，针对提升学科专业培训水平的改革（特别针对历史、英语语言文学和科学三门学科）。改革声明中明确规定了学生要掌握的教学内容，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应达到的标准。

这项改革措施对于学生的教学实践、成绩评估和课程设计等一系列步骤都做了明确的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学生能达到学业各阶段的基本标准，从而为日后的成功就业、参与国际竞争和接受更高的教育创造条件。每个学生可以在大学或工作岗位将知识和技能学以致用，从而为未来的人生奠定基石。这项被誉为充满着梦想和期望的计划出台于1989年，但20世纪90年代它始终停留在梦想状态。直到克林顿政府通过大胆的努力颁布了《法案Ⅰ》（TitleⅠ）［提高全美学校法案（Improving America Schools Act，IASA）］，全美各州才正式有了学科标准化的详细内容和测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认知程度。

《美国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简称《核心课程标准》，是2010年由全美州长协会和美国各州学校主管委员会联合推动出台的。它是最新、最充满雄心壮志的教育改革方案。它与以前的视点相同，旨在对美国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明确制定各项标准。《核心课程标准》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同于IASA或者《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它是由各州政府直接督导，在全美州长协会和美国各州学校主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操作的，而非辖属于联邦代理机构和联邦赞助部门。《核心课程标准》旨在保证学生完成K-12年级的基础教育之后，能够有能力顺利进入大学或胜任工作岗位，并且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最初的草案提出要提升现有各州参差不齐的标准，制定一套适用于全美学生的清晰、统一和精确的标准，简而言之，不论你所居住的州或地区在哪里，都将享受到统一的受教育的标准。

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应该在全美实行共同的标准，但是执行的团队遭遇到许多阻力，这些阻力来自州与州之间巨大的政策差异，以及科目、教学和评估过程的巨大差异。研究表明，各州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的标准上很不相同，各州测评标准是衡量学生成绩的尺度，这一尺度也用来衡量标准本身的好坏。

《核心课程标准》的创立是在密切参照各州的标准和科目的前提下提出的一个更高的标准。《核心课程标准》的设计者们还密切关注其他国家的标准（特别是那些在国际测评中名列前茅的国家），以确保美国的学生能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同时，还要求美国学生能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当今全球数字化的工作和生活中。《核心课程标准》的首要目标是高中毕业生，要确保高中学生能顺利进入大学，并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因此，也称为学业与职业准备（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CCR） 标准。13年基础教育的标准制定是为了引导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完全达到CCR标准。

《共同核心标准》的全称是《英语语言艺术和历史、社会、科技学科的共同核心标准》。它强调了在严格的文学、语言知识的教育下，所要达到的各项要求，同时将获得的英语语言文学知识（ELA）扩展到其他学科，来帮助其他学科的学习。

针对小学（学前班至五年级）阶段，英语语言文学（ELA）课程强调多元素整合教育，即阅读、写作、听力和表达的多元整合，尽管它们在文学和信息科目中有各自的标准。而针对中学（六年级至十二年级）阶段，则非常有条不紊。首先是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准，然后是其他学科的标准，然而，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在内，历史、科学、技术等各学科的共同目标是阅读、写作、表达和听力同等重要，互相协调。即使有时它们之间不能完全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核心课程没有严格规定哪些部分一定要教，核心课程不是课程本身，它是一个标准。它强调的是学生的成绩，所以它给教师、课程设计者和各州保留了许多空间去达到规定的目标，同时各州还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课目。《共同核心标准》的深刻含义是为各课程提供核心内容的指导和详细的期望值，各学区、学校和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制订自己明确的核心目标。另外，《核心课程标准》没有对英语语言学习者和需要特殊教育的人做出规定。简而言之，《核心课程标准》提供了核心标准的框架，给予各学区、学校和教师空间去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将本地区的特点融入核心标准中。

核心课程的新颖和特殊之处

本章节，我们将按四部分来分析介绍《核心课程标准》的特点。它们是深度和审辩阅读（close and critical reading） 、整合语言与各学科的内容（integration of language processes and disciplinary content）、传媒和学科研究（media/research literacy）、高难度读本阅读（text complexity）。当我们按次序回顾这四项内容在最初执行时的进展情况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执行的过程很不理想。不论是深度阅读，还是审辩阅读或多元整合文学阅读（integrated reading） 都不是新的目标。早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革新年代甚至更早的郝瑞·思曼（Horace Mann）的普通学校改革或弗朗西斯·派克（Francis Parker）的系统革新时代，人们就已经运用这些阅读方法了。其他两项内容在多元整合阅读和数字传媒（disciplinary literacy and digital media）阅读中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收效。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高难度读物阅读。教育者和课程设计者很早就提出高难度读物阅读的形式。然而，把这一方法写入《共同核心标准》还是第一次，并且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了非常明确的等级标准，来促使学生提高阅读能力。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明我们的课题：第一，尽可能地根据《核心课程标准》提供的课文内容来描述课题；第二，给予特别的启发、暗示，让学生自我尝试和推理，在课堂中完成阅读过程。最后的部分，把学生在阅读中取得的收获带到文学教育中。

深度阅读和审辩阅读

如果要问共同核心标准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回答一定是深度阅读。2010年，《核心课程标准》的最初设计者就声明一定要把深度阅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学生要达到标准的要求，则必须进行深度的、认真的阅读，从中理解和享受阅读复杂文学的乐趣。学生要习惯于运用审辩阅读的方法，去认真地选择当今浩如烟海的印刷品和数字读物。鼓励学生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阅读知识面，提高阅读素养，以此来丰富知识、拓展阅历、扩大眼界（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 Council of the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2010）。

“深度阅读”一词在理查德（Richards）时代和20世纪中叶被频繁使用，以致人们将它纳入了文学字典中。在正式的版本中，它有专门的解释并包含多方面的含义（章节、句子、从句、短语、词汇）。单纯的喜欢文章的结构或者精美打造的作品不是深度阅读的主要部分。重要的是学生达到标准的要求，通过严格地阅读获得大量的知识，并保证通过阅读提高文学、历史、科学和技术等各科的学习能力。学生要了解不同的科目会有不同类型的证据和方式去阐述和说明它们的论点。例如，历史需要纪实证据；科学需要试验证据；文学需要文字线索等。重要的是，作为基础学科，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有价值的观点，他们可以评述作者的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

有人预计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知识和建立自己的论点论据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似乎每个学生都必须了解多元文化并精通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各科目。其实不然，《共同核心标准》在文化差异性方面有明确的说明。在最初的文件中，《共同核心标准》就明确指出：通过阅读和聆听，学生积极地探索不同文化的奥秘，他们能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地沟通。接受不同的文化不等于说学生可以不加思考地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相反，合理的分析和审辩使得他们从所有看到的文章中审视和建立自己的观点。他们学会审慎地和建设性地评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深度阅读的意义在于学生通过阅读文章，反思文章本身提供的观点和自己通过其他经验获得的观点，这些自己的观点来源包括曾经阅读过的文章、实际经验和传媒提供的信息等。

当我们探讨启发暗示在深度阅读中的运用时，我们首先要专注于第一级标准组（1～3年级）的核心思想和具体内容。总之，只是清楚地了解文章的自然过程和结果，不能称作深度阅读，那样理解深度阅读就太过狭隘了，会因此而失去深度阅读的真正意义。我们通过深入阅读获得知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实际经验，我们不会接受那些知识。因此，第三级标准组（7～9年级）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标准：整合知识和观点。我们要深入地审视和评估作者的论点和做法，因此，审辩思维在标准第七级的深度阅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在其他的两个等级标准中——核心思想和具体内容（1～3年级标准组）以及文章制作和文章结构（4～6年级标准组）——不把整合和运用知识作为基础。整合知识立足于全面了解核心思想和具体内容，不仅如此，还要全方位地理解文章构思和文章结构对核心思想和具体内容的支撑与影响。由此，总结出阅读的最终目的有三点：第一，从文章中整合知识和观点；第二，描述、评价和审视论据，以及明确文章的论点；第三，综合阅读文章，分析理解文章的观点，并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获得知识。深度阅读是所有标准的前提条件。我们之所以强调阅读目的的第三点，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学只停留在第一点，而不能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的知识结构，促进各学科的阅读，而这一点才正是《共同核心标准》的真正目的。

为了有助于学生通过阅读获取知识和洞察力，我们将强调两个特别的课程和教学的步骤。

第一，教师尽可能地帮助学生明白阅读的目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将阅读的内容与以前的知识及经验结合起来。这样做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例如，参观纪念馆或学习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可以参考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和丘吉尔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第二，学生在文学阅读和其他学科的阅读中得到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从而获得收益。如果我们认为知识是要靠积累的，那么有机会去再认识、再访问就一定是必需的。这就意味着要帮助学生从阅读文章中提炼出普遍的理论、主题，培养洞察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最普遍提出的问题是“刚才阅读的文章中，哪些部分对你而言是全新的？”

帮助学生看到自己知识的增长、变化、加深，是深度阅读最重要的目标。有一个原则不能被忘记，那就是不可以给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肤浅的问题，而丢失了中心思想。

整合语言与各学科的内容

阅读的含义是能够阅读日渐复杂的文章和理解力不断提高。写作的含义是通过文字的表达反映出阅读和研究的功底。表达和听力的含义是能够自如地沟通并将各学科知识整合运用。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习惯、有效运用和词汇量等。学生阅读历史和社会学的文章、科学的文章以及其他学科的文章，才能打下多领域的基础知识，为以后成为一个好的阅读者奠定基础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Council of the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2010）。学生只有在有意识地建立各学科相互结合的知识结构的前提下，才能在本年级或跨年级的学习中学到丰富的知识，才能真正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核心课程标准》和ELA的框架下，要整合知识结构必须涉及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学习和积累。第一，在语言学习的进程中，将善于吸收（阅读和听力）和善于运用（写作和表述）合理地整合在一起。第二，知识的积累通过大量的资料和语言的运用得到体现。知识的积累对语言学习的合理性、有效性提出更多的要求。把语言艺术学习与其他学科的知识整合在一起是《核心课程标准》的主张，这与NCLB多年来使用的把语言学习放在一个很独立的位置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

在以前的学术研究中，语言艺术、语言整合过程和多学科的学习积累是被分开的。教育家后来在对整合研究的总结中定义了两个层面的整合语言艺术：过程导向论和文章导向论。在以前，文章的选择很随意，阅读重点关注过程中的事实和事件。学习特定学科的文章、纯文学文章或者特定主题文章的过程也是学习和提高语言的过程。在以文章为导向的教学方法下，人们过多地关注文章的观点和主题，了解文章的内容胜过了练习语言的过程。

整合学习语言的过程在文学领域内效果很好，但是如果将其他科目的知识融入进来，原有的教学形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学科综合的文学认为纯文学是多学科学习的基础，多学科综合的文学特有的技术、知识和因果关系决定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关于文学作品和其他学科作品的最大区别，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对自然界的描述。学生阅读的历史文章与科学文章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求证意义的数学方程式和历史文献的明显区别不仅表现在词汇运用的不同，还表现在语法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最大不同还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文字表达与知识更新方式之间的关系。沙纳汉等人（Shanahan，& Shanahan，2008） 发表文章指出，各学科的专家都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表述自己学科的内容。这种特殊性反映出学科之间不同的价值、准则、学术成果。例如，历史学家通过阅读考证作者的视角，因为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研究成果的过多依赖，可能意味着不全面的分析和带有偏见的解释。

一个专门针对高中教师的阅读培训项目，重点培训如何在高中的科学课教学中运用多学科整合听读说写教学（他们也提供历史课的范例，但科学课是经过最认真检验的科目）。教师将指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通过示范和讨论来学习怎样阅读科学文章，为什么人们用这种方式阅读科学文章，以及如何挖掘、归纳和总结文章的内容。学生在科学课的要求下，被鼓励大胆开发智力，阅读复杂的科学文章。研究证明，高中学生在阅读培训课堂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阅读课和生物课的标准考试中，成绩远远超出没有参加阅读培训课的学生。

多学科知识整合作为语言学习的背景的概念在社会学课上的运用与在科学课上的运用同等重要。当然在课堂上将真实世界再现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社会学课堂中，整合语言听读说写的研究评估结果也很有限。这一差别直接影响到了联邦基金对社会学课和科学课资助的不同。这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表示一个国家回避社会学的研究是因为害怕人文思想价值的教育和传播。

一些少量的研究项目在小学范围内实施，主要研究如何用阅读方式将社会学范畴中的行为举止灌输给学生。威廉姆斯（Williams，2007）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项目，他们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二年级学生实行三个特别条件下的教学：①典型的社会学内容，但是用理解的方式教学（分析文章结构、注重提出问题和图片整理）；②单纯的社会学教学；③没有教学指导。结果是在第一条件控制下的学生和在第二条件控制下的学生在社会学上的表现基本一样，但是第一条件控制下的学生却在阅读理解方面得到了很大的额外收益。

人文学科讲述的故事，大多通过文学课来完成。文学的中心思想通过哲学、文学理论，甚至心理学来承载，但是阅读课程的典型核心思想常常是漫无目的的，有些世俗的题材常常内容肤浅而且情节零散，非常商业化。然而，文学的内容比简单的话题要深刻。文学的来龙去脉是让作者和读者共同探索人生。有些作品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含义，特别是低幼儿童的读物。真正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图画书，应该紧紧抓住人生体验这个伟大的主题。例如，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甚至道德品行的表现等。尽管《核心课程标准》很强调学科知识的整合，但在文学内容的选择上还不是很理想，甚至不及以前的一些标准规定，正因如此，文学选集在市场上广为流行。然而，因为强调多学科的知识整合，《核心课程标准》为教育工作者们开创了一条道路，就是将缜思观念融入各学科，包括人文学科中。

要真正做到语言学习过程与其他学科的紧密结合，很多活动需要在教室之外来完成。比如，本州的某个部门、本地区的行政办公室或者学区程度的机构。要做到这一点，老师要自己完成很多工作，但是最关键的是老师要有明确的措施来推进每一个步骤。

第一，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完成主要课程的主题思想。教育部门会提供给教师们辅导材料，指导教师如何传达课程的主题思想，同时对于放弃原有的方式而使用新的课程教学手段给予一定的指导。

第二，文学课上（其他学科也是如此），教师围绕主题思想与人文经验来选择文章和布置练习。主题思想是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反映着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反映校内生活也反映校外生活，并且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例如，文化和人生经验影响着人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态度。这与我们平时的简单说教，如“朋友之间要学会和睦相处”不同。在教授文学课时，严格地把握尺度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文学主题可能被忽略，而不能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观点。

第三，科学课可以作为很好的开始，不仅因为科学类文学有很多内容，还因为《全美科学课标准》把文学语言与科学知识的融合作为学习科学课的基础部分。学习口述的和写作的科学类论文在新标准中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与学习科学内容和规定的过程一样重要。

传媒和学科研究

当要求学生用口头或书写的方式解释文章时，他们会引用特别的论据。他们引用相关的论据，将它们书写下来或口述出来，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力求自己的解释可以清楚地传达给读者或聆听者，他们还能建设性地评价别人的论据（Nation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Coucil of the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2010 ）。

尽管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可以做到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在没有书籍、没有图书馆、没有学习环境的人类历史时期，人们还是有能力收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信息并将各种信息联系和融合。全球数字化时代使得知识的获得有了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了适应全球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学生必须具备对大量的信息、观点——无论是印刷品或非印刷品的传媒作品——进行汇集、分析、评估、综合、汇报的能力。他们还必须学会评估、创新和对信息提出建设性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要广泛使用大量的传媒手段。而要求学生具备使用传媒手段学习知识的能力根植和贯穿于核心课程的所有标准中。

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立法机构成员都一致赞成把学生能高标准地通过科技手段获得、整理、评判、分享知识视为最基本的核心。最大的挑战是，在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让来自全世界的学生达到这一目标呢？《核心课程标准》在关于传媒的作用的研究部分中指出，一些专业的信息类文学作品已经完好地将知识归档和整理。深入分析信息类文学，一定要将运用大量综合资源获取知识与组织和分享知识本身进行区分。很多技术和策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搜索和解决问题。正如拉伯和赖因金（Labbo，& Reinking，1999）描述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图书管理员，熟练地定位和评估各种信息资料。当谈到通过研究分享信息资源时，无论是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合理地组织资料，达到与人沟通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合理地运用传媒在交流沟通上的功效，并能合理地组织信息。

关于如何区分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进行交流沟通，在《核心课程标准》中没有明确说明。关于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提高学习知识和使用知识的效率，教育工作者们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不是很大的项目，在K-12范围内进行研究，目的是想知道老师指导学生获得知识以及组织分享知识的重要性。从事信息类文学写作的作家们经常建议使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知识和有效地使用知识。运用各种方案制作来学习知识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教育的杜威时代，在科学课的教育中也已经使用了好几十年，正如之前提到的许多例子。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以方案制作为基础的教学具有很大的冒险性。这种教学与整合不同科技需求相结合，并广泛使用，至少在短期内前景是模糊的。基勒和朗霍斯特（Keeler，& Langhorst，2008）提出建议，教师应从简单的科技运用起步，一点一点地逐步过渡到运用复杂的科技形式。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说明进展的步骤。关于进展的步骤，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孩子的年龄，二是培养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熟练运用。在第一个条件下，涉及两个棘手的问题：什么年龄最适合孩子开始使用各种科技产品？可以允许他们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例如，学前班的小孩子可以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是多长？作为第二种新兴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形式的缜思阅读资料还有待证明其价值。图片、动画和游戏的组成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特别值得审查。

针对在获取知识和分享运用知识方面引进数字化手段，美国学校课堂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同时也需要大规模的技术力量来指导完成。甚至在互联网上做一个快速的浏览，不难找到有很多教师活动和有分量的论文是关于使用科技手段来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这个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论证和评估远远滞后于在课堂上直接使用。传媒所包含的知识资源是大量的。目前大量使用科技资源帮助学生学习知识的有效性（包括在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方面），有待由教师和研究者们提供论证、评估结果来验证。

支持传媒和研究的方式包括：

①教师协助学生，从低年级开始，使用各种资源找到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

②教师协助学生，从低年级开始，组织所学的信息并运用和分享信息。

高难度读本阅读

阅读水平的设定强调的是精确学生阅读的读物和阅读的技能。十等级的阅读水平按照年级划分阶梯，不断增加阅读的难度和复杂度。从初始级阅读能力水平一直到大学和职业阅读水平（Nation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Coucil of the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2010 ）。

《核心课程标准》中的十等级阅读水平和最终水平强调的是学生的阅读能力。相对于他们所在的年级水平，更多具有难度的文章被加进来。这样做是希望经过高中阶段的训练，学生到毕业时可以阅读大学水平或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复杂的文章。如此专注于阅读难度的提升，源于现今的高中毕业生不具备阅读大学或与工作岗位相关的资料的能力。《核心课程标准》是美国各州以及全美层次的第一份标准文件，强调逐级增加学生阅读的难度。在之前的标准文件中，学生的阅读程度与年级水平一致，但是年级水平的文章也只是一个假定，没有明确的界限。

《核心课程标准》的起草者提供了两个指导性的资料给教师（考评人）来决定文章的难度级数：第一，文章难度的三种模式；第二，逐年级阶梯式的样板步骤。衡量三种模式的尺度是文章的质化标准（意义和目的、结构、语言习惯和清晰度、知识含量），读物和阅读练习的标准（老师教授的知识点在作业中的体现、教学计划和框架），以及量化标准（趣味性的文章承载着高频率的词汇和复杂的语法结构，同时也是学习知识的引用和深度结合的新标准）。

在《核心课程标准》的附录A部分，起草者说明了质化尺度标准的详细辅导已经存在了，但是量化标准部分目前只发表了一个体系：2000年发表的《词汇结构》，以年级标准划分的词汇，经过校对，在年级阶梯标准中最后定下来，始于二三年级，直到十一年级，与大学和职业的阅读文章相匹配。第二个形式的辅导材料在附录B中，提供了适用于不同年级的文章范本，它们是描述复杂的自然界和高品质的阅读文章。

量化标准根据年级阶梯式严格设定给各年级规定范本文章，这是《核心课程标准》区别于以前的任何标准的一大特色。一个标准提出提升文章的难度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有人惊讶为什么在以前的标准里面却忽略了这一点）。然而，在加深阅读难度可以帮助各州和学区创新课程和科目的根本理念的研究方面，还是缺乏有效的资源。

《核心课程标准》中关于文章难度的特别设想的论证很缺乏，甚至是不存在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轨迹不清晰；第二，对阅读困难学生的预期。从二年级开始直到高中达到CCR水准的整个过程缺乏理论基础。人们甚至可以辩解说，等级标准应该从六年级开始。提到阅读困难的学生，我们要如何决定他们的人数？他们很多人不能达到所在年级的阅读水平，难道他们会突然超越现有的阅读能力，只因我们要求他们好好用功努力吗？我们不仅要提供高难度的文学作品，而且要有合理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阅读。同样，如果教师的阅读水平和教学手段没有大幅度的提高，怎样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呢？

另一个担忧集中在完全不理会使用了十年的针对提高语言技能而运用的因材施教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每个孩子都存在不同的困难和克服它们的适当渠道；第二，学生会在阅读难度的逐渐提高中获得进步，他们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既不太简单，也不太难。

暂时把我们的担忧放在一旁，尽管诸多问题悬而未决，各州教育工作者们和很多学区需要确定阅读文章以符合标准的要求。在下一个章节，我们将说明教育工作者们的各种反响。我们也会针对阅读难度问题从研究中寻求答案。我们还没有取得研究成果来帮助老师和行政人员应对这个挑战。

我们将教育工作者划分为三组，分别提供相应的指导，他们是：①州和学区的负责人；②学校负责人（校长、文学课主管）；③在课堂上执教的老师。

1.在州和学区层面

在许多情况下，老师在教学中是没有选择主要阅读文章的特权的。他们的选择权通常是归州或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如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

这个层面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核心课程的阅读难度标准。我们为文章的选择提出以下建设性的意见。

各州和学区使用的教材文章首先应考虑质量准则。在《核心课程标准》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衡量标准来确保教材的质量，它们是主题思想标准、结构标准、语言习惯和清晰度以及知识含量需求。核心课程体系还给出了具体的做法，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四项标准中，每一项都设定了从“没有”到“很多”的等级评分尺度，最后再给整个教材文章评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是否四项衡量尺度能真正体现主要的特征；第二，是否不同的特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不一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也就是说，登记评分的结果不能真正体现文章的特性，而这一特性恰恰是帮助学生成长的部分。

2.在学校层面

《核心课程标准》为各等级提供了教材文章难度和复杂度的范本，但是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范本是难度和复杂度文章的代表。《核心课程标准》的起草者还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学校的老师（专业群体）需要了解文章的特征对学生理解文章的影响。

教师无论是给本年级还是跨年级选择教材文章时，不同年级或年级组要有不同的观点和标准。对于低年级来说，阅读能力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整个学年的重点是选用最基础的读物。尽管该读物没有在课堂上教过，但是却可以成为孩子在阅读文章结构和评估方面的“北斗星”。

3.在课堂层面

尽管老师使用特别的指定教材，但在教授有难度和复杂度较高的文章过程中，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帮助还是有促进和阻碍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起促进作用的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帮助学生理解和欣赏记叙文与信息类文章在运用词汇方面的不同。记叙文中用词的特点是使用学生易懂的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概念，以此为基础。例如，“胆小的”，它的近义词是“害怕的”。信息类文章用词的特点是常常使用学生不懂的概念词汇，而这些词汇是理解内容的核心词。例如，光合作用、传送、不可更新的资源、通货膨胀率。读者可能自然而然地理解“胆小的”的意思，而不是“光合作用”这样的概念词汇。

第二，给学生机会去追踪自己喜欢的内容。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学生有很多阅读的表现机会，但是对阅读的兴趣却几乎是最低的。除非规定美国学生去探索阅读的兴趣，让他们不得不阅读，否则他们不会自愿地去大量地阅读。给学生两三本读物，让他们从中选择，也可以鼓励他们的阅读兴趣。使学生真正受益的是鼓励他们阅读时能坚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样可以培养他们自己阅读，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增长知识、锻炼毅力。

第三，保证学生阅读足够数量的读物（量的积累）并逐渐增加读物的长度（持久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要有充分的时间阅读，有充分的读物来阅读，同时在课堂上完成相应的阅读习题。如果为学生的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准备而为他们选择有难度和复杂的读物与练习时，在小学阶段就要增加阅读的数量和篇幅。机会、数量和持久力应该是每个人阅读部分的终极目标。

核心课程的教学方法

《核心课程标准》框架下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的教学法设计，只有在最切实可行的英语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善于理解地吸收和运用

克拉申（Krashen，1982） 首次提出在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中，成功学习语言的关键在于清楚地了解所听的和所读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不用在语言学上下功夫，相反，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帮助学习者懂得语言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例如，可以通过举例、图片和图表等形式加以说明。斯湾（Swain，2000；2005）提出，为了给语言成长创造好的条件，除了要有可理解的吸收之外，还应该强调可理解的运用。英语学习者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用英语来表达文章的来龙去脉。孩子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尽管有的时候，他们的语法有误或者词汇量有限。这样做的过程本身会更多地鼓励学习者从不同角度告知别人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在语言的提高上更进一步，语言的表达与所学的信息更吻合。比如，英语学习者被放在一个小组中，或者两人一组来回答问题或完成作业，大家共同合作的过程给语言的使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专注于文章含义

费尔莫尔指出好的儿童英语老师应该是一位“好的表达者……非常注重语言沟通”（Wong Fillmore，1985）。在课堂上，尽管是老师带领讨论课，但所有的学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同学们说了什么，而不是只关心他们的答案。吉布斯（Gibbons，2015） 评论说，一位优秀的教师会放慢课堂讨论的进程，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组织他们想说的内容。教师甚至在评论和重新总结学生的发言之前，允许学生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英语学习者在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过程中获得长效的语言进步，远远超过在老师指正下改正错误。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会帮助学生通过课堂讨论从文章线索中找到深刻含义，而不是自己单纯地讲述。结果是，对话形式的讨论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学习过程，英语学习者在此过程中探索、表达，并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结合起来。

持续的读写训练

课堂表达是练习识字和读写能力的基础。布里顿（Britton，1983）发表文章，表达他深信“读写能力是漂浮在会话的海洋之上的”。要想在读写能力上取得好成绩，英语学习者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在学术范畴内的表达上和大量的有意义的对话上，而只是回答老师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学小组的讨论中，来自不同英语程度和不同语言背景的孩子们都可以有机会发表见解。德尼科洛（DeNicolo，2010） 撰文指出，英语学习者彼此之间共同学习，有时他们互相不明白对方的意思，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必要的学习过程。希思（Heath，1983） 建议为了帮助少数群体的孩子融入主流，在学校的听说读写课上，学生要全方位地使用口语和写作技能，教师要尽可能帮助孩子们创造一个适合他语言水平的、像主流孩子们在家里可以享受到的那种语言环境。口语和写作的模式承载着语言学的不同层面的技能：把文章的知识点分解成多个部分的技能和允许学生重复灵活使用的技能。在诸多技能中还包括对文章进行解释；把词语的信息分化成更小的信息；留意项目和事件的可分析特征；能够重组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文章，并可提供全面的合理的解释；总结读物包括无字绘本书的深刻内涵，能够说出文章的含义（Gee，1986）。

由于语言的说和写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吉布斯（Gibbons，2001；2015）分别撰文主张教授听力和写作要有连续性。与希思（Heath，1983）和吉（Gee，1986）发表的基础会话结构和特性相类似，吉布斯（Gibbons，2015）专注于一个过程的转移，即从要求老师使用文学语言表述或解释上下文到开展各种讨论活动和用更多的正式文体记录所学的知识的转移。参加过一个分享体验的小组讨论之后，如分享阅读或带领实验之后，学生能在老师的协助下，向小组做出观察报告和记录下他们的想法。这种连续性的做法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也很有效。1996年，蒂尔和马丁内斯（Teal，& Martinez，1996）总结指出最有效的提高会话能力的做法是鼓励孩子专注于重要观点，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思考表达，而不是快速地找到答案。

用语言分析使用的语言去帮助学术语言的提高

教师应该创造机会给英语学习者更多的社交互动活动，让他们把所学的内容综合运用。2015年，吉布斯建议为在会话阶段需要更多帮助的英语学习者提供一套系统的文学和信息读物的讨论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他们的认知结构来制定的。谢伯格雷尔（Schleppegrell，2013）从现有关于英语学习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语言学习是一个学习新的表达方式的过程，语言学习者应该尽可能地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来培养语感，同时特别关注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加入和参与讨论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使用有修养的会话语言。

在英语语言艺术课上，老师使用语言分析的方式来教授文学的特征和明确指出会话结构，以此来指导英语学习者们开展文学讨论。区别于语言课对语言的详尽解释的教学或者其他学科的教学，这里的语言分析法是将所学内容互相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服务于语言学习的工具，在使用语言中学习语言。

总结

在美国要成功地推行《核心课程标准》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师资训练。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共同的愿景来向前迈进。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有了，但仍需要多年的辛勤工作，才可以看见学生的好成绩。教师需要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才可以有效地实施《核心课程标准》。笔者参与了美国近期的《核心课程标准》的实施及培训，欲将其内容介绍给国内的同行，希望借此让中国国内从事教育的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了解国外最新教育改革的内容，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也更深层地思考中国国内教育改革的思路。比如，如何更加注重学生个性、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如何增加选修课的内容，丰富学校课内课外活动等；如何加强学生审辩思维、创造性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等；如何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测验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这同样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总之，只要不断地交流、讨论，一个更有效、更高标准的教育体系就会出现。

摘要 Abstract

The U.S.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and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launched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 2010.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ommon set of standards for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epare the young people for college and career.In this chapter, we present and analyze 4 major shifts in CCS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forms: 1.Close and critical reading, 2.Integration of language processes and disciplinary content, 3.Research evidence and technology, and 4.Text complexity.It takes a united front and persistent efforts of educators to implement the standards successfully.

Key words:

commom core curriculum, close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intergrated learning

参考文献 Reference

Britton, J.(1983).Prospect and retrospect: Selected essays.Portsmouth, NH: Heinemann.

DeNicolo, C.P.(2010).What language counts in literature discussion? Exploring linguistic mediation in an English language arts classroom.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33(2), 220-240.

Gee, J.P.(1986).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the savage mind to ways with words.TESOL Quarterly, 20, 719-746.

Gibbons, P. (2001).Learning a new register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C.Candlin & N, Mercer (E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Its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Gibbons, P. (2015).Scaffolding language scaffolding learning (2nd edition).Portsmouth, NH: Heinemann.

Havelock, R.G.(1973).Change agents guide to innovation in education.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Heath, S.B.(1983). Ways with words: Language, Life 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eler, C.G., & Langhorst, E.(2008).From PowerPoint to podcast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he social studies.Social Stud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3(1), 164-175.

Krashen, S.(1982).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bbo, L.D., & Reinking, D.(1999).Negotiating the multiple realities of technology in literacy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4, 478-492.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 Council of the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2010).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 literacy in history/social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ical subjects.Washington, DC: Author.

Richards, I.A.(2008).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Warrington, UK: Myers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29)

Schleppegrell, M.J.(2013).The Role of Metalanguage in Supporting Academic Language Development.Language Learning, 63(1), 153–170.

Shanahan, T., & Shanahan, C.(2008).Teaching disciplinary literacy to adolescents: Rethinking content-area literacy.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8, 40-59.

Swain, M. (2000). The output hypothesis and beyond: Mediating acquisi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dialogue. In J.Lantolf (Ed.),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ain, M. (2005). The output hypothesis: Theory and research.In E.He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471-483.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eal, W., & Martinez, M.G.(1986).Reading aloud to young children: Teachers’reading styles and kindergarteners’ text comprehension.In C.Pontecorvo, M.Orsolini, B.Burge, & L.B.Resnick (Eds.), Children’s early text construction (pp.321-344).Marwah, NJ: Erlbaum.

Williams, J.P., Nubla-Kung, A.M., Pollini, S., Stafford, K.B., Garcia, A., & Snyder, A.E. (2007).Teaching cause-effect text structure through social studies content to at-risk second graders.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0(2), 111-120.

Wong Fillmore, L. (1985). When does teacher talk work as input? In S.Gass & C.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17-50.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 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分校（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第2章 拼音游戏课——拼音游戏与汉语儿童拼音技能发展



The Role of GraphoGame in Pinyin Learning for Chines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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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致力于探讨，一个旨在训练拼音技能的计算机游戏能否促进汉语儿童的拼音视觉再认、朗读准确性、流畅性以及拼写技能。在研究一中，32个发展正常的一年级儿童被随机分配到了常规教学组（16人）和计算机辅助学习组（16人）。在两个月的短期干预之后，计算机辅助学习组在拼音视觉再认和拼音音节朗读速度方面显著优于常规教学组儿童，但两组儿童的拼音拼写成绩没有显著差异。研究二探索了计算机训练对16名拼音落后儿童的干预有效性。研究发现，在拼音朗读准确性测验中，游戏组进步显著，但未在拼音视觉再认测验中找到存在明显提高的证据，只有那些游戏时间长于整体平均游戏时间的儿童才在拼音朗读测验中有明显的进步。

阅读焦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采用拼音游戏来帮助汉语一年级学生和阅读落后儿童提高拼音技能的两项实验研究。在深入分析拼音游戏有效性及其范围的同时，对未来汉语游戏的开发提出了科学设想。

关键词

拼音游戏，计算机辅助学习，阅读落后儿童

拼音与汉语阅读学习

阅读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技能，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活动。它伴随着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产生，并且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生一代的人类个体想要系统掌握前人所积累下来的大量间接经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阅读，从书本中获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Smith，Mikulecky，Kibby，& Dreher，2000）。而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车站的站牌、商品的标签还是自助设备的使用说明，都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为了学会阅读，汉语学习者需要掌握的常用汉字将近三千个。相对于表音文字，汉字本身所提供的语音信息非常有限，且并不总是可靠的，对于初学者尤为如此（Chung，2003；Lin，et al.，2010），因此大陆地区的小学使用汉语拼音来帮助学生学习阅读（McBride-Chang，et al.，2012）。

已有研究表明，拼音可以帮助儿童顺利解决汉字的字形和语音之间的对应问题，使儿童能够自主学习生字 （Chung，2003），提早进行独立阅读，从而促进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早在1994年，舒华和刘宝霞的研究就发现，与无注音条件相比，在注音条件下，一、二年级儿童能更好地理解词语和句子。随后的研究发现，儿童学龄前的拼音知识能够显著预测其后来的阅读发展 （Lin，et al.，2010；Shu，Peng，& McBride-Chang，2008；Yin，et al.，2011）。此外，拼音尽管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官方文件书写符号系统，但是在现代的电脑、手机等输入法中，拼音输入是一种常见而且重要的输入法；对于方言地区的儿童而言，掌握好拼音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规范的汉字语音，避免方言带来的困扰，所以学习好拼音知识是小学阶段儿童的重要任务之一，掌握良好的拼音技能对儿童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小学在儿童入学后前八周集中进行拼音教学，之后拼音就只作为识字教学的辅助，出现在一年级到三年级课本中。而在实际教学中，纯拼音教学抽象枯燥、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对于方言地区的儿童，他们缺乏标准的发音示范和充分的出声拼读练习，难以摆脱方言的干扰。对于大部分儿童，在随后的阅读学习中，他们可以通过大量重复接触拼音的机会，逐步顺利习得拼音知识。但对于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仅仅八周的教学往往并不足以使他们熟练掌握拼音，从而影响后续的阅读学习。这些阅读落后的高危儿童需要更加密集、更加个别化的辅导，才可能赶上同龄人。

“GraphoGame”与阅读障碍儿童的早期干预

在各种语言的社会中，总有5%～10%的儿童拥有正常的智力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却不能顺利学会阅读，从而成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张承芬，张景焕，常淑敏，周晶，1998）。这种阅读学习方面的特殊困难，不仅会阻碍学生学龄时的学业成功和认知、情感、社会性的健康发展，还会对成年期的就业和职业成功带来不良影响（Snowling，2000）。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阅读发展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困难受到遗传、家庭、学校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因此，在儿童阅读学习之前，对儿童相关认知技能进行测量可有效地发现存在阅读障碍倾向的高危儿童；同时，适当的帮助训练可降低他们今后发展成为阅读障碍患者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从矫治模式到预防模式的转变。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针对有障碍儿童群体的干预项目越早实施、越有个体针对性，干预效果越好（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但是，阅读障碍儿童的准确诊断和有效干预需要大量经过特殊培训的专业人员。相对于无障碍的儿童，障碍儿童需要密度更大、种类更多的个体化训练。这种长期的个别化辅导对学校、家庭、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巨大的负担。由于我国教育班级规模大，人数众多，并且没有与正规班级教育相结合的特殊教育系统，一些在语言、阅读方面表现出困难的儿童，难以得到教师的理解和关注，更无法得到个别化的专业辅导与一对一的训练。一旦个体无法克服面临的阅读困难，产生畏难情绪，则很可能会形成不会读—不爱读—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最终阻碍个体的健康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为媒介的学习软件可以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灵活的学习时间和充足的练习次数，促进个体的发展。目前，发展性阅读障碍干预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满足教学过程中学习界面的情境化及自然交互性的要求，通过自适应算法，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现有基础及发展水平，提供人机交互的动态、高效的个别化训练。这种自适应技术可以让每一位儿童基于自身的水平接受与之相匹配的学习材料、强度和时间，实现个体化的自主学习（Kujala，Richardson，& Lyytinen，2010a，2010b；Vilenius，Kujala，Richardson，Lyytinen，& Okamoto，2007）。西方发达国家近50年的研究表明，早期干预促进了儿童的发展，提高了教育收益，促进了家庭功能的完善，并且为社会带来了长期效益。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团队所研发的“GraphoGame”阅读学习软件就是其中一种实现了从干预走向预防并实现了个体化教学的有效教学手段。

“GraphoGame”是一系列界面友好、以自适应为核心的儿童阅读学习软件的统称。由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Agora研究中心、芬兰Niilo Mäki研究院基于海奇·莱汀恩（Heikki Lyytinen）教授对于阅读障碍高危儿童长达二十余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逐步发展而成的，主要用于帮助孩子学习拼音文字中基本的形—音对应规则，并逐步过渡到准确阅读和流畅阅读（Lyytinen，Ronimus，Alanko，Poikkeus，& Taanila，2007）。该游戏软件操作简单、强调互动，基于每个孩子的水平进行实时的难度自动调整，只要配备了电脑、网络和耳机，儿童就可以独立进行拼音文字的学习。

目前，全芬兰的适龄儿童都在免费使用该软件。研究显示，只需要4小时左右的游戏时间，原本不会阅读的芬兰儿童即可获得基本的阅读技能（Lyytinen，et al.，2007；Lyytinen，Erskine，Kujala，Ojanen，& Richardson，2009；Saine，Lerkkanen，Ahonen，Tolvanen，& Lyytinen，2011），并且该团队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合作开发了不同语言的版本，在英国（Kyle，Richardson，Lyytinen，Kujala，& Gosiwami，2013）、奥地利（Huemer，Landerl，Aro，& Lyytinen，2008）、瑞士（Brem，Bach，Kucian，Guttorm，Martin，& Lyytinen，2010）等地都取得了积极的干预结果，这表明该平台具有较好的不同环境下的兼容性，可支持不同语言（详情可见“GraphoGame”的官网http://grapholearning.info/GraphoGame）。目前，该团队正在积极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已经在非洲国家赞比亚和南美洲国家智利开展了免费的本地语言学习游戏软件开发与推广活动，并取得了非常积极的干预效果（Ojanen，Kujala，Richardson，& Lyytinen，2013）。

在科瓦·莱汀恩教授和乌拉·理查森教授的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李虹副教授根据现行语文课本中的拼音教学设计，自主研发了“GraphoGame”拼音学习程序，简称拼音游戏。就形—音对应规律而言，拼音是一套非常系统而有规律的表音体系，每一个字母或者字母组合对应唯一的发音，而汉语中的每一个音节也只可以分解写成唯一一种拼音形式，这种形—音的双向一一对应关系使之和拼音文字中的透明语言（如芬兰语）非常类似，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借鉴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使用“GraphoGame”平台就是其中事半功倍的一次尝试。

本研究旨在以本课题组设计研发的拼音游戏为干预工具，通过严格的实验，探究其对一年级儿童拼音学习的促进作用。在已有的“GraphoGame”研究中，干预过程均在学生所在学校完成，这不仅占用儿童的教学时间，而且对学校的设备及场地也有一定要求。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儿童家中实施干预，并通过后台监控儿童的训练时长，借此探索适合的推广模式，旨在为今后大规模推行计算机阅读干预积累重要的研究证据。

我们认为，理想的计算机阅读干预应当满足两点需求：一是预防，普通儿童能够尽早参与其中并受益，以预防其后续可能面临的困难；二是矫治，针对那些已经表现出明显困难的落后儿童，使他们通过干预获得充分的指导和足够的练习机会，从而顺利克服困难并赶上同龄人，为后续的阅读发展做好准备。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检验拼音游戏的有效性：实验一在一年级上学期实施，以整班的全体儿童为研究对象，检验拼音游戏对正常儿童拼音技能提高的有效性；实验二在一年级下学期实施，以该年级中的拼音落后儿童为研究对象，检验拼音游戏对于落后儿童矫治的有效性。

实验一：整班干预研究

实验被试来自北京市某普通小学的两个一年级自然班，每班各25人，两班语文教师相同。所有被试的母语为北京话。实验前被试刚刚学完汉语拼音，处于复习巩固阶段。随机挑选一个班作为实验班，另一个班作为控制班。由于干预过程在儿童家中进行，研究者对于训练时间的可控性有限，部分儿童参与游戏的训练时间较短。在已有研究中，芬兰语儿童通过1.5小时的训练，就能够在拼读上取得显著进步（Lyytinen，et al.，2007）。因此，在干预结束后，把那些有效游戏时间在90分钟以上的儿童归入训练组，并从控制班中挑选出与训练组的前测成绩、月龄和性别相匹配的被试作为控制组。最终，进入数据分析的为训练组16人（男7人，女9人，平均月龄80.44）和控制组16人（男7人，女9人，平均月龄80.06）。

研究方法

实验一为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内变量为测试时间，包括干预前测和干预后测两个水平；被试间变量为组别，包括训练组和控制组两个水平。测验材料包括拼音视觉加工技能、拼音解码流畅性、拼音拼写技能、拼音阅读理解技能。

1.拼音视觉加工技能

拼音正字法意识 仿照塞缪尔森（Samuelsson）、赫克纳（Herkner）和伦德伯格（Lundberg）（2003）的方法，采用快速划消错误拼音音节的方式，考察儿童对于拼音的拼读和书写规则的掌握。视觉呈现150个音节，其中47个为错误音节（拼音字母错误、声母韵母顺序错误、声调标注位置错误），其余为正确音节，要求儿童在错误音节上画一条斜线。儿童在错误音节上画线记为击中，在正确音节上画线记为虚报。团体施测，限时3分钟，正式施测前有练习。测验指标为儿童在每分钟内的击中个数减去虚报个数，数学公式为：最终得分=（击中—虚报）/3。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77。

音节识别 仿照塞缪尔森、赫克纳和伦德伯格（2003）的方法，采用快速切分拼音音节的方式，考察儿童识别音节的能力。视觉呈现11行音节串，每行音节串由10个相互无空格的音节组成，要求儿童用竖线将各音节切分开。儿童在正确位置画线记为击中，在错误位置画线记为虚报。记分方式同拼音正字法意识测验。团体施测，限时3分钟，正式施测前有练习。

2.拼音解码流畅性

采用音节快速朗读的形式，考察儿童的拼音解码流畅性。视觉呈现100个口语中容易发音的音节，要求儿童在2分钟内又快又好地读出。测验指标为儿童在每分钟内读对的音节个数，要求声调也正确才能得分。数学公式为：最终得分=儿童读对的音节个数/2。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84。

3.拼音拼写技能

采用音节听写的形式，考察儿童的拼音拼写技能。语音呈现10个书写中容易出错的双音节，要求儿童在四线格答题纸上拼写出来。音节的声母、韵母拼写正确，且声调也正确才能得分。每个音节1分，共计20分。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874。

4.拼音阅读理解技能

采用拼音完形填空的形式，考察儿童的拼音阅读理解能力。视觉呈现20幅简单易懂的简笔画，各配有一个拼音短语或句子，其中有1～3个音节缺失，要求儿童根据简笔画的意义填补空缺音节。每题中全部空缺音节的声母、韵母均拼写正确，且声调也正确才能得分。每题1分，共计20分。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70。

干预工具

在“GraphoGame”拼音游戏中，学习材料完全按照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拼音教学板块设置，按照单韵母、声母、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的顺序，由易到难编排。整个游戏一共包括15个大关，每个大关中包含8～12个小关，在每个环节中，儿童必须达到80%的正确率才能进入下一个小关，否则将重复训练该环节的内容。其中，每个小关主要包含四个阶段：学习阶段、游戏阶段、反馈阶段、奖励阶段（见图2-1）。

在学习阶段，以发声教学为主。儿童每次会在屏幕中央看到一个拼音字母/音节，并从耳机中听到对应的读音，儿童可学习将该拼音的字形与其语音进行配对，儿童点击拼音字母/音节可进入下一个项目的学习。

在游戏阶段，采用自适应技术，程序基于儿童自身的水平自动设置下一步出现的学习材料数量及游戏进度，以帮助儿童复习巩固。儿童每次会从耳机中听到一个读音，同时会在屏幕中央看到2～7个拼音字母/音节，儿童需要选出与听到的读音匹配的那一个字母/音节。儿童在每次选择之后都会及时得到正误反馈，如果选择正确，就能继续呈现其他字母/音节，且屏幕上出现的拼音选项的个数将逐渐增多；反之，如果学生的选择不正确，则屏幕上将首先单独出现正确选项约5秒钟，以便学生学习，其次在接下来的一轮游戏中，屏幕上出现的拼音选项的个数将会减少。最终，儿童最容易混淆的那几个拼音将会重复同时出现，以帮助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并掌握相应的拼音。

[image: ]

图2-1 拼音游戏四个阶段示意图

在反馈阶段，将报告儿童在整个游戏中的正确率。根据正确率的不同，儿童可以从屏幕上出现的不同数量的小贴画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儿童的正确率越高，可选择的小贴画就越多。如果正确率大于80%，儿童则顺利通过该环节，进入下一环节；反之，儿童则需要重复进行练习，以确保已经掌握了这些拼音。

在奖励阶段，以鼓励兴趣、激发自尊、保持学习动机为主，儿童可以将贴画保存在自己的贴画本里。

实验程序

在得到家长的知情同意之后，在一年级上学期开学后第九周，对所有儿童进行相同前测，此时儿童刚刚学完拼音。前测后，开始游戏干预，持续两个月，期间只向训练组儿童提供拼音游戏，控制组儿童在实验结束后获得同等的游戏机会。干预结束后，即两个月后，进行完全相同的后测。

干预期间，训练组儿童利用课余时间在其家中参与游戏。研究者通过提供操作指导的方式帮助家长在家中的计算机上安装拼音游戏软件，并鼓励家长督促儿童坚持每天参与游戏1～2次，每次10分钟，每周5次。干预开始后，研究者每周通过数据库后台统计所有参与研究的儿童的游戏时间与进度，根据游戏时长对儿童进行排名，并将结果反馈给家长，以敦促家长督促儿童尽可能多地参与游戏。此外，语文教师也不断鼓励儿童参与游戏，并将此作为儿童的家庭小作业。干预结束后，训练组儿童的游戏时间在106～282分钟，平均游戏时间为182.89分钟，标准差为56.00；游戏进度为9～15关，其中通关人数为9人，平均关卡数为13.25，标准差为2.46。

数据结果

为考察儿童在干预前后的进步，分别统计了训练组和控制组儿童在干预前后各个测验指标上的平均成绩及标准差，结果见表2-1。

以月龄及五个测验的前测成绩为因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前测时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Wilks’λ= 0.91，F（1，30）=0.43，p>0.05。这表明在接受拼音游戏干预之前，训练组和控制组的月龄及拼音能力均无显著差异。

表2-1 训练组与控制组在各测验中的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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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训练组月龄标准差为3.58，控制组为3.21。

为考察训练组在干预后四个方面的拼音能力是否显著高于控制组，以测试时间和组别为自变量，以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分别对五个测验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拼音正字法意识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30）=42.23，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1，30）=6.17，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30）=19.10，p<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前测时两组儿童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后测时训练组的测验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p<0.001）。

对音节识别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30）= 41.19，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0）=0.69，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30）=4.90，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前测时两组儿童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后测时训练组的测验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p<0.05）。

对音节快速朗读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30）=98.74，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1，30）=4.64，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30）=14.33，p（0.001）<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前测时两组儿童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后测时训练组的测验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p<0.05）。

对音节听写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30）= 23.64，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0）=0.67，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0）=19.10，p（0.514）>0.05。

对拼音完形填空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30）=8.73，p<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0）=0.80，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0）=0.01，p（0.943）>0.05。

讨论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平均参与训练3小时，就能显著提高儿童的拼音能力，这与芬兰语中已有研究的发现一致（Lyytinen，et al.，2007），即总共数小时的游戏干预就足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具体而言，拼音游戏干预对儿童拼音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拼音视觉加工技能和解码流畅性上，训练组儿童接受干预后也并不能在拼音拼写和阅读理解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主要与拼音游戏本身的设计编排有关。首先，拼音游戏要求儿童对声母、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与相应的语音进行配对联想学习。在学习阶段，儿童需要先看屏幕上的拼音字形，然后与耳机中呈现的发音进行配对；在游戏阶段，要求儿童根据听到的语音选择对应的拼音，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儿童的视觉加工能力。此外，拼音游戏非常注重训练儿童的音节拼读能力，不仅为儿童提供了标准发音示范，还通过视觉、听觉来呈现声母和韵母的动态拼读过程，有效地促进了儿童的拼音解码能力的发展。在刚刚完成拼音学习，并紧接着接受相对密集的拼音游戏干预的情况下，普通儿童的拼音解码熟练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此，解码流畅性有了显著的进步。相比之下，拼音游戏全程完全不涉及书写和阅读理解方面的内容以及相应练习，短短几小时的形—音对应训练，尚不足以使儿童在拼音书写和阅读理解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基于实验一的结果，我们可以肯定拼音游戏在提高正常儿童拼音技能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但这种方式能否对阅读困难高危儿童有促进作用还不得而知。与普通儿童相比，落后儿童需要更加密集的辅助训练来弥补其不足。实验二将进一步探讨拼音游戏在落后儿童中的矫治效果，重点探讨在接受拼音游戏干预后，落后儿童是否能够顺利赶上同龄人。

实验二：拼音落后儿童的干预研究

实验被试来自北京市某普通小学一年级六个班全体儿童（N=180），分别接受集体施测的拼音正字法意识和音节识别两个测验。当儿童在其中一个测验上的得分低于年级平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上，并且其语文老师认为其表现出明显的拼音困难时，则该儿童被认为是拼音落后儿童，接受拼音游戏干预。最终填写了家长知情同意书。参与本实验的落后儿童共16人（男6人，女10人，平均月龄83.00）。选取这些孩子的同班同学，并且将拼音正字法意识和音节识别能力处于班级平均水平的13名学生作为控制组。

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同实验一。

实验一结果表明，拼音游戏对儿童的拼音拼写和阅读理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实验二不再使用这两个任务，仅保留拼音正字法意识、音节识别、音节快速朗读三个任务。此外，由于实验二以拼音落后儿童为研究对象，相比之下，他们的拼音技能远不如普通儿童那么熟练，因此增加了一个音节命名测验，以测查拼音游戏在提高落后儿童的解码准确性上的作用。因此，实验二的测验材料包括拼音视觉加工技能、拼音解码流畅性、拼音解码准确性。

1.拼音视觉加工技能

拼音正字法意识测试同实验一。

音节切分测试同实验一。

2.拼音解码流畅性

音节快速朗读测试同实验一。

3.拼音解码准确性

通过不限时的音节命名任务，考察儿童拼音解码的准确性。视觉呈现70个拼音音节，包括50个口语中难读的真音节和20个假音节，要求儿童尽可能正确地读出音节，个别施测。当儿童连续10个音节不正确（朗读错误或跳过不读）时，停止施测。每读对一个音节得1分，最高分为70分。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84。

干预工具

干预工具同实验一。

实验程序

在得到家长的知情同意之后，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学后第5周，对所有儿童进行相同的前测。前测结束后开始游戏干预，持续两个月，期间只向训练组儿童提供拼音游戏，控制组儿童在实验结束后获得同等的游戏机会。干预结束后，即两个月后，进行完全相同的后测。

具体干预程序与实验一相同。干预结束后，落后儿童的游戏时间在9～360分钟，平均游戏时间为93.37，标准差为92.63；游戏进度为1～10关，平均关卡数为5.31，标准差为3.82。

数据结果

1.训练组和控制组整组比较

为考察儿童在干预前后的进步，分别统计了训练组和控制组儿童在干预前后各个测验指标上的平均成绩及标准差，结果见表2-2。

表2-2 训练组和控制组在各变量上的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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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训练组月龄标准差为2.63，控制组为3.38。

以四个测验的前测成绩为因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Wilks’λ=0.57，F（1，29）=4.45，p<0.01，表现为在干预前，训练组落后儿童的拼音能力显著低于控制组的普通儿童。

为考察训练组干预后三个方面的拼音能力是否赶上控制组，以测试时间和组别为自变量，以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分别对四个测验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拼音正字法意识测验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1，27）=2.37，p>0.05；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27）=2.57，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7）=0.01，p>0.05。

对音节切分测验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7）= 26.25，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27）=3.08，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7）=0.23，p>0.05。

两个视觉加工任务的结果显示：虽然两组儿童的成绩随着时间提高，但是相互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且训练组的进步并不显著大于控制组，表明拼音游戏干预没有显著帮助落后儿童在拼音视觉技能上赶上控制组。

对音节快速朗读测验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7）=15.17，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27）=2.73，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7）=2.56，p>.05。该结果模式与前两个测验相同，表明拼音游戏干预没有显著帮助落后儿童在拼音解码流畅性上赶上控制组。

对音节命名测验的结果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7）= 25.91，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1，27）=9.75，p<0.01；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27）=4.32，p<0.05。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前测时，两组儿童的成绩存在显著差异，F（1，27）=10.65，p<0.01，而在后测时差异不再显著，F（1，27）=4.17，p>0.05。这表明在拼音游戏干预后，落后儿童的拼音解码准确性赶上了同龄人。

将实验二中拼音正字法意识、音节识别和音节快速朗读三个测验的分析结果与实验一进行比较，发现干预效果模式并不一致。在实验一中，普通儿童在接受拼音游戏干预后，能在这三个测验上表现出显著的优势，而这样的优势在实验二的落后儿童中并没有观察到。两个实验得出的数据结果模式不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普通儿童与落后儿童的学习能力及特点存在差异，短时间的游戏干预能够促进正常儿童拼音技能的发展，但对拼音落后儿童无效；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两个实验中儿童的训练时间相差太大。实验一中训练组儿童的游戏时间在106～282分钟，平均游戏时间为182.89分钟，标准差为56.00，儿童总体的训练时长充足，且儿童之间相差不大；而实验二中训练组儿童的游戏时间在9～360分钟，平均游戏时间仅为93.37分钟，标准差为92.63，不仅儿童总体的训练时长有限，且儿童之间差异非常大。

2.高训练时间组和低训练时间组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确认两个实验数据结果模式不同的原因，仿照林（Lin，2014）的方法，根据儿童的训练时间是否高于平均值，将训练组儿童分为高、低训练时间两组。最终进入分析的共三个组，包括高训练时间组9人（男3人，女6人；平均月龄83.22）、低训练时间组7人（男3人，女4人；平均月龄82.71）和控制组13人（男6人，女7人；平均月龄84.31）。其中，高游戏时间组儿童平均游戏时间为167.34分钟，标准差为96.03；平均关卡数为8.86，标准差为2.79。低游戏时间组儿童平均游戏时间为35.83分钟，标准差为25.71；平均关卡数为2.56，标准差为1.42。高低训练时间组和控制组儿童在干预前、后各个测验指标上的平均成绩及标准差见表2-3。

对拼音正字法意识测验的结果的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26）=2.76，p<0.10；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26）=2.92，p（0.072）>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26）=0.61，p>0.05。

表2-3 训练时间高低两组在各变量上的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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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低训练时间组的月龄标准差为3.11，高训练时间组为2.06。

为考察训练时间长短对训练效果的影响，比较高训练时间组、低训练时间组干预后拼音能力的进步大小，以及是否能赶上控制组，以测试时间和组别为自变量，以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分别对四个测验进行2×3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音节切分测验结果的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6）= 25.72，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26）=2.13，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26）=0.13，p>0.05。

两个拼音视觉加工任务的结果显示，尽管区分了高低训练时间组，但仍然没有任何一个训练组的进步显著大于控制组，这表明拼音游戏干预确实不能帮助落后儿童在拼音视觉技能上赶上控制组。

对音节快速朗读测验结果的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6）=22.87，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26）=1.57，p>0.05；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26）=3.52，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只有高训练时间组儿童在干预期间有显著进步，p<0.001；低训练时间组儿童的进步仅达到边缘显著（p<0.10）；控制组无显著进步（p>0.10）。结果显示，区分了高低训练时间组后，虽然两个训练组儿童的拼音解码流畅性均有明显进步，但是只有高训练时间组的进步达到了显著水平，而低训练时间组儿童的进步只达到边缘显著，表明训练时间更长的儿童解码流畅性进步更大。

对音节命名测验结果的分析显示：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26）= 46.54，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26）=7.99，p<0.01；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26）=7.74，p<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前测时，三组儿童的成绩存在显著差异，F（2，26）=12.04，p<0.01，两个训练组儿童显著低于控制组儿童；而在后测时差异不再显著，F（2，26）=2.17，p>0.05。另外一个方向上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三组儿童都有显著进步，但是高训练时间组儿童的进步最大（p<0.001），低训练时间组其次（p<0.05），而控制组儿童的进步最小（p<0.05）。这一结果模式与音节快速朗读测验相似，虽然两个训练组儿童的拼音解码准确性均有显著进步，但是高训练时间组儿童的进步更大一些。

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即使是那些训练时间很短（低至平均35.83分）的落后儿童，也能够通过拼音游戏干预，显著提高其拼音解码准确性，并缩小其与同龄普通儿童之间的差距。这表明拼音游戏对于矫治拼音落后儿童具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我们还发现训练时间的长短对落后儿童干预后的进步大小有重要影响。一方面，高训练时间组儿童在拼音解码准确性上的进步明显比低训练时间组儿童更大。这表明接受拼音游戏训练的时间越长，落后儿童的拼音解码准确性进步更大，更接近同龄人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两个训练组中，只有高训练时间组儿童的拼音解码流畅性在干预后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可能是因为与同龄人相比，落后儿童的拼音解码不够熟练，如果仅仅参与近半小时的拼音游戏，虽然能够帮助他们更准确地识别音节，但是不足以显著地提高音节识别的速度。

在拼音视觉加工技能上，即使是区分了高、低训练时间两组，与控制组相比，两个训练组在干预后都没有得到显著的进步。这可能是因为拼音视觉加工是较为简单的辨别任务，测验只要求儿童能够区分出不符合拼音规则的音节、从音节串中切分出音节，涉及的只是儿童辨别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声调位置及声母韵母的顺序等底层视觉再认过程，而在一年级下学期，儿童对这些最基本的拼音知识已经有所掌握，只是对于更高级的拼读不够熟练，因此，儿童参与拼音游戏得到的进步优势表现在解码技能上，而并非最基本的视觉加工，故在这几个任务中，未能找到存在促进作用的证据。

综合讨论

拼音游戏对儿童拼音技能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以拼音游戏为干预工具，通过两个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实验，分别探讨了拼音游戏在促进正常儿童拼音技能发展和拼音落后儿童矫治中的作用，均发现了一定的积极证据，现分别讨论如下。

实验一探讨了拼音游戏在促进正常儿童拼音技能发展中的作用，以普通儿童为被试，在一年级上学期第9周进行，此时儿童刚刚接受了完整的课堂拼音教学。结果发现，儿童能够接受拼音游戏这一课外辅助形式，并在家长的协助下在家中独立、有效地参与训练。其中全班儿童中有64%的训练时间高于100分钟，这与已有的“GraphoGame”干预研究中的情况相当（Lyytinen，et al.，2007），表明在家中使用拼音游戏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推广性。

具体而言，拼音游戏干预对儿童拼音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拼音视觉加工技能和解码流畅性上，不表现在拼音拼写和阅读理解上。这可能是因为拼音游戏的设计目的主要是提高儿童的形—音配对能力以及音节拼读能力，所以才能够在平均3小时的总训练之后，有效地促进儿童的拼音视觉加工技能和解码能力的发展。但是由于拼音游戏中并没有对儿童拼写书写和阅读理解方面的能力进行训练，平均180分钟的形—音配对训练还不足以促进儿童拼音书写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

实验二探讨了拼音游戏在落后儿童帮助中的作用，主要关注的是落后儿童能否通过参与游戏减少与同龄人的差异。结果发现，即使是那些训练时间很短（低至平均35.83分）的落后儿童，也能够通过拼音游戏干预，显著提高其拼音解码准确性，并缩小其与同龄普通儿童之间的差距。这表明拼音游戏对于矫治拼音落后儿童具有很高的效率。此外，我们还发现训练时间的长短对落后儿童干预后的进步大小有重要影响，表现为接受训练的时间越长，落后儿童的拼音解码准确性更大，更接近同龄人的水平，并且对于拼音解码流畅性，只有训练时间足够长（大于72分）的儿童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这表明，落后儿童的拼音解码不够熟练，仅仅参与近半小时的拼音游戏，虽然能够帮助儿童更准确地识别音节，但是不足以显著提高音节识别的速度。

在拼音视觉加工技能上，实验二所得到的数据结果与实验一中不完全相同。实验一发现，干预后，训练组儿童在视觉加工技能上的进步显著高于控制组，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在实验二中，训练组接受干预后，并不能赶上同龄人的现有水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拼音视觉加工任务只要求儿童完成简单的拼音音节辨别即可，判定合理的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声调位置及声母韵母的顺序等，属于较为底层的认知过程。这样的任务在一年级上学期时具有良好的测量敏感性，而到了一年级下学期，由于儿童已经有了较多的拼音接触和使用经验，因此，拼音正字法意识和音节切分这两个测验对于测量儿童的拼音技能的个体差异不再敏感。

与已有的拼音文字中的“GraphoGame”干预研究（Lyytinen，et al.，2007）相比，本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个干预过程在儿童家中进行，由家长协助完成，完全不占用学校的教学时间，这使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生态效度，因此，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实践推广可行性。然而，也正是因为干预过程不在研究者的现场监管之下，研究者对儿童游戏时间的可控性较差，导致两个实验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儿童的训练时间较短。研究者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于与家长和语文教师沟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研究者每周通过数据库后台统计所有参与研究的儿童的游戏时间与进度，根据游戏时长对儿童进行排名，并将结果反馈给家长，以敦促家长督促儿童尽可能多地参与游戏；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师的支持下，通过语文教师鼓励儿童参与游戏，并将此作为儿童的家庭小作业，根据儿童的游戏进程，奖励小礼物以提高其动机等。从最终的数据结果来看，这两方面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比较在家中和在学校参与游戏干预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以便为今后干预工具的普及提供宝贵指导。

本研究结果已经表明，拼音游戏是促进儿童拼音技能发展的有效工具，它不仅能够帮助普通儿童巩固提高拼音知识，还可以为拼音落后儿童提供充分的指导和足够的练习机会，矫治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困难，使其能在部分任务上赶上同龄人。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以拼音游戏为研究工具来回答更多理论问题。例如，已有研究通过相关分析、追踪研究等发现，拼音技能与语音意识的高相关，认为拼音能够促进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但是尚未有研究通过干预实验来探讨这一问题，而拼音游戏正好可以作为简单高效的研究干预工具。

此外，拼音游戏更广阔的前景应当是其在中国大范围内的推广。本研究中的被试局限于北京地区，这些儿童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相对较为丰富，拼音游戏可能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是雪中送炭。相比之下，我国有大量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处境不良儿童，他们也许更需要拼音游戏。今后如何面向所有有需要的儿童免费提供如拼音游戏这一类的计算机干预软件，亦需要后续研究不断探索并积累经验。

研究展望：汉字游戏的研发设想

尽管拼音游戏软件的研发及实验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拼音终究只是儿童阅读学习过程中的一座桥梁，我国的官方文字只有汉字，仅仅发展拼音游戏是不够的。由于语言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直接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干预方案，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根据研究者长期从事的汉语儿童语言与阅读能力的发展研究和干预研究，我们相信，只有基于汉字特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心理规律的教学方案才能真正地促进所有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计划在此基础上研发汉字游戏，并对其有效性进行系统研究。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视觉复杂、具有表意的特点。根据语言学家对汉字的系统研究，常用的3500个汉字主要来源于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造字法（Shu，Chen，Anderson，Wu，& Xuan，2003）。已有研究表明，根据汉字本身的造字规律开展汉字教学，可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并可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对祖国千年灿烂文明的深深热爱（Wu，et al.，2009；Packard，et al.，2006）。

然而正是由于汉字的历史悠久，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之后，有的汉字的表意特征和构成特点已经不再清晰，在目前的语文课本中，对汉字构字规律的利用很有限。深入浅出地将语言学家所发现的汉字构成规律变成孩子们一听就懂的教学语言并非易事，具备这些汉语知识和教学技能的老师在一线教学中少之又少。而如果能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汉字本身表意的特点图像化，结合表音特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变成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则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

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设想的汉字游戏如下（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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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汉字游戏设想示意图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部分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制图工作、部分会意字的详细解释，以及大部分形声字声旁和形旁的表音与表意功能的系统分析，初步的“GraphoGame”汉字游戏正在研发中。

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能为儿童终身的学习和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备了基本阅读能力的儿童，也相应掌握了创造、想象、表达等各方面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自主地展开学习活动，这将对儿童将来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一个重要趋势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教学过程中学习界面的情境化及自然交互性的要求，为创新教育提供了有效手段。本研究中所使用的“GraphoGame”系列阅读学习软件正是其中的一种，针对处境不良儿童和阅读落后儿童，对利用互联网设备实现个别化的阅读困难的预防和矫治，具有可观的应用前景。

将基础理论的研究发现真正变成能够帮助孩子的教学实践，是教育心理学的最高目标。我们基于“GraphoGame”所研发的拼音游戏以及小规模的实验研究，正是在此目标指引下的一次积极尝试。如何进一步优化及推广拼音游戏，系统研发汉字游戏并验证其有效性，是本课题组近期积极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如何真正实现阅读教育的质量与公平，使我国成为阅读大国，则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摘要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computer application designed for Pinyin training can enhance Pinyin visual recognition, reading accuracy, fluency and spelling of Chinese children.In the study 1, 32 normal Chinese school beginners (N=32) were assigned to regular school only group (N=16) or computer-assessed learning group (N=16).After two months short-term training, the computer-assessed learning group showed higher gains than regular school only group in the Pinyin visual recognition test and reading speed of Pinyin syllable.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pelling tasks.In the study 2, the effect of the computerized training for 16 pinyin poor readers in Grade 1 was evaluated.The results indicated clear gains in the pinyin reading accuracy test, but not in the Pinyin visual recognition test.A positive effect in pinyin reading fluency test was evidently only in the case of for active player whose playing time was longer than average.

Key words:

Pinyin GraphoGame, computer-assessed learning, poor reader

参考文献 Reference

舒华，刘宝霞. 拼音在小学低年级儿童早期阅读中作用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03）.

张承芬，张景焕，常淑敏，周晶. 汉语阅读困难儿童认知特征研究.心理学报，1998（01）.

Brem, .S., Bach, S., Kucian, K., Guttorm, T.K., Martin, E.& Lyytinen, H., et al.(2010).Brain sensitivity to print emerges when children learn letter-speech sound correspondenc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17), 7939-7944.

Chung, K.K.(2003).Effects of Pinyin and first language words in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second language.Journal of Behavioral Education, 12(3).

Kujala, J.V., Richardson, U., & Lyytinen, H.(2010).A Bayesian-optimal principle for learner-friendly adaptation in learning game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54(2).

Kujala, J.V., Richardson, U., & Lyytinen, H.(2010).Estim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confusability matrices from adaptive measurement data.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54(1).

Kyle, F.E., Kujala, J., Richardson, U., Lyytinen, H., & Goswami, U.(2013).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theoretically motivated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GG Rime and GG Phoneme.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8(1).

Huemer, S., Landerl, K., Aro, M., & Lyytinen, H.(2008).Training reading fluency among poor readers of German: Many ways to the goal.Annals of Dyslexia, 58(2).

Lin, C.(2014).Learning English reading in a mobile-assisted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Computers & Education, 78.

Lin, D., McBride-Chang, C., Shu, H., Zhang, Y., Li, H., Zhang, J., Aram, D., & Levin, I.(2010).Small wins big: Analytic Pinyin skills promote Chinese word reading.Psychological Science, 21(8).

Lyytinen, H., Erskine, J., Kujala, J., Ojanen, E., & Richardson, U.(2009).In search of a science‐based application: A learning tool for reading acquisition.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6).

Lyytinen, H., Ronimus, M., Alanko, A., Poikkeus, A.M., & Taanila, M.(2007).Early identification of dyslexia and the use of computer game-based practice to support reading acquisition.Nordic Psychology, 59(2).

McBride-Chang, C., Lin, D., Liu, P.D., Aram, D., Levin, I., Cho, J.-R., & Zhang, Y.(2012).The ABC’s of Chinese: Maternal mediation of Pinyin for Chinese children’s early literacy skills.Reading and Writing, 25(1).

Ojanen, E., Kujala, J., Richardson, U., & Lyytinen, H.(2013).Technologyenhanced literacy learning in Zambia: Observations from a multilingual literacy environment.Insights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10(2).

Packard, J.L.Chen, X., Li, W., Wu, X., Gaffney, J.S., Li, H., & Anderson, R.C.(2006).Explicit instruction in orthographic structure and word morphology helps Chinese children learn to write characters.Reading and Writing, 19(5), 457-487.

Saine, N.L., Lerkkanen, M.K., Ahonen, T., Tolvanen, A., & Lyytinen, H.(2011).Computer‐assisted remedial reading intervention for school beginners at risk for reading disability.Child Development, 82(3).

Samuelsson, S., Herkner, B., & Lundberg, I.(2003).Reading and writing difficulties among prison inmates: A matter of experiential factors rather than dyslexic problems.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7(1).

Shu, H., Chen, X., Anderson, R.C., Wu, N., & Xuan, Y.(2003).Properties of school Chinese: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to read.Child development, 74(1).

Shu, H., Peng, H., & McBride-Chang, C.(2008).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young Chinese children.Developmental Science, 11(1), DOI: 10.1111/j.1467-7687.2007.00654.x.

Smith, C.M., Mikulecky, L., Kibby, M.W., & Dreher, M.J.( 2000).What will be the demands of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in the next millennium?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5.

Snowling, M.J.(2000).Dyslexia .Blackwell publishing.

Vellutino, F.R., Fletcher, J.M., Snowling, M.J., & Scanlon, D.M.(2004).Specific reading disability (dyslexia):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1).

Vilenius, M., Kujala, J.V., Richardson, U., Lyytinen, H., & Okamoto, T.(2007, July).Bayesian modelling of confusability of phoneme-grapheme connections.I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2007.ICALT 2007.Seven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p.285-287).IEEE.

Wu, X., Anderson, R.C., Li, W., Wu, X., Li, H., Zhang, J.Zheng, Q., Zhu, J., Shu, H., Jiang, W., Chen, X., Wang, Q., Yin, L., He, Y., Packard, L., & Geffney, J.S.(2009).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cy development: An intervention study.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3(1).

Yin, L., Li, W., Chen, X., Anderson, R.C, Zhang, J., Shu, H., & Jiang, W.(2011) The role of tone awareness and pinyin knowledge in Chinese reading, Writing Systems Research, 3(1), DOI: 10.1093/wsr/wsr010.



[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3]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第一小学

[4]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Finland）


第3章 阅读理论到阅读实践——阅读理论在幼儿园实践中的运用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Theory in Kindergarten

[中国]王丽（Li Wang）[1]

[中国]葛海虹（Haihong Ge）[2]

[中国]成利新（Lixin Cheng）[3]

阅读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促进了学前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教育内容的丰富，还包括教学方式和幼儿学习方式的变化，甚至还带动了幼儿园课程建设、教师培训、家园工作以及幼儿园环境创设和社区文化建设等的创新和发展。本章我们将着重从幼儿园语言教育（包括早期阅读的提出、阅读材料和阅读模式的创新等），教师培训和职业发展（职后培训体系构成及实施）以及以幼儿园为中心的阅读环境建设（突出环境创设的特点及要点）这三个方面来阐释理论对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阅读焦点

·阅读相关理论扩展和深化了幼儿园语言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阅读相关理论有益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和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

·阅读相关理论有效促进了幼儿园整体阅读环境的创造和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

幼儿园语言教育，阅读材料，阅读教学模式，教师专业化发展，学科教学知识，ALACT教师反思模式，书香校园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阅读理论对早期阅读教育和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巨大的——无论是阅读的心理学过程等认知理论，还是阅读对幼儿观察能力、语用能力、文字意识等的发展意义的相关研究，都对幼儿园的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总体来说，阅读理论和研究对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影响是非同凡响的，它带来的是整个语言教学生态系统的革新和变化。从小的方面来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教学材料（系统的、难度递进的、适合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心理需求的）和教学组织形式（除了教师组织的，还有小组的、同伴的、亲子的和独立的阅读活动等）的变化，还表现为对阅读活动起着重要作用的阅读环境的建设、阅读角（室）和图书馆的设立，以及各种阅读活动和相应延伸活动的开展（如阅读节、自制小书大赛等）。从大的方面来说，除了表现为各种相关研究的出现，如针对阅读指导策略、阅读材料的分析与评价、幼儿阅读能力的发展、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等问题的研究外，还表现为对以阅读为基础的园本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建设，以及校园阅读体系的建设和全民阅读的重视等。正是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碰撞和激发，才使得早期阅读教育与教学不断进步和变化。

阅读理论与幼儿园语言教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幼儿园语言教学的目标还停留在字、词、句的学习水平上，并强调掌握常用字、知道一些常用的词汇，扩大幼儿的词汇量，能用简单的句子进行描述等。与这一目标相一致，我们的内容也多是一些儿歌、童谣和简单的故事，与幼儿的生活经验也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教学方法也多采用直接教学的方式，加上一些游戏化的因素，通过多种手段的重复来让幼儿认识常用字、背诵学习的内容。词语的学习也会在脱离具体语境的情况下进行，这使得幼儿对字、词的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孤立和死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强调图片或故事背后的教育意义，而不是它们带给幼儿的体验和幼儿的认知水平。与此相适应，人们也普遍认为识字是日后阅读的基础，只要多识字，以后就能多阅读，也就能阅读得好。同样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也就是要反反复复地读、不管理解与否，多背多记终归是有好处的。

但是，随着阅读心理学理论的传播和各种相关研究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认识和理念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也开始慢慢思考自己对阅读、对幼儿阅读能力发展以及阅读与识字等关系的认识。这些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阅读与早期阅读对幼儿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学习和获得知识这样的功利性价值，是否还有兴趣、习惯的养成以及学习如何进行阅读这样的非目的性价值？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到底哪个更重要？

阅读能力的发展乃至一个人阅读素养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获得的过程吗？阅读能力的发展存在关键期吗？哪些能力是需要必要的干预和指导的？人们阅读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阅读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只有认识字才能进行阅读吗？“图画”等阅读对幼儿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识字到底应该是阅读的前提还是副产品？

人们阅读能力的发展要经历怎样的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发展目标又是什么？

影响幼儿阅读能力发展的要素有哪些呢？除了阅读材料，阅读环境、阅读开展和指导的方式方法等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传统的唐诗宋词、古典童话、新老三字经、经典故事等是否能满足幼儿的阅读需要？它们有哪些不容忽视的缺点？适合幼儿阅读的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的口语发展水平以及认知发展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得人们不再仅仅从直观经验和传统习俗的角度，还从脑科学、从实验和实证研究的角度，学着从数据、从差异中来思考幼儿语言学习的相关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阅读能力对于一个人的学业成绩以及综合能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语言发展的高级能力，阅读能力的发展不完全是自然获得的，还有赖于长期的、针对性的引导和帮助。虽然幼儿时期阅读能力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语言和阅读的条件、环境、能力与他们未来的阅读能力以及所有学业成就存在高相关（周兢，2007）。儿童早期口语词汇的丰富性，口语词汇的复杂程度，早期阅读行为（动机、兴趣、习惯、方法等）的建立，是预测他们未来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早期鉴别儿童是否存在阅读困难的指标（周兢，2007）。一些基本认知能力，如语音辨识、语素意识、快速命名、口语词汇量等在汉语阅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幼儿园阶段进行适宜、有效的早期阅读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早期阅读教学和活动的提出及进行，不仅扩展了幼儿园语言教学原有的内容，也发展出了从材料、教学设计到阅读环境创设和培训体系的一系列内容，使得语言的教学和学习不再彼此独立、缺乏联系，从而能以早期阅读为中心，整合成具有一定核心目标的，能促进理解能力、字词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系列活动。

阅读材料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阅读是一个人依靠脑中的原有知识，主动获取信息，从文字中建构意义的过程。这个概念强调了阅读者现有的知识经验、对图书内容的准备程度，也强调了阅读者对阅读材料的主动选择和加工，以及对材料的理解水平和状态。因此，我们认为适合幼儿阅读的材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分段选编，也就是说，早期阅读的材料必须符合各个年龄段儿童的认知特点和经验水平，在涉及的主题、语言复杂度、表现形式等方面符合阅读者的发展水平和需求，明确“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内容原则。

第二，主题接近儿童生活，源于和接近儿童生活。故事要语言幽默、想象力丰富、情节引人入胜，以满足儿童心理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

第三，文字难度与儿童的智力、情感和语言发展水平相适应，字的大小、字数、常用字出现的频率、词语的熟悉度、句子的长短等也要与儿童的口语发展水平相一致。

第四，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重点。在小班，强调语言的韵律、节奏和有规律的重复；在中班，强调的是词语的理解，包括对词语的概念、相近词、一字多义等的理解；在大班，强调的是词素意识的初步建立，能对字的组成、拼合以及偏旁部首等有初步的感知。

除此之外，图画风格、色彩的搭配、字体的大小，以及图文的对应关系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要素和内容。

阅读教学模式

1.什么是阅读教学模式

所谓早期阅读教学模式，是依据现代儿童语言教育思想、儿童阅读能力发展规律，结合长期的阅读教学实践研究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完成早期阅读教学目标、内容，设计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一种教学活动结构及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我们可以用“三阶段多环节”来概括，具体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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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阅读教学模式

表3-1是对具体环节的目标、展开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的详细解释。

表3-1 阅读教学模式各环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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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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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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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阅读教学模式的特点

在以上对各阶段、各环节的详细讨论和解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包含在其中的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早期阅读的定位等的认识和看法。

第一，阅读教学过程中强调教师的引导和师幼的有效互动。

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在语言活动中，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早期阅读教学活动也同样如此。但是，教师在语言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也是学习成效的重要保障，尤其是与已初具文字阅读能力的小学生的阅读活动截然不同的幼儿早期阅读。因此，早期阅读的教学应着眼于在注重幼儿主体地位的同时，突出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总的来说，阅读教学中教师的作用体现在为幼儿提供良好的语言信息和阅读氛围，引导幼儿与图书中展示的人、事、物相互作用，积极主动地去感知理解、探索发现、思考迁移，从而真正促进幼儿语言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幼儿阶段的早期阅读需要教师的引导。一幅图、一本书，不同的幼儿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这些解读和理解都是每个幼儿在自己原有经验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因此，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但是，理解图书的本意是阅读的基本目标，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解读和图书的本意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又怎样在两者之间建立必要的支架，让幼儿能理解作者表达的是什么，又是用怎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这个支架和比较的工作是幼儿无法独立完成的，也正是需要教师引导的地方。我们鼓励教师在具体的引导过程中，根据幼儿的理解水平，通过有效的提问、适宜的追问和反问，对线索和推理过程的明晰化教学、对文字的深入理解以及对某一内容（如韵律、词素、表述方式）的反复体验，来发展幼儿的阅读能力。

第二，阅读教学过程强调坚持和回归阅读的本质，强调阅读的完整性。

阅读的本质是乐趣、完整、交流和思考。在喜欢的图书里，感受阅读带给我们的快乐，并逐步追寻作者思想的轨迹，获得某些领悟、想法，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首先强调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是师幼在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轻松的氛围、喜欢的图书、分享的过程。其次，我们强调阅读过程的完整、理解的完整和体验的完整，积极促进幼儿间、幼儿和教师间、幼儿和作者间理解和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与反馈、解释与总结、深入讨论、经验铺垫和整合等方式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促进对图书的理解。另外，我们在整体和内容阅读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对图书中主题、思想、角色、辅助线索、结构等的活动，使阅读进一步深入和延伸。但这种延伸一定是一种自然的延伸，是与图书的思想内容、活动的梯度、儿童的兴趣、区域活动等有机联系的，而不是随意的延伸。

第三，阅读教学过程强调重复阅读，强调自然地学习和运用文字。

有些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也可以获得不同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很多书的理解是需要通过多次重复阅读来完成的。有时是对整体和部分关系的理解，有时是对主线和辅线的认知，有时是对内容和思想的体会，有时是对内容的层层解读……这些阅读过程都在引导着幼儿学习如何阅读一本书，发展自己的阅读策略。在有意义的重复中，幼儿也自然地进行着文字、词语、表达方式方面的学习，并尝试着在生活中运用所学的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能运用不同的方式（如图画、文字、符号）来进行交流。这与《0～3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发展目标和教育要求是一致的。

第四，阅读教学过程强调集体环境下的共同活动及与区域的联结。

作为集体教养的一种环境和方式，幼儿园教育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满足家庭教育所不能满足的发展需求。在家庭里，亲子阅读是以家长陪伴和朗读为主要特征和方式的。但在幼儿园里，分享阅读是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以教师有益的引导、同伴间的交流和互动、不同的阅读形式来进行。这是对家庭亲子阅读必要的补充和提升。

另外，阅读过程也应该是开放的，它鼓励教师将阅读活动和区域活动进行必要的联结，实现两者间的互相补充和促进。区域活动可以是阅读活动的前期经验准备，也可以是阅读活动的后续延伸。阅读活动可以成为区域活动的一部分，可以是中间的小结、新话题的开始，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分享阅读体系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师实现课程的跨领域和跨学科。

第五，阅读教学强调自身的基础性，鼓励以此为基础的广泛阅读和活动。

无论是在兴趣还是在阅读能力的培养上，教师引导下的阅读都是“基础性”的，都是幼儿阅读的一部分。教师应当创设更为丰富的环境，鼓励幼儿以初步获得的阅读兴趣为动力，以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去自主阅读更多的图书、参与更多的与阅读和图书有关的活动。这种“自觉自愿、自己做主”正是阅读教学的培养目的所在。

除了阅读材料和阅读教学模式外，阅读相关理论也促进了阅读环境建设以及教师培训和专业化发展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

阅读理论指导下的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是早期阅读课程的主要设计者、实施者和管理者，也是课程实施和学习效果的有利保证。因此，教师对阅读相关理论和教学体系的理解程度、活动设计和实施水平以及对教学活动的反思、评价和创新能力，都会对幼儿的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就使得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如何根据教师的不同成长阶段和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来促进他们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反思与评价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教师专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如何促进幼儿教师对阅读理念、课程的理解，提高他们的各项专业能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分析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不足的原因入手，再针对各个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终身性、动态性、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幼儿教师个体持续的专业成长过程是多阶段的，它贯穿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职前师范教育是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起点，然而，幼儿教师专业理想、信念的坚定，专业知识的丰富和专业技能的提高，更需要在职后的教育实践中持续地学习、形成与发展。入职阶段是连接教师职前与职后教育的桥梁和纽带。目前的研究显示，入职阶段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的专业成长将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重要的影响（叶澜，白益民等，2001）。而对新入职阶段教师的专业成长的研究较少，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的较多，而对幼儿教师这个群体的关注和研究较少。随着世界教育改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由于关注教师群体社会地位和待遇提升的效果并不显著，教师专业化转向了教师个体内在专业素质的提升，即内涵式专业发展。只有教师内在专业素质不断提高，才能造就高质量的教育。就现状而言，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教师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远远不够。即便现在大专以上学历的幼师比率逐年增高，但是新教师依然面临着“理解幼儿，了解自我，理解课程的问题”。对于现在的幼儿教师来说，理解幼儿和了解自我的要求已经是作为幼教工作者的入门要求，相对于对人的理解而言，更困扰教师的是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即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86年舒尔曼教授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会刊《教育研究者》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是学科教学知识概念首先提出的。舒尔曼将其定义为“教师教学经验、教师学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的特殊整合”。对于幼儿园阅读教师来说，阅读相关的内容知识是他们急需掌握的。以分享阅读课程体系为例，教师至少要系统掌握阅读的大概念，读本（绘本）的知识、基本的教学手段和其他相关的知识。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也是一个从浅到深、逐步深入的学习过程，通过图3-2，我们可以初步感受这个复杂的体系。

其二，持续专业的系统培训不足。在我国，幼儿园本位的教师培养模式（简称“园本培训”），是指在教育专家指导下进行的，以教师任职的幼儿园为基本培训单位，以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为主要目标，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研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全体教师实行的全员性在职培训模式（李毅，2002；刘严，2003）。具体来看，比较常见的教研活动形式有听—说—评课，教学观摩或示范研讨课等。当然，也有部分幼儿园比较重视课题研究活动。此外，师徒制也是我国幼儿教育实践中对新手教师的一种传统的园本培训模式。师徒制教师教育模式是指采用新手教师与资深教师合作的形式，使新教师通过对资深教师教学实践的观察、模仿和资深教师的具体指导，逐渐地体悟职业的隐性经验或内隐知识，不断掌握专业技能和智慧的一种对新教师进行培养的方式（杨莉君，2005）。园本培训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但也有不足，很多幼儿园给新教师提供简单的入职培训，也想方设法为老教师提供一些在职培训。然而，由于幼儿园本身是五大领域并存，技能先于理念的模式根深蒂固，很多教师也重技能而轻知识，从认识上没有重视专业的持续发展。例如，知识更新不足，教育政策的理解有限，相同园所的同质性太强，培训的层次性弱，路径不明晰等。从图3-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幼儿园阅读教师而言，其学习路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关键节点的缓慢延伸逐步习得的。这就要求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培训是有针对性的、连续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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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分享阅读课程体系

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措施——阅读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方案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让一名幼儿园教师成长起来呢？教师专业成长一般有两大途径：一是在内驱力的激发下自我修养和成长，如通过教学实践反思、阅读相关书籍，猎获新媒体资源（微信）等；二是在外部的推动下成长发展，如参加专家讲座培训，参加专项工作坊的体验，参加园所、地区的赛课评比或观摩学习地区相关会议等。然而，幼儿园新教师大多缺乏专业发展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专业发展目标，所以更需要专业的支持体系推动教师专业的发展。我们以新疆某园的一名幼儿园新教师的成长为例来说明专业、系统的培训对幼儿园阅读教师成长的意义，看看新教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案例]

新疆某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实例

调查访谈确定情况

初次接触该幼儿园园长，了解到本园教师关于公开课或赛课活动，最困惑部分就是语言领域。尤其对于阅读课，更是找不到教学思路，每次准备教案，设定教学目标和流程时极其痛苦，结果课堂也是不尽人意，一节课下来通常是虎头蛇尾，不是变成举着字卡的“识字课”就是变成盯着投影屏幕的“视频观赏”。

在针对性的初步访谈后，我们观摩了该幼儿园杨老师的一节大班阅读课《小猪胖嘟嘟》，整节课中幼儿跟着教师“背诵”文本，识大字卡，上课过程目标不清晰、无层次，整个课堂平淡无奇，虽然能感受到杨老师渴望传授给幼儿知识的心情，可惜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停地追问，甚至自问自答，完全没有给幼儿回答的机会。整节课时间长达45分钟。反映出的问题基本归为三类：①未认清阅读定义，导致课堂缺少核心

目标，流程混乱无章法，容易被幼儿“带跑”打断节奏；②课堂形式局限和死板，教学意识上理解局限和偏差，内容单一，缺少创新灵感和勇气；③脱离书本，过于依赖多媒体。

针对情况制订方案及实施

在初步调查访谈和教学观摩后，针对反映出现的问题。制订适合该幼儿园教师的培训方案，整体过程可以划分为四大部分。①从教师基本阅读培训入手到针对培训内容的考核。初级培训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帮助教师转变并整合早期阅读及幼儿园语言集体教学的概念，明确阅读含义，确保基础认知的准确。同时给出清晰的框架式流程教学方法，初步感受和体会其中的科学性和操作规律。②从教师常态课的定期观摩及研讨到划分层次的中期研讨和培训活动。在初级培训后，需要幼儿园内部完成对本次培训内容的考核。考核之后，及时跟进常态课的看评课和研讨活动，由北京和新疆两地的老师共同负责，具体频次安排为：新疆教研教师每学期5次，北京专家教师每学期1次。针对现场所反映出的情况及时答疑解惑，在实践中完成教学方法的转变和提升。③从各种比赛的平台支持到网络新媒体的支持。在连续的看评指导和进一步的理论培训之后，我们为教师提供公开课展示机会以及比赛交流平台以开拓教师视野，给教师互助学习的机会。④从幼儿园科学管理到家园合作共建。随着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他们不仅需要满足教学需要，也要更多地融入幼儿园管理、家园合作等事宜，这时需要给他们更多的管理培训和沟通策略的培训。

阶段性成长表现

在第一学期的常态课教学中，杨老师课堂内容偏固化，流程环节可以说是“严格”按照教师指导用书完成教学活动。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的课堂上已经不再出现教幼儿识字、背诵的教学现象。

经过第一学期的看评课、指导和研讨活动之后，在第二学期，杨老师的课堂开始灵活起来，敢于尝试一些教参以外的内容形式。同时能够根据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和需求，结合指导用书的核心思路，设计出自己的教案。实际看课中能明显发现，她更为自信了。这学期的中期研讨交流会，她也开始主动申请并争取公开课的展示机会。或许是杨老师的教研态度和该园所体现出的教研氛围的影响，该地区的交流大会中好课不断。

随着杨老师对于语言领域和阅读课程的不断探索和深入，结合每一次常态课和公开课的操作实践，课堂效果越发成熟。她也逐渐开始关注我们的比赛交流平台，并将教学方向和精力投入钻研新的教学方法及理论中，开始参与幼儿园课题研究，并发表课题科研论文。

通过本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要使得幼儿园阅读教师专业发展顺利，我们必须至少聚焦三点：一是教师阅读知识的促进；二是教师阅读教学技能的提升；三是教师自我反思能力的加强。借鉴赫伦（Heron，1989）提出的三种行动促进模式：等级模式、合作模式、自我管理模式，我们将这种模式类推到教育培训中可以对应集中授课的模式、分组研讨的模式、自我反思的模式。形式的多样化一方面满足了不同层次教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单调的培训模式。有了多种模式，有了明确的聚焦，我们就要设计一条切实可行的教师发展路径，促进幼儿园阅读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和自我反思能力上的成长。

1.教师专业知识的促进

要促进教师专业知识发展，就要抓住学科专业知识，那么首先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幼儿园阅读教师的知识体系。有教师成长路径的体系可依，才能更有针对性和持续性地服务教师。我们可以将幼儿园教师按在职时间和能力分类，对于新手教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专家型教师给予相应知识理念的培训（见表3-2）。此外，对于幼儿园承接的项目和课题也要给予及时的帮助，让所有教师通过“做中学”逐步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表3-2 幼儿园阅读教师知识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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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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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样的形式（见图3-3、图3-4），让教师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理解深奥的理论，既有利于教师素养的提升又可以减轻教师常年在一线工作中的职业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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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阅读理念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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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课题科研

2.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

在幼儿园阅读教学中，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特指阅读教学专业技能的提升。除了按教师路径给予专业知识补充外，教师间的相互学习也至关重要，给予教师足够的平台展示、分享、学习也是培训者需要帮助教师做到的。所以，首先，要鼓励园所开展一课多研活动，以便将每位教师的智慧分享，尤其新老教师在这种一课多研的活动中可以相互学习，新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对幼儿的理解和观察，老教师也可以从新教师身上看到新的教学技术和手段（见图3-5）。其次，可以联合园所与园所，或者以省级地市为单位开展精彩纷呈的阅读教学大赛，既能满足优秀教师的展示需要，又可以使新手教师有跨园所学习的机会。如果说幼儿园园本培训体现了园内教师同侪的合作，那么幼儿园园外专业支援模式则体现了幼儿园新教师与园外同人更大范围的互动、合作。这种模式为新教师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扩大了新教师的专业视野，使新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和分享外部专业信息，促进新教师的专业成长（见图3-6）。最后，要多提供高级研讨的平台（见图3-7），举办专家讲座、政府教育部门和教师教育及研究机构参与组织的各类专业培训、交流活动等。市、区级的幼儿教育研究员在幼儿园与园外专业支援体系中的其他人员之间发挥着中介和桥梁作用。来自园外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指导，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园合作、大学或师范院校与幼儿园的合作、高端学前教育机构与政府幼儿园的合作，在引进新的教育理念、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交流方面，都能成为幼儿园新教师专业成长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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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一课多研

[image: ]

图3-6 教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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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高级研讨会

3.教师自我反思能力的加强

除了通过教育方案提升幼儿阅读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师的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教师成长的公式：成长=经验+反思。公式说明，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有20 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 20次重复。除非教师善于从经验反思中吸取教益，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使教师重视反思的意义，并善用反思推进整个教学素养的提升，由于教师的主要工作环境是幼儿园，主要工作任务是教学，这里我们建议使用英国学者科瑟根的ALACT教师反思模式，帮助教师达成在教学活动中的反思（见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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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教师反思图

ALACT教师反思模式主要包括五个部分：①行动（action）；②回顾行动（look back on the action）；③发现主要问题（awareness of essential aspects）；④创造其他行动方案（creating alternative methods of action）；⑤尝试再次行动（trial）。可以看出，教师在上述五个环节中，不断地经过反思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教学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表面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实践的、自觉的、理性的思考以及通过反思改进实践的能力。实践性、理性、自觉性是反思的三个主要特征。

幼儿园教师受环境和自身影响，其实践与反思的密切联系也不可分割，以某教师设计一节公开课为例，教师必先设计一个教学方案，然后在平行班级试课，接着发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修改教案，再到另一个平行班级授课……这样循环多次，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优化教学方案，最后达到良好的授课效果。从这种对上课过程和效果的直接感受和改进开始，我们还逐步引导教师回到备课或设计之初，反思自己对材料价值的分析是否到位、对幼儿发展水平的掌握是否足够、活动目标的设定是否合适、活动设计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如何等。这些思考都促使教师跳出具体的“课”，站在更高的高度认识课程、认识幼儿、认识有效的教学。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组织各种活动，如教学设计和论文大赛、园所或跨区的赛课活动，在现场授课的基础上，通过授课者自述、专家点评、自由讨论等环节，促进大家在相同的案例中、在同一个平台上共同来思考问题，认识到彼此的差异和各种可能性，在相互的交流和碰撞中促进自己认识的提升。

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教师培训的方案构成（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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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教师专业成长方案构成

综上所述，要达到幼儿阅读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不仅仅是幼儿园自己的事，还需要跨园所、跨区域，利用各种资源，按照教师成长路径开展系统培训、通过多种培训模式和综合立体的活动、各种途径的学习来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阅读理论指导下的书香校园建设

用系统科学理论中的协同论来重新审视阅读活动，可以发现个体的阅读并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阅读者与阅读材料以及阅读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研究阅读发展时，要特别重视研究阅读与环境的关系。当代发展心理学最有影响的理论——皮亚杰的心理发展观——在阐述心理发展的本质时揭示了心理发展的真正原因，即个体的每一个心理反应，其本质都在于取得机体与环境的平衡。阅读是个体心理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因此，阅读的发展也要受到个体能力、物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支配。

艾登·钱博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一书中指出，阅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由选书、阅读和回应、有协助能力的大人等过程组成的循环体。这里提到的“书”“阅读活动”和“回应”就是大阅读环境或书香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书香校园？

书香校园，就是以幼儿园阅读教育为基本，将社区阅读氛围建设、家庭阅读活动促进，以及幼儿自主阅读活动开展贯穿起来，共同促进幼儿阅读能力发展的系统工程。

具体来说，书香校园是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的。从硬件角度来说，书香校园应该有“书”和“读书的空间”，因此，阅读材料和阅读空间的规划是书香校园硬件建设的重点。在阅读材料的准备上，我们关注幼儿能否得到丰富的资源、多元的阅读体验。在提供阅读材料时，平衡各种功能、体裁、主题、风格、材质的图书并能根据幼儿的需求和能力定期更换与调整是关键所在。在打造“读书的空间”时，不仅要注重图书角和阅览室中图书、相关材料以及设施的安排与摆放，还要注重阅览规则、借阅程序的建立，更要注重“读书空间”给小读者营造敢读、乐读的心理与人文氛围。书香校园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书”这一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物质基础上促进“香”这一精神氛围（软件）。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希望幼儿能获得成人或同伴的辅助与支持，不断提高阅读水平，有“能力”从事阅读活动。另外，我们也关注幼儿是否能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实践与展示阅读能力，有“机会”体验成为读书人的成功感与自豪感。我们可以用图3-10来表示我们对书香校园的完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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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书香校园建设的维度与要点图

书香校园的构成

1.书香校园的构成之一：有书可读，有适合读书的环境

艾登·钱伯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一书中写道“阅读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笃信的，确确实实是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的脑子里曾放进哪些书、记得什么样的书，就有相当重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选择适宜的图书，提供多元的、大量的书籍，是营造书香校园的重要任务之一。

幼儿园在创设图书角或阅览室时，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考虑图书的选择。从图书的功能来看，应该包括赏析类、信息类、工具类；从内容的体裁来看，应该涵盖故事、儿歌、童话、科普说明；从主题来看，应该涉及自我成长、同伴交往、生活经验、自然环境等；从图书的风格形式来看，可以有照片类的、漫画的、夸张的、卡通的等；从图书与教学主题的联系来看，建议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定期更换补充与当前主题相关的图书，使两者有机联系与配合。总之，图书的选择遵循的原则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提供难度适宜的图书；根据幼儿的赏析特点和个体差异提供丰富的、多元的、满足不同需求的图书；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和教学的主题定期更换和调整图书资源。

从哪里可以找到优秀的儿童读物？哪些书是孩子喜欢的？首选当然是孩子们认为好看的，“2005年中国童书排行榜”就是由孩子们自己投票评选出来的。另外，国内外还有各种各样针对儿童读物的评选，那些得奖的书在情节、构思、绘图等方面都有独具匠心之处，这些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些经典作品，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当然也是不容错过的。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图书馆的专题书展、报纸杂志的好书推荐，各种有关阅读或童书的网站，里面的图书各有亮点，不妨参考。

有了好的图书与资源，合理安放并设计相应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幼儿园都能在安静的角落规划出图书角，安放适宜高度的书架，提供小垫子或者小椅子（见图3-11至图3-1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节可以使得图书角或阅览室更加舒适有趣，吸引幼儿。例如，图书的分类摆放就值得教师思考，可以按功能分，可以按主题分，甚至可以尝试让幼儿去分类，你会发现孩子理解书的角度要比成人灵活得多，他们可能会把具有小熊角色的书归为一类，也可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书归为一组，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创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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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位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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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装饰设计：座位、书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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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图书角全景（北京市六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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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图书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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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辅助材料与区角的结合（上海陈伯吹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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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幼儿园图书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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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山东青岛胶州教工幼儿园湘潭电机集团九州幼教中心图书使用规则

[image: ]

图3-18 班级图书借阅登记表

借助图书角，教师还可以让幼儿了解、体验和参与与图书有关的其他活动，既可以丰富相关的知识经验，也可以促进幼儿的同伴交往与社会性发展。例如，与幼儿共同制定图书角使用规则（见图3-16、图3-17）、借阅登记制度（见图3-18），了解并尝试应用比较规范的图书借阅流程，了解图书的特点，尝试开办班级书展，进行与图书有关的美术设计活动，如设计图书海报、书展海报、书签、借阅卡等，爱护图书，学习修补受损图书，提供书写材料便于幼儿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进行临摹、创作，尝试在图书角中根据分类与摆放规则有效地寻找查阅信息。除了图书角之外，教师也可以利用走廊、墙面等来展示与阅读相关的内容，如图书推荐、阅读小报、作品展示等（见图3-19、图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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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走廊设计 （上海陈伯吹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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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墙面展示

2.书香校园的构成之二：会读书，在需要时能得到指导与帮助

琳琅满目的图书、精美的画面、有趣的故事会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使他们萌生好奇心，走进图书角，拿起图书翻看。阅读兴趣可以驱使幼儿开始进行阅读活动，而阅读过程的顺利完成还得依赖一定的阅读能力和习惯，因此，教师需要循序渐进地予以相应的指导与帮助。

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集体教学活动时间开展系统的阅读教学，提升幼儿的前阅读与前书写能力，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借助科学完整的材料与方法使幼儿获得相应的阅读方法与策略，发展与阅读活动密切相关的观察、推理、假设、预测、解释、质疑、反思、概括等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为幼儿提供大量阅读、自主阅读的机会与空间，使其能够实践运用与体验课堂中所获得的阅读能力。在幼儿进行实践与尝试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观察者、参与者、欣赏者、支持者、帮助者。

身为观察者，教师需要持续不断地评估幼儿阅读书写能力的发展，深入地了解他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进一步成长。例如，教师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幼儿是否对阅读有兴趣、对哪类图书感兴趣、是否掌握了阅读方法与策略、是否理解了故事内容、是否能够复述故事或与同伴分享交流。教师不是简单的评价者或考试者，而是参与到幼儿的阅读活动中，从而获得有关幼儿阅读发展的信息。在幼儿分享自己的观点看法时，教师是一个真诚的欣赏者。当幼儿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教师鼓励和支持幼儿设法解决，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建议。

3.书香校园的构成之三：有各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持续地激励幼儿

让幼儿钟情于阅读，把阅读变为幼儿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幼儿感受到阅读的价值与魅力，除了需要上述的资源与指导外，幼儿园还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幼儿体验身为阅读者、身为读书人的乐趣与成就感，当幼儿具有了心理动力，兴趣才能长久维持成为习惯。

（1）自主阅读

为幼儿提供自主阅读的机会与空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让幼儿运用阅读方法与技巧去获得更多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阅读的过程，让幼儿感受自己获取知识信息的乐趣，体验成为独立阅读者的自豪感。教师也可以利用一些活动，如图书交流、推荐、分享等（见图3-21、图3-22）来引导和激发幼儿多读书、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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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图书漂流活动（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江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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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好书推荐活动（天津市河西区第二十二幼儿园）

（2）亲子阅读系列活动

鼓励幼儿与家长进行亲子阅读，让幼儿在家庭中也置身于书香与亲密情感中。幼儿园可以为亲子阅读搭建更广阔的平台。例如，学校给家长推荐介绍优秀读物与科学理念；通过家长开放日活动展示教学活动；让家长了解教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通过家长沙龙与答疑让家长交流各自的亲子阅读心得，解决家长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在班级活动中给幼儿提供机会，交流各自在家中进行的亲子阅读活动。这些都有助于家园共建书香氛围，让幼儿感受阅读价值（见图3-23、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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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亲子小书制作和展示（南昌市西湖幼儿园 陶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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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亲子书签制作活动（长沙市教育局幼儿园）

（3）同伴阅读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学习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与思维角度，这些差异是有价值的，因此，提倡同侪之间合作学习，通过分享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丰富自身的经验。这一点同样可以应用在早期阅读中。孩子们有着类似的兴趣，同时又有着不同的偏好，在选择图书和阅读理解过程中也会体现出这种有价值的差异，教师可以利用这种差异，为幼儿提供探讨、交流的空间，分享各自阅读的故事，可能会引起共鸣，可能会引起争论，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让幼儿彼此影响和引导，共同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中。

（4）阅读展示

幼儿希望自己的才能本领得到展示、获得认可，具有唱歌跳舞等艺术才能的幼儿很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我们同样可以为爱读书、会读书的幼儿创造这样的风采展示机会。读书节上读后感的分享，艺术节上课本剧的表演（见图3-25、图3-26），故事大王比赛上绘声绘色的讲述，自制图书比赛中作品的制作，各种幼儿园大型活动中小记者采访的身影，都可以让幼儿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得以展示与认可，从而增强幼儿对阅读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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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指偶小剧场（深圳市教育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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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课本剧表演（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江西幼儿园）

（5）阅读的传承

成人将阅读的方法策略以课程及指导的形式传递给幼儿，使幼儿具备了阅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对指导者怀有一种崇敬的感情，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种心理为幼儿创造被人尊重和崇拜的机会。以往我们会在教学过程中请幼儿做小老师进行示范，其实这种形式可以进一步延伸，跨班级、跨年级进行会有更大的效果。笔者曾经在一次中班的阅读活动中，看到任课教师从大班请来两位幼儿为中班幼儿进行阅读示范，在示范过程中，两位大班幼儿非常认真，而中班的幼儿更是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哥哥姐姐。在这个小活动中，大班的幼儿得到了中班幼儿的尊重与崇拜，极大地增强了成就感，而中班幼儿会感觉到这两个“榜样”并不遥远，一年之后他们也有可能成为这样神气的示范者，这种示范、引领与传承对于幼儿来说更加近。

（6）阅读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

曾经在一次有关阅读的课程中，中班的幼儿与老师一起分享“书可以读给谁？为什么读给他？读完之后他对你说了什么？你的感觉如何？”幼儿们的这次讨论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可以读给孤单的人听，可以读给眼睛不好的人听，可以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给他们读书可以让他们解闷，让他们快乐，教给他们知识；给别人读书，获得别人的称赞、感激，自己也感受到快乐、幸福、自豪。

书香校园的建设

书香校园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通过资源的整合和活动的实施在更大的空间、更广的平台上激发幼儿阅读兴趣、提升幼儿阅读能力、丰富幼儿阅读经验。在这个前提下，幼儿园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在实施工作时应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见图3-27）。

第一，以班级为单位，带动园所建设。幼儿在园所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班级中度过的，因此，教师要注意有效利用班级空间，合理布置图书角、区角和墙面等硬件环境。在教育活动、区角活动、自由活动以及过渡环节中给幼儿提供阅读和展示的机会；在系统全面评价幼儿阅读水平的基础上给予幼儿适当的支持和辅导。在班级的带动下，将物质环境的准备逐步延伸到班级之外，建立幼儿园阅览室，布置楼梯道、走廊等墙面环境。在班级之间开展以阅读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及活动，进而推动全园规模的读书日、阅读节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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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书香校园建设的载体图

第二，以园所为依托，协同家庭建设。幼儿园是科学教育观念的实施者、传播者，在书香校园的建设过程中，幼儿园除了要优化园所环境、科学引领阅读外，还要将先进的理念、切实的方法传递给家长，使家长能够在家庭中为幼儿准备适宜的阅读材料和空间，通过开展亲子阅读活动营造亲密和谐的书香家庭氛围，与幼儿园协同建设。

第三，以家园为联盟，盘活社会资源。我们希望把幼儿培养成为自主阅读者，我们希望孩子沉浸在溢满书香的校园中，我们更希望孩子在幼儿园和家庭之外也能有书可读、有地方读书、有源源不断的读书意愿和动力。因此，我们也希望幼儿园和家庭能整合社区、图书馆、书店等社会资源，在家园之外为幼儿创造机会，了解更多的阅读资源、参与更多的阅读相关活动（见图3-27）。

只有幼儿园、家庭、社区各个子系统充分发挥自身引导和丰富幼儿阅读经验的作用，才能通过相互的支持和由此形成的合力，综合作用于我们的社会，使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书香。

摘要 Abstract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f early reading facilita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The development mainly reflects in the variety of content, teaching approach, and children’s learning style as well.It also enhances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n kindergarten, teacher training, and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We will elaborate and discuss following issues in this chapter: 1,The literacy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including early reading theory,reading material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approach, etc.2,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building of system of career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3,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emphas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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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亲近母语——小学阶段儿童阅读课程的构建和实验研究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Curriculum of Children’s Read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中国]徐冬梅（Dongmei Xu）[1]

儿童时期是独特的生命阶段，每一个儿童都具有独特、完整、开放的精神自我，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有一颗具有吸收力的心灵，具备语言学习的潜能。儿童阅读的过程就是儿童不断丰富内在语言，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母语教育应为儿童提供适合、丰富、优质的阅读课程，唤醒并激发儿童学习语言、发展自我的潜能，通过讲述、指导诵读、精读和略读，从读中学习表达等方式，并创设适宜的情境让儿童进行分享和交流，让儿童充分浸润在母语之中，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实现语言和精神的同生共长。

阅读焦点

·何谓儿童的母语教育？儿童母语教育的课程体系是什么？本章介绍了母语教育的理念和主张，以及以“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为宗旨，以儿童阅读为核心的母语应用和实践的课程体系，包括完整的诵读、精读、略读和浏览的阅读课程体系和师资培养系统。

关键词

亲近母语，儿童阅读，儿童本位，儿童诵读课程，略读课程

亲近母语课题研究和实验从2000年开始，已经历时十四年，2003年被立项为全国“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06年9月，“十五”课题结题，并获得第二届江苏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十四年来，亲近母语课题组一直坚持理论和实践研究，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286个小学、幼儿园参与亲近母语课题实验。

问题的提出

亲近母语课题研究是从对小学语文教育的反思开始的。

语文教育对阅读的核心地位认识不足

母语教育课程永远是各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各国母语课程改革均是本国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界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在理论方面和实践领域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和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加上应试教育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语文教育基本把语文教材看作语文课程的全部。儿童阅读的质无法保证，阅读量严重不足。儿童的课外阅读缺乏指导，整本书的阅读指导在我国语文教育体系中基本“缺席”。

母语教育课程存在严重不足，没有把阅读放在语文教育的核心环节，儿童没有保质保量地阅读是多年来语文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

2001年6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颁布。《语文课程标准》明确了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突出语文学科的特点和学习汉语的规律。注重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在修订版语文教学大纲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对文学作品诵读和课外阅读的要求，其中小学阶段应完成145万字的阅读量。

《语文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在蓬勃发展的儿童阅读中，虽然一些学校积极开展了各种儿童阅读的改革和探索，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学校并没有打破“让学生读一本教材，然后大量做各种习题”的怪圈。课外阅读的要求因为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标准，如读物的选择，实施的方法、时间，评价考查的方法等，使得大多数学校并没有真正将《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阅读的要求落到实处。

语文教育对儿童的认识不够

母语学习的主体是儿童。长期以来，语文教育要么被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语文课成为政治课；要么太重视学科本身的体系，语文课变成字词句篇的训练。“儿童”这个教育对象在语文教育中，长期没有真正被“发现”，课程建设、语文教材、课堂教学忽视儿童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要，儿童普遍对语文学习缺乏兴趣。

在小学语文教育的课程内容和教材建设中，研究者、实施者对儿童文学和儿童的文学教育普遍认识不够。课程、教材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材料不适合儿童，不被儿童认可和喜欢。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课外阅读的具体要求，很多学校开始重视阅读，但让儿童阅读的材料，多数没有从儿童出发，不能顺应儿童语言发展和精神发展的需要。自儿童阅读开展以来，儿童文学的阅读逐渐进入一些理念比较先进的学校和比较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的视野，情况逐渐有了改观，但因为儿童阅读更多是在民间推广层面，从整体来说，影响面、影响深度还是远远不够。

儿童文学是发自儿童心灵的文学，儿童对文学的需要是一种天性，儿童文学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材料，同时学习文学文本对于个体学习语言有重要意义。个体的语言形成过程，依赖于获得充分的，而且是符合其天性和潜能的语言滋养。

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和母语素养、教育素养有待提高

很长时间以来，教师基本被定位为课程的实施者，所以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基本定位在研究怎样教，而且是怎样教教材这个点上。新课改提倡教师进行角色的转变，提倡教师不仅成为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指导者、促进者、合作者、引导者，而且提倡教师成为课程的建构者、开发者。新课改实施以来，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打破陈规，积极参与课程研发，在自己的班级开展各种语文教学改革，小学语文教改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可喜局面。但因为无论是职前培养，还是职后培训，对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学科基本素养都重视不够，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母语素养、人文素养、教育素养都有待提高。

教师是课程构建和实施的核心要素。将儿童阅读、母语教育改革推向深入的关键是教师。一个热爱儿童、懂得儿童，具备一定的语言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教师才可能是一个好的语文教师。语文教师的培养、培训体系和课程内容亟须改变。

通过对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推进母语教育和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只从教材教学和课堂教学着手，只研究微观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必须从儿童的母语学习规律出发，全面构建儿童本位的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并研究实施这些课程内容的途径和方法，提高教师的全面素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现代化。

基本假设

亲近母语课题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儿童时期是独特的生命阶段，每一个儿童都具有独特、完整、开放的精神自我，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具备语言学习的潜能。儿童阅读的过程就是儿童不断丰富内在语言，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母语教育应给儿童提供适合、丰富、优质的阅读课程，唤醒并激发儿童学习语言、发展自我的潜能，并创设适宜的情境让儿童进行分享和交流，让儿童在阅读、体悟和交流中不断汲取语言，重构自我，从而实现儿童语言和精神的同生共长。

理论基础

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思路是，通过构建儿童本位的阅读课程，让儿童获得语言发展和精神成长。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理论和汉语言的特点与规律

传统语文教育强调“诵记”，着意“涵咏”。重视多读多写的经验是亲近母语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

同时，汉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相关的语言理论是亲近母语重要的理论基础。汉语言重视“意合”，更多从情感、感性建构文本，所谓“情动于衷而发于外”。语文教育要从汉语言的特点出发，从儿童母语学习的规律出发，而不是照搬西方教育理论。西方语言学习理论，应该成为亲近母语课题研究首先应该坚持的研究基点。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其代表人物为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很丰富，但其核心可用一句话概括：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基于对儿童认知和学习的全新认识，建构主义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师生角色的定位，提出了与建构主义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给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班级读书会的开展便最典型地集中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思想，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师生的角色，抑或是教学的方式，和传统教学都完全不同。教师在这里是一个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而不是一个讲授者。班级读书会必须充分再现和建构文学文本与学生交流的情境，阅读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写作，而围绕话题展开的讨论则是有效会话，让儿童主动完成文学体验和语言学习的建构活动。

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和华德福的教育哲学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有吸收力的心灵”，她指出，在各个物种中都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它驱使生物主动地吸收外界的养料，以满足自己生长的需要，儿童亦不例外。受生命潜能的驱使，所有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吸收文化的心理。

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并非教师教的过程，而是人的本能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不是通过听，而是依靠儿童作用于环境获得的经验。教师的任务不是讲解，而是在为儿童设置的特殊环境中预备和安排有益的文化活动主题。”“儿童教育所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儿童提供一个能够发挥大自然赋予的力量的环境。”

蒙氏的教育理论为亲近母语实验研究重视，它为儿童营造良好的阅读和母语学习的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华德福教育是鲁道夫·史代纳根据自创的人智学理论创建的。华德福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该体系主张按照人的意识发展规律，针对意识的成长阶段来设置教学内容，以便于人的身体、生命体、灵魂体和精神体都得到恰如其分地发展。史代纳对人类的智慧和人的意识发展做了深入研究，从而得出关于人的身、心、灵和精神发展的独特认识。史代纳发现了人的意识是阶段性发展的，七年为一个周期。中国小学阶段的儿童大致对应他所论述的第二阶段（7～14岁），在这个阶段，儿童的生命组织构成力主要活跃在感觉（feeling）的发展上。理性化教育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很多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应用艺术化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儿童的身、心、灵得以和谐发展。

华德福教育为亲近母语的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孤立的字词句篇的学习，单调的工具化的训练，条分缕析的分析，不是适合儿童的母语学习方式，儿童应通过听讲故事、诵读、吟诵、阅读、分享等艺术化的方式，进行体验性的学习。

儿童哲学、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

从卢梭确立“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到五四时期，周作人先生等人传播“发现儿童”的教育理念，儿童哲学对儿童这个独特生命阶段的认识和研究，为亲近母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西方的儿童文学从安徒生算起，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社会的进步、对儿童的认识和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同时儿童文学的创作、研究和应用对于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儿童文学既是亲近母语阅读课程建设的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思想来源。儿童阅读对儿童发展的意义，儿童文学怎样和小学语文教学结合等理论和应用研究对亲近母语的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理论发现

通过十多年来的研究，本课题得出了如下结论。

从儿童母语学习的过程看，儿童阅读是为儿童营造温馨、纯净、丰富的母语学习环境的重要途径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环节，阅读是语言发展和精神发展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阅读是自我教育的基础。

阅读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要说清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儿童是怎样学会说话的？是在母语环境里不断地倾听，上千遍，上万遍，然后逐渐习得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儿童都在十四五个月开始说话，三岁左右具备最基本的母语能力，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儿童都是语言学习的主动者。儿童最初的母语学习源于巨大的学习动力，“语言就是力量”，儿童希望获得这种力量。

但儿童在掌握最基本的口语，可以进行最基本的生活和交往以后，口语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和书面语言的发展就开始依赖于阅读。没有一个儿童小时候不爱听故事、听童话，因为他对自己以及身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阅读是他走进世界的最好办法。儿童在两三岁时，有一段时期，虽然很多故事他听了很多遍，但是他还是要求爸爸妈妈讲给他听，因为这时候他处于语言模型的建立时期。三岁左右是儿童词汇的爆发期，也是思维发展很重要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家庭能够给孩子比较好的阅读环境，爸爸妈妈能够与孩子进行亲子共读，给他读经典的优秀的作品，那么他的口语发展将很顺利，同时将为他学习书面语打下良好的基础；反之，如果不能让孩子进行丰富的阅读，那么孩子在获得初步的母语能力以后，口语发展将比较缓慢。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小时候可能伶牙俐齿的孩子，因为没能开始持续性的阅读，可能逐渐变成一个语言贫乏、智力平平的孩子。

这也告诉我们，儿童的阅读不是从自己独立阅读开始的，儿童阅读应该从“听读”开始。所以在做亲近母语实验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幼儿时期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幼儿时期的阅读主要的形态应该是亲子共读，当然也应该在幼儿园积极开展早期阅读，这是亲近母语课题在第二个五年逐渐渗透到幼儿园和亲子共读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小学阶段的母语教育。拥有不同的阅读经历的儿童，进入小学，成为“小学生”，其实他们的积累是有很大差异的。一个有过大量的亲子共读经历的儿童，他在词汇量、情意发展、认识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和一个根本没有过什么阅读，只拥有最基本的口语能力的儿童有天壤之别，但他们一起坐进了教室。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但总体来说，儿童在接受小学教育前，阅读经验是很缺乏的。

到了小学阶段，儿童的母语学习有了变化，语文成了一个学科，每一个语文教师有了自己的教学任务，语文课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除了继续发展儿童的口语之外，还要让儿童学习书面语言，能阅读，能初步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么怎样提高儿童的母语能力呢？一直以来，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学生主要学习一本教科书，每周七八节语文课，每篇课文学3课时左右。小学阶段，学生学完12册教材，每册教材大约25篇课文，教师几乎把所有的教学时间都花在这些课文上，大量的课外时间要求学生去做各种各样的语文习题。除了部分的阅读训练，更多的题目是根据拼音写词、组词、造句、改病句、改错别字之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课程。课改了这么多年，除了积极开展儿童阅读的学校，在大范围内，在国家推行的课程体系内，全国上下，其实并没有根本的改观。

不仅让儿童读好教材，更让儿童进行更丰富、更广泛的阅读，是提高儿童语言能力的基本途径。应该认识到，阅读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语言的实践”，语文能力、母语素养永远只能在语言实践中提高。阅读是最好的“练习”，只有在阅读中，学生才能积累语汇、体悟情感、形成语感。阅读是母语学习的核心环节，确立这个核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一天不明确，我们的母语课程就一天不能走上高效良性的轨道。

同时，阅读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高儿童的母语能力，母语不仅仅是工具，母语学习不是一个语言训练过程，儿童不是我们的训练对象，母语能力形成的过程也是儿童精神胚胎实体化的过程。儿童阅读是为儿童营造温馨、纯净、丰富的母语学习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教师选择儿童精神发展所需要的经典文本和优秀文本，通过讲述、指导诵读、精读和略读，从读中学习表达等方式，让学生充分浸润在母语之中，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实现语言的发展和精神的成长。

传统语文教育重诵记、重积累、重感悟的经验，其实也昭示阅读在母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从课程建设的意义上看，小学语文教育应该构建独立的学科基础

其实，这么多年讨论语文教育话语权，某种程度上主要被中学语文界所垄断，小学语文教学并没有获得学术上的独立。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学语文教育的从业人员（研究者、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制者、小学语文教师）和中学语文教育的从业人员相比，在理论素养、文学素养、语言素养上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正如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样，小学语文教育和中学语文教育也存在很大的差异。6～12岁的儿童和12～18岁的青少年的心理结构、语言基础、认知能力完全不同。儿童母语学习有着怎样的机制，儿童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听说读写之间有着怎样的互促关系，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怎样激发儿童语言表达的动能等，都有待研究者和实践者去探究。

亲近母语课题组在“十一五”期间，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梳理，并基于儿童阅读课程探索的实践，以及初步的对小学语文课程重新构建的思考，认为要重新构建小学语文教育的科学基础，必须确立以下几点学术基石。

1.确立以儿童为本位的课程观

回到儿童，真正尊重儿童，坚持儿童本位，充分激发儿童语言学习的潜能，是我们真正改变小学语文教育的一剂良药。儿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独特文化的拥有者。在西方，从卢梭的“儿童发现”到杜威的“儿童中心”，再到现当代的建构主义等教育理论，虽然时代不同，观点有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强调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从而结束了教育过程无对象的历史。五四时期，周作人先生等人就提出“发现儿童”。但实际上，不光是小学语文教材，在语文教育领域，在儿童教育领域，儿童其实一直处在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儿童在教育当中，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真正被发现，儿童真正成为我们编写教材的基本出发点，儿童学习母语的规律真正成为教材、课程的逻辑起点，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才真正具有学科的独立性。

2.确立文学教育的基本地位

现在的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对文学教育的重视是不够的，显然这里首先是课程理念问题。语文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几个层面的含义，语文教育界普遍认为，小学阶段语文教育的任务应该在语言文字的层面，主要是多识字、读好课文，做好最基本的语言文字的训练，所以课程改革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语文课堂上看到的还是这样的教学程式：学习生字词，逐段讲解课文，总结中心思想和写作特色。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还要做大量无聊的组词、造句、解词、改病句这样的练习题。儿童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不能体会学习母语的快乐，这样的学习注定是低效的。

确立这一学科基础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母语的性质和母语教育的特点。长期以来，我们仅仅把母语看作语言的工具，小学语文教学更多地把自己的学科任务定位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上，殊不知，母语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对于一个儿童的生命个体而言，母语素养发展的过程也是他精神成长的过程。

要激发儿童学习语言的潜能，就必须确立文学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语言文字层面的任务、语言文化层面的任务都可以在文学教育的层面落实。让儿童阅读与他们的生命发展相应的童谣、童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童话、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历史故事、人物传记，进而在阅读中丰富情感，在阅读中学习语言，在阅读中学习表达。十年来，儿童阅读推广风起云涌，得到了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响应，实践证明，文学教育能有效地激发儿童对母语学习的兴趣，进而发展语言，确立自我，融入文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教育是儿童的文学教育，而不是儿童文学的教育。这里的文学教育包含了古代诗文、现代的成人文学和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毫无疑问，儿童文学应该属于主体部分。其他两个部分应该是有选择的，适合儿童的。

应该指出的是，如此突出文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加强儿童的文学教育符合儿童的心性，符合儿童母语学习的规律，也是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的基础工作。

3.以阅读为核心建构语文课程体系

《语文课程标准》是按照识字和写字、阅读、作文、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个部分来罗列各阶段的课程目标的。大多数教材也是按照这五部分齐头并进来构建体系的。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在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精神发展中，阅读是一个核心活动，应该以阅读为核心，以儿童的潜在需要来构建小学语文课程体系。母语教育的首要之义是用可亲的方式引导儿童回到母语温暖的怀抱。小学语文课程、教材和教师应该致力于把母语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带给儿童，让儿童在诵读经典、阅读名著、品味佳作的过程中，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快乐成长。听说写以及更多的语文实践活动都可以并且应该以阅读为核心而展开。

国际母语教育的经验，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儿童阅读推广的经验，都证明了没有保质保量的阅读，学生的语文能力就得不到保证和发展。我们的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应该充分突出阅读的核心地位，有条件的地区、学校、家庭应该为儿童打造更好的阅读环境，国家应该把优先发展儿童阅读放在发展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

4.探索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培训体制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职后培训体系也非常不完善，更多的是脱离实际的课程理论培训和过分强调教学技巧的技能性培训。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我们的教师培养、教师培训应该首先唤醒教师对母语的热爱，发展他们语言的感受力和表现力，然后才是教育素养、教学技巧的训练。

十年来，亲近母语课题组通过建立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如一年一届的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小范围的专题研修（如每年暑期的种子教师研习营），地区性的推广平台（如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训会），建立总课题组的研究共同体（大量阅读、资源共享、分项目主题研修和合作发展等机制），实验研究和探索（如实验指导，在实验中阅读、实践和反思），初步摸索了培养文学素养和理论素养，懂得儿童心理，具备较好教育素养和教学技巧的儿童阅读种子教师和小学语文优秀教师的基本机制，建立了较丰富的师训课程。

儿童阅读课程构建研究

亲近母语实验研究将阅读课程分为诵读、精读[2]、略读和浏览四个层面，并积极探索儿童阅读课程和小学语文教学的结合。

亲近母语的“十一五”“十二五”课题研究重点在诵读和略读的课程研究，这里重点总结在诵读和略读层面的课程构建。

儿童诵读课程

1.关于诵读

诵读，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出文本，是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活动。诵读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中重要的学习方式，在传统意义上，诵读包含念、诵、吟、唱四个层面。在现代教育中，诵读主要指念、诵两个层面。从古到今，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形式，作为儿童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积累高级语言、培养良好语感的最好方法和途径，一直受到重视，在语文教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亲近母语研究中，诵读包含朗读、朗诵、吟诵、背诵四个层面。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诵读对于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精神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诵读的功能在于：

①是一种阅读形式，帮助儿童将书面语言转化为口头语言，更易于儿童理解和记忆；

②是一种阅读能力，帮助儿童积累高级语言、培养良好语感；

③是一种生命活动，帮助儿童提高专注力、培养定力和静气，开启儿童的智慧；

④是一种精神的仪式，帮助儿童形成生命的节律。

2.亲近母语诵读的基本理念和诵读的内容

基于对儿童诵读功能的认识，亲近母语课题组确立了儿童诵读的基本理念。

起点：儿童的生命和感受。

意义：让儿童的生命与本处、高处、远处的生命（自然、圣贤、崇高……）建立联系和对话。

目标：丰富儿童当下的生命，体会母语的美好和生命的奇妙，走进更开阔光明的精神空间。

内容：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儿童、为了儿童。主要从两个方面去选择：①思想价值上的经典文本；②语言表达的经典。主要选择经典的诗性文本，包含中外经典的童谣和儿童诗、中外经典的现当代诗歌、中国古代经典诗文。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很多文化学者和教育人士呼吁儿童读经，十多年以来，全国不少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对于儿童亲近传统文化、促进语文教育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读经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缺乏现代意识，过分放大了经典的作用，漠视儿童当下的经验和情感。

亲近母语的儿童诵读是从童谣童诗开始的。童谣和儿歌是最符合儿童生命节律的语言形式，可以说童谣和儿歌就是孩子们的语言，就是孩子们的世界。儿歌的主要形式，如摇篮曲、游戏歌、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谜语歌、颠倒歌、时序歌、字头歌等在我们的诵读内容中都有呈现，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在诵读童谣儿歌的同时，激发自己的生命体验，感受儿歌、童谣的形式美，形成良好的语感，领悟民族文化的灿烂。

儿童诗是“浅语的艺术”，它表现了儿童的情趣、灵性和体验，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体现着儿童的心理与意识，其中所透出的儿童活泼的天性、不受拘束的幻想，及其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情绪，使儿童诗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魅力。这部分内容我们安排在各个学期，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步加大诵读的比例。

过程：缓坡而上，由浅入深。亲近母语课题组依照这些基本理念，编选了课程化的儿童诵读教材——《日有所诵》。2007年，自该教材公开发行以来，已有超过千万的儿童，在教师和父母的带领下诵读，这对提高儿童的语文能力和母语素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年级编选内容：童谣儿歌，附录为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童谣儿歌。

二年级编选内容：童谣儿歌、儿童诗、唐诗、“晨读对韵”，附录为《三字经》节选。

三年级编选内容：泰戈尔《飞鸟集》节选、儿童诗、现代诗、儿童散文、唐诗，附录为《老子》节选。

四年级编选内容：纪伯伦《沙与沫》、儿童诗、现代诗、唐诗，附录为《论语》节选。

五年级编选内容：泰戈尔《新月集》节选、外国散文、儿童诗、现代诗、唐诗、历代诗歌、唐宋词，附录为《孟子》节选。

六年级编选内容：外国散文、现代诗、少年诗歌、唐宋词、元曲小令、古代寓言、格言集萃。

3.亲近母语儿童诵读的实施

亲近母语的儿童诵读课程实施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施原则。

实施原则包括反复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和模糊性原则。反复性原则，是指诵读与其他阅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需要不断重复，而不是一次两次的阅读。大多数的文本需要儿童多次甚至超过十次的朗读，最终达到背诵或者熟读，这就是反复性原则。连续性原则，是指诵读需要不断连续的阅读，而不是阶段性的，对于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儿童而言，需要不间断地“日有所诵”。模糊性原则，是指大多数的诵读文本对于儿童来说，并不是马上可以全部理解的，而是需要在成长过程中，甚至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去逐渐体悟的，诵读时不应该像精读文本那样要求儿童立刻全部理解，而应该秉持“熟读成诵，不求甚解”的原则，让孩子们读起来，背下去。

第二，实施时间。

亲近母语课题组针对目前的学校教育状况，提出了“灵活处理，化整为零”的实施方案。诵读可安排在早晨、课前和其他时间进行，但诵读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晨读”时间。亲近母语课题组提倡每天儿童背书包进校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诵读，每天的清晨从诵读开始。从诵读符合儿童生命需要的经典开始，将非常利于儿童培养语感、积累语言、形成生命的节律。

第三，实施措施。

“熟读成诵，不求甚解”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做指导，其实诵读也是需要适当指导的。儿童诵读主要的教学方式是让儿童多次反复地诵读，在诵读中指导儿童逐渐达到正确、流利、有感情，熟读成诵。诵读指导的关键在于让儿童在反复的诵读中，逐渐理解文本的意义，抓住文本的不同特点，领会文本的意境。不同文本的教学目标和诵读指导不同。

在教学层面，有关诵读的方法，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泛读和仿读。另外，我们考虑到韵语的音乐性，还适当加入了一些歌唱的形式，如对读，你读上句，我读下句；师生对读，生生对读。同时提倡让儿童用身体参与学习，让儿童充分自由地感受语言的韵律，让身体跟着舞蹈。实验证明，这是儿童所需要和喜欢的。

略读课程

1.略读课程的历史沿革

1929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在第二大项作业类别中将阅读（当时称为“读书”）分为精读的和略读的。

精读的——选用适当的教材（由教员选定读本，或师生共同选定课文）诵习研究，多由教员直接指导，以使儿童由兴趣而欣赏，由理解而记忆。重在质的精审。

略读的——利用许多补充读物参考书和其他儿童图书，分配工作，指导读法，让儿童按期概览，再由教员分别考查，并和儿童互相讨论。重在量的增加。

《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明确提出了“略读课程”，并在第一大项“目标”中表明精读和略读的内容：学习平易的语体文，以增长经验，养成透彻迅速扼要等阅读儿童图书的能力；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

可见，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略读，而且特别重视儿童文学的阅读。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8月公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在第一项“目标”中，这样表述：使儿童通过以儿童文学为主要形式的普通语体文的学习、理解，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

1954年，在叶圣陶主持下讨论通过并公布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中，在第一项“小学语文课的目的、任务和内容”中，提出要对儿童进行“祖国语言的教学……并培养他们对祖国语言的爱好”和“祖国文学的教学……培养他们对祖国文学的爱好”，并在“阅读”一项中，明确指出：

“我们儿童文学作品不多，一般文学作品适合儿童阅读的也很少，为儿童写作的自然、地理、历史科学知识的读物更少。因此，编选适合以上标准的阅读教材是有不少困难的，解决的办法如下：一、组织文学家、儿童文学家、科学家、科学通俗化工作者替我们撰写……”

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次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当时一批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科学家、学者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当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单篇的《神笔马良》（洪汛涛）、《小马过河》（彭文席等）、《小蝌蚪找妈妈》（方惠珍、盛璐德），这些作品都先后被选入语文教材，到今天依然是教材中的传统篇目。整本书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小兵的故事》（儿童诗集，柯岩，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野葡萄》（童话集，葛翠琳，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宝葫芦的秘密》（长篇童话，张天翼，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高士其的科学童话；林汉达的历史故事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书很快进入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儿童可以顺利地读到。

1955年秋季，在几个省市的部分小学试行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以及以后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有明确的课外阅读的论述，但都作为课内阅读的补充，课内阅读在“红领巾教学法”的模式下，逐步走向程式化、模式化，课外阅读的指导缺乏明确的目标、实施时间、实施措施和实施评价。更重要的是，随着思想教育的不断强化，语文逐渐沦为教育的工具，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视越来越少。小学语文教学逐渐走向一本教材就等于语文课程的全部，教材本身也逐渐远离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精神发展的倾向。

新时期拨乱反正以后公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虽然也延续了以前教学大纲对课外阅读的论述和重视，也有不少优秀教师在一线做了大量的探索。但实际上，多年来，小学语文教学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的樊篱；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应试教育的不断升级，在工具论的认识下，语文教学又很快陷入语文教育就等于“语言文字训练”的怪圈，语文教学对儿童教材之外的阅读基本缺乏指导，整本书的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基本“缺席”。

从“略读”到“课外阅读”，虽然看上去似乎都是在课内阅读之外的，精读课程以外的阅读，但是在课程上的区别却是巨大的。

首先，略读在课程之内，必须有实施目标、时间和措施；而课外阅读却是在课程之外的，最终会沦为“无人管地带”。中国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其损失也是巨大的。

其次，对于略读课程，教师有推荐、指导的义务，实际上定位为“略读课程”时，都明确将儿童文学作为主要的阅读材料，相应的课标都明确教师要在学生阅读后组织学生讨论和交流，并进行一定的考察，而课外阅读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指导的要求，但却是含糊、不明确的。

2.略读课程的意义和功能

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略读课程对儿童来说，有以下意义。首先，略读是提高儿童语文能力、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重要途径。其次，略读是对儿童进行文学教育的重要渠道。课内阅读和语文教材担负着儿童语言发展的多重任务，如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等，但儿童的文学教育却不仅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担负着发展儿童的感受力和情感，提高民族的精神素养的重要功能。最后，略读能扩展儿童的阅读经验，是儿童获取知识、发展认知和拓宽视野的重要途径。

3.略读课程的内容

根据儿童语言发展的需要，亲近母语课题组经过研究，主要把图画书和文字的儿童文学以及适合儿童阅读的历史、地理和科学读物作为略读课程的内容，以儿童文学的阅读为主体和核心。

（1）图画书阅读

图画书是用图画和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和文的完美合奏，在儿童阅读的开始阶段，因为识字量有限，儿童需要借助图像来认识外物。图画书是儿童早期阅读最合适的书。同时因为图画书的容量限制，图文并茂的特征，一般优秀的图画书都具有诗和音乐的特征。

图画书的阅读对于儿童来说，有着多重意义：①培养文学欣赏的情趣；②发展语言的重要凭借；③培养艺术欣赏的能力。

（2）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

阅读文字的儿童文学的意义：①一定长度、一定难度的阅读，是儿童阅读能力提高的必要条件；②获得阅读的快乐，进而丰富情感，发展语言；③培养儿童的文学审美情趣。

儿童文学作品整本书进入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整本书阅读一直在语文教学体系中“缺席”，儿童的阅读缺乏指导，放任自流。而对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课堂教学的作用可能远远赶不上儿童阅读的作用。所以，重视儿童的整本书阅读，将适合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语文教育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儿童百科读物

儿童百科读物通常指狭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之外的历史、地理、科学等读物。

阅读儿童百科读物的意义：①拓宽儿童的知识面，打开儿童的视野；②帮助儿童更好地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③激发儿童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我们根据多年的探索，研制了基本的儿童阅读推荐书目和很多有针对性的阅读书目。书目研发由丁筱青老师牵头负责。儿童阅读推荐书目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工程。多年来，亲近母语课题组搜集、整合国内外优秀的少儿图书，形成了自己专业的少儿图书数据库。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研究中心从课题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儿童阅读的现状，将儿童文学的教学引入课题实验，将大量少儿图书放置到教育的第一线，反复推敲、不断修正，逐渐形成了专业、系统、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儿童阅读推荐书目。

儿童阅读推荐书目涵盖了儿童成长的各个年龄阶段。幼儿部分包括0～3岁、3～6岁两个大的阶段。小学部分则根据不同年级的阅读需要做了细致的划分。针对每个年龄段里，诵读、图画书阅读、文字的儿童文学阅读、百科阅读等都做了系统的区分，在力求符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的同时，为儿童提供全面、系统的阅读服务。学校、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儿童的阅读与教师、家长的阅读紧密相连。亲近母语儿童阅读推荐书目为深入推广儿童阅读、打造儿童阅读的良好环境，形成儿童阅读的良性循环，将教师和家长的阅读成长纳入研究体系之中，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除了儿童的推荐书目，教师推荐书目与家长推荐书目同样是亲近母语儿童阅读推荐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推荐书目与家长推荐书目侧重于教师和家长在儿童阅读领域的认识与成长，为教师与家长群体的儿童阅读指导提供必要的支持。

除了按照年龄来推荐的基本书目外，亲近母语课题组还根据实验的需要，研制了适合各个项目需要的专项书目。例如，各年级大声读的书目，各年级适合读写互动的书目，各年级适合全班共读的书目等。

具体成果详见亲近母语儿童阅读推荐书目。

4.略读课程的实施形式和策略

（1）图画书阅读

图画书引进小学语文教学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文学欣赏课。基本模式为读前交流—读中交流—读后交流。读前交流贵在简洁，重在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激发儿童的阅读期待，一般可从图画书的封面阅读开始。读中交流一般可由教师讲述图画书，并适时指导儿童阅读图画，体会一些细节和空白，但总体来说，读中交流不能打破作品的完整性，停顿不宜过度，提问不宜频繁。读后交流很重要，一般来说，话题设计应该从儿童的阅读体验出发，话题不宜太多，不宜超过三到四个，话题应有一定的层次性，帮助儿童厘清图画书的思路，体会图画书的意趣，欣赏图画书的艺术性。

第二种类型，读写互动课。基本模式为阅读欣赏（指导读）—指导写作—仿写—交流和评点。因为图画书一般比较符合儿童的心理，而且图画书的表达比较有趣味，孩子易于模仿，所以很适合作为读写互动的材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图画书都适合作为读写互动的材料，只有那些不仅内容能够打开儿童的心扉，表达上也便于学生模仿的作品才更适合作为读写互动的图画书教学文本。

第三种类型，阅读拓展课。基本模式为阅读欣赏—活动指导—活动展示。因为每本图画书适合阅读拓展的点不同，所以阅读拓展课是很丰富多彩的。特别是在幼儿园教学中，这类课非常适于开展。可以在阅读欣赏后让孩子说话；也可以组织音乐活动，如《鼠小弟和音乐会》；也可以组织美术活动，如《小蓝和小黄》；也可以让孩子们做图画书的戏剧表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还可以进行图画书的主题拓展活动，等等。

（2）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顾名思义就是以班级为单位，有计划开展的读书活动。和一般的课外阅读和自由阅读相比，班级读书会有着明显的优势：①伙伴共读，全班共读一本书，伙伴之间可以分享阅读的乐趣和体会；②师生共读，但在班级读书会中，教师更像是一个有一定高度的读者，更易于师生之间的阅读分享和教师的阅读引导；③一种深度阅读，与儿童自主阅读相比，班级读书会通过阅读分享和交流，可以实现深度的阅读。

班级读书会的实施策略：①主要选择经典的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主要特点是能够打开儿童的心灵，能给儿童以精神上的滋养和愉悦；②语言经典，有助于儿童在阅读的同时进行丰富的语言积累；③有一定的挑战性。

表4-1、表4-2是岳老师的实验班选择的班级读书会的书目。

表 4-1 二年级上学期班级读书会书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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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二年级下学期班级读书会书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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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过程和师生角色：现在不少教师把班级读书会理解成是一节读书交流课，其实班级读书会的组织是一个过程。从把要阅读的书推荐给学生，到学生自主阅读，再到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交流，到学生读后的阅读交流课（并不一定就是一节课，可以是几节连续的阅读交流课）。

每一次班级读书会意味着一次围绕一本书的意义建构。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阅读，并且去吸收、搜集和分析有关的情感信息、语言信息和知识信息，要把当前的学习内容尽量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体会。联系和体悟是意义建构的关键。

在班级读书会中，传统意义的师生角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师的角色是儿童的高级伙伴或合作者。教师的作用从传统的传递知识的权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阅读分享者、引领者。为使学生的意义建构更为有效，教师应尽可能组织协作学习，也就是围绕阅读内容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学生的角色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经验、精神的积极建构者。学生要用探索法和发现法去建构自我，在阅读和领悟文本中，丰富自己的感情，发展自己的语言，完善自我。

话题设计和氛围营造的技巧：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

班级读书会中，教师通过氛围的营造和话题设计，让学生展开讨论，彼此分享阅读的感受，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完成本次学习的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班级读书会和传统的语文教学相比，儿童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儿童的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在特定场景下的真实写照。因此，班级读书会更应关照学生所处的生活实际，着力打通书本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精心选择两者之间的联系点，帮助学生跳出书本看生活，使他们获得更多的人生体悟，真正完成基于每一个个体儿童的意义建构，真正发挥文学教育应该起到的作用。

氛围营造和话题设计是班级读书会成功的关键，通过共读氛围营造，要着力于真实集中再现作品的情境，着力于让儿童进入文学作品用语言营造的精神空间。再建设一个该群体的话语新系统，也就为成员间的交流讨论提供了一个共有平台。每一个个体将各自不同的背景投影于同一个文本、话题，其间的认同与碰撞、互动与融通将得到最大效应的同化。

班级读书会作为略读课程的典型，话题设计最为关键。话题设计应该从儿童和文本的结合点出发，寻求对话支点。读书会的理想状态是形成“人与人、人与作品、人与环境”的立体对话。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关键是要选择好话题作为联结各维度的纽带。

因为是略读课程，话题设计一般应确定一定的主题，而不应该面面俱到。“主题”应建立在文本与儿童感受的交叉处、共通点上。

例如，《一百条裙子》文本主旨丰富，班级读书会时若做散点交流，势必点多力薄，难有进展。从学生角度考察，贫苦女孩旺达的生活际遇为学生所同情，而其人生态度则应为众人所拥有。基于分析和推敲，周益民老师从人与自我关系构建的角度出发，决定聚焦“别处的生活”这一“主题”，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主题”需要通过话题才能抵达。话题是“主题”的分解。围绕“主题”，话题群应该呈现严谨的阶梯式逻辑关系，每一个话题的完成都应该成为抵达“主题”的一次逼近与累积。话题群之间的关系，应该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从已知到未知、从浅显到深入，后一个话题成为前一个话题延伸、深化的自然，形成链状或梯状结构。

亲近母语理念下的传统文化教育

1.亲近母语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

儿童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一个儿童成长为最好的自己，并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成为完整而有智慧的人。传统文化教育也应服务于教育的整体目标。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而是应该丰富当下儿童的生命体验，让他们小小的生命之流，逐渐汇入民族之源，将来更好地融入族群，增强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并打下扎实的中国根基，未来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血脉，为人类更好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创造和可能性。

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坚持儿童性。儿童时期是独特的生命阶段，有着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传统文化教育要与儿童的生活相连接，用符合儿童的心性和特点的方式，更多采用艺术的手段和体验的方式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坚持当代性。要防止文化激进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不是为了否定今天，而是为了让今天的儿童拥有幸福的童年、良好的教育。适合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建立与儿童生活的连接，这样儿童才能更好地体验和理解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坚持世界性。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让儿童沉湎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辉煌里，而是为了让他们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所以在进行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必须让儿童拥有广阔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以使他们能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备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2.亲近母语关于儿童诵读的课程构建和实践——诵读和吟诵适合儿童的经典

对传统经典的诵读和学习历来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生必背的古诗词，不少学校在实践中有不同程度的拓展。经王财贵先生的倡导，读经教育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催生了很多私塾和书院。前段时间关于深圳梧桐山的私塾被质疑的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和读经教育、经典诵读的倡导者们只让儿童诵读蒙学、古诗文、四书五经不同，亲近母语的诵读是从童谣诵读开始的。作为亲近母语儿童诵读教材的《日有所诵》，承载了亲近母语儿童教育的理念，以及对儿童母语学习、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理解。《日有所诵》以儿童为本位，服从儿童发展，尊重、满足儿童对于“形象”“韵律”的需求，从童谣开始，六年一贯，日不间断，缓坡上行。

传统童谣是对儿童最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素材。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吱，叫奶奶/奶奶不肯来/叽里咕噜滚下来。

——《日有所诵》一年级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童年记忆里的歌谣，不仅带给儿童母语的韵律，也带给儿童幽默和快乐。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日有所诵》二年级

这是最好的传统节日节俗教育，比生硬的知识传授有色有味，有画面有喜悦。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耕牛遍地走。

——《日有所诵》一年级

这是最好的节令教育，用母语的歌谣和韵律，和儿童的生活感受相连接，展现了节令和大自然的变化。

四书五经是传统文化，但在亲近母语看来，这样的传统童谣是更适合儿童的传统文化。让儿童诵读符合他们生命节律的童谣，在日不间断、充满韵律感的诵读中，培养儿童的语感和静气，并让诗性的语言转化成儿童的精神气质，继而慢慢浸润孩子的心灵，养成他们生命的节律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当然不仅仅是传统童谣，《日有所诵》还编选了适合儿童的古诗词、古文以及一些传统经典，给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诵读。在编选和诵读教学中，我们都强调教师要注重这些传统文化文本和儿童当下的生命感受的对接。

亲近母语课题组认为，古典诗歌的学习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只让儿童死记硬背古诗文并不合适。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孩子们学习古诗最好从吟诵开始，因为只有吟诵才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古诗的含义，体会到汉语的音韵之美。她和著名诗词学者田师善先生合作，为儿童编选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择选了一百首适合儿童诵读吟诵的古诗，并对每一首古诗做了注释和导读。更珍贵的是，选入的每一首诗歌都是由叶先生亲自诵读或吟诵的。2012年春节后，亲近母语课题组特别邀请叶嘉莹先生为全国的小学语文教师做了三天的古诗吟诵讲座，针对诗歌的各种体裁为小学教师们做了详细的指导，并结集成《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出版。

2010年，亲近母语邀请了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和叶嘉莹先生做顾问，著名吟诵家徐健顺、陈琴老师为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儿童吟诵教材《我爱吟诵》，并多次邀请徐健顺老师开设吟诵工作坊，培养吟诵推广和教学方面的人才。薛瑞萍、朱爱朝、曹亚男、孔晓艳等一批教师在教室里带领孩子们每天吟诵古诗。孔晓艳老师在她的教育叙事中写道：“吟诵是中国的传统读书方式，用吟诵的方式进行古诗学习，孩子们会注意到拉长和急促的声音，并去体会其含义，寻找除了理解字面意思之外的解诗途径。课堂上，我带着孩子们标出平仄后，会连续三遍、安静地听播放器中的吟诵调，然后边听边用手比画平仄三遍，再小声跟吟三遍，学会吟诵的调子后，再让孩子们分句安静地聆听——说说从声音里听懂的东西。”吟诵成了孩子们亲近古典诗歌，走进传统文化的可靠而兴味盎然的途径。亲近母语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学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华吟诵周，并在全国各地举办吟诵讲座，对儿童吟诵在小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0年，亲近母语课题组创办首届儿童母语教育论坛，以“小学语文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深入探讨儿童本位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具体研讨古典诗歌、四大名著、国学启蒙、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文本的教学方式，引发了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做好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讨论。

3.亲近母语的传统文化系列课程——在体验中感受，用艺术的方式实践

传统文化教育仅仅只是诵读经典吗？当然不是。亲近母语构建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课程，包括亲近汉字课程、节日节俗课程、老故事讲述课程、自然笔记课程、儿童禅修营、传统文化体验营，等等。

结合着节日节俗节气节令，亲近母语课题组研发了系列的活动体验课程。例如，元宵灯会、中秋亲子会、端午聚会等。在元宵灯会，我们会给孩子们讲述元宵节的故事，让孩子们猜灯谜、学做灯笼、提灯夜游、亲手做汤圆，还会让孩子们诵读、吟诵有关元宵的诗歌，孩子们在诵读、游戏和体验中自然而然地了解了节日节俗。

亲近母语总课题组的朱爱朝老师是这样给孩子们讲二十四节气的。

圆圆的房子

“对于太阳父亲，大地母亲，我们的祖先对它们的了解是非常缓慢的。饥荒是常客。为了让植物更好地生长，我们的祖先在想办法找太阳运行的规律。二十四节气，就是我们的祖先找到的太阳运行的规律。”

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地球围绕太阳的轨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的。我们终年在大地上耕种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将太阳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用二十四节气记录下来。

“地球围绕太阳的路径，是圆圆的。”我在黑板上画下一个圆。

“我们的祖先发现，有一天在一年当中非常特别。从这一天开始，白天会越来越长，阳光会越来越强，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这一天，是春分。”在圆圈上定下“春分”的点，标上“0°”。

“春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都是十二小时。一年当中，还有一天白

天和黑夜也是一样长的，这一天在秋天。”孩子们看我在“0°”的对应点上标“180°”，立马接上“秋分”。

“二十四节气，都住在这座圆圆的房子里。每移动15°，一个新的节气就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为节气找位置。”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我们提倡教师为孩子们选择并讲述合适的中国故事。在为儿童研发的文学教材——《我的母语课》中，我们特地为孩子们设置了中国故事系列。例如，一、二年级的民间故事、英雄传说、节日故事，到三、四年级的四大民间传说、中国寓言、中国神话、名胜传说，到五、六年级的历史故事、中华先贤故事，我们力求用故事的形式，在文学的阅读中，让儿童初步感受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华文化。

亲近母语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程构建

这个研究项目起始于“十一五”课题研究，主要由岳乃红老师在维扬区实施。自2007年9月正式启动课题研究，至今已三年。三年中，他们不断摸索，初步形成了以“阅读”为核心，以“儿童”为本位的小学语文课程构架，探索出一些符合儿童年龄特点，且能展现文本特点的儿童文学阅读指导策略。这个课题是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所有研究的集大成，它将十年来儿童诵读、课内精读、图画书阅读、儿童文学整本书阅读、读写互动等研究的成果具体运用到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去。图4-1是他们所设置的语文课程结构。

[image: ]

图4-1 语文课程结构图

课时划分：5节教科书教学+3节语文特色课程（图画书阅读、整本书阅读交流、读写互动各1课时）。

化整为零课程：一是坚持“日有所诵”；二是教师每天大声朗读儿童文学作品10～15分钟，用“整本书阅读交流”（1课时）的时间对一周所读内容进行指导、讨论。这类课程内容虽然不占用语文课时，但是也能起到促进儿童母语能力提高的作用。

三年来，孩子们共诵读童谣、古诗、《三字经》（节选）、晨读对韵、儿童诗等近400首（篇），阅读图画书近100本，听读儿童文学整本书24本，再加上孩子们平时的自主阅读，累计人均阅读量达350多万字，已经远远超过《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小学六年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45万字的要求。而真正让我们感到喜悦的是，孩子们对阅读的喜爱，他们在阅读中被激发出来的童心、智慧和超凡的想象力。

这项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革命，它打破了现有语文课程“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格局。虽然研究时间还不够长，在理论探究和课程构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这个项目是亲近母语十年来研究的深化，“十二五”的研究将集中课题组和专家、实验教师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将这个项目的实验推向深入。

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规划

亲近母语课题研究和实验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

需要系统建构理论体系

对各国母语教育尤其是儿童阅读和母语教育的结合研究需要进一步积累资料。对儿童文学对儿童语言和精神发展的影响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课程构建层面

在实践层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少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思想还未真正得到解放，实验的开展需要我们进行更扎实有效的实证研究，用更具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实验的效果。实验教师的培养也是重点工程，亲近母语正在探索，以求建立更完善的教师培养机制，促进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并把先进的教育教学观念真正转化为课程构建的能力，转化为课堂中的教学行为。

教师培养层面

在实验的推广层面，因为亲近母语是一个民间科研机构，受传统思想和现有体制的影响，实验的推广遇到相当多的阻力，要让更多的儿童享受儿童阅读和母语的温暖，需要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坚韧的努力。

摘要 Abstract

Childhood is a special period in one’s life.Every child has his/her unique, complete and open minded spirit; every healthy child owns a heart with absorptivity; every child has the potential of language learning.The process of children reading is the period that children can constantly enrich their inner language, recognize and develop themselves.In order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can completely bath in mother language where they can fulfill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growth of language and spirit in the worm hug of their mother language, the team of Hug Chinese thinks that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children with suitable, abundant and high quality reading classes to arise children’s potential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self-development through narration, instructions of daily reading and reciting, intensive reading and skimming as well as learning expressions from reading and creating appropriate atmosphere to encourage them to share and communicate.

Key words:

hug chinese; children reading; child-orientation; children’s daily reading and reciting classes; skimming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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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近母语总课题组

[2] 主要是指小学语文教材的教学，也指虽在教材之外，但特别适合儿童精读的文本的教学。


第二部分双语课堂的实践



第5章 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概述



The Study of English Immersion Instruction Experiment in China

[中国]杨志红（Zhihong Yang）[1]

[中国]强海燕（Haiyan Qiang）[2]

英语浸入式教学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对英语语言艺术及其他部分学科进行教学，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其兴起与当时国家的社会需求、经济变化和竞争力的吁求、知识和科技的创新性诉求、英语语言教学自身的困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研究者们在对中国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数学、汉语学科成绩等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明显要强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同时，就汉语和数学成绩而言，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表现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表现基本相当，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汉语及数学学科成绩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对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英语阅读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对英语阅读有预测作用。基于以上关于浸入式研究的积极结果，我们对中国英语教学提出了几点建议。

阅读焦点

·对英语浸入式学生来说，英语语言意识对其英语阅读有重要影响，英语语音意识越强，则其英语阅读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英语快速命名对其英语阅读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英语浸入式教学，学术成就，英语，汉语，数学，阅读与认知技巧

“浸入式（immersion）”教学是指以学习者非母语的语言作为直接教学用语（school language）教授学科知识的一种教学模式，是对传统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革新。这种教学法创始于加拿大，最先实施的是法语浸入式教学，即以法语作为语言媒介（medium of instruction）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进行教学，学生主要通过学科内容而不是正规的语言教学来学习语言，学生在校期间始终“浸泡”于第二语言——法语的语言环境之中（intensive exposure to French），目的是熟练掌握英法两种语言。中国借鉴了加拿大的法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在幼儿园、小学开展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进行英语学科和其他部分学科的教学。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的背景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产生都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科技抑或先前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自身的缺陷等因素相关。中国英语浸入教学的产生、兴起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社会需求、经济变化和竞争力的吁求、知识和科技的创新性诉求、当时英语语言教学自身的困境以及教育政策的支持等都是英语浸入式教学兴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就社会需求因素而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就已将现代化以及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为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得到加强。发生于1992年的南方谈话勾勒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图景，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1993年，中国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鼓励国际合作。而于1993年出台的新的教育方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育要与经济建设相联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这些方面的发展、变化明晰了英语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经济变化和竞争力的吁求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而且，第三次科技革命作为动因使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英语是各领域所使用的语言，是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因此，英语处于极度的被需求之中，且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表现得尤为显著。至此，英语被认为是架起国家及国人与外界的桥梁，国家公民的英语能力也成为其能否在全球市场上站稳脚跟的首要条件。同时，精通英语也成为个人竞争力得以强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关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性诉求因素。当第三次科技革命步入20世纪末时，知识和技术就已经获得了急速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英语转身发展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同时，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也离不开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信息收集和积累，而英语是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媒介语。因此，要实现创新，要谋求发展，实现稳步前进，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四，就英语语言教育自身的困境而论。基于以上社会、经济和科技领域体现出来的英语的重要性，人们开始审视现行英语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英语教育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批评和责难。1985—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对英语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英语教育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并认为英语教学关注的是知识的灌输和告知，而不是发展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尤其是交际能力。20世纪90 年代，英语教学改革不断涌现，交际性教学方法深受英语教师的欢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英语课堂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实质性的变化，口语交际技能并未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学生缺乏与本族语者进行沟通、互动的能力。然而，在当前这种新的经济秩序下，社会急需能用英语进行交际、沟通的人才，改善学生的英语交际技能成为教育专业人士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五，教育政策的支持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0 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文件以支持英语教学理念改革。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将理论应用到实践”的思想，强调结果为本的改革方式，鼓励学者、专家对英语教育进行有效的实践方法的自由探究。

上述中国情境所折射出的英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鼓励和支持，致使大批中国学者寻求提高英语教学效果，尤其是改善学生交际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法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应时势所需，被一批中国学者引入国内作为改善当前英语教育现状的方法。因此，在对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进行阐述之前，有必要对法语浸入式教学进行简要介绍。

法语浸入式教学的发展过程

在加拿大，法语浸入式教学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伦多的法语学校。然而，法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得以发展壮大的真正推手则是魁北克圣兰伯特的一所小学学校。

1963年，由于意识到其所在地区英法双语的重要性，以及对当时法语语言教学的不满，一个由以英语为母语的12个父母亲组成的团体决定采用此种方法来提高英裔小孩的双语能力。这些有远见的父母们设计了一种名为“语言浴缸”（language bath）的项目来取代传统的“核心”法语项目。1963年10月，因其内涵不够丰富、精致而不足以体现学校教育的意蕴，“语言浴缸”被“语言浸入式”所取代（Peritz，2006）。至此，圣兰伯特的家长们开创的这种第二语言教育方案被称作语言浸入式教学。

圣兰伯特的法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轰动，甚至被称为是一场“静悄悄的语言革命”（quiet language revolution）以及专业化的语言教育最成功的项目。

由于圣兰伯特学校的法语浸入式实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产生的极大反响，语言浸入式教育计划在加拿大发展迅速。根据“法语学习加拿大家长协会（Canadian parents for French，CPF）”所提供的数据，2004—2005年，法语浸入式学生的总人数为300628。除了在国内的发展、扩张，2003年，CPF的一个报告详细提及了加拿大浸入式项目“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境况。例如，美国进行了西班牙语浸入式教学以及法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芬兰用瑞典语进行浸入式教学实验，等等。

浸入式教学理论

浸入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尽管浸入式教学模式的产生源于加拿大一群学生家长的思想，但在其思想付诸行动之前，他们咨询了一些教育学者、语言学者和心理语言学者的建议，使得浸入式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包括语言习得理论、内容型教学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语言课堂中的互动假设。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

首先，克拉申（Krashen，1983）提出的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两个基本假设对浸入式项目具有巨大的理论基础价值。其一，克拉申的习得性学习假设认为，通过与本族语者进行真实性的交流，第二语言学习者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获得语言，这种潜意识的语言习得与儿童第一语言的习得极为相似。这个理论将语言学习的两种方式进行了区别，即此习得性学习假设与在早期学习阶段进行的正式语法学习和明确的错误纠正不同，后者往往被认为不利于发生语言习得。 而且，克拉申认为即使在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中，如果教师能够为语言学习创设一种自然的情境，习得也能发生。这和浸入式项目寻求模仿与第一语言习得相似的自然学习过程不谋而合（Genesee，1984），浸入式教育的支持者认为学习者应该能在像儿童习得第一语言的自然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自然的学习过程是浸入式项目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二，克拉申提出的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sis）为浸入式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教学理论方面的给养。他指出，教师输入知识的量会影响学生的语言习得，并认为只有当学生理解了教师所提供的输入的意义时，语言习得才会发生。而且，他还论证说，当信息的意义被理解时，也就自然获得了语言的结构，因此，他建议不必进行直接的语法教学。同时，他还认为，即使学习者没有产出语言，只要一直处于一种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的语言环境中，习得也会发生。然而，此教学原则在浸入式课堂中也得到广泛的实施（Genesee，1984；Snow，1990）。

其次，斯温（Swain，1996）提出的“可理解性输出（comprehensible output ）”同样为浸入式教学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斯温认为输入假设理论存在不足，它忽视了语法教学和语言输出，认为仅语言输入不能实现学生的二语习得。而且，在对浸入式学生的语言成就进行研究之后，她发现浸入式学生的语言水平并没有达到本族语者的水平，尤其是在语法结构方面。据此，她提出了可理解性输出假设，认为语言习得的成功，可理解性输出同样不可或缺。她声称，只有在可理解性输出产生时，学习者才有可能实现语法上的流利性。因此，她建议教师在课堂上应该给学生提供机会进行语言输出。而这也正是浸入式教学模式在课堂上一直践行的一种做法。

第二，内容型教学理论（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由于浸入式教育的目标是在促进学生第二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不影响其第一语言及其他学术科目的成就。因此，内容型教学被认为是实现该目标必不可少的策略（Genesee，Met，& Snow，1989）。它使得第二语言教学与内容教学的融合在实现第二语言能力和课程认知的同时发展得以合理化，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融合概念的理论根基有以下几点。

首先，基于语言和认知发展同时发生的理论，借助第二语言进行内容教学可以促进语言和认知的成长，而不会致使两者相离（Genesee，1987；Genesee，Met，& Snow，1989）。其次，应该在有意义的情境中学习第二语言，这样更易于第二语言的发生。而学科内容为有意义、有目的和有趣的交际提供了基础。最后，通过内容教学，学生可以学习到科目领域内的第二语言术语（Genesee，1987；Snow，Met ，& Genesee，1989），内容和语言的融合能够提高不同领域的语言使用意识和合适性。

第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 Theory，Lev Vygotsky）。

语言和思维是通过有意义的交际和社会互动而获得发展的，其体现于浸入式教学中使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以进行有意义的交际。

在社会情境中，儿童会进行一个内化的过程，建构新的语言以及组织新的思维以便和周围的人进行互动。交流的需要激发了语言产出和自我反思，而这恰恰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者维果茨基进一步强调了学习过程中的互动和教师的作用。他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概念（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认为教师应该通过提供有意义的情境、鼓励真实的交际以及安排合作性活动，以创造最近发展区来实现最大化的学习。在浸入式教学中，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教师和同伴互动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产出。

第四，朗（Long，1983）提出的互动假设理论（interaction hypothesis）。

互动假设理论体现在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对学习者语言习得的影响之中。该假设也强调可理解性输入的重要性，致力于研究如何使输入变得可理解，进而促进语言习得。朗认为有三种途径可以使语言输入变得可理解：简化输入；利用语言和超语言语境；修正、调整互动结构。朗还强调互动也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必需的元素，他从心理机制的角度，详细解释了互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例如，首先，互动有利于语言/形式功能的投射（Form-Function Mapping）；其次，互动有利于提高对语言输入中的语言信息的注意力，等等。而且，他还就此假设，语言准确性的发展不是与语法教学和传统的死记硬背相连，而是与互动性的交际呈积极的相关。

浸入式教学模式

就在圣兰伯特法语浸入式实验项目不断在全省和全国甚至其他国家传播的过程中，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模式也在寻求自身的完善，以其多样化来迎合不同情境的需求。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根据第二语言被用作教学语言的时间量以及学生参加浸入式项目的年龄差异，加拿大法语浸入式项目已经发展为如下几种模式。第一，完全浸入式（total immersion）。学生在校的全部时间都接受用法语进行的教学，此类模式通常用于浸入式项目的最初几年时间。第二，部分浸入式（partial immersion）。在此模式中，教学通常是科目驱动型的，从项目一开始，一半课程用英语进行教学，另一半课程用法语进行教学（Thomas，Collier，& Abbott，1993）。第三，早期浸入式（early immersion）。这类模式是指从小孩进入幼儿园或从一年级开始，教师就用法语对其进行教学，通常会一直持续到中学，当然也有一直持续到中学毕业的情况。第四，延迟性浸入式（delayed immersion）。此类浸入式通常开始于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但只在某些学校使用。第五，晚期浸入式（late immersion）。这类浸入式通常从七年级开始（Cummins，1996；Genesee，1995）。

中国的英语浸入式教学虽效仿加拿大法语浸入式教学，但基于中国的教师、考试制度和浸入式教材开发等实际情况，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本土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一种是幼儿园采用的早期半浸入式模式（法语浸入式中的部分浸入式），幼儿每天在园的一半时间（50%）处于英语教育环境中，教师以英语面对幼儿，不用幼儿的母语作为中介语，全部用英语组织各项幼儿教育活动和生活活动。另一种是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实施的部分浸入式模式。在此模式中，学生“浸泡”在英语中的时间约为每周8小时，占总时间的27%。

浸入式教学模式的核心特征

尽管浸入式模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势头，甚至各浸入式项目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所有的浸入式模式都共享着一定的核心特征。在总结早期浸入式项目的特性之后，塔拉·福琼（Tara Fortune）和黛安娜·J.特迪克（Diane J.Tedick）认为，浸入式的核心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前或小学阶段（尤其是到了五年级或六年级），浸入式语言被用作教授科目内容的时间每天至少要达到50%。如果在中学阶段继续浸入式教学，需用浸入式语言对两门核心课程进行长达一年的教学，且期间所有的教学必须采用浸入式语言。第二，通过至少两门语言的持续性教学来提升双语或多语能力以及双语或多语读写能力。第三，浸入式教师精通浸入式语言。第四，浸入式教师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使用要明确分离开来。

而从课程与教学的角度而言，浸入式的典型特征又表现为：第一，内容驱动型和语言关注型的课程；第二，语言、文化和内容的融合；第三，课堂任务的设计要求既能挑战学生的认知，也能挑战其语言；第四，教学策略从语言和发展两个方面体现正确的支架式教学，并且能引发浸入式语言的频繁使用；第五，课堂上鼓励同伴之间的互动；第六，合作学习力图建立平等和尊重的学生关系。

中国学者王斌华教授也对浸入式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一，接受浸入式教育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第二，教师都是有能力的，富有敬业精神的双语人。第三，充分发挥儿童习得语言的能力。第四，学习语言宜早不宜迟。第五，在浸入式早期，应该使用保姆式语言或外国式语言。第六，教师要充分利用图表、模型、地图、实物等教学辅助材料。第七，浸入式大力倡导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习积极性。第八，教师应该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学生所犯的语言错误，不要一味地强求语言交流的准确性。第九，教师对学生的语际语应该持有鼓励的态度。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浸入式教学模式的共有核心特征为：浸入式语言被用作教授科目内容；整合学科课程与语言教学；同时实现语言目标和学科内容目标；浸入式教师是精通目的语及本族语的双语人；为学习者创设自然、丰富的目的语语言环境，以实现学生的语言习得；注重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课堂互动，以活动引导课堂教学。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英语教学，英语浸入式教学的优点及不足

英语浸入式教学的优点

根据以上对浸入式教学核心特征的描述，反观中国传统的英语教学，可以看出英语浸入式教学有如下优点。

首先，在传统英语教学中，作为母语的汉语是课堂上教师必用的工具，借以方便英语教学。然而，在英语浸入式课堂上，浸入式教师只能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且，在英语浸入式实验学校，汉语与英语教学分别由不同的教师担任。通过将学生“浸入”在这样一种英语单语情境中，浸入式教师帮助学生减少母语的干扰，为其提供更多的英语语言习得的机会。至此，教师为学生建构了一种用英语彼此沟通的环境。而这种英语单语环境明显有利于学生英语口语、英语思维能力的提高，这是其优于传统英语教学的一个方面。

其次，中国的英语教学长期以来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在这种模式下，教师最为常用的教学方式就是机械性的句型等方面的操练，所教的内容也大都远离学生的真实生活。而英语浸入式教师则鼓励学生进行互动性的对话和交流，进行小组合作，以活动作为课堂的导向，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而且，在学习内容方面，不再只是背诵单词和句子。正如黄小丹等人（Huang，Tube，& Yu，2011）所说，在浸入式项目中，英语语言学习应是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相关的、有意义的学习，要教“真实生活”英语。而这些明显有助于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提高英语语言能力。

最后，在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习惯性关注的是学生在语言教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教学的焦点自然也就集中在诸如语法、单词记忆以及句型训练等方面。而英语浸入式教学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全人发展，如英语语言认知、科目内容知识、社会文化能力等。教师采取各种策略以谋求与学生年龄相适合的身体、认知、美学、社会文化技巧的改善。学生参加各式的交流、交际活动。同时，这些交流活动也将道德教育原则融合其内，主要涉及对中国文化及英语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英语浸入式教学的不足

目前，在我国实施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存在以下困境，而这也正是浸入式教学模式在中国情境下所表现出的缺点。

首先，在教师方面，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英语浸入式教师都是汉语本族语者。而且，他们以前进行英语教学时也多以传统的句型和语法操练为主。虽然他们拥有英语教育大学水平证书，但教师们都认为用英语进行其他科目教学时所需的流利性、准确性和灵活性对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英语浸入式教师还缺乏所需教学的学科知识，而语言教学和学科内容教学的融合是浸入式教学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其次，英语浸入式学校的英语教师不足，无法开设太多使用英语进行教学的科目。

再次，中国的考试体系影响了教师进行浸入式教学的热情。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学生的未来和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利益相关性。然而，考试主要关注的是书面英语和英语语法，与浸入式教学模式所需的真实英语的使用相左。

最后，浸入式教学材料开发的滞后性是浸入式教学模式的又一个欠缺。

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

研究的主要问题

法语浸入式教学研究表明：相比于常规英语项目的学生，法语浸入式学生在法语语言上的成绩表现优秀，英语听说读写以及其他学术科目也获得了成功。

首先，关于英语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例如，特恩布尔（Turnbull）、拉普金（Lapkin）、哈特（Hart）研究后总结说：浸入式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英语读写技巧和数学技巧没有负面影响。还有研究者也报告说，法语浸入式学生在英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学术科目（如数学等）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成功（Holobow，Genesee，Lambert，Gastright，& Met，1987；Swain & Lapkin，1982）。还有研究者得出结论说：在六年级时，浸入式学生的英语读写成绩和数学成绩要比参加传统英语项目的学生的成绩要好（Lapkin，Hart，& Turnbull，2003）。

其次，关于法语成就。杰尼斯（Genesee，1978，1987）研究后指出，在法语听和读这两种接受性技巧方面，法语浸入式学生和他们的表现一样好，浸入式学生的水平接近法语本族语者，但在说和写的技能方面落后于法语本族语者的水平。而在将法语浸入式学生与英语常规项目的学生进行比较时，杰尼斯 （Genesee，1995）说，浸入式学生不仅在法语听和说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能力水平，在法语阅读和写作方面表现亦然。最后，关于阅读研究。有研究者通过纵向追踪研究发现，语音加工技巧与阅读能力有较大的相关性（Hecht，Torgesen，Wagner，& Rashotte，2001）。2004年，又有研究者借用这些已被证明是英语阅读的良好预测因子的语音意识（PA）、快速命名（NS）进行研究，研究后表明，一年级时所进行的英语语音测量可以被用来预测未来的英语和法语阅读成绩，对于母语为英语的法语浸入式学生，早期的英语音素意识的测量可以预测将来英语和法语的阅读成绩（MacCoubrey，Wade-Woolley，Klinger，& Kirby，2004）。

但考虑到中国与加拿大两国情境的差异以及相比法语语言与英语语言的不同程度，汉语语言与英语语言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那么，中国情境下的英语浸入式教学能否取得与加拿大法语浸入式相似的成就？而且，对英语为本族语的法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与语音意识及快速命名等认知技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汉语为本族语的英语浸入式学生？本实验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为：第一，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的第二语言（英语）成就如何？浸入式学生是否存在英语学科上的优势？第二，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的第一语言（汉语）及数学成绩表现怎样？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是否对学生的汉语和数学成绩有负作用？第三，英语、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之间的关系如何？

CCUEI实验课题组

由于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主要是通过CCEI及CCUEI实验课题组而实施的，为了更好地了解该实验，需要对其进行简要叙述。

1.CCEI和CCUEI的诞生背景

CCEI，全称“China-Canada English immersion collaborative project”，即中加合作项目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课题组。因1997年项目成立之初，合作方为中国和加拿大，故名为CCEI。而自 2000 年开始，美国教育与语言专家也加入了此合作项目，并提供了大量的课程与教材开发技术和知识资源。由此，自 2002 年开始，该项目名称变更为CCUEI，即“中国—加拿大—美国教育合作项目英语浸入式教学与课程研究 ”。

CCUEI实验“落户”中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作用的结果。就其必然性而言，从第一部分对背景的阐述中所折射出的英语在社会、经济、科技以及个人发展等方面体现出来的重要性，以及彼时英语教育本身存在的“费时低效，哑巴英语”等困境足以说明CCUEI实验的产生是必然的。

而至于其偶然性，是因为1997年加拿大专家林达（Linda）教授及其研究组成员将加拿大各语种第二语言浸入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系统地引入中加大学巩固项目“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中方学者在此机缘下了解到法语浸入式教学，而其中的三个主要理念深深地吸引了中方学者，即法语浸入式教学模式是第二语言教育领域极具创新性的模式；法语浸入式的教学效果显著；理论原则的不一般性。儿童以一种与母语相似的方式习得英语，通过融合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学习，儿童能在一种有意义的情境中自然地习得第二语言。因此，中方学者思考将其迁移到中国的可能性，决定以此模式来回应中国当前的需求。在中方学者强海燕教授的提议及中加研究人员的共同合作下，“英语浸入式教学试验研究” 作为“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延伸得以于1997年启动。

2.CCUEI实验课题组三层次通力合作下的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

在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主要是通过CCUEI课题组组织进行的，其三个层面的合作确保了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的成功展开。

第一层面的合作，即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三国研究团队之间的学术性合作。由于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借用了北美国家浸入式教学理念，因此，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是加拿大和美国研究团队在教学实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三个国家的研究团队之间紧密合作，共同设计培训计划、组织工作坊、观察课堂教学、给教师提供指导和支持，合作进行教材开发，组织英语浸入式教育年会，编辑、出版浸入式研究论文以及促进浸入式项目的国际交流。

第二层面的合作，即大学团队与地方教育当局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校长之间的管理性合作。CCUEI实验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学校行政人员对项目的全面了解和实施。为了保证浸入式课程计划和教学时间，学校行政人员需重新安排课程计划，挑选有潜力的浸入式教师，并组织校本培训，以保证浸入式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他们还需与家长就此项目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上级行政管理者在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例如，陕西省教委副主任是该项目团队的领导者之一，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强大的支持。

研究者和教师实践者之间的实践性合作属于第三层面的合作。英语浸入式教师积极参与由研究者组织的专业工作坊，以期改善自身的英语口语、学科知识、深入理解浸入式教学的原则。研究者通过观察浸入式课堂教学，鼓励教师摒弃以前的教学哲学和教学行为，从而采用浸入式教学原则和策略。在不断的参加培训和课堂实践以及研究团队的支持下，许多浸入式教师已经成长为浸入式体系内的优秀专业人员。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设计

1.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原则

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总结出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的单目标语使用原则、融合性原则、习得性原则、听说领先原则、活动性原则、高浓度原则。第一，单目标语使用原则，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浸入式教师始终只以目标语英语一种语言面对儿童，甚至在课外或校外，教师也以英语面对浸入式学生。第二，融合性原则，是指英语语言学习和学科内容学习相结合，把英语和学科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第三，习得性原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尽量避免直接教授英语语言，而是通过创设语言环境，实现学生在此类似自然环境中的语言习得。第四，听说领先原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儿童习得语言的基本过程，即听领先，说随后，再学习读写。第五，活动性原则，是指在英语浸入式教学过程中，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利用其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结合教学内容设计各种学习活动，以使学生借此实现对语言的理解、记忆、掌握和运用。第六，高浓度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大量地用英语表达信息，以保证学生语言输入的频率、广度和丰富性（赵微，2001）。

2.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地点、层次、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实验科目的选择

第一，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地点的选择。由于开展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的要求较为苛刻，如需要有大量可利用的资源、有足够的英语教师以及对英语教师较高的创新性要求，据此决定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开始实验。最初选择的城市为西安，后扩展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东莞等其他城市。

第二，英语浸入式实验开始的层次和实验学校的考虑。参考加拿大的早期半浸入式模式，实验组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实施此次实验，幼儿的年龄为5岁。但小学也很快加入了浸入式实验项目，从一年级开始进行。选择实验学校的标准为：候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校声誉、幼儿园园长及小学校长乐意接受新的教学思想、英语教师有足够的英语能力、学校资源设备较为齐全等。

第三，英语浸入式教师的选择。选择的标准以及范围是，以教师的英语语言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为标准在英语教师、小学科目教师、学前教育教师中进行英语浸入式教师的选择。当然，选定的浸入式教师开始实验前必须参加实验培训，了解浸入式教学实验的理念、基本原则、教学策略等。

第四，英语浸入式实验学生的选定。实验之初，主要是家长同意之下的随机选择。后来，实验组在选择实验学校时，有目的地选择了以工人家庭背景学生为主的学校、以家长为大学教师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学生为主的学校，以及以多种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为主的学校，以体现学生的多元化。

第五，英语浸入式实验科目的选择。幼儿园使用的是融合课程，以大主题、小单元的结构将健康、社会、语言、科学和艺术等领域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在小学初级阶段（一至二年级），采取“综合主题”教学的模式，内容涵盖品德与生活、音乐、美术、体育、英语。而在小学三至六年级，则是按照社会、科学、英语、体育和美术各科课程进行教学。

3.测验和参与者

自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开展以来，不少研究者对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汉语和数学学科成绩进行了测验，了解其各学科的学习表现，并将其成绩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成绩进行对比，以确定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的效果。还有研究者也测量了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以及阅读成绩，以明晰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在各自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测量和分析结果的工具，参与测验的学生也各不相同。基于研究的数量以及其差异性，此文无法一一列举其测量内容和工具及对结果的分析，但在下列研究结果的叙述中会有提及，读者也可以依据参考文献中的相关文献了解各研究的详细信息。

不同研究者研究后所得结果的简要综述

1.英语语言学科

2001年，研究者进行了第一个有关幼儿园浸入式教学实验的正式研究，主要的评估测试内容包括图片命名、英语语音意识、单词识别、语用（以图片呈现的情节中的英语单词使用）。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测量中，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成绩表现出更多的优势，浸入式学生能对英语语言的提示做出快速反应，答对率更高，表现出了对英语词汇更好的理解能力（Fang，2001）。这与2007年在另一浸入式幼儿园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具有相似之处。该研究的研究者指出，浸入式学生的英语单词朗读能力要优于非浸入式学生，领悟英语词汇的能力更为突出（Zhang，& Yan，2007）。

研究者们对小学英语浸入式教学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004年，研究者对小学英语浸入式教学进行的第一个研究发现，浸入式学生在英语语音意识、听说和词汇发展方面要明显优于非浸入式学生（迟延萍，赵微，2004），浸入式学生的英语认知技巧、英语技能和知识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在继第一个研究之后，内尔（Knell）等人于2007年在一英语浸入式小学以一至三年级的浸入式和非浸入式学生为研究对象，了解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在读写能力方面的差异。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得出，排除三年级时的两组学生在英语单词识别成绩上的相似之处，一至三年级的浸入式学生在英语口语、词汇和单词识别三方面的成绩结果都优于非浸入式学生，尤其是英语口语能力方面，浸入式学生的表现更是突出，其更易理解英语以及用英语进行表达。2010年，内尔对其2007年所做的研究进行了完善，参与者人数、班级增加，而且测量内容、工具更综合化。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有与其前一个研究的相似之处：浸入式学生在口语能力上的突出优势以及在英语词汇方面的良好表现。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浸入式学生的语音意识、阅读理解、伪词解码能力也都明显优于非浸入式学生，特别是阅读理解能力远超非浸入式学生。然而，就字母识别、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和书面语法而言，两组学生没有明显的差异。有研究者以某一英语浸入式实验学校的618名浸入式学生和380名非浸入式学生为研究对象，借助剑桥少儿英语考试为测量工具，测试了二、四、六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听读写三种英语技能（由于研究时间所限，没有测量学生说的技能）（Cheng，Li，Kirby，Qiang，& Wade-Wooley，2010）。其中，剑桥少儿英语测试是一种综合性的、用于测量7～12岁学习者的英语能力的纸笔测试工具。它包含三种水平，其中初级者水平需要20分钟完成测试，中级者水平需要30分钟完成测试，而高级者水平则需40分钟完成测试。在研究中，以学生的年龄和水平层次为依据，研究者把二年级的学生作为初级者，四年级的学生作为中级者，六年级的学生作为高级者。在此研究中的听力部分，二年级的学生需完成的测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20个小项目；而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需完成五大部分25个小项目的测试内容。学生听取录制好的、包括儿童及成人说话者的对话，并进行简单的操作，如画线、选择、配对和图色彩等。而在阅读和写作部分，三个年级的任务量各不相同。其中，二年级是五大部分25个小项目；四年级为六大部分40个小项目；六年级则为七大部分50个小项目。研究中使用的是简短的文本、文章，而且具有单词和结构具体化的制约。同时，学生需要完成诸如选择、写出单词和短语、回答开放性的问题等任务。本研究中使用的测试分数为正确题目的数量，每答对一个测试小项目获得一分，偶尔也有半分分数的出现。为了比较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在英语成就方面的平均差异，研究者进行了T检验。对于二、四、六三个年级的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之间的英语成绩，结果显示，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二、四、六三个年级的浸入式学生的表现都优于非浸入式学生。为了进一步明确该显著性是否有意义，了解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之间的差异，研究者还测量了格拉斯效应值。效应值的一般解释指南为：0.20为低效应，0.50为中等效应，0.80为显著效应（Hedges & Olkin，1985）。关于英语测试，三个年级的效应值为：二年级，Δ=0.72；四年级，Δ=0.63；六年级，Δ=2.88。至此，根据以上研究数据，研究者认为，二、四、六三个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成绩要好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而且，在六年级时，浸入式学生的英语优势更为突出。

2.汉语语言学科

研究者对浸入式学生汉语学术成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语音意识、汉字读写以及汉语综合技能等方面。例如，内尔对非浸入式学生和浸入式学生的汉字读写和汉语语音意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不仅在与非浸入式学生的汉字识别及汉语语音意识两个方面的成绩进行比较时，浸入式学生的表现与其相当。而且，在以2001年的国家语文课程标准为参照的情况下，浸入式学生的汉字朗读能力也与此标准相当。而在2010年，内尔在将研究年级扩大到六年级、增加测量工具的情形下，对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的汉字读写能力再次进行研究，结果仍与第一次的研究结果相似，两组学生的汉字读写成绩不存有差异。在随后其他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中，其所得研究结果也大致一致。例如，李（Li）等人，在对二、四年级的浸入式和非浸入式学生的汉语语音意识进行测量后发现，在汉语语音意识方面，二年级的浸入式学生弱于其同年级的非浸入式学生，但到四年级时，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的汉语语音意识没有差异（Li，Kirby，Cheng，Wade-Woolley & Qiang，2012）。还有研究者在对二、四、六年级学生的汉语拼音、组词造句、阅读和写作等综合能力进行研究后却发现，在二、四年级时，英语浸入式学生和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汉语各个方面的总成绩相似，但到六年级时，浸入式学生的汉语成绩要优秀得多（Cheng，et al.，2010）。

3.数学学科

程（Cheng）等人研究了二、四、六年级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数学成绩（Cheng，Li，Kirby，Qiang，& Wade-Woolley，2010）。结果显示，在二、四年级时，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在数学成绩方面的表现几乎一致；但六年级时，与非浸入式学生的数学成绩相比，浸入式学生的表现处于优势地位。同样的，2012年，李等人以二、四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浸入式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数学成绩进行了测量。她们发现，在二、四两个年级，浸入式学生的数学成绩与非浸入式学生没有表现出差异。

4.阅读与认知技巧

内尔等人以西安一至三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英语和汉语语音意识与英语单词识别之间的关系。在对学生年龄和词汇因素进行控制后，根据对学生进行的韵首韵脚测量结果发现，英语语音意识是浸入式学生英语单词识别的重要预测因子。但是，英语语音意识和英语单词识别的显著性相关只体现于一年级和二年级，而在三年级，这种相关性减弱。同时，研究还发现，在一至三年级，汉语语音意识对英语单词识别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存在语际迁移现象。而对于英语语音意识与英语单词识别的相关性在三年级时降低的情形，研究者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可能原因是，此研究使用的是韵首韵脚识别（onset-rhyme task）测试工具，而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使用音素水平的任务来测量语音意识可能更合适。基于此，内尔在2010年进行了另外一个研究，西安一至六年级英语为外语的浸入式与非浸入式学生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者使用音素水平的任务测量结果作为学生语音意识的成绩，研究了英语语音意识与单词识别和阅读理解的关系。所得的研究结果表明，英语语音意识是英语单词识别的重要预测因子。而且，在一年级时，英语语音意识与单词识别的关系尤其突出，在二至六年级时，两者之间的联系虽不如一年级，但还是非常密切。然而，从一至六年级，英语语音意识和英语阅读理解的关系只是一种中等程度的相关，英语语音意识只能中等程度地预测英语阅读理解。虽然两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些方法和内容方面的差异，但所得的结论基本相当，都说明了英语语音意识对英语单词识别的重要预测作用，这也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关于英语语音意识与阅读理解之间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以及语际迁移问题，有研究者在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李等人以中国小学二、四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英语和汉语语音意识以及快速命名对英语阅读成绩的影响（Li，Kirby，Cheng，Wade-Woolley，& Qiang，2012）。研究表明，首先，对于二、四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而言，当对其数学成绩进行控制时，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共同构成了英语阅读成绩的强大预测因子。但在二、四两个年级，英语语音意识对英语阅读理解的影响明显要强于英语快速命名对其产生的作用。然而，对数学成绩和汉语语音意识与快速命名同时进行控制后，在二、四年级，对英语阅读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英语语音意识，英语快速命名的影响被边缘化。而且，与二年级时的影响作用相比，四年级时的英语语音意识对英语阅读成绩的影响作用更强。对于这种影响作用的年级差异现象，李等人认为有可能是学生单词识别技巧的水平差异导致的。因此，英语语音意识是英语阅读成绩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其次，关于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能否预测英语阅读成绩。研究后发现，当研究者对数学成绩进行控制时，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对英语阅读成绩的影响在二年级的表现是极其细微的；而在四年级，这种影响基本上消失。而当研究者对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控制时，在二、四两个年级，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都没有体现出对英语阅读成绩的影响性。由此，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不能对英语阅读成绩进行预测，无语际迁移存在。

2011年，李（Li）、柯比（Kirby）和乔治乌（Georgiou）研究了英语和汉语快速命名构成成分，即发音时间、停顿时间与快速命名的总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语言的发音时间和停顿时间与英语阅读理解之间的相关性，小学二、四、六三个年级的英语浸入式学生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后发现，首先，对于三个年级的学生而言，英语和汉语的停顿时间而不是发音时间与快速命名的总时间高度相关；其次，在六年级时，英语停顿时间和总时间与英语阅读理解相关，但在二和四年级时，没有发现这种相关关系。而且，英语发音时间在三个年级都没能对英语阅读理解做出预测。同时，快速命名的作用具有语言的针对性。最后，在二、四、六三个年级，汉语快速命名构成成分没能对英语阅读理解做出预测，亦即不存在语际迁移现象。

讨论

1.英语浸入式实验项目对学生英语语言学科的影响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的第二语言、英语成就如何，浸入式学生是否存在英语学科上的优势。根据各不同研究者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发现幼儿园和小学的英语浸入式学生在英语语言能力，如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都要强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而且认知技巧的发展也要优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语浸入式学生的口语能力显著超越非英语浸入式学生，而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正是浸入式实验的一个主要目的。然而，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在英语学科的优秀表现并不会太意外，因为其所获得的英语语言输入要明显多于非浸入式学生。这个结果与加拿大法语浸入式学生在法语语言学科取得的成绩相似（Holobow，et al.，1987；Swain，& Lapkin，1982）。

2.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对学生的汉语语言和数学学科的影响

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英语浸入式学生的第一语言（汉语）及数学成绩怎样，英语浸入式教学是否对学生的汉语和数学成绩有负作用。虽然有些研究者和家长怀疑浸入式对学生学习阅读会产生负面影响（Cummins，& Carson，1997；Swain，1996；Swain，& Lapkin，1982），然而，以上各研究结论却表明，中国的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汉语语言学科的学术成绩，如汉语读写、组词、造句等都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成绩等同。甚至有研究表明，小学高年级时，浸入式学生的汉语成绩要优于非浸入式学生的汉语成绩。至于数学学科成绩，各个不同的研究都表明，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成绩与非浸入式学生的成绩没有差异。基于以上这些结果，我们发现，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汉语和数学成绩没有不良影响。至于汉语和数学成绩的无差异现象，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英语浸入式是早期半浸入式，从一年级开始就使用汉语作为教授汉语和数学学科的语言。总之，研究者研究后所得的结论与加拿大法语浸入式研究结论基本相似。

3.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之间的关系

本实验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英语、汉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之间的关系。纵观以上各研究，我们发现，英语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对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成绩和英语单词识别具有预测作用，这个观点与各研究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关于汉语语音意识对英语阅读成绩的预测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语语音意识对英语阅读成绩具有预测作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预测作用，即不存在语际迁移现象。对于后一种结论，可能的原因是汉语和英语的语音体系与正字法体系差异巨大。这与加拿大法语浸入式研究所得的结论——英语语音意识可以预测英语和法语阅读成绩——不一致。

结论

基于以上各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相比较时，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英语学科学术成就要强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而且英语口语能力优势尤为突出。而关于数学学科和汉语语言学科的学术成绩，英语浸入式学生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表现基本相似，不存在差异。甚至还有研究证明，小学高年级时，英语浸入式学生在汉语和数学两学科的表现要优于非英语浸入式学生的表现。而且，根据这些研究的测试成绩数据，也没有发现英语浸入式项目对浸入式学生的汉语和数学成绩有不利的影响作用。

而且，英语语音意识对浸入式学生的英语阅读成绩和英语单词识别具有预测作用，这与法语浸入式教学研究所得的结论——英语语音意识可以预测英语阅读成绩——相一致。然而，法语浸入式教学研究还表明，英语语音意识可以预测浸入式学生的法语阅读成绩，即存在语际迁移。这个结论与汉语语音意识无法预测英语阅读成绩，即无语际迁移存在不一致，而原因则可能是法语语言与英语语言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英语语言与汉语语言之间的差异。

但是，对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还是必须非常谨慎地理解和阐释，因为这些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有的研究采用的是准实验研究方法，而非实验研究；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参与者的特征背景、动机、能力等；还有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学校进行的，而这存在地理、经济和社会差异。不过，无论这些研究存在怎样的不足和差异，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其结论对英语浸入式学生的总体成绩表现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对英语语音意识和英语阅读的关系进行认知。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法语浸入式学生与中国的英语浸入式学生在语言输入量、浸入式语言与学生本族语距离以及教学传统等情境存在巨大的差异。可是，中国的英语浸入式学生与加拿大的法语浸入式学生在各方面的成就表现相似，对第一语言和数学成绩也没产生不佳影响，这是否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对英语浸入式教学进行研究。

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建议

基于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所获得的这些结果，参照加拿大法语浸入式教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鉴于当前中国英语教学欠理想的现状，现就中国英语教学，尤其是初级阶段的英语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从国家、地方宏观上的政策来说，在遵循国家、地方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前提下，给予浸入式教学实验更多的行政和经济支持，鼓励、允许有条件的学校开展浸入式教学实验。同时，支持英语浸入式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开发英语浸入式教材，并建立相应的浸入式教学评估体系，最终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内。

其次，就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本身而论，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量。第一，关于英语教学目标的设置，笔者认为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语法、词汇、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发展，学生的听说、认知、社会文化能力的改善同样应受到重视，以实现学生全英语语言能力的发展。而且，在学生的智力得到优化的同时，体质的加强也应成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以达到全人能力的提升。第二，关于课堂上的教学语言问题，笔者建议在英语课堂上，尤其是在幼儿园、小学英语课堂上，英语教师只凭借英语这一唯一的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借其与学生进行交流，并且迫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只能使用英语作为彼此沟通的工具，为学生创设一种全英语的学习环境，最终实现英语语言的习得。第三，对于英语教学法的建议，笔者认为教师采取任务性、活动导向性的教学策略不仅有利于学生英语语言学习的发生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也益于实现英语语言的有意义学习。第四，允许学生“沉默期”的存在。虽然这种状况会令家长及教师，尤其是课堂上的教师感到沮丧，但只有当学生在各色活动中接受足够的输入之后，用英语表达观点、看法、思想才成为可能。第五，关于提高学生英语阅读的建议，笔者认为应该关注对学生的英语语音意识教学。因为已有研究证明，语音意识教学不仅对单词阅读有利，而且也有利于阅读理解（Ehri，et al.，2001）。虽然语音意识教学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其有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

总之，英语浸入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英语教学模式，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而且对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具有明显的功效。

摘要 Abstract

English immersion (EI) is a direc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It is a monolingual communicative approach.Its motto is “sink or swim” that means “either learn properly or nothing at all”.This is a program without any necessary bilingual support system.Its rise is related with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needs, the need of economic change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demand of creativenes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ilemma of English teaching itself.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students’ English, math and Chinese achievements between English immersion students with non-English immersion ones.When they were compared,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in EI was much better than that in non-EI students’.Meanwhile both of the groups students performed similarly on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nd math.EI program did not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tudents’ first language and math.Furthermor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naming speed were strong predictors to their English reading.In the end authors provide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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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美国小学生的双语阅读——不同教学模式下美国小学生中文的语言和阅读习得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cy Learning Among School Age Learners in the U.S.

[美国]吕婵（Chan Lü）[1]

本文首先介绍了北美两种重要的中文教学模式——以华人社区为基础的中文学校和在主流学校中日益发展起来的中文浸入式项目——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随后，本文考察和对比了在这两种中文教学模式下的二年级小学生的中文口语词汇、语音意识及阅读技能的习得。结果发现，虽然中文学校的华裔儿童在产出型词汇、中文听力理解及声调意识上稍强于浸入式小学的学生，但只有声调意识上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他们在声调意识上的优势并未能转化为阅读上的优势。浸入式小学的被试在短文朗读和阅读理解上均显著优于中文学校的被试。同时，浸入式小学的被试的语音意识及与阅读有关的技能对中文句子阅读理解中的变异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可是本文并未能发现解释华裔儿童中文句子阅读理解中的变异的显著因素。本文综合先前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讨论。

阅读焦点

·你了解北美的中文浸入式教学法吗？本文介绍了北美中文教学模式（中文学校和中文浸入式项目）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对比了在这两种中文教学模式下的二年级小学生的中文口语词汇、语音意识及阅读技能的习得及影响这两组不同的中英文双语学习者阅读理解的因素。

关键词

中文作为继承语，中文浸入式项目，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口语词汇，语音意识，阅读理解

近十年来美国中小学的中文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CTFL）的一项基于公立中小学（K-12[2]）的调查发现，2004—2005年全美仅两万两百多名中小学生在学习中文，而这一人数在2007—2008年已近六万（ACTFL，2011）。有学者认为，中文教育的发展与近年来世界及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美国国内外不同机构参与对中文教学的推广、“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外语教学界对基于标准的和演练式的语言学习与教学的推广在这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Wang，201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文教育界存在多种教学模式，而各种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设置、教师、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特征都显著不同。本文旨在介绍两种主要的中文教学模式，并对两种模式下学生的中英文阅读习得发展进行对比。本文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评价某种教学模式的优劣，而在于通过对于不同教学模式下影响学生阅读习得的因素的对比，来发现影响非母语儿童中文阅读发展的规律和机制。

本文着重介绍并对比研究两种教学模式：浸入式中文教学及中文作为继承语的教学。在介绍本研究之前，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两种教学模式的发展历史及项目、课程的特点。

北美的浸入式外语教学简介

浸入式教学，广义上指的是以某种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例如，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前，欧洲的宗教与非宗教教育均使用拉丁语。而在当代外语教学的语境下，浸入式外语教学被认为是双语教学的诸多模式之一（Swain，& Johnson，1997）。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兰伯特（St.Lambert）开始的法语浸入式项目，则被认为是当代浸入式外语教学的发端。魁北克地区为加拿大的法语区，可该地区同时存在大量的英语单语者。一些英语单语者虽然在学校里学习法语，但由于学习时间有限，以及教学是以语法、死记硬背为主，因此，英语单语学生在学习多年后仍然无法在工作或社交中使用法语。因此，在魁北克圣兰伯特地区的家长说服了当地学校董事会，同时在麦基尔大学研究者的帮助下，成功地将“法语作为二语”（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项目成功地改造成为“完全浸入式”（total immersion）的法语项目——小学生不再将法语作为一门科目来学习，而是从其入学的第一天起，所有的科目都用法语授课。而英语的认读仅在二年级时引入学校课程。到六年级时，学校所授科目一半时间为英文，一半时间为法文。而今在北美的浸入式项目的英文和外语授课时间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全外语沉浸或部分沉浸（外语和英语授课时间各占一半）。

在随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浸入式教学在加拿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斯温和约翰逊（Swain，& Johnson，1997）将其原因归结如下：①圣兰伯特法语浸入式项目的成功；②以麦基尔大学的华莱士·圣博特（Wallace Lambert）和G.R.塔克（G.R.Tucker）等研究者为代表对于圣兰伯特法语项目的研究和评估的结果在教育界的广泛传播（Lamber，& Tucker，1972）；③加拿大的英语母语者对于高熟练度法语水平的潜在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

美国的第一个外语浸入式项目是1971年建于洛杉矶境内的卡尔弗城的西班牙语项目（Lenker，& Rhodes，2007）。 在此之前，美国已于1968年颁布了“双语教育法案”，可是此时的“双语教育”在美国主要用来帮助少数族裔儿童来学习英文（而非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母语）。同时，研究者指出，美国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的外语学习进展非常缓慢。因此，1971年在卡尔弗城成立的外语浸入式项目就是效仿加拿大圣兰伯特的法语项目而建立的（Cohen，1974）。

美国的浸入式中文教学简介

美国境内第一所中文浸入式项目于1981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中美国际学校（私立）。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2007年的数据显示，全美有12所中文普通话浸入式项目，占总浸入式项目的3.9%，而此数据在2011年已上升至71所，占总浸入式项目的13.4%（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2011）。而在2015年，有中文浸入式项目的学校已达到185所（包括全校均为中文沉浸或学校提供中文沉浸项目）。目前，关于中文浸入式小学生的中文习得的研究还不多见。

美国华裔中文学校教学简介

美国华裔中文学校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的淘金热。在当时的美国，华人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歧视，华裔儿童也被禁止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公立学校直到1885年才对华裔儿童开放（Lai，2000）。因此，旧金山地区的华人创立了私塾以帮助当地的华裔儿童。据莱（Lai）（2000）的考察，至1870年，旧金山地区已有不少于10所私塾，主要以教授《三字经》等经典及算数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于1965年通过移民法案允许中国人合法移民。1970年和1976年，美国相继通过了更多的移民法案准许拥有职业技能的中国人移民美国。从此时开始，与19世纪末相比，在美华人的人口学特征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华人不再是聚居于大城市市中心的“中国城”的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少数族裔，新移民逐渐扩散到了美国各地的主流社区 （Lü，2014；Wang，2007）。

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其他华语地区来美的移民成为推动中文学校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万（Wang，2010）将中文学校分为三大类：①位于大城市的中国城内，教授粤语、台山方言及福建方言的中文学校；②由具有港台背景的父母创办并管理的中文学校；③由来自大陆的父母创办并管理的中文学校。其中第一类学校已经较为少见（Lai，2004）。第二类学校通常是成立于1994年的“全美中文学校联合会总会”的会员，大多教授注音符号及繁体字，并使用台湾侨委会配送的教材。该机构网上公布的信息显示，其成员学校多达四百余所，遍布美国47个州，学生人数超过十万人（Lü，2014）。第三类学校大多是成立于1997年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会员，大多教授拼音及简体字，并使用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配送的教材。据该机构网上公布的信息，其成员学校也多达四百余所，遍布美国41个州，学生人数超过八万（Lü，2014）。

虽然不同类型的中文学校在学校背景、使用教材等方面不同，但在如下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中文学校却是极为相似的（Lü，2014）。

首先，中文学校大都在周末进行，提供从学前班到高中十二年级的语言课及文化课。场地大多为从当地学校租借来的教室。当然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地区也有不少带有托儿性质的中文补习班，通常在学生平日放学之后进行。

其次，中文学校的老师大都是义务劳动的家长，虽然其中不乏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但大多数老师缺乏正式教学经验或外语教学经验，同时，因为其义务劳动的性质，教师流动性较大（Chao，1997）。

再次，中文学校的学历、学分大多不为美国主流学校承认。虽然近几年在华人较多的地区，在中文学校的努力下，美国主流学校开始承认学生在中文学校所获的学分可满足高中生毕业所需的外语要求。例如，洛杉矶联合学区承认学生在获得学区认可的中文学校中所获的学分，120个学时为10个学分，最多不能超过40个学分（Liu，1996）。

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主流学校中文项目开始提供中文作为外语的项目、中文浸入式项目，甚至中文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使得越来越多的华裔子弟选择将中文作为一门科目在日常的学校中学习。因此，中文学校的生源逐渐受到影响。有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美中文学校联合会总会”成员学校学习的学生从2002年的十万余人下降到2009年的七万余人（Liu，Musica，Koscak，Vinogradova，& López，2011）。

理论框架及研究问题

语音意识与中文阅读

语音意识指的是儿童对于所听到的词的内部语音结构的知识和敏感度（Stahl，& Murray，1994；Rayner，Foorman，Perfetti，Pesetsky，& Seidenberg，2001）。语音意识在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儿童中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大量的研究认为，语言意识是成功阅读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Bryant，MacLean，Bradley，& Crossland，1990；Stanovich，1992），因为对语音结构的敏感度让儿童能够将所听到的词分解成音素或者音素群，而这些音素和音素群与基本的文字单位是有对应关系的。所以这样一个文字转录的过程使得儿童能够将他们听过但从未见过的词转录下来（Ehri，1992）。

虽然中文和英文在语音——文字之间的关系中有所不同，但心理语言学家发现，成人母语者的汉字阅读过程中依然有语音介入（Perfetti，& Zhang，1995）。目前，研究者大多从韵首—韵母意识以及声调意识的角度，使用接受型（如辨音任务）或者产出型任务（如去掉音节的任务）测量语音意识。一些儿童阅读研究者发现，不同层面的中文语音意识都对中文母语儿童的阅读有预测作用（Ho，& Bryant，1997a，1997b；Hu，& Catts，1998；McBride-Chang，& Ho，2000；So，& Siegel，1997）。目前，研究界对于中英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研究大多集中在语音意识对中文或英文阅读的跨语言影响。一项文献综述发现，虽然双语儿童在两种语言中的语音意识有显著正相关，中文语音意识与英文词汇阅读的相关系数中等偏低，而英文语音意识与中文字词阅读的相关极低（Lü，2009）。同时，研究者发现，声调意识对英文阅读有显著的贡献（Wang，Perfetti，& Liu，2005；Wang，Cheng，& Chen，2006）。可是，目前研究者对非中文母语儿童的中文语音意识与中文阅读的影响讨论不多。

口语词汇量与阅读理解

基于英文母语儿童的阅读理解研究认为，阅读理解包括至少两个不同的部分，解码（decoding）和语言理解（linguistic comprehension），这就是所谓的“阅读的简单视图”（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Hoover，& Gough，1990）。该理论认为，语言理解着眼于对语言中意义的理解，解码则是有效的词汇识别，即学习者从文字中迅速提取语义信息的能力。而基于此理论的一个推断就是，二语学习者有限的二语水平会阻碍或影响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Genessee，Lindholm-Leary，Saunders，& Christian，2006）。有研究者对比影响母语和二语儿童的阅读理解的因素后发现，作为语言理解的重要指标之一，口语词汇量对二语儿童的阅读理解的影响要远大于母语儿童（Verhoeven，2000）。而目前研究对于口语词汇量的定义和测量，以及口语词汇量与阅读技能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 （Ouellette，2006）。儿童阅读领域的研究者研究较多的口语词汇量为“接受型词汇”（receptive vocabulary）。接受型词汇可以定义为一个人可以听得懂并对其做出某种反应，但并不一定能够产出（说出或使用）的词汇（Burger，& Chong，2011）。而“产出型词汇”（expressive vocabulary）知识包括对语音信息和语义信息的通达（Ouellette，2006）。有研究发现，产出型词汇比接受型词汇与词汇认读的关系更强（Wise，Sevcik，Morris，Lovett，& Wolf，2007），也对阅读理解有直接贡献（Hall，Greenberg，Laures-Gore，& Pae，2014）。

接受型技能和产出型技能

语言教学界一般将语言技能分为接受型技能（听、读）和产出型技能（说、写）（Davies，1976），这种分类对于语言课堂教学、课程设置和语言测试都有极大的意义。例如，在二语语音意识与阅读的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接受型任务比产出型任务更直接地测量与解码相关的语音意识（Kuo，& Anderson，2008）。而在词汇学习方面，有研究者则发现了产出型技能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例如，有研究者（Ellis，& He，1999）发现，与接受型任务相比，产出型任务能够帮助学习者更深地加工词汇（无论是从理解还是习得的角度来看），而有研究者（de Bot，1996）进一步指出，在词汇加工过程中，词汇产出能够将自生成的输入重新放回大脑中，因此，强化了大脑中的词汇表征。同时，这种回馈系统能够将陈述型知识转化为程序型知识。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技能对阅读学习的影响应该会是不同的。

本文对于与阅读相关的技能的定义进行操作性定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语言和阅读学习初期的非中文母语儿童，在这个阶段，对于中文学习而言，他们语言学习的主要任务包括：①学习并熟悉中文语音系统；②扩大口语词汇，积累词汇量；③发展听力理解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他们阅读学习的主要任务包括：①学习并熟悉汉字字音和字形的对应关系；②积累汉语字词知识；③掌握并运用基本的语法和词汇知识来理解中文句子或短文的意思。而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发现这些不同层面的与阅读相关的技能的内在关系。我们对这些技能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中文语音意识：儿童对抽象的语音单元的识别、比较和判断的能力。本研究使用了“找出怪人”（odd man out）的传统范式，要求被试找出三个目标音节中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中文口语词汇量：本研究分别从接受和产出的层面来考察儿童的口语词汇量。接受型词汇量任务要求学生在听到一个中文词后选择最能代表该词意思的图片，而产出型词汇量任务要求学生用中文命名所看到的图片。因此，接受型词汇量任务考察的是被试的语音和语义之间联系的强度，而产出型词汇量任务则考察的是被试对语音信息和语义信息的通达。

中文句子听力理解能力：本研究考察儿童在句层面的听力理解能力。听力理解任务要求被试对所听到的句子和基于该句子的是非问句做出“是”或“否”的选择。

中文阅读能力：本文从字词、短文朗读和句子阅读理解三个方面来考察儿童的阅读能力。字词朗读要求被试又快又好地读出在字卡上所看到的汉字词，短文朗读要求被试又快又好地读出在字卡上所看到的短文，句子阅读理解要求被试在读完一个句子之后从所给出的图片中选出最能代表句义的图片。先前研究发现，母语为拼音文字背景的中文二语学习者依赖读音来记忆汉字的意义（江新，2003），因此，字词、短文朗读不但考察被试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加工，同时还要求快速的视觉符号识别和语音输出，而句子阅读侧重考察的是儿童的汉字识别、语音译码和理解的能力（孟祥芝，沙淑颖，周小林，2004）。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两种不同中文教学模式，这两种不同模式下的学习者在上述技能上有所不同，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同，这些系统性地为我们发现和研究不同的口语、语音以及阅读技能对阅读理解的贡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的不同大致如下。

首先，从学习者自身资源来看，一般的中文学校的华裔学生在开始学习阅读之前，已经大致掌握中文的语音系统，有一定的中文语音加工能力，积累了一定的口语词汇、中文听力理解及表达能力；而浸入式项目中的学生大都来自使用英文（或其他非中文的语言）的家庭，在初学中文阅读时，他们完全不具备中文的口语技能。

其次，从学习者外部环境来看，中文学校的华裔学生所接受的语言（特别是中文教学语言）和阅读输入频率较低，一般一周仅有一次，而浸入式项目中的学生一周五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接受中文教育，即用中文学习不同的科目。

那么，这些分布不同的优势是怎样促进不同教学模式下的学习者的中文学习的？

这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如下问题：①两组被试在中文语音意识、词汇知识以及阅读能力上是否有显著差异？②影响两组被试在中文阅读上的表现的因素是否相同？

研究介绍

学校背景介绍

本研究分别在两所学校采集数据。第一所为洛杉矶市内一所小学（以下简称浸入式小学），该学校自2009年起提供中文浸入式项目。该学校所采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为部分沉浸模式，即从学生上学第一天起，每天接受英文授课和中文授课的时间各占一半。第二所为洛杉矶市内一所始于1967年的中文学校（以下简称中文学校），学校在周六授课。两所学校同在一个社区，且均采用《美洲华语》作为中文教材。两所学校均使用繁体字，学生尚未系统学习拼音，三位任课教师（浸入式两位，中文学校一位）均为台湾移民。其中浸入式项目的两位教师持有在加州执教的执照，正式的教学经验均在五年以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台湾时为小学教师，但并无在美国主流学校教学的经验。

被试

共有38名（N=38）来自浸入式小学的学生（平均年龄为七岁两个月）及23名（N=23）来自中文学校的小学生（平均年龄为七岁五个月）参加了本研究。两组被试年龄无显著差异。

在参加本研究的38名浸入式小学生中，有3名学生的双方父母均以中文为母语，有7名学生的父母中有一方以中文为母语。在23名中文学校的小学生备试中，除有3名学生的父母有一方以英文为母语，其他学生的父母均以中文（或方言）为母语。

测试材料

由于目前并无适合此类以汉语作为二语或继承语儿童的标准化的阅读和语言能力测试，本研究所采用的测试均由研究者参考学校的课程内容所设计，并在学校任课教师的协助下修改而成。

中文字词朗读：研究者从《美洲华语》第一、第二册（学生已学）中随机选取单音字生字及双音生词各五十个，首先请浸入式及中文学校的任课老师对生字词的难易度进行评定（1为容易，2为适中，3为困难）。然后在所有教师评定的平均分在2左右的生字词中随机选定了22个生字、26个双字词作为中文字词朗读的材料。在测试时，研究者要求被试又快又好地朗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汉字和词（分别呈现在两张不同的A4的纸上），如遇到不认识的字词，研究者在等待三秒钟后将告诉学生该字或词的读音并示意学生继续。读对一个字便获得一分（忽略声调）。

中文短文朗读：研究者利用《美洲华语》第一、第二册中所学的生词及句型了编写两篇与课本中课文不同的短文，并请任课老师对句子内容进行修改。第一篇短文有35个汉字，第二篇短文有61个汉字。施测方式与中文字词朗读相同。读对一个字便获得一分，重复出现的字不重复记分。

中文句子阅读理解：选材程序同上。研究者最终获得14个句子作为目标句，然后请画家为每个句子画出五幅卡通画，其中有四幅画中有些细节与句义不符，只有一幅画所示内容与句义相符。被试的任务是阅读句子，并从每个句子下面所给出的五幅画中选择出最能代表句子意思的画。选对一题便获得一分。

中文句子听力理解：选材程序同上。最终获得15个句子作为目标句，每个句子都附有一个是非问句。被试的任务是先听目标句和是非问句，然后针对句子内容回答“是”或“否”。选对一题便获得一分。

中文接受型词汇量：本测试所使用的材料是基于英文的“Receptive One-Word Picture Vocabulary Test”设计而成。首先，在60个适合该年龄层的词汇中由两位以中文为母语的助理研究员及研究者除去英文中比较常见，可中文中不太常见的词汇，然后随机选择了40个词（概念）作为刺激词。其次，由研究者将所选刺激词翻译成中文词，并请任课教师对翻译过来的中文词进行修改（考虑到大陆与台湾地区在某些词汇表达上的差异）。被试在测试时看到四幅画，同时听到一个刺激词。被试的任务是选择四幅画中最能代表所听到的刺激词的那幅画。选对一题便获得一分。

中文产出型词汇：本测试所使用的材料是基于英文的“Expressive One-Word Picture Vocabulary Test”设计而成。选材程序同上。最终获得54张图片作为刺激图片，图片依其所代表的概念由易至难排列。被试的任务是，在看到一张图片后说出该图片所代表的中文词。被试的所有反应均由录音笔录下。如果学生连续六张图片不能命名，测试便停止。每个命名正确的图片便获得一分。

中文语音意识：该测试（Wang，Cheng & Chen），共有30个项目，分别测试被试的声母、韵母及声调意识。被试的任务是在所听到的三个音节中选出与其他两个具有不同声母、韵母或声调的那个音节。选对一题便获得一分。

数字快速命名：该测试来自CTOPP （Comprehensive Test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中的数字快速命名测试，但被试用中文完成数字命名，研究者记录被试完成命名所有数字的时间。

施测

中文句子阅读理解、中文接受型词汇量及中文语音意识是集体施测，其余测试均为个别施测。测试时研究者先用英文给被试解释任务指导语，以确保被试完全理解。被试在表示理解后先完成2～3个练习再正式开始。

研究结果

各项测试的平均数及标准差如表6-1、表6-2所示。

表6-1 两组被试在各项阅读测试上的平均数（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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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两组被试在各项语言测试上的平均数（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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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学模式下被试阅读测试的结果

从表6-1中可以看出，浸入式小学的被试在中文阅读的多项测试上均优于中文学校的被试。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字词朗读的正确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短文朗读上，浸入式小学的被试在短文朗读的平均阅读正确率上显著优于中文学校的被试（t=3.53，p=0.001）。同时，浸入式小学的被试在句子阅读理解任务上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文学校的被试（t=4.15，p=0.000）。

两种教学模式下被试语言测试的结果

从表6-2中可以看出，两组被试在语言测试上的表现各有千秋。 中文学校的被试在产出型词汇、中文听力理解，以及中文韵母和声调意识上略高于浸入式小学的被试，而后者在接受型词汇以及汉语声母意识上的表现略高于前者。T检验结果表明，两者在接受型词汇、产出型词汇、中文句子理解、声母意识、韵母意识上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而中文学校的被试在声调意识上显著优于浸入式小学的被试（t= 2.916，p=0.005）。

对变量的因素分析

考虑到本研究变量较多，而样本比较小，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对变量的因素分析。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最大旋转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各种不同的因子分解指数都很好，KMO值为0.732，巴特利特检验的卡方值为246.72，p<0.000。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有三个，同时碎石图也表明有三个成分存在：中文句子阅读理解、汉字词阅读正确率和汉字短文阅读正确率以及产出型词汇在因素1上的载荷非常大；中文声母、韵母及声调意识在因素2上的载荷非常大；接受型词汇和中文听力理解在因素3上的载荷非常大。本文将这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与朗读和理解相关的变量”（字词朗读、文本朗读、产出型词汇），“中文语音意识”（声母、韵母和声调意识），以及“接受型技能”（接受型词汇量和听力理解）。

随后，比较两组被试在三个因子上的得分。T检验结果表明，浸入式小学的被试和中文学校的被试在因素1上的差异非常显著（t=4.53，p<0.000），而两组在其他两个因素上的差异并不显著。

预测句子理解的变量

1.浸入式小学被试各项变量与中文句子阅读理解的相关关系

表6-3中列出了该组被试各项变量间的相关值。从表6-3中可以看出，对于该组被试而言，字词朗读平均正确率，短文朗读平均正确率，中文声母、韵母以及声调意识，中文产出型词汇及中文听力理解均与中文句子阅读理解显著相关。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回归分析来发现预测中文句子理解的变量。

表6-3 浸入式小学被试各项变量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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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1，*** p<0.001。

2.浸入式小学被试中文句子阅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上文因素分析所得出的三个因子，“与朗读和理解相关的变量”（字词朗读、文本朗读、产出型词汇）“中文语音意识”（声母、韵母和声调意识）以及“接受型技能”（接受型词汇量和听力理解），使用分层分析的方法来发现对中文句子理解有贡献的预测变量。在分层分析中，首先输入语音意识，然后输入接受型技能因子中的两个变量，最后输入与朗读和理解相关的变量；随后变换输入顺序来探索各因素对阅读理解的贡献。

综合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4），语音意识和与朗读和理解相关的变量对中文句子阅读理解都有显著的贡献。其中，中文语音意识对于解释句子阅读理解的变异有28.3%的贡献（p<0.05），在此之上，与朗读和理解相关的变量对中文句子阅读理解有25.9%的贡献（p<0.05）。综合上述结果，对于浸入式小学中的被试来说，中文语音意识以及与朗读和理解有关的变量（中文字词朗读正确率、中文短文朗读正确率和产出型词汇）均为中文句子阅读理解显著的预测变量。

表6-4 以中文句子理解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浸入式小学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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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包括声母意识、韵母意识和声调意识。++包括接受型词汇和中文听力理解。+++包括中文字词朗读、短文朗读和产出型词汇量。* p<0.05。

3.中文学校被试各项变量与中文句子阅读理解的相关关系

在这部分的分析中，使用中文学校被试的数据，重复上述分析步骤。表6-5列出了该组被试各项变量间的相关值。对比表6-5中数据可以看出，对于该组被试而言，与句子阅读理解显著相关的变量仅有字词朗读平均正确率和中文产出型词汇（r分别为0.509和0.562）。但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中文学校被试来说，对中文句子阅读有贡献的唯一因素是数字快速命名（Δ R2= 0.538，p<0 .05），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

表6-5 中文学校被试各项变量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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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p<0.01，*** p<0.001。

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不同教学模式下的被试在语音意识、词汇知识和阅读能力的各项指标上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通过对比分析中文浸入式小学中的被试和中文学校的被试在中文语言和阅读的各种技能，本文发现，在阅读方面：①浸入式小学中的被试在短文阅读中的正确率较中文学校的被试有显著优势；②前者较后者在中文句子理解上也有显著优势。而中文学校的被试在语言测试上稍有优势，可两者差异并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中文学校的被试仅在声调意识上显著优于浸入式小学的被试，但优越的声调意识并没有能够在阅读理解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这一结果与先前关于来自中文学校的华裔学习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Wang，Perfetti，& Liu，2005；Wang，Cheng，& Chen，2006；Lü，2009）——研究均未发现语音意识与二、三年级的中文学习者的汉字及阅读理解有显著的相关。这说明对于汉字学习来说，学习者在语音上能够辨析不同的音节或者声调固然重要，但是汉字学习最终还是需要学习者掌握音节与词素之间的一一对应（Perfetti，& Dunlap，2008），而这种学习，需要大量的语言与阅读输入才能成功。

结果凸显了语言和阅读输入对于阅读学习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中文学校的被试虽然因为出生于使用中文的家庭，但是因为没有持续的、高质量的输入，他们原有的语言水平并未能自动地促进他们的阅读学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结果也说明，在阅读学习的初级阶段，仅有家庭环境中的输入，而没有直接的教学，也许很难直接影响到儿童的中文阅读学习。此结果与先前关于华裔儿童的研究发现相呼应。例如，有研究者（Lü，& Koda，2011）对于中文学校一、二年级的华裔儿童的家庭环境的研究发现，家庭阅读环境相对优越的华裔儿童较那些家庭阅读环境比较贫瘠的儿童在认读汉字方面并没有显著的优势。而本文中的浸入式小学中的大多数被试虽然从出生到学前班之前都是处于英语环境之中，而短短两年的浸入式教学使得他们能够在阅读上超过中文学校的被试，这说明了持续的语言、阅读输入以及直接教学对于中文学习的重要性。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预测句子阅读理解的因素是否因教学模式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的结果发现，对于浸入式小学的被试来说，中文语音意识和与朗读及理解相关的因素均对句子阅读理解有显著的贡献，而对于中文学校的被试来说，本研究基本上没有发现能够预测中文句子阅读理解的显著因素。这一结果与先前的研究有相同之处。例如，研究者（Wang，et al.，2006）对中文学校二、三年级小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够显著解释中文阅读理解中变异的只有年龄和中文接受型词汇量，而该研究所测其他变量对于预测中文阅读理解并不显著。这也许说明，中文学校的学生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其学习受到有限的时间、语言与阅读输入，以及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等各方面的限制，其中文语言与阅读水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无序的、非系统性的状态，因此，较难发现影响中文阅读理解的规律性因素。这一点与先前一项关于阅读输入和词素意识的研究发现相吻合。有研究者（Koda，Lü，& Zhang，2008）发现，由于中文学校教材输入在数和量上都非常有限，而教材是中文学校学生获得文本输入的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该研究发现，经过3～5年的学习后，中文学校的学生虽然对中文的正字法和构词法形成了基本的了解，但这种基本程度的了解无法帮助他们系统地分析及抽象理解汉字偏旁的意思，他们仍不能有效地使用汉字偏旁中的信息来学习和加工新的生字。

而浸入式小学的被试的结果则相对较为合理，只是目前关于浸入式小学学生中文学习的研究甚少，暂时无从与其他研究进行横向比较。

结论及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介绍了在美国较为重要的两种中文教学模式。一种是历史悠久的、主要面向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另一种是目前在美国主流学校发展较快的浸入式中文项目。通过对比年龄相仿的两组被试中文语言和阅读的各项技能，以及这些技能对中文句子阅读理解的贡献，本文发现了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语言和阅读水平之间的差异所在，以及预测句子阅读理解的因素。

本文存在如下局限：首先，本研究的样本，特别是中文学校的样本较小，这是人力物力有限所致。其次，本文虽然意图考察两种不同教学模式下的阅读习得，但却没有对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如教师的教学法，进行系统的描述和比较。这些问题都有待将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two important model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nonnative language in North American, i.e., Chinese weekend schools which are rooted in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ies and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s which are growing rapidly in mainstream schools.Subsequently, this article reports an empirical study, which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he acquisition of oral vocabulary,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reading skills between subjects in these two types of programs.Results show that subjects from the Chinese school have slightly stronger expressive oral vocabulary, Chines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Chinese tone awareness; the on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ay in tone awareness.However, such advantage did not facilitate their reading acquisition – subjects from the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ext reading and sente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At the same time, their phon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word reading and comprehension subskill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explaining the variations in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However, no meaningful pattern was detected among subjects from the Chinese school.The study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in the context of previous studies on nonnative school age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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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2] K-12指的是学前班（kindergarten）到十二年级，即高中毕业。


第7章 美国儿童在中文学习中获得了什么——分享阅读与第二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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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小学诸多外语教学中，中文被列为第二大语种，仅次于西班牙语。由此对第二语言中文的教学也就成为越来越热的研究课题。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起步的。该研究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研究目的：通过一年的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美国儿童是否在中文语音意识、拼音阅读、中文口语词汇等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中文学习对美国儿童来说是第二语言，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英文的语音意识有助于他们的中文学习呢？美国儿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中文的语音意识会有助于他们的英语学习呢？该研究采用了前后测实验设计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某小学开展了干预研究。所有一年级参加实验的儿童都完成了前测与后测。测验包括中文语音意识、中文阅读、拼音阅读、英文语音意识及英文阅读测验。结果表明，通过一年的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美国儿童在中文学习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英文和中文都有语音意识，但第一语言的英文中的语音意识对中文的学习没有直接的帮助；而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中文的整合的语音意识有助于美国儿童的英语学习，这一结果可能暗示着中文的整合语音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元语言意识的发展，进而使得美国儿童的英语语音意识从中获益，因而促进了英文阅读能力的提高。该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性证据，同时也在实际教学中给一线老师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阅读焦点

·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法第一次应用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美国儿童学习进展如何？中文学习会影响美国儿童英语学习吗？该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性证据，同时会在实际教学中给第一线的老师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关键词

第二语言学习，分享阅读，语音意识，中文阅读，英文阅读，音节意识

自1970 年以后美国的汉语教学发展迅速，最近几年的发展尤为神速。开设汉语学校的数量以及学习汉语的人数都在大幅度地增长。近几年，美国从有 200 所学校开汉语课，到现在已经发展到有 1000 多所学校开汉语课，而且中学生学汉语的人数从 2 万增加到 10 万多。汉语的学习不仅在非主流的中文学校，而且也在主流的美国中小学迅速开花。在汉语学习的需求量猛增的情况下，汉语教学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作为第二语言——汉语教学，它的教法、教程及教材的研究相对薄弱。什么样的教法最为有效？什么样的教程、教材最为适宜？英语作为字母语言，又称作语音为主的语言，对学习一个以语素为主的语言——汉语是有促进还是抑制作用？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我们的研究者及一线的教师们。用教中国孩子学习汉语的方法适合美国孩子学习汉语吗？该研究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却尽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是否适合美国儿童学习汉语？中文学习对美国儿童来说是第二语言，是否英文的语音意识有助于他们的中文学习呢？美国儿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中文的语音意识会有助于他们的英语学习呢？

理论综述

双语学习在美国已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中小学大都开设外国语的课程，其中中文课越来越热，它是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热门外语。美国中小学正在推行普遍核心课程标准，它对中小学各学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以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及走向社会、事业发展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同样面临着挑战，何种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满足普遍核心课程标准的要求。该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尝试在美国小学开设汉语课，并用分享阅读的系统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前测与后测，希望通过这些测验来评估美国儿童汉语学习的进程并试探性地回答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双语教学已不是一个纯新的问题。托马斯和考利尔提出，双语儿童的两种语言的优势使得他们认知技能的发展要优于单种语言的儿童（Marian，& Shook，2012；Marian，& Spivey，2003；Thomas，& Collier，1997），而且会影响到他们长期的学业成就（Bialystok，Craik，& Luk，2012；Ovando，& Collier，1998）。这些双语研究多关注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儿童，这两种语言都属于字母语言，如果其中一种语言是非字母语言，这个结论还成立吗？

语音意识是对口语文字的语音信息进行识别、分析和操作的能力。它在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位是最小的声音单位。在英文“sun”中有三个音位：/s/，/u/，/n/。音节由一系列声音组成。能够辨别和操作这些声音对字母语言中的阅读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字母代表着声音或者音位。没有音位意识，就很难掌握字母语言中的发音规律。同时音位意识又是匹配声音与文字的基础。如果儿童听不出“man”和“moon”的首音是相同的，或者不能将/m/和/u/，/n/合在一起，那么他们在匹配声音和书面文字符号时，或者读出整个字时就会遇到困难。音位意识不仅对口语发展，而且对书面语言的发展同样重要。研究者认为音位意识的发展能够准确预测儿童今后的阅读能力（Niessen，Strattman，& Scudder，2011；Yopp，1992）。音位意识的测验有多种，但美国阅读研究以及小学最经常使用的测验包括音位分割流畅性测验 （phoneme segmentation fluency），它是测量儿童将三个和四个音位的英文字分割成个别音位的能力。这个任务被认为能够很好地预测儿童今后的阅读成就（Kaminski，& Good，1996）。另一个任务就是首音流畅性任务（initial sound fluency），它是测量儿童再认和生成英文字中的首音的能力。它同样被认为是预测儿童阅读能力的有效测验（Kaminski，& Good，1996，1998；Laimon，1994）。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语音意识在两个语言中存在着高相关，在一种语言中获得的语音意识可以转换到第二个语言的语音学习中。尤其在字母语言中第一种语言中的语音意识是会明显地促进第二语言中的语音解码（Cormier，& Kelson，2000；Durgnoglu，Nagy，& Hancin，1993；Gholamain，& Geva，1999）。

有很多关于双语儿童语音意识发展的研究，其中有一个理论被称作统一竞争理论（unified competition theory，MacWhinney，2005）。它认为如果在两种语言中有共同的语音属性，由于儿童经常受到这些语音的刺激，他们对语音的敏感性，会使儿童容易获得在第二语言中的语音意识。双语儿童则更容易将一种语言的语音知识转换到另一个语言中（Bialystok，et al.，2001，2008；Paradis，2001）。当两种语言具有共同的语音属性时，双语儿童对语音技能的掌握就要优于单语儿童，这种优势也被称为“正转移”。相反，如果语音属性在两个语言中是唯一的，那么双语儿童对语音技能的掌握就会弱于单语儿童，这种弱势也被称为“负转移”。正转移的实证研究可以列举出很多。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双语中可靠的语音线索，如德语—英语的双语研究（Tracy，1995）；西班牙语—德语研究（Lleó，Kuchenbrandt，Kehoe，& Trujillo，2003），西班牙语—英语研究 （Fabiano-Smith & Goldstein，2010）等。虽然有大量的正转移的研究，但同时并非所有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Gildersleeve-Neumann，Kester，Davis，& Peña，2008）测试了3岁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他们发现双语儿童的语音技能要慢于单语儿童。类似的研究还有歌德斯滕等人的研究（Goldstein，& Bunta，2011）。以上研究都停留在两种拼音字母语言之中，如果一种语言并非是字母语言，这种转移还存在吗？岛德等人测试了中国广东话—英语的双语儿童的语音技能，他们发现双语儿童的语音技能要落后于单语儿童（Dodd，So，& Li，1996）。这个研究似乎暗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语言体系仍然存在着“转移”。心理语言学的纹理理论（Grain Size Theory）解释 （Ziegler，& Goswami，2005） ：语音解码取决于形—音关系的规则性。儿童最初对口语中大的语音单位比较敏感，逐渐地这种敏感性达到了精细的更小的语音单位。看来语音单位的大小会对儿童的阅读水平有不同的影响。

那么，另一个问题也相应被提出。如果第二种语言需要更高级的语音意识的加工，是否它会有利于儿童第一语言的字的解码或阅读水平？有一个有趣的脑成像研究（Perfetti，et al.，2007）表明，中国儿童部分地将英文吸纳到中文系统中。它暗示中文加工更加复杂，也就是说，美国儿童学习中文比中国儿童学习英文会感觉更具有挑战性。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美国儿童学习中文，他们中文的学习会有益于他们英语的解码或阅读水平，因为中文的语音意识加工包括更高级的或纹理更大的单位的加工，这个更高级的语音加工会促进他们母语字的解码。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仔细讨论一个核心问题。中文书写系统和拼音文字系统的英文成文存在鲜明的反差。中文是以语素和音节为基础的系统，它同时也包含语音信息，如首音、尾音、音调和音节。然而，中文里的语音意识和英文中的不尽相同。中国儿童基本不能识别中文中的音位，而说英语的儿童却对英文中的音位很敏感 （Cheung，et al.，2001）。 语音意识的不同水平对学习中文很重要，因为中文有音节结构，它有辅音（首音）和元音（尾音），它们又可分为清辅音/元音和浊辅音/元音。除了辅音和元音以外，中文（普通话）还有四个音调。音调意识在中文语音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文里语音意识的加工水平也许更高，因为它不仅有首音意识、尾音意识，而且有音调意识和音节意识。后两者是与英文中的语音意识不同的地方，正如纹理理论所描述的中文的语音加工“纹理”更大，或者说它的加工水平要求更高。

美国中小学正在实施的普遍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定义了美国中小学生学习外语应该掌握得的知识和技能，使得他们在高中毕业后能够成功进入大学并能达到社会的需求。它强调了全球经济及全球社会的概念的重要意义，有效的外语教学将是对这个理论框架的最有效的支持。为了能够保证所有学生能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及全球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学生要流利掌握多种语言。对目前美国中小学外语学习的批评是，学生对外语的学习仅限于基础水平，即使到了高中，多数学生还是难于用该语言进行交流。普遍核心标准强调的是语言学习的结果，如语言的交流技能包括交流性、解释性以及表述性。在外语教学中有以下七个标准：①将学生培养成独立的学习者；②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为外语学习提供必备的知识；③与不同的群体交流；④理解作者的意图及文化背景；⑤搜寻有关的知识；⑥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支持口语和书写交流；⑦理解有关的文化背景。

分享阅读（shared-book reading），有时也译为大书阅读，是由侯德威（Holdaway，1979，1980）设计的一种用于引导学龄前儿童进行阅读的教学方法。最初在美国的幼儿园中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分享阅读是一种互动的阅读体验，由有经验的老师或阅读者指导，儿童在大书阅读活动中，通过与教师、小朋友的分享阅读，体会阅读的过程及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使用的阅读策略。儿童在分享阅读中学习文字的概念，获得一种学习的体验，并且开始把自己设想为一名阅读者（Fountas，& Pinnell，1996）。分享阅读的突出优点在于：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通过群体阅读使儿童获得阅读成就感；帮助儿童联结背景知识和新信息；帮助儿童建立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建立和培养汉字形—音之间的关系，提高儿童口语、书面语的表达；培养儿童阅读的策略，提高儿童的阅读理解和审辩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分享阅读的教学与普遍核心教学标准不谋而合，它能帮助儿童学习汉语，并达到帮助美国儿童获得普遍核心标准的目标。分享阅读的教学不仅在美国被普遍使用，它在中国的幼儿园及学前的中文教学获得大多的认可（Li，et al.，2002）。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拼音书写系统，包含有26个罗马化的标准字母，它给以语义为基础的汉语提供了语音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小学生在一、二年级就开始学习拼音。最近的研究表明，拼音的学习与汉语的学习存在显著相关，早期的拼音学习将促进今后的汉语学习（Li，et al.，2015）。伴随的拼音教学法就是在儿童学习分享阅读故事的同时，系统地讲授拼音，以故事中出现的汉字拼音为例来学习。这样的学习过程，既考虑到学习的乐趣，同时又循序渐进。

实验设计

该干预实验是将分享阅读教学应用于中文的第二语言教学，拼音是伴随着中文的语言学习逐渐地将元音、辅音及音调教授给学生的。干预实验持续了一年（2013—2014），所有教学用书是由奕阳教育研究院提供的。所有学生都参与了前测与后测。研究者欲通过测验的结果来回答三个研究问题。

77名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他们来自美国西雅图的一所十三年制（k-12）的私立学校。由于是私立学校，因此学生大多来源于中上等收入家庭。其中95%为纯美国家庭的孩子，只有5%为亚裔家庭（韩国、越南、中国）。在中文教学前，我们对家长做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以前的中文学习背景。在77名学生中76名学生家长报告他们孩子的第一语言是英文，对中文完全没有学习过，有中国背景的孩子只有一位，而且父亲是中国台湾人，母亲是韩国人，学生仅有一点点中文口语背景。

测验

中文语音意识

音节意识：一共有12个项目，个别施测。它要求儿童从两音节字中删除一个音节。例如，火车，让学生删除“火”，并说出剩下的音节“车”。

音调意识：它是三选一任务，个别施测。给学生呈现三个音节，让他们挑出其中一个音调与其他两个不一样的。共12个项目。

尾音意识：它是三选一任务，个别施测。给学生呈现三个音节，让他们挑出其中一个尾音与其他两个不一样的。共12个项目。

首音意识：它是三选一任务，个别施测。给学生呈现三个音节，让他们挑出其中一个首音与其他两个不一样的。共12个项目。

中文口语词汇

图画命名：给小朋友呈现图画，要求他们说出图画的名称，共20幅图画。这是作为儿童中文口语能力的测评。

中文阅读能力

拼音阅读：包括不同难度（声母、韵母）的拼音单音节的阅读，共12个项目。

字词命名：要求小朋友在五分钟内快速准确地阅读汉字，共30个汉字，他们选自分享阅读第一级教材。

句子阅读：从分享阅读第一级教材选出五个句子，要求小朋友快速准确地读出每一句，共25分。该测验只用于后测。

英文语音意识

音位意识：该任务选自美国DIBELS（Dynamic Indications of Basic Early Literacy Skills）测验。主试用口语方式说出三个或四个音位的英文字。儿童需将这三或四个音位分别说出来，比如，“sat”，儿童则要说出“/s/，/a/，/t/”，这样儿童会得到3分。儿童在一分钟内能完成的音位数量将是他/她的最后分数。该测验是个别施测任务。共有12个音文字。

首音意识：该任务选自美国DIBELS测验。主试给儿童呈现四幅图画，命名每一幅图画，然后让儿童指出其中一幅图画，它的第一个声音和主试说的音一样。例如，“这是sink，cat，gloves and hat，哪幅图画的第一个音是/s/？”儿童也会要求说出匹配图画的名称的第一个音，儿童在一分钟内说出正确的第一个音的数量就是该任务的分数。该测验是个别施测任务。一共有48道题目。

声音意识： 该任务选自美国DIBELS测验。声音意识任务包括四个子测验——压韵、删除、替代和置换。押韵是要儿童在三幅图画中找到其中两个项目是相互押韵的；删除是将三个项目中一个与其他两个项目不押韵的字删除掉；替代是要求儿童在三个选项里找到一个和目标字押韵的字；置换是要求儿童将双音节字进行置换。该测验是个别施测任务。一共有45个题目。

英文阅读能力

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该任务选自美国DIBELS测验。该任务要求快速读出无意义英文字（如“lut”）。该测验是个别施测任务。该任务共有50 个字。

英文字词命名：该任务选自美国DIBELS测验。要求儿童能正确读出英文字。该测验是个别施测任务。该任务共有32个字。

结果

首先，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表7-1列出了所有任务前测与后测数据的基本信息。

表7-1 各任务的描述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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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年的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美国儿童是否在中文语音意识、拼音阅读、图画命名等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

图7-1展示了儿童在一年中文学习后拼音阅读、音节意识、首音意识、尾音意识、音调意识和图画命名的后测分数都高于前测。其中口语能力几乎是从无到60%的命名正确率。拼音阅读的正确率从20%到达了60%以上。语音意识的任务正确率也从14%提升到20%。

表7-2是配对T检验的结果。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所有学生在六个任务上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拼音阅读，t=-18.34，p<0.01；音节意识，t=-7.3，p<0.01；首音意识，t=-5.73，p<0.01；尾音意识，t=-4.54，p<0.01；音调意识，t=-3.62，p<0.01；图画命名，t=-20.38，p<0.01。T检验的结果表明，儿童在学习了一年的中文之后，他们的中文口语能力、拼音学习以及中文的语音意识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后测也测试了儿童中文学习包括字词命名、中文句子阅读等，由于这些任务没有前测，所以无法进行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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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拼音阅读、语音意识及图画命名任务的前后对比

表7-2 前后测任务对比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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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习对美国儿童来说是第二语言，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英文的语音意识有助于他们的中文学习呢？

这组儿童由于他们的母语是英文，在学习中文之前已有流利的英语口语能力。首先，对儿童的英文语音意识进行了测量，包括英文音位意识、首音意识和声音意识。同时在一年之后我们测量了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其中文阅读能力的测量包括中文字词命名和句子阅读。另外，儿童中文的口语能力（图画命名任务）将作为控制变量。

表7-3的多阶层回归分析将图画命名作为控制变量，中文字词命名任务作为因变量。英文音位意识、首音意识和声音意识作为自变量。其结果显示R2变化只有6.8%，其模型并不显著，p>0.05。同时，所有三个英文语音意识的任务均不显著，说明英文早期的语音意识与中文字词命名无关。

表7-3 多重回归分析（中文字词命名任务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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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层回归分析将中文句子阅读任务作为因变量，英文音位意识、首音意识和声音意识作为自变量。其结果显示 R2变化只有 9.3%，其模型并不显著，p>0.05。同时，所有三个英文语音意识的任务均不显著。回归系数列在表7-4中，与上述结果一致，说明英文语音意识与对中文句子阅读无关，或者说英文的语音意识对中文的学习没有帮助。

表7-4 多重回归分析（中文句子阅读任务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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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中文的语音意识会有助于他们的英语学习呢？

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研究者要检验中文语音意识的培养是否有助于美国儿童的英语学习，换句话说，是否美国儿童在中文学习中获益。英语阅读能力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无意义英文字解码任务，二是英文字命名任务。其中，中文口语词汇能力仍然作为控制变量，中文的语音意识后测分数作为自变量，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和英文字词命名任务作为因变量。

使用多阶层回归分析对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任务进行分析（见表7-5），其中中文的语音任务作为预测变量，当控制了英文的语音意识后，其调整的 R2值是26.5%，说明有26.5% 的变异可以由该模型来解释。在三个英文语音意识任务中，只有英文音位意识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在控制了英文语音意识后，中文音节意识与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任务有着显著的相关，中文音节意识的标准系数是0.37，p<0.01；其他的预测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美国儿童在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后，他们的中文音节意识确实有助于他们的英文学习。中文的语音任务包括音节意识、首音意识、尾音意识和音调意识。在这四个预测变量中只有音节意识对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任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音节意识要求儿童从两音节字中删除一个音节，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儿童不仅会意识到每一个音节，它的加工不仅要触及首音、尾音和音调的加工，同时需要将所有信息整合加工，所以这个语音加工的过程是一个整合的语音加工任务，它不同于单纯的语音加工任务，如首音意识、尾音意识和音调意识。

表7-5 多重回归分析（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任务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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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英文阅读的测量指标是英文字词命名。同样的，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多重回归分析（见表7-6）。英文字词命名是因变量，中文的语音意识任务是预测变量。当英文的语音意识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后，其调整的 R2值是28.2%，说明有28.2% 的变异可以由该模型来解释。表7-6列出了各预测变量的标准系数及 p值。其中在控制变量中，只有英文的首音意识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5）。在控制了英文的语音意识后，只有中文的音节意识与英文的字词命名呈现了显著的相关。中文音节意识的标准系数是0.25，p<0.05；其他的预测变量均不显著。我们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结果，只有中文的音节意识可以预测儿童的英文阅读。这一结果也印证了中文的音节意识加工是一个整合的语音加工任务，只有综合的中文语音加工任务才有效地预测英文阅读能力。

表7-6 多重回归分析（英文字词命名任务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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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是否适合美国儿童学习汉语？分享阅读的教学在中国已被普遍接受，而且得到老师、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分享阅读教学注重在背景下学习汉字，首先是文化背景。让儿童了解故事的有关文化背景。例如，熊猫一课，老师首先给学生展示中国四川熊猫的饲养地和熊猫在那里吃穿住行的照片，同时还观看了有关的录像、电影片段等。其次是语言背景，在熊猫一课要学习吃、爬、跑、跳等动词，那么老师首先结合故事书中的动作图片解释熊猫的活动，同时在介绍这些动词时还不失时机地介绍动词的偏旁部首，让儿童了解中文语义与字形的关系。同时分享阅读还注重讨论教学，每个儿童均有机会参与讨论，表达自己对故事中人物、字词等的理解，通过课后的扩展活动来进一步巩固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包括读、写、表演等活动。由于拼音的教学是一种伴随式的教学，它不是集中将所有拼音全部学完，而是随着故事的学习，逐渐地将拼音元音及辅音引入教学中，结合故事中生字的学习加强拼音的掌握。由于分享阅读教学对美国儿童并不陌生，这种以故事为载体的语言教学模式容易被儿童接受，经过一年的教学，美国儿童的中文学习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该研究也证明分享阅读教学法不仅对第一语言的学习有益，同时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也是一个有效的教学方法。

中文学习对美国儿童来说是第二语言，是否英文的语音意识有助于他们的中文学习呢？英文是一种字母语言，它是遵循语言的形—音规则，当你阅读字母语言时，你可以根据它的形音规则轻易地读出，但你未必了解其中的意义；中文正好与英文相反，它是一种非字母语言，每个汉字既有它的“声旁”也有它的“意旁”。当你看到汉字时，你或许可以猜到一些它的意义，但你未必能够读出它的发音，因为中文的声旁多是非规则的声旁，意旁的规则性要远远大于声旁，也就是说中文更多的是传递形—义规则。当美国儿童学习中文时，他们会自然地想要使用他们已有的英文中的语音知识，然而，中文的语音知识与英文的非常不同，他们习惯了的音位意识在中文中无用武之地，挑战他们的是从未见过的音调意识，而且中文中的语音是一个以音节为整体的语音意识。例如，“妈”中的声旁是“马”，当你看到“马”是，你会直接发出/mǎ/，“马”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单位。所以读出英文中的“声音”和中文中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过程。按照心理语言学的纹理理论（Ziegler，& Goswami，2005），语音解码取决于形—音关系的规则性。儿童最初对口语中大的语音单位比较敏感，逐渐地这种敏感性达到了精细的更小的语音单位。在语音规律比较规范的语言（如英语）里，它所需要解码的是要小到纹理的音位级。相比而言，语音规律相对不够规范的语言（如中文），它需要解码的纹理就相对比较大到音节级，也就是说，更小的语音单位的学习经验很难转移到相对比较大的语音单位的加工，更大的语音单位的加工需要更复杂、更加整合的技能才可以完成。这一理论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儿童在学习中文时没有也无法将英文中的语音意识转移到中文学习中。

同样美国儿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是否中文的语音意识会有助于他们的英语学习呢？多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只有中文音节意识与英文阅读有显著的相关，不仅可以有效地预测无意义字命名流畅性，同时对英文字命名任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其他三个中文语音任务（首音、尾音和音调）没有呈现这样的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纹理理论以及佩尔费蒂（Perfetti，2007）的研究。中文的语音加工相比英文来说更加复杂，它需要更加整合的加工。例如，中文的音节意识，它的加工不仅要触及首音、尾音和音调的加工，同时它需要将所有信息整合加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美国儿童的语音意识得到了提高，音节意识、音节意识是更高级的语音意识，高级的语音意识会有益于低级语音意识的发展和提高。也就是说，儿童所获得的更大的语音单位的语音意识会转移或促进小单位语音意识的发展。或者说美国儿童在中文的学习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中文高级语音意识（音节意识）有助于他们的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英文阅读水平的提高。美国儿童学习中文，他们中文的学习会有益于他们英语解码或阅读水平，因为中文的语音意识加工包括整合的或纹理更大的单位的加工，这个整合的语音加工会促进他们母语的字的解码。而中文的首音、尾音意识及音调意识相对音节意识而言，他们的单位更小，他们的加工水平更低，因此对他们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没有任何贡献作用。

近年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研究者及教师希望得到大量的实证性研究的成果来帮助他们开展更为有效的教学活动。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分享阅读的系统性教学适合美国儿童学习汉语；中文学习对美国儿童来说是第二语言，英文的语音意识对中文的学习没有直接的帮助；美国儿童通过一年的中文学习，他们的英文字解码或阅读受益于他们的中文学习。由于中文的语音加工是基于整个字的语音加工，它需要更高级的语言加工和整合能力。虽然对于美国儿童来说学习中文具有相当大得挑战，但他们也从中获益。

这一研究给教育者的建议是：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使用类似于分享阅读的教学模式，强调文化背景及语言背景的辅助作用，在中文教学中强调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同时要加强中文的语音训练。这样不仅有利于儿童的中文学习，而且会有助于他们的母语——英文的学习。该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更好地解释了第二语言的获得，同时为教师提出了汉语教学的方案及教学活动指南。

摘要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is list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after the Spanish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merican schools.Thu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hot research topic.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such a background.This study has three main purposes: whether do American children get great progress in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inyin reading, Chinese spoken vocabulary through one year systematic teaching of Shared-Book reading? Chinese is second language for American children, whether does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will benefit them with Chinese learning? Whether does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will facilitate them with English learning too? The Chinese Shared-Book reading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State of Washington.All first grade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have completed the pre-tests and post-tests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tests,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reading, Pinyin reading and Chinese spoken vocabular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y the year of Chinese learning with Shared-Book reading systematic approach American children have gained a huge leap forward in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inyin reading and Chinese spoken vocabulary;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id not directly benefit their Chinese learning; After one year Chinese learning Chinese, the integrate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task—syllable awareness in Chinese predicted American children’s English learning.This finding implies that higher level or integrated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thus benefits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thu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reading ability.The study not onl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provides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guidance to the first line of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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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有阶梯的阅读——美国儿童分级阅读及童书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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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阅读在西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儿童阅读理念，在美国已经推行了半个多世纪，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分别推广了多年。近两年逐步推广到大陆地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儿童阅读的传统。母语的习得和阅读的培养更是从小抓起。受西方影响，国内近年出版的儿童读物数目繁多、类别多样，但是质量良莠不齐。该如何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择难易程度适宜、高质量、 趣味性强、内容丰富的书籍是很多家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本文作者凭借在美国多年的工作和教学经验，从三个方面介绍美国儿童读物：①图书分类（物理分类vs文学分类）；②图书质量；③图书分级。希望对教师和家长在选择阅读教材、制订阅读目标、探索教学方法和指导策略方面有所启示。

阅读焦点

·你了解美国儿童文学发展至今的繁多种类吗？你了解评判童书作品质量的多元化标准吗？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加以概述，并重点就国内教育界关心的分级阅读热点问题，展开介绍美国的分级阅读体系及其在中小学校的应用。

关键词

美国儿童文学，分级阅读，图书分类，图书质量，图书分级，童书

儿童读物的分类

儿童读物是指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适合儿童阅读的所有出版物。儿童读物的范围涵盖图书、报纸、杂志、电子读物、卡片读物、影视剧本，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市场上现有超过38.5万种在售儿童读物，并且每年会增加5000册左右的新书（Bowker，2009）。儿童读物是儿童的精神食粮，是儿童成长和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媒介。阅读能力的培养对儿童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读物种类繁多，儿童读物按文学分为虚构的故事类和写实的非小说类（科普、纪实等）。按写作手法分为韵文（Poetry）和散文（Prose）两大类（见图8-1）。

韵文包括儿歌、儿童诗、谜语等。韵文中的代表作之一是《鹅妈妈童谣》 （Mother Goose）。《鹅妈妈童谣》里收录了大量的适合给幼儿讲读的童话故事和歌谣，是幼儿启蒙阅读的必备读物。很多美国学龄前孩子对其中的绕口令、谜语、催眠曲、字母歌、数数歌、动物歌等耳熟能详。

儿童读物又根据年龄分为幼儿读物 （学前）、低年级（6～8岁）儿童读物、中年级 （8～10岁）儿童读物、高年级儿童读物 （10～12岁）和青少年读物 （13～18岁）。本文着重介绍适合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生使用的读物。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阅读研究专家珍妮·卡希尔（Jeanne Chall）指出，儿童从幼儿园到三年级主要学习阅读，三年级以后通过阅读学习各种知识 （Cox，1983）。也就是说，幼儿和低年级的学生学习的重点是各种阅读技能，他们的图书种类多包括图画书、故事书、无字书、动漫、儿歌和科普书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阅读是以学习知识为主，他们的图书种类中科普、纪实和百科的比例逐年递增，文学的比例逐年减少。在美国，儿童读物又按阅读对象、内容、 版式和插图等做以下物理分类（见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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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译自：Fountas&Pinnell, 2001

图8-1 儿童读物的文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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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韵文例举

表8-1 儿童读物的物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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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本现代图画故事书是1928年出版的《百万只猫》 （Millions of Cats）（见图8-3）。故事讲述了在很久以前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晚年备感孤独，于是决定收养一只猫。但是外出寻猫的老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只猫，而是成百成千上万只猫。老先生决定不了哪只猫会是最好的宠物，就把它们全都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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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百万只猫》

值得注意的是图画书和图画故事书之间是有区别的。图画书以插图为主要特色，搭配少量文字或没有文字，不一定要有一个故事存在其中。比如，苏博士的《字母书》 （ABC：An Amazing Alphabet Book）（见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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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字母书》

图画故事书，顾名思义，是由文/叙事（narrative）和图（illustrations）几乎分摊地说故事的书。这类书有完整的结构和情节，结构的规模不一定大，但是构成一个完整故事，而插图是故事内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儿童可以通过读图来领会故事的内容。高质量图画书，不管是无字图画书或图画故事书，插图都具有较强的传达力，传递许多不同的信息，无字图画书更是用图来表达整个故事（Burke，1986）。

下面的几幅图（见图8-5）选自无字图画书《旅途》 （Journey）。 本书获得2014年凯迪克（Caldecott）银质图书奖。该书不仅设计漂亮，吸引人的注意力，还有“ 机能性” ，即图画传达了整个故事： 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儿在她卧室的墙上画了一扇门，穿过这扇神奇的门，小女孩遁入了一个神奇且冒险和危险无处不在的世界。手握红色画笔，她画出了一条船，一只气球和一条会飞的毯子，带她踏上未知命运的奇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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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旅途》节选

无字图画书比有字书更能激发课堂讨论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提高阅读理解。教授这类书的重点在于仔细分析、欣赏图画中的细节，提高口语表达和总结能力，扩展词汇量，增强写作兴趣和激发写作灵感。

立体书根据孩子爱玩的天性，运用三维立体空间，把书的内容和形式与玩具的趣味和功能巧妙结合。立体书的设计需要孩子用心去发现隐含的机关和结构，因此，更能激发儿童的探索欲和求知欲，其立体的美妙视觉图像比平面图画书更有助于儿童理解事物（见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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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www.fermoeditore.it/fermomag/wp-content/uploads/2014/01/Diagon-Alley-Harry-Potter-A-Pop-Up-Book.jpg

图8-6 哈利·波特魔法学校立体图像

小学高年级 （4～6年级）和初中生的图书选择范围比低年级学生要广。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可以读图画故事书又可以读都是文字的章节书。美国2010年颁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和《共同核心州立英语标准》明确要求各年级增加信息类文本的使用和阅读数量。 教授信息类体裁的有效方法是和故事体裁书对比学习。学者网上教师书屋（The Scholastic Teacher Store）有配对书，即相似题目分别用信息类和故事类体裁书写，方便教学使用。例如，《从蝌蚪到青蛙 》（信息类）和《青蛙与蛤蟆》的黄金岁月 （故事类）就是这样的配对书（见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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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配对书

信息类图书主要包括传记和科普两大类。信息类图书以事实为依据，要求内容准确，概念和理念表达清晰、有条理。一般情况下，学生主动选择信息类图书做课外阅读要比选故事书少得多。信息类图书的内容涵盖宇宙万象，为什么不如文学类书籍受学生欢迎呢？第一，在传统的观念里，信息类图书不是用来做趣味阅读的。第二，孩子在图书馆借阅信息类图书往往不是出于自愿。 尽管有些学生发现信息类图书很有趣，但多数孩子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而参考信息类图书。第三，信息类图书一直被认为很枯燥。事实上，当今儿童读物里的信息类图书既有趣又引人入胜。没有哪类其他儿童读物像信息类图书取得如此巨大的关注。 作者和出版社达成共识，即信息类图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呈现事实，还要能激起读者对某一主题的兴趣 （Tunnell，et al.，2012）。

儿童图书的质量

越来越重视少儿学前教育和课外阅读的家长们常常喜欢问，“孩子读什么书好？”他们唯恐自己消息不够灵通，没有让孩子接触到最好的作品，或者把宝贵的学习时间浪费在质量粗劣甚至阅之有害的出版物上。这一节将介绍美国的童书质量评估和推荐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比起读过某几本好书或者所谓“名著”，帮助儿童成长更重要的因素是从小到大保持阅读习惯和兴趣。一本书无论写得再精彩、再深刻，都不可能满足读者所有的认知、信息、审美和情感需求。读得多、读得杂才是真正广泛有效地利用图书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要快速学会使用图形处理软件，他是再研读一遍《红楼梦》呢，还是去借一本图像处理傻瓜教程？读书和吃东西是不可以完全类比的，但是在有些方面，精神食粮和食品确实有相通之处。我们不会因为人参好而顿顿只吃人参，对其他食品不屑一顾。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各自提供不同的养分，长期摄取多样的营养成分才是健康之道。读得“杂”意味着内容题材杂：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皆可涉猎；文学体裁杂：童话、魔幻、历史小说、现实小说、图画小说、人物传记、纪实、科普各有千秋。这条基本原则可以帮助殷切的家长释放不必要的压力，破除对少量“经典”的迷信。

美国在创作、评介、推广、奖掖儿童出版物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庞杂的体系，通过自由市场、实践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分工合作，不断把优秀的新老图书介绍给一代代的少儿读者。这套丰富的评介体系以“百花齐放”为基本原则，认可儿童读物质量的多元性。也就是说，各类专业人员和机构组织从文字、美术、读写、审美、信息价值、教学辅助、可读性等不同的角度，推荐大量“各有所长”的童书作品。虽然如雷贯耳的凯迪克图画书奖和纽伯瑞（Newbery）儿童文学奖每年从五千种少儿新书中精选出两本引人瞩目的金奖作品，其他多如牛毛的书评杂志和童书奖项仍然蓬勃活跃，因为业界对于儿童阅读的共识是：光咀嚼几本“人参”是远远不够的，每一本好书各自提供独特的营养成分，满足不同年龄读者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需求，都值得敲锣打鼓地吆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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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层面，出版社和各大书评杂志的紧密合作使得书评文章能及时发表，成为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学校图书馆选购新书的重要参考。主要的童书书评杂志会在第一时间收到出版社寄赠的新书，部分甚至是正式出版前两三个月仍需校订的样书。新书一上市，书评杂志能在最短时间内发布对图书内容的介绍、质量的评估，以及适合读者年龄年级段的推荐。随着媒体的数字化和多样化，这些杂志与时俱进，评介对象从纸质图书扩展到应用程序（app）、有声读物、影碟、网络资源等不一而足。除少部分全职人员外，撰写评论的多为中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少儿部的教师和馆员，还有高校儿童文学专业、图书馆少儿服务专业的教授和研究生。

面向中小学校教师的杂志也开设童书书评专栏。它们的时效性比不上综合性书评杂志，但是有的放矢，着重介绍能够配合历史、社会、科学等学科教学的童书。教育学院普遍开设儿童文学课程，帮助未来的早教人员和中小学校老师熟悉各类体裁和形式的儿童读物，学习深入分析作品，评估作品对发展儿童的认知水平、语言能力、读写萌发，以及促进多元文化的意义，学习选择合适的儿童读物纳入教学，帮助学生从童书中获取知识和技能。《社会教育》（Social Education）杂志每年向教师集中推荐一批儿童读物，在内容简介后会注明该书与社会科学课程标准的哪些主题相关。例如，美国华裔作家杨瑾伦2013年创作了反映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图画小说《义和团》和《圣徒》。该书被归在“世界历史和文化”类，注明适合初高中读者，和课程标准的以下三个主题相关：文化，时间的传承和演变，权力、权威和政府（Notable，2014）。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丰富而离散的书评资源和图书奖项使得数据库产品应运而生，数据库产品能协助教师和图书馆员集中查找符合内容需求和质量标准的优秀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综合数据库》（Children’s Literature Comprehensive Database）提供一站式服务，把儿童读物的书目数据、书评文章、获奖情况和难易程度信息归拢在一起，是省时省力的选书工具。《获奖童书数据库》（Database of Award-Win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由加州一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馆员建设，是一个免费的网站。它收录了六个英语国家自1921年至今共计129个童书奖的逾万条得奖作品书目，其中一半是美国的童书奖项（1921年是纽伯瑞大奖首次评奖的作品出版年份）。该网站为入库图书建立了较为详细的索引和元数据（metadata），用户可以通过童书的适合读者年龄段，形式（如无字图画书、绘本、分章节的故事书、漫画书、诗歌体小说等），文学体裁，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年代，主要人物的性别，种族和国籍，出版语种、所获奖项以及关键词进行查询，精确锁定他们感兴趣的作品（Bartle，2008）。这些根据童书特性度身定制的搜索工具对中国或有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结合童书奖项和书评杂志的评选条件，了解衡量儿童读物质量有哪些多样的标准。首先，书评人员需要综合考虑作品的文艺质量和对少儿读者的吸引力。完全忽视其中任何一项会使童书奖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只看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上榜的可能是些符合成人欣赏口味的“童书”；如果完全以作品对儿童读者的吸引力为决定因素，那么大抵只要照抄畅销书榜的排行就可以了。纽伯瑞和凯迪克大奖的评选原则体现了对这两方面的兼顾，声明图文的内容和风格需要适合儿童受众，但是作品得奖与否既不取决于其说教意图，也不倚赖小读者对之喜爱的程度。就语言质量而言，评审人员需要衡量文字如何有效诠释作品的主题和概念；信息内容是否准确、清晰、有条理；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和场景设置的艺术感染力如何；风格是否恰如其分地为主题服务［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 （ALSC），2008b］。就图画质量而言，需要评判艺术技巧是否娴熟，画面对故事、主题、概念的诠释是否精到，美术风格是否恰如其分地为主题服务，图画是否有效地表现情节、主题、人物、场景、氛围和信息；艺术呈现方式是否符合儿童受众的特征，尊重他们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ALSC，2008a）。举个反例，畅销不衰的系列小说，如《南茜·朱尔》侦探小说、《保姆俱乐部》少女故事、《鸡皮疙瘩》悬疑小说对少儿读者有磁石般的吸引力，的确也能促进孩子的阅读兴趣，但是作品本身常常以文字平庸、情节套路化、人物模式化为专家诟病，终与奖项无缘。

自2000年以来，国内对绘本的解读和质量评估多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拜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阅读推广人员（如彭懿、阿甲）的努力，加拿大儿童文学批评家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对图画书的精辟分析［其经典著作为1988年出版的《关于图画的话：儿童绘本的叙述艺术》（Words about Pictures）］和日本儿童读物专家松居直的绘本思想日益深入中国童书界。简要地说，好的绘本既不是聚集一堆世界名画，添加一些说明文字，也不是把文学名著均分成32段，每段配上图像诠释。在一本优秀的图画书中，文字和图画既不一味重复对方，也不争相斗妍，而是各自发挥表达优势，实现完美合作。

相比其他纯粹由成人定夺的童书奖，儿童之选书单（Children’s Choices List，始于1974年）和儿童之选童书奖（Children’s Choice Book Awards，始于200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评选过程更尊重少儿读者的喜好和意见。这两个奖项由童书理事会和其他机构联合主办。各家儿童读物出版社首先提交参选的新书，总数可达六百余种。主办方继而组织分布在美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理区域的36000多名在校少年儿童投票评选他们最喜爱的图书，前一百种得以上榜“儿童之选书单”。每个读者年级段（学前班至二年级为起步读者，三、四年级为小读者，五年级至八年级为进阶读者）票数最高的五种图书入围儿童之选童书奖，通过全美数以百万名儿童和青少年在网上投票决出最后的金奖作品（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2015；Children’s Book Council，2015a，2015b）。比较儿童之选奖和其他童书奖的评选结果可以发现，专家和少儿读者既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时，也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之刻。以2014年学前班至二年级段的投票结果为例，头奖作品《蜡笔大罢工》（The Day the Crayons Quit）是一部幽默风趣、贴近儿童生活的绘本。除了入选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英语教师理事会的年度优秀童书外（已经是骄人的成绩），它与名气更响的大奖几乎无缘。

美国在科技、社会科学、人文研究方面都属世界强国，一方面，严谨的治学态度渗透到童书内容；另一方面，童书让读者从小接触到有根有据、引用文献的写作习惯。不光是非虚构的信息类图书被要求内容准确，历史小说也需要尊重基本史实。美国图书馆协会旗下的希伯特奖（Sibert）评选年度最佳信息类童书时，评审委员会考虑的质量方面有文字和图像精彩、生动、出众；内容有条理、有依据；以清晰、准确、有趣的方式表现事实、概念和理念；文艺风格切合主题，适合目标读者；提供索引、目录、地图、年表之类的辅助内容；尊重儿童的阅读兴趣（ALSC，2008c）。《学校图书馆杂志》设计的信息类书籍评估表中，要求书评人员点评图书反映了怎样的观点或者偏见，是否有虚构化的成分，图文是否过分简单化，导致传达的信息含糊甚至有误导性（School Library Journal，2012）。科学研究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争议是追逐真理的必经历程。当介绍未有定论的内容，信息类儿童读物要求做到客观中立，如实报告存在的不同意见和各方持有的证据。

一些信息类儿童读物会在出版之前请学科专家审稿把关。《高高的天空：朱美娇的真实故事》（Sky High：The True Story of Maggie Gee）是一本适合小学高年级阅读的人物传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勤务女子飞行队仅有的两名华裔女性之一朱美娇的成长故事。虽然是一本薄薄的32页的图画书，原稿经一名熟悉女子飞行队历史的专家审阅，尽力确保历史内容的可靠性。更有一些童书不是停留在改写现成的二手材料，而是着手原始资料的采集和原创研究。获得2006年希伯特荣誉奖的《希特勒青年团：在希特勒的阴影下长大》（Hitler Youth：Growing Up in Hitler’s Shadow）即为一个杰出的例子。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的少年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政府向年青下一代灌输纳粹主义的组织工具，无数团员长成狂热效忠希特勒，不惜揭发父母亲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机器。为了写成此书，作者苏珊·坎贝尔·巴尔托莱蒂（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赴德国实地考察，从美国和德国诸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私人家中收集图文资料，通过极大的努力找到青年团当年的成员，说服其中的一些接受采访（Bartoletti，2005）。最终写成一部内容新鲜、主题深刻、叙述生动感人、历史照片丰富的信息类童书。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民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社会影响力逐渐上升，非白人少数族裔和女性人物的刻画越来越成为童书质量的关注点。研究人员开始批判童书中带有种族、文化和性别歧视的内容，以后逐渐扩展到分析不同性取向者和残疾人士在童书中的形象，目的是能使小读者从书中吸取平等宽容的社会价值观，成为未来开明社会的积极拥护和受益者。各机构协会纷纷建立新的童书奖，专门奖掖反映少数族裔和非主流群体文化的优秀作品。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旗下，始于1969年的科丽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图书奖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遗孀的名字命名，授予由美国黑人作家创作、反映黑人文化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最优秀童书作品。普拉·贝尔普雷（Pura Belpré）奖建于1996年，以纽约公共图书馆第一位拉丁美裔图书馆员的名字命名，奖掖由拉丁美裔作家创作、反映和肯定拉美文化经历的最优秀童书。施耐德（Schneider）家庭图书奖始于2004年，由凯瑟琳·施耐德，一位天生失明的心理学博士慷慨出资赞助。它的评审对象是反映残疾人经历的童书，要求中心人物（或比较重要的角色）带有某种肢体、精神或情感的残疾状况。石墙（Stonewall）图书奖的名称取自现代同性恋运动的策源地石墙客栈，奖掖反映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主题的出版物，一开始只考虑一般书籍，从2010年开始增添了童书类别。这些奖项与他们推广的童书对提高公众和少年儿童的平等意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种种原因被传统大奖忽略的有色人种作家有了多一些的机会获得他们应得的认可。

21世纪的出版行业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电子出版物从稀有到寻常，成为大众掌中的阅读对象；在童书界，图文并茂、支持互动的电子书和app是出版增长的主力。有研究者（Yokota，& Teale，2014）对如何评判电子绘本的质量做出了宝贵的初探性研究。他们指出，电子绘本一方面开辟了新的艺术表达形式，给儿童提供了接触文学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其技术发展超越了传统童书研究领域所理解的基本概念。这类新出版物对于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读写能力、文学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学术界仍知之甚少。第一代电子绘本以扫描传统纸质书生成的图像文件为主，拘泥于原书的内容和样式，既没有充分发挥电子媒体的特性，又丧失了纸质媒体的优势，吸引力和影响力都不大。比之稍有进步的是“电影版”绘本，在原有插画的基础上增添了语音朗读和少量动画。掌上电子产品的普及最大限度地推动了电子绘本的革新。应用程序融合图、文、声、像和电子游戏成分，小读者可以在多媒体环境中通过触摸屏幕等操纵方式与“童书”内容互动，增添了新的“阅读”体验。越来越多的童书app不再是原有纸质绘本的改编版，而是针对电子平台技术的特性设计的原创电子书。

“乱花渐欲迷人眼”——纷繁忙碌的朗读、音乐、背景声、动画、游戏、互动功能很容易让人迷失选择的方向。一本优秀的电子绘本不应该让花里胡哨的功能喧宾夺主，而是让技术恰如其分地为内容和主题服务。有研究者（Yokota，& Teale，2014）提出五条电子绘本的质量评估原则。①故事内容和电子形式（包括朗读、音效、图像）有效匹配，如图像的大小形状要考虑到电子平板的尺寸比例。②恰当利用电子技术的优势，取得纸质媒体没法提供的阅读经历，提供多种语言朗读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③互动成分是整个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起到分散小读者注意力的反作用。在一本讲述“你长大了做什么？”的电子书中，小读者可以通过掌上产品的照相功能嵌入自己的头像，成为全书的主要人物；在一本关于星际旅行的故事书中，读者可以转动平板让故事人物浮在空中，模拟失重的状态。④附带的拼图、匹配游戏、画画等部件与故事人物和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不是没来由地泛泛添赘。⑤如果意在利用电子绘本促进早期识字教育，那么还应该检视图书是否有支持儿童学会阅读的一般过程和认知发展的特性。几个重要的方面包括字体对初学者友好，文字随朗读同步改变颜色，提供功能帮助儿童进一步学习字词的发音特征和意思，文字和图像匹配。

儿童读物的分级

阅读给儿童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新的课程标准提倡扩展学生课内外的阅读面，对各个年级的阅读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选择和推荐儿童读物时，除了质量和类别，还应该考虑读物的难易程度。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和知识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选择符合他们阅读水平的书籍，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信心，提高学生的阅读热情，增进知识吸收水平。分级阅读将阅读内容和目标与读者年龄发展更加准确地进行结合，循序渐进地培养阅读能力，能够事半功倍。

在中国，分级阅读的理念在21世纪后才逐渐进入出版界和部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视野，近年来在不同领域和不同范围内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不过，目前国内的阅读分级还没有系统化，也没有相应的客观方法界定学生的阅读能力。家长和教师在推动阅读时，面对多元的儿童图书市场，常常不知道该为孩子选择何种读物。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美国分级阅读的常用方法，供国内同人参考。希望中国能尽早推出一套客观的界定学生阅读能力的方法，以进一步推广阅读。

在西方，分级阅读标准始于1836年威廉·麦加菲开发的第一套被美国许多学校广泛采用的阅读丛书《麦加菲读本》（McGuffey readers）。在此基础上，1923年英美国家就有了第一个可读性公式。目前普遍使用的莱克赛尔，也译作蓝思（Lexile）的分级结构，就是利用试题反应理论 Rasch 模式统计分析读者的阅读能力。

在美国图书分级的方法中，常用的除了蓝思分级法，还有弗瑞阅读分级查询表（Fry Readability Graph），分组指导阅读图书分级法/A-Z分级法（Guided Reading Level），阅读校正体系（Reading Recovery Level），阅读促进分级体系[Accelerated Reader （AR）]，SMOG阅读分级查询表（SMOG Readability Graph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 （DRA）Levels]，五根手指法（Flesch-Kingcaid Index/Literacy Level and Five-finger method）。鉴于篇幅有限，这里主要介绍使用比较广泛的蓝思分级法、分组指导阅读图书分级法/A-Z 分级法和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蓝思阅读构架系统

蓝思阅读构架系统是由MetaMetrics研究所提出的。它是一项专门针对英语阅读和文章难度检测的科学测评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已被证明在教学和检测两方面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蓝思阅读构架系统（Framework for Reading）包含两项：一项是检测读者阅读能力的，也称蓝思阅读水平（reader ability）；另一项是标量图书的难易程度的，也叫蓝思图书适读性指数（text readability）。这一标准区分既方便检测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将阅读材料按难易程度分级，方便老师、家长和学生依据阅读水平，找到合适的书籍。

蓝思阅读构架系统是当下使用最广泛的分级方法。在美国，上万种书籍与上百万的报纸和期刊文章采用蓝思图书适读性指数标明读物难度。450多家出版社用蓝思图书分级法。所有的标准化阅读试题都可用蓝思数值显示学生阅读成绩。许多州的公立学校采用和蓝思相关的阅读标准化测评方法。比如，美国从小学到高中广泛使用的阅读能力测试（scholastic reading inventory，SRI），就是用蓝思阅读构架系统来评定阅读能力的一种电脑考试。图8-8是 SRI阅读考试例题和结果分析。

测试分析结果包括：每个选项对该考生估测难度为1110L；测得实际难度为1134L；学生答对比例 （p-value）是0.76；适用年级是八年级学生；总共有18808位学生接受此测试；选项A，B，C，D 各有多少学生选择，等等。

那么，蓝思阅读构架系统如何评测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读物的适读性呢？蓝思量值统一用字母“L”加所得数值表示。对于一个普通读者，他的蓝思分级阅读计量成绩一般在200L至1700L。蓝思分级系统测出的数值越高，代表阅读能力越强；反之则代表阅读能力越弱。蓝思值低于 200L，称为初学者。

[image: ]

资料来源：Lennon& Burdick，2004

图8-8 SRI阅读考试例题和结果分析

蓝思系统对200L以上的读物分级主要依据语义难度（词汇）和句型复杂度。语义难度和单字出现频率相关。出现频率高的字更易学习和领悟。句型复杂度和句子的长度有关。长句子，如包含多个相关联的子句，有很多信息和概念在其中，通常是造成句子难懂的主要原因。蓝思分析系统先仔细考查与整体阅读理解力相关的各项元素，如句子长度、单词出现的频率等。然后再通过计算，确定一个读物的难易程度，并确定其对应的蓝思值。比如，第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蓝思值为880L，因此它被称为880L的蓝思书（见表8-2）。

表8-2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蓝思系统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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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nnon & Burdick，2004

由此可见，读物包含长句子和出现频率低的单字，蓝思的量值就高；相反，读物中使用短句型和出现频率高的单字，蓝思的量值就低。蓝思分析系统在分析过程中，首先把一篇读物分为几个份额，每一个份额为125个字左右。如果第125个字不在句尾，蓝思分析器会自动继续增加字数，直到找到标明句子结尾的标点符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分号）。这种份额分析用于书籍、杂志和其他一些长的文字段落的分级评定。菜单、诗歌和歌词不在分析范围内，因为这类文字不包含标点符号，蓝思分析系统会把整段没有标点符号分隔的文字按长句子处理，这将影响准确性（黄馨纬，2009）。

蓝思系统对初级读物的分级还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幼儿在阅读过程中需要辅助支持（scaffolding）来理解比较难懂的读物。使用插图是增进对故事理解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初学者可以通过图像和文字两种渠道获取信息，这种必要的辅助支持帮助初学者克服文字的难度，理解比较难的读物。所以，在给图画故事书分级时，蓝思系统采用语义难度（semantic difficulty）和句型复杂度 （syntactic complexity）计量数值减去120L，作为相应的调整。

以此类似，对于500字以内的非故事书 （写实类读物），如书中出现大量重复语句、定义类长句子、语音提示新生字等写作方式分级时，蓝思系统采用语义难度 （semantic difficulty）和句型复杂度 （syntactic complexity）计量数值减去120L，作为相应的调整。

蓝思图书分级是目前学校图书馆最常用的儿童图书分类方法之一（见表8-3）。蓝思阅读构架系统的道理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学生的阅读水平有多好和一本书有多难理解，我们就可以预测对于一本书这个学生有可能理解的程度。 比如，一个读者的阅读水平是800（蓝思分级），可以预测这名读者可理解一本800蓝思级书的 75%的内容。这个75%的理解标准又叫作目标 （targeted）阅读，是指学生的独立阅读水平。在这个阅读范围内，如果有他人帮助，学生的理解程度会更好。目标阅读的书籍选在学生既能读懂足够的内容来欣赏一本书，同时又面临一些挑战。这样学生不会因为一本书太过简单而失去兴趣，也不至于因为太难而放弃。

表8-3 蓝思图书分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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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蓝思图书分级指的是书的难易程度，并不涉及书的内容和质量。除了上面提到的阅读难易的预测指数，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读者和一本书的关系。比如，书的内容、读者的年龄和兴趣、书的设计。蓝思图书分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在选书的时候还应考虑其他因素，这样才能为孩子选对书、选好书，才有助于推动孩子们阅读的积极性。

分组指导型阅读分级法

美国比较常用的另一种分级方式是分组指导型的阅读分级方法。该方法将图书按A-Z进行分级，所以也叫A-Z 分级法。A是最简单和初级的，表示读物难度最小；Z为最高级别，表示读物难度最大。根据26个字母的排列，从A到Z难度递增。面对的读者群分成相应的26个级别，一级称为一个GRL。分组指导型的阅读分级方法是由美国的艾润·凡塔斯（Irene Fountas）和盖伊·素·皮内尔（Gay Su Pinnell）两位阅读专家在1996年《阅读指导给孩子第一次教导》和2001年《指导阅读和作用分级》的两个著作里提出的，因此也称“Fountas and Pinnell”（F & P Levels）分级阅读体系。该理论奠定了她们在分组指导阅读教学法中的先驱地位。

A-Z分级标准既有一套电脑运作的测试程序，也依靠人工。电脑分析全文词汇总量、每页词汇数、单词数量、高频词汇数量和比例、低频词汇数量和比例、句子长度、字的长度、音节与拼法对应的复杂程度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如句子复杂度、句义明晰度、句式、插图信息量、思想深度、主题熟悉度等，则靠训练有素的分级阅读专家进行分析 。

A-Z分级方法和分组指导阅读教学法配套使用，在课堂教学上应用广泛。分组指导阅读教学把同一班内阅读水平相似的同学分在一组，因材施教。老师通过随堂测试和观察，来决定每个学生的阅读程度。同一组的学生同时授课一段时间。在为每个小组选书时，老师会考虑这组学生的优势、需要、背景知识，以及每本书是否能在内容、语言和插图方面吸引学生。分组指导阅读教学法旨在帮助每个读者形成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随着年级升高而越来越难的阅读材料。图8-9为指导性阅读分级体系与美国年级的对应表，可以看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从可以阅读A级别的读物发展到阅读I级别的读物。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从可以阅读E级别的读物发展到阅读N级别的读物，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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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chinareading.org/node/19

图8-9 指导型阅读分级体系与美国年级对应表

A-Z分级法的特点在于：①其分级标准将图书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考虑，采用电脑软件和专家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从而避免了蓝思的单一“机械化”分级方法，但是这样也造成该标准不能应用于所有图书，而必须依靠专家鉴定；②A-Z法在难度基础上更看重图书的内容、深度、印刷等主观要素，因而它对少年儿童的阅读培养来说，更具针对性和推广意义；③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读者阅读水平的标准统一测试，不过由于可以和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DRA）等阅读检测方法配合使用，能使这一缺陷得到弥补。

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

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是在阅读测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测试分两种：基准测试和进度考察测试。测试的内容包括学习专注力、词汇分析、阅读理解和朗读流利度与准确性。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最低级别为“A”，其后改为用数字1～80表示不同的年级（见图8-10）。基准测试每年春秋季各考一次。低年级学生（K到三年级）基准测试四部分必须一次完成；高年级学生 （四年级到八年级），不同部分的基准测试可以分不同时间完成。教师通过学生的DRA成绩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读物（见图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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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s：//clubs2.scholastic.com

图8-10 Lexile，A-Z，DRA分级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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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料来源：ReaBro121705DRA2+sampler_lo.pdf

图8-11 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与读者阅读发展阶段对应表

DRA目前在美国教师培训中应用很普遍，首先这个测试成绩与学生年级水平相关联。萌芽期指幼儿园的初学者，可以阅读难度为A级到3级的读物；早期读者，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可以阅读难度为4级到12级的读物；过渡期读者，包括一年级至二年级学生，可以阅读难度为14级到24级的读物；自我延伸期读者，包括二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可以阅读难度为28级到38级的读物；中级读者，指四年级至八年级的中学生，可以阅读难度为40级到80级的读物。其次，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和蓝思分级法、A-Z 分级法等分值相互关联，使用方便，便于读者正确使用图书分级目录。

那么，在实践生活和学习中，如何使用这些分级方法和知识呢？以下面这本书为例，在图8-12中，左侧下方标出了兴趣水平（interest level）以及阅读水平（reading level）。兴趣水平：K-2（Interest Level：Grades K-2），表示这本书一般学龄前至二年级的孩子感兴趣；成绩水平：1.7（Grade Level Equivalent：1.7），是指难度大约是一年级已经上了 7 个月的学生（每年 10 个月）的平均水平。类似地，用其他的难度等级来表示，就是蓝恩系数360L；发展性阅读评估分级体系12；成绩同等水平（GRL） G。 成绩同等水平（Grade Equivalent Level）一般的也缩写为 RL，所以，这本书的难度也可以表示为 R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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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scholastic.com/teachers/book/kittens-first-full-moon#cart/cleanup

图8-12 分级方法和知识实用举例

合理使用分级系统

图书分级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并非万能。研究人员对过于迷信、过分倚赖分级系统的倾向提出了善意的忠告，指出每一个儿童读者的个人兴趣、文化背景和家庭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每一本童书对他的吸引力和相对理解难度，单单用分级系统来指导阅读的做法忽略了个体差异的诸多方面。有研究者（Dzaldov，& Peterson，2005）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实验，测试分级读物的可靠性和丰富程度。他们从凡塔斯和皮内尔分级阅读体系中随机抽取30本G级童书，从文字长度、字号大小、字距行距、语言结构、人称、修辞、音节等角度分析这些图书的文字是否真正落入同一个难易级别。研究结果发现，这些样本的文字特征确实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可读性的其他方面也有分化，如一半以上的作品带有重复性文字或情节（尤其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就内容而言，样本虽然涵盖多种主题，但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较少，反映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的故事则更难寻觅。这些主题上的失衡不利于少数族裔和穷困家庭的孩子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熟悉的生活情境，可能挫伤他们的阅读积极性。研究人员强调，教师需要意识到哪怕是同一级别的童书也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找到适合其语言水平和阅读兴趣的图书，教师不可以拿分级指数作为唯一的指挥棒，而需要真正了解每一本书的特征和熟悉学生的兴趣与背景。

结束语

本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儿童读物的分类、分级和重要童书质量评审奖项与标准。童书分级不是孤立的现象，只有和读者阅读水平测试配套使用才有意义，再加上科研例证的有效教学方法，才能真正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目前，中国阅读分级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学上。《中国中小学生英语分级阅读体系标准研制》，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联合研究和探索适合我国的英语分级阅读标准、中小学生英语分级阅读参考书目与英语教学方案与教学法 （http：//www.chinareading.org/），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在我国是作为外语教学，这和美国用于母语阅读的分级教学有很大的区别。

台湾地区在中文图书分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台湾师范大学宋曜廷教授主持的可读性研究团队已开发出中文文本可读性指标自动化分析系统 （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CRIE）。该系统能够自动分析文本的多项特征，包括高频字数、句长等可读性公式指标，同时也纳入一些深层文本特征，如内容可预测性、图文关联性、概念密度与难度、文体、主题、观点等 ，是一个实用且强大的文本分析工具。

虽然国内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中文的系列分级读物，如新浪亲子网上的“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但大部分书都是译著。中文和西方字母文字是不同的语言体系，西方的分级系统不能经过翻译后等同中文的分级。我们需要研究出适合中文的阅读分级体系，但这个过程中要取长补短，避免照搬照抄。

摘要 Abstract

Book leveling by readability is a familiar concept in North America, having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for quite a few years.It has been promoted in Mainland China more recently.China has seen a boom in publishing for childr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It is a challenge for parents and educators to choose from a vast body of children’s books that are of high quality and interest level, as well as at the appropriate difficulty level for a young reader.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three aspects of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cluding categories of juvenile books, evaluation of its quality, and book leveling systems.We hope this overview will inspire Chinese educators and parents in finding appropriate materials for recreational reading, defining reading goals in the curriculum, and providing guidance in pedagogical framework and classroom reading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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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如何选择合适的读物——儿童阅读与文学作品的选择



The Sele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美国]雷吴润瑛（Belinda Louie）[1]

[中国]杨奇志（Qizhi Yang）[2]

什么样的书才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好书呢？这是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都很关心的实际问题。本文立足于文学的共通性这个平台，对儿童文学的筛选从故事人物、故事背景、故事语言以及儿童的视角四个方面给出了标准，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美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范例。

阅读焦点

·如何选择图书？本章介绍了选择图书的标准，从故事人物、故事背景、故事语言以及儿童的视角分别解释了儿童图书筛选的四个标准，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美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范例。

关键词

儿童文学作品选择，儿童读物

当我们着手写作“为儿童选择文学读物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课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孩子们居住在哪里（哪个国家）？我们已经在美国居住和工作了几十载，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孩子的见解。我们对美国儿童文学出版物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物的了解。因此，我们将用文学的共通性作为基点来衡量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在文学共通性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好地从文化角度来剖析我们的观点，并把我们的观点和中国读者一起交流。幸运的是，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和北美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文学的共通性帮助我们深层次地审视了来自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这种深层次的审视指导我们跨越了地域和人种的界限，更客观地评述文学作品的质量。

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在讨论文学作品筛选的标准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因为意义和作用决定了出版社、作者和绘图者的创作和工作过程。同时，意义和作用也是家长为孩子选择读物的标准。

文化的载体

古代的神话与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被大量地出版，传奇故事折射出远古时代人们对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传奇故事将大自然拟人化，通常描述的是与大自然搏斗的远古英雄，如何追求和实现理想（Yu，1986）。很多传奇故事收录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山海经》和《淮南子》，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故事让小读者们津津乐道。

在过去的30年间，出版社将这些神话传奇故事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上生动精美的图画，再次出版，卡通画也用来诠释这些古代神话传奇故事，为的是吸引幼龄的小朋友。因此，即便是4～5岁的小朋友也能开始了解传统的故事。然而，为了降低印刷成本，排版时，许多篇幅放在一张页面上，并配以很小的字幕，不利于儿童的阅读和欣赏。

道德品质的培养

在中国出版的儿童图书非常强调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和品行塑造。由于道德教育是集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政治观点于一体的，所以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传记就成了最好的儿童道德教育的素材。雷锋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孩子们要学习像雷锋那样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无怨无悔地为人民服务。现当代的文学故事毫不含糊地灌输一些个人品行的榜样模式：做好事不让别人知道（无名英雄），不求回报，或者是遇到困难决不气馁，等等。

文学作品一向被视为最好的教育媒介，它可以将抽象的概念通过故事传达给孩子们，孩子们在尽享故事的乐趣中学到了人生的道理。大多数的儿童图书还有给家长的话，明确地告诉家长们怎样引导孩子学到故事背后的道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与爸爸一起30分钟》（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在每30分钟的亲子阅读和活动之后，都给年轻的爸爸们一个提示，说明阅读和活动的要点是什么，指导爸爸们怎样教育孩子。

思路敏捷和扩大知识面

有一部儿童剧叫作《机器羊》，老山羊给小山羊们传授它的智慧，说：“我的孩子们，你们接受教训了吗？在你们一生的旅途中，你们会遇到无数的困难，不要害怕，你们要用智慧和知识去克服它们。”这段话概括了所有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成为解决难题的能手。许多故事描述小动物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如何的有勇气和充满智慧。在故事《游圈圈的小鸭子》中（Yen，1992），一只狐狸想吃小鸭子，当小鸭子的哥哥姐姐们都吓得四散奔逃时，小鸭子一头跳进水里，在水中不停地游着圈圈，狐狸追逐着小鸭子，也不停地转圈圈，不一会儿就头晕眼花了。最后当狐狸终于昏倒时，所有的小鸭子都安全地回家了。大家都称赞那只小鸭子的勇敢、机智和无私。

要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能手，孩子们必须学习知识、认知世界。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儿童科学书籍。科学常识很巧妙地编织在故事情节里，让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的故事清楚地展现出来。在故事《小雪人》（Ji，1980）中，水的循环原理就是通过雪人的生活经历来描述的。小雪人为了把小兔子从着火的房间里救出来，自己却变成了一摊积水。当小兔子为失去好朋友而极度悲伤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小雪人飘上了天空。小雪人越飞越高，变成了美丽的云朵。

常识类书籍采用简单易懂的文笔和生动有趣的插图吸引广大的读者，《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版本众多，适合各年龄段读者的需求，知识广泛，涵盖历史、艺术、哲学、法律、经济、宗教、民俗、文化。另一套系列书叫《动脑筋爷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书中动脑筋爷爷的孙子“小无知”和孙女“小问号”不停地提出有趣的问题。叶永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了三卷本的科学幻想故事书，它们是《叶永烈科学童话365》《叶永烈科学故事365》《叶永烈趣味科学365》。他高超的讲故事技能让科学知识变得活灵活现。1994年，叶永烈发表了故事《圆圆和方方》：两个不同的形状为了争谁更重要而发生口角，吵来吵去也没有结论，大家各自带着愤怒回了家，那天晚上，它们各自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它们把世上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形状，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双方再见面时，成了朋友，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提高语言能力

当雷吴润瑛教授参观武汉图书馆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仔细地盯着一个笔记本看，雷教授问那个小女孩笔记本里都记了什么，小女孩说：“格言名句，这些话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用。”她的回答并不特别，可以一遍一遍从很多其他孩子那里听到同样的话。老师鼓励学生们使用文学名句，引经据典，生动、简明、创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成语故事是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语言学习上也颇受重视。中国的学生被要求在写作时恰当地使用成语。成语简洁的文字和丰富的内涵可以帮助提高学生写作的深度。成语的掌握和运用取决于对历史背景和含义的理解。例如，如果不知道成语的原始出处，就很难搞懂“程门立雪”的含义是什么。宋朝的时候，有位大学问家叫程颐，一天，他的两个学生登门求教，进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老师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他们不想惊动老师，于是就站在门外等候，程颐醒来时，门外的积雪已一尺多深了。所以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就被形容为“程门立雪”。已经有无数的成语故事书、成语卡通书，甚至成语学习卡被出版来帮助孩子们学习成语。

另外，规范发音是阅读文学读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有上百种方言，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标准普通话，它是正式的官方语言。孩子们在小学一、二年级接受精准的汉语拼音教学。儿歌和诗歌是孩子们大声朗读、提高发音的理想素材。许多供小学低年级阅读的故事书为汉字加上汉语拼音，便于小读者们顺利准确地发音。

关于美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观点

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最基本的观点是孩子通过阅读得到启迪、闻多识广、获得各项技能。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来明确地分析一下美国儿童和美国的儿童文学。可以用九个基本特点来概括和总结美国的儿童文学。

第一，最好的儿童文学是简单易懂的文字加色彩明快的图画。阅读长篇的、难以理解的读物，会使孩子们非常沮丧。

第二，为孩子选择读物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孩子的年龄。5岁孩子喜欢的书，一定不适合9岁孩子的口味。

第三，孩子们很喜欢充满幻想的书，特别是书中的动物被拟人化的书。

第四，孩子们喜欢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关联的书，他们对专属于成年人的工作压力和生活挣扎等题材没有兴趣。

第五，儿童文学不可以描述那些不恰当的行为，诸如粗鲁的、暴力的行为，以免孩子们效仿。

第六，儿童文学中不可以有恐怖的情节，以免孩子受到惊吓。

第七，儿童文学作品中要有积极正面的角色典范，表现英勇，积极向上，并且最终他们的行为会得到回报或奖赏。

第八，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能给人生带来启迪，一定会被认为是一部好书，然而，情节的发展一定要很自然，不说教。作品要能激发孩子学习的热情。

第九，好的儿童文学读物也会触及生活中的伤感或困境，然而，结局一定要快乐，从而给小读者们带来希望和鼓励。

筛选优秀儿童读物的文学标准

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是否有什么共同点，是两个不同国家的孩子都喜欢的呢？“从阅读中得到快乐”的概念是否由于文化的不同而结论不同呢？当老师和家长为孩子找到了他们适读的书籍之后，他们可以检验这本文学作品的“分量”，是否有触动或改变孩子的力量呢？2000年，米克尔森提出了从四个方面来评估文学类和艺术类的读物。

人物

孩子们很容易被书中的主人公所吸引，一个可信的、快乐的故事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公贯穿故事的始终。我们现在还能回忆起自己在孩童时代喜欢的书中的某一个人物，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他们在面对和克服重重难题的过程中改变自己。我们在审视故事的时候，要看作者是否从多方面塑造了一个让人难忘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是否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生着可信的转变呢？一些大师级的作者常常通过人物的外形特征、对话方式、思维习惯、他人感受和行事风格来表现一个人物的多面性。

下面列出几条在审查故事人物时，常常被问及的几个问题：

①书中的主人公是否克服了难题，但是过程却曲曲折折？

②人物的塑造具有真实性吗？

③我能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处事的原因吗？

④伴随故事情节的进展，人物有没有成长？

⑤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同时具备优点和缺点（弱点）双重性？

美国作家帕特里夏·麦克拉克伦（Partricia MacLachlan）笔下的《又丑又高的莎拉》，获得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故事描写的是一位叫莎拉的女士看到一篇寻求妻子和孩子母亲的广告，于是就动身从缅因州来到中部大草原，去和农夫雅各布一家生活。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从小女孩安娜的口中叙述出来。在莎拉到来之前，小安娜和她的弟弟迦勒充满了期待和幻想。莎拉会喜欢我们家吗？莎拉会留下来做妈妈吗？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和适应，莎拉必须放弃她钟爱的海边生活，适应大草原的新环境；雅各布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但必须适应一个又固执又任性的妻子；孩子们必须适应一个不循规蹈矩的新妈妈。但是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一切都可以好起来。《又丑又高的莎拉》讲述的是人们在学习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克服种种难题的故事。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别具特色和个性的每一个人，真实地表现了他们在组建新家庭过程中的曲折历程。

台湾作家陈致元在《咕唧咕唧》（2003年台湾出版）故事中刻画的小鳄鱼咕唧咕唧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小鳄鱼咕唧咕唧在鸭妈妈的呵护下，与其他小鸭子一起长大，它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小鸭子。鸭妈妈教孩子们学习走路、游泳、潜水等技能，咕唧咕唧都能做得很好。一天，三只大鳄鱼来到水边，要吃小鸭子，他们看见咕唧咕唧像鸭子一样走路，就笑话它，并揭开了咕唧咕唧是一只小鳄鱼的秘密，这让咕唧咕唧陷入了痛苦之中，它要怎样做才能保护和它一起长大的善良的鸭子一家呢？它要怎样做一只好鳄鱼，而不是凶残的坏鳄鱼呢？……这个故事的发展自然流畅，最终善良战胜了邪恶，机智战胜了贪婪，咕唧咕唧也被大家赞为英雄。

背景

每个故事都有它的背景——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故事背景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人物的气息和感受。故事背景让故事中的人物价值、行为、矛盾冲突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无论故事发生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它的真实性完全取决于作者创作的人物生活和行动的来龙去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科幻小说、当代纪实小说等，在写作的时候都有各自独特的背景要求。如果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一个被证实的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下，那么故事的细节必须真实准确。

下面列出几条在审查故事背景时，常常被问及的几个问题：

①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清晰地被呈现？

②故事中的人物是否符合故事背景？

③故事能否把读者真正地带到那个时间和地点？

美国儿童作家伯内特夫人最负盛名的作品《秘密花园》，堪称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把人物的转变、成长与故事背景完美地结合。故事发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幢古老的庄园里，任性而孤僻的小女孩玛丽成为孤儿后从印度投奔在英国的叔叔家，住进了这幢神秘的庄园。她发现自己的表兄，这个庄园的少主人科林是一个体弱多病、性情怪异的男孩子。故事细腻地描述了这个庄园，以古老的英国庄园为依托展开情节，奇妙的是这神秘的花园改变着人物的命运。例如，故事一开始，作者描述的是一个沉闷寒冷、没有生机的庄园大房子，四周被冬眠了一样的花园包围着。故事中的人物也像冬眠了一样反应迟钝。玛丽是一个很让人嫌弃的孩子，她有尖尖的脸、单薄的身体、浅色的头发和笨拙的表达。科林也很不愉快，他的父亲还深深地陷在丧妻的痛苦之中，科林和父亲非常疏离。然而，当玛丽意外地发现庄园里关闭多年的神秘花园时，故事的背景和人物都开始发生变化。发现打开神秘花园的钥匙是一个转折点，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在生机勃勃的花园里又找回了纯真快乐的天性和健康的身心。

在近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余丽琼的作品《团圆》（明天出版社，2008），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的背景非常清晰。《团圆》讲的是一个过年的故事，年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故事中的小女孩“我”期盼着爸爸的归来，短短的相聚之后，又是长长的离别，爸爸把守望的种子留在了孩子心中。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文化风俗，恐怕很难理解过年时家人团圆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如果不了解很多人在外打工，常年不能回家的社会现实，也很难懂得人物心中浓浓的人情。

语言

作者可有广泛地选择用词用语的空间，也可用不同的文笔来演绎情节、人物和背景。许多作者喜欢创造性地使用词汇和表达句子。要评估作者使用的语言，需要大声地朗读一段文章。故事的文笔一定要流畅，合理地表达故事的情节。语言的使用体现着作者的技能，可以展现情节，让人物鲜活，创造意境。一些作者具备高超的语言驾叹能力，他们使用比喻、隐喻或象征手法。

下面列出几条在审查故事语言时，常常被问及的几个问题：

①当我大声朗读故事的时候，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像真人一样在和我对话？

②使用的语言是否自然流畅？

③我真的感觉自己在那个时代和地点吗？

美国作家格洛丽亚·蕙兰的获奖作品《无家可归的小鸟》，描写了一个内心强大的印度小女孩科丽，勇敢地冲破传统包办婚姻的束缚，以及传统社会对女性充满歧视的偏见。作者十分擅长使用言辞优美的比喻、隐喻和直喻。例如，一位作者描写被抛弃的绝望时，说“像一只小猫被扔进了井里”；描写一场特大灾难时，说“像一只小小的苍蝇落进了狡猾的蜘蛛网中”；描写被捕获的情节时，说“像刚刚被关进笼子里的动物，四处乱窜地找出口”。

凯特·狄卡米洛的传奇故事《浪漫鼠德佩罗》获得了2004年美国纽伯瑞奖。书中使用旁白解说来引导小读者们理解复杂的故事情节。解说人在故事中间插话与读者聊天，当父亲说小老鼠德佩罗活不成了的时候，解说人插话说：“但是读者们，它一定可以活下去的，这是关于它的故事。”甚至解说人还打断读者来为他们解释一个词语的意思。例如，“至少莱斯特可以优雅地掩饰他的背信弃义。读者们，你们知道什么是“背信弃义”吗？我想看过了这一幕场景，你一定明白它的意思了。但是你最好还是查一下字典，证实一下你的猜测。”

中国作家殷健灵创作的《甜心小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获得第八届上海幼儿文学一等奖。这是一部适合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阅读的故事书。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小米慢慢长大的故事。作者特别使用了儿童喜爱的语言，形象、质朴、易懂。书中大量地使用了符合儿童想象力的比喻象征描写，如故事中的小主人公小米与外婆拥抱时，形容外婆的为人热诚和温暖，说“小米好像一头扎进了一个羽绒枕头里”。形容小鸟飞过大都市的高楼来到小米家的花园，书中说“小鸟是如何穿过层层的水泥丛林找到这里的呢？”还有就是形容天快下雨了，写道“天空好像被毛笔刷过了一样……”这些巧妙的描写手法，不仅很好地表达了故事的意思，也开发了孩子的想象空间，鼓励孩子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给了孩子提高写作能力的学习机会。

儿童的角度（孩子们的看法）

正如儿童文学的命名那样，儿童文学的特殊读者群是孩子们。除了文化的差异性造成阅读的目的和阅读的动机不同外，有一个事实是一致的：儿童不是成年人。儿童不及成年人有那么强的理解力，也不及成年人有那么多生活阅历。为了给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儿童文学必须取材于孩子们，取材于语言还不健全，生活经验还不丰富的孩子们。因此，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从语言和概念上都很容易被孩子理解的东西。

为了降低抵触情绪，提升主动阅读兴趣，儿童文学应该体现大量的儿童熟悉的场景，使小读者们感到舒服，从而吸引他们不断探索，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喜爱。图书的外形，或者是外部装帧，常常是图书在图书馆和书店被孩子们选中的理由。故事的主人公是孩子或者是像孩子一样的角色，并不是说故事中的人物不会遇到难题或面对苦难的经历，而是他们要迎接挑战，在保持孩童天真和乐观的同时，日渐成熟。

下面列出几条从孩子的角度审查图书时，常常被问及的几个问题：

①孩子们觉得故事很容易理解吗？

②孩子们会被故事的主人公吸引吗？

③图书的文字大小、空间以及绘图与小读者的年龄段相符吗？

2015年美国凯迪克大奖的获奖作品《毕克勒大冒险：一个超乎想象的朋友》（The adventures of Beekle：The unimaginary friend），揭示了儿童喜欢想象自己朋友的特点。要等待多久，或是要走多长的旅程才能交到真心朋友呢？出生在岛屿上的毕克勒（Beekle）等待自己想象中的人类朋友，他等啊等，可是愿望总是落空。凭着一股冲动，毕克勒超乎想象地跨越大海，来到了真实的人类世界。他发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都匆匆忙忙的，没有人注意到他。终于有一天，当他在一棵长满了星形树叶的大树上等时，一个小女孩手拿一幅画、面带友善地和他打招呼，他们渐渐成了朋友，一起冒险，一起吃零食，一起说笑话，“他们在一起做了许多超乎想象的事情”。作者丹·桑塔特运用多媒体可视化的绘本来展现孩子微笑的眼神，并利用移动的文字解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充满好奇心，各种不同的笑容，变幻的视角，很容易地将故事情节逐页地展开。毕克勒圆圆的白脸，橙色的纸制皇冠，在每一页的场景里都清晰可见。他的形象从视觉上与灰暗的城市街景，以及色彩明亮的恐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像毕克勒的朋友一样，超乎想象的友谊是要一起创造快乐，紧密团结。这个故事之所以得到孩子的喜爱，是因为它给予小朋友们新朋友的温暖，鼓励他们如何去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

这里还想介绍另外一本由台湾爱智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儿童书《骑着恐龙去上学》，绘图采用儿童水彩画，文字清新，语言简练，把一个远古时代的恐龙放到现代生活中，本身就是超乎想象的儿童思维。恐龙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校车，让孩子们感觉超酷。可是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多麻烦……孩子们的情绪在阅读中跟着恐龙一上一下，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烦恼、一会儿伤心。最后小朋友们终于为恐龙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它可以陪着小孩子们在游乐场一直快乐地玩下去了。书中提到的城市安全问题、环保问题都是现代社会的热门话题，也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和思考。恐龙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跌宕起伏，故事的完美结局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和快乐。

结论

文学充满魅力、激发热情、教导人生。在文学的殿堂中，不断的探索，可获得无尽的喜悦（Norton，2011）。图书可以给予孩子知识和喜悦。然而，如果没有成人的悉心呵护，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图书本身是不可能丰富孩子的（Kleeck，Stahl，& Bauer，2003）。成年人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孩子认识图书的奥秘。图书在孩子们心灵中所起的作用有多深、有多广，完全取决于家长的投入有多少。成年人为孩子们选择了文学作品，并通过一起欣赏这部作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自己坚定的价值观、自己对文化传承的承诺完全地传递给下一代。

摘要 Abstract

In this chapter, we present criteria for selecting quality literature for young readers.When teachers select books, we need to be mindful of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s of our values,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and our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We discuss our assumptions of the purpos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se assumptions serve as the backdrop to build the criteria for book selection.The proposed criteria focus on characters, setting, language,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Book examples come from children’s literature title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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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文学课与早期阅读——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的分析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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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课堂阅读作为儿童文学学校阅读的主要形式，其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儿童文学作品在课堂的教学情况。儿童文学作品在目前现行通用的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目为60%～90%，以现行人教版教材为例，儿童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为80%左右。儿童文学文体作品作为学校课堂阅读的重要课程资源，其表现出的教学特点与形式将按文体细分详细说明。

阅读焦点

·学校作为开展儿童阅读的主要阵地，将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内外阅读的重要课程资源。其中，儿童文学课堂阅读是儿童文学学校阅读的主要形式，本文根据其表现出的教学特点与形式，按照童话、儿童诗歌、散文、寓言、小说五类文体，对其教学方法予以详细的阐释。

关键词

儿童阅读，儿童文学，童话教学，儿童诗歌教学，散文教学，寓言教学，小说教学

儿童文学阅读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现象，其推广形式之一便是儿童文学阅读的学校阅读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学校成了开展儿童阅读的重要阵地，而儿童文学阅读更是学校阅读的中心内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儿童文学是学生课堂阅读的主要课程资源；二是儿童文学也是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要读本资源。教育部公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所推荐的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中，几乎全是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让我们看一看儿童文学课堂阅读的情况。

儿童文学课堂阅读作为儿童文学学校阅读的主要形式，其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儿童文学作品在课堂的教学情况。儿童文学作品在目前现行通用的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目为60%～90%，以现行人教版教材为例，儿童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为80%左右。儿童文学文体作品作为学校课堂阅读的重要课程资源，其表现出的教学特点与形式将按文体细分详细说明。

童话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探究

童话是以幻想为核心，以拟人、夸张、变形等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满足于表现人类普遍愿望的适合儿童欣赏和接受的叙事文学样式。童话家安徒生曾说过“爱和同情，这是每个人心灵世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情感”，在小学阶段语文教材的童话教学中，童话作为承载着这一感情的重要载体，犹如一颗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夜明珠一般，照亮了孩子们成长的道路。当然，只有教师真正地理解童话的文体特点，在教学中以儿童的心理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为基础，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教学，才能真正帮助儿童走进童话的世界，发展他们的多元智能，在童话的王国中收获愉悦与美好。以下介绍小学语文课堂童话教学中几种典型的教学方法，并举例说明。

童话表演法——创设童话情境，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小学生在阅读童话作品时，童话中鲜活逼真的童话人物、作品中离奇夸张的故事情节、如梦如幻的荒诞环境和场景，往往会深深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在心中，他们也在尽情地释放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构建着心神向往的童话世界。表演法，作为童话的一种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真正地走进童话中形象的人物、精彩的故事和充满着无穷幻想的情境。早在1963年以前的教学大纲中，表演作为童话的一种教学方式已达成共识（王泉根，赵静，2006）。

表演法，是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经常运用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将童话中抽象的文字语言转变得具体形象，使学生有种身临童话情境的真实感受。这种方法首先帮助小学生产生对童话学习的浓郁兴趣；其次，全面地调动他们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帮助拓宽其直线型的单一思维；最后，在尊重学生的个体创造精神和欲望的基础上，加深他们对童话内容和主题的个性化理解，从而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了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潜能。下面是一位教师对《两只小狮子》一课的教学设计思路（雷妙妙，2003）。

《两只小狮子》教学设计思路

（一）布置预习

1.课前要求学生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2.教师选定一个小组学生做小演员，帮助其排练本课的课本剧。在课堂教学中，他们将起带头演示的作用。

（二）课堂教学过程

1.读“剧本”。

（1）自读课文，请学生勾画出生字。之后通过轮读卡片检查学生生字认读情况，纠正字音。

（2）同桌互读课文，要求读得熟练并能读出感情。

（3）四人小组合作试着分角色朗读，设计适当的动作，读出不同语气。

（告诉学生，熟读课文是演好剧本的关键。读“剧本”达到让学生再次熟悉主人公对话和动作的目的。这样，在演课本剧之前就引学生进入“剧”的氛围，让学生对“读”有了目的和兴趣。）

2.演“剧本”。

（1）宣布即将演出课本剧《两只小狮子》。观看后要评价，提出评价要求。注意看哪个角色表演得好，好在哪里? 哪个角色你认为表演得不够出色？还可以怎样改进？

（2）小演员表演事先排练好的课本剧。其他学生观看。

（要求学生看的时候设想，如果你来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说台词？做什么样的动作？带着这种思考看表演，学生会

觉得身临其境，并主动地进入思考。）

（3）学生之间互相交流观后感。

（4）指名评价。

（学生的评价能力有差异，所以在设计中，先让学生自由交流。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交流互补。之后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后感，在评价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多朗读，解决课文中的语言文字训练。比如，学生如果评价说，某某同学演得不好，因为他的动作没有做好，没有表现小狮子的勤奋。那教师就可以问，你打算怎样设计小狮子的动作？你从课文的哪一段看出来应该这样设计才更合适？你能读给我们听吗？也会有学生说某某同学表演得好，因为他说台词的语气特别好。比如，说出了那种“懒洋洋”的感觉，教师就可以问，你能不能读得比他还好？咱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

3.创造“剧本”。

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为三组。

（1）一组负责给本文续编结尾。

（2）一组负责在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想象，或者增加人物，或者扩充台词，或者拓展时间空间。

（3）一组可以不受这篇课文的束缚，自己编一个故事。

（明白道理是本课的情感目标，如果仅仅空洞地让学生把道理总结出来就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了。创造表演，可以使课文的道理升华，让孩子们不仅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知道怎样在生活中运用这个道理。尝试再创造的过程中，孩子们各抒己见，学习兴趣达到了高潮，正体现了课标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

（4）分组表演，全班评价。

许多老师在进行《两只小狮子》的教学时，首先想到的是从文本中提取出一个主题或是道理：做人应自食其力，然后再根据此道理为中心展开深入的讲解。在分析童话的语言或是故事情节时，有时难免拘泥于“某个道理”的教学目标，就仿佛整个童话故事就是为了传递这个特定的道理而创作的。其实，这绝不是作者创作童话的根本动机。在这个教学设计中，教师根据这篇童话篇幅较长、人物对话较多、情节性强的特点，采用了课本剧表演的教学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产生了担任、扮演“角色”的新鲜感与情感体验，主动投入故事的情节中，将教材中原有的抽象的、逻辑的文字符号变得生动、真切。同时，教师在此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演”中“悟”，“悟”中“演”，充分尊重学生的感情体验，并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学生发散思维，张扬个性。

朗读法——以“读”促“悟”，升华感情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教师不应以自己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童话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趣，充满了浓郁的“儿童情趣”，语言生动、简练、质朴，有利于儿童的语言发展。在童话的教学中，“朗读法”可以使童话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充满浓厚的“语文味儿”。

朗读法，是童话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即依据教材中的童话材料，学生通过言语实践的方式了解和习得童话的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运用富有变化的朗读形式，引领学生入情入境，在不断的读中逐步地理解文章内容，在读中感受形象美，在读中鉴赏意境美，在读中体会情感美，在读中追求创造美。下面是一位教师对《去年的树》一课的教学设计思路（陶亚环，2008）。

《去年的树》教学设计思路

（一）研读对话，读中感悟

板块一： 体会鸟儿和树的情意之深与分别时的难舍难分。

1.指名读1～5自然段。

2.交流感受1～5自然段。

（1）通过抓重点词语“天天”“必须”和相关句子感受鸟儿与树是好朋友。

（2）教师点拨引导：你抓住重点词“天天”感受到鸟儿和树是好朋友，这是一种读书的好办法。除了了解到它们是好朋友，你还从哪里感受到它们分别时的心情呢？

（3）师生共同发表建议。

（4）教师引读1～5自然段。

板块二： 体会鸟儿的诚信。

默读课文7～15自然段，边读边想象。

1.默读课文7～15自然段，画出对话的部分。

（1）汇报鸟儿与树根的对话（7～9自然段），体会鸟儿在问树根时的着急、奇怪、惊讶。

（2）汇报鸟儿与大门的对话（10～12自然段），体会鸟儿对朋友的牵挂及鸟儿此时担心的心情。

（3）汇报鸟儿与小女孩的对话（13～15自然段），体会鸟儿此时伤心的心情。

（4）幻灯片出示3次问话，对比理解。

教师引导： 请大家再来读鸟儿的这3次问话，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2.师生创造性地读6～15自然段。

（二）加深感悟，升华情感

师： 鸟儿千里迢迢地来找好朋友树，可找到的却是树所化成的火柴点燃的灯火，面对灯火鸟儿是怎么做的呢？请同学们放声朗读课文15～17自然段。理解词语“睁大”“盯着”，创设情境说话。

师： 同学们，你们是否注意到这句话，让我们一起读读。

齐读：“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师：“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盯着”灯火看是怎样看？灯火近在眼前，为什么要“睁大”眼睛看？灯火一目了然，为什么还要“ 盯着”灯火看？（多元感悟）

师： 往日的朋友已化为灰烬，只有朋友做成的火柴点燃的灯火还在亮着，它此时在想什么？

齐读15～17自然段。

教师总结：“睁大”“盯着”，多么平凡的词语啊！透过它，我们就能感受到鸟儿丰富的内心和情感的波澜，让我们齐读课文，再次感受鸟儿对朋友的那份真情。

童话具有“幻想和想象”的独特文体特点，教师只有把握住了这一关键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引领学生共同走进童话的美好世界。但在童话《去年的树》的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不太了解或是忽略了童话的“幻想和想象”特点，视之如同一般的记叙性文章，进行了一般化的阅读教学，使得学生们在思考和回答问题的循环过程中，理性地学习，逻辑性地分析文章。这样的童话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美南吉这篇童话故事留给学生的美好意境，使得本来很有童趣的童话作品和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鸟儿”和“树”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如同白水一般索然无味。但在上文的教学设计中，这位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法”，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语音的多种变化，将童话中的主人翁、故事、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情感、趣味，绘声绘色地表达出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通过朗读，加深了学生对童话思想内容的理解，领悟了作者的神思匠心。通过反复朗读，同学们领会了童话的精彩之处，领悟了童话的无穷魅力。

改编和扩写法——帮助小学生用“童眼”改编和续写童话

在对童话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有步骤地引导儿童练习改编和扩写童话。小学生的思维发展处于想象力发展的“敏感期”，在他们眼中，童话人物的形象、性格、经历可以发生改变，童话的环境也可以发生改变，童话中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发生改变，这就为他们对童话进行改编和续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广阔的创作空间。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更加深入地领悟童话的内涵，丰富了词汇，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发挥，同时也培养了创新思维。下面是一位教师对《巨人的花园》一课的教学设计思路（徐华军，2006）。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思路

（一）写话训练

巨人和孩子们在一起，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为让更多的人分享到他的幸福，欣赏到花园的美丽，巨人特意想请大家帮忙，帮他写一块告示牌插在花园门口。你们愿意帮助他吗？最好能写一段话，可以用黑板上的四字短语恰当地描绘花园的美景来吸引孩子们，也可以用上这些词写一写有了孩子们的到来，花园不再怎样了，还可以写巨人心里的想法，表达对孩子们的歉意。写完后四人小组互相交流。

（二）集体反馈

表扬有创意的回答。

当一个童话结束后，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还会经历些什么呢？如果童话的情节有了一些改编，那故事又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设置这样一个个的悬念。这对学生来讲无疑是既新鲜，又有趣，他们都会因此而产生无穷且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构造出一个别开生面的童话故事。这样的教学设计使童话教学的课堂充满了“语文味儿”，富有浓郁的“人文味儿”，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空间，任想象驰骋，学生们也收获了学习童话的乐趣。

创编法——将童话与作文教学相结合，为小学生搭建“乐想、敢想、善想”的平台

童话的世界五彩缤纷，伟大的童话家安徒生在他的自传中说道：“人生就是一个童话。”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先生也曾说过：“童话在孩子生活中天天产生，处处产生。”那么，如果将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与儿童的习作教学相结合，想必这种创新的方式一定会为习作教学开拓一片全新的沃土。

首先，教师要指导学生用“童眼”改编和续写童话。将童话与写作教学相结合，且将这种独特的方式运用到真正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们应知道小学生进行童话作文的过程是有层次要求的：他们只有先熟练地掌握在优秀的童话作品的基础上“改编”和“扩写”的技能之后，才能达到独立创编童话作文的境界。这也就如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的道理一般。

童话人物的形象、性格、经历都可以发生改变，童话的环境也可以发生改变，似乎在小学生的眼里，童话中的一切都可以发生改变，而这就为他们的童话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广阔的创作空间，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想象力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下面是上海特级教师贾志敏作文教学《续写童话》的教学设计思路（刘萍，2009）。

《续写童话》教学设计思路

一、引出写作材料

师：下面听写一段话，要求写得又快又好。我先念两遍，待我念完再写——（声情并茂地）一天早晨，小松鼠到仓库里去，想尝尝新鲜核桃的滋味。没想到，它发现仓库里的核桃一个也不见了！它连滚带爬地喊着：“不好了！不好了！仓库里的核桃全被偷走了！”

师：如果让你接着写，你觉得核桃会是谁偷走的？

（学生交流，有的说是狐狸偷走的；有的说是别的松鼠偷走的，因为有的松鼠很懒惰，自己没有储备过冬的食物，没吃的了就去偷拿别人的，等等。）

师：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时间是2007 年的一天，地点就在北京景山公园里。公园里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松鼠，他们为过冬准备了很多的核桃，可是有一天发现核桃一个也不见了。是谁偷走了呢？一个星期以后，全国各大媒体和互联网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说小松鼠过冬的核桃竟然是被游客偷走的。

二、引导想象结局

师：松鼠准备过冬的核桃被人偷走的情况你们知道了，最后松鼠会怎样呢？

生1：我觉得松鼠会大反攻。

生2：我觉得松鼠会请我们班的大侦探王园去破案。

生3：我觉得他们会跑到遥远的地方再也不会来了。

生4：小松鼠会找到报社，让编辑把这事报道出去，让人们知道它们的难处。

三、提出写作要求

大胆想象，用400字左右把故事的发生、发展和最后的结果写出来，

尽可能写得生动、有趣；题目自拟。

（学生约用20 分钟的时间进行写作。）

童话作文，这是一个丰富的、开放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它能帮助小学生回忆以往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展开和运用丰富大胆的想象与幻想，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续写童话》这一习作教学设计，教师首先引出写作材料，然后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进行讨论，创造情境，同时，教师提出了清晰的续写要求，指导学生续写童话结局。教师以教材为凭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想象结局，这不但符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而且对激发他们的创作潜能，培养写作能力具有显著的作用。

其次，教师帮助学生创编童话作文，搭建“乐想、敢想、善想”的平台。

第一，要鼓励小学生敢写，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写。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写作的材料和蓝本。教师在鼓励学生进行童话创作的过程中，要提供他们自由想象、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要解除写作时为他们所设置的条条框框的要求和各种枷锁，还给他们自由驰骋的空间，这样，学生们才可能广泛取材，大胆想象。这也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第二，文学作品多是生活的反映，童话也不例外。在指导小学生进行童话创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寻找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想法与感受，从而把它们写进童话中。教师可以指导小学生在童话写作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创建、故事情节的编排、书面语言的表达等方面，使笔下的作文和心中的想法合二为一，达到“我笔写我心”的效果，从而引导学生快快乐乐地进行童话创作。

《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学设计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十二册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

课前预习：由老师提供，或者让同学们自己收集作家安徒生的经历，可以推荐部分安徒生的传记让学生阅读，以便在深入了解作家后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

（该课前预习的目的在于增加学生对安徒生经历的理解，特别对于小学高年级年龄层的孩子，他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安徒生笔下童话表层的绚丽，要从感性层面触摸到作者的作品与作家本人经历之间的联系。）

（一）情境导入

方式一：让同学以发言或者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交流课前准备的关于安徒生的资料，老师再加以总结，让学生对安徒生有多方面的了解。在总结的最后，从安徒生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童话作家的角度，切入到这篇反映现实生活的经典童话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

方式二：用多媒体形式播放歌曲《火柴天堂》（注：歌唱者为熊天平），然后问学生听完这首歌曲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是孤独、无助或者希望？并请学生用用1～3个词语表述。

（二）字词学习

字词学习环节设计的重点：

1.较为生僻的字词让学生予以辨习。

2.富有文学色彩的形容词让学生反复读写。

3.动态性极强的动词让学生学着仿写。

举例说明：

（1）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

（2）小女孩只好赤着脚走，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的

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把。

（3）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

（4）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分钱，爸爸一定会打她的。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风还是可以灌进来。

（5）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奇异的火光！

（6）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在向她眨眼睛。

（7）“有一个什么人快要死了。”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她：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

（三）段落品读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作品中最具有韵律氛围的经典作品，在朗读时要抓住人物的内心情绪，引导学生对重点词句着重体悟，在富有感情的品读中走进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去真正体悟作品所表达的深切主题。

下面以第1～4自然段为例。

第一自然段：

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是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那么大，一向是她妈妈穿的。她穿过马路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快地冲过来，吓得她把鞋都跑掉了。一只怎么也找不着，另一只叫一个男

孩捡起来拿着跑了。他说，将来他有了孩子可以拿它当摇篮。

1.抓“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又冷又黑” ——读出大年夜寒冷漆黑的氛围。

2.抓“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读出小女孩的无奈。

3.抓“飞快”“冲”“吓” ——读出马车冲出来时的突然，读出小女孩受到的惊吓。

第二、第三、第四自然段：

小女孩只好赤着脚走，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把。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个硬币。

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不过她没注意这些。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大年夜——她可忘不了这个。

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钱，爸爸一定会打她的。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风还是可以灌进来。

1.抓“红一块青一块”“又冷又饿”“哆哆嗦嗦”“蜷着腿缩成一团”“裂缝”“灌”——读出小女孩的寒冷、可怜和无助。

2.抓“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个硬币”—— 读出现实的冷漠。

（四）全文理解

1.课文里有几处提到了大年夜？分别在哪里提到的？作用是什么？

（1）第一次：第1段，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

的最后一天——大年夜。

（2）第二次：第3段，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大年夜——她可忘不了这个。

（3）第三次：第11段，她死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

大年夜的时间设置起到了很好的反衬效果。大年夜在大家看来是合家团圆、温馨美满的表征，但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却在大年夜里上演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悲剧。经过喜庆节日下喜庆氛围的反衬，更凸显小女孩命运的悲惨。

2.小女孩几次点燃火柴，她分别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景象？

第一次：火炉。小女孩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火炉前面，火炉装着闪亮的铜脚和铜把手，烧得旺旺的，暖烘烘的，多么舒服啊！

看到火炉说明小女孩实在是太冷了，她渴望温暖。

第二次：食物。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

看到食物表达出从来都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小女孩一个简单又单纯的想法：吃一次饱饭。

第三次：圣诞树。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在向她眨眼睛。……只见圣诞树上的烛光越升越高，最后成了在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有一颗星星落下来了，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细长的红光。

圣诞树的出现表现出小女孩内心的纯真与美丽，圣诞树代表着美好的一切，美丽的愿望与祝福。

第四次：奶奶。

奶奶是小女孩最亲近的亲人，她看见奶奶，拥抱奶奶，她就可以得到爱护与疼爱，“爱”与“呵护”这正是她现实生活中所缺失的。

第五次：（点燃了一大把火柴）小女孩和奶奶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

小女孩在幻想中实现了愿望，她的美梦只有在“美丽的死亡”中才能成真，这更凸显出现实的沉重与残酷。

3.文章结尾：“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为什么两次提到“曾经”，两次提到“幸福”，它们分别代表着什么？

（1）两个“曾经”强调小女孩临死前，擦亮火柴时见到的美好景象。

（2）两个幸福：①点燃火柴时，在幻觉中体会到的幸福；

②作者认为在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小女孩只有死后才能抛去寒冷、忘掉饥饿、摆脱歧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才能找到幸福的皈依。

（五）课堂讨论

1.提问学生全篇文章读完以后是什么感受？

2.作品最感动你的地方是哪些方面？

（六）实践练习

1.以“假如给我三根火柴”为题，写一篇小短文。

情境设置：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我手中最后的三根火柴可以实现我现在最迫切的三个愿望。于是，我点亮了第一根火柴……

2.以《火柴天堂》为背景音乐自编音乐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课后延伸：教师可侧重选择一些有关安徒生的故事与名人评语，让学生更多地从作家成长经历、创作过程与文学赏析的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安徒生，从而更好地把握安徒生作品的儿童文学特质。

儿童诗歌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探究

中国是诗的王国，几千年的文明留存下了丰富而优美的诗作，从《诗经》到《乐府》，直至代表中国诗歌高峰的唐诗和宋词。诗言志，诗咏怀，诗人常常以诗歌的形式来抒怀写意。许多诗歌，尽管穿越了数千年滚滚红尘，依然感人肺腑，发人深思。诗歌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做了回答：“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少年儿童诗歌包括幼儿诗、儿童诗和少年诗。

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其一是抒情性。我国古代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感情是诗的直接表现对象，也是诗的内在生命。而感情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说明诗是用来“言志”的。“志”指的是诗人的精神境界、理想情操，是感情和思想的结合。

其二是音乐性。诗歌最突出的就是鲜明的节奏和铿锵的音调。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主要因素。诗的节奏，是指由于语音排列次序不同而形成的有规律的抑扬顿挫。诗歌音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押韵。押韵即在诗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的字，所以又称韵脚。诗歌一般都是押韵的。押韵对于诗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诗句更加悠扬动听，前后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增强诗的节奏和旋律。

其三是语言的高度凝练和形象性。诗歌要求更集中、更概括地反映生活，并有一定的节奏、音调和格律的限制，因而不容许冗长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所以诗歌的语言要比一般口语和散文语言更凝练，更含蓄。

在众多的语言艺术中，诗是语言的钻石，也是情感抒发的有效形式。诗歌所洋溢的盎然的童趣，不仅符合儿童好奇、喜欢幻想的天性，也培养了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激发和熏陶了儿童的情感体验。因此在儿童诗歌的教学过程中，应根据诗歌语言凝练、情感率真、节奏明快、意蕴深刻等特点，采用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及认知规律的有效教学方法。下面介绍几种儿童诗歌教学方法。

诵读感悟法

儿童诗歌的情感抒发主要是通过凝练、晓畅浅白的语言来体现，且由于它的声韵和节奏，保留着音乐的某些特质，所以体会这些声韵节奏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诵读。诵读可以帮助儿童进行情感体会，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著名语文教学专家朱作仁教授曾经说过：“讲解是死的，如同进行解剖；朗读是活的，如同给作品以生命。讲解只能使人知道，而朗读更能使人感受。”可见朗读在诗歌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小小竹排画中游》。

小竹排，顺水流。

鸟儿唱，鱼儿游。

两岸树木密，

禾苗绿油油。

江南鱼米乡，

小小竹排画中游。

这是一首清新明丽的小诗，全诗语言优美，节奏感强，虽然只有三十四个字，但其中的意蕴却绵延悠长。它是如何展现了这一道美景的？如何表达这一份情怀？我们怎样通过朗读去体会此诗中的形象美和语言美呢？在教学中可以这样去做。

第一，教师范读。小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教师的范读不仅能让学生扫除不认识的生字、生词，而且在朗读和情感上对学生也有所引导和熏陶。

第二，自由读。可以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阅读，给学生一定的自由。

第三，同桌练读。同桌之间相互练读，不仅可以互相督促和纠正出错的地方，也能增进同桌间的情感。

第四，全班齐读。在经过老师范读、自由读和同桌练读等环节，全班齐读能让学生一同感受和领悟诗歌的优美。

第五，看提示背诵。教师可将诗歌中的关键字提出来，让学生在充分朗读的基础上，将诗歌背诵下来。提示背读也能训练儿童如何抓住关键字词等能力。

有效的朗读能够增加孩子对诗歌的情感体验。但在朗读时，也要注重对其技巧的指导，教师应根据诗歌的内容和特点对学生的朗读做具体的指导，如诗歌的停顿、速度、重音、高低、语气、语调、节奏等多方面。只有正确的诵读，才能真正理解诗歌，领悟诗歌的美感。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中诗歌《假如》。这首诗的朗读有两个难点：一是每段的句式相对一致，朗读时却不能一样，应该有一定的变化；二是各段所描绘的对象不同，朗读时应该突出各自不同的形象（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2001）。

突破难点的方法，最好是通过老师的范读来感染学生，带动学生的朗读。重点指导读好下面的句子。

①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这句话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四次，可以按下面的提示指导朗读。

读第一次时，起音舒缓一些，停顿长一点，造成一定的悬念。

读第二次时，语速加快，形成一种关注下面事物的急切心情。

读第三次时，重读“马良的神笔”。强调“马良的神笔”，意思是下面讲的事更重要。

读第四次时，声音由重到轻，语速由快到慢。

②“画一个红红的太阳”“画许多好吃的谷粒”“画一双好腿”。

读这些语句时，感情也不一样。第一个是兴奋，第二个是喜悦，第三个是沉重。

意境复现法

什么是意境？顾名思义，“意”就是情意、意蕴、意思，也就是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境”就是境界，指具有立体感的艺术画面。意境的呈现通过意象来表达，“象”是指客观事物或人的外部形态，“立象以尽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意境可以说成是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和客观事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一首诗歌往往是由不同的意象构成的，由于其自身语言凝练的特点，致使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跨越性有时很大，相应的留白很多，给小读者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儿童诗的教学时，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孩子们的联想或想象能力，让其能构建出诗歌中隐去或是略去的内容，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也是儿童对诗歌的感受和领悟诗歌意蕴的过程。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听听，秋的声音》。

听听，

秋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刷刷”，

是黄叶道别的话音。




听听，

秋的声音，

蟋蟀振动翅膀，

“[image: ]”，

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

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

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




听听，

走进秋，

走进这辽阔的音乐厅，

你好好地去听秋的声音。




秋的声音，

在每一片叶子里，

在每一朵小花上，

在每一滴汗水里，

在每一颗绽开的谷粒里。




听听，

秋的声音，

从远方匆匆地来，

向远方匆匆地去。

听听，

我们听到了秋的声音。

诗歌从两方面写了秋天的声音，一种是具体可感的声音，如落叶、昆虫、大雁、唱歌等声音；另一种是可心领神会而不可闻的无声的声音。诗歌通过这些声音来体现秋天的景象，借助不同的意象，赞美秋天的美丽，让热爱秋天的丝丝情感萦绕在儿童的心田，让孩子沉浸在这美景中的同时，拓展着他们想象的空间。

情感体验法

每一首儿童诗歌都传递着不同的情感，表达着儿童的心声，这是儿童心理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儿童的身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情感的共鸣是儿童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教师在教授儿童诗歌时，能够根据内容和语言特点，适时适当地引导学生领略儿童诗歌中作者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四册《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沿着长长的小溪，

寻找雷锋的足迹。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小溪说：

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抱着迷路的孩子，

冒着蒙蒙的细雨。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顺着弯弯的小路，

寻找雷锋的足迹。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小路说：

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背着年迈的大娘，

踏着路上的荆棘。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乘着温暖的春风，

我们四处寻觅。

啊，终于找到了——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

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这是一首优美、充满浓浓情怀的儿童诗，作者沿着“长长的小溪”“弯弯的小路”，寻找着雷锋叔叔，娓娓的述说，轻轻的呼唤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仿佛听见了小溪在说话、小路也在说话；我们也看见了在长长的小溪边、弯弯的小路上，哪里需要献出爱心，哪里就有雷锋精神的体现。以下是王越佳老师对这篇儿童诗的教学设计。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教学设计（节选）

（一）朗读感悟

（二）范读入境（播放轻音乐、出示图片）

1.听：脱离课本，看图、倾听。

2.想：就听到的内容展开想象。

3.思：沿着“弯弯的小路、长长的小溪”我们听到了什么。

4.悟：

①练读（四人为一组）。

②汇报（小组比赛汇报朗读）。重点指导品读下列句子：第一个“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应“急”。第二个“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应“缓”（体现情感的起伏）。小溪和小路的话，语速稍慢，娓娓道来。“瞧”后面的诗句提高音调。（全文的感情基调：深情）

③配乐朗诵（全班，再一次感悟）。

④感悟明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在哪里。”表层含义：雷锋叔叔时时处处想着别人，哪里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深层含义：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像雷锋这样的人存在，把爱大把大把地撒向那些需要我们的人。

⑤明理导行（想得到别人的尊敬你首先要尊敬别人，要想得到他人的帮助你首先要帮助他人）。情境对话练习：一生随意站起来说：“如果我……”想好的起来说：“我会……”

在这个教学设计中，教师能够根据儿童的具体心理特征，通过听、说、思等多种方式，激活学生头脑中信息，引导孩子们进行情感体验。教师通过不断的引导让孩子们感悟明理，既了解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表层含义：雷锋叔叔时时处处想着别人，哪里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同时也让学生体会到其深层意义：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像雷锋这样的人存在，把爱大把大把地撒向那些需要我们的人。最后的明理导行，让学生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去体会其中浓浓的奉献之情。只有情感体验深刻了，学生才会真正理解诗歌的内涵。

想象创作法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而诗歌具有的独特意象美和情境美，可以给儿童更多的想象空间。儿童可根据诗歌的内容，通过想象勾勒出不同的画面。想象也可以使诗中的语言、动作、故事情节在儿童的脑海中变得更加具体、生动、有趣。因此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很重要，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儿童这方面能力的训练。

教师可以根据诗歌的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观察，观察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闭上双眼，用耳朵倾听、用鼻子闻、用手去触摸等，也可以让儿童通过电视、书籍等获得表象的积累。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运用优美形象的语言对儿童诗的内容进行讲解，这样不仅能唤起儿童丰富的想象力，还可以对如何运用语言起示范作用。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诗歌《我想》。

我想把小手

安在桃树枝上。

带着一串花苞，

牵着万缕阳光，

悠啊，悠——

悠出声声春的歌唱。




我想把脚丫

接在柳树根上。

伸进湿软的土地，

汲取甜美的营养，

长啊，长——

长成一座绿色的篷帐。




我想把眼睛

装在风筝上。

看白云多柔软，

瞧太阳多明亮，

望啊，望——

蓝天是我的课堂。




我想把自己

种在春天的土地上。

变小草，绿的生辉，

变小花，开得漂亮。

成为柳絮和蒲公英，

更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会飞啊，飞——

飞到遥远的地方。




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

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我想》通过对孩子一连串美妙的幻想：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想把自己种在土地上，表达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全诗以想象贯通，因此在教学中要不断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①在这么多的愿望中，你最向往的是哪一个？

②你能为大家描述那是怎么的画面吗？

③在朗读的过程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④这首诗采用了怎么的表达形式？

⑤你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发挥你的想象力，仿写一两节小诗。

总之，教无定法，重在得法。很多时候，一首儿童诗歌的教学，需要多种方法的共同运用，这样才能更全面更有效地让儿童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使其用心灵去感悟诗意、诗韵、诗情。虽然上文列举了几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但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还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的探寻和摸索。

儿童散文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探究

儿童散文教学模式

散文是“非虚构文学”，与小说、童话、科幻、寓言，还有现在流行的什么穿越、奇幻、悬幻等“虚构文学”有质的不同。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散文，贵在一个“真”字，其感世、醒世、存世、传世的价值也在一个“真”字。“真”是指散文所记之人之事，应当是真人真事；所抒之情之意，应当是真情实意。当然细枝末节需要文学想象与发挥。例如，写天上云影的变幻，枝头鸟雀的鸣叫，到底是“两个黄鹂鸣翠柳”还是“三只蝴蝶飞枝头”，就不必较真。鲁迅先生在咸享酒店与朋友饮绍兴黄酒，下酒的是茴香豆还是炒花生，也没必要细究。但散文所写之人事、所抒之情志，必不能空穴来风，更不能天马行空。小说可以散文化，散文绝不能小说化。因而散文是作者真性情个性化的一种言语表达，文中的所见所闻是作者眼中心中的独特产物，文中所阐发的“理”与“趣”是作者独特的情感认知。因此，“散文教学要从‘外’回到‘里’”，建立与“这一篇”课文的链接（王荣生，2011），儿童散文的教学，也应以此为基础，遵照其独有的“儿童文学”特点，让小读者与“这一篇”的作者进行沟通与交流，走进作者叙写的故事或场景，体会作者内心的所思所感。

散文的鉴赏审美一般包括“直感—再现—共鸣—析质”四个阶段（傅德岷，1988），据此，我们可分析出小学语文儿童散文的一般教学模式：读—想—品—悟。这四个环节具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特点。

1.读

鉴赏中的“直感”即直接感受，建立读者接触儿童散文作品后的第一印象。叶圣陶曾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叶圣陶，1962）这个“路”，就是作者的思路、作者的情感线索、故事的发展线索等；而这个“真”，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独特的情与思。儿童散文教学需从整体入手，让学生通过读来熟悉文字，捕捉对文章的“初感”，然后厘清文章的思路，即厘清脉络。

（1）读题

文章的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常常与文章的主旨有关，散文的标题常常凝练而意蕴浓厚。初读从解题入手，让学生能从题目中迅速领悟作者的意图和文章的内涵。比如，《花的勇气》可围绕标题进行讨论：我们可以说某人有勇气，花也能有勇气吗？花的勇气是什么呢？什么才叫勇气呢？让学生带着这三个问题去朗读，可帮助他们厘清文章的脉络，理解文章内容和内涵。比如，《秋天的雨》一课，通过读课题，首先，可令学生知道文章内容的重点所在。其次，可知这篇文章写的是“秋天”的“雨”，不是“春天”的雨。继而可以设问：秋天的雨是什么样的雨？它有什么特点？最后，读题后可让学生思考：作者通过写秋天的雨，只是为了写“雨”而写“雨”，还是通过写“雨”来写“其他的什么”呢？文中渗透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带着这些问题，学生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就有了方向。

（2）读文

朗读是一种建立作品第一印象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朱熹提倡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眼到是看，口到是读，心到就是理解领会。（张志公，1978）儿童散文特有的故事性叙述，以及强烈的抒情性和语言的节奏化，使朗读变得更容易。凭借“读文”这座桥梁，引导读者在读中与作者交流，在读中感受散文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情感脉络，为进一步理解领会其中美妙的意蕴及作者对社会、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奠定了基础。

（3）读词

散文中往往有提纲挈领、贯穿全文的关键词，如《花的勇气》中的“勇气”，《珍珠鸟》中的“信赖”等。这些关键词折射出的往往是作者的内心观照与情思，是作者情感流淌的密码。读懂这些关键词，能带动学生对全文的理解，有利于把握文章脉络，体悟作者及文章深处潜在的情感。比如，《珍珠鸟》，整篇文章的主题和关键词是“信赖”，写了“我”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珍珠鸟，珍珠鸟又是怎样回馈“我”的。在这种一来一去中，珍珠鸟感受到了“我”的真诚以及“我”对它的尊重，觉得“我”是一个真诚的、值得信赖的人，于是把“我”当成了好友，向“我”敞开心扉，与“我”默默相依，和“我”玩耍。这些温馨、美好的游戏场景构成了一幅幅美好的生活画面，于是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在初步的感知朗读中，从关键词突破，可以快速领略作者的意图。

2.想

散文鉴赏的第二环节是再现，是在形式把握的基础上，对作品形象的感受和综合还原，它是对散文作品的意象美的捕捉和体验。在“再现”的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各种形式因素（文字、结构、韵律、节奏）和形象材料（人、事、景、物）综合还原为一种形象图景，一种情感基调和一种情绪氛围，从而进一步去体会、理解、欣赏。“再现”的心理功能是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傅德岷，1988）。叶圣陶先生说：“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叶圣陶，1962）说明入境、体验是散文教学的必由之路。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都通过生动的故事、形象的画面表现出来，人与物融合，情与景交织，从而感染读者，激起共鸣。学习散文，要通过作者的文字进入作者所创造的画面和意境中去，体验“那个有活气和生命的世界”，从而有所感悟、有所思考。在入境想象中突出儿童散文独有的情趣，激发童趣。

（1）移情入境

入境就是走近作者，走进作品中，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作者的心。首先，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走进作者叙述或描写的场景或境界，与作品融为一体，成为作品中的一分子置身于现场，或成为某一儿童活动的参与者，或是某一优美画面、图景的观赏者。其次，通过移情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融进去，与作者一起去体验童年时代的美好，一起高兴欢呼或伤心难过。抓住作者刹那间的心灵颤动，体悟作品中的真味。

总之，进入文字之中，进入文境，进而深入文字的背后体会情感。只有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才能体会到文中的情与美。

（2）大胆想象

想象是实现再现的心理功能，因此儿童散文教学需激发学生的想象，将一个个铅字在脑海中组合成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故事，并尽可能地融入这个画面当中去体验和感受，想象是帮助读者获得真实体验的良方。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感受其中的情趣。比如，在教《小桥流水人家》时，可让学生想象：那清澈见底的小溪，那散落于溪边的垂柳，以及那在微风中婀娜起舞的柔软柳枝，那被柳枝轻抚而微微漾开的粼粼波纹，还有那站在柳树腰间歌唱的小鸟，那横跨在溪流之上的一座座小木桥……这是静态的，犹如清新淡雅的江南水墨画；这又是动态的，水声、鸟声相和，打破了这份宁静，增添了几分生气与生机。小桥沟通连接了两岸，连接了人们的生活，连接了世间的热闹。进而可以让学生想象在小桥的两边，在这潺潺的流水中，可能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故事？想象作者在“小桥流水”间的“人家”生活。这些画面连在一起，动静相交，真实而生动。在想象中体会作者想起那段美好印象，那段“人家生活”时的心情。

3.品

散文鉴赏的第三个环节是共鸣，指在欣赏散文作品时，作品中的人、事、情、景、物在读者心灵上引起的强烈反应和身心共振的现象。共鸣是散文欣赏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应，是读者完全沉浸于作品提供的艺术境界中的一种艺术感受（傅德岷，1988）。当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有相似的经历、情感、感受时，共鸣就产生了。细致研读、品味文章内容，是产生共鸣的基础和源泉。这一环节是将学生的已有经验与“这一篇”散文所传达的作者独特经验的建立链接。

（1）品语言，促共鸣

朴实优美是儿童散文的语言特色，教学时要引导学生驻足字里行间，品味文中朴实而不失优美的句子，感悟朴实优美背后的深刻和意蕴，从而与作者的内心产生共鸣。例如，《再见了，亲人》一文，语言质朴而满含深情，感叹句与反问句等多种句式的使用，使感情更浓烈。这篇文章回忆了三件往事，其中有三个人物——慈母般的大娘、刚强的小金花、不顾危险的大嫂。大娘“带着全村妇女，顶着打糕，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为救我们而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大嫂为了给我们挖野菜，跑到了前沿阵地，被敌人的炮弹炸倒在“血泊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蕴藏在质朴的文字之中。他们的事迹，在作者饱含深情的叙写中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再如，《桂林山水》一文，语言优美，作者用“感觉不到它在流动”“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与“无瑕的翡翠”描写了漓江水之静、清、绿；用准确而形象的比喻，从形态、色彩和心理感受等几个方面描写了桂林的山之奇、秀、险。通过生动传神的语言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漓江的水和桂林的山逼真地描摹了出来，也把作者对桂林山水和大自然的赞美与热爱之情表达了出来。

（2）品意象，体情感

散文中“情感”处于首要的地位。而“情感”往往是通过事物、人物和形象的语言描述传达与表现出来的。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通过品味形象性的语言，创造出具体的“意象”，在这个“象”中体悟作者的情。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最终都是指向情感而不是刻画人物性格的。有的情感经由文字直接抒发出来，而有的情感则隐藏在文字背后。因此，儿童散文教学要引导小读者读出作者赋予散文之中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例如，教学《山雨》一文，不仅要了解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巧妙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林雨景图：飘飘洒洒的雨丝弹奏着由岩石、树叶、绿草组成的琴键，奏出了优雅的小曲；山雨漂染了山林的颜色，这是画家的调色板调不出来的神奇颜色。透过这优美的意象最终要体会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作者对山雨、对大自然的那份浓浓的喜爱之情。

4.悟

“析质”是散文鉴赏活动的理性认识阶段。它是对散文作品进行更深考察的审美认识。“析质”要求读者“出乎其外”，从文章中走出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或比较散文作品的意义，对“直感”的第一印象（好或坏）做出“为什么”的回答。析质，就是“从散文的形式入手，深入作品的里层”，是阅读和学习散文从“入”到“出”的升华。“读”“品”“想”都是为了能够走“入”散文，而“悟”则要跳“出”散文。在教学处理上，体现为思考层面的“悟”，是对“为什么”的解释或解答。

（1）追溯历史

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空差异造成的局限，学生对散文中描写的情境和生活往往是生疏的，难以进入文中的意境或很难体会文中所蕴含的深刻情思或哲理，这就需要追溯历史，对其进行还原，在作者与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比如，有些散文，需要引导学生回到作品所描绘的时空当中，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时代、那个氛围中去看待，才能更好地理解文中所描绘的自然、社会和作者的情感。比如，教学林海音的《窃读记》时，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现代的学生们可能很难理解作者当时为何要去“窃读”。这就需要追溯当时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首先，人们不像现在这样，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书店。其次，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有余钱给孩子买课外书读。读书是富贵人家的享受与特权，没有钱却要读书的人不仅不会被尊重、赞扬，反而会被取笑。最后，在那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和时代，女子读书更是少见的。只有追溯到这些历史的真相，将故事放回到原来的历史环境中，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为什么去“窃读”，才能更到位地理解她当时“又怕又乐”的复杂心情，才能真正体会她对读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

而教学朱自清的《匆匆》时，作者在最后为什么会发出“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呢？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其“自叙性”，它所抒发的是作者独特的感受，因此散文的阅读与学习往往需要与作者这个人联系起来，那么，《匆匆》这个地方的教学，要适当地补充作者当时的生活现状、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的不满，但又找不到理想道路的苦闷：

1925年任教清华以后，由于忙碌，无暇创作小说，感觉自己“诗情枯竭”，只陆续写作发表散文作品。这些是作者引发“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感慨的背景因素。虽然关于“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匆匆》这课里可以不去深究，更不用强求学生理解到一定的高度，但作为抒发叙写作者自身独特感受的散文教学而言，了解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情感背景、生活背景对于理解和体悟情感是非常有帮助的。

（2）多角度认识

从形式深入作品深层，不仅可以通过对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把握当时作者的情感与思索；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品中的情感变化进行分析；或者从比较的角度对作品的象征意蕴进行探索；也可以从美的角度对作品的艺术技巧进行分析。

比如，教学《祖父的园子》时，既可以通过追溯历史，将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还原，来把握作者表达的情感，通过写祖父的园子来写祖父对“我”的爱，也可以从自由的视角进行比较，将自然的自由与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体会理解作者写祖父园子里的花、鸟、虫等的自由，实际是表达自己内心的自由，在儿时，在祖父的园子里，“我”和那些花鸟一样是自由的，进而升华悟出：祖父的园子不是普通的园子，那是给了“我”爱与自由的园子，那是给了“我”知识的园子，那里也是“我”儿时生活的乐园。

总之，通过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综合认识和审美，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对作品的本质探觅。

儿童散文教学方法

儿童散文内容包罗万象，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因此，儿童散文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深度，不同的学段，不同的学情，都是影响教学方法与策略选择的因素。在哪个环节多花时间，哪里该深入，哪里该浅出，都因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都要体现儿童散文所独具的特点：在语言文字中体会儿童散文独具的情趣，体悟、咀嚼朴实优美的文字背后所蕴含的理趣。

儿童散文教学的方法，可因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分为如下几种。

1.主题聚焦式

散文的最主要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对于儿童散文的教学，也需要把握这一特点。厘清行文线索、脉络，把握文章的“神”是重点。“主题聚焦式”的教学方法依据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而提出。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形散”的叙事类儿童散文。比如，《跨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可引导学生通过读文，对故事情节进行梳理，将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过程及成名后不居功自傲的淡泊名利做法等，串到“美丽”这根主线上来，形成一条美丽的项链，表明了居里夫人这跨越了百年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在于她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她淡泊名利的美好品格。

2.欣赏体验式

儿童散文除了叙事类以外，还有大量是写景状物类的。这类儿童散文因其画面感强，文字优美易于想象入画的独有特点，可采用“欣赏体验式”方法进行教学。

比如，《火烧云》《桂林山水》《黄山奇石》等文章，可以借助一些视频或图片资料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赏析：《火烧云》中云彩的色彩变化；《黄山奇石》中各种奇特的石头；《桂林山水》中又清又绿的水，以及形态万千、奇险独特的山等。配合视频、图片资料，体会景色的美丽，更体会语言文字的魅力。

而如《荷花》《白鹅》《猫》等散文，既可通过图片资料帮助欣赏美景和动物的性格特点，也可以利用学生的已有生活体验，或者在学习之后走进生活去找寻这些相关的景与物，体会作者文字描写的生动与形象。

3.探究体悟式

“探究”是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悟”则是学习散文必不可少的方法。儿童散文中除了具有一定的“趣”，有的还蕴含着令人深思的“理”，需要读者去探究和体悟。“探究体悟式”更适合具有说理性质的散文，像《落花生》《走遍天下书为侣》等一类的文章可采用此种方法教学。比如，在教学《落花生》时，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教师不去讲解，可通过学生自己对文章的阅读与小组间的讨论，通过将花生与苹果、桃等果实的特点进行比较，进而探究出本文所蕴含的“理趣”：花生具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美好品格，这是一个人应该追求的良好品格，应该向花生学习。学生在自己的探索中理解和认识了花生背后隐藏的深刻的做人道理。

以上列举了几种儿童散文的教学方法，虽说也划定了一些适用的范围，但教学有法，却教无定法，更多时候教学中会是多种方法的糅合与运用。但无论运用哪种方法，前面讲到的“读、想、品、悟”的环节都是不可少的，但会有因散文类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也不必完全按照这样的四步顺序走，因为课堂是动态的，学生的生成也是动态的，教学要因人因时而变。

寓言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探究

寓言教学原则

寓言是一种寄托着教训和哲理的简短故事。寓言是文学领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样式，它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阐发人生哲理、寄托道德训诫。寓言不同于一般的故事，而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

寓言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结构，其表层结构是一个故事，我们称为“寓体”；其深层结构是作者所寄托的一种思想观念，我们称为“寓意”。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作品，便是一则寓言。所以，故事（寓体）和寓意是构成寓言的两个基本要素。寓体是寓言故事的实体；寓意是寓体隐含的意旨，即寓意蕴含的真理性判断。寓言由于以其短小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深刻的寓意深受少年儿童喜爱，因而成为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可缺少的文体。为了充分体现其文学特色，在教学中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回归整体，保持寓言故事的完整性

寓言故事虽然简单，但是情节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很多老师为了能引导学生分析出寓意所在，不惜把完整的寓言故事进行拆分，逐层进行分析归纳。可是这样一来，寓言的完整性就遭到了破坏，学生在支离破碎的寓言故事中分析出寓意，却忽视了寓言故事本身的价值。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教师在教授寓言时，可以采取“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思路，即先从整体上帮助学生把握故事的主要内容、大致情节，在学生充分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紧抓重点，将知识点逐个击破，帮助学生通过分析文本感受形象，最后再回到故事整体上，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从整体上把握故事蕴含的寓意。例如，在语文教师施建平执教的《守株待兔》一课中（施建平，孙晓玲，2006），施老师引导学生首先对课文的大意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文中的情节做细致的剖析，最后施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邻家一位老农，当你看到这位年轻的种田人在那儿守株待兔时，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通过这样一个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这则寓言的寓意所在。面对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说：“小伙子，兔子撞死在树桩上是很难得的事。这样的事不可能经常发生，你还是别等了。”有的说：“你不该有侥幸心理，不应该把偶然发生的事情当作经常发生的事。”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将自己的想象与故事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糅合在了一起，使得寓意的揭示水到渠成。

这样“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思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寓言的效率，更能够避免在教学的过程中破坏寓言的整体性。

2.发散思维，多元理解寓意

寓意是寓言的灵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则寓言不仅仅只有一种固定的寓意，对于一篇寓言来讲，它的寓意可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根据每个人的生活阅历、认知水平等因素的不同，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进而就会得出不同的寓意。比如，有些教师在引导学生总结《守株待兔》的寓意时，学生们总结出的寓意是多种多样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心坐享其成，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幸福的生活靠辛勤的劳动创造，优秀的成绩靠刻苦学习而取得；只想不劳而获，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如盗窃、抢劫、贪污、受贿等（邹爱华，1995）。再比如，揭示《纪昌学射》的寓意也可从多角度，从学生的角度看，这则寓言告诉我们要勇于吃苦，练好基本功才能获得真本领；从老师的角度看，则告诉我们要善于指导、因材施教，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在寓言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寓言，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利用多种途径去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利用寓意的多面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3.基于寓言教学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

寓言作为小学整个语文阅读教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和其他诸如童话、散文、小说等文体教学一样，存在着共性。这是指寓言和其他文体一样是小学阶段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媒介，教师应该借助寓言故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其听说读写能力。寓言教学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应注重朗读能力的培养。朗读是理解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朗读彻底理解寓言故事本身的含义，才能进而体悟寓意，而理解寓意是寓言教学的核心。由此可见，朗读是学习寓言的基础，也是关键所在。翻阅教师有关寓言教学的教学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朗读教学的影子，几乎每一份教案中都会有朗读教学的环节。比如语文教师毛立业在讲授《鹬蚌相争》一课时（毛立业，2011），特意选取鹬蚌争论的对话描写，组织学生采用自由练读、指名读、师生合作分组读、自由练背、师生合作分组背等一系列形式帮助学生理解“毫不示弱”“得意扬扬”等文中重点词语，与此同时也带动了学生朗读的兴趣。

其次是语言文字的训练。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言文字的训练应该包含在任何一节语文课之中，寓言的教学当然也不例外。在寓言教学过程中融入语言文字训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更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寓意。语文教师周芳芳在教授《纪昌学射》一课时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在引导学生感悟寓意后，周老师出示课件“因为纪昌（ ），所以成了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周芳芳，2010）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请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练习本上写下来。这样一个课堂小练笔活动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纪昌有恒心、有毅力的品质，正可谓是一举两得。

寓言教学方法

在阅读教学中，好的方式方法能够事半功倍，寓言教学同样如此。在寓言教学中，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寓言故事，体味寓意所在，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往往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方法。这里我们主要介绍表演法、想象补白法、巧借背景法以及词语锤炼法。

1.表演法

表演法，顾名思义，是引导学生在理解寓言的基础上，将寓言故事表演出来。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提到寓言是由形象的故事和抽象的寓意组成的，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来说，由于其抽象思维发展低于形象思维的发展，寓言深邃的寓意对于学生的理解是个难点，所以在小学阶段要注意将寓意的理解融进对故事的感悟中。借助小学生这一思维特点，我们可以在寓言课上使用表演法进行寓意的挖掘。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案例，该课堂片段来自彭悦峰老师讲授的《守株待兔》（彭悦峰，2003）。

学完《守株待兔》课文内容后，我让学生以四人为一学习小组，分工合作扮演种田人、过路人、小兔、旁白，编排课本剧。

……

当一个合作学习小组的汇报表演结束后，引起更多合作学习小组争先表演。教师因势利导，提高表演难度，拓宽学生的思路，要求学生设想不同身份的过路人会说些什么？将学生的表演再次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生（猎人）：“快点起来吧！要是天天能白捡到一只兔子，我就不用整天在山上转了，我打了几十年猎，从来就没有白捡来的猎物，要想天天有收获，就要不停地去寻找猎物。”

生（老农）：“小伙子，再这样等下去，你的田就荒了，到头来，兔子也捡不到，今年也不会有收成，你只能饿肚子了。”

生（渔民）：“种田人，你别再等了，瞧瞧你田里的庄稼吧，已经长满了野草。我每天起早摸黑才打到这么一点儿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快去收拾你的庄稼吧。”

生（母亲）：“孩子，别傻了，快醒醒吧，兔子自己撞死在树上是偶然发生的事，你再不去种田，家里人就要挨饿了。”

通过这则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生在表演寓意时，会很自然地将自己融进故事的角色中，站在角色的角度思考问题，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恰到好处、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多元化地理解寓意。

2.想象补白法

想象补白法是指针对文本的空白点或生发点，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体验，通过想象将寓言故事里省略掉的语言空白、情感空白以及意境空白补充完整。由于寓言故事要求语言简练、结构概括，所以古今中外作家在创作寓言时均选取最能够表达寓意的片段，而忽略一些非重要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寓意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教授寓言作品时，我们要充分地想象被作者忽略的这些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寓言的深层含义。这里我们试以语文教师鲍爱霞教授的《扁鹊治病》（鲍爱霞，2010）一课为例，看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想象补白。

师：扁鹊苦口婆心地劝说，换来蔡桓公怎样的态度呢？请找找画画相关句子。

生：第一次，蔡桓公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对左右的人说：“这些做医生的，总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医治没有病的人，容易显示自己的高。”第二次，蔡桓公听了不高兴、没有理睬他。第三次，蔡桓公听了非常不高兴。

师：扁鹊三次劝说，蔡桓公仅在第一次讲话了，你认为这时他心里在想什么？

生：蔡桓公会想，扁鹊虽是个名医，也还是庸俗之辈，不过是想借给大王我治病扬自己的名气罢了。

生：蔡桓公想，扁鹊也就是信口雌黄了，有没有病我自己最清楚了，他以为凭他的名气能吓倒我，小看我大王喽。

师：这样想着，蔡桓公的话语里就会流露出怎样的语气？你能把自己当作蔡桓公读读这段话吗？

……

师：从他们的朗读中，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蔡桓公？

生：一个自高自大的人。

生：一位自以为是的大王。

师：看来把自己当作故事中的人物，体会他们的心理，就能入情入境地朗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课文。

通过这一教学片段我们可以看出，教师试图引导学生想象蔡桓公的心理想法，使学生设身处地地站在蔡桓公的位置想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由此来体味蔡桓公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想象补白法的运用，使抽象的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形象、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寓言的内涵。

3.巧借背景法

巧借背景法是指在学习寓言故事时，教师通过介绍寓言的历史背景来帮助学生理解寓意。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目前我们教科书里出现的这些寓言故事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的优秀作品，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很多作品的创作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人教版教科书里收录的寓言《亡羊补牢》是战国策里的一个小故事：战国时代，楚国的国君楚襄王昏庸无道、不理国事。大臣庄辛劝襄王要以国事为重，否则会有亡国之险。襄王非但不听，反而把庄辛骂了一顿。失望的庄辛便到赵国去了。庄辛走后五个月，秦国出兵侵占了楚国许多地方，襄王这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派人请回了庄辛，并询问他恢复河山的办法。这时庄辛诚恳地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如果在教学中将这个寓言的产生背景介绍给学生，不仅能增强寓言学习的趣味性，更能帮助学生提炼出这则寓言想要表达的深层寓意。

4.词语锤炼法

词语锤炼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寓言教学中，通过对某一词语的反复锤炼使学生深刻理解寓意。寓言较其他文体最大的特点在于精练的语言和生动的情节，这也恰恰是理解一篇寓言故事的重点。在寓言教学中，可以抓住寓言的文体特点，通过锤炼语言文字把握人物形象，进而深刻理解寓意。与其他文体的阅读一样，寓言故事中人物形象的理解也往往基于对重点字词的把握，所以在教授寓言时，教师常常会抓住文章中的重点字词，通过分析、体会重点字词来分析人物形象，进而把握寓意。例如，语文教师赖祥胜在讲授《纪昌学射》（赖祥胜，2009）时，曾这样引导学生体味“注视”一词。

师：什么是“注视”？

生：就是长时间地看一处；就是久久地盯住一个东西，眼皮也不眨一下……

师：读读飞卫教导纪昌学射的句子：“眼睛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一眨！”

师：这样长时间地看着一个东西，眼睛会有什么反应？

生：眼睛会酸，会痛，会涩……

师：纪昌可比你们看得久多了，你看他这样一看就是两年呀！从这里，你可以体会到纪昌的持之以恒、毅力、吃苦耐劳等。读出并体会纪昌的持之以恒、毅力、吃苦耐劳等。

师：知道什么是梭子吗？（解释，展示视频。）

师：“注视着梭子来回穿梭”就是说眼睛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一眨。

生：老师，这样左右摆动，并且眼皮不能眨，那是非常辛苦的！

生：纪昌是躺在织布机下面的。如果在夏天，可能有蚊虫叮咬；如果在冬天，地面冰冷……

师：读出你的感受。（指名读、齐读等）

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引导学生体会纪昌有恒心、有毅力这一良好的意志品质，赖老师首先从词义入手，引导学生归纳“注视”一词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赖老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体会纪昌的感受，并由此产生情感体验，进一步体会纪昌练习的恒心和毅力。

儿童小说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探究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文体，有人甚至极言，不会写小说就不能称为作家。事实上，不少现代意义的文学史也往往以考察小说创作现象作为文学史的主干。小说是一种以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展现社会生活环境为主，通过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图画来反映社会人生，表现作家的生命体验与美学评价的散文体叙事文学样式。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有机融合，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讲述完整、复杂的故事情节，进行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人生和探究人性的深度、厚度。小说按篇幅长短，可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按语体方式，小说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儿童文学中，小说同样有着广阔的艺术版图，它是与童话并驾齐驱的主创文体。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人们通常把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称为“少年儿童小说”，或简称为“少儿小说”。少年儿童小说是一种以少年儿童读者为主体接受对象，以表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精神生命成长为主体审美内容的特殊小说。

小学儿童小说教学的目标

1.学习人物刻画的方法

人物形象刻画是小说的核心内容，分析人物形象是儿童小说教学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a分析人物的语言、外貌、行动、心理等，确定人物性格；b分析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物关系。

儿童小说主要面向儿童，为适应儿童形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更为重视。通过小说的学习，教师要让学生初步认识人物描写的基本方法，结合具体语段，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较为到位的分析，说出自己的喜欢、憎恶、崇敬、向往等感受，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在课文《夜莺的歌声》教学中，通过对小夜莺的语言分析，了解他在面对敌人时的机智勇敢与经验老到，以此学习语言描写对人物刻画的作用。

2.了解情节安排的技巧

故事情节是人物展示其性格的舞台，也是吸引儿童读者阅读的关键所在，好的儿童小说必须有较强的情节性。在小学语文学习中，教师主要帮助学生梳理小说的故事梗概与情节线索，让其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故事内容，通过情节的分析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物，通过改写、续写等方法让学生了解文本中情节安排的巧妙手法。

3.培养分析主题的能力

作家通过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表现小说的主题，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小说主题，就不可能真正读懂文本。因此，在小说的学习中，应该让学生较好地理解小说的表层意思与深层含义，逐步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4.教给学生解读小说的方式

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小说主题等，对儿童小说教学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最后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些地方，小说教学最终的落点，不应该落在一个个人物形象或一个个主题上（李冲锋，2011），这些只是学生学习儿童小说的一个方面。儿童小说教学还应通过一篇篇小说的学习，让学生学会怎么“进入”小说所呈现的世界里面去。正确适当的解读方式则是学生进入小说世界的关键。因此，在儿童小说的教学中应该教给学生解读方式。

5.加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小说就是一面现实社会的镜子，儿童小说亦是如此，只不过更多地通过儿童的视角进行观照，看到一个对比更为强烈的真实世界。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小说时，就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主题的归纳，并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加深其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比如，课文《少年闰土》的学习，教师可以进行扩展阅读，引导学生阅读描写中年闰土的章节，让学生对闰土的变化进行对比，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从而使学生对专制社会对人思想的控制有进一步的认识。

儿童小说的教学理念

综观中外儿童文学史，都有一个由“教育论”到“童心论”的转变过程，即儿童文学由早期的道德训诫工具逐步转向后期的尊重儿童的独特文化。儿童文学理念的转向对小学语文教学教育至少有如下启示。

首先，语文教育要理解儿童、尊重儿童。小学生都是儿童，他们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情感体验方式。在儿童文学创作的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压抑儿童天性、束缚儿童成长的儿童文学，但这些文学在轻视儿童的同时，也遭到了儿童的摒弃。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观经历了“被‘遮蔽’的儿童—被‘发现’的儿童—被‘尊重’的儿童”这样几个阶段。语文教师也可以从这样的变化中重新考虑自己的学生观，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其次，语文教育要重视人文精神培养。儿童文学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深广而久远的，发挥儿童文学的人文功能，不能以道德教化来完成，因为儿童文学是富于感性化表现的文学，它与儿童感性化的心理特点是相适应的。要发挥儿童文学的人文性功能，主要通过审美的途径来完成，面对儿童文学类型的课文，教师要帮助学生敞开怀抱，在感受文学的艺术美的同时感悟人生、体会丰富的情感，从而奠定人性的基础。

最后，语文教育要充分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儿童有自己的阅读兴奋点和审美标准。孩子爱看什么样的书充分体现了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当然，语文教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顺应学生的阅读要求，但应对学生的阅读需求给予充分的尊重。

儿童文学观念的变化对儿童小说教学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儿童小说的教学过程中遵循如下的教学理念。

1.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审美感受

小学阶段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储备，还是“立人”的基础，而审美则是为孩子“立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小学语文，包括儿童小说的教学，都应该成为“立美”的重要途径。所以，儿童小说教学首先应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审美感受。

首先，教师应创设美的教学情境。一段音乐、一首诗、一段充满感情的话语、一个电影片段、一幅画……都可以成为教师创设情境的方法，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进入小说的世界，把语言转化为可感知的世界，充满美的世界。

其次，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感知，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教师应紧扣文本，通过教学语言的描述和必要的补充，运用与小说相类似的生活和事件，把学生“带进”小说里，引起学生的联想，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同时依据教师的引导与自身的经验，学生还要跳出文本，运用联想，创造地再现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文学世界。

比如，在《少年闰土》中描写的闰土的生活场景，远离学生自身的生活，但教师可以通过情境的创设，让学生由自身生活经验通过审美想象来了解、再现闰土的生活，深入作者用语言所完成的艺术迷宫。

最后，教师应在认识、感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入角色，体会品味，最终成就学生自我与小说世界的融合。

可以说审美能力的培养在小说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2.人物品析与情节梳理相结合

人物分析在小说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而情节是展现人物性格的舞台，成功的小说，其情节往往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让人物性格在矛盾斗争中展现与发展，并在读者脑海中逐渐变得圆润丰满。因而，在小说的教学中，应该注意两者的结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读懂小说。比如，《少年闰土》中为什么要安排对闰土回忆的一段，就是要对其性格变化做前后的对比，以此展现闰土的人生轨迹。又如，《凡卡》中凡卡写信、回忆、思念、希冀是其主要情节，在其中又细致地展现了小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情节梳理与人物品析的融和。《夜莺的歌声》则通过小夜莺的五次歌声为我们完成了对一个机智勇敢并有着夜莺一样歌喉的少年形象的塑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紧密围绕儿童小说以塑造形象为中心的特点来进行教学。

3.整体把握与细节分析相结合

每一篇儿童小说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但是长期以来，在小说教学中存在着一种把小说当作散文类作品进行教学的倾向，从字词句、段落结构到中心思想，条分缕析，同时又限于课时，教师都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而学生学习之后，对于小说的审美特征却少有了解和掌握，教学效率低。为了提高小说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必须摆脱这种传统的小说教学模式。在小说教学中，针对小说的篇幅大都较长，而语文课时相对较少的现状，在教学中应突出重点，提高效率，教师应引导并组织学生从小说的整体特征去把握小说的情节结构、典型人物群体丰富的性格特征和复合多义的主旨意蕴，多层面、多角度地从小说的整体去感知小说的独特魅力，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于小说的鉴赏水平和能力。但如果只强调整体性，难以使学生对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题内涵有准确的把握，因此还需要对其中的关键段落进行细致的分析品味，通过整体与细节结合、点面结合，帮助学生全面地学习小说文本。比如，《小英雄雨来》一文，篇幅较长，不可能从头到尾地讲，教学中应该先进行整体感知，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部分章节进行细致的学习，这样就能做到点面结合。

4.主题概括与现实指导相结合

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为人生的。小说主题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作家所处的现实生活，而经典的文学之所以经典，又在于所表现的生活具有普遍性。在小说教学中，教师应该在指导学生了解人物形象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文学的艺术世界进行延展理解，以丰富其对小说的把握。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汤姆·索亚的童真、富于幻想、对他人的友爱、机智勇敢的性格却十分值得当代少年学习，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如果你是汤姆·索亚，将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你是汤姆·索亚，你如何在野外生存，你还缺乏哪些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你应如何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这样就使得小说的阅读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世界发生了紧密联系。

5.课内学习与课外拓展学习相结合

由于篇幅的限制，入选小学教材的小说一般是节选或简述，学生不能完整而全面地了解原作。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延伸阅读原著。其一，能够使学生将学到的阅读方法运用于自主的实践；其二，也可以使学生更为全面地了解原著，感受原著的魅力；其三，还可以通过这种延伸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视野与阅读量，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语言感受能力。比如，《凡卡》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引入课文时都只是节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进行原著的阅读，并适当地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

儿童小说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教学并不是随心所欲；有责任感的教学需要站在儿童心理发展的高度，站在历史、文化与时代的高度；教学的指向决不是儿童的简单快乐，尽管教学过程并不排斥学生愉快的心理感受。教学在任何时候所真正指向的都是，或者说应该是儿童精神世界的扩展。”（刘铁芳，2008）

教师在儿童小说的教学中应针对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来设定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1.多层次朗读法

所谓多层次朗读法，就是结合教学的不同阶段，引导学生使用多种形式的朗读，加深对课文的学习。

朗读是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充满情感的朗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文章的意境，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流。儿童小说是形象性特别强的文体，更有利于朗读这种教学方法的使用。首先，教师要以生动活泼、饱含情感、富有儿童色彩的语言为儿童读文学作品，充分展现文学的语言美及其蕴含在语言之中的情感美。这样不仅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更能以真情牵引情感，以情感激发想象。其次，教师还要善于指导学生读，读那些语言优美、情感丰富的段落，读出汤姆的俏皮与聪慧，凡卡的纯真与悲伤，闰土的质朴与无奈，雨来的勇敢与机智等。读的过程应是语言、情感与思想和谐交融的过程。这样足够量的言语实践，可以更好地帮助儿童品味并实践文学语言的情感美与形式美，使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可以使用不同的朗读方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儿童小说的整体感知阶段，宜用集体朗读、个人自读等方法，使学生迅速把握小说的基本内容。在小说的细节分析阶段，可用有感情朗读、对比朗读、个性化朗读等方法，使学生进入小说的情境，进行情感的体验，并读出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在小说的总结阶段，可引导学生进行分角色朗读、表演朗读，这样更有利于对已经掌握的课文内容进一步理解把握，并在学习实践中产生新的观点。

例如，《夜莺之歌》的教学中，老师就安排了不同层次的朗读，在朗读活动中让孩子体会课文的主旨。

师：在那惊心动魄的卫国战争年代，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却如此沉着、机智地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课文字里行间中，你能捕捉到他的机智、勇敢吗?

（学生边读边画出相关句子）

师：再读一读这些句子，边读边想象：当时是怎样的一番情境?

生：边走边打树枝、拾球果，还用脚去踢，学鸟叫。好像敌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在玩他自己的，完全沉浸在孩子玩的世界中，其实他在报信，很机灵。

……

师：同学们也很机灵，小夜莺的心思让大家想象得精彩极了!课文

中将这些内容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出来了，试着读一读。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对话）

师：读了这些对话，你有什么感受吗?

……

师：是啊!当祖国母亲惨遭侵略时，祖国的孩子们只有团结起来，机智、勇敢地去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让我们再动情地读一读这些对话，从中汲取力量，从中受到感染。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多角度朗读的指导，从整体入手，让学生走进文本，充分与文本对话，又要走出文本，回归整体，让学生获得认知和情感的提升。通过品读关键词句，揣摩人物心理，感情朗读体验，学生便能深刻领悟“小夜莺”的机智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下面这个教学片段取自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李颖对《少年闰土》的教学设计，在其中，李老师也做到了对学生进行多角度朗读的指导。

（一）检查预习，整体感知

1.学生分段朗读课文，纠正字音。

……

（二）学生自读圈画，教师巡视指导。

初识闰土，了解特点

1.“我”和闰土第一次见面时，闰土是什么样子的？速读课文，画出有关句子。

……

（三）再识闰土，探究深读

1.学生默读课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

2.师生交流，适时板书：雪地捕鸟、夏日拾贝、看瓜、刺猹、潮汛看鱼。

3.闰土向“我”讲述自己的海边生活，你们能想象出他说话时的语气、神态吗？请试着用成语描述一下。（眉飞色舞等）

4.用你们所说的那种感受读这几段话，相信会读得更好。练好之后读给同桌听，请同桌评一评。

5.学生自由练读。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自然段，看谁能让大家身临其境。（每件事可采用不同的方式指导朗读。例如，“雪地捕鸟”可让学生边朗读边表演；“看瓜刺猹”教师可扮成“我”引导朗读，调动学生情绪）

通过刚才的朗读，你觉得闰土是个怎样的少年？（教师板书：聪明、能干、勇敢、见多识广）

从初识闰土到对他的深入了解，李老师让学生通过分段朗读、自读圈画、速读课文、带感受读、自由练读、让学生边朗读边表演、教师扮成“我”引导朗读、调动学生情绪等不同角度朗读的指导完成了对闰土这一少年形象的艺术呈现。

2.多元解读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只有通过读者解读才能充分获得自身的存在，离开解读主体，它只能是潜在的不完全的；只有通过解读，文本才能在读者的主观意识中作为审美客体而存在，创作并不是中心，真正的中心是解读。接受美学还认为，应该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接受。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解读语境不同，读者解读同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的整体形象、审美效果以及价值观也各不相同（王一川，2009）。文学作品的美就在于它的多义性。

所谓多元解读，就是在尊重文本基本语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多角度的理解。由于小说往往具有丰满的人物、深邃的主题，读者在理解的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看法，多元解读就应该成为小说教学的重要方法。通过多元解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语文素养与思维水平。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小学儿童小说作品教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多采用单一的社会学视角，特别注重具体文本与文章作者、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作品产生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社会价值，“社会主题”成为文本解读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作品解读的方式，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也容易导致教师引导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局限于教学参考书上的归纳，忘却了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忘却了学生的真切体验。

类似这样的解读方式使我们狭隘地误读了很多来自异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契诃夫的《凡卡》通常被解读成：通过写在鞋铺当学徒的凡卡的苦难遭遇，反映了沙俄时代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这样的解读不可否认其现实主义有意义的一面，只是这样的解读就会忽略了作品深沉而辽远的充满想象的文学情怀与情感体验，只是一味地把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灌输给孩子，同时粗暴地漠视了孩子的心灵以及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自我解读。

而且在人物形象的解析中也存在着价值观的唯一性，只肯定小主人公身上的正面色彩，而忽视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肯定，因此对儿童小说中的形象的分析带有浓厚的成人气，失去了鲜活性，无形中就拉开了作品人物与学生的距离，产生了情感上的隔阂。

总的来说，思维定势且偏重政治化的主题先行的文本解析，过去已经给我们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现在依然存在着，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认识到并在实际的教学中正确面对。

因此在进行多元解读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特别尊重学生不同寻常的提问和想法，并肯定其价值，不要过分追求所谓的“共识”，因为解读的多样性决定了感受文学形象的差异性，有时，“天马行空”的结论正是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对此教师不应扼杀，而要给以鼓励。

二是文学鉴赏最忌讳的是给学生“正确结论”，教师要教给发现“结论”的方法，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使学生有“自得”之乐。文学鉴赏要培养学生个体意识、独立观念，在接受兴趣中排除“从众化”心理干扰，发表个性化见解，做出理性评判。

例如，《争吵》学习后，为进一步深化对课文的理解，可以组织课堂讨论，如你喜欢课文中的哪个人物？喜欢他什么？使学生在对人物行为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加深对人物形象的体会。学生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如有的学生能通过具体事例准确地概括人物的某种品质和个性，说克莱谛能谅解同学的过错，宽容同学，珍视同学之间的友情；有的学生能比较全面地评价别人，既看到“我”的一些弱点（爱瞎猜、爱面子）和缺点（报复同学），又能看到“我”的长处（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善于反思，是非观念清楚等）；有的学生能看到别人的进步，而不是凭一时一事的表现给别人下结论，认为“我”的进步是明显的，由嫉妒同学、瞎猜疑、报复同学到心里不安、后悔、知错，最后能接受同学的友爱，与同学重归于好。总之，学生只要能结合课文实际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教师都要给予肯定和赞扬，这样学生独特的自我情感得以充分的表达和展现，个体得到充分的尊重。

再比如，在《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学习中，对汤姆一时的懦弱应该怎样去理解，怎样看待汤姆对贝琪的喜爱，对小镇的居民又做何评价，对这些问题就应该鼓励学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要用老师的思想限制或代替学生的思想。

3.感受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儿童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其话语就必然具有文学语言的共同特点，儿童小说之所以区别于儿童诗歌、儿童戏剧、儿童散文等其他文学艺术，除了在结构和创作技巧等形式上外，起绝对作用的是它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因此，儿童小说教学中对语言的品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品味儿童小说语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深入感受儿童小说的人物语言

儿童小说中人物对话非常重要，随处可见，与戏剧相比，儿童小说的人物话语是对实际生活中人物话语的艺术化处理，所以，儿童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首先应贴近儿童的生活——口语化，而且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即浅显、直白，但又区别于纯粹的生活语言。小说人物语言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所以它在口语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关注儿童小说语言这方面的特性，并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体现。

（2）了解儿童小说的叙述语言

儿童小说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不同，它具有综合性，也就是说在小说中，既可以用散文的体式来描述人物动作，描述事物发生的场景，叙述整个故事，也可以用其他体式来描述。

比如，在《少年闰土》中，叙述语言就体现出浓郁的散文特性，特别是对闰土月下捉猹的情境的描写。

了解了儿童小说语言的特点，在儿童小说教学中要让学生借助语言文字，动用已有的生活体验，调动联想、想象，再现、再造文学形象，填充艺术作品留下的“空白”，从感受语言入手，让学生敏锐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精读细品，琢磨回味，引导学生由外而内地透视文本，把握其审美特性。在细品中体悟，在回味中发现。

例如，《夜莺的歌声》一课中“小夜莺”机智、沉着、勇敢的形象是通过他的对话来表现的。

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着呢。夜莺倒是只有我一个！

……

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

这是小夜莺在回答敌人盘问时，说的几句一语双关的话。乍一听，纯属小孩儿天真的话语，把自己当作小动物。小夜莺正是凭借自己天真的话，加之自己一系列貌似顽皮的动作，在敌人不易觉察中戏弄、谩骂敌人，“麻雀、乌鸦、猫头鹰、野兽”都指的是敌人。德国兵虽然也“想着，轻蔑地微笑了一下”，但听、看小夜莺的言行，觉得他只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相信了小夜莺，并且让他带路。这些话语体现了小夜莺的机智和对敌人的憎恨。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对小夜莺的语言进行分析，让学生感悟到人物的特性。

《凡卡》内容很丰富，其中反映文章主旨的核心内容是凡卡写的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设计环节让学生通过深入探究信的内容，读、悟相结合，以此走进凡卡的内心世界，从而体会凡卡生活的悲惨，以及他想要爷爷带他回家的迫切心情，另外，小说中还有许多语言凸显了小说的主题，在教学中要予以关注，如下面赵咏梅老师在《凡卡》一课的教学片段中，就让学生深入地体会这些语言蕴含的深意。

师：1.串读回忆的内容，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2.你从哪些地方读出了凡卡的快乐？

文段一：多么快乐的日子啊！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师：①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凡卡？

②这个片段写了怎样的情境？

（板书：砍圣诞树）

③让我们把嘴角翘起来，一起感受一下凡卡的快乐。

（过渡：还有哪些片段我们可以看出凡卡的快乐？）

文段二：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睛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师：这个片段写了什么情境？

（板书：乡村夜景）

师：对于凡卡来说乡下的生活，像一首诗，更像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凡卡的快乐吧！

在这段教学设计中，我们看到赵老师让学生对文中两个主要段落的语言进行深入的品味和解读，让学生通过对这些片段的研读，体味了凡卡回忆中的乡下生活的快乐，回忆中的情境越是快乐，就越能体现凡卡在城里生活的痛苦，为接下来的教学中突破难点，理解对比、反衬的写作方法做铺垫。

4.比较阅读

比较阅读就是把在内容或形式上具有一定联系的课文或阅读材料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作品文本的相似与区别。在儿童小说教学中，教师灵活巧妙地运用比较阅读，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的思维，通过比较阅读使学生对课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进行比较阅读时，教师一定要选择好阅读材料，选择好进行比较的角度。

比如，课文在入选教材时都会依据总体教学目标和具体的单元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改编，所以教师在教学准备环节或教学结束后可以安排课文与原作的比较阅读，对学生理解作品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例如，《汤姆·索亚历险记》选入课文时以故事梗概与小说片段的形式呈现，在教学初学生预习阶段就可以安排对原作的了解与阅读。《凡卡》作为短篇小说，在内容上与原作并没大的改变，但在教材中课文所删减的部分对理解作品，特别是对作品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对作家深沉的情感体现却非常重要，因此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对照、比较，还原作品、深入契诃夫的文学与情感世界。

此外，比较阅读还包括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的阅读，意大利作家艾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在小学课本中多次出现，人教版小语课本三年级下册选编了他的《争吵》，在四年级上册中出现《卡罗纳》，六年级上册有《小抄写员》。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安排这些作品的比较阅读，了解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都具有哪些可爱的性格和闪光的品德，并进而介绍《爱的教育》作品给学生，作为比较阅读的拓展材料。

比较阅读还可以是跨文体的，如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少年闰土》时，就可以把它与散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来比较。在比较中了解鲁迅，了解他对人性的摹画、了解他的大悲悯之心、了解他的高贵品格。

5.角色扮演教学法

“角色扮演”指教师指导学生对小说进行分角色演绎，学生通过“演”，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的揣摩与体会，达到对人物的深入理解。角色扮演可以为学生提供无限广阔的思维、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演”会促使儿童更主动地去理解文章，把握形象，充分感受文学的形象美，同时又在特有的情境之中进行了生动的言语训练。揣摩表演技巧以及理解角色心理的过程，不仅能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还能使儿童产生丰富的美感体验，并通过表演，实现对自我的肯定，学会欣赏自己，感受成功。带有强烈故事性的儿童小说对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小说的叙述语言为学生理解人物提供帮助，学生对根据课本内容开展角色表演有强烈的兴趣，在复述甚至自编台词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完成对小说作品角色的分析和体验，进而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文学主旨及艺术表现手法。

就小说文本方面来说，它是作者心灵的倾诉，对教师来说，它是朋友，是引导者。教师要根据儿童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导学生寻找审美切人点，鼓励学生探索文学世界，引导学生进行审美体验，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

摘要 Abstract

The reading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in a big development since new century.All schools carry out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inside and outside reading.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 reading is the main form of school reading.This chapter will provid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ir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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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适应与同化假说

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 中文大学先修课程

Alphabetic language 拼音文字

Analogical thinking 类比思维

Analytic processing 分析性认知加工

Angular gyrus 角回

Appropriation 适宜化

Arcuate fasciculus 弓状束

Argumentation 论证能力

Arousal level 唤醒水平

Articulation 发音

Attention training 注意训练

Attentional masking 注意掩蔽

Automatic phonetic module 自动化音位加工模块

Awareness 意识

Background knowledge 背景知识

Bilateral 双侧化的

Bilingual 双语者

Bimorphemic 双语素

Bottom-up 自下而上

Bound morpheme 黏着语素

Candidate gene 候选基因

Cascade-style processing 瀑布式加工

Categorical perception 范畴化知觉

Caudate 尾状核

Cause/effect relation 因果关系

Central question/big question 核心问题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中英双语儿童

Cingulate 扣带

Coarse neural tuning 粗略神经调制

Co-construction 共同建构

Cognitive 认知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认知复杂性

Coherence 凝聚性

Collaboration 合作

Collaborative group work 小组合作学习

Collaborative reasoning 合作推理

Communication 沟通能力

Comparison/contrast 比较/对照

Component model of reading（CMR） 阅读成分模式

Compound 复合

Compound awareness 复合词意识

Compound word 复合词

Comprehensible output 可理解性输出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理解监控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概念导向阅读课程

Conditional knowledge 条件性知识

Congenital word blindness 天生词盲

Connecting 连接

Connection 联结

Connectionism 联结论

Connectionist model 联结模型

Consonant cluster 辅音丛

Consonant string 辅音字母串

Consonant-vowel syllable 元音—辅音音节

Content learning 内容学习

Construct validity 建构效度

Continuum 连续体

Contrast 对比度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学习

Covert 隐性

Criteria for diagnosis 诊断标准

Critical languages 关键语言

Critical reasoning 审辩推理

Critical thinking 审辩思维

Cross-language Transfer 跨语言迁移/跨语言效应

Crowding effect 拥挤效应

Cue words 线索词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CBM) 课程本位测量

Declarative knowledge 陈述性知识

Declining pathway 退步发展轨迹

Decoding 解码

Deep dyslexia 深度阅读障碍

Deep orthography 深层正字法

Default mode network 默认网络

Delayed naming task 延迟命名任务

Derivation/Derived word 派生词

Derivational 派生

Derivational awareness 派生词意识

Determine important ideas 找重点

Developmental dyslexia 发展性阅读障碍

Developmental pattern 发展模式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发展轨迹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弥散张量成像/脑部磁振扩散张量影像

Direct instruction 教师主导的传统授课法

Discrimination task 辨别任务

Disengagement 脱离

Distal factor 底层因素

Dorsal temporo-parietal cortex 背侧颞顶区

Draw inferences 推论

Dual- route theories 双通道理论

Dual-language involvement 双语参与现象

Dual-route cascaded model 双通路模型

Duration of the phoneme 音长

Dynamic design 自适应技术

Dysfluent pathway 不流畅发展轨迹

Dyslexia 阅读障碍/读写障碍

Edge 边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脑电图脑电记录法

Emergent literacy skills 早期读写技能

Engagement 参与

English immersion 英语浸入式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me 英语浸入式教育

Episode 情节

ERP component ERP 成分

Evaluating 评估

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ERPS) 事件相关电位

Explicit reading task 外显任务

Exploratory talk 探索性谈话

Expository 说明文体

Expressive language 表达性言语

Expressive vocabulary 产出型词汇

Extrastriate cortices 纹状体外皮层

Eye tracking 眼动追踪

F2 transition 第二共振峰过渡

Face processing 面孔加工

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

Familial risk 家族风险

Feature-based visual attention 视觉特征注意

Feed forward 前馈

Final awareness 尾音意识

Fine neural tuning 精细神经调制

Flanker task 旁侧抑制任务

Flexibility 灵活性

Floor effect 地板效应

Fluency 流畅

Focusing 聚焦维持

Fovea 中央凹

French immersion 法语浸入式

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 语言的使用频率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核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ist 功能论

Fundamental frequency 基频

Fusiform gyrus (FG) 梭状回

General auditory processing 分辨音韵能力

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 一般词汇知识/一般字汇知识

Genre 文体

Graph theory 图论

Grapheme 形素

Grapheme-phoneme conversion 形—音转换

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形音对应

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ing rule(GPC rule)形—音对应规则

Graphic organizer 组织图

Head-turn behavioral paradigm 转头行为范式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分层回归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 高频字

Higher-order thinking 高级思维

Holisticprocessing 整体性认知加工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 家庭语言环境

Homophone 同音异义字

Hyperlexia 理解困难

Identification curve 识别曲线

Imaging genetics 遗传影像学

Immersion 浸入式

Immersion education 浸入式教育

Immersion program 浸入式项目

Implicit reading task 内隐任务

Inferior frontal gyrus 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sulcus 额下沟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下纵束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顶下小叶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颞下回

Inflection/Inflected word 屈折词

Inflectional 屈折

Inflectional awareness 屈折词意识

Initial awareness 首音意识

Initiating event 引发事件

Input hypothesis 输入假设

Instructional conversation 对话式教学

Insula 脑岛

Intentionality 意图性

Interaction hypothesis 互动假设

Interactive account of VOT function in reading 阅读过程腹侧颞枕区功能交互作用说

Internal response 内在反应

Internationalization 内化

Intervention 干预

Intraparietal sulcus 顶内沟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内在功能连接

Invented pinyin 创造性拼音

Irregular words 不规则词

Joint attention 共同注意

Key sentence 关键句子

Kinesthetic learning 运动知觉学习

Language comprehension 语言理解

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ies 语言学习障碍

Language network 语言网络

Language-universal 跨语言

Large-scale brain network 大范围脑网络

Late talkers 语迟者

Learning difficulty 学习困难

Learning disabilities 学习障碍

Left anterior centrum semiovale 左脑的卵圆中心前部

Left int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IFG) 左侧额下回

Left interior parietal lobe (left IPL) 左侧顶下小叶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MFG) 左侧额中回

Left occipito-temporal region 左侧枕颞区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STG) 左侧颞上回

Left 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region(left VOT)左腹侧枕颞区

Left-lateralization 左侧化

Letter knowledge 字母知识

Letter name 字母名称

Letter sound 字母读音

Letter-sound association 字母—发音联系

Lexical access 词汇提取

Lexical decision 词汇判断

Lexical familiarity 词汇熟悉性

Lexical inference 词义推理

Lexical integration 词汇整合

Lexical representation 词汇表征

Lexical route 词典通路

Lexical selection 词汇选择

Lexicality effect 词汇效应

Lexical-orthographic route 词典通路

Liminal perception 阈限感知

Lingual gyrus 舌回

Loan word 外来语

Local combination detector model 局部组合探测器模型

Logistics regression 逻辑回归

Long vowel 长元音

Longitudinal study 纵向研究

Low frequency character 低频字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脑磁图

Majority language 主导语言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内侧前额叶皮层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学媒介

Mental imagery 心像法

Mental lexicon 心理词典

Meta-analysis 元分析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元认知知觉

Metalinguistic 元语言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元语言意识

Middle frontal gyrus 额中回

Middle occipital gyrus 枕中回

Middle temporal gyrus 颞中回

Mid-fusiform gyrus 梭状回中部

Mismatch negativity 失匹配负波

Misnomer 用词不当

Monomorphemic 单语素

Morpheme 语素/词素

Morphological 语素

Morphological analysis 语素分析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语素意识/词素觉识

Morphological skill 语素技能

Morphology 语素/词素

Morphosyllabary 语素音节型

Morphosyllabic 语素音节/词素音节

Motivation 动机

Motor schema 运动图式

Multi-link causal reasoning 链条式推理

Multi-morphemic word 复合词素词

Narrative 故事体

Neonate 新生儿

Neural biological marker 神经生物学标记

Neural mechanism 神经机制

Neural recycling hypothesis 神经回收假说

Neuro-imaging technology, 神经成像技术

Neurophysiological 神经生理学

Neuropsychological 神经心理学

Node 节点

Non-lexical route 非词典通路

Non-routine problem 非常规问题

Non-transparent orthography 不透明语言

Non-verbal reasoning 非言语逻辑

Object processing 物体加工

Object-based visual attention 视觉物体注意

Occipito-temporal area 枕颞脑区

Onset 首音

Onset awareness 首音意识

Onset-rime 声母—韵母

Onset-rime awareness 声母—韵母意识

Orienting 注意导向

Orthographic 正字法

Orthographic awareness 正字法意识

Orthographic decomposition 分解字形结构

Orthographic depth 透明度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正字法加工能力

Orthographic rule 构字规则/组字规则

Orthographies 正字法

Overt 显性

Paired reading 配对阅读

Parafovea 副中央凹

Parahippocompal gyrus 海马旁回

Performanc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演练式教学/实作本位教学

Phoneme 音素

Phoneme-grapheme mapping 音—形对应规则

Phonemic awareness 音素意识

Phonemic decoding efficiency 音素解码测验

Phonetic awareness 音位意识/声旁意识

Phonetic recoding in working memory 短时记忆中的声旁编码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声旁表征

Phonetic spelling 声旁拼写

Phonetic training 声旁训练

Phonological 语音

Phonological awareness 语音意识/声韵觉识

Phonological coding system 语音编码系统

Phonological deficit 语音损伤

Phonological dyslexia 语音阅读障碍

Phonological mapping hypothesis 语音匹配假设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语音加工

Phonological receding in lexical access 词汇提取能力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语音表征

Phonological short term memory 语音短时记忆

Phonology 语音

Pitch contour 音高曲线

Pitch height 音高高度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后扣带皮层

Precentral gyrus 中央前回

Predict measure 预测指标

Predicting 预测

Predictor 预测变量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转介前介入

Preview benefit 预视效应

Prior knowledge 先验知识/先备知识

Problem solving 解难能力

Problem-solution 问题解决

Procedural knowledge 程序性知识

Processing preference 加工偏侧化

Processing speed 加工速度

Pronunciation 读音

Proximal factor 表层因素

Pseudocharacter 假字

Pseudofont 非字符号串

Pseudohomophones 假同音字

Pseudoword 伪词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心理语言的纹理理论

Question answering 问题回答

Question generation 问题产生

Radical awareness 部首意识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快速自动命名

Rapid naming 快速命名

Rapid naming of objects 快速物体命名

Rapid neural sensitivity 快速神经活动敏感性

Reading accuracy 阅读准确性

Reading acquisition 阅读习得

Reading difficulty 阅读困难

Reading disabilities 阅读障碍

Reading fluency 阅读流畅性

Reading literacy 阅读素养

Real character 真字

Recall 回忆

Receptive field 感受野

Receptive language 接受型言语

Receptive vocabulary 接受型词汇

Reciprocal teaching 交互教学法

Recoding 重编码

Reentrant activation 折返性激活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

Regular word 规则词

Regulation 调节

Relational thinking 关系性思维

Relevance 关联性

Remedial instruction 补救教学

inflectional morpheme 屈折语素

Repair comprehension 修复理解

Repeated readings 重复阅读

Repetition detection 重复探测任务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教学干预反应

Responsiveness to Intervention 干预—应答

Resting-state fMRI 静息态功能成像/静息态功能磁振造影

Retrospective analysis 回溯分析

Rhyme awareness 元音意识

Rhyme/rime 元音

Right-lateralization 右侧化

Road to reading 阅读通路

Rote memory 机械式记忆

Routine problem 常规问题

Scaffolding 支架式教学/鹰架

Schema 图式

School year 学龄期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第二语言学习

Self-regulation 自我调节能力

Semantic awareness 语义意识

Semantics 字义

Sense of agency 职权感

Setting a purpose 设定目标

Shallow language task 浅层语言加工任务

Shallow orthography 浅层正字法

Shared book reading 分享活动

Shared grain sizes 共同单元

Shifting 转移

Short term memory 短时记忆

Short vowel 短元音

Sight word efficiency 常见词阅读效率

Signal words 提示词

Simple view of reading 阅读的简单模型

Skill 技巧

Sluggish attentional shifting (SAS) 注意转移迟钝

Sluggish engagement 入位迟钝

Small-world network 小世界网络

Soa 项目呈现时间间隔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主义

Socio-scientific curriculum 人文—科学课程

Spatial cueing paradigm 空间线索化任务范式

Spatial resolution of perception 空间知觉分辨率

Speech perception 语音感知

Speech-related sound 言语声音

Spelling/orthography 拼字/字形

Spontaneous counterargument 自发性正反论证

Sprasegmental 超音段

Standard-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标准本位教学

Stem word 词干

Stimuli 刺激

Story grammar 故事文法

Story structure 故事结构

Strategy 策略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sensitivity theory 结构敏感度理论

Subject pool 抽样来源

Sublexical route 亚词汇通路

Subskill 亚技能

Summarizing, summarization 摘要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上纵束

Superior parietal lobe (left SPL) 顶上小叶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颞上回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颞上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

Supramarginal gyrus 缘上回

Surface area 表面积

Surface dyslexia 表层阅读障碍

Sustaining motivation 持续性动机

Syllabic awareness 音节意识

Syllable 音节

Syllable awareness 音节意识

Syntactic parsing 句法分解

Syntax awareness 句法意识

Task-independent effect 非任务依赖效应

Temporo-parietal area 颞顶脑区

Text structure 文章结构

The general magnocellular theory 巨细胞理论

Think aloud 放声思考

Threshold hypothesis 阈限假设

Threshold-style processing 阈限式加工

Toddlerhood 幼儿期

Tone 声调

Tone awareness 音调意识

Top-down 自上而下

Topographic map 地形图

Total immersion 完全浸入式

Training study 训练研究

Transactional strategy instruction 转化策略教学

Transfer 迁移

Transformation 转化

Transparent language 透明语言

Two-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 serial position

paradigm 二择一系列位置效应范式

Typical pathway 典型发展轨迹

Unexpected pathway 意外发展轨迹

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inciple 语音识别通用原理

Ventral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腹侧颞枕区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腹内侧前额叶

Verbal memory 言语记忆

Visual attention span 视觉注意广度

Visual attentional window 视觉注意窗口

Visual closure 视觉完型

Visual discrimination 视觉识别

Visual expertise 视觉专家化

Visual magnocellular pathway 视觉巨细胞通路

Visual perceptual skill 视知觉技能

Visual search 视觉搜索

Visual skills 视觉技能

Visual word form system (VWFS) 视觉词形成系统

Visual word from area (VWFA) 视觉词形区

Visual-orthographic processing 视觉—正字法加工

Visual-spatial attention 视觉—空间注意

Visual-spatial relationship 视觉—空间关系判断

Vocabulary 词汇

Voice onset time 嗓音启动时间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VBM)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

Wernicke’s area 威尔尼克区

Word detection 词汇探测

Word frequency effects 词频效应

Word productivity 构词能力

Word recognition/Word reading 单语识别/单字认读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最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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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by H. G. Wells

In addition to my belief in my powers as a business man, | had always in those days had an idea
that | was equal to writing a very good play. It is not, | believe, a very uncommon persuasion. |
knew there was nothing a man can do outside legitimate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at has such
opulent possibilities, and very probably that biased my opinion. | had, indeed, got into the habit
of regarding the unwritten drama as a convenient little reserve put by for a rainy day. That rainy
day had com. | wanted to be a(n)

A. author
B. doctor
C. actor

D. singer

Item Statistics for “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by H. G. Wells

Theoretical Calibration 1110L
Observed Difficulty 1134L
Point biserial 043
P-Value 0.76
Grade Administered 8

N 18,808
Responses Distractor A 14,272
Responses Distractor B 703
Responses Distractor C 3403
Responses Distractor D 430

Excerpt from “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by H. G. Wells

Scholastic Reading Inventory, Copyright® Scholastic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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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Level
Grades K -2

Reading Level

Grade level
Equivalent: 1.7

Lexile® Measure:
360L

DRA: 12
Guided Reading: G

Type of Book:
Predictable Book

Genre

Comedy and Humor
Theme/Subject
Early Leamning

Conflict Resolution
Animals

Reading Quiz
Programs

' 3

Kitten's First Full Moon

By Kevin Henkes
Like < 0 1] [e+l'o °
- {11 el (1] [G1]
Print
Facebook
Twitter
Email
Gmail
Favorites
More... (296)
About This Book AddThis
Free Teaching
From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and beloved picture Rasources
book creators working in the field today comes a . L
memorable new character and a suspenseful adventure g::;:‘:o:'m
just right for the very youngest. It is Kitten's first full Lascon Plari

moon, and when she sees it she thinks it is a bowl of
milk in the sky. And she wants it. Does she get it? Well,
no... and yes. What a night!

A short text, large type, and luminescent pictures play second fiddie to the true star of
this classic picture book: A brave young kitten who sets out into the world on a quest
that leaves her bruised, bewildered, and hungry, but that ultimately leads her back
home, where something special is waiting just for her.

Winner of the Caldecott Medal.

About the Authors or lllustrators

Kevin Henkes

Kevin Henkes has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more than 15 picture books
that have won him a devoted audience as well as considerable critical
acclaim. Owen was named a Caldecott Honor Book, one of many
awards and citations Henkes has received.

READ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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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ikied Roading Level DRA Level Lexile level
A A-l
Kindergarten # 2 BR-100
C 34
D 6
A Al
B Z
c Cll
D [
First Grade E 8 200-400
E 10
G 12
H 14
! 16
E 8
E 10
G 12
Second Grade % 1_‘6‘ 3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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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8-30
=K 16-18
LM 20-24
Third Grade N 28-30 5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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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0
M 20-24
N 28-30
0-P 34-38 6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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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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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h Grade SV 40-50 7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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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 Grade W-Y 60 800-1050
A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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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Z Benchmark Assessment Books were carefully developed, tested,
and revised to ensure they are grade-level appropriate and appeal t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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